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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自20世纪以来伴随着实践的不断探索和创新，战略管理理论从最初的经验总结发展成为浩瀚的理论丛林，并成为管理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著名战略管理思想家和理论家明茨伯格，曾提出“对战略形成的认识就如同盲人摸象，因为从未有人能够具备完整的审视大象的眼光，每个人都紧紧地抓住战略形成的一部分，同时对其他部分则是一无所知”。因此，如何能全面地探索“大象”的全貌，并且能对局部进行深入分析和探索就成为了战略管理理论研究的基础和关键。特别是近些年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动态化、网络化的发展，战略管理涉及的主题日益多样化，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方向和领域，诸如网络联盟、制度理论、全球化战略，等等，如何从这些纷繁复杂的理论丛林中厘清研究发展的脉络，同时又能预见性地认识到研究发展的趋势，这是一项既艰巨又意义重大的事情。



由著名战略管理学家希特、弗里曼及哈里森等编撰的《布莱克威尔战略管理手册》一书是该领域的名著，在世界战略管理学界享有盛誉，本书无论在理论总结上还是对未来研究的展望，都显现出一流著作的特点，既具有理论上的先端性和深度，又适时反映了研究发展的趋势，本书各章的作者均是战略管理方面的著名专家，具有深厚的理论研究功底，通过这些名家的研究叙述，不仅能让我们细细品鉴每一棵树木的特征和发展，也能俯瞰整片森林的雄伟。具体讲，本书的特点表现为：



1．理论反映的全面性。本书作为战略管理理论方面的著作，不仅仅系统地介绍了战略管理发展的进展和特点，更从不同的视角开展了战略管理研究和教学等多方面的理论探索。从本书的结构看，作者对战略管理理论的分析，既涉及理论的渊源和进程、战略管理理论基础，又涵盖了战略的不同类型和人的因素。此外，本书还对战略管理课程的组织，特别是对教学法和教学工具等进行了详尽分析。



2．理论介绍的前沿性。本书对战略管理研究的分析及时地反映了目前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很多当下研究的重点，诸如战略风险管理、网络联盟、战略创业、可持续战略等都在本书中得到了详尽的论述，这是其他著作所不及的。



3．理论探索的前瞻性。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对战略管理的介绍并不仅仅局限于理论文献的回顾和分析，而且能提出独特的分析视角和观点，使读者不仅能了解特定领域的研究成果，还能深刻地思考相应的观点和问题，并且各章的作者在分析各领域进展的基础上，提出了很多未来研究的方向，进而有利于学者在战略管理领域中做出更进一步的探索。



本书以全新的视野，全面、详尽地介绍、分析了战略管理的基本理论、发展和最新动向，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全书共分5个部分25章，第一部分对战略过程研究中的问题、战略决策和战略形成等做出了全面的分析、介绍。第二部分从第4章到第10章论述
 
 了战略管理的理论基础，包括战略柔性、资源基础观、利益相关者理论、战略管理中的交易成本理论和代理理论，以及战略风险和企业声誉等。第三部分战略类型包括第11章到第16章，该部分主要论述了动态竞争、多元化战略、兼并与收购、战略联盟、战略重组，以及全球战略。第四部分探索了战略管理中人的因素，这部分内容包括战略判断、组织结构、企业治理、战略伦理、国家政策、人力资源和战略创业。第五部分详尽地分析了如何讲授战略管理课程。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本书的引进将对我国企业战略管理等方面的研究、教学具有积极的意义，既丰富相关领域的知识，又能对这些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新的视野。



参加本书翻译的有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的宋华教授，以及于亢亢、喻开、杨璇、刘会、侯海涛、张钟允、卢强、陈思洁、刘佳宁、张沁等，全书由宋华统校并撰写译者前言。我们要特别感谢负责本书引进和编辑的总策划杨雯女士，正是她的“创造精品图书”的原则才促使我们努力地完成了本书的翻译工作。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译释不当之处，恳请读者指正。






前　言


几年前，Ed Freeman与布莱克威尔出版社（Blackwell Publishers）商谈创作战略管理手册，以完成布莱克威尔这套令人印象深刻的系列丛书。这些探讨促成了本书编委会的成立。在合同签订后不久，我们就开始向战略管理领域的顶尖学者征求章节，我们最初的标准是“如果我们要举办最优秀的博士学术论坛，邀请一些演讲嘉宾，我们会请谁？”然而，如此多的候选者以至于我们很难决定邀请谁来参加。被邀请参加编写本书的作者都是相关领域的杰出学者，我们鼓励他们充分阐述观点。我们的宗旨是不想创作一本“平庸”的手册，而是能反映相应领域内最闪光的智慧，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自由地探讨。



这些杰出的作者超出了我们的预期，他们写的章节不仅从自己独特的视角，提供了丰富的相关主题知识背景，并且包含了很多新的思想，从而能够指导该领域未来若干年的研究。我们相信，这套书对于战略管理领域的博士生，以及管理学、市场营销学、财务金融学、经济学、商业与社会学等领域的学生大有裨益。另外，优秀的硕士学位学生也会发现这本书的巨大宝藏；研究者们也会从该书的阅读中发现价值，因为其中有很多新的思想，可以在未来很长时间内成为研究的参考对象。最后，我们还相信，这本书一定能吸引那些在组织中战略性理解管理的“爱思索”的管理者。



《布莱克威尔战略管理手册》分为五个部分：起源与过程、理论基础、战略类型、人的因素，以及教学法。起源与过程部分涉及战略管理发展的前三章。在“战略过程研究中显现的问题”一章中，Gregory G. Dess和G. T. Lumpkin探索了如何理解战略决策过程的多维特征，从而能够推动规范和描述性理论的发展。他们运用战略管理领域中的规范思维，提出了一些调节战略决策过程与绩效关系的因素，诸如战略、环境和组织发展的阶段。他们探索了战略管理如何帮助管理者组合和利用资源来获得竞争优势，尤其是在知识经济中。在“战略决策”一章中，Paul Nutt探索了理论研究，并且提出了一些有关组织中如何做出决策、什么因素导致了失败，以及如何改进成功预期的假设和命题。Paul将他的分析归为两类：发展的或非发展的，他认为这对于确定成功决策的因素非常重要。最后，Jeanne M. Liedtka在她撰写的“战略形成：对话与设计的作用”一章中，证明了战略思维对于成功战略管理的核心作用，揭示了战略变革与战略形成过程中的战略规划之间的关系。如同她提出的那样有三个相互交叉的主题，并介绍了战略对话与设计的作用。



本书第二部分涉及了战略管理领域的理论基础。在开始一章“新、旧经济中的战略柔性”一章中，Kathryn R. Harrigan回顾了战略柔性研究，这里涉及用次优战略态势管理的不确定性。在旧经济中，她认为，不匹配通常发生在竞争成功的诉求与资产配置之间，尤其是资本密集行业中的有形资产。在新经济中，由于行业中差别化的成功诉求是基于速度、专业化和客户定制化的价值竞争，因此，无形资产显得日益重要。在“资源基础观：起源
 
 与应用”一章中，Jay B. Barney和Asli M. Arikan详尽概述了资源基础观的理论渊源，他们探讨了资源基础观与其他解释企业绩效因素的不同之处，并且总结了一些主要资源基础观的实证检验，并探索了未解决的问题，以及实践意义。在R. Edward Freeman和John McVea撰写的“战略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方法”中，作者用历史的视角分析了利益相关者这个观点是如何发展的，以及为什么它对于战略管理非常重要。他们认为，利益相关者导向对于理解组织的行为，以及为什么有些企业会比其他企业更成功至关重要。



在战略管理领域中，有两个得到高度关注的理论就是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 cost theory）和代理理论（agency theory）。在“交易成本理论的正面阐释：企业家精神与信任的核心作用”一章中，Gareth R. Jones对交易成本理论进行了评判，重新评估了理论的基本假设。在正面和人性化地探索了模型中人的因素后，作者认为机会主义和有限理性会被信任和创业精神取代。基于这一评判，作者对于交易成本理论和组织层级进行了正面的解释，并且描述了价值创造的过程。在“企业治理中代理关系的战略管理模型”一章中，Michael H. Lubatkin、Peter J. Lane和William S. Schulze简单地回顾了代理模型的前提假设，以及在四大情景中的相关问题。基于这四个领域的评判，他们提出了一个更为通用的代理模型，这个模型包含了理论的基本假设，以及根植于战略管理的基本问题。



理论基础部分是以Philip Bromiley、Kent D. Miller和Devaki Rau撰写的“战略管理研究中的风险”一章，以及Charles J. Fombrun撰写的“作为经济资产的企业声誉”一章来结尾的。Bromiley、Miller和Rau对风险研究进行了概述，特别强调了风险的概念和测度，并且探索了风险与回报的关系。Fombrun考察了企业声誉的不同观点，提出了企业声誉的定义，他认为这一概念源于对资源拥有者的理解和诠释，之后还探索了社会认知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中资源提供者根据各种可解释的线索，以及经由企业自身直接发出的或者制度中介间接发出的信号来评判企业。



本书第三部分涉及各种战略类型。在“动态竞争研究：评判与发展趋势”一章中，Ken G. Smith、Walter J. Ferrier和Hermann Ndofor根据理论、方法和结果等几个方面审视并回顾了动态竞争的文献，这些审视揭示了该领域最显著、稳定的实证关系，包括行动／反应的时间与企业绩效之间的负向关系，以及行动／反应的进攻性与企业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在“多元化战略研究的十字路口：以往、新近和预想的研究路径”一章中，作者Donald D. Bergh主张多元化战略是战略管理领域中最古老、最广泛和最重要的战略形态。他认为，多元化战略研究已经走到了非常重要的十字路口，研究者们需要通过各种路径推动研究的发展。将多元化的理论研究扩展到以往多元化运用的策略中，Michael A. Hitt、R. Duane Ireland和Jeffrey S. Harrison在“兼并与收购：价值创造还是价值毁灭？”一章中指出，兼并与收购尽管在数量和规模上持续发展，但是大部分都失败了。他们概括了一些并购过程中导致成功或失败的因素。在“战略联盟”一章中，Andrew C. Inkpen全面回顾了近期较为流行的通过联盟竞争的观点，他还分析了战略联盟的文献与联盟的动因、联盟的绩效和不稳定性、联盟学习、信任、控制和演进等话题。



当并购和联盟引导企业开辟新商业领域的同时，很多企业，特别是在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正在进行重组，以缩减业务范围。在“多元化企业集团的重组战略：以国家制度环境的差异为考量”一章中，Robert E. Hoskisson、Richard A. Johnson、Daphne Yiu和William P. Wan认为，紧缩是高度多元化企业绩效差的结果。然而，在发展中国家，高度
 
 多元化的企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它起到了一些发达经济体中所谓的“软基础设施”（诸如，促进交易环境的法律、司法机构和金融中介）的替代作用。第三部分的最后一章讨论的是关于国际化的主题，即Stephen Tallman撰写的“全球战略管理”。通过对全球战略文献的回顾，Tallman帮助读者理解了国际商务和战略是如何相互支持的，又有哪些不同。他们观察到，国际战略起源于国际经济学，之后作为不同的理论概念继续发展，对于解释跨国企业和战略行为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四部分涉及战略管理中人的因素。Richard L. Priem和Cynthia S. Cycyota从一个有趣的视角“战略判断”论述了领导力。他们指出，战略选择可以看作是战略管理特质的界定，并且在战略选择前必须形成高层管理人员的决断，无论好坏。理解战略领导者的决断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了这种思维在制定战略中的表现，以及这些过程和战略如何影响企业绩效。在本部分的“组织结构：从战略视角进行研究”中，Barbara Keats和Hugh M. O’Neill阐释了影响战略管理研究的组织理论，他们详尽地追溯了从韦伯到现在所有的有关战略、结构和绩效的观点。在“企业治理”一章中，Sayan Chatterjee和Jeffrey S. Harrison提出了理解企业治理的理论基础，并且运用这些理论研究企业治理的重要性，尤其是组织危机时期治理的重要性，该观点是在企业经营失败的情境下总结出来的。



第四部分接下来的两章涉及战略管理中商业和社会的研究。Daniel R. Gilbert Jr.在“企业战略与伦理：企业战略所面临的时代”一章中，纵览了企业和战略相辅相成的现代观念，同时也论述了企业战略概念中的伦理性批判。在“商业与国家政策：政治市场中的竞争”一章中，Gerald Keim展现了一个反映大部分产品和服务市场的政治权力市场，该章提出政治战略应当成为企业战略中最活跃的部分，该战略试图影响环境中不可控制的因素。



在“人的因素”这一部分，Lawrence G. Hrebiniak和William F. Joyce认为，尽管有很多研究强调战略实施的重要性，但是在战略管理研究领域中该部分仍然被忽略。在“战略实施：评价与未来研究规划”中，他们提出战略实施研究困难这一状况，甚至对已发表研究的粗略回顾都清晰地揭示了对战略实施问题的关注。他们为研究者们如何在这个领域发展有意义的理论提供了方向。接下来一章“人力资源战略：我们的方式的时代”中，Scott A. Snell、Mark A. Shadur和Patrick M. Wright通过讨论企业过去面临的主要挑战，以及这些挑战如何影响到人力资源的概念，深入探索了历史情境中的人力资源。同时，他们考察了被接受的人力资源战略的概念和模型，并且讨论了与战略管理各个领域研究的关系。他们指出，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的主要宗旨在于指引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企业通过发展和运用人力、社会与资本来增强企业竞争力。人的因素这部分最后一章是S. Venkataraman和Saras D. Sarasvathy撰写的“战略与创业：一个未曾讲过的故事”，他们叙述了创业和战略作为共同作用的领域，试图描述、解释、预测并决定价值是如何发现、创造、获取，或者破坏的。结果显示，这些领域必须相互学习，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是硬币的两面：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



很多学者不仅在战略管理领域从事研究，也在不断教学。印第安纳大学的Idalene F. Kesner在教学方面享有盛誉。我们邀请她与我们分享成功的秘诀。其撰写的“战略管理课程：成功教学的工具和方法”一章，探讨了课堂中案例的有效运用，同时也介绍了其
 
 他工具和方法。



在此，我们对帮助我们完成这项工作的很多人表示由衷的感谢。首先，我们要感谢出色完成该书撰写任务的作者们，他们在本书中撰写的内容能够表明他们为什么如此知名，且受人尊敬，我们感谢所有人杰出的工作。其次，我们还要感谢几位博士生：Anke Arnaud、Jie Guo、Linda Isenhour、Mike McCardle和Nacef Mouri，他们为很多章节的初稿录入做出了很多努力。再次，我们要感激我们的妻子和孩子们的支持与耐心，因为我们为完成该书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而疏远了他们。最后，我们要感谢我们的朋友布莱克威尔，是他帮助我们完成了该书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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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dward Free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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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战略过程研究中显现的问题

战略制定过程（Strategy-making processes，SMP）是一种组织层面的现象，它涉及代表整个组织进行关键决策。战略过程涵盖了非常广泛的主题，包括战略分析、规划、决策，以及组织文化、愿景和价值体系等很多方面（Hart，1992）。这些差别化的主题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战略过程研究。二十年前，Bourgeois（1980）区分了战略过程与战略内容，他认为战略过程是一个独特的领域，它涉及战略是“怎样”开展的，相反，战略内容则关注的是“什么战略”。

尽管自Bourgeois（1980）的文章后又出现了大量相关的研究，但是在理论和实证贡献上仍然缺乏一致性。Rajagopalan、Rasheed和Datta（1993）指出，“这种整合性模型的缺失导致战略过程的研究仍然是零散的，并且理论建构和实证检验都很有限”（p.350）。同样，Pettigrew也感叹“战略过程研究的关注点很狭窄，由于对分析的基础缺乏明确的论述，因此，其独特的贡献被埋没了”（1992:5）。然而，这种整合的缺失被很多人认为是一种显著的优势，是战略管理领域的魅力，因为其多学科的性质使得研究跨越了经济学、社会学、行为科学、市场营销学、财务金融学，等等，这无疑能增强理论建构和研究方法的丰富性。

由于战略管理过程研究具有广泛性和多样性的特点，所以本研究的目标不在于回顾和整合不同的研究流派。相反，在简要介绍战略过程研究两个方面的主要贡献后，我们将主要聚焦于第三个方面，即战略制定研究。我们会展现此前的战略过程研究的学者们是如何不断发展，并创造了战略制定的新知识。在我们的论述中，我们将谈到这种新知识的增长是如何得益于管理学不同领域相关问题的探索，并且把它放在一个权变的框架中加以评价。我们同样也会检验这一过程与组织绩效的关系，以及影响或者被影响的组织内外的因素。基于此，我们希望对战略制定的多维性质进行深入分析，从而揭示这些要素是如何综合起来形成既定的战略决策过程的。

本章将分为五个部分。在第1.1节，我们将评价此前有关战略过程研究的三
 个不同方面，其中包括战略决策制定和战略变革，我们将简要地从历史的视角描述这些观点，以及一些学者的贡献。之后，我们将介绍战略过程研究的第三个方面，这一主题在以后的章节中得到了深入的探索发展。

第1.2节将概述战略制定过程（strategy-making process，SMP）的研究发展，这一研究导致了创业导向（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EO）概念的形成。我们在试图整合概念和可能的假设基础上（Lumpkin和Dess，1996）探讨了实证性研究，即调节创业导向和企业绩效关系的因素（诸如环境、战略），这包括作为单一维度的创业导向构念，以及多维度的创业导向构念（反应性的和竞争进攻性的），这些构念被假定是独立变化，而不是协变的。我们同样探索了权变和结构模型，以便更好地预测企业绩效。

第1.3节我们将直接讨论简单化（Simplicity）这一概念的发展，战略制定中的简单化指的是关注于有限活动的单一思维，或者全神贯注企业的单一战略目标和方法。在此，我们将梳理诸如Hart（1991，1992）、Miller（1993），以及Miller和Chen（1993）的研究，他们对于厘清简单化概念成效卓著。同时，我们还将分析组织发展阶段，以及战略制定过程中的环境因素，把它们作为简单化和绩效之间的调节因素加以检验（Lumpkin和Dess，1995）。

第1.4节将论述知识经济中战略决策过程对于改进组织绩效的作用。此外，我们通过介绍本章第一作者与Joseph Picken撰写的著作（Dess和Picken，1999）来分析，战略过程如何在组合和利用资源（包括人力和社会资本）中发挥关键作用。如同在战略过程研究文献中经常提到的那样，我们发现对于组织而言，跨越组织边界看待所有的生产要素，包括增强供应商、客户和联盟伙伴的资本异常重要。

最后我们将对本章进行总结。

1.1　战略制定、决策和变革

战略制定涉及一系列企业制定、实施战略使命和目标活动的过程。战略过程指的是企业用以解释机会和威胁、有效利用技能和资源决策的方法和实践（Shrivastava，1983）。如同这些广泛定义描述的那样，战略制定的研究覆盖面广，几乎涵盖了半个世纪学者们的探索。很多主题之所以会在本研究中出现，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些知识是从其他领域的研究中得来的，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和行为科学。在管理应用方面，战略过程研究的回顾表明该领域有三个显著的“流派”，本节将简要介绍其中两个。

第一个流派强调战略过程中决策的作用。这一研究的主要动因源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的管理研究探讨，即全面决策过程与有限理性的问题。尽管战略制定中理性、线性和全面的方面被有些人认为是“理想”的（诸如Andrews，1971；Hofer和Schendel，1978），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不可实现的。在早期的学者中，Simon（1957）、Cyert和March（1963）认为在纯粹的理性决策中也有很多无法计算结果的方案，这里的理性一定是受制于决策者认知局限的“有限理性”。这一观点得到了诸如Bower（1970）和Allison（1971）这些学者的支持，
 他们在对古巴导弹危机的研究中发现，由于组织的局限和官僚政策，结果往往偏离于理性预期。之后，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些更为现实的方法，诸如Quinn（1980）的逻辑渐进主义（logical incrementalism），以及Mintzberg（1973，1978）的适应性模型，两者都认为决策都是由小决策组成的，并且要考虑不断变化的事件。

以此为起点，有些决策研究分支形成了上述的战略制定类型，还有一些分支研究关注于群体决策过程，以及群体成员不同的方法和特征如何影响决策的结果。有三个方法在被广泛地探索：魔鬼辩护法（devil’s advocacy），辩证询问法（dialectical inquiry）和一致认同法（consensus）（诸如Dess，1987；Schwenk，1984；Schweiger、Sandberg和Ragan，1986）。该领域研究的其他方面涉及战略决策中高管人员的特质（如Hitt和Tyler，1991），以及决策的速度（如Eisenhardt，1989），但是，大多数这类研究将决策看作组织行为问题，也就是说，群体决策过程如何与战略结果交互。

第二个流派强调在实现变革中战略决策作用的战略过程。在此关注的是变革过程，很多研究聚焦于变革管理、组织发展，以及在创业背景下战略显现的过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Van de Ven，他认为，这种战略过程的研究方法是“用历史发展的视角，关注事件、活动和阶段发展的序列，即一个中心主题展开的时间”（1992:170）。很多学者诸如Scott（1971）和Greiner（1972）对这一方面进行了考察，他们分析了组织发展的不同阶段，包括在企业发展中每个危机时刻解决问题的过程。战略变革常常涉及认识、搜寻和评价的过程，这一过程通常是一种“非结构化”的形式，并且导致非预期型决策（Mintzberg、Raisinghani和Theoret，1976）。在创业领域，人们可以看到关于变革过程的研究主要关注于新企业的出现（如Katz和Gartner，1988），以及企业创业背景下内部创业转化为战略行动的过程（如Burgelman，1983）。

很显然，这两个流派研究的概念与战略过程相关，这些研究对发展描述和规范性理论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强调高效决策，以及战略管理中的持续变革，对于企业在今天高速变化、全球化环境中取得成功至关重要。虽然这些研究不是本章的中心内容，其他一些学者也对此进行了充分论述。

为了理解管理者决策和行动的基础，第三个流派的研究强调战略制定，即组织间可以识别和描述的行动范式或形态。这些形态通常被描述为在组织层面战略制定时，反映一致性方法的“维度”或“模式”（Hart，1992；Miller和Friesen，1978；Mintzberg，1973）。此外，这些战略制定过程的核心是要取得关键要素间的协同或匹配，以实现预期的结果和良好的绩效。因此，这一过程受到企业内部各种权变因素的影响。接下来两节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些概念，并且试图展现如何运用一个一致的战略决策过程研究，去发展简单化的战略管理过程构念，以及创业导向框架。

1.2　发展创业导向概念

战略制定的宗旨是落实组织的战略意图，实现组织的使命，并且产生财富。
 它包含了引导企业实现预期结果的思维模式、决策过程，以及行动方案。要理解这些决策和行为的基础，很多学者强调，可以通过观察不同组织间战略制定的行动模式或形态来加以分析（如Rajagopalan、Rasheed和Datta，1993）。要调查这些形态，很多学者试图精炼战略制定的要素和成分。这些要素通常被称之为战略制定的“维度”。例如，在分析组织结构对战略决策过程影响的研究中，Fredrickson（1986）将战略制定的维度分为全面性（comprehensiveness）、前摄性（proactiveness）、合理性（rationality）和风险承担性（risk taking）。Miller和Friesen（1978）提出了战略制定的11个维度，即适应性、分析、战略意识、专业知识、前瞻性、整合、创新、（决策）多样性、前摄性、风险承担，以及传统附着性。他们1978年研究的目标在于识别战略制定中“性质的复杂性，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这些都会导致企业的成功或者失败。根据Miller和Friesen的观点，战略制定的成分包括战略制定过程中的规划、决策类型和组织形态等各个方面。在随后的研究中，他们1978年研究的战略制定的三个维度，被认为是创业企业的主要特征，即创新性、前摄性和风险承担（Miller，1983；Miller和Friesen，1982），这些思想都对创业导向构念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战略制定维度的研究为讨论组织的各种努力，包括浏览、分析、规划和行动等各种方法，以及正确的市场定位提供了有用的框架，从而使组织朝着既定的目标发展。有些学者进一步分解了战略过程管理的维度，探索其中的子维度（诸如Ibarra，1993）。但是，早期的战略管理过程研究学者倾向于将这些维度综合成战略制定的“模式”（mode）。模式这个概念也许能够更好地与作为多种要素共同作用的战略管理过程这个概念相区分。Mintzberg（1973）是早期运用“模式”分析战略制定的管理学者之一，他认为创业的战略制定模式包括果断、机会寻求和风险承担，这些是发展创业导向构念很重要的几个方面。同时，他也提出了其他三个模式：适应性模式（adaptive mode），即战略决策是由利益相关者的关注所驱动的；规划模式（planning mode），以及关键决策者之间为了解决冲突性目标的讨价还价模式（bargaining mode）（Mintzberg，1973，1978；Mintzberg、Raisinghani和Theoret，1976）。

其他一些学者基于多维度模式提出了战略制定的范式。Hart（1992:327）提出了“包含五种模式的整合战略制定过程框架：命令型、象征型、理性型、交易型和生成型”。Hart的模型之所以是整合性的，是因为它在战略管理过程中结合了很多因素，包括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角色、组织成员的参与，以及将这些因素与组织的愿景、既定系统和战略之间的互动。简要地讲，命令型模式是指战略制定是由强有力的领导推动的，组织成员去落实战略，是很好的追随者。象征型模式同样趋向于高层的直接引导，但是战略制定的引导力量是企业的愿景，管理是为了训练、激励组织成员来确立共同的目标。理性型模式涉及规划和分析，组织成员的作用是实施计划，高层管理的角色是控制和监督结果。而在交易型模式中，战略制定是基于与企业内外利益相关者互动对话学习而来的，组织成员是学习过程的一部分，高层管理对这一过程授权。最后，在生成型模式中，战略制定源于自发、实验，以及企业各级成员的“内创业”。

尽管Hart提出的模式没有一种是纯粹的创业，然而Hart认为他的模式并
 非相互排斥，而是融合了不同的战略管理过程。与他的观点相一致，我们早期的研究提出，命令型模式和生成型模式包括了创业战略制定的很多方面（Dess、Lumpkin和Covin，1997）。命令型模式反映了Mintzberg创业战略制定模式中的机会寻求和魄力。生成型模式强调了某种自治、风险承担和尝试，这些往往与企业内部风投相关（Burgelman，1983）。因此，Hart的战略制定过程的多维方法（1992）为发展创业导向提供了特别有价值的框架。

Venkatraman的战略导向概念（1989）将战略型模式与战略制定维度结合在了一起。他的研究探索了战略过程的维度，“更加具有整体性和互动的视角”，并且与战略制定多维模式的观点相一致。尽管其1989年研究的初衷是为了研究战略导向的操作和测量，然而，他同样识别出了六种优先的战略导向，这些导向代表了很多企业战略导向的“方法”和“范式”。其中包括进攻型（aggressiveness），一种好战的姿态以获取不断增长的市场份额；分析型（analysis），一种专注于解决问题的方式，试图在多个方案中找到最优解决方案；防卫型（defensweness），一种自我保护姿态，确保自身的核心领域；未来型（futurity），强调研究和趋势预测的长远观点；前摄型（proactiveness），关注竞争前行动这种机会寻求的观点；以及风险型（riskiness），在面临不确定性时，倾向于大胆地做出资源配置。

Venkatraman对“导向”形态的强调对于我们发展创业导向框架极有裨益。此外，Venkatraman的研究在实证上支持了前摄型和进攻型的维度具有巨大差异这一观点，这对于我们发展创业导向维度关系的理论至关重要。不同与大多数此前的研究，我们认为创业导向的维度在特定状况下是独自变化而不是协变的（见以下Lumpkin和Dess，1996）。在比较前摄型和竞争进攻型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一，两者之间是负相关的；二，前摄型与绩效正相关，而竞争进攻型与企业绩效没有显著的关系（Lumpkin和Dess，2001）。这两个结果证实了Venkatraman 1989年的结论。

基于此前的战略管理过程研究，我们发展了一个创业导向的框架（Lumpkin和Dess，1996），包括创业导向维度的界定，以及如下一些理论假设：（1）这些维度之间的关系；（2）创业导向与绩效的关系。创业导向指的是促使企业进入一种新状况的过程、实践和决策活动，这涉及创建新业务过程中关键参与者的意向和行为。这种新创建的承担者既可能是新建的企业，也可能是既定的企业，它们都是利用新的或既定的产品服务进入新建立的市场。创业导向包括如下五个维度：创新（innovativeness）指的是支持创造和试验，引入新产品、新服务、新事物或者新技术，在发展新过程中的研发意愿；风险承担（risk taking）涉及采用大胆的行动进入未知的、资金巨大或者投入大量资源而结果不确定的意向。前摄（proactiveness）发生于一个企业寻求机会，以及在竞争前引入新产品或服务，并且面向未来需求而行动的这种前瞻性思维中。竞争性进攻（competitive aggressiveness）是企业超越行业竞争对手的强度，它表现为强烈的攻击姿态，以及对竞争对手的行为做出进攻性反应。自治（autonomy）指的是创业者或团队采用自立的行动，旨在实现新的创业，并将之完成。

我们的研究同样认为在特定状况下，创业导向的维度极可能是独立变化而
 不是协变的。这一观点与以往学者的观点不同，诸如Covin和Slevin认为创业导向（他们称之为“创业型战略姿态”）是“一种基本单一维度的战略导向”。相反，我们认为创业导向的维度可以发生不同的组合。例如，行业中的先动者可以通过强化引进新产品或者开发新技术等这种高度的创新而获益，而行业的后来者则可以通过承担该风险，诸如大量投资工厂，实现产品的规模经济，这种主要以模仿为主的行动（创新较低）来获得竞争优势。最近一项针对865位健康领域高管的研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创业导向维度趋向于独立变化而不是协变的假设，结果显示作为能更好解释企业成长的预测因素，创业导向构念要比单维的创业姿态构念更加可靠稳健（Stetz等，2000）。因此，这种创业导向各维度独特的组合能够更好地解释创业导向与绩效之间的关系。然而，理解创业导向维度之间如何相互作用只能提供一部分的解释，为了更深入了解创业导向与绩效的关系，我们将进一步考察权变因素和构造模型，将创业导向的维度与其他一些变量，诸如环境和组织状况结合在一起。

1.2.1　创业导向：权变与构造

研究战略制定过程的核心目的是要探索它是如何增强或削弱组织的绩效。战略过程几乎不是独立预测绩效的，因为这一影响是在组织（内部）和环境（外部）两个共同因素作用的情景中发生的。因此，要想有效地理解战略管理过程与绩效的关系，就需要在权变框架中探讨这个问题。Rosenberg（1968）认为，在两个变量关系（诸如战略管理过程与绩效）中引入第三个变量，能减弱可能的误导性推论，并且能提供“更为精确和明确的认识”（1968:100）。很多研究都探索了战略制定中权变因素的作用，像组织结构（如Miller，1987）、环境（Fredrickson和Mitchell，1984）、决策方法（Schweiger、Sandberg和Ragan，1986）和政治行为（如Eisenhardt和Bourgeois，1988）。事实上，根据影响战略管理过程和绩效结果的组织和环境因素来评价战略制定，已经成为很多研究的核心问题，进而产生了战略制定的整合模型（Hart，1992），以及对战略管理过程的文献进行了全面广泛的回顾（如Rajagopalan、Rasheed和Datta，1993）。

为了探索这一问题，我们提出了一个多变量权变框架，以探索创业导向与绩效之间的关系。在我们提出战略管理过程和绩效的权变模型中（Lumpkin和Dess，1996），包含了很多可能影响绩效的组织和环境因素。同时，基于Boal和Bryson的研究，我们列举了四种影响战略管理过程和绩效关系的不同方法：调节效应、中介效应、独立效应和交互效应。在最近一篇分析企业创业导向作用的文章中，我们认为可以从探索三个独立的概念（战略、结构和过程）是如何与创业要素结合或整合来影响企业绩效来得到有价值的发现（Dess、Lumpkin和McGee，1999）。因此，权变模型是创业导向作用及对绩效影响的重要方法。

某些时候，要理解战略管理过程与绩效的关系，还需要更为复杂的模型。除了Lumpkin和Dess（1996）提出的三变量模型外（创业导向—环境—绩效），此
 前的研究认为，还需要用整合的构造方法来探索多变量和绩效之间的复杂关系（如Doty、Click和Huber，1993）。组织构造和形态意味着将权变手段融入多变量模型中，从而反映复杂的相互关系，并且比双变量的权变因素有更好的预测性（Dess、Newport和Rasheed，1993）。例如，Miller（1988）通过检验关键战略变量间的相互作用探索了构造模型，其发现的将战略、结构和环境高度融合的企业能够实现高绩效的结论与通常的权变研究是一致的。在Miller（1988）的研究中，简单的双变量高绩效关系并没有得到证实，而是多变量整合构造会导致企业的高绩效。在研究创业战略制定和绩效的关系时，我们对涉及关键战略和环境变量的权变和整合构造模型进行了研究（Dess、Lumpkin和Covin，1997）。Miller（1988）的研究结论相同，我们发现仅仅反映两变量关系的企业能实现高绩效并没有得到支持，然而，在创业战略制定中同时运用战略和环境变量的企业更容易实现高绩效。因此，创业导向维度与环境和组织要素的整体构造，为解释关键变量如何结合起来增强或削弱企业绩效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前面研究的第三个方面是，创业导向的整体构造如何与创业导向构念的操作和测量相关（Lyon、Lumpkin和Dess，2000）。为了确定创业导向的维度是如何相互关联的，以及各个维度对绩效产生显著作用的条件，我们非常有必要去考虑有效性和准确测量的问题。基于此前对创业导向和相关构念的研究，我们识别了理论研究中共同的、有效的测量方法，包括管理感知方法（managerial perceptions），通过问卷和访谈获得数据；企业行为方法（firm behavior），通过新闻标题和报道获得观察信息；资源配置方法（resource allocations），通过档案记录，如财务报表和其他统计数据获得信息。考虑该研究的特定问题，以及可操作性问题，如成本与途径，来决定和实施创业导向要素操作和测量的最佳方法。此外，将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使用，采用三角测量（triangulate）的实证法研究关键问题可以得到更好的研究结果。

下面基于作者做的一些研究分析和实证检验来总结关键问题、主要发现和结论。

1.2.2　未来研究的方向

将来的创业导向构念研究可能涉及几个方面的探索和实证检验。第一，其他权变因素在创业导向与绩效之间的关系是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进而能够更全面地了解各种状态下创业导向是如何发挥作用的。除了我们在框架中提到的产业状况、技术趋势、高层管理的作用，以及组织发展阶段外，本章的下一节将探讨影响财富创造过程的“新经济”和知识管理问题。这些背景为创业导向框架增加了新的权变因素。这些研究同样可能导致新的构念，也就是说，对商业和现代学术的新的洞察促进了创业导向构念的发展。

第二，有些学者通过辨识创业导向的子维度，从而更精确地分析创业导向和绩效的关系。例如，Ibarra（1993）区分了两种创新类型——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此外，根据Porter（1985）的价值链框架来讲，创新可以发生在任何主要或辅助性的活动中。当把一个焦点企业看作是扩展价值链的一部分时，创新也可以发生在企业之间，或者企业与客户、供应商或联盟伙伴间价值链的活动中。因此，创
 新的类型和程度需要基于不同的情景仔细考量。

同样，风险承担的维度也有不同的研究视角。这包括诸如管理视角（Miller和Friesen，1982；Miller，1993）、财务杠杆即企业资产负债的比率（Hall和Weiss，1967；Gale，1972）、收入流变化（Miller和Bromily，1990），以及多元化程度（Jensen，1989）。学者们选择的操作风险承担维度的指标，可以同时影响风险承担与绩效之间关系的强度和方向。因此，在研究涉及创业导向和其他战略制定维度的研究中，也要审慎地考虑到理论建构中需要包括哪些概念，以及在测量问题的概念时选择什么样的指标。

最后一点涉及影响创业导向子维度运用和创业导向研究的其他方面。根据Weick的说法，研究框架“不可能同时实现普遍、精确和简化”（1979:35）。这种非此即彼的关系使得如果研究要追求普遍、精确和简化的要求，就要牺牲其更确凿、不烦琐的特点。而这个问题又会对未来研究创业导向和绩效关系产生新的疑问，即关于风险承担（或其他创业导向维度）得出的特定结论能否适用于其他状况？更精确的结论能否通过整合这些子维度来实现，而不是补偿简约的损失？

尽管这一提法被证明是有问题的，然而更确切地说，是可以提出一个更加具体的研究问题。诸如我们对前摄还是竞争进攻的研究（Lumpkin和Dess，2001），就是聚焦于创业导向两个维度的作用，以及这两个维度究竟是协变还是独立变化的。这些问题为将来研究创业导向框架提出了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详见表1.1。


表1.1　创业导向研究




	题目／作者
	类型
	关键主题
	主要结论／发现



	“明确创业导向构念，及其与绩效的关系”

Lumpkin和Dess（1996）
	概念
	－定义

－创业导向维度

－权变框架
	创业导向包括五个维度；这些维度是独立变化的而不是协变地影响企业绩效；有必要在一个权变框架中加以研究



	“创业战略制定和企业绩效：权变与构造模型”

Dess、Lumpkin和Covin（1997）
	实证：调查了32个企业的96位管理者
	－创业战略制定模式的测量

－调节假设

－双变量与多变量方法
	创业战略制定、战略内容和环境多变量构造模型，用于解释创业导向和绩效的关系



	“连接企业创业与战略、内容和过程：未来的研究方向”

Dess、Lumpkin和McGee（1999）
	概念
	－创业导向的权变模型

－权变因素

－将创业导向应用于新的和传统的战略范式
	将创业导向维度应用于企业创业研究，能揭示战略、结构和过程的范式，并且对良好的绩效产生影响



	“创业导向的两个维度与企业绩效：环境和产业生命周期的调节作用”

Lumpkin和Dess（2001）
	实证：调查了94个企业的124位管理者
	－创业导向维度的独特性

－创业导向独立维度与绩效的关系

－创业导向与绩效关系中权变因素的作用
	创业导向中的前摄性和竞争进攻性两个维度，（a）概念上是有区别的；（b）不是协变的；（c）对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



	“强化关键战略决策过程研究：创业导向测量的三种方法”

Lyon、Lumpkin和Dess（2000）
	概念
	－创业导向构念的操作与测量

－测度问题

－权变模型

－三角测量
	三种测量创业导向的方法：管理感知法、企业行为法和资源配置法，这些方法根据不同的情境提供了不同的认知，并且能够结合在一起进行三角测量研究





1.3　战略制定过程中的简单化

很多研究战略制定过程的学者认为，战略管理过程在不同的组织中应该是能被观察的（如Mintzberg，1973，1978）。因此，诸如战略管理过程中的“分析”，即强调战略形成中的研究和系统思考应当在上述所有的模型中看到，而仅仅只有一些细微的差别，Venkatraman（1989），以及Miller和Friesen（1978）称之为“分析”的战略制定，被Hart（1992）和Fredrickson（1986）认为是“理性的”，而Mintzberg（1973）称之为“规划”。有些学者认为，大多数战略决策得以体现的组织过程是有限的（Rajagopalan、Rasheed和Datta，1993）。Hart（1992）认为，他提出来的框架是战略制定的一套完整“纯粹”的模式，但是他也表明：（1）“组织可以结合两种或更多的模式，形成战略制定过程不同的组合”（p.335）；（2）“企业通常以多种方式发展”（p.328）。尽管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同意战略制定过程的性质，并且从实证上讲并不确定是否存在有限的战略步骤决定组织的战略制定，很显然，独特的战略制定模式还会继续出现在确定的组织和环境中。

这一问题被Danny Miller在其著作《伊卡洛斯悖论》（The Icarus Paradox
 ，1990）和《管理学会评论》（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中的文章“简单化体系结构”（The architecture of simplicity
 ，1993）概括为“简单化”。Miller的简单化概念可以看作是，负面影响企业成功、追求单一战略目标这种过度自信的思维或视角。事实上，伊卡洛斯悖论指的是这一现象：当希腊神话中的伊卡洛斯过于扩展自己，飞得太接近于太阳时，他的人造蜡翅膀开始融化，最终坠落死在了爱琴海。这个悖论的思路是，单一思维的强烈愿望会导致失败。根据Miller的说法，这一现象在成功的企业中也很常见：过于强调带来竞争优势或者取得初步成功的要素，诸如特定的产品、市场形态，或者高度强调某一技能，使得企业逐渐采用了简单化的过程，导致其竞争能力越来越小（Miller和Chen，1993）。这一导向会对组织战略制定过程产生影响，因此，企业“全神贯注于单一目标、战略行动、部门或者世界观”会使决策、价值和战略制定过程简单化。Miller认为，这种战略制定中简单化的趋向会因为不完整的决策、没有评价各种可能方案，以及不能顺应变化的环境和新机会，而最终导致组织的绩效下降。尽管简单化“问题”是Miller研究批判的重点，但是，他也认为简单化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统一力，可以集中企业的所有力量而取得初步的成功。因此，战略制定中的简单化，既可
 能会因为削弱企业的能力而限制了企业的发展，也可能会因为聚焦于特定的市场、技术，以及产品市场关系而获得成功。

仔细阅读Miller（1993）的研究后，我们发现Miller的简单化概念与Hart（1991，1992）谈到的一些战略制定过程中的问题有相似之处。我们发现，简单化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特定的战略制定方式，而且它可以推测Hart的战略制定过程量表（1991）涵盖了简单化方法的很多要素。此外，我们发现，简单化可以看作是Hart描述的两种模式的结合（见下表），因此，与Hart和其他学者认为“战略管理过程是一种组合”的观点相一致，我们开始分析简单化是一种战略制定过程。

表1.2描述了各种观点，一开始我们解释了简单化是Hart提出的两种模式的组合，之后将Miller（1990，1993）的简单化论点与Hart 1991年的量表相连，最后测试Miller的论点，即简单化战略制定在不同的情境下会对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我们基于将发展阶段和环境作为调节变量的模型，提出了一些假设（见表1.3）。在Miller的AMR研究基础上，我们采用实证研究法，考察了航空业简单化战略制定对竞争力的影响，论证了我们的假设。


表1.2　简单化作为战略制定过程的理论发展——第一部分：构念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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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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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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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表1.2第一段表明的那样，我们推断，简单化是融合了Hart的命令型和象征型两种模式的战略制定过程。命令型通常反映为以稳定、明确方向表现的核心思维，这种思维往往是由组织的关键人物或管理团队确定的，但是，它也会使“管理者深陷单一地看待问题和做事”的泥潭中（Miller，1993:122）。象征型凭借始终如一的愿景，形成“基于共享价值的含蓄的控制系统”（Hart，1991:109）。这一愿景有助于聚合组织成员的努力，但也可能产生“只有一种最好”的方法，形成“强制的一致性”状态（Miller，1993:122）。综合起来，这些战略模式可能形成了简单化的战略管理过程。

我们对Hart（1991）的25个题项量表工具做了稍许修改，这些题项与战略制定中的简单化有关，包括如下内容：

V1：以前我们为组织战略制定了清晰的蓝图，并且很少改变。

V2：在组织中，有指导行为及做事方法的清晰、一致的价值体系。

V3：这个组织有显著特征的“管理风格”，以及行事方式。

V4：我们在这个组织中的行为非常符合我们的业务。

研究的下一步，如表1.2中的第二段落，我们比较了Miller（1993）描述的简单化和Hart的量表。我们的初衷是关注与简单化有关的战略过程问题，但是这常常与组织的形态有关，其他一些变量会支撑我们的解释。例如，行事简单化的组织文化影响了战略制定的很多方面。总之，我们认为Miller的简单化概念与Hart提出的测度是完全并列的。

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将简单化与绩效联系起来。除了表1.2所列的信息外，我们也摘录了Miller（1993），以及Miller和Chen（1993）的实证研究，他们的研究探索了简单化的战略管理过程是如何影响绩效的，并且在什么条件下影响二者之间的关系，详见表1.3。有两个权变因素极有可能影响绩效。其中一个是组织发展的阶段，Miller研究的主要观点是，在组织发展的早期阶段简单化对企业有益。其论点是以简单化为特征的单一思维和目标，会对需要集中精力的年轻企业或者只能利用特定资源的结构简单的企业有益（Mintzberg，1979）。但是随着企业的成长，以及面对更为复杂的状况时，就需要引进更复杂的系统，这与Ashby（1956）提出的“必要的多样性定律（Law of Requisite Variety）”相一致。因此，我们推断在企业发展的早期阶段，可能会因为简单化的战略而获益，而在之后的阶段，会因为过于简单化而受到负面影响。



表1.3　战略制定过程中简单化的理论发展——第二部分：假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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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研究，特别是Miller和Chen（1993）为我们提出了简单化在动态和异质性环境中作用的两个假设。Miller和Chen假定环境异质性复杂度与企业的简单化战略不匹配，其研究结论是，环境异质化程度越高，采用简单化战略的企业绩效越差。在Miller（1993）的研究中，动态环境对于实行简单化战略的企业也是产生问题的因素之一。因此，我们推论在异质性和动态环境下，实施简单化战略的企业，会产生较差的绩效。

简言之，我们分为两个阶段来研究简单化战略制定（Lumpkin和Dess，1995）。在第一阶段，我们根据Hart提出的25个题项量表，在对13个不同行业的96位高管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因子分析，提取出4个题项载荷于一个公因子，即简单化战略管理过程上（其他三个显现的公因子分别是：参与性战略管理过程、创新性战略管理过程和适应性战略管理过程）。在第二阶段，我们运用层次调节回归法针对32个企业的96位高管进行了企业层面的研究，结论支持了我们关于企业发展早期阶段简单化战略管理过程对绩效有影响这一观点，即处于组织发展早期阶段的企业会从简单化战略制定中获益，而高度发展的企业采用简单化战略制定则会产生较差的绩效。考虑到环境方面的因素，如同预测的那样，处于异质性环境中的企业，采用简单化战略制定对绩效会产生负面影响。而关于动态环境方面的假设，并没有统计其显著性。

通过上述回顾，我们可以看出，任何既定的战略制定过程都要尽力做出完备
 的战略决策，将最佳的战略思想与全面分析的战略行动紧密结合起来。这需要敏锐地了解环境，掌握众多组织要素的知识，如企业发展阶段。从实践者的角度看，也需要清楚如何选择战略制定过程。尽管文化（如性格）是不可能轻易改变的，但是，实践是可以被修正的，可以根据组织和环境要素的改变来调整战略管理过程以实现良好的绩效。快速的变革、新市场的出现、高强度的创新，以及新兴信息技术的运用都是知识经济时代影响战略制定过程的因素。下一节我们将讨论这个重要话题。

1.4　战略制定过程在整合和利用资源中的作用

在20世纪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管理关注的主要资源是有形资源，诸如土地、自然资源和金钱，以及无形资源，如品牌、形象、声誉和客户忠诚（Dess和Picken，1999）。管理关注的主要方面是更有效地配置生产中的劳动力和资本两大关键要素。然而，如今发达国家超过50％的GDP是基于知识，或者说基于智力资产及人的技能。这包括一些关注度较高的行业，像通信、计算机、软件、医药、健康及教育等（《经济学家》1996；Hamel，1997）。正如最近Hamel和Prahalad所言：






机器时代是一个物质世界，它由实物组成。企业制造并销售实物（物质产品）；管理配置实物（资金预算）；管理测度实物（财务报表）；管理投资实物（工厂和设备）。在机器化时代，人是辅助的，实物才是关键。在信息化时代，实物是辅助的，人才是核心。一个企业的价值不是来源于实物，而是知识、诀窍、智力资产、才能——所有以人的形态体现出来的事物（1996:241）。






在今天的知识经济时代，财富是通过管理知识人群，而不是有效控制物质和财务资产产生的。无处不在的现实情况是，如今日益扩大的市场价值与企业账面价值的差距，其成功的关键是有效地运用人力资本。例如，可以比较一下两类企业的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的比率（以2000年11月为例），一类是知识密集型企业，如美国在线（America Online，20.8）、亚马逊（Amazon.com，47.4）、雅虎（Yahoo Inc.，36.6）和甲骨文（Oracle，52.8）；另一类是投资物质资产的传统产业，如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1.7）、美国铝业（Alcoa，3.7）和波音公司（Boeing，4.7）。

因此，一些优秀的企业意识到为了整合、运用每个人的能力和才能，就需要发展文化、流程、结构和有效的组织系统。要获得成功，不仅在于企业所拥有的资源，而且在于有效运用资源的程度。战略制定过程同样也在进化，它反映在如何提高知识资产的运用上。这个演进包括了很多要素，如更有效地管理和运用知识资本和网络技术，以推动新知识的创造。例如，1992年，当施乐公司（Xerox）新任命的CEO Paul Allaire谈到如何重塑企业时，他强调他的想法是，领导“企业去融合两个世界，即小型的、高度聚焦的企业所拥有的速度、柔性、责任和创造力，以及大型企业所能实现的规模经济、资源获取和战略愿景”（Howard，1992:109）。他声称他的主要目标是，重新设计和整合组织结构中的三个基本要
 素：硬件——组织结构和正式的流程；人才——技能、个性和特质；软件——非正式的网络和把人才结合起来的活动、价值体系、文化（Howard，1992:112）。将组织结合起来的“非正式网络和活动”，同样是Hamel和Prahalad所强调的方面。他们认为“竞争优势的真正来源，是能够将企业范围内的技术和生产技能转换为一种能力，使得各业务能充分授权，快速回应机会的变化”（Prahalad和Hamel，1990:82）。在这种情境下，战略过程一定能增强企业累计的优势，并能持续创造新的优势。

通过整合和运用资源确立潜在优势的可持续性，也是企业资源基础观的核心。Barney（1991）和Wernerfelt（1984）提出，源于一组独特组合资源形成的优势不是竞争对手能模仿的。通常因为稀缺性、专用性，以及人力资产中隐蔽的知识性，使得这种模仿很难实现（Lippman和Rumelt，1982）。相反，“物质技术，无论是机器工具，还是自动化设备或复杂的信息管理系统，其本身是可以模仿的”（Barney，1991:110）。如同Bogner、Thomas和McGee（1999）指出的那样，一些学者区分了竞争资源和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例如，Amit和Schoemaker（1993）提出了资源和能力之间的区别，前者是管理者使用的资产，而后者是企业的技能和才能。这些学者认为，管理者的关键作用是发展（或运用）这些资源中的内在价值。为了成功实现这一目标，一种新的战略制定方法正在显现，即充分运用新的知识技术，同时授权管理者做出关键决策。这是一种战略制定中管理才能和能力的新视角。

例如，Teece、Pisano和Shuen（1997）区分了“核心能力”与“动态能力”，强调持续的管理过程涉及连续的整合资源以获得优势。在他们的观点中，动态能力指的是作为优势来源的企业的特定能力，以及……才能和资源的整合可以被开发、利用和保护（1997:510）。Spender也认为“只要假定市场是有效的，那么，竞争优势就极可能从无形的企业特定的知识中产生，并且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为生产要素带来价值”（1996:46）。对才能、能力及战略过程动态方面的强调，是知识经济中成功整合、利用资源的关键。

领先企业同样意识到在高度竞争的全球化经济中，聘用一流的人才，创建支持有意义互动的工作环境，也是实现竞争优势的重要一环。然而，除了简单地获得强有力的人才外，成功的战略制定需要互补性的技能和知识资产的有效结合。Peteraf（1993）提出了有趣的价值内涵与资源整合的有趣的假设性例子（作者做了一些修饰）。她谈到一个企业聘用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科学家的两种情景：一种情景是企业提供了卓越的设备，投入了财务资源，等等，要求科学家独自工作；另一种情景是不仅给科学家提供物质和财务资源，而且期望他与其他有才能的科学家合作。请问哪种情景能产生更好的绩效？很显然是合作。此外，合作也为诺贝尔科学家创造了一个发展企业特定的纽带，从而不太可能解除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这种纽带非常重要，如同Miller和Shamsie（1996）所言，以知识为基础的资源本质上是隐形的，不易保护防止非法转让（与以产权为基础的资源不同）。Capelli（2000）和其他学者的研究认为，专业人士更忠诚于直接的工作团队，而不是雇用他们的组织。

除了企业内部资源的整合外，利用与供应商、客户和联盟伙伴这种跨组织的
 关系网络，也是企业整合利用资源的一种常用机制（Dyer和Singh，1998）。很多行业逐渐倚重于网络规制形式，这是一种以企业内部的非正式社会系统，而非官僚结构及合约关系为特征的协调手段（Powell，1990；Ring和Van de Ven，1994；Snow、Miles和Coleman，1992）。这种规制结构不仅降低了交易成本，而且在高度不确定和竞争的市场中，实现了高标准的产品、服务和技术之间的协调。这种状态使得战略制定超越了组织边界，进入到了跨组织领域，其间新规则塑造了财富创造的过程（Jones、Hesterly和Borgatti，1997）。

1.4.1　建议的框架

如同前面指出的那样，在世界产业经济中，所有规模的企业都存在市场价值和账面价值的巨大差异。注重物资和财务资源的企业和产业，与注重人力资本的企业和产业之间的差距更为显著。很多学者（Stewart，1997；Edvinsson和Malone，1997）用“智力资本”这个词来刻画所有的无形要素，并认为这是产生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差异的主要原因。这个公认的广泛定义包括了所有有形要素之外的、有助于企业市场价值产生的各种因素。其涵盖了员工忠诚和承诺、企业价值、品牌名称、商标、客户忠诚，以及员工的经验和技能等资产。另外，人力资本通常被认为是与其任务相关的个体的技能、知识和能力，以及增强这些知识的能力。组织知识包括企业法律上受保护的信息（如专利和产权）、显性知识和信息（如工程设计、销售担保）、管理流程，以及产业诀窍。物质和财务资源同时包括物质资产（如土地、机器、设备）和财务资产（如现金、应收账款）。结构资本可以描述为“人力资本具体化、充分授权的、支持性的基础设施——简言之，所有员工回家时留在办公室的事物”（Edvinsson和Malone，1997:35）。它包括了一些核心的价值创造活动，如组织结构、系统、流程和文化。表1.4中的信息和定义主要围绕这四个关键概念展开的。


表1.4　运用人力资本：关键概念




	
人力资本




	企业员工或管理者个人的能力、知识、技能和经验，它与其工作任务相关，以及通过个体学习有助于知识、技能和经验增长的能力



	
组织知识和信息资源




	1）文件化的、受法律保护的信息，包括专利、商标和产权过程



	2）技术和财务数据、工程设计和档案、销售目录、客户清单、销售担保、广告材料，以及以文件、数据库和其他形式表现的事物



	3）管理、流程和产业诀窍



	
物质和财务资源




	所有组织的物质资产（土地、建筑物、设备、库存、租赁等），以及财务资源（现金、应收账款等）



	
结构资本




	任何其他事物——核心价值创造活动、组织知识、信息资源、组织结构、系统、流程和文化。以下是结构资本的主要成分：



	核心价值创造活动



	•关键业务流程



	•与客户、供应商和联盟伙伴之间的外部关系



	•声誉、品牌忠诚、形象和合法性



	组织结构、系统、流程和文化



	•组织和报告结构



	•运营系统、流程、程序和任务设计



	•信息和沟通基础设施



	•资源获取、开发和配置系统



	•决策过程和信息流



	•激励、控制和绩效测度系统



	•促进分享、合作和组织学习的机制



	•组织文化、价值和领导力





资料来源：节选自Dess和Picken（1999）。


图1.1展示了组织资源（人力、信息、物质和财务）、核心价值活动，以及组织结构、系统、流程和文化之间的主要关系。结构资本的主要作用在于连接组织资源和流程，以创造企业扩展价值链要素（Porter，1985；客户、供应商和联盟伙伴）的价值和竞争优势。组织的核心业务活动，诸如订单履行、供应物流、销售和营销，都是结构资本的必要要素。然而，同等重要的是企业的信息和沟通结构、内部支持功能、激励和绩效测度系统、文化、领导力，等等，这些要素都是战略决策过程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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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人力资本运用的机会


资料来源：Dess和Picken（1999:19）。



结构资本中没有一个单独的要素或因素能够独自建立持续的竞争优势，相反，可持续性通常要求上述多种流程和资源之间复杂的依存和相互作用。管理的挑战是将人力资本和其他资本合理地布置、连接和整合成独特的能力，不仅能最大化各要素的生产效率，而且能实现共同的效率。在市场中创造持续竞争优势的目标，就是抵御模仿（Barney，1991）。组织的物质和财务资本当然不可忽略，但是更应该努力关注来源于人力资本中的知识、技能和诀窍的持续发展和运用。如同Hitt等（2001:9）指出的那样，“学习复杂形式的知识需要面对面的互动……这样可以产生个体技能和整合知识，从而带来巨大的、有价值的结果”。反过来，成功的战略实施又高度依赖于有效的组织设计，以及结构资本要素的实施。

1.4.2　未来研究方向

我们认为，人力资本运用的建议框架（图1.1）为未来知识经济中从事战略制定过程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启示。下面列举了大量问题，可以作为战略制定过程未来研究的话题。

第一，Nahapiet和Ghoshal（1998）强烈认为，社会资本促进了智力资本的发展和创造。他们认为，智力资本是“社会共同的知识和认知能力，如组织、智力团体、或专业实践”（p.245），而社会资本是“嵌入在由个体或社会单元组成的关系网络，并由其运用和发展而形成的实现和潜在资源的集合”（p.243）。因此，这个框架为评价社会关系在许多方面的运用提供了一种方法，诸如在整个组织中知识的积累和分享、促进组织学习、通过员工对组织使命的识别集中资源等活动中的作用。事实上，它提供了一种同时探索两个问题的洞察意见，即社会资本“如何”促进智力资本的形成，以及“为什么”个体能为企业的特定知识做出贡献，而在企业边界外却作用有限（Becker，1964）。后者当然增强了员工的组织纽带，减少了人力资产的流动（Coff，1997）。当然，未来的研究还可以将个体动机与战略制定过程、社会资本联系起来，或者探索社会资本如何影响不同战略制定模式的效果。

第二，基于本章前面探讨的问题，研究框架同样有助于探索企业创业导向的不同维度是如何增强组织努力，以实现和维持竞争优势的。例如，强有力的文化和信息系统有利于企业在创造价值中创新活动的扩散，反过来，这又增加了隐性知识显性化的可能，使得更多的组织成员运用于创新活动。正如Nonaka和Takeuchi所言：“知识是通过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社会互动来创造和扩散的”（1995:61）。Quinn、Anderson和Finkelstein（1996）细致地研究了如何通过信息分享实现知识积累。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与其他人分享知识时，那些人从信息中获得利益，实现线性增长。然而，当更多人与其他人分享知识、反馈问题、扩散和分享知识时，大大增加了原有传递者的知识，这种知识积累实现了企业的指数增长。因此，对结构资本要素进行研究，能够更好地探索企业人力资本的运用和更有效的整合流程和社会互动过程（通过奖励体系、文化、领导力，等等），其结果可能会使战略制定的过程发生转移，更加关注于内部企业的发展。

第三，研究学者可能意识到，需要从另一个视角研究知识经济中的风险承担
 问题。当一个企业考虑到逐渐显著的社会、人力和智力资本，以及期权理论的运用时，最初冒险行动的企业可能证明是风险最小的。很多无形资源使它们更有助于实现新资源的组合（McGrath，1999）。例如，发展动态能力的企业，通过创业，能够很容易地重新配置知识和技能，从而可以在新市场中更有效地竞争，或者创造新产品和新技术（Teece、Pisano和Shuen，1997）。同样，与实物期权研究相一致，通过学习“平台”同样可能创造新的做法（Grenadier和Weiss，1997），这种学习强化了“组合能力”的资源蓄积（Kogut和Zander，1992）。因此，从绩效的角度来看，战略制定过程可能产生了长远的经济回报，而不是传统测度的效率和效果。因此，除了要考虑滞后效应外，研究学者还需要考虑在战略制定过程中，如何将资源组合的增长点与学习平台的创建，整合成一种理想的、更长远的结果。

第四，研究还可以探索各个资本类型（人力资本、组织知识、物质和财务）对竞争优势持续性的影响程度。有很多问题可以探索，诸如战略制定过程及文化、结构是否对于创业企业克服物质和财务资源的缺乏是必要的？所有这些条件都是必须具备的？或者只需要某些资源？另一个可以思考的问题是：结构资本的要素（如声誉）如何能替代其他类型的资本（如财务），并且增强企业的竞争优势和可持续性？

第五，研究还可以探索组织中哪些因素阻碍了人力资本的运用。强势的文化和结构是否会导致核心能力刚性化（Hamel和Prahalad，1996），从而降低了组织的创新和创造活动？例如，一旦广为接受的行为和信仰被制度化，是否会因为隐性的社会压力，使得人们很难摆脱固有的程序和做法，而导致创新被阻滞（DiMaggio和Powell，1983）？如果这种现象发生了，什么样的结构和系统要素能促进组织中信息的自由流动，强化组织的知识库？与上述问题相似，结构资本的其他要素如何“补偿”造成功能缺失的文化？所有这些相关问题，如何通过战略实施过程克服其局限性和建立的既定能力？

第六，还需要探索领先企业的“最佳实践”，以分析它们是如何整合、运用资源的。这类规范理论的发展，能够归纳出今后需要研究的有趣问题。此外，一个核心问题是将“最佳实践”归纳为其他事物的程度。Rosenberg（1968）关于两种归纳类型的区分非常有用，即描述性和理论性。描述性归纳涉及“基于大群体中的少量案例”（p.222）进行抽象化，而理论性归纳发生在“将变量视为更大概念的指标或指针”（p.223）。在前一种状况下，研究者需要注意研究案例的什么条件，能充分概括“最佳实践”（如依据规模、行业、技术等），至少有一种规范的感觉。此外，研究者需要审慎选择行业类型，诸如SIC行业四位数编码反映了跨行业的巨大差异（Porter 1980）。这种状况在快速变化、技术密集型行业尤为典型。先动者的收益可能会因为技术密集的程度、进入和退出壁垒、产品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等因素而变得非常显著，因此，创新和前摄决策过程之间的关系会在行业内变得非常突出。

至于理论性归纳，研究者在运用时也需要注意。如表1.4所示，结构资本的概念有很多子维度，因此，如果研究者只关注一个维度或者少数子维度，将其作为更广义的结构资本概念的指标就会不恰当。举例来讲，创新文化和进取型领导
 力会因为过时的信息系统和失效的奖励体系而中断，因此，企业结构资本中的正面因素会被负面因素抵消。

1.5　结论

本章中，我们从理论和实证上讨论了与战略制定过程相关的两个构念——创业导向和简单化。我们对研究进行了总结，进一步弄清了这些构念，并将之与企业绩效联系起来。我们探索了这些关系中调节变量的作用。除了发展战略过程的描述性理论外，我们还认为这两个构念对规范理论同样有重要的启示。在今天这个强调创新和创造力的时代，我们感觉非常有必要去识别增强（或抑制）这些活动的因素。与此同时，对于那些具备了传统的生产要素，以及对当今经济至关重要的管理和知识资源的企业来说，什么状况下“简单化”战略是有效的，这也是未来研究的重要课题。例如，什么时候企业需要集中力量在特定的战略活动中？如果企业实施了特定的战略，那么是否要求企业在运用知识资源时也需要简单化？或者这种状况是否要求企业运用更为复杂的智力资本？

我们同样分析了战略制定过程中成功组合、运用资源的问题，这是今天知识经济中特别关注的话题，因为“特定组合的资源”是实现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基础。图1.1呈现的整合模型（Dess和Picken，1999）提供了多维度框架，我们相信，这一框架能够为理论的建构和实证研究增添新的活力。

研究是一个不断发现探索的过程，我们的宗旨是为一些“有趣”的研究（Davis，1971）提供基础。同样，因为存在很多其他的观点和视角，甚至有些是相互对立或冲突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研究能够激发更多的对话和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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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战略决策

决策制定的研究涉及昂贵、高风险、不易改变的抉择，并且对当代组织未来的成功产生持续的影响。这种抉择通常发生在很多部门，地理上广泛分布的分支机构及决策涉及的重要人事。组织的领导必须关注决策产生的效果，同时需要考虑人们对决策如何判断，以及决策涉及的组织承诺和价值。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就会使决策惨遭失败，即产生公开的、重大负面效果的失败决策（Snyder和Page，1958；McKie，1973；Nutt，1999，2001a）。

决策制定研究是探索组织的决策如何做出，什么因素会导致失败，以及如何改善使组织成功。过去四十年大量的研究都集中在这些问题上。在这一时期，研究也发生了很多改变。至少在一些管理杂志中，行为主义和描述性研究一直与建议式、理论驱导式的研究抗衡，并且取代了解释性的研究。这些杂志认为，当某个观点具有争议性，并且容易产生误导时，就需要对这些管理理念加以检验。这些研究及其他存在的观点，使得整合决策研究变得非常困难。要想在一章中掌握所有不同的有关决策研究的流派和观点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最好从一个或相同的视角，分析哪些决策研究已经实现，以及哪些需要关注，在本章我们将做此努力。这种观点强调田野研究，即调查真实组织中真实的人们做出的真实决策，并且这些决策的效果是可以测度的。这就需要识别管理者做出的决策、什么时候进行、什么时候不进行的决策步骤，此外，还包括能使其成功改进的策略和条件。

2.1　理论背景

决策制定往往发生在当管理者面对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决策进行抉择，并且能产生后续影响的时候。决策产生的状况可以根据反应的速度形成吃惊、混乱和威胁三种。决策的情景可以分为行动的领域（高级管理层还是部门）、决策的类型，如是否是战略性决策、复杂程度、紧急程度、不确定性、抵抗性等因素。决策者的特性，包括承担风险的倾向、确定和模糊的容忍程度、创造性、决策类型、
 技能、控制的需要、权力、经验、教育和价值。决策展开的组织特性可以概括为宏观特性（如公有和私有的差异）和内部特性（如沟通、控制、权力）。决策过程通常涉及决策如何制定，即有意识或无意识采用的方法和程序。当决策过程展开时，为了管理利益相关者，诸如结盟和社会过程控制（如讨价还价）等活动都被视为决策者采用的手段。决策者通常采用改进的、特定的或者预先设定的规则应对变化。结果是决策产生的效果，诸如收益，以及这些收益是否抵补了既定的成本，或者减弱了收益。状况、情景、决策者特性、组织特性、过程，以及过程中的手段都会对决策和决策效果产生影响（Nutt，1984；Dean和Sharfman，1992）。因此，决策的研究一定会涉及很多主要原因和可能的效果，要在一篇研究中涉及所有因素是不现实的，所以可以简化进行探索。

很多优秀的研究都试图揭示决策是如何实施的（Witte，1972；Soelberg，1967；Cray等，1991）。此类研究也试图描述决策制定的过程，例如Mintzberg等（1976）通过对24个案例的研究，揭示了决策者决策的阶段、步骤、每个阶段中的决策过程，以及决策中断，使得在早期阶段重新做出修正。这些阶段包括识别、发展、选择和授权。识别阶段是决策制定活动的最初阶段，包括认识和诊断两个步骤。在认识步骤，决策者会核查一些情况，测度实际情况与一些标准之间的差异，以及绩效间的差距（Downs，1967）。之后的诊断步骤是，发现揭示这种状况是否值得关注的信息。发展阶段，有搜寻、设计和审视几个步骤。搜寻和审视步骤提供拟定的可选方案，设计则是量身定制一个方案。选择阶段是通过讨价还价、判断和分析进行评估。授权阶段涉及实施和落实问题。Mintzberg与其同事通过他们发现的框架所反映出来的，不同的决策如何采用不同的途径来展现决策诸如一个重要设备的采购。

Quinn（1990）对十个大企业的决策进行了研究，发现了与战略决策有关的活动和过程。他们通过观察管理者，描绘了获取、交换信息的人际网络。同样，他们观察了决策者运用主观信息，如扩散、公开、重合、缺乏聚焦、低动机、不一致及异常等现象，来比较现有状况与将来需求的“审视”过程（Fiske和Taylor，1991）。与Mintzberg等（1976）研究发现不同，该研究主要是通过非正式信息源和主观的测度，来探索由于绩效测度（市场份额）与一些准则或绩效预期（期望的市场份额）之差造成的绩效差距。在某些时候，严格的准则造成绩效下滑需要值得关注。在这些研究中通过机会搜寻，可选的方案并不在探索的范围内。相反，搜寻是一个理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结果则因目标的设立而变得清晰。

一些研究发现，决策者会因为一些组织内以不同状态流动的松耦合问题、解决途径、利益相关者，以及选择状况等因素而受到影响（Cohen等，1976；March和Olsen，1986；Mausch和LaPotin，1989）。March（1994）认为，这些因素会因为时间上的巧合，而不是因果关系而出现或相互作用。解决途径需要发现问题，问题和解决方案又需要探索选择的情景，决策者需要根据工作负担，以及决策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来反应并做出选择，而不是解释信号，设定方向。选择的情景成了问题和方案倾倒的垃圾场。行动后认识到绩效差距（或者问题理
 性化）被认为是有用的。理性化事实以后，诸如对出现的问题进行仔细描述，通常是运用了“机会”手段。在此，从机会到采用行动还需要适合的理由，诸如业绩下滑、决策专制等。

在知名的布拉德福德研究（Bradford，Hickson等，1986；Hickson，1987；Cray等，1991）中，Hickson和他的同事提供了150份决策过程的详细报告（在30个企业中进行的5个部分的报告内容）。他们提出了各种决策过程类型（如“涡流分散型”和“流线型”）中的“兴趣”概念。决策过程的类型也与产生的兴趣本质相关。在涡流分散型中，很多不同的人会做出具有影响力的、矛盾的决策，从而使得决策动荡不定。而流线型则容易控制，但是决策制定和扩散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想要在方案中体现他们的声音。布拉德福德研究还搜集了对决策及其结果的认知，但是没有将决策结果与情景和过程因素联系起来。

Dean和Sharfman（1992，1996）通过与25个企业的高管访谈研究了决策制定。这些研究关注于抉择行为，以揭示决策的前提。他们的研究在控制了采取的实施步骤和质量后，分析探索了程序理性和政治行为的影响，发现理性与更有效的决策正相关，而政治因素使决策效果下降。这部分研究还对诸如柔性、冗余资源的数量、递归决策等情景因素进行分析。他们发现，过程对决策结果的影响要大于情景对决策结果的影响（Sharfman和Dean，1998）。

在最近的研究中，Mintzberg（Mintzberg和Westley，2001）分析了人们形成决策的三种方法：先思、先看和先做。依赖于逻辑的决策者（先思）被认为遵循着定义、判断、设计，然后决定怎么做，这也就是后面Simon（1977）提到的理性方法。这种方法只有在非直觉性、需要分析厘清问题的时候奏效。“先思”的方法会被认为是非理性的，因为人们的兴趣和动力是以一种间接的形式考虑。“先看”是将人们的注意力放在是什么样的问题，以及如何应对这些问题上。这种方法对于理想的状态或者需要创造力的状态非常必要，这需要从日常的行为中摆脱出来，用心而不是用脑判断什么时候去决策。这种愿景具有创新力，但是一旦酝酿期不能有所进展，这种方法就会失效。当管理者不能详细地思考决策或者获得灵感时，“先做”则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做”涉及小规模的试验，在采用一小步之后（最好的猜测），接下来进行改进。其步骤包括实施、选择、维系和学习。这种方法的不足之处是走向漂移，不知道从哪儿开始，先“做”的行动也许离题万里，下一步的行动也并没有改进，以至于一小步始于无知觉的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同时具有描述性和叙述性的特点。很多这些研究中描述性的发现被用于形成规范，人们所做的与行为结果之间的联系需要形成规范，但是很少建立这种联系。这就涉及从描述性的决策研究中形成规范的问题。例如，Mintzberg发现，判断是人们抉择时偏好的方法，而讨价还价常常被忽略，除非被迫做出妥协，分析也很少发挥作用。这种描述性的发现用于对抗分析的作用，从而提供一种规范。同样，情景也被认为比决策者所做的更为重要，权变模型要求根据具体状况，来选择应该做什么（Lippitt和Mackenzie，1976；Vroom和Jago，1978）。这些模型要求管理者在紧急决策时由于时间的限制，做出单向行动，避免决策参与，但是这些问题的实证检验是缺乏的。


弥补这一差距的一种手段是将行为研究引入规范研究领域，包括对成功的测度。这可以通过明确管理者的行动、对关键情景变量的测量，如重要性和紧急性，决策效果的测量等实现。这使得我们聚焦在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每个阶段所采用的“策略”上，将策略、情景与成功联系起来。为了使这一任务更易操作，就需要将决策过程分解为研究者所说的阶段（或步骤）（Bryson等，1990；Harrison和Phillips，1992；Eisenhardt和Zbaracki，1992），因此，研究可以集中在某一个阶段或步骤上。这些阶段要求决策者采用策略搜集智力、确定方向、发现各种方案、评价方案，并且实施偏好的方案。我们的工作在于展现决策者是如何从事这些任务，并实现决策效果，控制情景，识别成功或不成功的策略。

有很多方法能实现这一目标，如角色扮演、模拟及实验分析等。很多研究发现这些手段并不能令人信服，需要学者们贴近研究现象进行调查。这需要了解真实的人们在真实的组织做出的真实决策，并且通过田野调查收集数据。这种方法使研究人员接近于决策行动，以便更好地识别决策实践，联系决策带来的效果，其中决策人承担责任，收获成果。将决策效果与决策行为联系起来，无论好坏，都提供了对每项实践效果的公开评价。这类研究必须有庞大的决策数据库，从而反映每项决策是如何制定的、面对的情况如何，以及决策成功如何测量等。这些决策必须涉及管理者日常处理的各种事情，包括新产品、设备采购、人员安排、定价、营销、设置运营，等等。决策数据库同时需要提供丰富的事件描述，使人们能够探索为什么有些事件能成功，有些则不行，找到改进的方法。从这些评价中，能够得出什么结论？避免什么？需要做什么其他事情来改进。本章将提出有关决策长期研究的两个结果，探讨有关成功的策略或避免的问题方面的一些主要发现。本章的研究重点放在规范研究上，并针对关于有效决策及原因方面的发现和结论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命题或假设。

2.2　决策的类型

战略决策可以分为发展性和非发展性两类。发展性决策，要求对于如何改变组织的核心业务或关键业务活动有明确的愿景。这种愿景能够区分组织中的变化，包括产品／服务、客户、市场、服务或分销渠道、联盟、收入来源、合作或竞争优势、技能、组织方式，以及个性或形象，将之与组织的核心能力进行整合（Porter，1985；Hamel和Prahalad，1994；Nutt和Backoff，1997a；Nutt，2001a）。这种决策寻求发现此前缺乏的新业务或者新的商业实践。为了取得成功，这种状态下的决策者需要摆脱有限理性（March和Simon，1958，Simon，1969）、小团体的相互适应（Lindblom，1965）、目标设定（Locke等，1991），以及其他适应于非发展性决策、耗时的方法，或者用不同的方式加以应用。

发展性决策源于将组织推向相反方向的压力（Nutt和Backoff，1993，1995）。设想一个公立学校由于征税失败面临削减开支的压力，而学校为了遵
 循立法的规定，提高毕业率，需要实施一项高额的新项目。想一想，过去几十年汽车企业同时面对着削减成本和提高质量的压力（Pascale，1990；Nutt和Backoff，1997b）。这种压力引导着企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而与此同时企业核心成员又试图重新定位。为了重新定位，企业就需要应对主要的压力，制定发展性决策以改变企业的核心业务或者关键商业实践。企业领导为了通过发展性决策重新定位，改变核心业务或者关键商业实践，就需要对牵引企业走向对立方向的压力进行管理。

非发展性战略具有较小的不确定性，组织的战略不会再变化，因此，可以作为一个前提框架来做出相应的决策。决策前提可以基于现有的产品／服务、客户、市场、服务或分销渠道、联盟、收入来源、合作或竞争优势、技能、组织方式，以及个性或形象。这种决策之所以是非发展性的，是因为有关产品和其他战略成分的期望是明确的，可以作为识别、探寻目的的手段。很多非发展性决策复杂且非常重要，但在本质上，决策的制定并不具备发展性。以航空公司为例，通过模拟各种基站、路线来决策能最佳利用飞行器和机场（门户站点）的路线，虽然这些抉择是非常复杂的，但是所有的状态和结果是已知的，这种可发现的手段使得这类决策成为非发展性的决策。这类决策在处理先进技术时也会出现，新颖的决策不一定是发展性的，即使这种新颖涉及创新（对组织而言是新的）或根本性创新（对行业而言是新的），要依赖于决策者的直觉和创造力。

识别决策类型的范式并不关注差异，例如，将Thompson（1967）提出的“灵感”决策引入发展性决策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其结果和手段都是可以发现的。因为目的和行动在决策前必须加以识别，因此，这种决策会非常复杂，然而从本质上讲，并不是发展性的。Ackoff（1981）发现，决策有可能受“不良问题”影响，这些问题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往往产生非预知性的反馈和令人惊异的结果。最终的状况会变得“毫无秩序”和“混乱”（Mitroff和Emshoff，1979）。在开始阶段，由于缺乏线索，加之环境的复杂性使得决策具有模糊性和挑战性，但是这种决策仍然不是发展性的，除非核心业务发生了改变。

制定非发展性决策通常会扩展到战略决策中，反过来也一样，研究者常会把决策看作是一项通常的任务，扩展各种类型的决策（Langley，1989；Langley等，1995）。适应于某种类型的决策方法当运用到其他类型的决策时，往往会出现歪曲、误导或误用的状况。例如，Dutton（Dutton和Jackson，1987；Dutton和Duncan，1987）的战略问题研究中，威胁所给的权重要大于机遇的权重，这意味着机遇有可能会消失，从而误导出非发展性决策。当遇到威胁时，未定义需求的非发展性决策（与威胁相伴的关注问题）要比机遇更能获得成功（Nutt，2000）。在这种状况下，机遇容易造成了不成熟的承诺，并导致错误的决策（Nutt，1999）。在危机状况下出现的机遇，会带来暂时的缓解，却增加了失败的可能。Mintzberg著作中谈到的“显现的思想”就是决策者寻求新想法，希望通过直觉找到创新性的事物（先看），这种状况也会增加失败的可能。因此，广泛、不同的规范研究都在探索实践中发展性或非发展性决策。

在这一领域的早期研究中，由于不明确的决策区分，导致产生了一些混乱。在一段时间内，继Mintzberg（1976）和Hickson（1986）的研究之后，很多研究
 学者将具有长远效应的重要决策视为战略性的，也就是说，这种战略性决策是发展性的，是一种改变企业战略的决策。将所有认为重要性的、具有长远战略效应的决策都视为发展性的，显然是错误的。要成为发展性决策，决策必须能引导出新的业务，改变企业战略的一个或多个方面。这种决策当面对压力、不确定状况时，特别是主要压力有多方面复杂的关联时，也会变得冲突和矛盾。想一想过去著作中称之为战略性的决策（发展性的）就是如此，诸如Mintzberg研究中关于飞机的购买，以及Hickson研究中关于CT扫描仪的采购。因为这些例子既没有改变产品和客户，也没有改变战略的其他方面，因此，这些决策是非发展性的。当一个企业想实现的远景消失且必须创造新的目标时，这种决策才是发展性的。

当管理者从原来的技术领域，诸如会计和工程，提拔到高层管理时，最初他们会面对发展性决策。不用惊奇，他们会试图将以前所学的东西带到发展性决策中，但这种状况需要避免。在本章，我们将探讨这种适应性方法是不明智的，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应用到发展性决策中。我们同样还要考虑如何通过规避常常遇到的陷阱，成功地实施非发展性决策。

值得注意的是，制定非发展性决策的管理者很少有成功的记录。大半的决策是失败的，因为他们找不到持续下去的基础，更不用说推广这些实践（Nutt，1999）。即使推广的是最佳实践，很多实践与发展性决策关联甚少，或者在发展性决策中扮演了完全不同的角色。在此，我们将列出决策制定（包括发展性和非发展性决策）过程中的主要区别。我们将先要考虑内容（做什么）上的区别，过程则是反映推荐运用于发展性和非发展性决策中最佳实践之间的区别，这些建议是基于决策结果和决策者的信息研究之上得到的。

我们研究的重要发现是，管理者采取的行动、过程和策略，要比面对的环境更重要（Nutt，1999）。与管理者的实践（过程和策略）相比，重要性、资源和紧急程度等因素对成功的影响显得小得多。但仍有个例外，就是决策的类型。非发展性决策要求运用与发展性决策完全不同的方法和途径。


命题1：无论是发展性还是非发展性决策，当采用的策略和决策制定过程（这些策略的顺序）与其决策类型相吻合时，成功的机会将大大增加。


2.3　非发展性决策

我们相当一部分的研究集中在，当制定非发展性决策时成功所需的因素是什么？很多已知的最佳实践同时要考虑内容和过程，研究内容有了惊人的发现，超过一半的美国企业的决策是失败的（Nutt，1999）。

预期的结果没有实现，甚至更糟糕的是，很多决策还没有尝试就已经放弃了。

如此惊人的失败率带来了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失败如此普遍？什么原因导致了失败？需要做什么来减少失败的可能？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揭示了决策者可能会犯的错误（Nutt，2001a）。这些错误包括：


1．过早做出承诺。

2．投资了错误的事情。

3．使用了易出问题的决策行为。

在组织决策和决策者的研究中，匆忙判断、错误配置不良的做法频繁出现。导致决策失败的原因往往是，这一系列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或多个失误。这些失误又为毫无防备的决策者制造了陷阱。要提高决策的成功率，决策者需要避免失误，躲避陷阱。接下来，我们将分析这些错误和规避陷阱的方法。

过早做出承诺

当决策者过早做出承诺时就犯下了错误。决策者通常垂青于他们最初的主意，并且花上数年时间付诸实施。这种匆忙的判断建立了一种承诺，而且不可回头。误导的实用主义和表面上的时间压力是造成过早承诺的主要动因。有着初步想法的决策者会通过说教来证实自己的想法，诸如“别人已经证实的东西，何必再做无用功呢？”并且他们创造一种人为的紧急感，敦促人们“赶快行动”。这使得最初的想法显得很及时、实用。然而，当说服利益相关者为了满足企业的利益，而不是决策者的利益，并且加以修正时，意外的延误接踵而来。

投资失误

管理者没有很好地利用决策制定过程中的资源。分析评价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财力，而没有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其他事务上。分析评价，本质上是防卫性的，是为了维护管理者的想法，这样的分析除了证实管理者想要的状况，很少具有真正的目标。怀疑背后动机的人产生了猜忌，即便没有，也导致了问题的产生。很多分析用于解答他们的问题，这种状况的持续，即使要避免防卫性评价，也使管理者花费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去证实所提行动的利益和合理性，而忽略了其他一些事情，诸如收集新的想法。

错误的实践

管理者尽管一而再再而三使用了错误的方法，但是对于失败的经历总是很健忘。这种状况源于错误地将过去的决策与决策所带来的效果相联系。由于偶然因素的影响，即便是好的决策实践也不能保证决策的成功。诸如由于油价上涨或坏天气等导致的坏运气被错误地当作不好的做法，而诸如原材料变化使得价格下降导致高额利润，则掩盖了不好的行为。缺乏这种认识，管理者会错误地将决策行为与其结果相连。这会导致管理者放弃正确的决策，而沿用其他错误的做法。

鲁莽判断、错误使用资源，以及运用错误的决策方法常常会导致自信的领导遭遇五个陷阱。这种状况常常发生在管理者错误地提出主张、忽略了行动中的障碍、提出了不明确的方向、快速固化产生的偏离，以及错误的分析。陷入一个或
 更多陷阱的管理者就容易做出导致灾难的行为。我们可以看到，通过预先的判断、明智的资金分配，并利用最佳实践，管理者可以规避这些陷阱。当然，所采取的策略顺序也非常重要（Nutt，1984，2001a）。那些对成功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提出主张、实施和方向确立）要优先于其他对成功影响较弱的因素。在整个实践过程中，决定一切的并不是结果、观念或计划，而是如同Mintzberg（1994）指出的那样，是一个期望的历程。


命题2：如果决策者能实现目标协调，以及考虑实施问题、方向确立、解决方案的制定和方案评估，那么决策成功的概率就会提高。


避免错误和陷阱

避免失败的关键在于，当进行决策实践时，能发现失败是否会成为现实。决策者常常被告知要采用有过成功记录的实践活动，避免那些导致失败的实践活动出现。应该避免导致失败的陷阱，这些陷阱包括没有发现主张背后的担忧、忽略了做出变革的障碍、模糊的方向、有限的搜寻，以及不恰当的分析。最佳实践常常需要协调企业的目标、管理工作中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描绘期望的成果、并作为企业发展的方向广泛搜索，运用分析手段测度风险和收益。命题2提出了如何去做，以及行动的顺序。下面我们将分析所提及的各顺序因素，看看应该避免什么、做什么可以增加成功的概率。


目标协调
 　无论是组织内部还是外部的成员，当察觉到威胁信号或警示时，都会做出反应，表达自己的担忧和自认为重要的事物，并提出主张（Toulmin，1979）。例如，市场份额下降就可能会对很多人产生警示作用，观察者就会表示担忧，并且针对市场份额下降提出自己的主张，诸如要求提高现有产品的质量。如同这个例子展示的那样，这种担忧与主张之间的推论是有问题的，这种联系可能使决策与关键人员无关。如果决策者错误地对这些主张采取行动，就可能陷入失败的陷阱，因为这些主张可能与告知者担心的问题无关。

如果提出主张的人没有能够分享他们的担心，进而提出主张的原因，那么就有可能产生分歧（Nutt，1998b，2000）。很多人通过检验事件是否符合逻辑、是否符合主张者的观点，以及能否获得人们强有力的支持，来作为选择主张和主张人的依据（Cyert和March，1963）。这会促使关注的内部人、怀疑者，以及担心失去什么的人们采取防御性行为（Nutt，2001a）。反对者会寻找其中的谬误或错误阐释，来质疑行动的必要或挑战主张的合法性，因此，需要探究并揭示造成这类行为背后的担忧。管理者如果没有花时间或者运用必要的资金去了解其他重要利益相关者（如联盟伙伴、客户、供应商、有见识的内部人、企业所在的社区及社会公众）的忧虑，那么就会陷入失败的陷阱。因此，当决策者认为那些关键的人了解和认同激励他们采取行动的关注时，如果没有发生改变，决策将会受到阻碍。

管理者可以通过让那些利益相关者群体中人们提出自己的主张、说出背后的忧虑，采用友好询问的策略来避免陷入决策的陷阱（Copperrider和Srivastra，1987）。花时间采用诸如名义群体法这样的结构性群组方法，对不同的利益相关
 者群体进行民意测验（Delbecq等，1986），将会取得巨大的收益。管理者可以要求这些群体私底下列出他们认为是必要的主张，以及提示他们需要关注的问题和事项，这些主张和关注的问题记录在不同的表中分别处理，然后组织讨论，探索、阐释和解释这些主张或关注。之后，让小组成员选择最重要的关注或注意事项，与他们支持的主张相联系。比较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之间的主张和他们关注的事项，公开主张背后隐含的行动。管理者可以选择尽管不是全部、但是大多数利益相关者接受的行动方案。这样做可以使管理者通过合法程序，显示管理者意识到了人们的关注或注意事项，采用高效的行动。而由于人们认识到他们认为重要的事项或要求已得到考虑，更容易支持决策。通过这些信息，那些重要的参与者更容易付诸行动，并且，当这些支持的人们将其观点传播给其他人时，这种状况更容易维持。


命题3：当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得到重视，并且其主张可能转化为行动时，决策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增强。



考虑实施
 　如果决策不能付诸实施，决策本身就没有价值。成功的实施需要获得决策中参与行动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的充分认同，并能审慎地管理这些力量。采取行动以揭示主要人物的利益和承诺，就会获得成功。然而，如果不加以管理，这些关键人物的社会和政治关注就会发挥作用，忽略这些就会导致决策失败。

常常有两种广泛运用的实践，这两种方法低廉而快速，但却是导致失败的做法（Nutt，1986，1987）。很多人在实施上花费的时间很少，直到偏好的行动即将展开。管理者常常通过公告的形式行使权力。告诉人们应该做的是，做备忘录，雇用人员或开始培训。这种公告因为两个原因而容易失败：第一，那些自认为是弱势群体的人们会冲出来，进行反击。如果这些弱势群体缺乏权力公开反对，他们就会采用表面接受的被动策略，隐形抵抗或阻止行动的开展（Bardack，1977）。第二，那些对决策不感兴趣的人们很容易抵抗，因为他们害怕屈服于权威会造成坏的先例。公告容易造成权力冲突，以至于人们期望的结果与人们不在乎抵抗的结果是一样的（DePree，1992）。

如果公告失败，管理者通常会寻求说服（Churchman，1979），试图去解释为什么采取这个行动。说服往往被之前的权力运用所抵消，并且常常导致失败。对于人们来讲，通过展示其价值或者建议行动的逻辑来推销其想法，与管理者想去做什么没有区别。它对人们失去的东西没有任何影响。然而，公告与说服，无论是单独使用还是结合使用，常常在三种非发展决策中的两个中运用。

有更好的方法使决策得以采用，而不是在决策流程前推行。如果权力得以分享，团队就可能建立，并且赋予了权限做出决策（Fisher和Brown，1988；Fisher和Torbert，1991）。人们更容易在这种安排中揭示他们的利益，即使揭示是有限的，解决方案的协商也能促使更易成功的一致性计划的形成（Stogdill，1974；Hackman，1990）。有悟性的管理者，即便没有要求分享其权力，也会运用参与的方法解决问题，因为这样会增加成功的机会。要做到这一点，管理者会与关键人物一起建立任务团队，将这些决策中重要的成员和代表带入任务团队。尽管不到五分之一的决策采用了参与的方式，但非常有效（Nutt，1998c）。管理
 者常常说他们意识到了参与的有效性，但是很难实施，因为参与会花费很多时间，并且往往失去了对结果的控制。这就是“控制的悖论”，即通过参与放弃控制的管理者实际上控制的更多。在需要时人们更容易寻求帮助，当要求参与决策过程时，他们更容易坦言行动中的障碍。

参与的有效性随着投入的程度和参与者的角色而变化。当只有少数人会受到决策影响时，名义上的参与使得投入很有限（Nutt，1986，1998c）。从理论上讲，应当识别所有受影响的群体，并且选择相应的方案，但是常常有人会担忧这样做的成本，以及将决策委托到这种程度的不确定性。管理者似乎没有意识到名义上的参与会使成功的概率降低。当团队成员被赋予任务时，容易实现成功，然而广泛的参与比有意义的任务更重要。参与失败常常与低投入有关，随着所有相关群体中参与者比例的下降，参与失败的概率就会上升。选举的权力或诱使某些人单独参与，是很难影响别人的。一些热情的参与者并不能动摇有切身利益的人们，或者改变他们对管理者动机的怀疑。

在这种状况下，决策者另一种可行的方法则是与有主张的利益相关者形成网络，并展示采取行动的必要逻辑，这种方法称之为“介入”（Nutt，1986，1998c）。这可以通过向关键人物展示绩效、表示行动重要性的性能规范、收集和管理他们未来利益的信息。当这种网络使得他们意识到业绩的不足，或者什么样的绩效水平是可能的时，决策更容易得到支持。无论在管理者的什么组织层次，这种情况较少发生，但非常有效。介入的方法通过识别和证实新的绩效水平，使得关键人物的心目中确立了必须改变的想法。通过展现诸如可比较的组织能够更低成本运作的，创造更低成本的预期，推进变革的现实机会。当找到解决方案时，管理者需要通过展现绩效是如何改变的，再次介入。

无论在什么决策环境中，介入和参与都会取得成功，即便是需要立即采取行动的危机环境下（Nutt，1987，2001a）。


命题4：无论在什么决策环境下，当决策中使用介入和参与方法时，决策成功的概率会上升，而采用公告和说服方法时，成功的概率会下降。



确定方向
 　决策者往往不愿意承认一个没有立即解决方案的问题（Weick，1979；March，1981；Starbuck，1983；March，1994）。这样的管理者往往切断了诧异和学习的可能性。掌控的需要使得他们不愿意承认质疑。质疑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推动管理者进行更深入的思考。然而，更多的状况是匆忙采用行动，而不是深思，草率地做出判断，陷入了模糊不清的方向陷阱。其结果三分之二的组织方向是建立在一个想法的基础上，一个激励行动的、看似有用的想法导致了即时的解决方案，管理者认为这种想法是采取决策行为的实用方法，而没有寻求其他可行的方法。即便在没有实际时间压力的状况下，管理者也倾向于快速行动。然而，运用想法确立方向的管理者常常证实他们这些想法的价值，争取他人的支持，不断地修正想法使之可行。这种承诺就变成了一种导致失败的陷阱，事实上，用这种方法产生的方案很少成功。管理者常常因为沉没成本的意识、害怕承认失败，以及害怕人们重新开始，而陷入决策的陷阱。

急于采取行动，使管理者陷入了难以正常确定方向的陷阱（Nutt，1993a）。其结果，预期的结果既是误导的，即假定的而非确认的，也是未知的。认为在
 开始前就需要有答案的管理者，往往对预期的结果缺乏清晰的认识（Nadler和Hibino，1990）。急于寻求到的答案取代了预期成果的分析和判断。由于对行动理由缺乏明确的解释，此外，对于人们所要东西的不一致性缺乏了解，在人们付诸行动和处理与他们所想的特定观念的关系时，就产生了分歧，从而导致冲突。这时，大家就会讨论推荐的行动，而不是可能产生的结果。那些强调自己行动的人，没有能够告诉别人他试图实现的结果是什么。通过确立清晰的目标，往往能消除含糊和冲突，从而帮助决策者找到最合适的行动方案。

在决策制定过程中，管理者能够通过目标确立，避免方向不明确的陷阱。目标指引了管理者想要实现的结果，诸如是低成本或是提高市场份额。在这个过程中，可以使人们有充分的空间，考虑实现预期结果的各种可能的方案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确定目标，要比采用现成的方法或寻求需要克服的问题更重要，往往能提升50％的成功率（Nutt，1993a）。尽管管理者熟悉目标的制定，但是在实践中很少应用，这是因为管理者更倾向于采用具体的行动。行动导向的管理者视目标为学术性行为。确定预期的结果似乎是显而易见的，花费时间在似乎显而易见的问题上，对管理者而言是不耐烦的。那些强调立刻行动的管理者，对商讨目标制定并没有耐心。此外，很多管理者并不想成为旁人眼中的“没有主见的决策者”，因此为了树立决策性领导的形象，他们往往制造人为的行动压力。这种压力会以多种形态表现。高层经理会让管理者时刻保持警觉，保证在诉求提出的一刻就能把事情搞定。当诉求和主张一旦形成，就能提出需要做什么，这成为了管理者必须完成的头等大事。这种压力和很多其他监管人士轻视对目标的探索和研究，这就很难形成一个良好、有序的流程，以明确预期的结果（目标）并寻求解决方案。管理者更倾向于遵循高层经理和监督人士的压力，去抓住第一时间涌现的想法。


命题5：在决策制定过程中，无论什么样的决策情景或状况，当目标明确时，决策的成功概率将会上升，而当方向来源于某种机遇或者某一问题时，决策成功的概率就会下降。



解决方案的制定
 　由于管理者希望迅速解决问题，或者由于商业实践的诱惑，探索和创新过程总是会被过程中的陷阱干扰（Nutt，1993b）。陷入这些陷阱就会导致决策失败，快速行动的压力使得决策者往往关注于人们头脑中固有的解决方案（Cyert和March，1963）。这种迅速解决问题的做法很难被改变。此外，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直到他们看到他们能获得什么（Wildavsky，1979）。这个答案虽然消除了决策的含糊，但是限制了决策者寻求其他未发现的、更好的解决方案。尽管创新和多方案被普遍推荐，快速解决问题的思维使决策者很难找到创新性的解决方案。

想避免匆忙行事的决策者也会面临新的挑战，即现有实践的诱惑。当管理者强调快速行动及低成本运营，而忽略解决方案质量时，很难将注意力从已知的事物转移到未知的事物中。在我对企业失败的案例研究中，很多提出来的建议往往是现实实践的变种。管理者通常不是去探究问题，而是通过现场考察，看别人在做什么。管理者参观兄弟公司（Brother），将他们的商业实践进行复制，并且认为这种方法即便不是最优方案，也是一种可行的方案。因为他们认为既然这种方
 案已经得到其他企业的检验，那么这种实践一定具有价值。采用别人的商业实践被认为即便不是创新性的解决方案，也是一种节约决策时间和成本的方法。当其他企业的环境与企业相似时，这种方法还行得通，但是，当两个企业的状况不同时，就需要对方案进行改进，决策的成本也会迅速上升。这些成本常常被低估，因为需要花费时间做出调整。那些常常关注“别人怎么做”的决策者往往忽略了决策制定中的创新和探索。运用良好的探索策略，并且设计定制化的计划，会避免踏入迅速解决问题和实践诱惑的陷阱（Nutt，1993b）。

管理者往往运用“单一标杆法”来复制单个企业或业务单元的实践，并且让这些实践能符合他们的需要。运用单一标杆的管理者常常花费大量的时间，试图使想法得以奏效，就像在决策制定伊始，将解决方案强加在决策制定中。方案的选择非常匆忙，没有很好地反思考虑，之后通过大量的调整使得方案能够可行。运用大量的资源论证方案的合理性，这也阻碍了人们去探索其他可行的方案。更复杂的一种方法，称之为“综合标杆法”能够获得更好的结果。运用综合标杆，对众多企业和业务群组进行分析，识别各自的优点，这种实践的融合能产生好的方案。

从供应商或咨询师寻求帮助，找到预先设定的方案，诸如提案建议（RFP）也是有效的方法。这种方案探索既可能是单一搜寻也可能是多重搜寻。如果管理者感觉掌握了评价备选方案的标准时，往往采用单一搜寻。在多重搜寻中，管理者会反复搜寻，了解可以运用的各种方案。多个竞争性方案汇集，比较鉴别它们的特点和能力，在获得这些知识的基础上，形成系统特性可行且适合企业的提案请求。这种探索非常有效，单一搜寻开启了探索的历程，但是学习借鉴的机会较少，而多重搜寻更能获得回报；而且节省时间，因为不需要对扭曲的方案不断进行修正。

管理者运用创新的手段寻求带来新思想的定制化方案，往往会带来重大突破。创新是有争议的，有人认为应该不断推动创新，从而给组织带来更多的创新思路（Nadler，1981；Morgan，1986，1993），也有人认为创新是高风险的（March，1981），并且质疑创新的运用。我的研究发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认识上的差异，是因为没有意识到创新成功的条件。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创新才能产生好的结果，诸如对于重要的决策而言，只有当人们的创造力被挖掘出来、多种备选方案被找到，更重要的是当目标得以确立时，决策才能产生好的结果（Nutt，2001a）。如果不能满足这些条件，即便是多重搜索和综合标杆，创新也不会获得成功。然而，当条件满足时，创新所实现的突破要超过其他方法产生的结果。为了实现成功，在形成思路的过程中，需要激励人们的创造力。多种选择方案使管理者可以从各种方案中综合亮点形成最佳方案，这样的方案一定不是非发展性决策。其目标是聚焦于创新所预期的结果上，诸如提高企业收入或者市场份额。


命题6：在揭示既定方案中，如果采用综合标杆或多重搜寻法，成功的概率就会上升。



命题7：在重要决策制定的过程中，如果目标明确、找到多种备选方案、并且鼓励人们创新，那么定制化方案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方案评价
 　一旦确定了显著的解决方案，接下来就是分析阶段。这时，决策者常常感觉需要采用防守的姿态，以证明所采取行动的合理性。一旦明确了要做这些事情，越来越多的实践和金钱花费会在这种类型的分析上，而不是我们此前探索的那些步骤（Nutt，1998a，2001a）。没有清晰结果的分析往往产生误导，甚至是错误。当把注意力集中在成本上，而不是决策需要关注的其他问题时，分析是毫无意义的，诸如丹佛国际机场主要基础设施工程（Nutt，2001a），以及旧金山海湾地区快速运输系统（Nutt，1989）。成本导向的分析是一种误导性分析，驱使人们去寻找他们想要的东西，提供了肤浅、可预计的结果（Rasmusson和Batstone，1991）。

当预期的结果清晰时，可以有效地运用分析去探索可能的风险，比较各种方案。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检验假设，还可以消除某些不确定性，处理冲突。诸如，可以通过分析最好或最差的酒店入住率及门票销售，来分析确定欧洲迪士尼选址决策中的风险（Nutt，2001a）。这样的分析可以暴露一些问题要素，如有限的酒店过夜率（主题公园距离巴黎只有一天的路程）、门票销售（从很多欧洲地区到奥兰多的时间成本更低），这些因素都可能减少预期收益及可能的盈利率。导致收入上升或下降的因素经常被忽略，决策的风险始终没有详尽的分析。

在分析过程中，很少比较各种方案，因为常常只有一种备选方案。即便如此，分析也非常重要。可以通过与惯例比较，诸如其他成功的企业是如何做的，来分析评定某一方案的益处。这样的比较可以使企业在做出承诺之前，洞察到行动所产生的价值。当考虑多种备选方案时，分析可以通过展现收益，反映哪一种方案最佳，来择优选择方案（Nutt，1998a）。


命题8：当分析评价用来比较各个备选方案的收益，而不是捍卫偏好的方案时，成功的概率就会提升。



命题9：当目标是明确的，并且运用分析来衡量各方案能否实现目标时，分析成功的概率就会提升。



命题10：通过争论寻求行动的方式时，成功的概率就会上升。


2.4　发展性决策

关于发展性决策，很少有探索提高决策成功率的实证研究。尽管有极少数的研究结合非发展性决策，但系统探索过发展性决策的，却为数不多（如Hickson等，1986）。为了填补这一空白，在一些相关领域的研究中，诸如战略管理和战略领导力研究中，在关键任务方面仍然提出了一些可借鉴的东西（如Schendel和Hofer，1979；Ansoff，1984；Bennis和Nanus，1985；Pettigrew，1985；Delbecq，1989；Conger，1991；El-Namaki，1992；Coulson-Thomas，1992；Larwood等，1993，1995）。这些文献主要探索了如何发现任务、这些任务活动的推荐程序，以及执行任务的方法，试图将这些思想进行综合。在这里，我们提出的综合性方法之前没有提及过，我们的主要思想是在实施发展性决策过程中，如何处理遇到的障碍，发现并且如何实施愿景。文献中提到的必须落实的愿景，也必须与
 利益相关者“沟通与落实”（Meindl等，1985；Meindl，1990；Nutt和Backoff，1996a）。这里提出的战略决策过程有两个重要的思想：即与非发展性决策相比，一些任务的重要性与强调的重点，以及它们的程序。表2.1比较了发展性和非发展性决策的任务和程序。推荐的流程包括愿景建立和实施。发展性决策的实施涉及如下步骤，即协同形成愿景、探索行动的障碍、造就公众认同的愿景、模糊领导与员工之间的界限，以及付诸行动。


命题11：如果发展性决策遵循如下步骤，即协同形成愿景、探索行动的障碍、造就公众认同的愿景、模糊领导与员工之间的界限，以及付诸行动来落实愿景，那么成功的概率就会上升。



表2.1　比较发展性和非发展性决策的流程




	非发展性决策
	发展性决策



	1．协调主张
	1．协同形成愿景



	2．揭示社会、政治力量，管理关键的利益诉求
	2．与利益相关者一同探索行动的障碍，以及资源评估



	3．确定方向
	3．重塑公众认同的愿景

A．扩大范围

B．转换方式和情景



	4．挖掘想法
	4．模糊领导与员工之间的界限

A．信息共享

B．授权员工



	5．通过分析探索想法，找到偏好的行动方案
	5．付诸行动

A．行动过程中的定位

B．通过网络推动

C．建立正能量

D．为授权员工铺平道路




下面我们将分析发展性决策的步骤，以及它与非发展性决策的相似点与不同点。两种决策最大差异在于对待思想的形成。发展性决策关注引领（先看），而非发展性决策关注追随（先想）。发展性决策的管理者往往通过感知可能性，来改变商业或商业实践（Weick，1989，1994；Van de Ven和Poole，1995）。他们先预想可能性，然后推断想法的目的和实施，想法和目的是一同被揭示的（Nutt和Backoff，1996b）。在非发展性决策中，有些步骤是相反的。管理者的角色也从指导者转变成领导者。在发展性决策中，要求管理者转变成领导就说明了这一点。这里，领导的作用是监督和促进，而较少强调指引和选择（Fisher和Torbert，1991）。

所有的研究都强调发展性决策中愿景的重要性，但是很少谈到愿景的形成。为了对此进行探索，我们寻找了一些新的材料来发现线索。本章接下来的部分主要围绕两个思想展开：首先，探索愿景形成中的几个重要方面；其次，讨论发展性决策的过程和实施。


愿景形成

通过社会科学、组织发展、领导力和系统理论的文献，可以帮助我们识别愿景的重要特征，以及如何形成愿景。形成焦点（Nanus，1989）、未来理想状态（Kouzes和Posner，1987）、概念性蓝图（Bryman，1992）、未来组织目标（Land和Jarman，1992；Kotter，1996）、新秩序（Kelley，1992），以及引导性的原则和价值（Gardner，1990；Nadler等，1992）等都反映了愿景的主要特性。愿景提供了一个鲜活的、可以达到的预期目标（Watzawick等，1974）。这种画面有着全新的理念，促使主要人员做出改变。很多愿景以口号的形式来表现，诸如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提出的“以道德为目标的军事行动”或戈尔巴乔夫（Gorbachev）提出的“透明化和改革”（Nutt和Backoff，1997b）。基于价值的原则也非常重要。诸如Worthington Industries（WOR）的McConnell，就曾将人际和客户政策视为企业长远发展的“黄金准则”，并且指导企业的业务行为。当时，企业每一位员工的名片后面都印有黄金准则。

愿景为企业转变战略提供了一种途径，即提供了关于产品或服务、客户、市场、渠道、能力、收入来源、组织的方式和形象等方面的新想法。例如，LL Bean公司在实施愿景时，推动了无数的行动，用真诚来对待客户。SAS的总裁Carlzon（1987）提出“每天50000个真实的瞬间”，以强调空乘人员的客户服务质量。Scandinavian航空公司的员工要采取很多措施，以保证每个“真实的瞬间”能让客户拥有良好的体验（Land和Jarman，1992）。这也说明愿景是需要动员的，并且为了实现愿景目标，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力。我们需要区分愿景与企业其他长久目标的差异。


命题12：如果愿景足够清晰，并且能够指导人们什么时候推动，那么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愿景的区分点
 　愿景与使命、目的、目标、靶向和宗旨有着相似性，但是存在巨大的差异。与使命、目的、目标、靶向和宗旨一样，愿景能够提供方向、建立焦点、清晰地表明人们想要什么及指引行动。但是，通过分析文献中关于愿景的定义，我们会发现愿景与其他指引方向的事物存在着四个不同点。愿景有着清晰、引人注目的愿望，提供了改进的创新性途径、继承了传统、并且与行动相关联，使得人们能够实现变革。愿景涉及人们的情感和精力。良好的愿景能激发人们的热情，将用在运动或其他娱乐方面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这是其他指引人们行为的东西所缺乏的。

传统的建立方向的手段缺乏体现价值的创新性思维，以及缺乏采用清晰、引人注目的愿望激励人们参与。目的和宗旨并不包含创新方案，也没有体现组织的价值，以展示未来清晰、明确的道路。目的和宗旨往往是“没有方案”，并且很少考虑价值。它们只是涉及期望的结果，而没有实现预期结果的行动（Worthington Industries企业的黄金法则）。使命和目的，从传统和实践来看，也许涵盖价值的成分，但是缺乏良好愿景中令人鼓舞的愿望（Wheatley，1992；Thompson和Strickland，1995）。根据Wall等（1992）的研究，使命是通过细化愿景中的主要思想来明确目标、防止误解的。这说明愿景是充满灵感的事物，而
 使命趋向于工具化。

愿景提供了超越现有业务实践的描述（Jantsch，1975），以阐明未来的商业机会在哪里。愿景提供了描绘创新性思想的方法，建议重新思考组织的战略。愿景提倡在产品或服务、客户、分销渠道、核心能力、利润来源、竞争优势基础、组织方式、形象和人物角色变革，以使企业区别于其他企业（Hamel和Prahalad，1994；Nutt和Backoff，1995）。在公共领域，服务或服务渠道，以及合作优势取代了产品或服务，以及竞争优势。愿景强调发展性变革，这与战略管理中的发现完全一致（如Schendel和Hofer，1979; Porter，1985；Daft，1995）。

愿景有着建议新秩序的全新思想，为未来提供了发展的道路。它期望通过创造性产品、市场中的定位，以及其他改变企业战略的行动，找到新的方法以确立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去很好地应对相信会出现的未来环境。这种根本性的创新思想非常重要，对于行业而言，是全新的。这种对市场的判断和市场想要什么的理解需要创新性的反应。像迪士尼、英特尔、3M和惠普公司那样，在竞争前形成新思想是形成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


命题13：如果愿景是创新性的或改进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创新，那么成功的可能性就会提高。



愿景形成的标准
 　愿景是一种以价值为中心、可实现的、充满卓越想象力和言明的（可以称之为可能性、愿望性、可行动性、清晰性）令人鼓舞的可能（Nutt和Backoff，1997b）。每个都是愿景形成的标准。其中最重要的特征是“可能集”（possibility set），这是一种描述理想的未来与最完美未来的心理模式。它是一种具有广阔视野和愿望的事物。要实现这一标准，愿景必须符合组织的传统、价值和时间，能反映目前的趋势和活动。愿景能够通过将人们的精力投入在创造性的方向，并且帮助人们聚焦在重要的事情上来实现。构成良好愿景的另一个特征是：良好地表述，并且容易理解（Conger，1991）。人们往往青睐于能表明目标和强烈愿望的愿景，诸如CBS的Paley将无线电称为“广播”、Monnet用“欧共体”呼吁建立共同市场、Burr用“不虚假的航空履行”来建立人民捷运的目标。

愿景能够形成具有鼓舞人心的（Nutt和Backoff，1997a）、创造性的（El-Namaki，1992）、独特的（Kouzes和Posner，1993）、充满活力的（Land和Jarman，1992）、确立新秩序（Kelley，1992）、形成组织方向（Wheatley，1992）的可能。Block（1988）将其概括为“想要什么”的更深层次的描述：愿景是我们设想组织状态的梦想。例如，当宝来公司（Burroughs）的领导提出“只传递能运作的东西”时，人们就意识到必须强调质量，即使增加成本（Tichy和Devanna，1986，1990）。当这些创新性的可能被用作指导行动时，绩效改进就在宝来公司实现了。

愿景的可能性与探索社会、技术趋势相似，它要发现未来可能会聚的、相关联的事物（El Sawy，1985；Schwartz，1991）。未来的时间维度受到推测是否有结果的约束，诸如探测半导体微型化、功率化发展的指数级增长轨迹。愿景以这种形式确立，能够探索到未来，足以揭示潜在关键效果的机会，并且容易理解和把握（McGrath，1988）。就像一种剧情，愿景能进入一条道路，能够凭借一种特
 性，实现什么样的价值。因此，愿景如同宝来公司解释的那样，同时涉及了方法和结果。

理想的愿景描绘了组织的价值和文化（如Linstone，1984；Quinn，1988；Gardner，1990；El-Namaki，1992；Bryman，1992；Shamir等，1993；Kirkpatrick和Locke，1996）。根据Meyer和Rowan（1977），以及Torbert（1989）的研究，组织中的人们通常接受社会公认的定义，包括“事物的本质”、“行事的方式”。组织通常运用奖励，如资源和合法性，以及说服，树立角色模范，使成员符合预期。结果性的行为规范确立了某种价值的制度文化（DiMaggio，1988；Quinn，1988）。Churchman（1979）和Ackoff（1981）研究了价值，诸如道德和审美如何影响了效益和效率。诸如澳大利亚前劳工部长Cahill，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提出了为现代澳大利亚建构标志性建筑的愿景，即如今的悉尼歌剧院（Nutt，1989）。在此，审美的价值超越了成本的因素，Cahill认为，这种标志性建筑应当体现澳大利亚是世界的新兴力量。在这个例子中，高耸的标志建筑要求可以改变澳大利亚的形象，并且融入西方主流社会。从中可以看出，Cahill基于价值的愿景是如何表现国家的新兴经济力量和潜力的。所有的愿景都需要这种特性。一个愿景需要将包含愿望的可能与组织的价值相结合，使价值清晰化（Coulson-Thomas和Coe，1991；Nadler等，1992；Oakley和Krug，1993）。假定人们视其为合理的，愿景应当包含能帮助人们摆脱过去，开创愿景中提及的新可能（Shamir等，1993）。例如，DePree（1992）提出，对于Herman Miller公司员工授权而言，体现了相互依存价值的必要性。Hass提出了“相互关联”的观念，以促使Levi-Strauss公司形成相互承诺的愿景（Wheatley，1992）。客户满意的传统被用于形成LL Bean公司尊重客户的愿景（Galbraeth和Lawler，1992）。所有这三个例子都反映了领导运用组织标准所体现的价值，使得愿景可以期待。

可行动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想实现愿景的人们需要了解它其中发挥的作用（Boal和Bryson，1988；Gardner，1990；Ruvolu和Marcus，1992；El-Namaki，1992；Coulson-Thomas，1992；Shamir等，1993）。用可能和标准体现的组织愿景，当能为人们理解、视为挑战性，但是可做时，才能动员人们为之奋斗。可行的愿景指的是人们能理解的活动，并且向可期待的未来努力（Bryman，1992）。Bennis和Nanus（1989），以及Bennis（1989a，b）将之称之为“可期待的目标”。Land和Jarman（1992）称为“未来拉动”，而Oakley和Krug（1993）叫它为“具体化人们渴求的心智图”。Gardner（1990）认为，当人们意识到他们的行动符合更大的行动计划，并且吻合El-Namaki（1992）提到的现实测试时，人们才会付诸行动。那些经常考虑如何有助于实现愿景的人们，更能够使愿景成为现实。例如，Sparks将惠而浦公司从具备少量营销技能的工程企业，转变成具备工程和制造技能的营销企业（Tichy和Devanna，1990）。他鼓励员工思考企业的市场，以及每个人如何在特定的细分市场帮助企业走向成功。

优秀的愿景具有强大的沟通能力，注意愿景是如何作为良好陈述及强大想象力的标尺，从而能在人们的心目中明确地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并且指引如何实施变革。当人们明确必须做什么的时候，才能形成具有卓越想象力的愿景。



命题14：具有清晰陈述、卓越想象力的愿景更容易成功。


实现愿景需要承诺和参与（Senge，1990；Shamir等，1993），承诺来自于将人们拉向愿景的吸引力。要做到参与，就需要通过行动让人们实现价值内涵的愿景，去实现目标，这种状况既是必需的也是自发的。其宗旨是激励人们去做任何能做的事，在合理的范围内，去实现这一愿景。如果愿景有清晰的陈述和令人鼓舞的想象，承诺和参与的可能性就会上升。愿景的陈述和想象力使得人们从不顺从阶段（抵抗）转向具备承诺和参与特性的真正的顺从阶段（El-Namaki，1992）。具备这些特性的愿景同样能使人们从不情愿的顺从（没有看到价值，只是做能看到的事情），以及正常的顺从（看到了价值，但是没有想过采取更非凡的举措），转向由强大想象力形成的愿景驱动的能量。


命题15：以价值为中心、可实现的、具有良好陈述的，包含根本性创新可能的，可期待和可行动的愿景更容易成功。


愿景实施和发展性决策

在研究文献中可以发现，实施发展性决策的步骤与实施愿景的步骤是并行的。下面将分别考虑这些步骤如何贯彻。


共同形成愿景。
 由于利益相关者有不同的诉求、较弱的领导力，以及来自不同方面、普遍存在的控制力，发展性变革对企业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当这些状况出现时，利益相关者可能会阻止实现愿景的发展性决策。其他阻碍根本性创新的原因来自于他们不愿意承担风险，而根本性创新看上去风险巨大。如果这类利益相关者不愿意尝试，这类抵抗就成为了发展性行动的重要障碍（Fisher和Ury，1981；Bass，1985；Oakley和Krug，1993）。但是，当使这些利益相关者参与到变革的过程中时，这些阻碍就会被扫除（Burns，1978；Shamir等，1993）。一个领导可以迫使让他们积极参与其中来获得强有力的支持，而后者往往更有效。这样能够激励人们去考虑企业市场，并且知道每个人应当做什么，从而帮助企业在特定市场取得成功。领导既能创造未来，也能帮助其他员工（El-Namaki，1992，以及其他的文献，诸如Wheatley，1992；Land和Jarman，1993；Kouzes和Posner，1993）。Covey（1989，1990）和Delbecq（1989）的研究表明，最具变革性的愿景能将员工的最佳想法与领导的愿望想结合，这是形成成功的发展性决策的必要因素。要实施发展性决策，需要领导在形成愿景中充分考虑“关键员工”（Kelley，1992），以及具有高度决策力、有见识的人们的意见。因为关键员工决定了成功变革的80%，因此，授权给这些人既是实用的，也是有效的。要做到这一点，组织领导需要建立包括关键员工的战略制定团队（SDG），领导者发挥促进者的作用，主导SDG的工作。领导者培训团队，并能将团队成员的意见与领导者的见解相结合，形成未来的蓝图。SDG的成员同样必须包括职能管理者，他们代表了组织中的一些重要利益。在任何时候，决定企业存亡的外部利益相关者也要涵盖。例如，历史性社团的SDG往往包括主要的志愿者、捐赠者、模范员工、职能管理者，以及组织的社团主席。这样的团体在重要利益方中确立了承诺，并且在行动受到质疑时，提供了沟通的途径（Nutt和Backoff，
 1992；Walton，1985）。参与者帮助寻找结果，就像非发展性决策中参与者的引导行为一样。


表2.2　利益相关者和资源评价




	要避免的陷阱
	最佳实践
	采取的步骤



	没能采取行动整合主张
	与利益相关者形成网络
	让利益相关者在参与揭示、调和关注的过程中形成共识



	忽略了行动的障碍
	介入或参与
	展现行动的必要性，并且提供体现利益相关者利益和承诺的方法



	模糊的方向
	确定目标
	建立清晰展现预期结果的蓝图



	有限探索
	创新或探索
	增加可用的、具有潜在先动者优势的备选方案数量



	错误分析
	分析风险，比较各种方案的益处
	发现方案中难以接受的风险，使选择更有效



	忽略了伦理问题
	寻求重要价值，并进行调和
	展现并面对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伦理问题



	没有学习
	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创造双赢的情景
	找到并消除不正常的诱因，鼓励真实评价企业的行为





资料来源：节选自Nutt和Backoff（1992）。



命题16：如果企业的愿景是由关键员工，以及主要的领导和外部人员组成的团队共同制定，那么成功的概率就会提高。



与利益相关者一起探索障碍，进行资源评价
 　阻碍远景及其实施的因素往往来源于利益相关者和资源的限制。任何影响发展性决策或者受其影响的人都可能成为利益相关者（Mason和Mitroff，1981；Freeman，1984）。明确愿景中不涵盖的利益相关者的状态或利益非常重要，为了实现成功，企业必须明确和管理利益群体的状态和其重要程度，包括客户、供应商、监督机构、服务提供者、合作团体、联盟伙伴、企业运营所在的社区，以及社会公众。要实现这一目标，可以采取表2.2种提示的方法（Nutt和Backoff，1992）。战略制定的团队和其他具有丰富经验的人士一起定位利益相关者，评价谁是关注的重点，并且需要采用什么策略，诸如通过支持者解决问题，或者采用某种手段管理敌对者。每一格中的利益相关者的数量和状态都要求有相应的方法。

资源超越了财务的考虑，还包括政治、法律、管理、专业人员，以及影响资源再分配的人士。需要识别能使愿景变成现实的资源，并且根据表2.2下方揭示的资源中心性（重要程度）和可能的利用率（资源流动的程度）进行评估。这个范式将组织的资源划分为四种类型，这种评价要求领导者需要根据可行的内部再分配，以及外部支持进行分析，以保证成功。一个县级图书馆在做出这样的评价后，可以通过增税来支持扩展服务的发展性决策。联邦政府的自然资源部门，也可以通过向使用者征费，来支持发展性决策（Wechsler和Backoff，1986）。


命题17：领导者如果能在行动前，获得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并获得所需的资源，那么发展性决策成功率就会提高。




为公众勾画远景
 　试图制定发展性决策的企业，在引入远景时，需要特别小心。如果有影响力的内部人或外部人感受到了威胁，他们会动用政治力量，在愿景能转化成现实之前，将其化为乌有。需要审慎管理愿景激发出来的想象。愿景要能消除恐惧，建立一种共同的目标。描绘愿景中的画面、用鼓舞人心的陈述表现益处是远远不够的，要获得人们的支持，领导者需要告知其可行性，以及变革的原因，这就是介入方法。领导者也需要详细审查容易被误解的事物，以防这些事物被用于个人私利。


命题18：如果愿景能够扩展，以融入更多关键人员的利益诉求，那么这样的愿景更容易成为成功的发展性决策。


要应对这种状况，领导者需要针对每一个利益相关群体，重新勾画愿景，明确对这些群体和个人的偏好及价值。愿景中所包含的主要元素并不会因此而改变，因为其具有公众的特性。相反，需要去识别愿景中与利益相关群体有关的因素，并强调与这些群体之间的沟通。这里会用到两种策略：一是领导者扩展愿景的范围，以创造一个更宏伟、更具多样性的愿景。诸如，历史团体的领导会从保留历史遗迹和推动历史活动中发现两者的相同之处，这两类活动都是试图推动相应活动的利益团体关注的价值。融合性的愿景能将各种利益诉求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这样，愿景的范畴就需要扩展，以融入关键人员的利益诉求。

二是领导者可以通过转变侧重点或者利用情景来描述远景。通过改变侧重点，领导者可以展现愿景中与主要利益相关群体密切相关的需求和问题。例如，历史团体会向立法机构探讨发展性决策的成本，与可能的捐赠者讨论计划以保护历史性的地标、与活动分子沟通新的机会以影响志愿者等。同样，情景的改变也能使愿景被接受，例如，公立图书馆可以展现削减资金投入来改变原来的计划。人们如果能够理解所提决策的情景，如削减开支，就更容易支持这种决策。如果发展性行动中既能够关注利益相关群体的偏好，又可以充分考虑情景因素，那么决策就会得到人们的支持。


命题19：发展性决策如果能通过改变侧重点，既关注利益相关群体的偏好，又考虑情景的因素，这种决策就容易成功。



模糊领导与下属的界限
 　在优秀的企业中领导与下属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Kelley，1992）。企业中处于关键岗位的人员，当与领导不信任或者意见相左时，往往静观其变。组织中的专业人员，诸如会计和工程师，往往要求有较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因此，具有控制欲的领导手中的权力往往要比想象中的少。更重要的是，为了确立管理，领导需要授权给模范支持者或者企业的关键人员，以促使他们进行开创性的思考。因此，模糊领导与下属的界限既是非常实用的做法，这样可以限制很多领导的实际权力，也是获得员工忠诚的必要手段。

领导者可以通过多种方法减少组织的层次。一是领导者可以传递信息，以展现企业的形象，以及在权威网络中的重要关系，诸如组织的战略联盟和合作伙伴等。例如，联邦政府部门的劳工补偿局的领导，处理由于政府立法中税率削减导致的补偿金下降危机，以及面临无论价值如何都要求批准补偿的压力时，可以通过咨询部门提供报告，详细说明由于上述机构导致的危机状况，在重要可信的追随者中传播，并且通过他们与联邦立法机构的重要人员，以及那
 些代理机构必须维系的其他利益团体结盟。这些举措可以使组织能够更加接近客户，即立法机构，并且授权追随者寻求帮助，这也能在组织中建立互信、互惠的关系。

随着这些举措的实施，领导者可以强调发展性决策所寻求的主要价值。劳动补偿局的领导可以在组织内部和外部强调，采取有效的财政管理，以向雇主征收合理的税收，以及公正地解决受伤劳工合理的补偿要求。因为关键的内部人员确立了一种主人翁的意识，这种信息能够同时不断传播，从而使得愿景实施的机会增加。因此，授权的员工会推动发展性决策，从而增加成功的可能性。


命题20：将权力授权给员工，可以提高发展性决策的成功率。



推动行动
 　当授权的员工开始传播愿景后，领导者就需要推进行动。领导者需要确立行动过程，监督主要的活动，形成网络。领导者确立需要关注的问题，同时对这些问题加以关注（Covey，1989）。用Covey的描述就是先理解，再对做这件事进行理解。要做到理解，领导者需要倾听不同意见，当异议得到充分关注时，领导者才能决定发展性决策。

为了传播愿景，领导者需要表现出一种积极、乐观的精神（Seiglman，1991）。每种威胁都能被重新塑造为机会。例如，公立图书馆获得信息，其初次征收款项的提议遭到了社区领导的反对，为了推进行动，领导者可以强调，无论对手如何诋毁现行的征款举措，它还是会给图书馆带来利益。这种威胁被视为一种机遇，可以让领导者利用这个机会给予回应。领导者不是在回答批评，而是在阐述征款的收益。这种方法鼓励积极乐观的态度，将问题重塑为机遇。


命题21：当领导者制定发展性决策时，如果能采用正面、积极的态度，就能使成功率上升。


领导者尽管常常遇到不公正，甚至毫无根据的攻击，并且知晓攻击带来的影响，但是他们还必须坚持下去。领导者需要面对这些挑战，帮助人们更加具有建设性，而这个帮助可以通过清晰化路径来实现。领导者提供所需的资源，帮助清除限制典型员工做事的障碍。这就要求领导者允许这些员工自我管理，并且评估自身的行动，从而消除失败的恐惧。例如，劳工补偿局的领导走访办事处，推动解决拖延已久、限制办事效率的计算机软件问题。办事处的员工被赋予权利，寻求创新性的手段，以突破原来的窠臼。为了消除失败的恐惧，领导者可以告诉一线员工，任何加速事情处理的方法都是受欢迎的。一旦取得进步，就可以通过配置资源推动进一步提升来认同这种努力（Kouzes和Posner，1987）。像这种路径清晰的领导，就容易实现发展性决策。


命题22：在发展性决策的实施过程中，如果领导能为员工排除过程中的障碍，那么成功的概率机会上升。


为了进一步推动决策的发展，领导者需要传达这样一种信息，一个人的网需要足够大，就像介入策略那样，与所有的人共同推动愿景，首先要理解决策，然后让人们理解决策（Covey，1989）。这是一个与对话者同行的过程，与每一个利益相关者一对一的讨论，关注他们的利益诉求。在讨论的过程中，领导者要表达期望发生什么，并且获得反馈。这个过程最大的特点就是耐心。领导者必须慢慢推进，建立信任，当阻碍发生时，要不断重复。当关键人物感到发展性决策所带
 来的变化使他们受损时，这样的决策会使组织利益搁浅。要能及时响应，领导需要等待时机，愿景中的变革要能产生双赢，解决异见，维持或改进发展性决策中的主要特质。

2.5　研究发展性决策

有关发展性决策的实证性研究很少，因此，在这个方面展开研究就会有收获。然而，对发展性决策进行实证研究有较高的复杂性和困难。本节将讨论可能实现的几种类型的结果、研究方法及可能的数据来源。

发展的内容决定了寻求变化的类型。发展性决策的意图是转变，即组织战略的根本改变（Prigogine和Stengers，1984）。要研究这种决策，就需要明确这是否会发生（Popper，1959）。这里给出的一个标准是，企业战略的一部分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无论用什么方法，必须清楚需要什么样的结果，以判断是否是发展性决策。

内容的研究可以作为判断发展性决策的依据，像产品、市场等变革的次数，以及与各战略类别的成功数比较，都可以作为判断的标准。通常认为，转变与新产品紧密相连，实证研究可以检验这一观点。这类研究可以识别战略的哪些方面是变革关注的要点，另外，哪些战略行动最容易引起组织的变化。

可以通过区分发展性决策是否可以促进企业转型，对变革的过程加以研究，这可以对促成企业成功转型的领导者行为和失败的行为进行比较，如果能就转型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进行研究，比较转型前后的财务状况，这样的研究更具有实用性。

当企业去除组织复杂性的状况下，根本性的变革可能会出现“去发展”性（de-developmental）的结果（Nutt，2001b）。要实现“去发展”，不仅仅是缩小企业规模（Weitzel和Jonsson，1987；Swoboda，1995），还可以通过根本性的变革，去除组织的复杂性，放弃不再有效的产品和渠道等。因此，通过“去发展”抽取企业战略的成分，加上转型，将战略要素进行综合是一种较好的方法。可以对上述的“去发展”进行研究。“去发展”可以划分为成功和不成功两类，也可以紧接着研究各类战略前后对财务的影响，将决策与产生这种结果的行为联系起来。

发展性决策，无论是转型还是“去发展”，都可以运用回顾或前瞻的方法加以研究。回顾性方法是比较体现兴趣特征的各种范式，而前瞻性方法则是提出一些过程性思考，以及可能的结果。

回顾性研究可以采用战略管理案例、文献中的案例研究（如Meyer和Zucker，1981），或者通过如同我在非发展性决策中所做的那样建立决策数据库（Nutt，1999）来进行。要运用战略管理案例的方法，就需要拜访企业及案例的作者，以揭示做出发展性决策的步骤，以及运用其他方法发现其他影响因素（如Lincoln和Guba，1985；Patton，1990；Denzin，1989；Yin，1993）。要展开这类研究，就需要设计量表，根据类型（如转型或去发展）区分案例，并且测度相
 应决策产生的效果。如果这里提到的程序能够遵循，就能出现很好的结果。此外，研究者可以设计一个发展性决策，对此进行检验，将之与企业实际的决策产生的效果进行比较。

依赖于书本或者文献上的案例是有限的，因为它取决于所记载的内容。所叙述的案例可能并不包括所有的信息，以体现企业为了转型或者去发展性而做出的努力。此外，很多案例并不满足根本性变革的标准，很多变革并没有产生，或者去除多余的产品、客户、市场等。如果能找到满足这些特征的案例，那么就可以提出制定发展性决策的假设，并进行检验。这种检验可以比较假设中提到的变革方法与采用其他方法实现发展性决策之间的差异。结果可以证明或者提供强有力的证据，说明什么要素是转型或者去发展变革的关键。

回顾研究还可以用来分析转型或者去发展变革的本质特点。描述一个组织两个不同时间点的案例，可以用来比较战略是如何改变的，可以预测根本性变革是如何产生的，并增进财务绩效，预测放弃的根本性变革也具有同样的效果。比较有序增加复杂性实施改革与去除复杂性实施变革具有很好的启迪。这种类型的研究受制于能否根据定义获取所描述的变革案例。如果能拜访变革的重要参与者，了解变革实施后的结果，那么就可以对变革后的状况有很好的洞见。

前瞻性研究可以运用行动理论和仿真检验假设。行动理论（Harmon，1981；Argyris等，1987；Copperrider和Srivastra，1987）要求研究者进入现实世界去变革，从行动的创造中获得灵感。它与参与观察具有相同的动机，让研究者观察事物的变化（如Burrell和Morgan，1979；Lincoln和Guba，1985；Spradley，1980；Denzin，1989；Patton，1990）。为了确定意义是如何建构的，研究者需要了解决策制定时发生了什么（Weick，1979；Denzin，1989；Patton，1990），然后运用观察、反思、寻求解释等传统的诠释法来探索问题（Shapiro和Sica，1984）。

行动理论和参与观察都可以获取相同的信息，区别在于行动理论强调研究者成为组织制定发展性决策的促进者和领导者。作为促进者，研究者需要与高层团队（TMT）一起工作，或者组成这样的群体，商量决策。然后，研究者需要对采用的发展性过程、产生结果的决策、对话，以及决策的结果进行反思，以探索发展性决策过程的本质（Bakhtin，1981），也可以对举行的会议进行记录，用作下一步的研究。研究者还需要思考事情发生的征兆是什么，并且在形成发展性决策过程中，哪些因素可能带来不同的结果。这种类型的研究机会来源于咨询活动，这种机会的范围常常限制了所能调查的组织范围，因此，这也是此种研究类型的局限性。

行动理论要求研究者能设计出一种方法来制定发展性决策。提出的命题揭示了这里推荐的重要步骤，此外，后续的程序也必须详细。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可以运用一些后现代主义的探寻逻辑。将后现代主义或者解构主义（Ichazo，1982；Rosenau，1992；Hassard和Parker，1993）引入到发展性决策研究中，可以使关键人员，诸如高层团队对现行的战略实践产生质疑。决策促进者可以分解这些实践，对每个部分与战略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然后再进行组合。促进者可以帮助高层团队详细检验企业的实践活动，可以放弃不适应发展性决策要求的活
 动。通过将各个事物进行剖析，就可以清楚一些过时或冗余的东西，揭示组织发展的新状况。

后现代主义鼓励根本性的思索，以建立组织新的远景，需要通过考核价值、重要性和未来不确定性，对战略的每个部分进行检验（Mason和Mitroff，1981；Nutt和Backoff，1997a）。这就要求参与者审慎处理它们与战略成分之间的关联，诸如企业中受到喜爱的产品，并且能够用一种主要手段放弃不良的要素，或者加以改变。解构主义强调企业的领导能够采用开放态度对待问题，获取新的思想“重塑远景”，并且鼓励对现有战略实践进行探索。这种状况使得人们从原来固化于现实的状态转变为思考未来。为了运用后现代主义形成新愿景，管理者需要形成一个团队去分析、解析、再组合企业的现有战略。其目的不是发现现有战略是如何运作的，而是发现其中的薄弱环节或者未发现的假设，并加以改变。这与魔鬼倡导法很相似，都是对每个部分采用保留或放弃的辨证的思考方法。

下一步就是将各部分联系起来，发现补充的成分（如产品市场渠道），以使保留的战略或者新的战略（如产品）切实可行。这些联系就成为了战略的重要内容，而剩下的产品、客户、市场等则成为了去发展性决策需要放弃的内容，或者挖掘新的事物进行转型。团队需要考虑这种新的战略如何转变组织，以使企业能迅速应对新的挑战，顺应主要的发展趋势、时间和方向（Nutt和Backoff，1992）。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检验顺应这个方向的去除或增加的战略成分，是否与外部的挑战和现实相适应。接下来，团队需要考虑放弃或增加产品等的方法。

将解构主义作为行动理论能提供大量的预期发展性决策的例子，可以将典型决策记录下来，建立案例叙述，以及其他反映发展性决策活动的画面（Lincoln和Cuba，1985）。接下来可以采用Yin（1981，1989）的建议，可以将每个案例的各种解释进行比较，以确定每种解释如何与制定发展性决策的程序相吻合。将特别有用的决策与失败的决策对比，能够揭示导致成功或失败的决策范式。

仿真要求很好的计划与安排。可以运用行动理论中描述的计划进行安排，诸如训练高层管理人员以测试发展性决策过程的假设。决策的推动者（研究者）可以通过大量的案例，指导参与者经历所要求的程序步骤。这种方法大大超越了行动理论，因为他可以进行各种方法之间的比较，对比建议的流程与其他流程（如表2.1）。通过将建议与案例中实际做的行为、结果对比，可以进一步评估衡量决策的成功。此外，专家也可以对小组提出的建议进行评价。

尽管仿真涉及的范围较广，但是仿真中的人为安排限制了其推广性。行动理论方法的优势在于，与利益关注、发展性决策和结果之间清晰的连接。采用真实的企业、真实的问题，这样可以避免由于参与者缺乏动机和能力而带来的困难，同样也可以避免错误性的模拟成功。然而，行动理论的不足在于缺乏对过程的控制，以及对结果的测量。行动理论研究项目的结果，只能通过绩效前后的变化来衡量，所谓最好的绩效只是幻想。绩效的改进往往有赖于促进者在帮助关键人员设计企业的发展性决策中，未经控制或者不可控制的因素。这些未经控制的因素，
 诸如参与过程的改变或者环境变化，都可以为绩效的变化提供一种貌似真实的解释，而这些因素是不可能被排除的。此外，没有这些控制因素的话，就无法判断企业的行为是否比其他方法更好。

2.6　结论

回顾性方法与前瞻性方法的优劣势是互补的（Burrell和Morgan，1979; Habermas，1970）。每一种方法都揭示了发展性决策的不同方面，同样，每一种方法看到的发展性决策的效应都有差异，并对成功给予了不同的解释。因此，同时运用两种方法的综合视角更适合于研究发展性决策，这也就是Lincoln和Cuba（1985）、Morgan（1984）和Woodman（1989）倡导的多种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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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战略形成：对话与设计的作用

通过对战略形成领域的文献回顾，Mintzberg、Ahlstrand和Lampel（1998）发现大量的研究是他们所谓的“战略管理的丛林”，就像战略理论家们指出的那样：






我们是盲人，而战略形成是一头大象，因为没有人能看到大象的全貌，每个人都抓住了其中的一部分，而完全忽略了其他方面。（p.3）






我们很难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因为该领域的主流研究没有能够提供一个整体的视角，综合各种不同的观点。相反，战略形成领域被创造出来的不同方法和方式所主导。Hart（1992）在对该领域的主要研究进行综述的过程中，指出战略制定过程中的研究充满着“模型繁殖”，并且提出“并没有产生知识的累积”。

Mintzberg于1973年发表了非常有影响力的论文“战略制定的三种模式”，从而使其成为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实业界，是第一个对战略制定的不同方法进行分析的学者。26年后，通过对这一领域的详尽研究，Mintzberg与其合作者（1998）对反映战略制定的“十大重要流派”，从起源、维度、先驱及内容等方面进行了分类研究[1]
 。

Hart自己将多种模型概括为5种，而不是10种模式[2]
 。Mintzberg和Hart都清晰地表明，这些模式不是相互排斥的，事实上，将不同模式综合起来（如象征模式与企业内创业模式结合）更具吸引力。在实际检验理论的过程中，Hart和Banbury（1994）指出，在实际行为中往往同时使用多种模式。此外，他们发现采用多种模式的企业，往往要比采用单一模式的企业绩效更佳。他们总结道：






要实现更好的绩效，在战略制定过程中高层管理人员需要明确战略方向，组织成员也要成为积极的行动者。事实上，能够运用多种战略指定模式、具有整合性高层次能力的企业，一定能够成为绩效最好的企业。






在此，我不想回顾这些探讨，以我的观点，尽管这些探讨在理论上非常有趣，也具有实证上的有效性，但是，这些范式并没有更多地探索如何改进战略制定。因而，我的研究将定位于探索这些范式更为广泛的主题上，并且广泛涉及战略形成的研究文献。这些问题包括：


1．战略思考在成功战略管理中的中心性，这里我将提出一些战略思考特性的假设模型。

2．战略与变革之间的关系，这一节研究的重点放在战略制定的一些核心问题上。

3．战略形成管理中规划的作用，需要对规划的作用和过程进行重新构思。

通过对这三个相互交叉问题的探索，反过来，又引导我们去分析战略对话与设计，这也是本章的主题。

3.1　战略思考的兴起

“战略思考”这个词在当今的战略领域中运用的如此广泛，以至于存在着变得毫无意义的风险。很少运用这个词汇的人对它进行定义，通常的情况是，“战略思考”已经被指代成为所有的战略思维，而不是一种特定的思考模式，具有一定的特性。由于这个词汇的广泛性，一些学者几乎将这个词与其他概念，如战略规划或战略管理混同起来。例如，Ian Wilson（1994）在描述战略规划过程的演变时，指出：






战略思考的高度从来没有如此之高……由于其（战略规划）不断发展，深刻地改变了战略规划的特性，以至于现在更合适的术语是“战略管理”或者“战略思考”。






那些致力于定义“战略思考”的学者，常常使用广泛的、似乎包揽一切的定义，如同Nasi（1991）给出的定义那样：






战略思考被企业领导者同时推广到战略制定和战略执行方面，以及整个企业的战略绩效。它包括战略分析、战略规划、组织与控制，甚至战略领导力，因此，战略思考覆盖了所有这些特性，可以贴上“战略性”的标签。






尽管这一术语的运用非常广泛，但是它与早期运用战略思考这个术语的倡导者所提出的含义大相径庭。例如，Mintzberg（1994）被认为是战略思考早期的倡导者之一，在他看来，这个词并不是涵盖战略管理所有方面的代名词，相反，它具有独特的思维方法和特性。Mintzberg提出了很多战略思考和战略规划之间的差异。他提出，战略规划是一种程序化、已知战略的分析过程，其产出是计划。而战略思考是一种综合性的思考，运用到洞察力和创造力，其产出是“企业的整合性思维”。他认为这两个不会同时产生，传统的规划过程与战略思考是不相容的。Mintzberg提出，传统的规划其结果不是支持而是破坏了组织适应。

其他两位著名的战略管理学家，Hamel和Prahalad（1994）与Mintzberg一样，指出传统的规划方法是将战略视为“表格填空”，尽管他们没有用“战略思考”，而是“建构战略”，但他们都认为，战略制定方法中最普遍的要素是创造力、探索和对不连续性的理解。

Ralph Stacey（1992）对战略的探索采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视角，如同发现量子物理和复杂科学这种“新科学”一样，其结论与前面几位学者的观点一致。
 尽管他并不认为未来愿景作为战略驱动力的重要作用，但是他认为成功的战略制定过程是建立在“基于新知识上的行动设计”，而不是“预先规划的原则”。他认为，战略思考“不是探求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思维练习……战略思考是运用类比或者相似的定性方法，创造新的思想”。

战略制定中分析或创造两分法，也为战略思考提供了更详尽的诠释。Raimond（1996）将战略思考划分为两种模式：“作为思维机器的战略”（数据驱动、信息加工的过程），以及“作为创造和想象力的战略”。Nasi（1991）对强调竞争这种传统的“硬性的”方法，与强调价值和文化的“软性的”方法做了区分。

从整体上看，这些探讨仍然为实践战略者留下了一些话题，即将战略思考转化为现实商业实践中的挑战。首先，这些文献主要讨论战略思考不是什么，而不是探索它是什么。尽管这样做能让我们把战略思考与其他概念区分开，但是它们并没有详细的分析战略思考的特性，从而推动研究的探索、管理者的实践，以及教育者的发展。其次，这些研究对战略制定的创造和分析做了严格的区分，但在战略制定的全过程，这两者往往密不可分。最后，这些研究认为，战略思考与战略分析绝对不相容。我们知道在实践中，运用过程管理，能够让管理者更多关注战略，而不是陷入分散他们注意力的日常危机中，这是非常必要的。

3.2　战略思考的要素

通过广泛分析战略领域内外的文献，可能是我们能够更清晰地定义战略思考。与Mintzberg的观点相同，我们认为战略思考是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有五个要素，下面将逐一探讨这些要素。

系统思维

战略思考是建立在系统思维基础上，战略思考者具有完整的端对端价值创造系统的思维模式，并且了解各部分之间的依存关系。Senge（1992）在他的著作中，描述了心智模式是如何影响我们的行为的：






新的洞见之所以不能转化为实践，是因为它与我们头脑中世界是如何运行的固有观点、限制我们的熟悉的思维和行为镜像相左。这就是为什么管理心智模式的原则，包括感知、测试和改进我们对世界是如何运转的内在镜像，是实现重大突破的保障……






为了战略性思考问题，关于“世界是如何运转的”的心智模式必须整合、理解组织内外两方面的情景。对于外部情景因素的关注在战略管理领域主导了很多年，这些都是基于产业基础（Porter，1980）。战略领域的新生力量之一，Moore（1993）认为要形成创新能力，需要超越行业的界限。






我认为企业不是单一行业中的一员，而是跨越各种不同行业商业生态中的一部分。在商业生态中，多数企业围绕新的创新协同去发展一种能力，即采用竞合
 
 的方式开发新产品、满足客户需求，并最终推动下一轮的创新。






与此相似，一些探索“新经济”影响，以及“脱媒”这种有趣话题的战略理论非常强调价值链关系的重要性（Evans和Wurster，1998）。因此，这种日益趋同的状况要求企业必须战略性地思考，它们结合的是什么样的供应商竞争网络，以及在商业生态中如何定位自己。

除了需要了解企业运营的外部商业生态外，战略思考者还必须了解企业内部各方面之间的关系，内外结合，构成整体。这样的视角，将每一个个体定位在一个更大的系统中，明确他们的行动对系统其他部分产生的影响，以及对最终结果的作用。战略文献大量谈及了企业层、业务层与职能层战略之间的匹配。事实上，与第四个层面，即个人之间的匹配，也许是所有层面中最重要的，没有这种思维，要想为客户实现最优的系统服务是不可能的。尽管有很好的意图，但是只着眼于系统局部优化的管理者，带来的潜在危害往往是巨大的。

因此，战略思考者需要从多视角看待系统内的垂直关联，他或她需要看到企业层、业务层与职能层战略之间的关系，需要看到与外部情景之间的关系，需要看到与日常决策个人选择之间的关系。此外，在水平维度，战略思考者需要看到不同部门或职能之间的关系，需要看到供应商与客户构成的社区之间的关系。

关注意图

战略思考是意图导向型，Hamel和Prahalad（1994）在十年中反复强调了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它是对过程中战略的一种变革性思维：






战略意图是我们用来描绘激活梦想的术语……他同样预示着企业希望未来十年或更长时间段，如何看待长远的市场或竞争地位。因此，它传递的是一种方向，战略意图是与众不同的，它是对未来一种独特的竞争思考。它在员工心目中树立了探索新竞争领域的希望，因此，它传递了一种探索。战略意图本身还具有情感的色彩，它是一种员工认为是能为之努力的目标，因此，它预示了一种命运。方向、探索和命运，这是战略意图的特征。（p.129～130）






社会心理学也很好地说明了明确的战略意图所能带来的巨大作用。通过介绍个人是如何不费吹灰之力取得成功（他称之为“流动”），Csikszentmihalyi（1990）将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他所谓的“心理力量”上。他认为，我们可以像“能量光束”那样聚焦关注点，或者用“扩散性的运动……通过我们对能量的投资创建自己”这种形态扩散。战略意图能提供一种聚焦，让组织中的每个人形成合力，积聚力量，集中精力，抵御诱惑，长期关注直到实现目标。在多变的环境中，这种心理力量是组织的一种稀缺资源，而只有充分利用这种资源的企业才能取得成功。因此，战略思考不可避免地始终关注或受制于形成，以及再形成战略意图。

明智机动

在关注战略意图的状况下，还需要有明智的机动，即组织内的管理者能拥有
 识别、抓住不可预期、呈现出机会的能力，这不仅要关注预期战略，而且需要留出新型战略出现的空间。在描述Intel公司战略制定过程中“战略不协调”的作用时，Burgelman（1991）提出了一种困境，即运用规划良好的战略，以有效率和有效益地实现组织目标，与看不到更适应于环境变化的战略这种潜在风险之间的矛盾。这就要求一个组织最起码要具备“明智机动”的能力，他总结：“组织能力中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是适应能力，而不是依赖于非凡的高层管理的远见。”（p.208）

作为一名预期规划系统的反对者，Ralph Stacey（1992）的观点是最典型的，他认为意图的定义必须是广泛和柔性化的：






意图不是去把握相对熟知和固定的事物，而是去发现什么、为什么，以及如何去实现。这种意图不是来源于管理者的预见，而是他们的经历和体验……动态系统的视角驱使管理者按照持续的发展性问题、愿望、挑战和个人意图去思考，而不是以目标和愿景来表示此前的意图来行动。（p.146）


适时思考

如同Stacey指出的那样，战略不仅仅由未来意图所驱动。Hamel和Prahalad同样认为，现实与未来意图之间的差距是一个关键因素：






战略意图预示着组织规模可观的扩张。现有的能力和资源是不足的，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创造很多有限的资源。传统的战略观强调既定资源和现有机会的吻合，而战略意图使得资源和愿望之间出现了极度不吻合。（1994:67）






因此，借用历史学家Richard Neustadt和Ernest May（1986）的词语，战略思考通常是“适时思考”，战略思考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在了一起。如同Neustadt和May指出的那样：






适时思考有三个元素。一是需要认识到未来是从过去而来，因此，过去具有一定的预见价值；二是能意识到现在可能对未来产生影响的因素，是从过去转变而来，它预见性地或者事实上使得熟悉的流程脱离了习惯的轨道……第三种元素是一种持续的比较过程，从现在到未来，再到过去，最终返回现在的比较过程，留意预期的变化，作为这种比较的结果促进、限制、指导、反对，或者接受这个过程。（p.251）






用这种观点，适时思考同时运用了制度记忆和广泛的历史情境，去考虑建构未来，这就要求组织同时具备一种能力，既能从自己和其他人的历史中选择和运用适合的类比方法，又能充分熟知这些事件中的范式。

这种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摆动，是实施战略，以及战略制定的必要元素。Charles Handy（1994）指出，如果一个企业割断了与过去的联系，其结果只能是“方向的迷失”。他认为，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体，在变革过程中形成控制，都要有一种连续的思路审视过去，同样需要一种方向感面对未来。因此，战略问题不是“我们希望建构的未来是什么样子？”而应该是“预见到我们要建构的未来，我们需要
 从过去继承什么？舍弃什么？为了实现目标目前需要创建什么？”

假设驱动

战略思考的最后一个要素是将这一过程视为假设驱动的过程。它体现的是一种“科学方法”，即提出假设，并加以检验。在信息不断增长，思考的时间越来越短的环境下，提出好的假设并进行检验的能力是非常关键的。

由于战略思考是基于假设的过程，因此，它也避免了正式规划中关于“分析还是直觉”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争论，从本质上讲，战略思考既是创造性的又是批判性的。但是，同时实现两种类型的思考，长期以来是困扰认知心理学家的难题，因为为了创造性思维，就必须放弃判断性的思维。（Paul，1987）

科学方法通过反复运用假设检验同时采用了创造性和分析性的思维。假设常常提出创造性的问题“如果是……”假设检验采用的是批判性问题“如果……那么……”并且运用相关数据进行分析，这也包括与想法相关的财务方面的假设分析。结合在一起，不断重复，这一过程使得我们可以不断改进假设，而不会失去探索新思想的能力。这种方法使得组织摆脱单纯的因果思维，而不断地学习。

将这五个要素结合在一起，我认为战略思考者可以定义为具有整体思维，能将各部分有机联系，既能贯穿战略的四个垂直面（企业、业务、职能和个体），又能结合价值系统端对端水平层面的管理者。这个观点包括了驱动组织发展的未来，既包括那些过去需要继承、需要割断，以及目前产生的需求。这一推动组织走向未来的过程是一种探索性的过程，需要运用创造性思维设计方案，以及批判性思维加以检验。最后，战略思考者需要对显现的机会持一种开放的态度，既能确定组织的意图，又能不断提出问题，以确保意图的持续有效。

很显然，实证研究的潜力巨大，既可以验证这里提到的假设要素，也可以将这些要素与组织多样化的绩效相关联。

认识到这一差距，下面我们将讨论另外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促使战略思考成为管理成功的重要一环？也就是持续关注变革的需要，这也是下面讨论的话题。

3.3　战略与变革

战略领域从一开始就关注如何实现持续的竞争优势（Rumelt、Schendel和Teece，1994；Teece、Pisano和Shuen，1997）。随着商业环境变化的速度加快，这种对持续优势的关注转换为如何使企业应对变化的环境，获取能力的战略制定上。这种强调变化的思考对我们传统的战略思考产生了什么影响呢？让我们先看看普遍接受的战略制定过程，这是由Ken Andrews（1971）提出的，被认为是战略领域的里程碑。在这个模型中，战略起源于高层管理人员对组织内外因素的考虑，回答的是四个问题：（1）企业可能会做什么？（2）企业能做什么？（3）企业成员想做什么？（4）从社会视角看，企业应该做什么？


缩小差距：传统意义上的战略重点

概括Andrews提出的四个问题特点，完全是围绕缩小外部需求与内部能力之间的差距，或者说建立协调。因而，从传统的视角看，战略是弥合差异。从另一个方面看，为了实现重大的变革，就需要打破协调，扩大差距，即人们对于现实与头脑中勾画未来之间认知上的差距（Fritz，1989）。这就是Hamel和Prahalad背后的逻辑，他们将战略意图看作是战略制定过程的催化剂。这也是创造性紧张存在的原因，即试图弥合差距而导致的学习（Senge，1990），这就产生了制造新的差异、弥合旧的差异的问题。

缩小差距，修正协调的不足，是增强稳定性和效率，促进高绩效的必要手段，然而我们知道非均衡是学习和创新的驱动力。当我们降低变异的时候，从短期来看我们增强了系统的绩效，然而，从长远看，这存在着将企业发展需要的新信息排除在外的风险（Burgelman，1991），这就是所谓的“适应性悖论”，或者按照Karl Weick（1969）的说法，“适应阻碍适应力”。

预期和显现的战略

以上问题同样引发了战略意图的问题，以及Mintzberg（1987）提到的显现和预期战略之间的关系。Mintzberg认为，预期或者计划的战略阻碍了学习，而显现的战略，即“行动驱动思考”促进了学习的过程。然而也有人指出，自发的或者“草根”战略形成，会失去焦点，并稀释了有限的资源（Burgelman，1991）。Hamel和Prahalad（1993）认为战略意图需要结合两种战略，即设计的战略与过程中的战略。但是机动必须是过程性的吗？战略意图中的愿景是一种“延伸”而不是约束，而延伸涉及手段并非结果。他不可能容纳企业意图之外的自发性实验，Burgelman描述的实验是Intel企业文化的核心。要实现“创业性行为”，问题在于高层管理能在多大程度上限制员工的创业天性。

Burgelman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观点，即成功的企业往往通过“更新”来适应变化，很多主要的战略变革是通过内部实验和学习实现的，而不是通过“重组”达成，后一种方式没有实现积累性的学习，是将企业“孤注一掷”的做法。

依据这种观点，战略制定应当是一种不断适应的过程，它处于提出过多与过少方向之间、处于过分依赖与破坏现状之间；处于合作创造新价值系统与竞争获取系统最大利润之间、处于自治产生的收益与因为规模和范围失去利益之间。

为了反映这种新的现实，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这些问题超越了原来Andrews强调的适应与实施的内容，转而将重心放在塑造和参与上面。这些问题一方面模糊了行业环境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界限，另一方面也模糊了能力与价值之间的界限。

第一个问题结合Andrews之前提到的关于外部环境的问题（问题3和4），重新构架应当是：我们如何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合作，塑造明天的价值系统，以创造新的可能性？



随着边界的模糊化，原来产业中的竞争者、供应商和客户很难彼此区分。现在看来，Intel公司是Compaq公司的供应商还是竞争对手？尽管Compaq公司是Intel公司微处理器的最大买家，在零售层面，Intel并没有生产品牌产品抗衡Compaq，但是它们都在控制价值体系，这为管理关系增添了复杂性。无论我们如何界定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两个企业都在为未来而投资，而环境的不确定性也增强了创建和协调互补性投资的紧迫性（Jordan和Teece，1989）。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我们如何定位企业，而是这些企业能在多大程度上协调它们的利益，并在未来实现结合。

由于企业与所有利益相关者协同创造未来，关注的焦点不仅仅在于单个企业的战略意图，而是如何把其他重要参与者的意图整合起来。协调整合的意图对所有利益相关者意味着什么？（Moore，1996）

第二个问题将Andrews划分的不同类别的能力和价值（问题1和2）结合在一起，认为思维模式和能力是不可分的。这个问题是，我们究竟需要发展什么能力？我们需要学习关注的是什么？

在变化的环境中，我们常常要求人们学习新的技能，去关注不同的事物，不断互动战略制定和管理战略执行，这些都变得非常重要。如同Senge（1990）指出的那样，我们会关心那些我们关注的内容，这是基于我们的个人愿景。如果新生事物能够成为个人关注的重点，学习和关注新生事物就成为了可能。

Senge（1990）的观察揭示了，为什么传统意义上的战略制定和战略执行这两个方面会产生问题。组织层面上的更新，需要企业开启今天的现实与明天的意图之间的差距。个人层面上的改变首先源于对现状的不满足，并且能够找到更好方法的意识。这两个方面是密不可分的，因为企业的意图，如果没有个体行为的改变，是毫无意义的。然而，要使个体愿意改变，改变的成果必须足够大，以至于能弥补在舒适环境中做事所造成的损失。就像所有的学习过程一样，这种差异常常是自我发现的过程，而非自上而下的。当人们参与到战略制定的过程，并且使人们进入到学习的过程，他们就会发现各种可能，从而愿意对投入在新生事物上做出承诺。

对于这些战略思考中的假设因素，这些都需要进行实证检验。

3.4　战略规划的作用

在这一背景下，有关战略规划价值的争论由来已久，诸如著名学者Mintzberg（1994）认为，正式的战略规划无法应对不确定的环境，而另外一些学者认为规划过程在动荡的环境中特别有效（Hart和Banbury，1994；Miller和Cardinal，1994）。尽管大量的学者致力于评价历史上规划战略的得失，并且描述了其他战略制定的非规划方法，但是这个问题仍然没有答案，即是否存在一种战略规划方法，能与规划相一致，从而成功地完成战略变革，获得持续竞争优势。


战略规划文献

在正式战略规划的早期研究文献中，很明显地将战略规划的价值与管理变革联系在了一起（Ansoff，1965；Anthony，1965；Lorange，1980；Steiner，1979）。Lorange在1980年的研究中指出“战略规划的意图是实现企业的创新和改变……如果战略规划的正式体系不能支持创新和变革，那么它就是失败的”。

Steiner（1979）同样认为：战略规划不是简单职能计划的汇总，或者现有预算的推断，它确确实实是一种系统性的方法，在不确定的环境下，谋划企业的未来，以实现预定的目标（p.16）
 。

如果跳过对规划目标的讨论，转而分析规划倡导的具体过程，如同Lorange和Steiner描述的那样，战略规划过程是一种高层管理人员对目标和产品、市场选择的引导，企业的下级管理层对规划和执行负有责任。从这意义上讲，规划提供了一种确立和评审目标的机制，聚焦于重大事物的选择，识别战略的各种选择，在这些方案中分配资源，实现组织范围内的协调、监督和控制。因此，尽管强调战略规划中变革的重要性，但是特定的程序更注重协调和控制的职能，而非促进变革，尤其当这种变革要求及时响应本地知识或战略的彻底性变革。

另一方面，Anthony（1965）最初对规划的理解，并没有明显地表明战略规划中科层化的过程，至少在批评者的眼中，并没有涉及。Anthony详细地给出了战略规划和运营规划之间的区别。他认为，战略规划是一个既有创造性又有分析性的过程，它不是时间安排驱动，主要关注于外部的数据，这种数据本质上并不是财务指标。他认为战略规划中采用计划性的方法是错误的，这样会扼杀战略规划中所需的创造力。他同样提出，要防止将战略规划与长期计划混淆：“在有些企业中，所谓的五年计划只是一种现有数据的机械推演，没有反映管理决策和判断，这种东西毫无价值。”（p.58）

在对战略规划文献做出全面回顾的过程中，Mintzberg（1994）同样提出了引人注目的论点，他认为传统的战略规划方法阻碍而非促进了不确定条件下的战略变革。

Mintzberg指出了正式规划的不足，即这种方法根植于理性，这种观点得到了随后几年战略和变革领域大量新理论的支持。在战略领域，竞争的资源基础观在研究中取得了显著影响（Wernerfelt，1984；Montgomery和Hariharan，1991；Teece、Pisano和Shuen，1997）。这些研究提出了竞争优势来源的新视角，它强调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其所拥有的一组独特的能力和资产，以及这些要素的合理运用，以实现企业特定的战略及市场竞争的需要。

这种观点日益强调战略管理者的重心在于能力的选择和发展，而不是产品和市场的选择，这与Hamel和Prahalad提出的“战略意图”概念相一致。综合起来看，这种新的观点认为，竞争优势的来源于对更强创造力、柔性、机动和更迅速实施的规划过程。

战略变革领域中的研究日益成为新型、显著的理论方法。Najagopalan和Spreitzer（1997）概述了战略变革的理论研究从强调现有问题、理性假设，转向具有“黑箱”特征的高度复杂性认识，以及关注这种变革中人类学习和认知过程
 上。理性的视角将战略变革视为“对战略方案精细分析”的线性过程，“没有探索和学习”，而Najagopalan和Spreitzer指出，越来越多的现有研究在强调另外两个视角，即学习和认知。这些学者认为，学习的视角将变革视为一种迭代和演进的过程，而不是线性过程，其中管理行动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认知视角将环境作为核心，把战略变革看作是管理者个体解释性的过程，由信仰结构所形成。这些学者结合这三个方面，提出了综合性的视角，并且明确了各自的作用和贡献：






理性视角反映了管理者所面对的现实，即战略的变革要获得成功，必须使企业环境的要求与组织情境相匹配……认知视角指出，“客观现实”与管理认知上的差距，可能会因没有实施战略变革或者做出了不恰当的战略选择，最终导致企业失败。学习视角用以识别在创造组织和环境中管理行为的重要作用，这对企业实施新战略具有建设性作用，并且最有效地实施战略变革（p.70～71）。






这些学习和认知理论对战略制定过程研究同样有影响。对理性假说的挑战由来已久（Cyert和March，1963），这包括有限搜寻（March和Simon，1958；Lindblom，1959）、图解运用（Weick，1969；Dutton和Jackson，1987）、组织假说影响（Mason和Mitroff，1981）和其他一些研究。

3.5　将战略规划与战略变革联系起来

在最后这一节中，我们将对各类研究进行综合，提出一种我们认为的能更好促进适应和变化的战略规划的观点。在这个模型中，我们区分了两个具有显著差异但是又相互关联的过程，即认知和行为。在认知层面上，战略规划过程将战略思考融入战略对话环节，以设计出在虚拟世界运行的未来。在行为层面，企业将设计转化为现实，通过“规划”新的活动和能力，以实现理想化的未来。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努力又进一步融入到新的、改进的战略意图的创造过程中，如同图3.1所示，包含着“再造”战略规划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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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生成性战略规划模型

如同这个模型设想的那样，战略规划过程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随着目前的现实与明天的意图之间的差距扩大，通过在虚拟世界构思的新可能与在现实世
 界发展的新能力之间的互动，缩小差距。

认知循环：在虚拟世界设计未来

在这一模型中，战略变革起始于认知框架，即在管理者心目中，形成了他对现实世界的理解与所期望的未来之间的差异。没有这种差异，以及所形成的认知不一致，就如同变革学者指出的那样（Hendry，1996），就不会有变革的内在动机。差异的形成，即未来意图的创建，应当是创造和分析的过程。良好的意图创建，即Hamel和Prahalad（1994）提到的“发现、引导和注定”的含义，依赖于形成多种方案的能力。如同Simon（1993）指出的那样，形成多种方案要比评价多种方案，在战略决策制定研究中关注的要少得多，但是，它在变化的环境中却更重要。Levinthal和March（1993）也指出，企业更倾向于挖掘现有的能力，而不是探索新的能力。因此，认知循环的成功源于认知心理学家提出的“边缘”或“创建性”思维（DeBono，1970）。这种创建性思维，在战略规划领域，源于对未来可能状况的假设，这种假设问的是一些“如果是……”这样的创新性问题。然而，要形成可行的战略意图，就需要紧接着提出更有分析性、假设检验性的问题，即“如果……那么……”这种运用理性视角确定市场中外部或潜在现实是否符合这样的问题。因为外部环境中的要素不会主动成为企业的愿望，因此，就必须预测未来中的限制与约束，并将之纳入到理性分析中。

如同许多战略理论家指出的那样（Simon，1993；Liedtka和Rosenblum，1996），上述过程是一种“设计”。尽管设计这个词汇在战略研究中被描述为一种过多考虑、简单和分离的过程（Mintzberg，1994），但是，这里讲的设计不是指的这个概念，而是一种显现的、复杂的参与过程。

设计的迭代性质激发了学习的视角。Donald Schon（1983）将设计定义为一种“形成的过程”、“与情景反思性对话”的过程，“每一个行为都是局部性的，但是它对重新建构问题及全局性都有重要影响”，它发生在“虚拟”世界，而不是现实世界。在虚拟世界中探索新战略的规划能力，是企业价值的来源之一。这种战略如果只是在市场中实验，而不是在脑海中思索，如同反计划人士提出的那样，是无效、痛苦甚至误入歧途。与此相反的规划学派则认为，战略是永恒存在于高层管理人员的脑海中，可以转化为纸面上的循环战略。因此，认知循环同时运用创造性的和分析性的战略思考，以及迭代的方式，设计战略意图。

行为循环：发展新能力

然而，为了实现物质世界的转变，企业需要重新整合行为，以支持新的意图。拥有了不同未来的愿景，组织成员需要立即用新的方法做事。正是这种新的行事方法，积累新的学习路径和能力，才能使企业缩小现实与愿景之间的差距。然而，如同很多学者指出的那样，学习新事物的困难不能低估。运行一段时间后的方式就成为了自我维系的固有系统的一部分，要实现变革就需要重新建构整个系统（Teece等，1997），而不仅仅是局部建构的基础上。因此，要缩小差距，就
 需要大量具体的协调和整合性的活动，这些都是传统规划流程中“战略性计划”的核心内容，即确定新的标杆并加以衡量、重新设计激励和信息系统、预算新的资本投资、开展培训等内容。行为循环中发现的新机会反馈到战略规划中，改变或修正演进的战略意图。这种迭代学习的序列过程是非常重要，尽管整个循环过程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很快完成，但是行为和学习常常是同时发生的。

从本质上讲，认知循环中的学习是一种双循环形式（Argyris，1985）。通过对虚拟世界中各种方案的探索，行为循环是以学习的单循环来运行的，它接受认知循环中产生的意图。如果不关注认知循环，规划过程会退化成逐渐倾向稳定的过程，Mintzberg将这一过程等同于规划的全部内容，将之称为“战略运行”，而我认为这只是循环的一部分。

这种创建性的战略规划过程，要同时考虑多种可行的方案，既需要考虑战略性，又需要思索可实施性，这种规划体现了Eisenhardt（1989）在研究高度变化环境下优秀企业的特征。同样，Grove（1996）对Intel公司战略制定的研究中也发现，在经过了思考多种方案的混乱期之后，就会迎来做出最终选择，思考“坚定并始终如一”的时期。

Burgelman（1991）指出，在成功的战略制定过程中，始终存在一种矛盾，即战略变化过快或过慢，即协调挖掘现有的能力，与破坏协调，去探索组织现有能力外的新机会之间的矛盾。对这一矛盾持续全面的思考可以对战略规划过程的研究产生重大贡献。不断地维持探索多种可能与实施之间的循环，既需要传统规划所缺乏的战略思考，又需要已经具备的战略行为活动。这一过程同时采用了理性、认识和学习的视角，展现了Simon（1993）提出来的成功战略决策的三个基本要素：

在不确定、高度变化的世界中，生存和成功最重要的技能是：（1）对于不确定未来的预见能力；（2）在变化的环境中，为了使运行更有效，而提出各种方案的能力；（3）迅速、有效实施新计划的能力。这三种技能在战略规划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表3.1更加详尽地阐释了这种观点下的战略规划过程，并且根据经常描述战略规划的维度，即参与的层次和实质、时间安排、所要求的能力，以及领导和情景的作用，比较了传统规划与创建性规划的区别。

这种模式的要素并不是新的，此前，大量著名的学者也对创建性模式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包括Mintzberg（1994）、Burgelman（1991）、Bourgeois和Brodwin（1984）、Mason和Mitroff（1981）、Chakravarthy和Doz（1992），以及Hart（1992）。最近的研究都在强调“对话”与“设计”的重要性。


表3.1　传统与创建性规划模式



	
	传统规划
	创建性规划



	规划的主要目的
	协调与控制

创建计划
	战略变革

形成战略思考



	参与的层次
	有限的，主要是高层管理人员和部门经理
	广泛地包括各个层面的不同人员



	参与的实质
	通过上层指导的书面沟通方式
	以对话为基础

倡导与征询模式

假设驱动



	时间安排
	周期性的

日程安排
	随时的

问题驱动



	要求的能力
	分析性的
	方案的形成和评价

冲突解决



	领导的作用
	战略思想家

决策组织者
	过程的促进者

整合者



	情景因素
	清晰地设定目标，对计划给予指导
	明确组织目标

建立危机意识

心理安全





战略对话的寓意

战略对话为我们进一步探究此前描述的建立差距与缩小差距，以及建立假设与检验假设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方法。它传递了一种概括性的“给予获取”的状态，让我们了解战略制定中重要的不同成员和过程。对话持续发生在各个层面，包括单一团体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以及组织上下不同的个体之间。

在组织层面上，我们需要将特定情境下的个体对话集合起来，也就是说，如果能呈现出一致性，我们必须将单个分散性的个体组织起来进行对话。这能够使我们判断“战略”是否真的存在（Hayes和Wheelwright，1984）。这种组织层面的对话能够在对话获取知识的基础上，重塑并再定义企业意图。它也能够建立企业整体的一致性和承诺。如果这两种类型的对话结合在一起，即一种是发生在企业间当地环境的对话，另一种是组织内不同成员之间的对话，就构成了战略制定的过程。这种个体和组织对话既不是前后发生的，也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作用的，就像人的大脑一样，不断地、不可预知地根据对刺激的反应和激励反复运转。这种“战略性对话”是一种互动的形式，各个层面做出选择、测试，并形成相应的原理。

Frances Westley（1990）认为，在战略领域中我们对“战略选择”给予了过多的关注，而忽略了战略对话，以至于传统的战略形成只考虑了高层团队，而没有与其他人进行对话。因为通过对话能使人们共同建立战略背后的意义，因此，缺乏对话的管理者往往对如何选择战略感到困惑，并且出现“去动力”的状况。实施新的战略往往需要大量Csikszentmihalyi（1990）提出的心理力量，困惑破坏并驱散了成功实施变革所需的能量。

仅仅将这些原理告诉管理者是不够的，因为不同的管理者群体有着不同的认知框架，这些框架受到其过去的经历和目前的期望所影响。研究显示，高层管理者往往由于高估下属与他们的世界观相同，而常常忽略变革的困难（Bartunek、Lacey和Wood，1992）。管理者必须能够梳理从员工认知框架解释决策而衍生出
 来的矛盾和冲突，而不是站在高层管理者自身的认知上理解问题。如果在战略对话中融入认知框架的内容，那么框架的调整过程就会非常顺利，这样的方法（既沟通也听取）也会卓有成效。

广泛参与也会增强战略选择的效果，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执行。与他人具有不同认知框架的管理者更可能质疑别人框架下的假设，这种假设往往对于提出者而言是非显性化的。质疑假设是对话过程的关键一步，因为这对于产生更好、更具创新力的解决方案是必要的。如果能很好地管理对话，将不同的观点和背景结合起来，面对一致的挑战，那么就可以推动创新的发展（Leonard-Barton，1995）。因此，在更广泛的对话形式中产生的战略，可以反映更复杂、更多面的现实。如同Burgelman（1991）指出的那样：






能产生更自由的战略思想、任何人都可以用相关信息和洞见挑战的这种氛围，往往对于形成内部战略选择过程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它能最大程度促进组织战略的形成，这种过程能更好地促进战略变革。






反对这种思维的论调，主要是害怕如果在战略对话中考虑局部的观点，会阻碍而不是增强战略决策过程，并且如果不能跨越差异，就会产生次优，而不是最佳的解决方案。事实上，这种观点事实上强化了前面所提到的在组织各个层面形成高质量战略思考的论点。因此，建立广泛分布的战略制定要求在个体层面形成战略思考，并且运用这些能力进行更多层面的对话，这样在组织层面上就形成了一致的意见。在这两个层面展开的战略制定就形成了一种“元能力”，它会增加企业在任何时间都能保持的竞争能力。这里的“元能力”是指，通过建构有关能力确立本身的技能和知识，促进了特定业务的能力创造（Liedtka，1996）。

发展“元能力”

很多战略研究者认为，能为客户创造价值的有价值的战略性能力，它是稀缺的，并且竞争对手难以模仿（Barney，1991）。Day（1994）认为，这种能力同样使组织更能适应变化。前三个特性，即价值创造、独特性和难以模仿，是战略领域广泛认同的观点。然而一旦这些特性都具备了，有价值、难以模仿的这组特定能力就存在着难以改变的风险。这种状况被称之为“适应性悖论”或者“成功的失败”，从IBM到GM的例子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成功导致自满，并且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持续适应第三个特性就要求创建一组元能力。这种元能力包括一系列不同但相互关联的技能。学习就是其中的一种，事实上，持续学习新事物的能力被有些学者认为，是未来成功的唯一源泉。协作是元能力集中的另一个要素，协作使得组织跨越组织结构中的单一性，与外部对话、学习，用Ghoshal和Bartlett（1995）的术语，“在各创业单元中链接、运用资源”。流程再设计是元能力的第三个要素，目前关注的全面质量管理、学习和团队建设都在日益强调跨越不同组织情境和战略的流程能力的价值。战略制定中广泛参与的能力构成了元能力的另一个维度。只有将元能力与企业特定的能力集合，即价值创造、独特性、难以模仿、适应性，满足这些特性的企业才会取得成功。


尽管学习的能力、协作的能力、流程再设计的能力，以及促进战略对话的能力，理论上是各不相同的事物，但是我们认为在实践中它们密不可分。从根本上讲，每个要素都有赖于组织中的个体在系统层面上的思考、有赖于嵌入在更大系统中如何看待它们的角色，并且愿意通过一系列的试错反复探索，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案。然而不幸的是，战略决策中的科层方法，即只是由高层管理设计宏伟的战略，通过计划和预算控制过程，这种方法只会鼓励管理者渴求在模糊世界中的清晰化，从而导致复杂系统中思维的狭窄和简单化。

学习、协作、再设计及战略思考中的广泛参与，以及组织各个层面对话的战略制定等元能力，既着眼于预期战略的推进，也适应于显现战略中的机会识别。

然而，战略对话的本质就是设计，下面我们将讨论这一问题。

设计的寓意

在管理实践领域，对设计能力重要性的认识由来已久，1969年，Herbert Simon指出：






工程、医药、商业、建筑和绘画领域关注的不是必要，而是权变……简要地说，关注的不是是什么，而是如何通过设计变成什么……任何筹划行为过程的设计都是改变既定的状况，转为一种期望的状态……设计，或者说建构是所有职业培训的核心。






然而，战略管理领域中设计的概念常常是一种狭义的理解，因为Mintzberg（1990）在其著作中将这种方法称为“设计学派”。就像他定义的那样，设计学派代表了一种科层式、自上而下的方法，不适用于变化的环境。基于这本重要的著作，“设计”这个词，特别是规划这个概念，总体来看并不受欢迎。然而，我对这个词的运用截然不同，设计意味着各种可能性，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思考企业战略的形成，因此，现在我们要为“设计”这个词正名，将其从过去过时的战略方法中解脱出来。

设计思考的特性

一项对设计领域研究的详尽分析（Liedtka，2000）提出，设计思考有其自身的特点，这可以帮助我们明确组织需要建立的战略对话的类型。

首先，设计思考是综合性的。尽管各个部门提出的需要常常各不相同，但是需要形成整体一致的设计。但是，设计的过程，以及整体设计与局部设计之间的顺序一直是争论的话题。可以确定的是，这个顺序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它决定了设计的“既定状况”，但是，最终成功的设计一定要考虑其中呈现的多样性。战略思考同样也是综合性的，它强调内部的整合，以及相互依存的认识。它注重系统性，要求具备理解和整合不同层次和要素，包括横向和纵向的能力，跨越这些层次协调战略。就像我们指出的那样，战略思考是建立在系统思维基础上。战略思考者具有价值创造完整的端对端系统，以及理解相互依存的心智模式。


创造价值的综合性流程不仅仅能协调各个部分，而且还能创造性地再安排各部分。如今，很多企业家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是重新设计传统战略中的要素，为客户创造增值，而不是采用革命性的变革手段（Petzinger，1999）。

其次，设计思考本质上是诱导性的，而不是演绎或归纳性的。诱导性的思考强调什么是可能的，而不是可证明的，它主要关注可能发生的事物，一些期望的未来状态，并且为了实现这个意图而建立蓝图。因此，设计假设与科学假设不一样，因为它不需要证明其真实性。任何青睐的竞争战略，因为它是一种创造而不是事实，因此，必须向完成这一事业的人讲述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

设计思考同样是假设驱动的，它既是分析性的，运用数据检验假设，也是创造性的，提出了要检验的假设。假设有两种类型，其中一种我们已经讨论过，设计假设是推论性的，不可能被直接证明。然而，嵌入在各种可能选择中设计假设，是一系列目前环境中的因果关系的假定，即改变状态的一系列行为，可能会使现实变成预期的未来。这种解释性的假设可以识别，并直接加以检验。

假设的形成和检验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随着一系列“如果是什么……”、“如果……那么……”这样的问题提出，假设变得非常复杂，而且设计难以解答。战略思考同样是假设驱动。在信息容量不断增加、思考的时间越来越短的环境中，形成好的假设，并有效地加以检验非常重要。战略思考在连续运用假设提出和假设检验的过程中，同时需要创造性和分析性思维。将两者结合，不断反复，它就会使我们不断改进假设，而不丧失探索新思想的能力。这种做法也可以使企业摆脱单纯的因果思维，而去不断学习。

设计思考是机动的，随着上述循环的重复，设计者需要寻求新的显现的机会。设计依赖于特定的状况，因此，在将抽象／全局性的东西转化为特定／局部性的事物时，就会出现预见不到的机会。战略思考是机动的。在意图确定的状态下，需要留下机动的空间，不仅能够拓展预期的战略，而且还能开启新的战略可能。

设计思考是辩证的。设计者常常处于各种可能性需求、限制和不确定的冲突中，即在展望明天时，要意识到今天物质上的限制，以及不可能排除的不确定性。创造性的设计既能满足现实，又能超越今天的限制，实现新的可能。战略思考也是辩证的。在创建未来的画面时，战略者必须调和约束、权变和可能之间的矛盾。战略意图强调的是扩展，即明确地延伸到可以实现的潜在目标。与此同时，在设计战略时也需要认识到企业的环境因素不可塑造，而约束又是现实存在的。同样，设计中还需要考虑识别“未知”的事物，以及它所造成的结果波动范围。

最后，设计思考是探索和价值驱动性的。设计思考对审查持开放的态度，欢迎征询，愿意向广泛的听众清晰地阐明原因，并且认同价值嵌入在对话之中。它意识到听众世界观的重要，战略设计者会将他或她的价值观融入到设计中。在实践中，成功的设计往往能通过连接听众的价值观来教育和说服受众。战略思考是探索的，也是价值驱动的。因为任何战略都是发明的，而不是发现的，即从大量可行的方案中进行选择，因此，也是可以挑战的，它反映了选择的价值观。战略的接受既取决于与企业其他人员现有思维模式和价值体系的联系，又超越了这种固有的思想和观念。这种超越取决于更广泛的社区进入到争论的过程，即战略对话。正是通过这种对话参与才能使战略得以形成，战略者的思想与大众社区的思
 想结合在一起，才能使战略付诸实施。这种对话能够使战略者牵引其同事“穿越锁眼”，形成新的世界观。

所有这些特性，即综合性、诱导性、辩证性、假设驱动、机动性、探索和价值驱动，都是从设计领域借用的，用以描述战略对话。

推动设计的寓意

设计和对话为战略制定过程提供了深入理解的窗口，它通过关注创造有目的的空间实现了这一点。这种“空间”之所以存在，在于它远远超越了肉眼看到的结构。它创造了消除形式和职能的环境，建立了关系和能力，将目标定位于特定的成果上，它还能在情感和美学层面激发灵感，这样可以促使人们向共同的目标前进。在这里，如同在假设产生和检验中的作用一样，价值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一种描绘以前从来不曾有的各种可能性的鲜活画面的能力。

如果我们认真地考虑战略设计的含义？那么目前的组织会有什么不同？我相信会有很多不同。这要求运用战略规划涉及的方法，实现重要变革，尤其在大型企业中更是如此。长期以来，人们已经意识到传统战略规划方法存在的诸多问题，这包括：试图做出科学的规划，然而却失去了创造力；过于强调数字；用大量的代价实现投入和形式的标准化来追求管理效率；不恰当地运用单一技术，并且成为了主导性的方法。然而此后，战略者继续努力去寻求能够替代传统手段的好方法。战略设计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它强调更广泛的参与、更多的对话、更关注问题而不是日程、解决冲突而不是回避冲突，关注创造和学习而不是控制。简言之，我认为组织应当让更多的成员参与到双向战略对话中，视战略规划过程为一种迭代和实验，连续地关注思想的产生和评价，先注重可能性，再考虑约束。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我们需要重视战略制定中领导和言语的作用，因为好的设计是通过劝说和憧憬所推动的。

3.6　结论

作为学者，我们如何去设计我们的研究计划，以符合在此列举的战略对话的标准？能改变什么？我认为我们可以更多地关注综合性，而不是关注提出一个整合性的理论替代模型。我们需要运用诱导性的归因法，即运用战略管理方面的学习去探索应当是什么，而不是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在探求现在是什么或不是什么的问题上。我们应当致力于提出良好假设这种创造性的活动，特别是设计假设，即使这种假设用传统的方法很难验证，同时致力于用分析手段检验假设。我们应当采取积极的态度，看待可能性、约束和不确定之间的交互，而不是通过简化假定寻求秩序和控制。我们需要对显现的事物及时响应，最后，很愿意从新的立场提出价值观点，而不是伪装采用价值中立的立场。

如果我们能成功地做到这些，我们就可能产生更好的研究，并且说服我们最终的听众——实践管理者，也许还能做出更伟大的研究，以激发他们的灵感。



注释：


[1]这十大理论流派是设计学派、计划学派、定位学派、企业家学派、认知学派、学习学派、权力学派、文化学派、环境学派和整合学派，各学派的详细内容参见Mintzberg、Ahlstrand和Lampel（1998：表12.1，pp.354-9）。

[2]这五种模式是“迁移模式”（以学习为中心，在交互对话中涉及广泛的利益相关者）；象征模式（一种更具认知性的视角，视转型性的愿景为中心）；理性模式（目标是全面性的）；命令模式（企业家个人或一小群管理者控制战略的形成）；以及创建模式（我之后运用到的术语的另一种含义），强调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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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新、旧经济中的战略柔性

以互联网革命为代表的电子设备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促使了以高耗能和低技术为成功要求的“旧经济”行业与以先进技术和知识型产业为基础的“新经济”行业分立开来。到了21世纪，这两种行业对战略柔性的要求越发迫切，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打破了水平结构时，可以补偿战略投资的价值。在这两种不同的情境下，企业如何获得这种柔性也将有所不同。

4.1　定义

战略柔性是关于如何应对不确定性，以获得在管理过程中伴随着风险的高回报率（Harrigan，1985b）。它主要处理战略时序问题（而不是决定企业战略内容的选择），因为柔性只有在企业需要改变时才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在过去，由于选择了错误的资源，经常会使企业处于不利于持续竞争的相对劣势地位，并且会随之带来巨大的风险，特别是在进入（或流动性）壁垒高，而消费者的转移成本壁垒低的情况下（Caves和Porter，1977；Caves和Ghemawat，1992）。随着竞争的不断演变，进入壁垒最终会成为退出壁垒（Porter，1980）。

4.1.1　退出壁垒

退出壁垒是指在一个行业中，不利于业务绩效低的竞争对手的退出（或流动）。能从一个失败的业务（或战略态势）中及时脱离是很微妙的策略，一个不景气的销售市场中可能存在不适合有效竞争的资产，要将其剥离开（或重新定位）很难。根据经验，高退出壁垒很大程度上来自涉及制造业在内的旧经济行业，而不涉及提供低技术服务的行业（Harrigan，1981，1982，1983）。

柔性问题产生于某些企业战略态势的不可逆性，即大量资本积累、资源配置（Sanchez，1995）、根深蒂固的能力（Stalk等，1992）和企业关系的萎缩。当早
 期创建的用来保护一个具有优势地位的高流动性壁垒（如进入壁垒）过于烦琐而不能修改时，产生于有形资产中的退出壁垒会进一步加剧企业根深蒂固的斗争倾向（因为从一种僵化的战略态势中崛起是非常困难的）。陷入这种壁垒中而走投无路的竞争对手被认为是高投入的，因此很危险，除非它们薄弱的生产能力通过涉及救市、运作周期和杠杆收购（LBO）的私有化进程等终极战略合理化（Harrigan和Porter，1983）。高投入的竞争对手利用价格来争夺市场份额，同时限制进入（Ghemawat，1991；Ghemawat和del Sol，1998），这种不可逆转的态势使它们更愿意打价格战。

4.1.2　经济退出壁垒

经济退出壁垒代表了影响企业运营其实物资产的某些因素，即使它们的回报率较低。这样的壁垒可能是淘汰一个工厂的成本，例如拆除一个化工厂和改造土地厂房的成本，或由于缺乏工厂和资金而形成有障碍的转售市场（Caves和Porter，1978），在本应淘汰的运营中保持过剩的产能。

当企业扩大预期需求的产能时，总会面临一个风险，即能消化产能的需求可能永远不会实现。然而行业竞争发展缓慢，这些产能的失衡没有较大的破坏性。虽然整体出货量一直在增长，尽管速度较慢，由于过度的乐观，价格—成本压力最终会因为整体市场的增长有所改善。但当一些企业的产能没能充分利用这一现象时，客户就会利用这一弱点要求所有供应商降价。争相填补均衡点以下的产能，企业使用降价的方式轮番抢占市场份额，一旦降低，价格也很难再升高，除非存在产能不足。

这些实物资产，例如工厂、机器和库存在处理中被损失，多种主要类型的经济资产就会成为退出壁垒。与其他企业共享的工厂也可能成为退出壁垒，因为这个因素可以使本应淘汰的设备在运营中继续使用，影响经济退出壁垒高度的因素与生产产品的技术特点显著相关（Porter，1976b）：（1）资本密集度；（2）资产专用性；（3）资产的年限（价值折旧的程度）；（4）技术或经营的再投资需求。如果不支出其他类型的投资（广告、研发或者无形资产的改造），在必须退出时，如果它们都被资本化且待折旧的话，就会构成经济退出壁垒。也就是说，当企业淘汰一个不再需要的设备时，它们可能会成为一种意料之外的报损处理（如果会计系统也作为经济壁垒，就像在某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样，如果企业在全面贬值之前退出，那么已资本化的所有资产，都可以因为报损而作为退出壁垒。当然，该分析假设，承认报损会影响一个正在运行的企业在资本市场中对贷款人的声誉；在招聘员工时，对潜在的并购合作伙伴的影响，或在其他情况下）。

4.1.3　战略性退出壁垒

退出壁垒也可能产生于，企业不愿意牺牲其通过早期投资而创造积累的无形资产优势上。战略性退出壁垒，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式创建：维护形象的目标，为客户服务的义务，客户或分销渠道的潜在损失，相关业务之前的协同效应，共
 用设施，甚至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市场定位。一些垂直整合形式可能作为战略性退出壁垒，就像对未来需求的美好期望
[1]

 。在拆解垂直战略时，下游的关系比上游的关系更容易脱离（Harrigan，1985a）。

综上所述，战略柔性关注的是管理次优战略态势中的不确定性，有证据表明，这种风险是很大的。因为一个企业的资产投资在它的竞争战略态势中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其战略态势，也就是配置其资产以满足目标市场的方法，与同行业取得成功的要求相比就变弱了。战略柔性问题解决了有关投入、资产专用性及重新定位选择的问题，并且在所有类型的行业中，企业面临着处于不利态势的可能性，尤其是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

4.2　旧经济行业中的战略柔性

为了说明新经济基于速度、专业化水平与用户化程度的竞争方式如何不同于旧经济关于柔性的理解，进一步追踪关于战略柔性的概念进化。先比较一下关于战略重新定位的旧经济问题与明显缺乏重新定位的虚拟企业的安排问题，并且假定新经济退出壁垒的性质。因为互联网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在价值链关系中可以很清晰地被观察到，涉及不同程度所有权的垂直策略之间的比较在对比新、旧经济柔性差异方面很重要。

在新经济体的新兴产业中，研发与销售所占的比例最高，科学家和工程师构成大部分的劳动力，企业家迅速占领令人垂涎的电子空间，不考虑这种战略可能产生的潜在柔性陷阱。进入市场时首要担忧的就是产品质量和其他较高水平的竞争基础（Harrigan，1994）。在这个难以站住脚的市场中，关键资源的斗争重点是在获取人才、品牌价值和在价值链关系中的名誉。由于在独特的、快速发展的行业中，退出壁垒的等级不高，所以退出壁垒并不在被担忧的问题前列。

在低技术的旧经济行业中，面对目前日渐成熟的需求（如果不下滑的话），柔性也是一个有利的后备战略，仅次于建设基础设施并且投资于垂直处理阶段，远远超过了企业后来发现的获取能力的活动（Harrigan，1984）。在这样较老的行业中，大部分的工人都是低技术的蓝领工人，进入者的投资更可能是一种无形的（典型资本密集型）资产（即使所提供的产品是一种服务），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竞争性成功需求和企业获得的或在内部开发的创造资本之间，往往会产生不匹配的竞争优势。随着客户首选供应商的特点在演变，表现出市场成功的基础不断变化，并且企业陷入了错误的资产态势之中，在退出壁垒较高的情况下，它们的重新定位就会受阻。


4.2.1　商业风险和竞争

在新、旧经济的背景下，随着企业和客户的需求变化，柔性问题涉及不可逆资产的重新定位（已经创造了过去的竞争优势），刚性是企业经营管理所面对的风险之一，由于存在不确定性，如竞争对手的进入、技术陈旧、客户偏好、监管约束、竞争对手的投资、商业模式，以及其他问题都在发展变化。不合适的战略选择会阻碍企业获利，原因来自于以下几个刚性来源：


进入时间风险
 　早期进入者所面临的风险，即新资源将胜过旧的进入壁垒，使先行者处于劣势（Barney，1991；Collis和Montgomery，1998；Conner，1991；Peteraf，1993；Wernerfelt，1984）。除非早期进入者可以在竞争基础改变时，重新配置它们的战略态势，否则就可能损失大量的市场份额。寻找先行者优势的早期进入者，必须要重视有关交易中设置产品标准和定位消费者期望的相关利益，而不是后来者从先驱者那里汲取经验的风险。


技术过时风险
 　随着技术标准的演变，企业技术过时的风险增加会使其不能吸收新的知识和其他成功的需求（D’Aveni，1994）。当旧的成功秘诀改变时，核心竞争力风险成为核心刚性，或成为盛行的新的组织形式中的非杠杆（Leonard-Barton，1992）。旧的技术平台的价值被消费者偏向喜爱的新技术所粉碎。


重新设计的风险
 　退出壁垒在本质上是有组织的，同时也是有形的或无形的资产（Porter，1976b）。从“净资产负债表”开始，重新思考那些被否定的组织已经获得的，以及增加能力的路径中哪些重要（Champy，1996; Collis，1994；Hammer和Champy，1994）。如果在重新定位时，一个组织不能突破旧思想，而被主导逻辑、自我成长恐惧、渠道冲突或其他导致早期成功的包袱所困住，就无法及时地重新定位产品，如图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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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现有企业与新进企业之间的竞争

4.2.2　战略选择和壁垒

在制定战略时，企业会寻求独特的市场定位，使其能够有效地提供服务，并且通过建立针对模仿的壁垒来保护其长久以来的优势地位。由于它们建立的进入壁垒能够逐渐发展成为流动性（或退出）壁垒，所以它们的竞争战略必须解决柔性问题与那些优先问题。刚性与不可逆的资产密切相关，因为每个企业资产配置的目的是要以相同资产优先于另外一个企业投资（Coase，1937）。竞争对手会被阻止进入，直到客户需求增长到足以吸纳这两个企业的产出能力。伴随着大规模的进入壁垒，在低门槛、容易进入的平等互联网环境中，与新经济企业经营相比，旧经济企业面临更多来自潜在进入者的市场空间的挑战。另一个差别是在旧经济行业中柔性问题凸显出来的速度，明显慢于相同情况下的新经济行业。在新经济行业中，速度的竞争是最重要的（Stalk，1988；Stalk和Hout，1990）。


资产配置的专业化程度越高，企业越能更好地满足客户的特质需要和需求。如果转化成本很高，就需要一个高度专业化的战略态势来为大量的客户提供服务（只要存在足够的需求来吸纳专业化态势的固定成本）。当市场需求发展进化（或另一个技术取代了现存的资产配置）时，高度专业化的（但不可逆的）资产限制了企业利用相同专业化的资源，以不同的方式有效地为客户提供服务的能力。其结果是在一个竞争激烈的领域中，利用专业化的（但不可逆的）资本提供的最高价值来服务客户时，其中的企业已经投资于独特的具有潜在优势的资产配置。


不对称战略态势
 　第一次进入的新生态势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哪种态势能够表现出最大、最终的优势还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第一，由于新企业的进入发生在一个行业演变过程中的任何时候（随着市场信息的完善，能够很好地表达客户们的需求），较新企业进入的战略态势很可能在技术上有差异，并且主要表现在那些早期进入者和现存的竞争对手的特征上（Penrose，1959）。至少，早期进入者建设的进入壁垒已经增加了随后竞争者进入的赌注，比较那些创业企业的资源投入市场渗透率来看，资源会变得更加昂贵和稀缺（Bain，1956）。第二，后期进入者的态势特征往往与那些老牌企业在几个突出的方面表现不同，因为新的竞争者最初的目标是在不煽动暴力报复的情况下，从没有得到满足的客户那里获取
 一个市场的立足点（Reed和DeFillippi，1990）。据推测，用来有效地服务离群客户的资源与那些服务于主流客户的资源有明显的不同，本可以有效地服务于离群客户的其他现存资源，以及获得一个“进入立足点”的机会都将不复存在了（Conner，1991；Wernerfelt，1984）。第三，技术创新允许后进入者拥有解决问题的方法，为客户提供优于那些第一推动者的服务（Christensen，1997）。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多元化企业发展目标的紧张关系（加上由于市场饱和而导致的需求放缓增长），现有竞争者之间的资源差异将作为定位过程开始的焦点。由于规模益递增，技术升级产生的行业合并迫使企业替换旧的资源配置（Arthur，1996）。组织的变革壁垒，以及不景气的转售市场的多余资产加剧了紧缩的困难（Caves和Porter，1978；Harrigan，1981）。一些企业经常使用旧的资产配置来满足客户的新要求，并且当其争夺相同的客户时，那些多样化的战略态势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


混合战略组
 　在旧经济行业中，面对这种需求缓慢增长、零增长甚至下降的现象，拥有多元化战略态势的企业被迫进入对抗，因为它们要为一个产出萎缩的市场服务而斗争（Harrigan，1980）。不对称的资产配置，即拥有次优规模和过时技术的早期进入者，很久以前，将资产投入到生产中，只要需求保持不断的增长，并且超过产能，则都不要紧，因为供应商专门服务于特定的客户。而当产能被约束并且能以配给的方式来满足时，在客户身上就不会产生较大的营业额。虽然开发超额的产能，但是只有在波澜起伏的过程中（而不是增量），客户的转换成本壁垒才可能由供应商来取代。而且，作为退出壁垒的合同供应商，他们的义务就是将传统资产投入到利用新的途径来为消费者创造价值的竞争中，直到壁垒减少（Harrigan，1980）。

用户黏性存在的利弊及在特定的时间点上，行业演变朝向这些极端方向中的一个还是其他，这两者之间存在微妙的平衡（Harrigan，1980）。一旦被刚性困住，发展中的企业后续资源投资，有时就会因过于灵活而出现错误。在这个过程中，有利于实现多功能的广义资产，为客户提供多样化的产品，会牺牲掉一些独特性（Harrigan，1982）。尽管一些管理者使他们的企业利用多元化来面对刚性问题，但是振兴剩余企业停滞不前的战略态势仍需要重新思考竞争策略和逻辑背后的不同战略之间的取舍，以保留幸存企业潜在的赢利能力（Hayes和Abernathy，1980）。


价值链和行为图
 　替换广义资产投资（在服务于特定客户群体方面可能失去独特优势的），是企业在价值创造系统中，从执行某些活动或步骤中撤资的一种选择。将一个企业不占优势的工作外包出去，代价是拆散一个紧密结合的相互依存的形式和相互促进的单位业务活动，从而来提升柔性（Ghemawat和Pisano，1999；Porter，1996）。利用核心竞争力所享有的协同效应，也可能拆散密切协调的业务部门（Prahalad和Hamel，1990），而学习的过程就会面临危机。因为许多的无形资产都产生于业务部门的相互依存，纵向的整合策略经常会促成刚性问题，除非是可以克服组织障碍的外包（Harrigan，1985a）。

当选择将哪种活动外包时，行为图分析可以表明随着竞争的演变，哪种资产最具保留（或开发）价值（Porter，1996），哪些活动可以委托给第三方企业。由
 于价值的创造经常需要几个相互依存的加工活动，所以企业经常采取投资于（或即将采取）纵向相关业务的方式进入，并作为它们新进姿态的一部分。随着企业通过合理化它们的后续资产投资来修改其战略态势（和较低的退出壁垒），它们的纵向整合战略中就出现了“制造—购买”分流。

4.2.3　纵向战略和外包

高效的纵向战略涉及重新设计工作职责的连续过程（供应商与客户的合作），利用企业独特的能力，来创建更大的内部增值方式（Harrigan，1983）。在其组织发展的特定时间，在企业组织范围内，纵向相关处理阶段的数量可能包括从原材料到最终消费者的大量的内部交易（Collis，1986；Harrigan，1985e）。例如，福特汽车一旦（1）开采了矿石，（2）就会用其制造钢铁，（3）从而制成汽车各零件，（4）进行组装，（5）在全资分销渠道上销售，（6）最终在新的汽车展厅展示，（7）享受售后沙龙服务。壳牌石油（1）开采，（2）生产粗油状物，（3）使用企业拥有的邮轮运输，（4）聚合内部单体（初始裂解阶段后在企业拥有的炼油厂进行），（5）合成多种烃化合物如塑料和树脂，（6）作为品牌的垃圾袋或油漆的制作材料用于最终销售。

在一个精心设计的纵向整合战略中，不管有多少步骤在企业内部执行，不管每一个步骤使用企业的哪种形式来执行，目标就是从构成价值链的每个任务中获取高额利润（Harrigan，1984）。带有较低潜在盈利（或导致企业核心竞争力下降）的纵向相关步骤，将会被外包出去（Harrigan，1985c）。持续的分流过程带来的疑问是企业应该建立哪一种核心知识。随着竞争的不断发展，对于成功竞争已不再起决定作用的活动，将会外包给相应的专家。由于产业要求在变化，因此企业所强调的价值增值活动也在变化（Harrigan，1986）。


处方药
 　一些制药企业最近一直在外包创造新分子的研究工作。对于一个像Merck这样的企业来说，研究是其最重要的任务，而它控制的最重要的资产就是技术实力，这也证明了专利在其物质之上。随着制药行业在过去50年发生的巨大改变，与在医疗管理中心的规定相比，在利用医院的（或其他卫生保健服务出口的）门户网站为病人交付的方式推动下，技术对于成功已不再重要。

在一个充满财务绩效压力的世界中，企业必须利用它们的先发优势快速地开发它们所拥有的一切优势。例如，在医院处方中，针对特定的病症推荐用药标准。医生规定先发产品，直到下一个创新的产品出现并将早期的标准淘汰为止。在一个类似于医药行业这样经常推出创新的竞争环境中，有一个17年的专利意味着什么都没有（D’Aveni，1994）。在创新之下几乎没有喘息的空间使其单独经营，唯一的喘息空间就是在医疗服务系统中，新产品达到规定的时间。这大概就是为什么Merck公司使用珍贵的研究经费收购Medco公司，虽然直到2006年它才能够合并数据库。


合同研究组织（CROs）和合同生产组织（CMOs）
 　Merck公司仍然主要投入内部的自主研发工作，但许多制药企业为了完成其价值链上的任务，均与合作组织建立了合同关系，即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之前获得了美国联邦药物管
 理局（FDA）的批准，或生产一个或多个活性因子，以加快创新进程，尤其是在面对人类基因组计划时。这样的制药企业用它们特有的分配制度来推销最终产品，而不管产品是在哪里生产的。作为领先的制药企业，有自己品牌的创新产品会保留自己的形象。实际上，它们的研究实力是通过介入它们虚拟的外包伙伴网络而增强的。这样的安排允许制药企业使用其他企业的生产技能、产品和在许可协议存在下的专利，其中所有的合作伙伴最终都会受益于制药企业在市场上的成功。

在制药行业的案例中，每个外包合作伙伴都为制药企业的平台做出了贡献，而最终虚拟网络的蓬勃发展（或失败）取决于药物平台如何更好地自由浮动，以及承载多少处方医师。同样，在合同生产组织内，例如Cambrex公司，在FDA批准新药物之前，为了顺利生产药物活性因子，生产能力已经为其做好了准备。那些外包生产活性因子的制药企业与供应合作伙伴共享一个平台，并且它们各自的成功都密切相关。

4.2.4　综合：战略柔性问题与价值链战略

在旧经济行业中，与技术追随者相比，创业企业更需要整合前进（使它们的概念合法化）。与此不同，纵向一体化方案很少适用于一个行业演变的早期（或晚期）。与那些不具有地域多元化的企业相比，跨国企业参与更多的纵向相关处理过程。在外包合作伙伴随处可见垂直效应无法利用的地方，由于产品短缺，企业会在内部执行任务来强化自身的核心竞争力（Harrigan，1983）。技术领导者经常参与较长的纵向加工链，以期提高工艺创新的保密能力，其基础是专利、版权，以及其他保护其知识资本的形式所体现的技术里程碑（Harrigan，1985e）。

在生命科学中，竞争的合作伙伴在生物工程革命中很重要，这与许多通过网络数据的通信能力（作为发展新经济的方案）形成的战略选择相似。旧经济体制中，战略柔性的概念与所有权策略，以及由不可逆性产生的困难密切相关（Harrigan，1985a）。而在新经济体制中，其概念则涉及贯彻执行的速度（Stalk，1988；Stalk和Hout，1990；Tichy和Charan，1989）。

在新经济的虚拟世界中，旧经济的垂直化教训已经为战略柔性的实践创造了条件。带着错误的战略态势进入一个行业的风险是持久的，但是由于许多资产部署的虚拟性和调整其组合的时间不同，问题会有所不同。

在过去，纵向一体化企业通常会被认为，当进行业务交易时（只要它们的转换价格通过市场的竞争力测试），会倾向纵向相关的经营单元，并且当企业改变纵向布局时，刚性就会出现（Harrigan，1985a）。在此架构上，当这些经营部门，如供应商，不能够跟上竞争性需求的步伐而表现出不足时，偏爱同类型经营部门的危险就会出现。在这一点上，整合是非常必要的，由于存在相关关系和巩固外部交易方案的其他因素，在执行这一重新定位的战略时，会使一些纵向一体化的企业面对退出壁垒。整合（由于在资产处理上存在退出壁垒）和改善业务部门的关系（如终止合同需求，即使这个业务部门仍然是企业大家族的一部分）所需的
 时间，与旧经济体制背景相比，在新经济体制中更为关键。旧的退出方式耗费的时间过长，以致无法在新经济体制中实现。

4.3　新经济行业中的战略柔性

大众媒体将“新经济”描述为拥有较高的知识型员工资本比率的高科技行业，也就是说大部分员工都从事着高附加值的工作，并且大部分“知识工人”都是科学家、工程师及其他拥有高等学位的工作人员。一些较老的行业（如电信、处方药及航空航天等）都分别具有以下特征：（1）“旧经济”的资本密集度，蓝领员工和监管的干扰；（2）“新经济”的无形资产（专利、品牌资产、节目内容库、声誉和消费者偏好的数据库），受过高等教育的智力资源，并且倾向于外包。（尽管后工业经济体雇用更多的工人从事服务行业，例如汉堡翻转、打扫卫生、在迪士尼乐园中招待客人。但是，大众媒体并不关注那些不能够创造知识和即使使用高科技但有很少介入价值链的活动。）

在新经济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以网络为中心的产业环境中，交易伙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在新经济中，战略柔性的说法与自由紧密相连，通过使用任何类型的可能适应现况的业务安排，与任何企业以任何形式轻松地进行合作。尽管因为缺乏资产所有权（包括纵向相关的联盟伙伴）减少了某些形式的移动壁垒（与退出壁垒），但是新经济中，供应商混杂也带来了其他类型的退出壁垒。这些壁垒还尚未被公认，因为时间还太短，并且在新经济产业背景下，还处于初创地位的创业型企业还未遇到与虚拟安排有关的战略柔性的劣势。

4.3.1　虚拟企业与价值网

新经济是没有新闻记者追捧的虚拟企业，即处于电子联盟网络中间，但却拥有少数实物资产的企业。这是一种非常投机的模式，即联盟的合作伙伴可以经常且快速地改变。在这个具有虚拟性的理想世界中，一个概念企业可以坐落在蜘蛛网状的联盟中央，在许多较小的、容易被替换的合作企业中施展它的权利（Kaplan和Sawhney，2000）。

在虚拟企业的价值链中，许多增值的项目外包出去的同时，可以维持对该项目的整体控制（Hagel和Singer，1999）。例如，一部电影可以由承包了大部分业务的传媒公司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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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电影制作完成，传媒公司可以通过多种分销渠道使用其影片的所有权，包括影院放映、录像带租赁和电视播放等，那些可能属于其他企业的权利。在新经济中，传媒公司开发合作伙伴的过程包括了它的“价值网”或“网络”成员（Bovet和Martha，2000；Brandenburger和Nalebuff，1996；Heng，2000）。传媒公司不必使用其价值网中的资产来制作电影（一旦电影制作完成，也不会分销给观众）。



从“空壳企业”到虚拟企业
 　1985年，当《商业周刊》注意到虚拟企业的现象时，它将其取名为“空壳企业”，并公开反对美国竞争力的流失。15年后，虚拟企业是以网络为中心的开发价值的冠军，并且它们的战略柔性选择类似于旧经济中的决策。


在电子空间中的机会主义
 　新的虚拟企业特别擅长在纵向的相关部门之间进行匹配，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形成临时的外包团队，成为一个有效的系统集成商。为了实现这一点，虚拟企业必然使用非常松散的耦合交易（Granovetter，1985）。为了做到这一点，虚拟企业拥有为特定的交易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的非约束性的关系网络（Ahuja和Carley，1999）。例如，医院有多种不同的药物购买计划可供成员选择，这主要取决于在竞标回合中，哪位供应商能够对特定的产品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在这样松散的联盟中，企业利用其市场影响力为会员争取最优惠的价格，但每个企业仍然单独随机地申请会员资格，以得到理想的价格。参与制度是经双方协商的，并且负责管理采购的虚拟企业必须保持对会员的吸引力。由于存在普遍的“反转（翻盘）”思维定势，新经济行业内一直存在不合理的交易（Collins，2000）。

在新经济行业内，在新媒体初创企业、众多的技术方案及全方位的互联网咨询企业的支持下，虚拟企业成为理想的商业模式。一个提倡自由和网络关系柔性的虚拟企业，利用暂时的联盟关系去执行它的战略。虽然联盟和外包在旧经济中也存在，但纵向一体化的企业，也是拥有运营方方面面（或控制）的大企业，它们主导旧经济，同时思考纵向策略（Blois，1972；Williamson，1971）。新经济与旧经济的相似（或不同）之处是它们在战略意图上实施变革的速度，图4.1描述了这场竞争。后续会描述垂直的和虚拟的商业模式之间的区别，以期说明其中柔性问题的不同之处。


竞争的迭代
 　在图4.1中，新的企业进入到由现存企业服务的市场空间中。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它们能够通过创新为客户提供比现存企业更加多样化的服务。或许它们已经融入了有价值的内容，通过新的想法或平台为多样化的客户定制产品。新进入的企业使供应商与买方的关系脱离中介（用它们自己的增值合作伙伴网络来代替），而它们利用在环境中所获得的市场力量，进入到其他价值网中。

致力于这些创新的新企业被认为使用了虚拟的战略态势，并且依赖于虚拟的经营模式。由于它们的安排是非正式的（也就是说，它们拥有一些可能作为退出壁垒的资产），面对动态的竞争，新进入的企业能够非常轻松地进行自我重新定位。

如图4.1所示的竞赛中，获得资源对于竞争的成功与否起关键的作用，虚拟企业会使用其他企业的资源，而现存企业则必须在内部发展关键资源（或通过收购）。同样，学习和培养新组织能力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寻找可以执行关键性外包任务的合作伙伴，使企业能够在有效的活动领域里付出努力。

然而，现存企业通过分解过去整合好的战略态势以减少壁垒并获取柔性，新进入的企业挣扎着生存到下一轮的竞争。由于没有能力为新进入的企业提供李嘉图租金（如执行能力的专利），它们只能通过自身的努力或网络的协助来重塑自己。由于在超级竞争中产品生命周期较短，战略柔性问题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必
 须更加频繁地修改战略态势。最后，图4.1保留了旧的经济假设，即非对称战略组合可以共存，因为现有的企业和具有不同时间跨度的新进入的企业会对成功有不同的定义，并且进行相应的投资（这种假设可能基于具有不同回报率的各种类型所有权）。

4.4　战略柔性的纵向和虚拟模型

在旧经济，垂直的商业模式中，企业拥有自己的资源，并从自己身上获取租金（Backaitis，1992）。企业的目标是制定竞争战略，未来将会发展成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构成了提取租金的瓶颈。一旦开发出不可逾越的竞争优势来源，该企业将会充分利用（这可能构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可能成为实现协同效应的成长之路）。20世纪80年代，当战略联盟还是一个新鲜的事物时，美国企业面临的问题是不能为一切吸引人的项目提供资金，它们发现有必要通过与其他企业的合作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Harrigan，198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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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企业根据它们对合作伙伴和在商业模式中自身动态变化的需要，完成开发知识和其他宝贵资源的各种工作（Balakrishnan和Koza，1993）。

在新经济中，虚拟企业获取纵向利益的方式不同，因为它们自身拥有的资产较少，它们倾向于快速周转（Ghosh，1998）。作为虚拟企业，网络企业控制一个行业网络的方式是把自己置于价值链的中心，并且协调买方和供应方的活动，同时平衡交易速度（Rayport和Sviokla，1995）。其中，每一个企业的网络伙伴中有一个或多个成员的身份都是重叠的，这些网络合作伙伴与那些构成各自网络节点和多元化价值网节点的合作伙伴共同签订互惠外包协议（Gulati，1998）。它们混合的合作模式实际上增强了一些虚拟企业的议价能力。

4.4.1　电力网络：竞争的商业模式

风险资本家看重商业模式，即如何使企业能够从它们的活动网络中提取租金。在它们的资助决策中，一个企业的业务模式最终决定了其整体的赢利能力，其中的潜在原因在于其评估标准是普遍适用的（Amit和Zott，2000）。在虚拟的经营模式中，激烈的竞争会迫使企业投机地采取利益权宜之计（D’Aveni，1994）。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有足够的时间和优势整合正在运营的业务部门与合作伙伴，由此与价值网合作伙伴的关系将基于绩效。

在旧经济的商业模式中，当一个行业的结构已经趋于完善，并且供应商有资格承接从前在企业内部完成的任务时，外包就会变得很普遍（Harrigan，1983）。在新经济，尤其是互联网产业中，新进入的企业可以是虚拟的，并且可以通过联盟进入市场空间。由于大多数地区的互联网产业仍处于萌芽状态，所以没有时间去发展品牌资产、社会资本及其他在旧经济行业中巩固“供应商—买方”关系的
 稳定因素。


谈判的交换条件
 　随着虚拟企业不断应对自身生产还是购买、拥有还是外包的问题，它们最终发现有一些资源是必须要自身拥有的。虚拟企业在电子空间仍然需要一个筹码，能够将客户拉入它们的门户网站，而不是进入竞争对手的门户网站（Grant和Baden-Fuller，1995）。该筹码可以是强大的品牌资产、标准设定的先发优势、从得到合作伙伴到加入虚拟企业的平台优势或其他的锚定优势。品牌资产的实力，可以以数百万的满意客户为基础。讨价还价的筹码可以是合法的垄断，例如一个有价值的专利或构成商业秘密的知识路径（Hagedoorn，1993）。资源的价值也许在于它的稀缺性，例如，很难招聘到具有极高天赋和专业技能的知识工作者（Ring和Van de Ven，1992）。无论筹码是什么，虚拟企业都要有一个交换条件，从而能够为其网络找到最理想的合作伙伴（Harrigan，1988）。


联合
 　电子商务的垂直特性，需要虚拟企业通过使用几步垂直的措施为狭窄的客户群专业化地来解决应用的问题。例如，B2B应用服务。在那个时候，它们可以利用来自外界最好的软件模块，快速地建立自己的基础设施解决方案。作为服务的提供者，它们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创造一个融入总承包服务中的新生模块。在制定一个基础架构用来更好地服务那些特殊的B2B客户之后，虚拟企业通过解决类似的问题不断成长，横向相关的客户又依靠其纵向相关知识的积累赢得了一整套解决方案。通过将服务于第一产业而创造的相关关系和垂直应用推广到其他类似的行业中，虚拟企业在许多不同的但专业化的市场上针对解决方案平衡其投资，最终成为一个被许多系统供应商采纳的平台（Werbach，2000）。


利用标准的解决方案
 　一旦虚拟企业创造了一个标准系统平台，它可以将此系统包（或替代供应商的关系，提供与系统包相似的应用）应用到相似类型的产品中，以及相似类型的客户身上。实质上这是亚马逊已经做到的，即通过运用自己的零售平台，出售很多类似的产品，如书籍、CD、玩具、电子产品、药品、五金、花卉，等等。通过外包（合作伙伴开发而不是内部使用的成套软件，并没有创建内部的应用程序）交易的处理、库存、物流、客户满意度、邮件、反向拍卖或其他应用（像亚马逊这样的虚拟企业）为专业客户创建的捆绑套餐。使用更好的基础设施平台，虚拟企业可以作为应用服务提供商（ASP）为其服务，来管理客户所使用的系统包，并更新包括系统包在内的模块。通过分包给那些为其他垂直市场开发总体服务的企业，使虚拟企业进入那些在互惠网络中的企业集群中（Child和Faulkner，1998）。即使软件已经外包给其他应用服务提供商，专有的解决方案也是有价值的，因为它已经成为解决类型问题和网络外部性的标准（Goldman Sachs，1999）。价值可以通过收集特许权使用费，或在企业经营的互惠网络中得到，而利益则在成功进入后的机会中获取。


进入其他群体
 　在为每个虚拟企业服务的相应垂直市场，捆绑销售使用个性化包装的那些作品（或外包了自己的ASP来供养其他价值网）期间，当成为其他企业合作伙伴的外包领地中的一员时，虚拟企业都会协调自己的合作伙伴网络（Bear Stearns，1999）。一旦软件被证实，虚拟企业会使用它们的系统基础，以其在内部创建的具有专有功能性质的外包商身份，重复利用该平台进入其他网
 络。由于网络的外部性，越多使用者加入到这个虚拟企业平台，它就越有价值（Jarillo，1988）。随着交易的兴起，用户群越多，被提取的使用费也就越多。

随着越来越多的使用者采用一个虚拟企业的平台，刚性作为转换成本壁垒的形式就会出现。但是较低的进入壁垒（恢复只用支出较小的资本），以及对新技术答案的不懈追求（甚至以自拆为成本）缓解了平台用户从一个向另一个融合的标准解决方案的过渡，使在没有互补的平台提取租金变得相对困难。而且，联合的做法应用到供应商之中可识别的品牌价值（为系统整合者提供动力），例如，通过Razorfish公司建立的网站来树立威望，而不是为Razorfish公司雇用分包商。因此，加快了市场准入，满足客户交付期限的极速扩张模式，既降低了企业的品牌形象又降低了战略刚性。随着虚拟经营模式消除了旧的权利形式，它也创建了新的刚性。

4.4.2　非正式的伙伴关系：一把双刃剑

在虚拟的完美世界中，一切都在不断变化着，因此允许概念企业由一个联盟轻易地转向另一个联盟。由于企业可以与任何合作伙伴，在任何地方，在所需的任何位置结合在一起，因此没有必要拥有什么不需承担责任就可以使用的东西。这是电影制作公司的经营模式。电影交易是一个概念。在电影制作中的一切工作，都是暂时安排大家一起在片场工作，而后分道扬镳。在时尚界，也是如此，并列合同工、品牌价值和概念。产品生产成功与否，决定于设计者、商标名称和生产者所组成的联盟。

虚拟的经营模式还描述了互联网咨询业务，企业一无所有，仅仅从众多分公司的人才中拉拢雇用一小部分员工。如Razorfish（一个提供互联网解决方案的咨询企业），该项目集成商利用一个喜欢的合作伙伴来制作图形，另一个用于建设技术基础，另一个提供艺术品，第四个伙伴编写用户代码。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早期的合作伙伴未能充分满足咨询企业的要求，或联盟伙伴落后时，如果技术发生改变，那么被看好的合作伙伴身份可能会随之改变。由于合作伙伴的关系是以绩效为基础的，所以在新经济环境中，它可以轻易地被重组。


非中介化
 　扩展的产业结构的中间层是那些曾经在纵向一体化企业中担任中间商的企业。它们已经被新的虚拟企业逐渐取代，这些新的虚拟企业已经通过与从前没有合作的一些企业建立了中介关系，从而构成了自己的网络。网络背后的逻辑类似于在纵向一体化企业中有形的管理之手，即在虚拟网络中心控制交易系统的各个方面的一个企业（Chandler，1977）；该企业整合其外包商大军所做的所有贡献。在这个新的架构中不同的是，一个企业的虚拟网络节点与无数其他企业网络中的节点相交，并且企业本身可能扮演着双重角色。因为对于其他企业来说，应用服务供应商追逐同样的电子空间，所以在其他企业的虚拟网络中，互联网企业将会是既竞争又合作的。


基于应用的优势
 　在网络中，整合的概念作为锚；虚拟企业拥有品牌名称，商标，或其他可以利用的突出资源。类似于一个特许经营安排，控制问题必须与其他创业问题进行平衡，经销商希望开发一个概念，同时也通过标准化和控制其
 用途来保护其完整性（Bradach，1998）。如果虚拟企业能够观察到其品牌如何使用能够衡量用户流量，并且能够拥有被强制执行的合同保障，则该企业就可以开发系统，在不同的领域将其概念转化为客户服务。如果没有这样的验证方法，过分暴露企业的固定资产可能会降低这种资源的价值。

综上所述，采用网络伙伴完成的战略是一把双刃剑，资产密集度（流动性障碍的一个重要来源）会因虚拟性而降低，但是，市场力还来自于说服合作伙伴使用企业锚定资产使它们相信在某种程度上会加强其未来的价值。机会主义的合作伙伴急于快速耗尽其锚定资产的价值，因此，可能不被考虑这些企业参与下一回合的合作中。为了保护它们的锚定资产，与通常的需求相比，整合企业（如合伙企业）可能会自愿地参与到正式的网络关系中。

4.4.3　正式联系的压力

网络合作伙伴通常具有双边力量（Gulati，1995）。与在战略联盟中合作关系的不平衡相似，关键资源（创造了临时的议价能力）的性质会随时间而改变。位于中心位置的企业可能组装平台包，但是当地的合作伙伴（如加盟商）可以通过分销系统提供其地理便利，更加准确地了解当地的市场需求。基于与客户建立的关系，当地的合作伙伴可能提供能转化为忠诚度的有价值的服务。由于控制用户访问的合作伙伴不可避免地对价值网的商业模式进行重新谈判，以提高它们的交易份额，所以概念企业会投资于那些可以创造对抗力量的活动，例如通过做广告打造强大的品牌价值（Porter，1976a）。由于客户期望获得完美无瑕疵的整体服务方案，并且会将服务品质与品牌的属性相联系，所以在价值网的产品中，当进行的分销活动如订单执行、退货、维修等其他服务成为差异化竞争的关键时，虚拟企业就会对它们的网络施加更强的控制力。这就是为什么一旦它们建立的概念被市场所接受，许多特许经销商就更愿意得到成功的特许经营网点的原因。经销商必须说服业主采取他们成功所需的创新（而企业拥有的网点，可以告知接受新的或者改进的产品和政策）。


正式联系的压力
 　终止以网络为中心的联盟会切断竞争不对称，可能会加速切换到不同的垂直态势（Singh和Mitchell，1996）。例如，亚马逊开始是一个纯粹的虚拟企业，当bn.com（Barnes和Noble的网上零售企业）与它们之前的主要批发商联系在一起时，亚马逊在三个供应商中分配其批发采购，并建立了自己的仓库。该联盟为bn.com提供情报来建立客户档案并进行库存调整（例如，Merck公司和Medco公司）。突然间，亚马逊与保证其库存的合作伙伴之间的筹划失去了它独特的有利的一面，所以亚马逊加速努力，以不同的方式成为一个零售的门户网站。当Barnes和Noble的双重分销态势迫使亚马逊投资于自己的仓储业务时，先前的虚拟企业了解到，拥有和运营拣货仓库是有风险的并且会降低盈利，除非投资能够扩展基础活动的规模。亚马逊的仓库改变了其业务模式的经济效益，因为在相似的订单执行系统中，运输多种小的物品带来的多样性使订单执行企业提高了议价能力（如芬格赫特）。它也改变了亚马逊从其成功经营中收集租金的时间和地点。



增加控制的需要
 　响应，对于企业建立客户关系至关重要，经营网站的虚拟企业已经开发出客户反馈的方式，从而增强其网络竞争力。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认为一个为获取客户意见而提供免费热线的虚拟企业是客户服务驱动的。然而，雇用客服代表来收集客户的建议也意味着利用实际的平均薪资雇用劳动力（并降低柔性）。雇用员工增加了虚拟企业的风险，但外包呼叫中心是影响关系忠诚度的不太可控的方式，并且在企业竞争中客户的忠诚度胜过大多数其他新的经济优势。

综上所述，非正式的、虚拟的经营模式具有局限性，但是可以通过向正式的、具有控制力（所有权）的垂直模式转移来克服。实现市场（或网络）能力的每一步都会通过利用它们所拥有（或控制）的资源，巩固它们独特的解决方案，从而具有提高企业柔性壁垒的潜力（从而提高资产专用性，降低了柔性）。

4.5　新经济中竞争战略的意义

在关于退出壁垒的旧经济研究中，规模收益递增会提高战略柔性，就像实现显著的产品差异化一样（通过品牌资产和其他增强忠诚度的努力）。参与垂直相关活动的长链能够提高退出壁垒的高度，正如在垂直相关阶段的高比例内部转让政策一样（Harrigan，1985a）。业务部门之间的协同作用，是通过共享柔性资产，例如科研人员、通用实验室或廉价的工具，并没有增加退出壁垒。通过共享所有权管理或战略联盟而实现的纵向一体化，创造了比控制所有权政策更大的柔性。本节提出在虚拟所有权背景下的竞争战略的意义。竞争变革会影响网络合作伙伴之间的纵向安排。


未合并的初期的产业结构
 　在新经济环境中，年轻企业对成功的诉求会深深影响它们所使用的垂直关系的规则。在过去，当企业还处于建立初期，有关客户（和组织能力）的预期尚未定义时，产品标准不明确，并且竞争对手使用非正统的、应急的解决方案使其产品商业化。当客户的需求分散、竞争比较混乱的时候，在品牌和私人标签之下，外包快速开发优势的压力推动企业追求多种分销模式，以及产品的非核心部分，包括提供售后服务之类的。新经济企业如此年轻，以至于在超级竞争使它们的租金优势失效之前，安排同类型业务部门之间协作的同时，几乎没有时间形成其核心刚性。


作为核心刚性的虚拟性
 　初创行业内的早期虚拟企业在宣传工作上投入巨资，使外包合法化。对于早期的进入者，虚拟化已经成为一个信条。因为一个虚拟企业为了要承接外包任务，就必须创建更完善的信息系统、更先进的技术和更完美的组织设计。虚拟企业发展的方式，一定是旧经济企业无法想象的，因为旧经济企业所拥有的资产限制了它们的想象力，因此，也限制了它们的战略柔性。当虚拟企业为占据市场份额而延迟盈利时，关于收取租金的时间和破产的风险，它们自己是缺乏深谋远虑的。它们的业务模式是不能够持久的，并且它们不能接受管理不同的组织模式。


4.5.1　先驱者平台中的合并

新经济行业面临的竞争主要基于短周期，而且及时竞争与先发优势高度相关。先行者必须创造一个产品功能的需求，同时要面对后来者获取大部分先行优势的风险，同时还要创建自己的品牌资产和作为业界标准的先进技术（D’Aveni，1994）。当较早的设计屏蔽掉后续替代品时（从而产生了转移成本壁垒），就能获取优势。后续替代品能被接受的情况是围绕：（1）通过特定的安排，客户获得安慰；（2）互补产品包括了原型平台的独特性设计；（3）累计支出已经将第一个版本的股权提升到无法企及的高度。隐含在转换成本壁垒中、流动性壁垒中及退出壁垒中的沉没成本，可以解释一个行业在面对创新时突然（尽管暂时的）变得刚性（Christensen，1997）；围绕平台标准的价值链合作伙伴，都为各自的经济利益服务。为了获取这样的利益，企业必须捍卫自己的产品设计标准，来应对竞争对手的模仿，即使这样唯利是图的行为违背了网络文化的平等规范。

一种分散的情况是平台标准没有合并，且产业结构发展缓慢，这背后的启示是什么？在旧经济行业中，在企业合并之前，数十年来缓慢的变化会逐渐形成分散的行业结构。在新经济环境中，在资产雄厚和管理者的意志足够坚定能够克服障碍的情况下，饥渴的竞争对手会追随创业企业的成功之路服务于那些有利可图的客户。这也不奇怪，在那种情况下，处于劣势的竞争对手将会采用不同的战略态势来削弱竞争基础，就如同在旧经济中一样。这是后进入者进入到不断发展的行业结构中的唯一途径。在这个行业结构中，标准是具体化的，并且一系列的支撑产业能够大力支持早期进入者的平台。在大多数产业演化过程中，当经济增长放缓且经济馅饼有限时，商业模式之间的融合将难以维持，因为所有的上市企业都在关注股票价格上涨的幅度，并且许多私人企业在追求市场份额优势时都愿意放弃利润。虽然行业结构仍然具有延续性，并且投资者寻求效益的快速增长，但是，竞争性联盟将通过创建潮流，试图分别塑造有利于自身战略态势的行业经济。企业合并将确保技术创新持久；风险投资企业的开放将为那些愿意购买市场的人确保产业结构的可变性。


混乱的初期的产业结构
 　直到一个产业的结构囊括了经久不衰的标准和成功的联盟，新的资源才能够战胜旧的经济壁垒。竞争的基础可能会不断地变化，直到最终产业变革的出现。然而行业结构非常混乱，如果先驱者直到条件发生变化时才愿意重新合并它们的基础投资，那么早期进入者的投资风险就会让它们处于不利的地位（相对于后进入者来说）（Schumpeter，1934）。直到使虚拟企业的绩效标准与高科技企业，即网络技术驱动的产业（和风投）相提并论的时候，资产提供者才不会采用不可逆的标准。


资源禀赋并不重要
 　关于互联网行业早期的、阻碍其发展的结构的启示是，对早期进入者（相对于后来者）不同的资源禀赋并不重要，因为每一个创新都将成为以惊人速度运转的独立的产业循环。如果这是在图4.1的情况下，现存企业和新进企业之间的适应性和竞争性在第二轮的迭代中不复存在。独立的企业拥有不同的资源态势，会在创新的每次迭代中交锋，并且在学习相互竞争的过程中，不会出现延滞的现象（因为在相互竞争方面，没有企业拥有早期经验）。另外，
 由于企业在反复冲突后没有进行学习，每次都有不同的合作伙伴，所以网络行业的结构可能不会从萌芽状态开始发展。竞争性学习不可能以类似于走出破产保护的“重生”企业的方式出现合并，原因是失败的联盟继续从过热的投资市场中分批获得新的风险投资资金。


没有协同效应，就没有学习
 　关于互联网行业早期的阻碍其发展的结构，还可能是因为协同效应在虚拟企业所拥有的新的组织形式中失去了影响力。例如，如果应用纵向解决方案来解决横向相关的应用程序，需要在增加标准化收益与地方响应能力之间做出权衡。运作协同效应经常需要一些集中活动，活动必须通过密切协调，才能实现规模或范围经济（Chandler，1990）。设备必须共享，才能从技术转让、相互交流或跨组织学习中实现纵向一体化经济。合作伙伴的关系必须要持久才能实现经验曲线的经济效益（Hamel，1991）。

虚拟企业依靠权力下放和经营自主权的自由使用而逐步发展壮大。在重复的设施、重叠的势力范围和不兼容的产品、工艺、设备中无法轻易地获取潜在的协同效应。在“客户—供应商”关系中，正常的内部技术是为了更加方便问责和获得创业精神，从而击败垂直协同效应。当外包取代了内部能力发展时，就会出现较少的组织学习。


混乱的惩罚
 　第三种关于互联网行业早期的阻碍其发展的结构，是虚拟企业将会面临类似于刚性壁垒的反弹。虚拟企业需要合作伙伴来支持用于降低客户不确定性和加速新产品运用的技术平台。如果一个行业在生产了一批又一批的新产品后仍然是很混乱的，然而，伴随着每一轮的创新，一个企业的合作伙伴身份都有可能改变。

虚拟企业的方式在动态的、早期的产业中是有效的，就像电子商务一样，其战略柔性是令人满意的，但是需求—技术的不确定性过高。在几个相互竞争的技术平台同时存在并且制胜的技术未被预测的环境中，可以创建一个替代品的网络。在未来有利用价值的关系中，从退出壁垒中柔性的老方法和新方法之间的概念区别可以看出，当外包或联盟合作伙伴切断关系时，旧经济企业可能会在过河拆桥之前终结；新经济虚拟企业会随机地、突然地终止它们的隶属关系。

4.5.2　综合：从新经济到旧经济

所有的纵向一体化战略都假设对资产的控制，而不是一定拥有它们。对垂直的合作伙伴的完全所有权是最正规的战略类型。在虚拟世界背后的战略联盟网络中，当开始提取租金时，尤其是当供应商或经销商可以找到更好的交易时，企业对外包合作伙伴所拥有的资源配置的控制权将会越来越少。在有效的战略联盟内，如果合作伙伴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携手合作，那么所有的合作伙伴一定会受益。在虚拟企业中，特殊联盟的可行性相对于赞助企业在寻求市场地位时的投机需求是次要的。概念企业所主导的合作伙伴很容易被准备进入的追随者取代，并且这种抢座位的方式将一直持续到行业结构的合并，从而迫使互惠互利的合作伙伴关系变得更加正式。

联盟只是一个企业走向变革终点的一个临时步骤，它并不是一个长期存在的
 组织形式，因为变革的力量会使它非常不稳定，以至于难以维持，尤其在超级竞争模式中（Harrigan，1985d）。外包创新的收益，必须利用知识共享机制来支撑，以确保其参与由外界所创建的改善机制。为了继续利用联盟提高其竞争力，企业需要进行一些有价值的交易，在一个为联系客户有着充足中转机构的企业中，假如虚拟企业不能继续创造性地为客户提供服务的话，它将失去其作为一个合作伙伴的吸引力。由于概念企业投机性地对待它们的合作伙伴，因此虚拟企业必须保持合作的吸引力，否则就有成为一次性垫脚石的风险，即在另外一个企业的合作关系中成为替补。

4.6　灵活性与进化优势

在资本密集的、旧经济的环境中的外包，与以时间驱动的、新经济的虚拟性的外包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是，对于外包合作伙伴来说这种从属关系如何有利？在汽车行业中，当一项技术是全新的且不确定的时候，比如说，像福特或通用公司的组装厂向外部厂商提供新组件的供应合同。在组件已被供应商开发，并且被汽车购买者证明是成功的之后，汽车公司通过创建它们自己的组装厂并与外包合作伙伴进行平行竞争（或者干脆撤销知识产权），它们自己可以从该组件中提取利润。尽管汽车装配厂需要它，但组装者对组件的总体需求中越来越大的比例给了内部组件企业，直到外部供应商不再参与竞争。当支持纵向一体化不再具有吸引力时，在没有任何未来商业的保证情况下，类似于德尔福汽车一样的供应商（或零件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的内部供应商中）正在被随机性的剥离开。尽管这样机会主义的客户后向整合重复发生，但供应商仍然继续为汽车装配厂开发样机技术，因为早期定价能够使一个外包合作伙伴很好地弥补它们的启动成本。在汽车行业中，钱仍然可以弥补技术的生命周期后期淘汰的损失。

许多汽车行业中的供应商也曾经是纵向一体化企业中的成员，如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每当汽车公司为有价值的市场提供组件后（或获取重要能力的途径）时，它们都会利用外部企业来开发。当企业赢利能力较高且技术标准已经建立时，组装厂会自己生产组件。当汽车装配厂具备了让客户满意的能力时，就获得了这种机会主义商业模式。为了使这种机会主义奏效，各方的想法必须一致，如果有必要，外包供应商是最后的手段，失衡的风险可以传递给外界。

4.6.1　经验变革的必要性

只要有未被纵向一体化的、在不断变化的需求中能够打破失衡的外包合作伙伴，虚拟性就会奏效（Harrigan，1983）。只有合作伙伴有能力履行它们的职责时才有可能发生。在比较成本结构时，做出有竞争力的举动及提高战略柔性，外包的管理是永远值得探索的。纵向一体化的企业需要经常评估是否应该将原核心活动分离开来给合作伙伴。然而，很少有外包工作可以提供给企业建立在这之上的基于人力的技能。如果一个企业不断进行外包工作，它就不能够从供应商的核心
 能力中学到什么。如果一个企业从未体验过“分娩”的痛苦，那么它就会忽略创新所需要的体验性学习。如果它们不断地使用外包工作来超越竞争对手的创新，这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开发其能力是非常困难的。随着它们的行业整合，企业需要控制它们自己的知识开发，从而开发必要的谈判筹码。

在新经济中，通过与外部的合作伙伴合作，企业有机会更快地利用它们的知识。如果虚拟企业专注于超越其他企业，处于同样的情况下的它们将会更加了解对方，在市场需求方向发生改变时，它们就可以将这些互补的部分聚合在一起，继而更快地将产品推向市场，也更容易拆解开来。但是，它们的行业结构较为混乱，虚拟企业不想拥有不感兴趣的或不是特别擅长的价值链产品，除非它们必须这样做。随着其产业机构的演变，就会出现一种困境，即这样的企业可能收缩性地合理化其所有权的决定，并且试图在那些被竞争者赶超的方面做得更好。

虚拟企业的优势是可以推动其产业结构演变。如果旧经济的传统被丢弃，并且新的业绩预期被接受的话，它们的领导者就可以预见到未来的可能性。然而最终，所有的虚拟企业都需要一种收取租金的方法（通过创造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看起来就像是15年前给经济致命一击的“空心企业”一样。虚拟企业必须开发自己的能力，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的知识工作者，并且必须体验与任何学习型组织相同的恢复过程。

4.6.2　虚拟中的能力

十年后仍然蓬勃发展的旧的虚拟企业，就是那些使用组织柔性去探索可能性的企业，经典的例子是电影制作或者其他临时性项目。它们学会了如何共同组成临时组织来实现目标，并且在合作伙伴收取了各自的租金后拆分开来。这些成功者建立了一个快速的回路，从识别客户需求，得到推向市场的原型开始，一直到开发出大量客户化该原理来保持其吸引力的方式结束。它们在内部就可以应对短周期竞争的挑战。

如果虚拟企业有能力拥有少量资产，那么一个虚拟企业必须掌握的最关键的知识就是有效的跨组织知识网络。伴随着竞争的要求，虚拟企业必须从一个合作伙伴更换为另一个，随着进入联盟，就需要更大的灵活性使其轻松退出。它必须要掌握如何进入潜在的供应商、分销商和互补者（即使它们是竞争对手或客户）组成的垂直网络。

虚拟企业通过其他企业的开发和包装可以使概念成为基础，使其整套承包系统技术合法化。而在这些业务分散的状况下，这种技术还没有被市场所认可，其外包合作伙伴都利用虚拟企业的概念，它们的想法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获得现金，来偿还各自的创新投入，以及偿付那些虚拟的整合商。在这个机会窗口中，虽然产业结构刚刚建成，并且客户还没有足够的经验将系统破坏成片，而后挑选如意的碎片，但是“建成到翻转”将会主导以前的“建成到延续”（Collins和Porras，1994）。机会主义将会比整合的虚拟关系更重要。


4.6.3　虚拟性的局限性

旧经济企业所应对的纵向一体化的关键问题与虚拟企业最终必须面对的问题相同。因为它们不提供比整合概念更深层次的能力，所以大多数虚拟企业不会在纵向关系的反复修改中进展顺利。因为它们伺机破坏它们的桥梁，而并没有修补它们，所以虚拟企业不能与过去它们破坏的合作伙伴进行有效的谈判和相互协调。因为它们缺乏整合所学知识的有效途径，因此当它们的行业结构最终发生变化时，虚拟企业会错过实现纵向一体化经济的潜在机会。因为它们在提取租金方面一直斤斤计较，所以当它们行业合并和资源不足（而不是丰富，可替代）时，许多的虚拟集成商失去了生存的基础。虚拟企业的扰动行为产生的负面协同效应和很多与旧经济落伍之处有关的刚性将重新变得显著，尤其是当在客户中转换成本壁垒提高时。尽管虚拟企业在一个初创产业中，需要灵活地利用机会耦合来实现它们的概念，但如果它们想要保持持久的话，仍然需要长期的合作技巧。

除非互联网产业的结构发生变革，不然就需要在这两种实现纵向一体化的方法中实现平衡。虚拟企业必须学习如何管理长期的关系，使它们能够适应所有制市场的变迁。如果虚拟企业真正实至名归地处于网络的中心，它必须要承担企业家的责任，以盯紧没有被整合的企业。一个良好的纵向一体化战略，应该要了解什么时候购买、什么时候外包，要拥有合适的合作伙伴，同时在分离失败者时，能够顺利地修改其战略态势。

最终，虚拟企业发现，对于一个特定的功能，它们的最佳合作伙伴会支配所有其他的合作伙伴，并且它们将渴望去创建一个更加正式、标准的一体化关系，持久地参与它们成功建立起来的关系。如果没有收回它们的关系投资的手段，例如品牌资产或获取顾客忠诚度等其他方法，虚拟企业将无法充分利用从它们的创新方法到网络技术所提供的机会中可获得的全面收益。随着使用这些手段来收取租金，它们也将提高其流动性（或出口）壁垒，原因是它们为了平衡获取成功奖赏所需的资源。

4.7　结论

有建议认为，新经济产业将面临战略柔性的挑战，在管理虚拟企业中是意想不到的。鉴于它们自身的虚拟特性，对资产专用性和承诺的要求应该降低。重新定位比较容易，并且退出壁垒的影响应该是最小的。

在新经济中的战略柔性，相比于旧经济中纵向一体化价值已经降低了许多，将更加依赖于纵向相关关系和其他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资源权限。尽管当关键资源利用被许可（而不是内部开发）时的执行速度可以更快，但是对另外一个企业固定资产的依赖与旧经济的流动性壁垒很相似。由于促进企业进入新的市场空间而被称赞的虚拟关系，将在后面阻碍它们有效地应对变化的能力。

由于被束缚于网络平台的成功之中，所以如果在竞争中出现网络问题，战略
 刚性就会加剧，类似于纵向一体化战略所引起的风险。在虚拟网络中，不能利用自己的价值资产，企业将被视为一个锚定企业战略的替代品。为了独立发展企业利用其资产的网络，新经济企业必须在互惠的网络中开发自己的资产，而不是更加依赖于他人的资产。如果企业在竞争中可以利用自己拥有的谈判筹码，它们将会面对在本质上非常类似于传统战略柔性问题的纵向一体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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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退出壁垒的相关文献还假定组织刚性（例如，对改变的抵抗可能会成为退出壁垒）（Porter，1976b）。验证组织变化的影响变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2]
 　电影制作公司通过与类似互联网一样的新经济技术结合，其“服务行业”的地位得到了提升，这些技术通常使企业在纵向的、准整合的活动中提升它们的股票感知能力。


[3]
 　这里有几个合作安排涉及了共同决策的程度（如果不是共享所有权）。在20世纪80时代，与水平相关的竞争对手在后工业市场上合作是有争议的。







第5章　资源基础观：起源与应用

和其他的社会科学学科一样，战略管理领域也是围绕一个中心研究问题展开的，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有些企业能够一直领先于其他企业？”这个问题并不是说企业之间总是存在着绩效差异，而是认为这种差异仅仅存在于某些情形之下，且这种绩效差异不能被任何传统的研究企业绩效的经济理论所解释。这些传统的经济理论一般认为企业之间的绩效差异都是异常现象，因此它们不会一直存在；如果它们持续存在，就代表着企业出现了合谋或垄断等反竞争行为
[1]

 。

资源基础观是战略管理领域中被用于解释企业间的持续绩效差异的几大理论之一。基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迅速发展和壮大，资源基础观的基本逻辑得以建立，并对战略管理领域的实证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与此同时，资源基础观还影响了其他非战略管理领域学科——如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管理信息系统、运营管理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本文的目的在于描述资源基础观的理论发展历程，阐述其主要的理论内涵，解释它和其他解释企业持续绩效差异理论的不同之处，展示一些战略管理领域和其他领域的资源基础观的实证研究，陈述资源基础观的管理启示，讨论资源基础观中待解答的议题，以及它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接下来，我们首先讨论资源基础观的理论历程。

5.1　资源基础观的理论起源

和所有的理论一样，资源基础观也在形成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借鉴了已有理论，观点逐渐明确，并具备了理论的预测作用。具体来说，资源基础观有四个重要的理论来源：1）传统的独特竞争力研究；2）李嘉图经济学理论；3）彭罗
 斯经济学理论；4）经济学中的反垄断研究。下面将依次就这些理论进行简要的讨论。

5.1.1　传统的独特竞争力研究

早在1911年，学者们就尝试着回答，“为什么有些企业能够一直领先于其他企业？”在经济学回答这个讨论之前（始于Porter在1979发表的一篇论文，随后他又在1980、1981和1985年陆续发表了其他相关著作和论文），学者们努力的焦点在于企业的独特竞争力（distinctive competencies）上。独特竞争力是企业所具有的能够使企业比其他企业更有效率和有效益地实施战略的特性（Hrebiniak和Snow，1982；Hitt和Ireland，1985，1986；Learned等，1969）。

总经理能力是最先被发现用来解释企业之间持续绩效差异的独特竞争力之一。总经理是企业中接受多个部门经理汇报的人，一般来说，总经理对企业盈亏承担完全责任；如果他们不用承担盈亏责任，则很有可能负责成本中心的工作。不管是作为利润中心还是成本中心的负责人，总经理对于对企业战略的制定和实施都具有重大影响。

鉴于总经理对企业战略的影响，学者们通常认为，具有“高质量”总经理的企业能比具有“低质量”总经理的企业经营得更好。在这种情境下，遴选优秀的总经理成为了企业最重要的战略选择，而培养优秀的总经理则成为了商学院最重要的任务（Pierson，1959；Gordon和Howell，1959）。

将总经理视为独特竞争力并予以重视，不仅在战略管理领域表现得非常突出，在其他相邻领域亦是如此。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对商业史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个别的商人和企业上。商业史研究者一般不愿意对个别的商人传记和企业发展史进行扩展，用以讨论会引起不同企业组织形式的经济趋势，更不会讨论不同组织形式的效率特征。商业史和战略管理一样，对企业的成长和成功的解释仅有这些企业的创立者和管理者的个人传记而已（Chandler，1984）。

毫无疑问，总经理对企业的绩效的确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专注于领导者个人技能和对企业绩效影响的传统领导力研究还将继续下去，在这之中，有些优秀的研究将总经理看作变革的推动者，强调“变革型领导”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Tichy和Devanna，1986）。大多数观察者都能指出那些对提高自己企业绩效发挥了积极作用的总经理，包括克莱斯勒的Lee laccoca、通用电气的Jack Welch、IBM的Lou Gerstner（Labich和Ballen，1988）。那些讲述促使这些人成为企业领导者的个人特性的书籍、论文和研讨会（如Bennis，1989；Covey，1989）依旧备受欢迎，证明了将领导者特别是总经理作为企业绩效最重要的决定因素的观念仍然盛行。

然而，这种用总经理来解释企业之间持续绩效差异的方法存在很大缺陷。尽管可以认为总经理是企业绩效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成为一个“高质量”的总经理所需要的品质和特征却是模糊和难以界定的。实际上，“好的”总经理的品质和“好的”领导者的品质一样模糊不清（Yukl，1989）。在实例中，风格迥异的总经理可以同样高效。例如，皇冠封装公司的前总裁John Connelly对企业的每件事
 都亲力亲为（Hamermesh和Rosenbloom，1989），而其他成功的总裁们选择将企业的日常管理分配给下属去办理（Stodgill，1974），这两种总经理风格都可以非常有效。

总经理可能是企业的一种重要的独特竞争力，但却不是唯一的竞争力。仅仅强调总经理对绩效领先的解释作用，可能忽略了一系列对企业绩效至关重要的企业本身的特征。例如，现实中可能存在着这样的情形，即企业拥有非常优秀的总经理，却缺乏使企业获得优势的其他资源；或者相反，企业没有拥有特殊管理才能的管理者，却拥有使企业获得优势的其他资源。最后，企业的总经理和棒球经理很相似，当企业运行良好时，他们会得到过多赞誉；而企业运行很糟糕时，他们会受到过多指责。

在最早认识到总经理能力只是企业拥有的独特竞争力之一的学者中，社会学家Phillip Selznick在他的《行政领导》（Selznick，1957）一书中解释了被称为“制度领导”（institutional leadership）和独特竞争力之间的关系。根据Selznick的研究，组织中的制度领导不仅要行使传统的总经理的决策和管理职能，他们更多的是要设计和定义组织的目标和使命（Selznick，1957）。用现代的术语来说，制度领导要为企业设立一个使其成员能够围绕它团结的愿景（Collins和Porras，1997；Finkelstein和Hambrick，1996），还要为企业设置一个能够反映其目标和愿景的组织结构。Selznick认为，通过设立这样的组织，制度领导就能够将注意力集中于保护企业的独特价值和特征——企业的独特愿景——使其免受内外部的威胁。这种组织愿景和组织结构共同形成了组织的独特竞争力，这些就是使某些组织比它的竞争对手做得更好的事。Selznick没有继续详细分析制度领导作为独特竞争力的竞争和经营意义，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具有独特竞争力的企业具有使其获得绩效优势的力量，相比仅仅作为决策者和管理者，领导者成为愿景规划者和制度建设者将是形成这种绩效优势的一个重要原因（Selznick，1957）。

Selznick对于独特竞争力的分析有令人称道之处，但它同样存在一定的缺陷。最重要的一点是，他的分析只关注高级经理人（他认为的制度领导），将他们作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最终原因，而且攻击领导人创造独特竞争力的手段只有一种（对组织愿景的设立）。尽管这些是造成企业之间绩效差异的可能原因，但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5.1.2　李嘉图经济学理论

以上研究者将总经理和制度领导作为企业绩效差异的原因，不同于他们对高层管理者的完全关注，李嘉图经济学理论作为影响资源基础观发展的另一大理论，几乎没有考虑管理者的因素。David Ricardo（大卫·李嘉图）感兴趣的是“原始的、不可扩增并无法毁弃的自然禀赋”（Ricardo，1817），他的很多早期研究关注的是拥有土地的经济效果。

不同于其他生产要素，土地的总供给是相对固定的，并且不能随着需求和价格的提高而大幅度提升。这样的供给量固定且不对价格变化做出反应的生产要素是完全缺乏弹性的。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拥有高质量的且缺乏供给弹性的生产要
 素的生产者就可能获得经济租金（economic rent）。经济租金是向要素所有者提供的、超过使得该要素能进入生产领域所需的最低费用的那部分支付（Hirshleifer，1980）。

图5.1概括了Ricardo将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看法。假设有很多块适合种植小麦的土地，还假设这些土地的肥力有高有低（高肥力意味着生产成本低，低肥力意味着生产成本高）。市场中小麦的长期供给曲线如下：价格较低时，只有最肥沃的土地会被耕种；随着价格升高，除了最肥沃的土地，肥力较低的土地也会被用于耕种；到了价格更高时，肥力更低的土地也会被开垦。由这一分析推导出的简单市场供给曲线见图5.1，在给定市场的需求下，P*是由市场决定的小麦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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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李嘉图租金及不同肥力土地的经济效果

现在考虑两种企业面临的状况，这两个企业都遵循利润最大化的逻辑，即产量q根据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原则来确定。然而，这个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对于拥有较低肥力土地的企业来说，就是经济利润为0（见图5.1B）；拥有较高肥力土地的企业则通过使平均总成本低于市场决定价格来获得经济租金（见图5.1C）。

在传统的经济学分析中，企业通过拥有更高肥力的土地来获得经济租金的行为将促使其他企业也进入市场，它们同样需要获得一些土地开始种植小麦。然而，所有能够在市场决定价格P＊水平上产生非负的经济租金的所有土地已经被投入到生产中了，即已经没有高肥力的土地了，而（假设）肥沃的土地也不能被创造出来。这就是土地的供给刚性。因此，具有高肥力的土地和低生产成本的企业就能比其他有低肥力土地的企业产生更高的绩效，并且由于肥沃土地是具有供给刚性的，这种绩效差异将一直持续下去。

当然，至少有两种情况会破坏这种绩效优势。第一，市场需求可能减少，需求曲线向左移动，这就迫使拥有低肥力土地的企业停止生产，但同样也会减少拥有高肥力土地企业的经济租金。如果需求减少幅度太大，所有的经济租金都会消失。第二，拥有低肥力土地的企业可能发现了某些成本较低的方法来提升土地的肥力，这样就削弱了拥有高肥力土地企业的绩效优势。例如，拥有低肥力土地的企业可能使用廉价的肥料来提高土地的肥力，并把生产成本降到与原先拥有高肥力土地的企业很相近的水平。这种廉价肥料的存在意味着，尽管土地的供给可能是固定的，但肥力却并非如此。如果有足够多的企业能够提升土地的肥力，那么
 最开始只有拥有高肥力土地的企业所获得的经济租金就会消失，市场中所有竞争的企业最终能够获得的经济租金则为0。

在过去，大多数经济学家都默认地假定了只有很少的生产要素具有供给刚性（Hirshleifer，1980）。大部分经济模型认为，如果某一要素的价格上升，将会有更多的这种要素被创造出来，使供给增加并保证要素供给者能够获得正常水平的经济租金。然而，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使用的很多资源都具有供给刚性，可能带来经济租金。尽管劳动力本身可能不具有供给刚性，高度熟练和具有创造力的劳动力则可能；尽管单个的经理人可能不具有供给刚性，能够在团队中高效工作的经理人则可能；尽管高层管理者可能不具有供给刚性，那些同时是制度领导（如Selznick和其他学者认为的）的高层管理者则可能。拥有（或控制）这些资源的企业可以通过对其加以利用来获得经济租金。

有一个Ricardo没有分析、但对于资源基础观来说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拥有高肥力土地的企业最终会如何？”或者更具体一点，“拥有高肥力土地的农场为了这块土地，愿意支付多少价格？”资源基础观认为，如果农民为得到更高肥力土地支付价格时已经预料到这块土地能够带来的经济租金，那么这些租金的价值将会在价格中反映出来。因此，尽管看上去拥有高肥力土地的农场比拥有低肥力土地的农场绩效更好，事实却并非如此。这一观点最初由Barney（1956a）提出，并得到了Dierickx和Cool（1989）的进一步充实，本文接下来将对此进行详细讨论。

5.1.3　彭罗斯经济学理论

1959年，Edith Penrose出版了一本名为《企业成长理论》的著作，她的目的是理解企业成长的过程和受到的限制。传统的经济学模型，使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假设和工具来分析企业的成长（Penrose，1959）。penrose认为，最重要的是，这些假设将企业化作了一系列简单生产函数模型。换句话说，传统的经济学模型假设，企业是简单地了解了市场供需的情况，根据这些情况展开生产，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Nelson和Winter，1982）。

从古至今，这种对企业进行抽象的概念在一些情境下都具有实用价值。然而，Penrose（1959）认为这种抽象在理解企业成长受到的限制时没有帮助。她指出，应该从以下两个角度来理解企业：第一，企业是一个连接和协调许多个体和团队活动的管理框架；第二，企业是一个生产资源的组合。管理者面临的任务就是通过企业内部形成的管理框架对企业所控制的生产资源束进行开发利用。根据Penrose的理论，企业的成长会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限制：1）生产性机会，这种机会可以被看作企业所控制的生产资源束的一个函数；2）用来协调这些生产资源的使用的管理框架。

在对企业内部进行审视并分析了企业成长的能力之外，Penrose还对后来资源基础观的形成做出了其他贡献。首先，她观察到，企业控制的生产资源组合在企业之间差异很大——也就是说，即使是同一行业中的企业，也可能存在本质的差异；其次，她为生产资源提供了一个非常宽泛的定义。传统的经济学家（包括
 Ricardo）只关注于一些可能具有供给刚性的资源（如土地），而Penrose则开始研究如管理者团队、高层管理团队及创业能力等；最后，Penrose还指出，在这样一个拓展了的生产资源领域之外，仍然存在某些导致企业差异的资源。因此，在Penrose将创业技能作为一种可能的生产资源进行分析时，她注意到，有些创业者比其他人更富有才华，有些更擅长筹集资金，有的更具有远大抱负，有的则更善于做出抉择。

5.1.4　反垄断的经济学意义

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经济学通常对由理论衍生出的社会政策及其影响感兴趣。经济学被用于引导社会政策的一个重要领域就是反垄断法。经济学认为，当市场出于完全竞争状态时，社会福利将实现最大化。基于这一结论，经济学家致力于描述行业不完全竞争的状态、这种不完全竞争状态对于社会福利的影响，以及可能的用于恢复竞争和恢复社会福利的解决方案（Scherer，1980）。

某个行业处于不完全竞争状态的一个明显表现是，整个行业被一个企业（寡头）或被少数几个联合起来的企业（垄断）所控制。在这两种情况下，根据传统的经济学分析，价格将高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价格，社会福利也因此要低于竞争程度更高的市场。

这种用于分析社会福利和反垄断的方法，后来发展成为“结构—行为—绩效”（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范式（Bain，1956）。SCP范式认为，企业所在的行业结构决定了企业能够参与的活动范围，即所谓的“行为”，并最终决定了企业的绩效。如果企业所在的行业结构与完全竞争的理想状态存在重大差别，那么它们的绩效将很可能是通过采取会严重损害社会福利的行为来实现的。更极端一点，这种企业绩效决定理论认为，任何企业持续绩效优势的实现都来自于不完全竞争企业所采取的不利于社会福利的行为。

为了解释为什么有些企业持续领先于其他企业，Porter（1979，1980）也采纳了SCP的观点，他认为寻求持续绩效优势的企业应该选择进入不完全竞争行业。在Porter的企业持续绩效优势理论中，行业的选择是企业最重要的战略决策。

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一小群从事反垄断研究的学者对SCP提出了质疑，进而讨论相关的反垄断法规，最早的学者之一便是Harold Demsetz. 1973年，Demsetz在《法律与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指出行业结构不是企业绩效的决定因素。他还进一步指出，企业获得的持续绩效优势不能被当企业参与反竞争活动的外在证据。事实上，Demsetz的著述预示了资源基础观的形成。他认为，有些企业之所以能够获得长期竞争优势，可能是因为它们足够幸运，也可能是它们比其他企业更懂得满足客户的需求。Demsetz（1973）说道：“绩效优势可以被归因于不确定性、运气、管理层的远见卓识等一系列因素的综合……尽管竞争者的模仿会侵蚀企业利润，但由于信息的获得成本高昂、技术的复制难度很大，企业仍可在一段时间中保持成长并享受高额的回报……”

更高超的能力确实也能被看作企业获得垄断力量的竞争基础。总之，在信
 息成本高昂且未来不确定的环境中，如果一个企业抓住机会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它就能免受竞争对手的攻击，因为后者往往忽视了这一机会，或缺乏迅速模仿的实力。

在讨论反垄断法规的过程中，Demsetz清晰地预见到了资源基础观的某些重要的内容。有趣的是，Demsetz将他的理论作为SCP反垄断理论的替代。由于Porter（1979，1980）在著作中将理论基础追溯到SCP范式，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Demsetz还预见到了资源基础观与Porter的理论之间的争论。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资源基础观并不是无中生有，它作为战略管理领域中用于解释企业持续绩效优势的一种理论，有其深远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根基。这些理论源流经过整合和修正，最终发展成为现在的资源基础观。

5.2　资源基础观的理论发展

5.2.1　早期对资源基础观做出贡献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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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略管理领域中，最早发表的能够被认为是资源基础理论的作品可能是Wernerfelt（1984）。有意思的是，Wernerfelt的观点决不是来源于以上讨论的四个理论传统中的任何一个；实际上，他的观点是经济学中常见的“二元推理”（dualistic reasoning）的一个范例。这种推理认为，通过从另一个互补的（或二元的）视角对概念和观点进行开发，原先从某一个视角提出的理论便得以重新阐述。例如，在微观经济学中，通过效用理论、显示性偏好理论或状态偏好理论都可得到决策理论；在金融学中，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或套利定价模型都可以用于估计一项投资的价值。Wernerfelt（1984）试图从企业为实施产品战略而培养或取得的资源入手，发展出竞争优势理论，以作为Porter（1980）的基于产品市场的竞争优势理论的互补理论。

这种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企业在产品市场中的策略组合反映了它所控制的资源的组合，因此企业在产品市场中的竞争也可以通过企业在资源市场中的竞争来理解。一般而言，每一个能够分析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的理论（如进入壁垒），都存在一个可以从不同企业之间资源竞争层面进行分析的互补理论（如模仿壁垒）。

Wernerfelt（1984）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是，他认识到，企业之间基于资源结构的资源竞争，这对企业实施产品市场战略并获得竞争优势具有重要作用。这样来看，Wernerfelt预见了资源基础观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的一些关键性内容。

和Wernerfelt（1984）同一年，Rumelt（1984）在一次战略管理会议的成果
 集上发表了关于资源基础观的第二篇论文。尽管这篇论文和Wernerfelt（1984）讨论的是相似的问题，但它们并没有相互引用。Wernerfelt（1984）关注的是开发一个从企业所控制的资源出发获得持续绩效差异的理论，而Rumelt描述了用于解释企业存在原因的战略理论，关注点是企业创造经济租金的能力。从更广义上说，这样的理论也会认为企业采取诸如层级制的治理结构（Williamson，1975，1985）——能够比其他治理结构（如市场机制）——更有效地创造和分配经济租金。不同于交易成本理论学者（Williamson，1975）将企业看作是最小化交易中机会主义威胁的有效结构，Rumelt（1984）关注的是企业创造和分配租金的特征。

将租金创造、交易成本和治理结构结合起来的思路，很久之后才在Conner和Prahalad（1996）、Grant（1996）、Liebeskind（1996）和Spender（1996）的作品中出现，他们主要是建立企业的资源基础理论或知识基础理论。这种思路预见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后者最终促成了企业绩效的资源基础理论和治理结构的交易成本理论的结合。具体来说，这两个理论都指出了交易专用性投资的重要性，并指出其作为自变量对其他因变量的解释作用。对资源基础理论学者而言，交易专用性投资或企业专用性投资可以被视作一种资源，它很可能创造经济租金的能力（Barney，2001）。对交易成本理论学者而言，交易专用性资产导致了机会主义问题，后者可以通过采取不同的治理结构来解决。Teece（1980）将这两种观点融合到了一起，他指出，对实施多元化战略的企业而言，企业之间的关系很可能成为经济利润的源泉，但这种关系也很难通过非层级结构进行治理。因此，Teece将资源基础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放在一起构成了企业多元化理论。

在Rumelt（1984）所发展的企业理论中，有很多后来都和资源基础观相关。例如，Rumelt将企业定义为一系列生产资源的集合，他认为，这些资源的经济价值随其应用的不同情境而发生改变。他还认为，这些资源的不稳定程度取决于它们所受到的“隔离机制”（isolating mechanism）保护的程度，甚至列出了一系列隔离机制，并讨论资源的何种属性能够促使它们不能被模仿。

战略管理领域中第三篇有关资源基础观的论文来自于Barney（1986a）。和Wernerfelt（1984）类似，Barney（1986a）也认为能够基于企业所控制的资源特性，发展出一个关于企业持续绩效优势的理论。然而，Barney（1986a）比Wernerfelt（1984）前进了一步，他认为这一理论和基于产品市场的企业竞争优势理论存在很大差别。

Barney（1986a）引入了战略要素市场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一个企业可以从中取得和培养为实施产品市场战略所需资源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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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指出，如果战略要素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那么用其实施产品市场战略带来的绩效就可以通过这种
 资源获取行为来预见。这就意味着，如果战略要素市场是完全竞争的，那么即使企业成功在产品市场中实施了使之不完全竞争的战略，这种战略也无法带来经济租金。换句话说，一个完全竞争的战略要素市场的存在，使得产品市场的不完全竞争理论无法推导出经济租金理论。这就和Porter的行业吸引力（Industry Attractiveness）理论的一个核心原则相悖，即企业的某些能力如果能够帮助其进入和参与到某个具有吸引力的产品市场，这些能力就会成为企业持续绩效的来源。更极端一点，Barney还认为战略要素市场总是处于完全竞争状态，这样企业就不可能获得经济租金。

当然，战略要素市场不会总是处于完全竞争中。Barney（1986a）指出了使这一市场处于不完全竞争状态的两种方法，以及在这两种方法中企业如何取得或培养实施产品市场战略所需的资源，并获得经济租金。首先，正如Demesetz（1973）所指出的，在不确定性面前，有的企业足够幸运。这就是说，在某一特定的战略要素市场中，如果所有参与竞争的企业都预期它们取得的资源将在产品市场中产生价值v，那么这些资源的价格将很快上升到v的水平；但如果这些资源能产生的实际价值是v+x，只要x为正，那么以价格v取得这些资源的企业将能够获得经济租金。其次，同样依据Demesetz（1973），可能有些企业对于其从战略要素市场上取得或培养的资源具有特别的洞察力。具有这种特殊洞察力的企业往往不会为某种资源多付钱（当该资源的市场价格远远高于它被用于实施产品市场战略的实际价值时），而且往往能够取得或培养某种价值被低估的资源（当该资源的市场定价低于它被用于实施产品市场战略的实际价值时）。通过避免犯错和抓住机遇，具有特别洞察力的企业便能够获得经济租金。Barney随后展示了其他战略市场不完全竞争的例子，指出它们实际上是上述两种不完全竞争的特例。

Barney（1986a）在论文的最后总结道，相比其他从外部渠道获得的资源，已经被企业所控制的资源更可能创造经济租金。这是因为企业已经控制的资源是从之前的战略要素市场上取得或培养而来，它的价格反映了其在那个市场中被预期的价值。然而，如果企业能够找到新的方法利用这一资源实施产品市场战略，这种新的资源利用方法就无法被之前的要素市场所预测，因而能够成为经济租金的来源。

Dierickx和Cool（1989）对Barney（1986a）的理论进行了扩展，他们讨论了已经被企业控制的资源能够产生经济租金的原因。他们还延续了Rumelt（1984）对隔离机制的讨论，指出符合时间压缩的非经济性、因果模糊性、资产的相互关联性，以及资产规模效率性等特征的资源将更不会受到战略要素市场的竞争影响。Dierickx和Cool（1989）指出的使企业资源免受战略要素市场竞争的诸多因素之后被Barney（1991a）进一步讨论和应用。

Wernerfelt（1984）、Rumelt（1984）和Barney（1986a）的三篇论文，以及Dierickx和Cool（1989）对Barney理论进行的拓展工作，刻画了资源基础观的基本框架。这些论文提供了将企业的资源作为分析单元发展出一套企业持续绩效优势理论的可能性。Barney（1986a）在这一方面走得最远，他认为，关于企业持续绩效优势的理论必须包括对企业取得和发展资源条件的讨论，而产品市场的
 不完全竞争并不足以解释租金问题。这三篇论文都指出了使企业保持长期绩效优势的资源必须具备的某些特征——如Rumelt（1984）的价值概念和“隔离机制”，以及Barney（1986a）所指出的已经被企业控制的资源比其他资源更能够为企业创造出经济租金。他们还指出，企业所拥有的独特的资源束使得企业能够获得和维持绩效优势。

这三篇论文有很多共同之处，但这并不代表它们没有重大的差异。实际上，其中一个反映在这些论文中的差异基本在接下来所有资源基础观的作品中都存在。Barney（1986a）关注的是企业取得或培养资源的过程，以及这些过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由于他的论文分析了在何种条件下这些资源被用于实施产品市场战略能够产生更大的价值，因此Barney（1986a）的理论更应该被认为是经济租金理论。而Wernerfelt（1984）和Rumelt（1984）并未分析企业取得或培养资源的条件，而是遵循Ricardo（1817）的做法，将企业之间资源的差异视作给定。在这个意义上，这两篇论文可以被看作竞争优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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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这三篇论文之后，有关资源基础观的研究或侧重于开发或检验经济租金理论，或侧重于开发或检验竞争优势理论。研究经济租金的论文包括Conner（1991）、Peteraf（1993）和Barney（1988）；研究竞争优势的论文包括Barney（1991a）、Grant（1991），以及Henderson和Cockburn（1994）。显然这两种理论工作对于开发一个关于企业持续绩效优势的资源基础理论都非常重要。然而，这两种传统之间还存在着一些没有被充分认识到的差异。

例如，在某些时候，企业能够既享有竞争优势，并获得经济租金。事实上，如果企业能够以无法被市场预期的方式从战略要素市场上取得或培养资源，并实施其独特的价值创造战略，则企业的竞争优势也能同时创造经济租金。

另一方面，又并非所有的企业能同时获得竞争优势地位和经济租金。例如，如果资源束呈现出离散的形式（如企业或技术），而且它们在某个战略要素市场上的数量有限，因此只有上述企业能够取得或培养这些资源，那么企业所实施的产品市场战略则可能成为竞争优势的来源。然而，如果这些战略要素同时是完全竞争的，那么企业为了取得或培养这些资源所支付的价格就完全反映了它们被用于实施产品市场战略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实施了特殊产品市场战略的少数企业就可能享有竞争优势，但无法获得经济租金，因为为取得或培养这些资源时的价格已经完全反映了它们被用于实施产品市场战略时的价值。

享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并不一定能获得经济租金，这一结论也和图5.1所表示的李嘉图租金分析相一致。假设行业中的市场决定价格（P*）低于行业中成本最低企业的平均总成本，在这种情况下，成本最低的企业享有了竞争优势——因为它实施了对其市场地位有价值的独特战略，这个战略的价值体现在企业能够在生产时比竞争对手付出更低的成本。然而，在给定的市场价格水平之下，这个企业却无法获得经济租金。如果只是漫不经心地阅读资源基础理论的相关内容，不对以经济租金为中心的资源基础理论和以竞争优势为中心的资源基础理论加以分
 辨，就容易造成混乱。

5.2.2　其他早期资源基础观的文献

以上Wernerfelt（1984）、Rumelt（1984）和Barney（1986a）的三篇论文为后来被称为资源基础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还存在其他对理论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文献。例如，Barney（1986b）为组织文化为何能称为持续竞争优势来源的问题，提供了一个资源自出理论的解释。Barney（1988）将Barney（1986a）的理论运用到企业兼并中，认为战略关联性本身并不足以使企业通过合并其他企业获得经济租金——战略关联性必须独特且隐秘、或独特且模仿成本高昂，由此才能使企业获得经济租金。Conner（1991）考察了资源基础观和其他微观经济学传统之间的关系，她还以Rumelt（1984）为基础，研究了资源基础理论对于企业的意义。Castanias和Helfat（1991）的研究显示了经济租金的创造和分配是如何将企业管理者和股东的利益联结起来，以及资源基础理论是如何帮助解决代理理论中的激励问题（Alchian和Demsetz，1972；Jensen和Meckling，1976）。Barney（1991a）通过阐述了资源基础理论的基本假设，以及如何利用这些假设发展出关于企业资源和竞争优势之间关系的可检验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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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melt（1991）的实证研究显示了企业层面的因素比企业或行业层面的因素更能解释企业绩效的差异，这一结论和资源基础理论相一致，而与之前的任务行业层面因素比企业层面因素对企业绩效产生更大影响的观点相悖（Schmalensee，1985；Wernerfelt和Montgomery，1986）。Hansen和Wernerfelt（1989）发表的论文，显示了企业组织文化的特征比其所在行业的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更大——这一结论也和资源基础理论相一致。Peteraf（1993）把资源基础理论完全植根于微观经济学之中，Mahoney（1993）则发表了一篇比较资源基础理论和其他竞争优势理论的论文。Grant（1996）在研究其他问题的同时也探讨了资源基础理论的管理意义。

以上所有论文及其他很多文献，共同成为了资源基础理论的基础。本文接下来将对理论的假设、论断和预测进行阐述。

5.2.3　其他与资源基础观并行的研究

伴随资源基础理论的发展，其他研究领域的学者也发展了和资源基础理论有很多相似之处的竞争优势理论，但它们和上述的这些文献并没有什么关联。其中两个最重要的并行研究是无形资产（invisible assets）理论（Itami，1987）和企业多元化（corporate diversification）竞争力研究（如Prahalad和Bettis，1986；Prahalad和Hamel，1990）。


积聚和管理无性资产
 　正如Itami（1987:12）所言，无形资产是指那些基于
 信息的资源，如技术、客户信任、品牌形象、销售渠道控制、企业文化和管理技能等。对于Itami来说，实物（有形）资产是企业日常运行所必需的，而无形资产是企业获得竞争成功所必需的。无形资产是企业竞争力和应变能力的真正来源，因为它们的积聚非常困难，并且要花很长时间；但它们可以同时被用于很多地方，既可以算作企业的投入，也是企业的产出。人们既是无形资产的积聚者，也是生产者。

Itami把信息分为环境的、企业的和内部的三类。环境信息从环境流向企业，产生与环境有关的无形资产，如生产技能和客户信息；企业信息包括企业声誉、品牌形象、企业形象、营销诀窍，从企业流向环境；内部信息包括企业文化、员工士气和管理能力，在企业内部产生和终止。在每一类中，信息聚集的数量、信息的性质和聚集的渠道，也属于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可以通过直接手段积聚，企业可以采取直接行动如选择某种技术进行研发；也可以通过间接手段积聚，就像日常运营的副产品一样被积累起来。根据Itami（1987）的观点，在日常运营中通过间接手段积聚和维持的无形资产比直接手段耗时更多，但这个过程得到的无形资产更加可靠。例如，口口相传的赞誉比电视广告宣传更能说服潜在消费者购买企业的产品。但这也并不是说直接手段就应该被废除，而是需要在这两种方法间保持平衡。

鉴于无形和有形两种资产的作用，企业应该选择在本企业专业范围内并能发挥其技能的项目（Itami，1987:159）。然而，打算继续成长的企业必须要偏离这种理想的状态，才能积聚新的无形资产。选择积聚新的无形资产的企业需要认识到，它在新的市场中往往不能像在原先的市场中一样展开有效的竞争。但对于需要继续开发新的无形资产并实现成长和繁荣的企业来说，这种竞争力的暂时损失是必要的。


企业多元化竞争力研究
 　说起企业多元化竞争力研究，Teece（1980）是最早将资源基础理论应用于企业多元化问题研究的学者之一。和Teece基本同时进行此项工作的，还有Prahalad和他的同事们（Prahalad和Bettis，1986；Prahalad和Hamel，1990），他们也对企业多元化进行了研究。尽管他们的理论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发展过程中从未被贴上“资源基础观”的标签，但却和资源基础理论有着大量的共同之处。大多数早期的企业战略研究强调的是，多元化企业在开展多元业务时不同部门分享有形资产的重要性（如Rumelt，1974；Montgomery，1979），Prahalad则开始强调多元化过程中多部门分享无形资产的重要性，以及这种分享对价值创造的作用。

在Prahalad和Bettis（1986:491）的研究中，这些共享的无形资产被称为企业主导逻辑（Dominant Logic）。他们将企业主导逻辑定义为“企业的思维模式、世界观或某种理念，也是企业实现目标和进行决策的管理工具。”很显然，主导逻辑作为企业多元化的一种经济学标准，强调的是无形资产甚至是观念性资产作为多元化基础的意义。当然，这种多元化基础的一个优势是，与有形资产相比，竞争对手很难对这种无形资产进行模仿。

在Prahalad和Hamel（1990）这篇有影响力的论文中，他们进一步扩展了主导逻辑的概念，并提出了“核心竞争力”（Core Competence）的概念。Prahalad
 和Hamel（1990:82）将核心竞争力定义为“组织的集体认知，特别是对多种生产技能协调和对多元技术整合的认知”。Prahalad和他的合作者再一次强调了选择和实施企业战略、获得竞争优势时无形资产扮演的基础角色。

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中，Parahalad的研究和资源基础理论没有联系，但它们的共同之处是都强调了无形资产的经济价值。事实上，基于Prahalad、Bettis和Hamel的早期贡献，很多学者后来对企业主导逻辑（Grant，1988）和核心竞争力理论进行了拓展和实证检验，结果都和资源基础理论相一致（如Wernerfelt和Montgomery，1988；Robins和Wiersema，1995）。正如下面所要讨论的，基于资源的企业多元化研究，实际上正是对资源基础理论进行实证检验的最流行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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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3　资源基础理论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包括整个90年代，随着在各种期刊上大量论文的发表，资源基础理论逐渐发展起来。接下来，将要阐述该理论的关键定义、假设、论断和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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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3.1　定义

由于资源基础观也是一个理论，因此很有必要从一开始对它的关键术语进行定义。首先是对“资源”的定义，它在其他地方也被定义过（如Wernerfelt，1984；Rumelt，1984；Barney，1991b、2001a），常见的定义如下：


资源是企业用以制定和实施战略的有形和无形资产。


如前所述，企业从战略要素市场上取得和培养资源，这些市场可能是不完全竞争的。

这里对资源的定义与被Nelson和Winter（1982）首次提出的“惯例”（Routine）概念有密切联系。Nelson和Winter（1982:14）认为，组织惯例是“企业所有惯用的和可预测的行为模式。它们代表了有机体的持续性特征，决定了可能的行为……它们可以被继承……可以被选择”。事实上，这种强调企业无形资产对企业行为或战略的决定性作用，可以使学者们知道，资源基础理论和企业演化理论之间是有重要联系的（Barney，2001b）。

这些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经济及战略价值也会发生变化。一般来说，如果被企业用以开发和实施战略的资源能够使企业比不使用资源时，更能降低净成本或提高净收益，那么这些资源就被认为是有价值的。资源的价值还取决于它们帮
 助企业制定和实施与所在市场相适应的战略的能力。

请注意，不论是长期还是短期，拥有有价值的资源也不能使企业总是获得绩效优势。例如，如果企业的竞争对手也使用相同的资源制定或实施了相同的战略，即使企业还是能实现比不使用资源时更低的净成本或更高的净收益，这种资源也不能带来绩效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说，抛开运气的因素，拥有有价值的资源只是企业获得绩效优势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当然，资源的形态只是程度问题。更具有形性的资源包括但不局限于：企业的财务资本（如股权资本、债务资本、留存收益、融资潜力）和实物资本（如企业的机器和厂房）；更具无形性的资源包括但不局限于：企业的人力资本（如管理者和员工的培训、经验、判断力、智力、人际关系和洞察力）和组织资本（如与企业相关的个体属性集合，包括企业文化、正式的报告结构和市场声誉等）。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很多学者尝试对这些有形和无形资产进行归纳，并指出它们对企业竞争力的不同影响。例如，Wernerfelt（1984）和Barney（1991a）只把这些资产命名为“资源”，而没有对它们进一步细分。Prahalad和Hamel（1990）发展出了“核心竞争力”的概念，并在Selznick（1957）和其他研究的基础上，将“竞争力”加入到资源基础理论的研究中。Stalk、Evans和Shulman（1992）认为“竞争力”（Competence）和“能力”（Capabilities）之间存在着差异，因此“能力”这一术语也备受争议。Teece、Pisano和Shuen（1997）强调了企业能否开发新能力的问题，也就是他们所谓的“动态能力”（Dynamic Capabilities）。最近，还有很多学者认为知识是一个企业所拥有的重要资源，因此发展出了解释企业持续绩效的“知识基础理论”（Knowledge Based Theory）（见Grant，1996；Liebeskind，1996；Spender，1996）。

一般而言，“资源”、“竞争力”、“能力”、“动态能力”和“知识”这些术语是可以被相互区别的。例如，Hill和Jones（1992），以及Hitt、Ireland和Hoskisson（1999）在书中对资源和能力进行了区分，认为资源是企业的“基础的”财务、实物、个人及组织资本等企业属性，而能力是使企业能够利用这些资源来实施战略的企业属性。Teece等（1997）提出的动态能力概念更侧重于企业的学习和演化能力（Lei、Hitt和Bettis，1996）。通常，竞争力的概念主要被应用于企业多元化战略的情境中。与其他术语相比，知识比较特殊——尽管它一样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尽管这些术语的差别能够被区分出来，而且有助于理解企业所拥有的资源，但这样做也有一个负面影响：即那些采用了新方法来描述企业资源的作者通常会认为自己开发了一个解释企业持续绩效优势的“新”理论。因此，战略管理领域现在出现了“基于资源的绩效优势理论”、“企业绩效优势的能力理论”、“绩效优势的竞争力理论”和“基于知识的绩效优势理论”。

尽管这些“理论”在刻画企业特性方面存在着细微的差别，但它们还是基于共同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它们关注的作为关键变量的企业特性是相似的，界定的企业实现持续绩效优势的条件也是相同的，最后推导出的可检验论断也是可以互换的。这种在同一个理论框架之下的名称之争，正是学术界小题大做传统的一个
 极端例子——“茶壶里的沸水：雷声大、雨点小”
[8]

 。

至于这个框架究竟该叫什么名称其实并不重要，本文采用的是Wernerfelt（1984）的定义。当然，即使讨论的中心变成了“能力观”、“动态能力观”、“竞争力观”或“知识基础观”，本文的内容也不会改变。虽然我们应该拓展对影响企业绩效的不同企业特性的理解，但是把每个这种理解都贴上“新理论”的标签是无益的。

以上关于资源的定义中，还有术语需要被进一步阐述。如“战略”被多篇论文进行过多次定义（见Barney，1986c）。本文对“战略”的定义参考Druker（1994）：


战略是一套研究企业如何在其所处市场中获得绩效优势的理论。


战略的这个定义有很多吸引人之处（Barney，2001a）。例如，这个定义包含有“随机生成的”和“深思熟虑的”战略（Mintzberg，1990），既能被用于企业经营层面，又能被用于企业合作层面，它引入了企业绩效，而且认为在战略得以真正实施之前，它只是企业对所处市场中的经济进程，以及如何利用这种进程获得持续绩效优势的一种“预测”。在这种情况下，“研究企业如何在其所处市场中获得绩效优势的理论”并没有对市场的运行做出明确的预测。

在定义了战略这个术语之后，又有新的术语需要被定义。特别是“绩效优势”需要认真被定义。如前所述，资源基础理论可以用来理解企业经济租金和竞争优势的来源。“经济租金”是企业利用取得或培养的资源创造出的超出资源所有者预期的那部分价值；“竞争优势”则是企业实施了没有被竞争对手实施的价值创造战略所实现的状态。

这些对企业绩效的刻画同样既可以是暂时的，也可以是持续的。当资源所有者考虑将企业创造的超过预期的那部分价值考虑进来之后，经济租金就是暂时的；当企业能够利用资源一直创造超过预期的价值，这时经济租金就是持续的。同样，当竞争对手模仿了企业的战略时，竞争优势就是暂时的；当竞争对手无法模仿某个企业的优势时，竞争优势就是持续的。

综上，这些概念——资源、战略要素市场、绩效优势、暂时或持续的经济租金——全都是资源基础理论最基本的概念。

5.3.2　假设

和所有的理论一样，资源基础理论也有一些假设条件。有些和其他企业持续绩效优势理论相一致的假设，这里就不再特别强调。例如，资源基础理论也采纳了企业追求例如最大化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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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管理者具有有限理性的假设。在这些基本假设之上，资源基础理论还做了另外两个假设，将其和其他战略管理理论区分开。关于资源异质性和资源不可流动性的假设（Barney，1991a），如下：



资源异质性：参与竞争的企业可能拥有不同的资源束。



资源不可流动性：这些资源的差异可能持续存在。


需要注意的是，关于资源异质性和资源不可流动性的这两个假设是可能存在的。这两个假设不是说，所有的企业在任何时候都有独特的战略内容，而是说某些企业在某些时候可能拥有能够使其比竞争对手更有效的开发和实施战略的资源，并且这种资源的差异可能会一直存在。

异质性的概念包括企业资源的两方面特性：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Barney，1991a）。当企业的资源供不应求时，它就具有稀缺性；当企业使用其他资源制定和实施同样的战略时，无法实现使用某种资源时达到的效率和效果，这种资源就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可流动性的概念是说，某些资源在某些时候可能存在供给刚性，也就意味着，即使这种资源供不应求，也不会有更多资源被投向市场。企业的资源可能在稀缺性、不可替代性和供给刚性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5.3.3　命题

在定义和假设的基础上，资源基础理论发展出了一系列命题。在被提出的众多命题中，有四个命题对资源基础理论非常重要（Peteraf，1993）。接下来，我们将逐一讨论每个命题：


要素市场竞争和临时租金
 　命题1强调的是，企业取得或发展某种资源的要素市场竞争程度和这种要素创造至少是临时的经济租金之间的关系。


命题1：从不完全竞争的战略要素市场取得或培养有价值资源的企业，通过使用这些资源来开发和实施战略至少能够获得临时的经济租金。


正如Barney（1986a）所说，当战略要素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取得或培养资源的成本就等于企业利用该资源制定或实施战略获得的价值。既然存在这样的等值关系，那么这种资源就不能创造经济租金。然而，只要战略要素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企业就可以通过取得或培养资源来实施战略从而获得租金。但这个租金只是暂时的，因为市场对于企业绩效的预期也会很快被调整。只要有企业能够取得或培养资源去实施同样的战略，那些本来未预期到的价值就能被预期到。


资源异质性和临时竞争优势
 　命题2强调的是企业资源异质性和临时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


命题2：控制着有价值的、稀缺的和不可替代的资源的企业，通过利用这些资源来开发和实施战略至少能够获得临时的竞争优势。


这一命题是对前面说到的李嘉图经济理论的直接应用。


资源异质性、不可流动性和持续竞争优势
 　命题3是对命题2在时间上的延伸：


命题3：控制着有价值的、稀缺的、不可替代的，以及具有供给刚性的资源的企业，通过利用这些资源来开发和实施战略，能够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


当能够带来临时竞争优势的资源（如稀缺的和不可替代的资源）同时还具有供给刚性，它们就能够产生无法被模仿的绩效优势，因为企业想要取得或培养同
 样有效的资源，将付出高昂的代价。


战略要素市场和持续经济租金
 　一般来说，企业对用以开发和实施企业战略的资源的价值预期会不断调整，使之调整到与之前未被预期到的价值水平相符。然而，如果企业能够不断利用未被预期到价的资源去创造新的价值，企业就能在现有绩效水平上持续地创造经济租金。


命题4：如果企业能够不断利用有价值的资源以其他企业未预见到的方式去开发和实施战略，那么它就能够获得持续的经济租金。


5.3.4　命题的参数化

上述四个命题的含义非常丰富。然而，实证检验要求其中的概念和关系能够被参数化。下面将具体讨论每个命题如何被参数化。


战略要素市场竞争程度的参数化
 　Barney（1986a）认为，战略要素市场在两种情况下是不完全竞争的：1）市场对未来用以制定和实施产品市场战略的资源的预期，普遍低于这些资源在实际开发和实施战略时的价值；2）某些企业比其他企业对这些资源未来价值的预期更加准确。

要使战略要素市场出现第一种形式的不完全竞争状态，则必须要有影响资源未来实际价值的重大不确定因素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战略要素市场中的不确定性水平也可以作为市场不完全竞争程度的指示。

要使战略要素市场出现第一种形式的不完全竞争状态，则不同企业多资源的未来价值必须要有不同的预期。Barney（1991a）和Dierickx、Cool（1989）认为，对资源未来价值的不同预期反映了企业已经控制的其他资源。例如，并购作为企业用以制定和实施多元化战略的一种资源，它的机制取决于企业已经拥有的资源和它们与企业将要取得的资源之间的关系（Barney，1988）。

由于战略要素市场中的预期差异来源于既定的企业资源分布差异，对战略要素市场不完全竞争的参数化实际上是对企业资源异质性参数化的一个特例。后者是通过对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进行参数化实现的，本文稍后将讨论这一问题。


企业属性价值的参数化
 　并非所有的企业属性都具有战略性。实际上，无论是有形还是无形的企业属性，只要它们能够使企业有效率和有效益地制定和实施战略，并创造绩效优势，那么它们就具有战略性。不具有这一功能的企业属性就不能称其为有价值的资源。在这种情境下，什么时候企业属性会成为有价值的资源？什么时候不可以呢？

衡量企业属性战略价值有很多不同的方法。例如，如果企业的某种属性能够帮助它制定和实施降低净成本及提高净收益的战略，相比之下没有这种属性就无法实现这一效果，那么这种属性就可以被视为战略性资源。通过检验资源的使用对企业制定和实施净成本及净收益战略的影响，可以分辨出哪些企业是真正的战略性资源。

同样的，企业所处的市场结构、企业在市场中要取得绩效优势所采取的战略和企业用以制定和实施战略的资源种类都可以被描述。例如，在垄断竞争市场（Chamberlain，1933）中，产品差异化可以成为绩效优势的来源，企业开发新产
 品的创造和创新能力也会对企业制定和实施产品差异化战略的能力产生重大影响。由于产品差异化是垄断竞争市场中绩效优势的来源，并且新产品的创造和创新能力使得企业能够制定和实施产品产异化战略，所以企业的创造和创新能力可以被视作一种资源。

需要注意的是，新产品的创造和创新能力不会在所有的市场中都具有同样的价值。在一个产品差异化机会有限的市场中，帮助企业制定和实施成本领先战略的能力可能更适用。在这种情境下，相关的资源则包括企业的产量（发挥范围经济）、企业的累积产量（实现学习曲线经济效应）等。在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中，企业保持灵活性和快速调整战略的能力是有价值的企业属性（Kogut，1991；Trigeorgis，1995，1996）。

总之，企业属性在何种程度上帮助企业制定和实施战略并实现绩效优势，是不能离开企业所处的市场情境单独评判的。这些企业属性本身并无好坏之分、也无所谓有价值或没有价值，它们的价值完全体现在其帮助企业制定和实施战略并实现绩效优势的能力上。这些事实表明，资源基础理论对企业绩效优势的解释不能脱离于对企业所处的市场及其竞争程度的认识。尽管有人指出，企业竞争环境的机会及威胁模型和资源基础理论中的组织优势劣势模型完全不同，但这并不代表资源基础理论不需要对企业所处的用于资源制定和实施战略的市场环境进行分析。


稀缺性的参数化
 　供不应求的资源就具有稀缺性。一个对资源稀缺性参数化的简单方法就是数数。当一种资源只被一个竞争企业所拥有，它就是稀缺的。更一般地说，只要市场中占有资源的企业数量少于实现完全竞争状态的企业数量，这种资源就是稀缺的。


不可替代性的参数化
 　如果只有某些资源能够被企业用于制定和实施战略，它们就是不可替代的。如果在资源和战略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关系，那么这种战略也是不可替代的。

这种不可替代性的参数化的一一对应方法会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第一，企业用于制定和实施某种战略的可能不是单一的资源，而是一组资源束。区分资源束，分析它们对企业制定和实施战略的独特作用，可能会使参数化工作更加细化。第二，不同的企业可能使用不同资源来制定和实施相同的战略。在这种情境下，对不可替代性进行参数化的任务就是对这些资源进行区分，依据它们对战略的作用区分单个资源或资源组合。这些资源互相之间至少能够部分替代。如果拥有这些替代资源的企业很多，那么与这些资源相关的战略也不是稀缺的，它们就不能成为竞争优势的来源。相反，如果拥有这些替代资源的企业数量很少，那么它们仍然可以产生竞争优势。


供给刚性参数化
 　很多学者都提出了对供给刚性概念的参数化。例如，Dierickx和Cool（1989）指出，具有供给刚性的资源具有时间压缩的非经济性、因果模糊性、资产的相互关联性、资产规模效率性，以及资产侵蚀性等特征。Barney（1991a）指出，路径依赖、因果模糊性和社会复杂性都会导致供给刚性。Itami（1987）则认为无形资产具有供给刚性。

尽管这些研究提供的供给刚性参数化方法在细节上存在差异，但它们也有共
 同的地方。显然，资源基础理论认为，需要经历很长时间培养或取得的资源、与大量个人和技术相关的资源、基于企业内部，以及企业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这种天然的无形关系产生的资源，都比没有这些特性的资源更具有供给刚性。Barney（2001a）在对成本领先、产品产异化、纵向一体化、企业多元化和其他战略创造持续绩效优势的研究中，应用了这些概念。

5.3.5　导出可检验的假设

基于以上对资源基础理论中变量的参数化，我们可以发展出一系列可检验的假设。下面是这些假设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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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假设1：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取得或培养的有价值资源的企业能够创造临时的经济租金。

假设2：如果企业取得或培养有价值的资源的方法与利用它们已经控制的稀缺的和不可替代的资源的方法一致，那么企业就能够获得临时的经济租金。

假设3：利用有价值的、稀缺的和不可替代的资源制定和实施战略的企业能够创造临时的经济租金。

假设4：利用有价值的、稀缺的和不可替代的资源制定和实施战略，且这些资源同时具有路径依赖性、因果模糊性或社会复杂性特征，那么企业就能获得持续的经济租金。

假设5：在持续的不确定环境中连续取得或培养有价值的资源的企业能够获得持续的经济租金。

假设6：如果企业持续地取得或培养有价值的资源，且使用的方法与利用它们已经控制的稀缺的和不可替代的资源的方法一致，同时这些资源还具有路径依赖性、因果模糊性或社会复杂性特征，那么企业就能获得持续的经济租金。

5.4　资源基础理论的实证检验

以上和其他的假设都已经在战略管理领域和其他领域得到了验证。表5.1根据学科和主要研究主题列出了部分研究。接下来的几个部分将会对每个领域中的主要趋势和发现进行简要介绍。

5.4.1　战略管理研究

不足为奇的是，资源基础理论大多数的实证研究都是由战略管理领域的学者完成的。他们检验了由理论得出的几条重要论断，包括：1）企业因素比行业因素在决定企业绩效方面更重要；2）有价值的、稀缺的和难以模仿的资源应该比其他资源对企业绩效的正向作用更明显；3）利用有价值的、稀缺的和难以模仿
 的资源的企业合作战略（包括兼并、收购和多元化）比利用其他资源能产生更高的回报；4）利用有价值的、稀缺的和难以模仿的资源的国际化战略比利用其他资源能产生更高的回报；5）利用有价值的、稀缺的和难以模仿的资源的战略联盟比利用其他资源能产生更高的回报；6）战略管理理论不能得出某种“致富秘诀”。


影响企业绩效的行业因素和企业因素
 　这方面最早的工作是由Schmalansee（1985）、Wernerfelt，以及Montgomery（1988）进行的，他们在比较对企业绩效影响的行业因素和企业因素时得出的结论和资源基础理论不一致，他们认为行业因素比企业因素更重要。但Rumelt在1991年发表了一篇论文驳斥了这一观点。Rumelt（1991）认为，之前这方面的研究采用了错误的方法或使用了不充分的数据。把这些问题解决之后，Rumelt的结论就和资源基础理论的推论相符了。其他作者的研究印证了Rumelt的结论（如Brush和Bromiley，1997；McGahan和Porter，1997；Mauri和Michaels，1998），但其中也有对Rumelt结论的批评，主要是在他定义的“小企业效应”方面（Brush和Bromiley，1997）。所有这些研究都认为，企业因素比行业因素在决定企业绩效方面有更大影响，尽管这些影响随行业的变化会有所不同。


资源和企业绩效
 　战略管理领域中存在大量对资源基础理论的实证研究，它们都集中于界定由理论所预示的对企业绩效有重要影响的资源，并检验这种预想的绩效是否存在。学者们检验了各种资源类型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包括企业的历史（如Collis，1991；Barnett、Greve和Park，1994；Rao，1994）、员工的技能（如Hall，1992、1993；Glunk和Wilderom，1998）、企业整合能力（如Henderson和Cockburn，1994）、企业创新（如Bates和Flynn，1995；McGrath等，1996）、企业文化（Moingeon等，1998），以及企业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如McEvily和Zaheer，1999；Baum and Berta，1999），等等。用于检验资源对企业绩效的方法有很多，如大样本调查、小样本调查、案例分析和仿真。总之，这些研究的结论都与资源基础理论的推论相符。

不过，有一些研究的结论和资源基础理论的推论不一致。例如，Poppo和Zenger（1995）对纵向一体化的分析结论更符合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而非资源基础理论。同样地，Sherer、Rogovsky和Wright（1998）认为薪酬政策确实会影响企业员工的合作，但环境因素对合作的决定作用更大。上述和其他类似研究的结论表明，不同资源在何种条件下有价值与否，需要对资源基础理论进一步发展（Prime和Butler，2001）。


资源和企业合作战略
 　也有研究对资源对于企业合作战略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其中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基于标准产业分类法（SIC-code）对战略关联性的测量必须与基于资源的测量相结合，才能更全面地把握多元化战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Robins和Wiersema，1995；Farjoun，1998）。此外，只有当多元化战略的基础（资源）是有价值的、稀缺的和难以模仿的时候，这一战略才能为企业创造绩效优势（Markides和Williamson，1996）。此外，有金融学学者认为当企业开始实施多元化战略时，企业的价值会折损（Lang和Stulz，1994），但资源基础理论研究发现这种折损并不存在，或当考虑到企业用以实施多元化战略的资源
 特性时，这种折损是符合股东利益的（Miller，2000）。其他关于兼并回报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如Coff，1999）。


国际化战略
 　资源基础理论关于国际化战略的研究是对前述多元化战略研究的一个自然延伸。然而，资源基础理论中的一些观点在国际化情境中会被特别强调。例如，这方面的研究显示，企业的资源反映了母国的特性，且这些国别差异将持续存在（如Karnoe，1995；Jarvenpaa和Leidner，1999）。研究还检验了不同治理结构在实现跨国范围经济中的作用，并认为用以实现这一效应的资源的默会性（Tacitness）是决定治理结构的一个重要因素。


资源与战略联盟
 　与资源基础理论对国际化研究密切相关的是研究战略联盟中资源的影响。特别地，这方面研究集中于企业如何通过战略联盟来利用既有的资源或培养新资源。这一研究将学习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进行了结合（如Shenkar和Li，1999；Dussauge、Garrette和Mitchell，2000）。


致富秘诀
 　最后，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从战略管理理论研究中不可能得出某种“致富秘诀”。“致富秘诀”是指能使任何企业都获得持续竞争优势和经济租金的诀窍。本文稍后将讨论这一点对管理实践的意义。然而，从表5.1列出的实证研究来看，战略管理理论无法推导出“致富秘诀”——这一结论来源于企业使用被人们广泛熟知的管理实践去维持竞争优势的困难性。这些实践包括企业再造（re-engineering）、学习曲线效应、培训项目结构、正式的长期结构和专利申请程序（Mansfield，1985；Schankerman，1998）。


表5.1　资源基础理论的实证检验

（带星号的论文结论有和资源基础理论存在不一致的地方）





	研究领域
	战略管理



	
具体主题

	
1．企业和行业因素的影响——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因素比行业因素对企业绩效有更大的影响。以下研究比较了企业因素和行业因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Schmalensee，1985*
	行业因素比组织因素更能够解释企业绩效的差异



	Wernerfelt和Montgomery，1988
	行业吸引力不具有普遍性，有吸引力的是企业的相对优势



	Hansen和Wernerfelt，1989
	通过用行业和企业因素对企业之间的利润率差异进行比较，发现这两个因素的解释作用都是显著的，而且企业因素对利润率差异的解释是行业因素的两倍



	Rumelt，1991
	企业因素比行业因素更能解释企业的绩效差异，而行业因素又比企业之间合作因素解释得更多



	Collis和Montgomery，1995
	企业所处的环境和它的资源同样会对利润率产生影响



	Swaminathan，1996
	对美国酿酒行业和阿根廷报纸企业的研究，发现逆境中创建的企业倒闭的比率更高；在存活的有一定年限的企业中，在逆境中创建的企业比非逆境创建的企业倒闭的比率更低



	Brush和Bromiley，1997
	企业因素比行业因素更能解释企业的绩效差异，而行业因素又比企业之间合作因素解释得更多



	Ingram和Baum，1997
	对美国连锁酒店的研究，发现：1）企业一开始可以从经验中受益，但长期下去会受害；2）专业化的企业比一般性的企业受到自己经验的伤害更大；3）企业可以从行业运营的经验中受益，这些经验可能是在企业进入市场前后积累的；4）某个行业的竞争经验只有在企业进入行业之后才会对它产生影响



	McGahan和Porter，1997
	研究了年限、行业、母公司及企业专有因素对美国具体产业分类的利润率的影响，结果显示行业、母公司和企业专有影响对利润率总方差的解释分别达到19%、4％和32%；行业因素对制造业的影响很小，但对酒店／娱乐业、服务业、批发／零售贸易和交通运输业的影响很大



	Mauri和Michaels，1998
	对69个行业中的264个单一业务企业进行了方差成分分析，发现企业因素比行业因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更大，但对核心战略如技术和营销等没有什么影响



	Marcus和Geffen，1998
	如政府和市场影响等社会力量会影响企业发掘人才、技术和理念，以及应用内部学习的能力。这些能力会极大地影响企业吸收和创造新的竞争能力



	Nickerson和Silverman，1998
	在出租卡车运输行业中，高赢利能力能够帮助企业缓解竞争压力，且这种作用受到企业战略定位的影响



	Sharma和Vredenburg，1998
	企业对环境不确定性做出的主动响应战略与企业独特的组织能力有关，后者会影响企业的竞争力



	Makadok，1998
	在货币市场互惠基金行业，尽管具有较低的进入壁垒和模仿壁垒，先动者和早期进入者仍然能够获得高度可持续的定价优势和中度可持续的市场份额优势



	Karagozoglu和Lindell，1998
	中小型技术企业的国际化动机会受到企业专有因素的影响，而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



	Deephouse，1999
	为了在竞争和合法性之间找到平衡，企业在满足合法性的范围内应尽量和其他竞争者保持差异，同时保持适度的战略相似性



	
具体主题

	
2．资源和能力的影响——资源基础观认为，有价值的、稀缺的和难以模仿的资源能够成为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这些研究考察了不同程度地拥有这些特性的各种资源和它们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




	Collis，1991
	企业专有的管理机制、核心竞争力和战略实施能力决定了企业在行业中的市场地位和国际化竞争力



	Hall，1992
	基于在英国的一项调查研究，管理者证实了无形资源（如专利、许可、声誉和员工技能）能够使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并创造能力差异



	Hall，1993
	最常被认为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来源的无形资源包括：1）企业声誉；2）产品声誉；3）员工技能；4）对质量标准的认知；5）管理变化的能力



	Barnett、Greve和Park，1994
	在伊利诺伊州的个体银行中，能在激烈的竞争条件下存活下来的银行，通常可以在当前的竞争环境中取得更高的绩效



	Rao，1994
	企业的声誉是一个随时间演化的社会构建产物。在美国汽车行业中，能够赢得“合法性竞赛”和能够在构建企业声誉方面占据先机的企业，可以提高它们的存活率



	Henderson和Cockburn，1994
	不同制药企业的研究生产力主要取决于研究策略、企业专有资源和项目专有资源，以及组织组织能力。此外，“正确的”资源束使得企业能够实施竞争对手无法实施的产品开发战略



	Pisano，1994
	在化学制药和生物制药企业中，不存在一个最佳策略（如边做边学或先学后做），绩效取决于企业专有的知识环境



	McGrath、MacMillan和Venkataraman，1995
	对16国40个组织中的160份新决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竞争力和竞争优势有两个重要的先决条件：致力于培养企业竞争能力的管理团队的理解力及其执行工作的灵活性；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一观点，即具有独特流程模式的企业能够实现持续的异质性



	Zander和Kogut，1995
	对制造能力的整合和交流的容易程度，不仅会影响到它转移的时间，而且影响新产品模仿的时间。模仿时间的决定因素有：生产流程的知识在所有竞争企业之中的普及程度和用以改善产品和制造流程的企业能力连续重组的程度



	Bates和Flynn，1995
	创新能力取决于累积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研究某种资源培养战略需要通过长时间的生产创新来完成



	Poppo和Zenger，1995*
	企业专有要素和内部管理活动绩效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关系，企业更愿意将需要广泛技能的活动进行外包。当能力的要求变得更加广泛时，企业外包比自行组织活动更能获益



	Miller和Shamsie，1996
	在几个主要的美国电影公司中，产权型的资源（如与明星和剧院签订的长期排他性合同）使它们在20世纪30到50年代的稳定环境中提高了绩效；而知识型资源（如生产、合作才能和预算）使它们在50年代后期的环境中提高了绩效



	Reed、Lemak和Montgomery，1996
	如果全面质量管理项目不关注企业专有的问题，而只强调环境状况，那么它们就不能给企业带来积极的回报，有可能还会产生亏损



	Maijoor和Wittcloostuijn，1996
	在荷兰审计行业，规模最大的企业和它们的合作伙伴之间对由人力资本产生的租金进行了分配。要维持租金的持续性，需要产品和要素市场都处于不完全竞争状态



	McGrath、Tsui、Venkataraman和MacMillan，1996
	要使创新活动产生租金，需要有一些先决条件：对因果的认知、创新熟练度、新竞争力的产生和流动，以及竞争优势的产生



	Dougherty和Hardy，1996
	如果新产品不能与企业资源、流程及战略相联系，它们就会阻碍大型成熟企业的创新，这主要是由于创新者权力的缺乏



	Haunschild和Miner，1997
	选择性组织间模仿有频率、属性和结果三种模式。研究结果发现，当投资银行做出使用哪种模式作为兼并的参考决定时，这三种模式是互相独立的；但结果突出是对模仿的反应



	Schoenecker和Cooper，1998
	技术与营销资源和早期进入相关。组织特性可以对早期进入做出预测，这些特性包括对目标市场的投入和企业规模



	Glunk和Wilderom，1998
	高层管理资本（如灵感、能力和交流沟通）和组织资本（外部导向、职业导向和员工导向，以及网络聚焦、财务管理聚焦和市场聚焦）是组织绩效的主要指标



	Maskell，1998
	在丹麦技术要求不高的家具制造行业中，企业为了获得无形的本地化的能力而聚合在一起，提高了它们的存活率与持续的竞争能力



	Ruiz-Navarro，1998
	对造船厂进行了案例研究，介绍了企业对辅助性能力的成功识别和取得，继而在军事和相关成熟行业中竞争



	Judge和Douglas，1998
	战略规划过程中的环境管理整合水平会影响到企业的财务和环境绩效；对环境问题的考虑可能会给企业带来积极的竞争优势



	Moingeon、Ramanantsoa、Metais和Orton，1998
	对一个体育用品企业进行了案例研究，发现企业拥有独特的项目管理技术、对户外运动知识和支持体育器材生产的企业文化



	Sherer、Rogovsky和Wright，1998*
	在一个出租车公司，小时工的雇用方式使公司能够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提供可靠的服务。年限长的组织雇用更多的员工，员工是质量的保证。个体司机在面对外部竞争时会相互合作，一旦他们的企业占据了市场，他们又会相互竞争。为了保证内部合作，这样的组织需要实行收益共享和成本共担机制



	Baum和Berta，1999
	在进行组织学习时，组织会选择市场地位高、社会关系相近和战略相似的，并且在本地区之外但在同一行业中的企业作为目标



	DeCarolis和Deeds，1999
	知识的创造、积累和应用可能是绩效优势的来源。企业位置、准备中的产品和企业被引用率是生物制药企业绩效的重要指标



	Greve，1999
	在广播行业中，企业的非本地分支机构存在着对企业的学习，这种学习不利于企业的绩效



	Hoopes和Postrel，1999
	软件企业中由于缺乏整合导致的共享知识缺口，将为其产品开发带来超额成本



	McEvily和Zaheer，1999
	企业在网络中的嵌入也是企业获得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来源



	Stevens和Bagby，1999
	商业活动所具有的经济责任和合同责任与大学传统的研究、教育和服务角色不符，因此在大学将知识产权转移到企业以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过程中可能存在冲突



	Lorenzoni和Lipparini，1999
	关系能力（和其他企业打交道的能力）加速了企业获取和转移知识的速度。在包装机械行业中，这一效应会影响企业的成长和创新。研究结果显示，管理者会有意设计和塑造关系网络（供应商关系），来提高整合企业内外知识的能力



	Maskell和Malmberg，1999
	企业之间的相似性在它们相互学习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知识的制度化有利于知识的创造



	Henderson，1999
	技术战略对企业生存年限有两个重要影响：1）在失败率方面，标准化战略造成的是“年轻的劣势”，产权化战略造成的是“年长的劣势”；2）销售额增长率随产权战略年限而增加，但风险也会同时增加。总之，多种年限依赖模式（patterns of age dependence）可能同时存在于一个群体中



	Brush和Artz，1999
	企业专用资源随情境的变化决定了兽医行业的绩效



	Gimeno，1999
	对航空业的研究显示，为了减轻竞争对手在自己中心市场插足带来的竞争压力，航空企业也会打入竞争对手的中心市场，以此来保证自己在市场中的主导地位



	Afuah，2000
	技术变化造成竞争对手的能力（供应商、客户和互补企业）老化，同时也降低了企业的绩效



	McGuire，2000
	具有高增长潜力的企业更多地采用管理层持股和长期股权激励的政策，而且在董事会中拥有更多的经理人



	Oktemgil、Greenley和Broderick，2000
	隔离机制作为企业管理层的独有特征，形成了竞争性模仿的壁垒，会产生竞争优势和绩效优势；同时，它也是个体企业层面存在的竞争壁垒的智力构成要素



	
具体主题

	
3．企业合作战略——这些研究考察了实施企业多元化战略（包括兼并和收购战略）中的资源和能力。资源基础理论认为，有形和无形的资源都对这些战略有重要作用，但只有那些有价值的、稀缺的、难以模仿的不可替代的资源才是企业在实施兼并、收购和多元化战略中维持竞争优势的来源




	Harrison、Hitt、Hoskisson和Ireland，1991
	收购方和目标企业之间资源的差异性是收购之后取得高绩效的原因



	Tallman，1991
	在汽车行业中，战略集团化是东道国结构化决策的重要原因。东道国企业的专有因素比母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技能更能解释企业绩效



	Harrison、Hall和Nargundkar，1993
	不同企业都强调研发一致性（财务资源分配的相似性）对企业绩效具有积极作用，但没有证据对多元化企业中的资本集中能够带来绩效优势这一论断提供支持



	Ingham和Thompson，1995
	服务行业中的多元化并不是一个随机过程（或是经理人个性的体现），它是由企业专有因素、产品专有因素和企业规模决定的



	Robins和Wiersema，1995
	用资源基础观理论对“资产组合相关性”进行了衡量，技能、能力等是造成大型多元化企业绩效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Markides和Williamson，1996
	相关多元化战略只有当它帮企业获得有价值的、稀缺的和难以模仿的战略资产时，才能提高企业绩效。为了保持这种超常利润，企业需要比竞争对手更快和更有效地培养这种新的战略资产。但企业也需要实现部门之间对这种竞争力的转移和共享



	Anand和Singh，1997
	论文基于资源基础理论，考察了国防领域实行多元化导向和巩固地位导向两种类型收购的绩效差异，这是个呈现明显下滑趋势的行业。结果显示，巩固地位导向的行动比多元化导向的绩效更好，而托宾q值和市场聚焦（与多元化相反）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衰落行业中的资产通过市场机制比通过企业内部机制分配更有效



	Birkinshaw、Hood和Jonsson，1998
	通过将资源和分支机构的创业文化相结合，跨国企业的分支机构能够创造企业专有优势。这个过程的实现源于分公司的自主权和较低的当地竞争程度



	Capron、Dussauge和Mitchell，1998
	在欧洲和北美企业的横向并购中，随着并购企业和目标企业之间控制各种资源的力量相对不平衡增大，对资源重新配置的力度也需要加强，这些资源包括研发、生产、营销、管理和财务



	Farjoun，1998
	基于技术和实物相关性的多维度定义，使得相关性可以更好地解释企业多元化和绩效之间的关系；技术和实物资产本身不会对财务绩效产生很大影响，但它们之间的交互能够对多数财务指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Capron，1999
	研究考察了并购后的资产剥离与资源配置对横向并购长期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当被剥离的资产和重置的资源原属于目标企业时，这可能会使并购面临重大风险，影响并购之后的绩效



	Chatterjee和Singh，1999
	企业一般首先强调如何在一个市场里以最合理的方式分配资源（类型决策），然而再考虑如何向这些市场扩张（模式决策）。在企业内部资本的支持下，这种权衡得以实现，权衡的结果是在充分利用类型决策之后考虑模式决策，但专属于类型决策或模式决策的资源不会受到这种权衡的影响



	Coff，1999
	在知识密集型行业中，寻找并购目标的企业通过如下方法应对与知识型资产相关的信息困境：1）开出较低的竞价；2）采用“或有支付”（Contingent Payment）；3）通过长期谈判和避免投标报价来增加信息



	Silverman，1999
	企业的技术资源（专利组合）会对其多元化决策产生极大影响，而且企业是根据其资源的可用性来确定多元化选择的优先次序的



	Gupta和Govindarajan，2000
	研究描述了：1）分公司的知识存量、激励倾向和渠道丰富程度对知识外流的积极作用；2）分公司的渠道丰富程度和吸收能力对知识流入的积极作用



	
具体主题

	
4．国际化战略——这些研究考察了资源在国际化情境下的作用，这是多元化战略研究在理论上的延伸；还考察了国别差异对企业能力的影响




	Kogut和Zander，1993
	研究对象是擅长转移难以理解和整合的知识的企业，结果显示，企业在向其全资子公司转移这些技术时所付出的成本比向第三方转移时更低，这种企业优势存在于转移独特技术时的高效率



	Karnoe，1995
	丹麦和美国风能行业的企业竞争力的培养受到了文化影响，而且嵌入在企业管理，以及工程师和员工的行为规范中



	Kotha和Nair，1995*
	在日本机械工具行业中，企业战略和行业环境对企业赢利能力都有重要作用，但只有环境因素与企业成长有关。与对美国的研究相反，资本支出、技术变化与企业赢利能力不是负相关的，技术变化与企业成长正相关



	Arora和Gambardella，1997
	不完全竞争理论认为，市场规模对基于小范围、特定产品竞争力产生的绩效有更重要的作用。研究通过对比美国（市场规模相对较大）和西欧、日本（市场规模较小且零散）的对炼油厂和石油化工厂提供机械和建筑服务的行业，对上述论断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即使在不存在规模效应时，市场规模也很重要。如果企业具有持续的异质性的竞争能力，那么市场规模较大的企业效率更高；这种效果对于竞争力是基于小范围的、特定产品的企业更明显



	Hitt、Hoskisson和Kim，1997
	国际多元化早期对于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当其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国际多元化就会变得非常复杂且难以控制，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负向影响。此外，产品多元化会削弱国际多元化与绩效之间的绩效关系。对于专业化的企业来说，它们没有管理多种产品的能力，因此很难应对复杂的国际多元化管理



	Mutinelli和Piscitello，1998
	对1986—1993年间意大利的企业进行研究，发现对希望提高或利用技能和技术机会的企业而言，合资是进入市场的一种模式；随着国际化经验的积累，建立全资子公司的可能性也会提高



	Appleyard，1996
	公共的技术资源在知识传播中的作用在日本比美国更重要，在半导体行业比在钢铁行业更重要



	Athanassiou和Nigh，1999
	企业国际化程度及其与东道国分支之间的联系，与高管团队的国际化商务咨询网络密度正相关，这一密度通过考察高管团队对国际商务专业技能的需求和对技能的贡献意愿加以度量。高管团队中存在着与国际化进程相关的异质性资源



	Delios和Beamish，1999
	考虑到专有资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后，日本企业的地理范围和赢利能力仍然是正相关的。同时，绩效和产品多元化之间没有关系，能够产生租金的专有资本投资与产品多元化有关



	Jarvenpaa和Leidner，1999
	一个墨西哥企业的动态能力，包括战略预见能力和灵活性，以及成为核心能力的信任，在当地信息行业不稳定环境的内外变化中至关重要



	Luo和Peng，1999
	东道国经验的密度和多样性是预测子公司在中国经营状况的重要指标。然而，这种密度会随时间而衰退，多样性则保持不变。如果环境是动态的、复杂的和充满敌意的，经验对企业绩效的正向作用会增强



	Nachum和Rolle，1999
	通过对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广告中介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除了母国特质之外，企业专有特征对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有重要作用



	Geringer、Tallman和Olsen，2000
	日本企业在1977—1993年间采取的多元化战略分为企业联盟（keiretsu）和非企业联盟（non-keiretsu）两种，两种战略的绩效差异并不明显。在某段时期内，国际多元化对企业绩效有负向影响，而对企业成长率有正向影响；产品多元化只在某段时期中对企业绩效产生过微弱的影响



	Zou和Ozsomer，1999
	受到全球战略和人力资源柔性影响的研发协作，是企业全球战略定位的决定因素



	Baldauf、Cravens和Wagner，2000
	企业规模、国际化的管理动机和对差异化战略的积极使用，会影响到在小范围开放经济中，特别是奥地利企业的出口绩效



	Daily、Certo和Dalton，2000
	CEO的国际化经验与CEO团队的国际化程度，极大地影响了企业的财务绩效



	
具体主题

	
5．战略联盟——研究考察了资源对战略联盟绩效的决定作用。以下列出了对国内和国际联盟的研究




	McGee、Dowling和Megginson，1995
	在新兴高科技企业中，如果管理团队在最接近企业竞争战略的领域（如营销、研发）中拥有专业技能，那么这些企业在合作中会成功



	Sakakibara，1997
	技能共享型的研发合作会提升竞争，但成本共担型的研发会抑制竞争。同时，合作伙伴之间的技能共享动机会提高研发投入



	Mowery、Oxley和Silverman，1998
	企业专有的技术能力之间的重叠意味着联盟成立的可能。联盟一旦建立，就会影响企业的技术组合



	Lane和Lubatkin，1998
	合作伙伴之间基础知识、底层管理结构、研究中心化程度、薪酬政策和研究共同体的相似性对企业之间的学习有正向影响



	Tyler和Steensma，1998
	拥有技术教育背景的高层管理人员，以及来自强调技术或曾有过成功合作经验企业的高管，更倾向于强调合作中的机会而非风险



	Combs和Ketchen，1999
	公开上市的连锁饭店在决定是否加入企业联盟时，首先考虑的是资源配置而非成本最小化；但一些企业会因为这样的考虑而导致绩效损失



	Gulati，1999
	由企业在先前联盟网络（嵌入）的参与累积的网络资源，对于企业加入新的联盟会产生重要影响



	Luo，1999
	控制了国际战略联盟特有的资源和主观管理决策者两个变量后，国际化战略联盟在中国转型经济中的表现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行业结构解释



	Shenkar和Li，1999
	吸收能力是主导合作伙伴的知识拥有和知识搜寻之间关系的主要机制。此外，合资是企业转移默会的、嵌入的知识的一种选择



	Hitt、Dacin、Levitas、Arregle和Borza，2000
	该研究对比了新兴市场和成熟市场中企业对国际化战略联盟伙伴选择的差异，发现新兴市场的企业更强调合作伙伴的财务资产、技术能力、无形资产好技能共享意愿。另一方面，成熟市场企业更强调合作伙伴的独特竞争力、市场知识和打入市场的能力



	Dussauge、Garrette和Mitchell，2000
	“范围联盟”（Link Alliances）（能力不同）中的企业更容易重组；“规模联盟”（Scale Alliances）（能力相似）中的企业更容易维持现状。范围联盟比规模联盟中的学习层次更高，但这两种联盟类型中学习持续时间没有差异



	McGaughey、Liesch和Poulson，2000
	一个澳大利亚的制造企业和香港的企业合资之后，即使前者没有对知识产权采取正式的保护机制，它仍然能够通过企业专有资源和能力的重新组合来防止知识产权的外溢



	
具体主题

	
6．“致富秘诀”——资源基础观认为，不存在能够产生持续绩效优势的决策，而这种绩效依赖于有价值的、稀缺的和难以模仿的资源




	Mansfield、Schwartz和Wagner，1981
	当发明者拥有可以胜过对手的秘密技术（know-how）时，模仿成本就会和发明成本一样高。这种技术通常不会暴露在专利中，而存在于潜在模仿者接触不到的地方



	Liebcnnan，1982、1987
	当企业开始增加累积性产出并沿着学习曲线向下移动时，大多数行业中的学习过程就可以很快被复制



	Mansfield，1985
	推出新产品的决策会在12～18个月的时间流传出去，而竞争对手会在一年内掌握一个新产品或新工艺的详细特征及操作。一般来说，各行业之间技术信息的传播速率差异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不同行业的技术创新被模仿的难易程度不同



	Tripsas，1997
	三种要素之间的平衡和相互作用决定了1886—1990年间排字机行业新老企业的绩效差异：投资、技术能力和辅助性资产的专用性，仅仅分析投资或技术能力要素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Schankerman，1998
	在不同技术领域中，专利保护都是对研发活动的一种重要回报，但不是主要回报。这种特征会随技术领域和国家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Miller和Toulouse，1998
	环境不确定性和环境扫描都对战略的简单化（只集中于几种能力）负相关；比较矛盾的是，如果环境稳定，则环境扫描可能不利于简单化；而如果没有环境扫描，不确定性则可能不利于简单化。因此，仅依据环境变量是无法推导出一个确定战略的



	Segev、Raveh和Farjoun，1999
	根据1994年对25所顶尖商学院MBA项目排名的研究，结构内容（核心与集中领域的独特组合）本身并不是绩效优势的来源



	Makadok，1999
	在货币市场互惠基金行业中，通过扩大规模带来更多边际收益的基金可以通过扩大规模来抢夺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但这种效果会随时间推移而减弱，因为它可能受到模仿的影响



	Brews和Hunt，1999
	正式规划和渐进的改良都是“好的”战略规划的一部分，特别是在不稳定的环境中，规划能力能够得到更好的提升



	Walston、Burns和Kimberly，2000
	企业再造本身并不能改善企业在成本竞争中的地位。实际上，如果没有相应的整合与协调工作，企业再造会使企业在成本竞争中的处境更加恶化



	研究领域
	人力资源管理



	Gupta和Govindarajan，1984
	不存在某种永远的管理特征，如对模糊性的容忍（Tolerance for ambiguity）和冒险意愿（Willingness to take risks），能够保证战略事业单位（SBU）有效地实施战略



	Schuler和MacMillan，1984
	企业通过统一实施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来制定战略，以及帮助供应商和分销商实施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能够创造竞争优势



	Womack、Jones和Roos，1990
	通过对全球70个汽车企业的大规模调查，结果显示其中只有6个在实施成本领先战略时保证了高质量；这6个企业都拥有最好的制造技术硬件设施和大量用于实施高度参与的、团队导向的管理技术的政策和程序



	Huselid，1995
	对高绩效工作实践（High Performance Work Practice，HPWP）的投资能够降低员工离职率和提高生产，以及财务绩效。然而，有理论认为，如果HPWP和竞争战略协调好，企业会有更好的财务绩效；但研究结论并不支持这一推论，二者的协调不能比单独采用HPWP产生更多收益



	MacDuffie，1995
	创造性的人力资源措施本身不能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而是作为一个人力资源“组合”或相互联系的系统发挥作用的，在柔性生产系统的“组织逻辑”下，通过与生产决策进行整合，这种人力资源组合能更好地提升企业的产能和质量



	Delay和Doty，1996
	研究认为要对普遍观（Universalistic Perspective，如利润分享、基于事实的绩效评估和就业保障）给予强大的支持，而对于权变观（Contingency，如参与、基于结果的绩效评估和内部就业机会）和构形观（Configurational Perspectives，如市场就业）给予一定程度的支持



	Delaney和Huselid，1996
	在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如培训和人事遴选）和感知的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正向的关系



	Koch和McGrath，1996
	研究发现，人力资源管理对劳动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特别是在那些采用复杂的人力资源计划、招募和遴选战略的资本密集型企业中



	Youndt、Snell、Dean和Lepak，1996
	一个注重提高人力资本的人力资源系统可以和多种维度的运营绩效产生直接联系（如员工生产率、机器效率和客户一致性）。但这种影响主要来源于提高人力资本的人力资源系统与质量生产战略和其他生产战略之间的关系



	Welbourne和Andrews，1996
	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源价值和组织奖励会影响企业的初始投资回报和长期存活。这种回报对前者有负向影响，对后者有正向影响



	Huselid、Jackson和Schuler，1997
	人力资源管理效率与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员工能力和特性有关；此外，人力资源管理效率对生产率、现金流和市场价值都有正向影响



	Truss、Gratton、HopeHailey、McGovern和Stiles，1997
	最被广泛认同的两个人力资源管理模型是对人性观和管理控制战略的两种对立的反映，对8个企业的深度案例研究发现，两种模型都不存在纯粹的例子



	Huselid和Becker，1997
	高绩效工作系统（一个有技术的、积极的和富有才干的劳动力群体）的存在、它的效率和与企业竞争战略的匹配对股东收益有正向影响



	Bennett、Ketchen和Schultz，1998
	人力资源与战略决策的整合取决于战略类型及高层管理者是否将员工视为战略性资源有关，与劳动力市场充足程度及组织成长无关。矛盾的是，这种整合是在高层管理者不太重视人力资源管理价值的情况下出现的



	Wright、MacMahan、McCormick和Sherman，1998
	人力资源在企业战略中所占的比重是与企业对人力资源效率的感知强烈相关的。当精炼厂追求产品创新战略并将熟练员工作为核心竞争力时，这种关系最为紧密；人力资源所占比重与精炼厂的绩效无关，但当精炼厂将生产效率作为核心竞争力时，这二者之间就会产生负向关系



	Pennings、Lee和Witteloostuijn，1998
	根据对1880—1990年间荷兰会计公司生存状况的调查，从人力资本（企业任期、行业经验和教育背景）和社会资本（与潜在客户的职业联系）对企业解散的影响可知，企业层面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绝对值对于企业生存有负向影响，而企业层面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相对值（由独特性和不可专用性决定）对于企业生存有正向影响



	Boxall和Steeneveld，1999
	新西兰工程咨询企业采用的是具有相似的与不断演化的行业策略相联系的生产结构、竞争策略、经营方法和人力资源政策，研究没有找到一个能够实现绩效优势的人力资源实践，但认为存在这样的可能



	Harel和Tzafrir，1999
	以色列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于实现的组织绩效（培训有最高的解释力）和市场绩效（培训和员工遴选都具有解释力）都有显著影响



	Klaas、McClendon和Gainey，1999
	企业的外包程度与实现企业利润之间的关系受到对独特的人力资源实践的依赖、不确定性、企业规模和成本压力的影响



	Lee和Miller，1999
	在韩国，当企业对员工有更高承诺时，Porter（1980）提出的成本领先、营销差异化和创新差异化战略能够得到更有效的实施；此外，当企业采用了上述战略时，高员工承诺对资产回报率有直接的影响



	Fey、Bjorkman和Pavlovskaya，2000
	基于对俄罗斯101个企业运营状况的调查，研究检验了人力资源政策对企业绩效作用的模型，其中人力资源结果（激励、留用和发展）发挥了中介作用。结果发现，非技术培训和高薪会对管理人员产生积极作用，而职业保障是决定非管理层人员人力资源结果的重要因素。对管理人员给予绩效的升职和对非管理层人员给予职业保障，都会提升企业绩效



	Field、Chan和Akhtar，2000
	企业中有极大地依赖内部发展和升职的管理者比拥有充足管理者储备的企业会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竞争的加剧也会减少对培训的投资。这些结论可能源于香港劳动力市场中管理者的流动性较高



	Harmsen、Grunert和Declerck，2000
	对于研发投入较低的食品加工行业来说，研发技能和营销技能与企业绩效无关，但产品的开发对企业很重要



	Khatri，2000
	通过对新加坡200个企业的研究发现，企业战略会影响人力资源管理政策，企业战略与人力资源管理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要大于人力资源单独的作用



	Richard，2000
	种族多元化和企业战略之间的交互对于企业绩效会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可以从三方面进行衡量：生产率、净资产回报率和市场绩效。研究结果显示，文化多元化确实有增值效应，并能在适当的情境下提升企业竞争优势



	研究领域
	市场营销



	Hooley、Cox、Shipley、Fahy、Beracs和Kolas，1996
	研究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匈牙利企业的影响，发现匈牙利企业会从投资者那里寻求营销资源和能力，然后利用它们在国内市场中创造出超越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



	Ghingold和Johnson，1997
	企业技术知识层次越高，越能产生令人满意的决策和决策结果，因此管理者的技术知识是企业生产或经营过程中的一项重要资产，它使得企业能够推出“组合的”产品来获得竞争优势



	Gatignon、Robertson和Fein，1997
	研究发现，现有企业针对新进入者的反应速度越快，就越能有效地实施防御战略，但采取的措施（营销工具组合）越多，防御结果越差。这种被现有企业用于维护其市场地位的能力还受到了行业特征与新进入者对其产生的竞争威胁程度的显著影响



	Li和Calantone，1998
	市场知识能力（Market Knowledge Competence，产生和整合市场知识的过程）和产品市场绩效正相关。而且，高层管理者对市场知识重要性的认识对获得市场知识能力的过程有重要影响



	Johnson，1999
	依赖性、灵活性、对连续性的期望（Continuity Expectations）和关系年限（Relationship Age）促进了行业设备分销商在行业分销渠道中的战略整合，最终提升了分销商的财务绩效。不确定性则没有这种作用



	Menon、Bharadwaj、Adidam和Edison，1999
	创新文化是有效的营销战略制定过程（要素包括环境分析、综合、对营销资产和能力的强调、跨部门整合、沟通质量、一致性和资源投入）的决定因素。此外，除非结合在一起，否则营销战略制定过程中的个体要素对企业专有能力不会产生作用



	Maignan、Ferrell和Hult，1999
	市场导向的文化和人本文化有利于积极的企业公民（Corporate Citizenship）观念的形成，后者又有利于员工承诺、企业绩效和顾客忠诚的提高，因此是成功企业内外营销中竞争优势的来源



	Capron和Hulland，1999
	研究使用资源基础理论考察三种营销资源（品牌、销售人员和一般性的营销战略）在企业横向并购之后的重新分配情况。高度不流动的资源更容易从收购方向目标企业流动。研究还检验了重新分配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主要指标为产品成本、产品质量、产品线宽度、地理覆盖范围、市场份额和利润率。研究没有发现成本中的协同效应，但发现了收益中的协同效应



	研究领域
	创业



	Dean、Turner和Bamford，1997
	在很多行业中，利基市场（Niches）的存在、高沉没成本、高水平的工会联合和高产业集中度，有助于新企业进入之后的发展



	Michael和Robbins，1998
	收缩战略作为应对经济衰退的一种普通但不常用的手段，有助于小企业从衰退的状况中恢复，但前提是它们能够利用容易在市场中被买卖的要素（如非企业专有资产）



	Brush和Chaganti，1999
	在小型服务和零售企业中，资源尤其是人力和组织资源，比企业战略更能够提升企业绩效，而且这些资源的组合会随着企业年限和规模而变化。尽管每种资源（股东承诺、规划、系统和员工技能）对资金流有正向影响，但当它们组合起来后会产生负面影响



	Rangone，1999
	小型的创业企业有三种基本的能力：创新能力、生产能力和市场管理（营销）能力



	Borch、Huse和Senneseth，1999
	小型创业企业的专有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经验、教育）、结构（治理结构）、社会资源（社会网络）和技术（作为难以模仿的资源的代理变量，通过专利来被操作）。教育和技术对企业采用的产品战略和成长战略有积极影响；拥有正式结构的企业通过社会网络推行其市场和产品战略



	Chrisman，1999
	在创业者中，得到外部帮助的个体创业的比例要远远高于没有得到帮助的个体；在创业倾向方向，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通过边界性质、资源和交易衡量）



	Deeds，DeCarolis和Coombs，2000
	地理位置是影响技术人员供给和质量的重要因素；研究显示，非饱和地区（如圣地亚哥）比硅谷更适合生物技术企业创业；科技人员的质量（通过之前研究引用率来衡量）对企业生产率有重要影响。企业CEO所拥有的管理商业化研究机构的经验有助于提升企业的产品开发能力，但科研团队作为管理层会分散企业对产品开发的重视



	研究领域
	管理信息系统



	Dent-Micallef和Powell，1998
	零售服务行业中IT的投入对企业绩效没有影响。然而，当将其与无形的、难以模仿的互补性资源（例如，柔性文化、战略规划、信息技术整合和供应商关系）结合起来之后，零售企业就能够获得竞争优势



	Li和Ye，1999
	当环境变化大、企业战略更主动、CEO/CIO关系更强时，IT投资对企业财务状况会产生更强的影响



	Broadbent、Weill和Neo，1999
	研究发现，符合如下条件的企业拥有更大的IT基础设施规模：1）产品变化迅速；2）追求跨企业之间的协同；3）信息和信息技术规划整合的需求更大；4）更加注重对长期战略实施的追踪



	Ray，2000
	在控制了IT投资、客户服务、企业规模等变量之后，服务环境和管理层的IT知识对客户服务绩效有显著影响。只有企业专有的管理层IT知识才是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



	研究领域
	运营管理



	Powell，1995
	大多数全面质量管理（TQM）工具（质量培训、流程改进和标杆管理）都不能创造竞争优势；只有特定的默会的、行为的、不能完全模仿的特征（如开放的企业文化、员工授权和管理层承诺）才能成为竞争优势的来源



	Knights和McCabe，1997
	一个符合TQM要求的策略并不能完全实现质量目标，因为：1）不存在完全的符合；2）没有考虑客户和员工



	Morita和Flynn，1997
	如果生产战略是竞争优势的一个来源，那么生产过程与其他相关要素的选择会互相作用，“最佳实践”和绩效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Klassen和Whybark，1999
	在家具行业，环境技术组合（Environment Technology Portfolio，企业在一段时期内对适应当时环境的技术的投资）是基于资源基础观和生产战略发展起来的。对案例观察后发现，当管理层投资与环境技术组合，并向污染防治技术投入相关资源时，能够得到更好的生产绩效。当污染控制技术方面的投资比例增加时，绩效反而会恶化



	研究领域
	技术和创新管理



	Chang，1995
	与他人可以利用发明进行改良相比，企业的某些发明本身并没有多大价值，最优的专利政策是扩展对这些发明的保护



	Stuart和Podolny，1996
	企业的技术位置取决于企业在特定技术领域发明创造的专有能力，这种能力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在竞争中能否取得成功。作者提出，企业应该进行技术位置的关系建设，使得拥有相似技术组合的企业能够彼此靠近；企业的搜寻行为限于本地，使得企业能够根据它们在创新能力上的相似程度确定位置并进行合作



	Helfat，1997
	为了应对油价的上涨，具备大量辅助技术知识和实物资产的企业开始大规模从事煤炭转化（一种合成燃料的方法）方面的研发工作。动态能力使企业能够在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中保持竞争力



	Morris，1997
	企业产生的污染和企业的成本优势负相关，这说明造成污染的企业一般缺乏现代的生产能力；如果具有这种能力，企业就可以通过较低其他生产成本来提高生产能力



	Irwin、Hoffman和Lamont，1998
	医疗技术创新对医院财务绩效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当这些技术创新同时具有价值性、难以模仿和技术性的特性时，这种影响力最大



	Del Canto和Gonzales，1999
	通过对100个西班牙企业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在企业的资源和能力（财务的、实物的和无形的）中，无形的是决定企业能否在内部开展研发活动的主要因素



	Albino、Garavelli和Schiuma，1999
	在工业区内，客户和供应商之间的知识转移对企业来说是一个战略问题。案例研究显示，当希望客户和供应商之间发生快速和可靠的知识转移时，知识需要被整合；但随着整合的程度提高，知识又能够轻易地被工业区内的其他供应商分享



	研究领域
	其他学科



	Russo和Fouts，1997
	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是正相关的，这种关系在快速成长行业中更强烈



	Smart和Wolfe，2000
	通过对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足球队进行探索性研究，结果显示，与持续竞争优势相关的资源包括：历史、关系、信任，以及在教练员内部发展起来的组织文化



	Bourke，2000
	对医学教育的案例研究主要为了探索高等教育中的国际服务贸易的作用。对于国外机构的信息是学生选择求学国度和学校的首要原因




5.4.2　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尽管大量资源基础理论的实证研究都侧重考察理论在战略管理方面的意义，但这些理论对其他相关领域也产生了影响，其中最重要的领域就是人力资源管理。资源基础理论认为，具有社会复杂性的资源和能力是企业实现持续竞争优势最重要的因素，而人力资源正是一种具有社会复杂性的资源，因此人力资源研究者大量使用资源基础理论来检验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源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这也在情理之中（Wright和McMahan，1992；Wright、McMahan和McWilliams，1994；Barney和Wright，1998）。

这一领域中的早期研究关注人力资源对制造成本和质量的影响（Womack、Jones和Roos，1990；MacDuffie，1995）。最近的研究侧重于研究不同人力资源实践对企业专有人力资本投资的重大影响（如Huselid和Becker，1997；Harel和Tzafrir，1999）。尽管这些研究中有一些遭到了批评（Becker和Gerhart，1996），但资源基础理论对人力资源研究产生的重要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5.4.3　其他学科

很多其他学科也开始探索资源基础理论的实证影响，包括营销、创业、运营管理及技术与创新管理。尽管各学科的研究方法不同，但它们都研究了在不同情境下各种资源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这和资源基础理论的研究是一致的。

5.4.4　研究举例

在表5.1中列出的论文中，有一些可以被视为资源基础理论研究的范例。例如，Henderson和Cockburn（1994）研究了“内容竞争力”（Component Competence）和“结构竞争力”（Architectural Competence）对于制药企业研究生产力的影响。Henderson和Cockburn在“研究生产率高的企业比研究生产率低的企业绩效好”的假设下，通过评估这两种竞争力对于制药企业研究生产力的影响来衡量它们的价值。通过揭示不同制药企业之间的竞争力差异，他们衡量了这两种竞争力的稀缺性。同时，通过发现企业之间的竞争力差异会长期存在，他们还
 衡量了这两种竞争力的稳定性。Henderson和Cockburn的结论认为，研究生产力对制药行业具有重要的价值，这和资源基础理论是一致的。

Makadok（1999）的论文对资源基础观进行了严谨的建议。他考察了不同程度的规模经济水平对提升货币市场互惠基金市场份额的影响。为了衡量这种规模经济的价值，Makadok首先评估了一个基金组合规模对于加权平均风险调整收益和加权平均费率的影响，发现这些收益和管理费影响了基金组合的市场份额。他还衡量了规模经济的稀缺性，指出它们会随基金组合的不同而变化。他也衡量了这些规模差异的不稳定性，主要通过考察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对基金组合市场份额的影响。由于规模经济不具有路径依赖性、因果模糊性和社会复杂性，Makadok并不认为这种能力的差异可以带来持续的竞争优势，这和资源基础理论也是一致的。实际上，规模差异对市场份额的影响会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减弱，这同样和资源基础理论相符。

5.5　资源基础观的管理启示

资源基础理论导出了很多可检验的假设，实际上这些假设中的很多已经得到了检验。同时，与其他战略管理领域中的理论一样，资源基础理论也对管理实践产生了很多重要的管理启示（Mosakowski，1998）。

例如，这一理论可以帮助正处于战略劣势企业的管理者辨别本企业目前缺乏的有价值的和稀缺的资源，通过模仿和寻找替代资源来获得达到竞争对手同样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源基础理论为企业的标杆管理提供了理论支持（Fuld，1995；Bisp、Sorenson和Grunert，1998）。

资源基础理论还可以帮助具有实现持续竞争优势潜力的企业的管理者充分地发掘这一潜力。通过帮助管理者更全面地理解能够创造持续竞争优势的资源、并以此来评估企业可能拥有的所有资源，资源基础理论使管理者发挥了企业的潜力，更彻底地利用这些资源来实现持续的竞争优势。资源基础理论有助于鉴别企业控制的关键资源，因此提高了它们被用于创造持续竞争优势的可能性。

资源基础理论也可以帮助管理者确认它们培养和维护的资源是否是当前竞争优势的来源。企业的竞争优势通常建立在相关的资源束基础之上，其中有些资源可能具有价值，但它们不是稀缺的，或不是难以模仿的，或不是不可替代的；而另外一些资源可能拥有这些对企业竞争至关重要的特性。企业若想保持竞争优势，培养和保护这种二级资源也非常重要。

例如，假设企业拥有一个正在培养中的企业文化。在某些情境下，这种文化可能是有价值的（Barney，1986b）。如果只有一个企业拥有这种文化，那么它就是稀缺的，围绕这种文化就不太可能产生完全竞争。此外，由于企业文化需要很长时间的培养（历史的作用），而且具有社会复杂性，因此它也具有供给刚性。而且，它几乎没有其他战略性替代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文化就很可能成为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然而，尽管企业文化需要花很长时间来培养，但如果高层管理者做出与之相悖的决策，它就很容易被毁掉。资源基础理论认为这种文化是
 持续竞争优势的一个潜在来源。基于这种认识，管理者将不太可能做出会毁掉企业文化相悖的决策。

尽管资源基础理论有重要的管理意义，但它也承认对竞争优势的资源基础解释存在着重要的局限。首先，由于企业的竞争优势是基于具有因果模糊性特征的资源之上的，企业中的管理者也无法完全确定何种资源能够真正创造出竞争优势，这也极大地影响了资源基础理论的指导作用。

其次，如果企业本身不具备创造持续竞争优势的潜力，管理者也无法找到合适的理论来实现这种竞争优势。也就是说，资源基础理论对不具有持续竞争优势潜力的企业也无能为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是所谓的“致富秘诀”。

众所周知，不可能真的存在“致富秘诀”。如果一个企业不需要任何特定的资源就可以创造出竞争优势，那么这种理论就可以被任何企业用于创造竞争优势，到那时就不会有所谓的持续竞争“优势”存在。即使“致富秘诀”能够创造出经济价值，这种价值也会被创造和使用“秘诀”的企业瓜分。

因此，虽然资源基础理论认为某些理论很可能创造出持续的竞争优势，但这种资源常常无法被管理者掌控。这不是说资源基础理论对管理没有指导意义，而是意味着，由于因果模糊性和“致富秘诀”两个问题的存在，资源基础理论受到了几个大的外部实践性考验。

5.6　资源基础观发展和检验中的其他问题

资源基础观作为战略管理领域中解释持续绩效优势的一个重要理论，仍然有一些待解决的问题存在。接下来将讨论其中最重要的三个问题。

5.6.1　提供战略选项

对于如何将资源和战略联系起来，资源基础观有非常清晰的认识。基本上可以认为，只要企业意识到自己所控制的资源具有价值性、稀缺性、难以模仿和不可替代等特性，那么它需要采取的资源利用措施就不言自明了。当然，有时候这可能是对的。例如，如果一个企业具有有价值的、稀缺的、难以模仿和不可替代的规模经济、学习曲线经济、低成本的生产要素和技术性资源，那么企业似乎就应该采取成本领先战略（Barney，2001a）。然而，资源和企业应该采取的战略之间似乎并没有明确的联系。

例如，有时企业的资源可能符合几种不同的战略要求，都可能产生同等水平的竞争优势。在这种情形下，企业该选择哪一个战略呢？

更为重要的是，有时候选择与企业所控制资源相匹配的战略，是一种创造性的甚至是创业性的举措。有种情况是可能存在的，例如，当组织拥有具有有价值的、稀缺的、难以模仿的和不可替代等特性的资源，这些资源都符合某种战略的要求，但企业却用完全不同的方法利用了完全相同的资源制定和实施了完全不同的战略。


由于企业利用它所控制的资源创造战略选项是一种创造性和创业性的过程，因此资源基础模型需要与关于创新和创业过程的理论进行结合。对这些理论的运用有助于企业认识到，它在已有的资源基础上，可以有哪些战略选项。尽管我们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这样一种成熟的理论，但上述事实说明，竞争优势理论和创新及创业理论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
[11]

 。

在我们最近教的一次课上，六个小组被要求分析企业收购产生租金的潜力。其中五个小组想当然地接受了题目的设定，运用资源基础观和金融理论来估计收购可以产生的价值，以及这个价值如何在收购方和目标企业之间分配。只有一个小组认为这个问题是错的，他们认为收购方应该自我清算，然后把价值分配给股东。听完这个小组的展示后，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一组的分析最棒。课后有些学员问道：“为什么这一组能够想出这样的战略选项——清算？为什么其他组没有想过呢？”目前，战略管理理论还不能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个满意的答案。

5.6.2　租金分配

如前所述，资源基础理论被用于评估企业各个战略选项的竞争潜力。然而，从Barney（1991a）提出理论开始并发展至今，它仍然无法解释战略可能创造的经济租金将如何在股东之间进行分配。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如企业通过实施某种特定的战略创造了真正的经济租金，但这些租金却都分配给了它的员工、客户甚至供应商。有些学者开始研究这种租金的分配过程（如Coff，1999），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利益相关者和团队生产（Team Production）如何各自议价（Alchian和Demsetz，1972），如何决定了租金在利益相关者中的分配。尽管这个理论很有前景，但它仍然不算一个完整的租金分配理论。例如，为什么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议价能力不同？为什么利益相关者的议价能力没有被形成这种能力的投资成本体现出来？在什么条件下，团队生产会削弱员工分得租金的能力？为什么当这些雇用条件严重削弱员工分得租金的能力时，他们仍会同意这些条件？

5.6.3　战略实施

最后，在Barney（1991a）这篇论文中，关于战略实施的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篇论文采用了一种比较幼稚的观点，即只要企业认识到如何使用资源实施可以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战略，这些战略就会自动得到实施。这一观点不仅与组织经济学中的代理理论相悖（Jensen和Meckling，1976），也和很多关于动机、合作及管理决策等组织行为理论不相符。

当然，Barney（1991a）的论文没有强调战略实施的问题，但这并不代表这个问题不重要，这只是说明那篇论文对其他问题更加关注。在所有的战略实施问题被完全整合到资源基础理论中之前，还有很多工作要完成。


5.7　结论

总之，在资源基础理论中，可以有两个思路来理解战略实施的问题。

第一，有些学者认为，实施战略的能力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对“合作能力”在实施战略联盟战略中的角色的研究（如Hansen、Hoskisson和Barney，2000）和对“信任”对企业交易机会的作用的研究（Barney和Hansen，1994），就是这种思路的体现。

第二，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用以实施战略的资源本身不是持续优势的来源，而是对于企业所控制的有价值的、稀缺的、难以模仿和不可替代的资源的补充（Barney，1995，2001a）。

在将战略实施分析整合到资源基础理论中时，究竟这两种思路哪一种更能产生丰富的成果？这个问题没有确定的答案。无论如何，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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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Scherer（1980）和Nelson、Winter（1982）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回顾。Scherer的回顾与传统经济学理论基本一致；Nelson与Winter开创了企业演化理论，与对传统经济学理论大相径庭，他们的批判意见和本文的观点近似。


[2]
 　这里讨论的早期的资源基础观论文的贡献及相互联系，受到本文作者个人理解的影响。这里所描述的发展历史只是对这些理论贡献的一种解释，但肯定不是唯一的解释。而且，这里也并非想强调某些理论的贡献比其他的更大。我们只是认为，从广义上讲，整体看来，如Barney、Cool、Dierickx、Hamel、Montgomery、Prahalad、Rumelt、Teece和Wernerfelt等作者对资源基础观的形成和发展都非常重要。


[3]
 　Barney（1986a）受到了一篇来自于Rumelt和Wensly（1981）不太知名的论文启发，这篇论文仅发表在美国管理学会会议论文集（Proceedings of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上面。Rumelt和Wensly在论文中阐述了一个关于“市场份额的市场”，他们认为如果这市场份额的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那么一般市场中份额的增加就无法改善企业的绩效。Rumelt和Wensly还为这一论点提供了严谨的实证支持。如果要追溯“第一篇”发表的资源基础观的论文，他们的这篇论文就很有理由当选。


[4]
 　当一个企业实施的有价值的产品市场战略当前没有被其他竞争对手所实施时，这个企业就能够获得竞争优势；当企业所实施的有价值的产品市场战略当前不仅没有被其他竞争对手所实施，而且它们停止了为模仿这一战略进行努力，那么这个企业就能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


[5]
 　Conner（1991）、Castanias和Helfat（1991），以及Barney（1991a）都发表在由Barney主编的《管理杂志》一期的特别理论论坛上，见Barney（1991b）。有趣的是，Peteraf、Teece、Pisano和Shuen最开始都向这个论坛投稿，但最后都发表在了《战略管理学报》（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上。


[6]
 　这就是说，和Prahalad对话时他并不认为这篇论文属于资源基础理论的一部分。但Prahalad的其他论文却明显可以被划入资源基础理论的研究范畴，如Conner和Prahalad（1996）。


[7]
 　这里所总结的理论主要反映了作者的口味和偏好，因此，也许有一些资源基础理论研究者可能不同意这里的观点。我们努力将尽可能多的不同观点纳入进来，但必须承认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看法存在。


[8]
 　例如，试想每一个对引力理论的应用都自称是“新”理论，如“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理论”、“月亮围绕太阳旋转理论”、“太阳系围绕银河系旋转理论”。尽管每个“理论”在计算和应用的细节上存在差别，但它们都存在于同一个理论框架中。这种“理论扩散”也存在于战略管理领域中。


[9]
 　这一假设没有把重要的代理问题考虑进去，本文稍后将进行讨论。


[10]
 　为了方便讨论，这些关于企业实施战略有效性的假设就先放到一边，本文稍后将讨论这些组织性问题。


[11]
 　近期关于实物期权的论文有：McGrath和MacMillan（2000）；关于创新管理的论文：Brown和Eisenhardt（1998）；Christensen（1997，1999）；McGrath、MacMillan和Venkataraman（1995）。







第6章　战略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方法

本章的目的在于勾勒出“利益相关者管理”在战略管理理论中的发展历程。在文章的开头部分，我们会简单地回顾一下这个概念的历史；随后，我们会谈到战略管理中传统的、具有鲜明特征的利益相关者方法的一些属性，我们会对最近的一些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并分析该理论对企业管理实务的影响；最后，我们还将指出那些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6.1　战略管理的利益相关者方法发展历程

利益相关者理论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一发展历程中的关键点便是R. Edward Freeman在1984年发表的《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分析》（Strategic Management: A stakeholder Approach
 ）。以Ian Mitroff、Richard Mason和James Emshoff的研究（见Mason和Mitroff，1982；Emshoff，1978）为基础，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的目的是去尝试构建一个能够反映管理者需要考虑的各个事项的框架——传统的战略框架既不能帮助管理者发展新的战略方向，也不能帮助管理者理解怎样在诸多变化中创造新的机会。正如Freeman指出的那样：“无论是就变换的数量还是种类而言，我们目前的理论与20世纪80年代的商业环境现状都不相符……因此，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有待出现。”（Freeman，1984）利益相关者分析便是针对这一挑战的产物。作者显然就“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这个词玩了一回文字游戏，为了把战略管理的概念从传统经济学的基本理念中拓展出来，他将“利益相关者”定义为“能够影响企业目标实现，或者能够被企业实现目标的过程影响的任何个人和群体”。利益相关者管理的意图便是，发展出能够处理好战略实施过程中各种利益群体和关系的方法。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框架根植于多个学术领域，但它的核心内容则来源于管理实践者们十多年的诊断式研究。这些研究是在研究人员的主持之下，在下面的机构中进行的：布希中心、沃顿应用研究中心，以及管理和行为科学中心——这些研究中心都隶属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The Wharton School，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尽管20世纪80年代为利益相关者理论提供了一个彰显其力量的发展环境，但这个概念本身并不是全新的。“利益相关者”这个术语的适用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斯坦福研究所（现在的斯坦福国际研究所，SRI International），而它那时的应用又深深地受到了另外一些早期概念的影响，这些概念是由洛克希德规划部门发展而来的，期间在Igor Ansoff和Robert Stewart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从一开始，利益相关者理论就起源于管理实践。

SRI认为，管理者需要理解股东、雇员、客户、供应商、债权人和社会的想法，从而才能制定出可以得到利益相关者支持的企业目标。这种支持对于企业获得长远的成功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在制定其经营战略的过程中，管理层应该积极探索他们与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

这些早期形成的想法大多数对当时的管理理论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然而，一些零碎的利益相关者的思想幸存下来，并于此后的20多年间在四个不同的管理研究领域中得到了发展。事实上，正是通过吸收企业计划理论（Corporate Planning）、系统论（System Theory）、企业社会责任理论（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和组织理论（Organizational Theory）中的相关概念，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框架才得以在20世纪80年代建立。下文简要地介绍了这些构成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础理论。

6.1.1　企业计划理论

企业计划理论承认利益相关者在企业战略的制定过程中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Ansoff在他的经典之作《企业战略》（Corporate Strategy
 ）（1965）中讲到了识别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不过，在Ansoff眼中，利益相关者是对企业主要目标的一种制约，因此他对这个概念的有用性实质上是持排斥态度的。在这里，SRI的研究思路与企业计划理论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企业计划理论将利益相关者简单地归结为企业活动的障碍，因此，企业管理者应该认识到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以便为企业的运营确定界限。但是，在这些界限之内，管理者应当制定相应的战略，以使某个利益相关群体的利益最大化——也就是股东利益最大化。与之相反，SRI的研究指出，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支持才是企业成功的基础，因此，成功的战略需要考虑到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不是让某一个利益群体在全体利益相关者中占取最多的利益。

战略制定的过程也因为这两种不同的思路而不同。企业计划有两个主要元素：预测和适应。首先，管理者对环境进行扫描，识别那些能够用于预测未来经营环境的趋势；其次，管理者需要制定最合适的战略，使企业适应未来的环境并取得最优绩效。在企业计划理论中，利益相关者的分析是作为环境扫描的一部分进行的。由于利益相关者可以从他们的角色来加以界定，而不用考虑他们复杂、多面的个体属性，所以企业管理者们可以从概括的层面对利益相关者进行分析，无须考察某个特定企业真实的利益相关者的具体情况。这种抽象分析为战略形成带来了很多突破性的分析方法。如Mason和Mitroff（1982）、Emshoff（1978）都提到了一种被称为“战略预案分析法”（Strategic Assumption Analysis）
 的方法。

然而，企业计划理论在战略形成过程中的进步实际上还存在一些缺陷：第一，概括性的分析方法容易产生概括性战略，这种战略的应用不考虑环境和行业的具体情况；第二，分析技术的使用容易强调纯粹经济术语的度量。战略决策者们会度量那些能够被度量的所有要素，从而，对于那些难以被量化的战略要素——例如，特定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属性或者默会性技术和知识——就容易被忽视。

6.1.2　系统理论和组织理论

系统论的理论渊源非常复杂，但与利益相关者理论有关系的那部分最早是由Russell Ackoff和C. West Charchman在1947年提出的。这些想法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被应用于组织系统理论中。系统论强调的是构成组织组成部分的外部联系，因此，被描述为“开放系统”（Open Systems）的组织便成为一个更大网络中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独立自我的实体。在这个理论中，识别利益相关者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是非常关键的。从系统的角度出发，问题只有在网络中所有的成员即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下，方能解决。系统论强调用制定集体战略的方法来制定网络。个体优化战略在这种分析模式中不是重点，因为它对于整个网络而言可能只会产生次优化的结果。

传统的组织理论与系统理论有着相同的理论源头。在20世纪60年代，Katz和Kahn（1966）提出了组织框架的概念，用来定义与周围环境相对应的组织。Thompson（1967）引进了“顾客”的概念，用来指涉及传统企业范围之外的群体。紧随着这些研究，学者们开始强调外部环境作为企业组织的（Pfeffer和Salancik，1978）。组织理论的目的是描述和诠释组织的存在及特性。但是，该理论很少会考虑经理人所做的选择或决策，也很少会去分析如何为组织确定新的方向。不过，如果不去全面认识企业赖以存在的各种关系，就难以了解企业，这一发现有助于理解利益相关者这个概念本身的重要性。

系统论和组织理论在实际经营活动中会存在一些缺陷。第一，强调组织集体特征的思路很难包容企业的自治性。如果企业没有自治权利，那么也就难以理解企业战略的意义或者管理的角色。第二，在这种思维中，一旦问题形成，就不存在一个明显的起点和终点。因此，这种理论对于企业战略的价值似乎只能局限于垄断市场。在这样的市场中，企业目标与网络目标达成一致。然而，尽管在应用的过程中存在这些内在缺陷，这两种理论都有助于拓展战略问题的分析，将所有利益相关者囊括进来。

6.1.3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

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表现为一系列的观点而非某个前后一致的理论体系。各种广泛的企业和社会问题都在这个研究的领域之内。然而，这些思路所具有的一个共同点是，它们都把传统理论所遗漏的利益相关者考虑进来。事实上，很多这
 样的利益群体之所以被忽略，是因为他们被认为对企业具有不利影响。因此，社会责任理论的一个主要贡献就在于，它拓展了利益相关者分析的范畴，强化了管理者对于那些此前被生疏的群体建立关系的重要性的认识。这一社会活动家运动揭示了忽略对立群体的影响而制定的企业战略所面临的危险。

这些利益相关者的分析大多是在概括层面进行的，没有考虑到个体企业的战略。不过，在出现了一些对企业声誉造成了灾害性损失后果的重大事件以后，一些人开始尝试着将这些发现融入到概括的企业战略目标中去。而且，这些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结论都是简单地将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归结为对企业的制约，这便和企业计划理论相差无几了。这种区分有效地将某些（社会和环境的）利益相关者与另外一些（经济的）利益相关者分开来。这样的结果是，企业社会责任要么变成只是由那些最成功的企业才能承担的附加性的“奢华”，要么变成一种防控损失的保险；而不是企业战略的核心要素。此外，在利益相关者的优先次序上，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中还存在一些混乱。有一种观点认为，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原因仅仅是它们都有自己的道德立场。尽管在利益相关者理论学者的作品中，比如Freeman（1984），也很难找到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但如果认为所有广义上的利益相关者都具有同等重要性，会阻碍利益相关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6.2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鲜明特征

利益相关者或者利益相关者管理或利益相关者的战略管理方法，这样一个概念意味着管理人员必须制定和实施的战略可以、而且只能满足所有那些与企业利益相关的群体的要求。这一过程的中心任务是，管理和整合股东、雇员、客户、供应商、社区，以及其他群体的关系和利益，以确保企业的长期繁荣。利益相关者的方法强调积极地管理经营环境和各种关系，增进共同利益。

利益相关者方法要求我们重新描绘企业的图景（如图6.1）。无论是好是坏，企业的成功都与众多的利益相关群体有着密切联系。很多传统的战略理论对利益相关者的做法是，忽略一些、边缘化一些、消减一些其他群体的利益，从而是自己认同或偏爱的利益相关群体获益。这种方法在相对稳定的环境里也许会非常相宜，但在一个动荡的、加速变化的环境里，传统战略管理方法的缺陷就变得越来越明显。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必须要被考虑到企业目标当中去，而且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也必须以一种协调的战略姿态加以处理。这样形成的利益相关者方法具有一些明显的特征。

第一，利益相关者方法旨在提供一个单一的战略框架，这个框架有足够的弹性应对环境的变迁，而无须经理人定期制定新的战略。所以它的目的就是去打破这样一个令人困惑的循环：环境变迁—出现新的战略问题—形成新的战略框架—采取新的战略措施—新的环境变迁—又出现一个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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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一个典型的利益相关者图


资料来源：Freeman（1984:25），经授权。


第二，利益相关者的方法与其说是一个战略计划过程，不如说是一个战略管理的过程。战略计划强调的是努力去预测未来的环境，然后独立地制定出针对企业现有状况的计划。相比之下，战略管理则是积极地为企业确立新的发展方向，思考企业如何在受到环境影响的时候去影响环境。

第三，利益相关者管理方法关注的中心问题是企业的生存，也就是Freeman所说的组织目标的实现。要想在一个动荡的环境中生存，管理本身必须为企业制定出一个基调和主题。为了成功做到这一点，“管理”本身需要获取那些能够影响企业的群体的支持，同时还要认识到自己的企业是如何影响他人的（因为从长期看他人也会做出非常活跃的反应）。因此，了解利益相关者关系，至少有利于企业目标的实现，进而影响到企业生存。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框架不是单一地依赖于一个压倒一切的、为所有事情做出决定的管理目标，在这方面，它可比不过传统的“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相反，利益相关者理论摈弃了那种将某个单一目标功能最大化的思维方式；它提倡的管理是一个永无止境地平衡和整合多方关系、多重目标的过程。

第四，利益相关者理论鼓励企业在制定战略时放眼于企业外部，识别所有那些会对企业成功产生长期影响的关系并进行投入。从这个角度讲，很明显，价值观及营销战略中的“以价值观为基础的管理”（Values-based Management）在这一理论中有重大意义。由于彼此之间的差异，多个利益相关者要想实现长期合作，就必须在一些核心价值观上达成一致。因此，一个利益相关者的管理方案要获得成功，就需要把一些价值观作为战略管理过程的关键要素吸收进去。

与20世纪80年代当利益相关者理论被一些学者创造出来时相比，利益相关者理论在今天这个快速变化的环境下显得更加适用。未来的商业世界将变得越来越动荡不安、联系紧密，企业与企业之间、行业与行业之间，以及公众与我们个人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利益相关者方法将会告诉我们更多的关于价值观
 和价值观创造的知识。

第五，利益相关者方法既是规范性方法，也是描述性方法，它不仅仅是经验性的和描述性的。利益相关者方法提出的战略管理方案整合了经济学、政治学和伦理学的分析方法。这样一种方案不但有利于这一领域的研究，而且对于经理人的实际工作也有指导意义。利益相关者方法的目的就是为战略管理积极地创造指导方向。它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但又根据利益相关者的环境、超越现有的描述性作用为企业建议未来的发展方向。利益相关者管理认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可以被影响和创造的；它不是单单一个使企业适应决策层猜想中的未来环境的过程，它是企业管理层富有想象力地规划企业应该采取的行动，继而对利益相关者产生影响，创造未来的企业环境的过程。利益相关者管理就是用来丰富管理者对自己所创造的战略选择的认知方法。

第六，利益相关者方法是关于利益相关者实际的姓名、样貌和特征的理论，而不只是分析某一个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因此，真正重要的是了解实际的、具体的，对企业有特殊意义的利益相关者，并了解它们所处的环境。只有在这个层面上，管理者才可能创造出得到所有利益相关者支持的选择和战略。更进一步地，也正是因为有了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企业才可以长久地生存和发展。了解一般客户对价格上涨的反应并不是最重要的，了解真正客户的反应，比如客户在去年冬天的暴风雪中优先考虑的是什么产品、客户根据我们的产品说明调试他们的机器，以及下个月即将进行的行业年度贸易会展等才是最重要的。了解一般股东对红利稳定增长的期待并不重要，了解股东期望企业能够尽快地增加内部投资、尽快地使下一代产品占据领先地位等才是最重要的。根据这一理论，好的战略管理源于具体实施，而非概括的理论。

最后，利益相关者管理讲究的是找到一种综合性的战略决策方法。相比于一个一个地对利益相关者制定战略，管理者必须找到能同时满足多个利益相关者的方法。成功的战略是那些整合了所有利益相关者诉求的方法，而不是满足一个而损失另一个。这种方法并不是说通过分析细节内容，管理者就能将所有的制约条件和利益取舍都变成双赢的局面，因为并非所有利益相关者任何时候都能受益。很显然，即便是对具体的利益相关者关系有了细致的认识，大多数战略也只能是在不同利益群体中间同时分配利益和不利，双赢的格局并不是总能保证的。事实上，对于管理层而言，为保证所有利益相关者群体的支持而向他们分配不利是同等重要的（与向他们分配利益相比）。不过，从长期来看，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必须得到同等对待。

6.3　利益相关者理论近期的一些研究成果

从1984年开始，学术界对利益相关者方法的兴趣就有了很大的增长和扩展，如Donaldson和Preston（1995）所说的那样，学术界对“利益相关者”这个词汇的引用次数极大地增加了。对于利益相关者概念的研究主要发生在以下四个研究领域：商业规范理论（Normative Theories of Business）、企业治理与组织理论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Organizational Theory）、企业社会责任与绩效理论，以及战略管理理论。

6.3.1　商业规范理论的利益相关者方法

利益相关者方法强调投资对于企业经营产生影响的股东关系的重要性。由于这些关系的稳定性至少是基于一些共同的核心价值观或原则，所以利益相关者理论允许经理人将个人的价值观融入到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中去。这样的一个例子是“企业战略”的概念。企业战略（Schendel和Hofer，1979）描述了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它回答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代表着什么”。就其最初的实行而言，利益相关者的方法强调了制定企业战略的重要性，但没有规定哪种价值观是最合适的。很容易把这种进一步的分析误解为另一种对企业社会责任或商业伦理的呼吁。虽然这些问题本身也很重要，但企业战略是另外一个概念。由于存在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我们需要在整个企业层面考虑企业战略，那就是企业的生存部分依赖于企业价值观与管理者之间的某种契合，以及企业利益相关者的预期与决定企业产品销售能力的社会要素之间的协调（Freeman，1984）。但是，价值观作为战略管理的一个重要成分，它已经提出了“什么是利益相关者理论规范性的根源”的疑问。

Donaldson和Preston（1995）认为，利益相关者理论可以从描述性、工具性和规范性三个观点进行分类。描述性观点简单地说明了企业拥有利益相关者；工具性理论证明考虑了利益相关者的企业能制定出更加成功的战略；而作为规范性理论，它讲述的则是为什么企业应该考虑其利益相关者。因此，对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规范性判断超越了战略管理的范畴，进入了哲学视线。

这一研究分支要努力回答的问题是“在利益相关者管理的结果之外，还有没有更加基础的道德方面的原因要求采用利益相关者管理方法？”大量的学者试图把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根基深入到更加广阔的哲学范畴中。Evan和Freeman（1993）在Kantian的理论基础上，发展出了利益相关者管理方法的正当性评判。从最简单的形式上，这种思路认为，我们应当把人“作为目的”来对待；因此，经理人在做出决策时应当考虑利益相关者的福利，而不能把他们作为实现企业目标的手段。这一框架在Norman Bowie（1999）那里进一步发展成为完整的商业伦理理论。从另一种思路出发，Phillips将利益相关者理论置于公正原则之上：当众多个体自愿缔结一个合作协议时，他们就产生了一种公正作为的义务。因此，标准的商业交易为企业创造了一种道德义务，要求其公正地对待利益相关者，从而在做出决策时考虑到后者的利益。另外一些人（Wicks、Freeman和Gilbert，1994；Burton和Dunn，1996）则试图从“关怀”的伦理角度出发，分析利益相关者的正当性。与传统理论对个人权利的强调不同，“关怀”的伦理理论强调创造企业关系网络的首要地位。这一方法之所以认同利益相关者理论，是因为它认为企业在制定战略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其周围的环境，而不是让企业唱独角戏。最后，Donaldson和Dunfee（1999）从社会契约的角度出发，发展出了基于社会契约理论的利益相关者方法的正当性评判。


最近，Kochan（2000）通过对Saturn汽车制造公司的深入研究，发展出了一套规范性利益相关者理论。在这项研究中，他努力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利益相关者模式会在这个历史时刻受到如此的重视？”对于Kochan而言，这既是规范性研究，又是积极的探索。“这需要提出相应的理论问题，从而改善可操作的经验研究。”他总结道，当利益相关者控制了关键性的资产，将这些资产暴露在风险当中，对企业能够产生影响并发出自己的声音时，一个利益相关者模式的企业也就出现了。但是，只有当领导激励机制鼓励管理者积极响应利益相关者的呼声，并且利益相关者的正当性克服了社会对它的质疑时，利益相关者模式的企业才能维持下去。

6.3.2　企业治理和组织理论的利益相关者方法

这一分支的利益相关者研究发源于对两种观点的对比：传统的、要求管理人员保护股东利益的信托义务，以及要求管理人员须基于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进行决策的理论。Williamson（1984）基于资产专用性提出，相比于其他利益相关者，股东应享有更多的关注。他认为，股东利益与企业利益休戚相关，如果企业倒闭，那么股东将一无所获，而雇员则不一样。Freeman和Evan（1990）则持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Williamson关于企业治理的分析方法实际上可以用于解释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很多其他利益相关者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企业专有性，另外，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相比，股东拥有一个更加灵活的退出市场（证券市场）。因此，仅仅从资产专用性的角度不能说明管理层应该主要对股东负责而无视其他利益相关者。

Goodpaster（1991）指出了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一个明显矛盾：看上去，管理者基于合同义务应该从股东利益出发去管理企业；而与此同时，他们又似乎负有道德上的义务去考虑其他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Boatright（1994）、Marens和Wichs（1999）的并不同意上述观点，而Goodpaster和Holloran（1994）则坚持认为这一矛盾是现实存在的。另外一些人则探讨了管理者对股东在法律上的信托义务（Blair，1995；Orts，1997）。很多这种争论还在继续，一些人主张对企业治理机构进行彻底改造，而其他人则认为，所有这些讨论与利益相关者理论毫不相干。

还有一些理论试图将利益相关者理论扩展到Jones（1995）所说的“中央范式”，它囊括了代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还有契约理论的一个综合性理论（Jones，1995；Clarkson，1995）。从这个角度出发，利益相关者理论可以被用作是传统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一个鲜明对比。利益相关者理论已经被广泛地认可可以产生良好的管理行为，它对于这些理论家的主要价值是，它凸显了传统框架在道德上的困境——或者至少很容易承认非道德行为的合法性。利益相关者理论在发展历程中吸收了各种零碎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对于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主义的积极商业模式都持相反态度。由于其理论框架具有宽容性，所以它有机会形成一个综合性理论，将代理、交易成本、人际关系、伦理甚至环境等概念融合在一起。在近期发表的《走向融合的利益相关者理论》（Convergent Stakeholder Theory
 ）一文中，Jones和Wicks（1999）显然是在尝试着把多个领域的研究整合起来。


6.3.3　社会责任和社会绩效的利益相关者方法

社会责任理论家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就是如何定义合法的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的定义被认为是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短处，具体来说，就是很难把利益相关者与那些不是利益相关者的个人和组织区分开来（Phillips和Reichart，1998）。Mitchell、Agle和Wood（1997）发展出了一个框架来解决利益相关者定义的问题，他们把它叫作“主体和要素有效的原则”。这一方面的研究与环境保护主义、草根政治运动主义尤其相关。它的关键问题是，是否存在这样一个不合法的利益相关者，如果是的话，那么合法性又应该如何定义。Bradley等（1999）则采用了一种相反的思路，他们还没有尝试着从理论上定义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性，而是进行了一次实证研究，以确定哪些是管理者认为的合法的利益相关者。

大量的研究用于证明利益相关者管理是一种非常好的管理实践。这些观点认为，实施利益相关者管理实践的企业将会比那些没有采取利益相关者管理的企业绩效更出色。Wood（1995）指出因果关系是复杂的，企业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模糊的，目前还没有对企业社会绩效有一个完整的、综合性的测量指标，现在可以确定的是，不好的企业社会绩效一定会损害企业的财务绩效。

经常有一种论调认为，进行利益相关者管理投资并试图增进企业社会绩效的企业，会被那些只关心企业财务绩效的投资人惩罚，这被称之为“短视的制度理论”。Graves和Waddock（1990）已经研究证明了“公共团体”利益相关者在过去20年的重要性增长。他们发现，那些社会绩效表现更好的企业会吸引更多的公共团体的投资者（Graves和Waddock，1994）。这一结论与日渐增多的事实证据相符，它们不支持所谓的短视的制度理论（Graves和Waddock，1994）。

近期，一些研究采用新的数据和技术试图搞明白利益相关者管理和企业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Berman等，1999；Harrison和Fiet，1999；Luoma和Goodstein，1999）。Ogden和Watson（1999）通过一个细致的案例分析，在更加实践的层面上研究了英国的自来水行业的利益相关者和企业管理。目前，这一领域中的大部分结论都具有某种程度的尝试性，因为技术和数据源的精确性还有待提高。

6.3.4　战略管理的利益相关者方法

Harrison和St.John（1996）在将利益相关者方法与其他主流战略管理理论整合方面起到了领导作用。他们认为，战略管理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方法允许将许多其他传统理论模型中的视角——如产业组织经济学、资源观、认知理论及企业的制度观——整合起来。他们区别了“利益相关者分析”与“利益相关者管理”。利益相关者管理需要以合作精神为基础，涉及沟通、谈判、协议、处理关系和实施激励等多个方面，这些利益相关者管理的各个方面由企业战略（它界定了企业
 所代表的利益）整合在一起。道德是其中的一部分，首先，因为不道德的行为成本高昂；其次，道德为实现盈利合作提供了所需要的协同和信赖。

Harrison和St. John（1996，1998）之所以能把传统理论与利益相关者理论整合在一起，是因为他们将利益相关者理论作为一个可以辐射的框架，让传统理论作为战略工具在其中发挥作用。例如，他们把环境区分为“运营环境”（Operating Environment）和“广义环境”（Broader Environment）。在运营环境里，企业资源观是研究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如管理者和雇员之间关系的有效框架；同样，Porter的五种力量的模式（Porter，1980）可以用来分析很多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如竞争对手和供应商。但战略管理并未在这个分析、描述阶段止步。排列利益相关者的优先次序，这比从经济或政治上评估它们的力量更为复杂。“优先性同样是一个战略选择问题”（Harrison和St. John，1998）在一些特别的合作关系上，价值观和企业战略会占据优先地位，从而排斥其他要素。因此，利益相关者理论使得管理者可以将传统的战略分析与企业特有的价值观和战略融合起来。

利益相关者不仅在当前需要被给予足够的认识，而且需要得到长期的管理。Harrison和St. John（1996，1998）区别了管理利益相关者的两种基本姿态：缓冲（Buffering）和桥接（Bridging）（Daft，1992）。缓冲是应对大多数外部利益相关群体的传统手段，旨在限制利益相关者对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障碍。相反，桥接强调的则是结成战略伙伴关系（Barringer和Harrison，2000）。这一政策要求管理者认识到共同目标并降低企业周围的障碍。伙伴关系是积极的、建立在相互依赖的基础之上的，管理者要去创造和扩大共同目标，而不是仅仅迎合利益相关者的动议。它提供了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人们了解制定合作策略的重要性并适时采取更为传统的办法（见图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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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影响到外部利益相关者战略重要性，以及如何对它们进行管理的要素


资料来源：Harrison和St. John（1996:51）。


有这样一个框架作为指导，管理者就可以去认识各种各样的合作策略，并运用这些策略处理他们与重要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并制定相应的战略（见表6.1）。



表6.1　针对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管理和合作策略




	利益相关者
	利益相关者的管理技巧
	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技巧



	客户
	客户服务部门

市场调研客户

广告

现场参观

免费客服电话

长期合同

产品／服务开发

市场开发
	客户参与设计团队

参与产品测试

共同计划的会议

改善沟通关系

合作培训／服务项目

设备共享

对客户的金钱投资

任命为董事会成员



	供应商
	物资采购部门

鼓励供货商之间的竞争

支持新供应商

纵向一体化的威胁

长期合同
	供应商参与设计团队

将订货系统与生产线结合起来

共同信息系统

合作开发新的产品和应用方法



	竞争对手
	产品和服务差异

技术领先

创新

速度

降价

市场分割

商业间谍活动*
	企业集团*

合作研发

共同市场开发

集体游说活动*

非正规的价格领先或合谋

建立产业委员会以处理劳工和其他问题

合并（横向一体化）



	政府机构／行政人员
	司法部门

税务部门

政府关系部门

个体企业游说活动

对竞选运动的贡献

个体企业的政治活动委员会

自我规制

给政客的私人赠予*
	国际贸易和竞争的联合体

合作研究或政府资助的研究

共同解决社会问题，如犯罪和污染

共同的国外开发项目

将退休的政府官员任命为董事会成员

参与政府资助的动议



	本地社区／政府
	社区关系部门

公共关系部门

参与社区服务和政治活动

本地生活用品的购买

本地劳动力的雇用

向本地政府组织提供捐赠

向本地慈善事业的捐赠给地方

政府官员的礼物*
	解决熟练劳动力短缺的专门小组

共同的城区重建项目

合作培训项目

开发委员会／理事会

向具有特别需求的工人（如残疾人）提供受雇项目

合作实施教育项目



	活动家团体
	为满足需求的内部项目

为抵消负面宣传效应的公共／政治关系的活动

财产赠予
	成员之间就敏感问题进行咨询

合作研究项目／研究联合体

任命团体代表参与董事会

共同投资的公共关系活动



	工会
	通过高度的员工满足避免工会的形成

通过阻挠组织活动避免工会的形成*

聘用专业的谈判员

公共关系广告

第十一章的保护
	双向满足（双赢）的劳动合同

将报酬与绩效联系起来（如利润共享）的合同条款

就安全及其他雇员关心的问题成立联合委员会

雇员发展项目

共同的劳资委员会

将劳工领袖任命为董事会成员





注：*号的策略对一些内部或外部的利益相关者而言，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其他地方都存在道德认可方面的疑问。



资料来源：Harrison和St.John（1996），经授权。


6.4　利益相关者方法与管理行为

利益相关者方法很难对管理实践产生影响。当前的大部分争论和评论都落入了“利益相关者和股东”的修辞陷阱中。一旦战略管理被切割成这样的两个部分，利益相关者理论便会错误地被贴上“反资本主义、反利润和反商业效率”的标签。因为这个原因，利益相关者理论大部分时间是被用来描述与主流企业不同的非主流少数小企业的激进模式的，例如“Body Shop”、“Ben and Jerry’s”。但是，利益相关者理论适用于“所有企业”的假定意味着，我们应该能证明应用利益相关者管理的是多数企业，而不是少数激进的企业。事实上，这正是我们在观察近期出版的三步有关管理实践著作时的发现。

在《基业长青》（Built to Last
 ）（Collins和Porras，1994）一书中，Jim Collins和Jerry Porras将“利益相关者和股东”的争论放到了一个新的视角下进行考察。他们试图通过对比成功企业与落后企业的异同，来解释各个行业中一些企业长久持续的成功。他们认为，企业获得长久持续成功的必要条件是拥有一套渗透到组织各个领域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就像弥漫在整个企业中的空气；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为与个人所拥有的生活哲学类似的东西。核心价值观就像生物机体的基因编码”。作者通过分析20世纪多个成功与不成功的企业确认了这个假设。《永久经营》不仅为利益相关者理论所提出的企业战略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它所发现的很多核心价值观也确认了把战略建立在“合作性利益相关者关系”上的重要性。例如，3M公司的核心价值观包括“对个人原创与个体成长”的尊重；Merck公司的核心价值观是“利润，但这种利润为人类创造福利的”；惠普公司（HP）的核心价值观是“对惠普人的尊重和为他们提供机会”、“惠普客户买得起的品质”和“把利润和成长当作实现其他一切可能的方法”。万豪公司（Marriott）的核心价值观是“人是第一位的——善待他们，对他们寄予厚望，随后一切便会水到渠成”；还有迪斯尼的核心价值观是“为万千人带来欢乐，赞美、培养和传播健康的美国价值观”。


《基业长青》讲述了利益相关者方法在很多成功的跨国企业被广泛运用的故事。更重要的是，作者发现，利益相关者管理的实践活动其实早于正式理论在学术界公开露面的时间。因此，Collins和Porras不仅为利益相关者方法的成功提供了经验性的支持，而且还说明这一学术理论实际上来源于实践而非理论。

在《利益相关者策略》（The Stakeholder Strategy
 ）（Svendsen，1998）一书中，Svendsen调查了那些把合作性利益相关者关系作为商业战略的一部分的企业。从沃尔玛（Wal-Mart）、玛莎（Marks和Spencer）、萨坦（Saturn）、波士顿银行（Bank Boston）和英国电信（British Telecom），到卑诗水电公司（BC Hydro）、摩特人（Motoman）、静水科技（Stillwater Technologies），以及泛城市信用联盟（Van City Credit Union），她讲述了世界各地的管理者是如何通过与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结成合作关系，来不断制定和实施企业战略的。Svendsen总结说，在一个变化日益加快的社会，平衡所有利益相关者利益的能力将成为下一个十年里获得成功的企业的标志性特征。这并不是说，企业可以在任何时候都能满足所有人的利益；但拥有一套强有力的价值观并能清楚地将其经营目标传达出来的企业，在面临困境时仍然可以得到主要利益相关者的支持。

Wheeler和Sillanpaa（1997）跟踪了IBM和Body Shop一些高管，如Robert Owen、William Morris，以及Thomas Watson这些人对利益相关者方法的运用。他们的研究证实了利益相关者方法的历史、原理和实际应用。他们提出了“容纳循环”（Cycles of Inclusion）的方法并介绍了它的用法，这一方法有助于结成更加牢固的合作性利益相关者关系。他们还强调了超越（但没必要反对）利润最大化观念、重述商业世界的必要性，正如Anita Roddick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指出的那样，“在评价出色的社区拓展项目时，一些最优秀的企业仍然会回到‘股东价值’的模式上去，这时他们只是简单地庆祝一下，然后说‘这正是企业应该做的’。”

6.5　未来的研究议题

所以，今天战略管理的利益相关者方法又面临哪些关键问题呢？有两个问题尤其重要。首要的，也是所有理论家必须要处理的、被Freeman（1994）和Marens（1999）叫作分离命题（The Separation Thesis）。分离命题认为，如果我们将商业社会与伦理社会或政治分离开来，那么我们就不能有效地对前者进行分析。我们的价值体现在我们的一举一动之中，所以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个因素的话，我们的理论将很难产生解释商业世界的效果。分离命题之所以被提出，是因为利益相关者虽然在商业伦理的范畴内已经得到广泛接受，但作为战略管理理念仍然被忽视。这一扭曲使得利益相关者理论更多时候被看作是一个伦理而非商业理论。这种归类思路将商业伦理与主流商业理论区分开来，使利益相关者理论游离于主流的商业战略之外。

第二，Wicks和Freeman（1998）最近提出了管理研究的实用主义观。利益相关者方法起源于对管理问题的实践性研究。实用主义的方法对待战略管理将学术研究集中在对具体问题的细致分析上。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概括性的理论可能
 会出现，但却不是通过抽象的理论形成的。

那些提倡实用主义方法研究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人们，已经在尝试着将后现代的反基础主义理论方法，与Rortian的改革和重述人力企业的愿望结合起来（Wicks和Freeman，1998）。后现代主义者希望抛弃启蒙运动以来对真理的追求。这些理论家认为，在商业世界，并不存在什么“真理”。商业理论和经济学没有不容置疑的基础。我们所用来描述商业世界的框架和规则，只不过是那些受过教育的实干家通过广泛的协议达成一致的想法。再往更抽象的层次探究就能为这些规则找到“真理”的基础，这种思路是对经营战略过程的一种干扰。相反，商业理论家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去研究商业世界并创造新的方法，以便描述价值创造和交易过程。对坏的或有害的经营措施的描述，将鼓励我们调整现有的经营措施、规则、态度，而对价值创造的优秀方法的描述则给我们带来希望，并且推动变革和创新。

这种商业研究的思路将会挑战传统观念——在后者那里，商业世界是自成体系的，基本原则、利己主义、自由竞争，以及股东财富最大化等观念是人们的信条。这种新思路会鼓励研究者调整现有商业和经济学理论的话语和隐喻手法。它会对那些已经为人们所接受的规则和真理提出质疑，抛弃对“真正”的辐射式商业范式的追求；取而代之的是，研究人员希望用多种理论和框架来描述不同的方法和商业特征。好的经营战略和坏的经营战略之间的区别还会继续存在，但理论的价值将取决于它帮助管理者认识商业世界的能力，而不是理论本身的精致性。

6.6　结论

利益相关者，或利益相关者管理，或者称为战略管理的利益相关者方法，暗示着管理者必须制定并实行确保所有与企业相关的群体或个人的利益的战略。利益相关者方法从管理实践的研究中得来，整合了很多个主流的管理学理论。在过去的二十年，利益相关者理论在理论性和哲学性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步。学者们认为，现在可以将注意力转向实用主义的方向，将利益相关者理论与管理实践重新结合起来。

对于利益相关者理论而言，实用主义意味着什么呢？第一，它意味着商业伦理与经营战略研究分离的终结。第二，它意味着追求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正统和基础根源的终结。第三，它意味着抛弃对诸如“利益相关者合法性”这一类问题的绝对客观性定义的追寻。这些问题取决于现有的问题和需要考察的环境状况。利益相关者方法可能包括一系列互动、增强和相互矛盾的商业战略理论。每一种理论都可能是基于现实个案的具体研究，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要放弃对普适原则的追寻。理论在任何时间点都存在；它是基于那些可以适用于多个企业和行业的具体案例。企业经营仍然存在概括性原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原则将会被反复评论，并最终被一个更加有效的原则所替代。Kochan和Rubenstein（2000）的作品从很多方面看都是这一思路的先锋。如前所述，利益相关者的管理方法在理论、认识论和研究上仍存在不少问题。我们相信，通过将理论转向实践，以及随着一系列分析各种为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的理论的形成，这些问题将会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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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交易成本理论的正面阐释：企业家精神与信任的核心作用

几年来，涌现出大量批判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 Cost Theory，简称TCT）核心假设的文章（如Dow，1987；Granovetter，1985；Perrow，1986；Robins，1987；Donaldson，1990；Noorderhaven，1995；Ghoshal和Moran，1996）。理论批判是学术争论的中心，有助于理论的进一步精炼和完善。然而也有相反的情况，如果理论不能被证实，只能被证伪（Popper，1958），也就是说，当一个理论无法合理解释客观现象时，批判则会导致这个理论被抛弃。最近，针对交易成本理论提出的种种批判本质上就属于这种“证伪类”。例如，Ghoshal和Moran最近试图通过抨击Williamson的机会主义假设，来指出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基础错误。Ghoshal和Moran（1996:14）认为这种抨击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一旦接受了交易成本理论的假设，管理者将有意无意地按照这一理论指导管理实践，这将对企业造成不利影响。

在组织理论中，一个理论遭到如此强烈的批判还是比较少见的。Williamson（1975）所提出的机会主义假设，更是引起了不小的愤怒。该假设认为，某些人可能更倾向于采取“谋取个人私利的狡猾行为”，这一观点的提出不仅对人文价值观的坚守造成威胁（Perrow，1986），而且在一些研究人员看来，Williamson对于一些概念的定义也是不够准确的，不能令人信服（如Dow，1987；Noorderhaven，1995）。事实上，有些学者认为运用机会主义这一概念可以便于交易成本理论对科层组织交易内化的预测（Granovetter，1985；Perrow，1986），而所付出的代价是对人类本性的错误描述（Donaldson，1990；Ghoshal和Moran，1996），歪曲了社会和经济组织发展的真正原因。近年来，学界对于“企业知识基础观”（Knowledge Based View of the Firm）的研究很大程度集中在对机会主义与知识协同的比较上，讨论哪种更适合作为企业理论的基础（例如，Conner和Prahalad，1996；Foss，1996a，b；Grant，1996；Kogut和Zander，
 1996；Madhok，1996）。

对于那些肯定交易成本理论、并且见证了这一理论在解释客观事实方面发挥很大作用的学者来说（例如，Joskow，1988；Masten，1994；Schelanski和Klein，1995），因机会主义假设而引起的针对交易成本理论越来越多的批判，使其感到很难接受。如果要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就必须接受Williamson的“人类的劣根性”的观点，而这些劣根性是没有“善良、同情、团结等品质”的（Williamson，1985:391-2）。

本文在重新评估交易成本理论的基本假设和成立条件的基础上，揭示了这一理论此前为人们所忽视的积极并具有人性的一面。在此过程中，本文试图重塑交易成本理论的定位，并提出：（1）可以肯定交易成本理论的主要原则进而维持它的预测分析能力；（2）弱化甚至放弃诸如机会主义、资产专用性，以及Williamson对人类行为过于悲观的态度所带来的负面情绪化的含义或者暗示。首先，本文将简要回顾交易成本理论的发展历程。接下来，本文将批判性检验Williamson（1975，1985）提出的假设，重新分析产生交易成本的人力和环境两方面的因素。在此评论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将正面解读交易成本理论的内涵及科层（Hierarchy）组织的发展，并提出基于专业化流程和专用性资产开发的价值创造模型。本质上，本文通过分析认为，要形成交易成本理论可反驳的命题和假设，机会主义这一假设既非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有关资产专用性形成的真正问题在于，当企业家采用新方法创造价值时如何进行测度，而非合作企业进行专用性投资时出现的潜在机会主义行为。因此，交易成本理论并不是从经济学移植来的有缺陷的产物，而是对组织理论具有价值性的补充和完善，它将组织问题和企业理论的分析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7.1　交易成本理论的简要回顾

通常来说，在交易成本理论中，交易成本被定义为交易双方谈判、监控和实施交易的成本。交易成本常常被视为交易的摩擦力（Powell，1990），是伴随着交易过程而生、但又会减少交易所获价值的一种成本。因此，如果交易双方能够找到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的治理结构，效率则会提升。尽管如此，必须要清楚地认识交易成本理论中所讲的效率并不是指投入产出比，而是促成交易的不同治理模式所追求的帕累托效率，在这一状态下，使得交易一方变得更好意味着将会使交易另一方变得更坏。交易成本理论，以及所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都强调价值最优化。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只是强调成本的最小化，将会导致对交易成本理论的诸多误解。

1937年，Coase在其论文中提出了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的交易成本理论。他提出，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成立组织，让企业家控制和分配资源，可以避免交易成本。例如，如果交易双方交换的是非专有的、可以自由取得的产品或服务，那么运用市场价格机制就可以管理交易，并且交易各方不需要签订复杂的协议。但是，如果交易各方需要建立和发展专有的、嵌入式的交易关系，这时问题
 就出现了，交易各方除了需要确定合适的价格，并且，在市场运行的成本过高（交易成本会增加）时，将会内部化交易，即将市场交易建立在企业内部，这样交易一方就有权控制和监控交易过程，降低了相关的风险（Coase，1937）。

尽管如此，将市场交易变为一个在科层组织内部发生的交易，并不能完全消除管理交易所产生的成本（Coase，1937）。管理者仍然需要在组织内部进行谈判、监管并保证组织内部各方执行相关合同条款，在这一过程中同样会产生风险，因为交易一旦内部化，实施交易的各方或者主要负责人可能不再有原先的积极性，对于个人目标的追求使得他们无法保持以往的绩效。因此，Coase的核心思想和理论观点是为了实现帕累托效率，决策者需要在市场交易成本和科层内部交易成本二者之间做出权衡，这也是他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原因。

市场交易成本与科层内部交易成本之间的权衡确定了企业的有效边界；对于帕累托效率的追求则决定了哪些交易是企业需要在市场中完成的、哪些是需要放到企业内部完成的。然而，正如Coase（1988）指出的那样，经济学家在接受他的理论观点的同时也会忽视它，这一理论尽管很有趣，但却没有太强的预测能力，因为Coase没有完整清晰地指出哪些因素可以影响交易成本或组织成本，进而导致交易的内部化。例如，资产专用性是Coase的理论中重要的一部分，但也只是隐约出现在他的著作中（Coase，1991b）。Klein、Crawford、Alchian（1978）及Williamson（1985）正式提出，资产专用性是导致交易困难和交易成本的一个主要因素，也是导致交易内部化的主要因素之一。为什么交易，以及如何从市场到科层内部或者由科层内部到市场，可以由一些相关要素预测分析得知，如果缺乏对这些要素的全面分析，那么Coase的理论只不过是一种套套理论，因为它不具有可操作性。

在Williamson（1975，1985）对交易成本理论众多的贡献中，最重要的或许是他提出了能够从理论上明确解释市场交易成本来源的假设。也就是说，他使得这一理论具备了可操作性和预测能力。在他看来，某些人为因素及市场交易环境方面的因素使得合约安排变得含混不清，产生了交易成本（Williamson，1975）。有关人的因素包括了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和机会主义（Opportunism）。有限理性是指人的理性行为受到其处理信息能力的限制；代理人是有意识的理性，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如前所述，机会主义是指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谋求自身的利益。

有关市场环境方面的因素有三个方面。一是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由于有限理性的存在，行为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使得交易一方很难监督另一方的绩效，这样必然会增加交易成本。二是“小数目条件”限制了企业与其他潜在交易伙伴的合作，并且使交易中处于垄断一方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大增。也就是说，在某些市场中可能存在少数交易方出于投机目的而使得市场价格扭曲。三是资产专用性，它是指交易双方在特定交易中所投入的资产或用于创造价值的资源，而这些特定资产很难转变为其他用途，或者在用于其他用途时其生产价值有一定损失。例如，特定的人力、专用的机器或者为客户订制的计算机软硬件设施等资产都可以是专用性资产，因为这些资产都是为某个特定交易专门投资的。


正如Williamson的著作中所述，资产专用性是产生交易成本的主要因素，“交易成本经济学之所以具有预测力，关键条件就在于资产具有专用性”（Williamson，1985）。一旦投资完成（事后的机会主义），小数目条件者或者“双边垄断”（Bilateral Monopoly）将会出现，使得交易一方开始对另一方产生依赖，而另外一方接下来就可能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通过撒谎或者欺骗对方等方式改变交易条款，这些都是个人或企业在考虑是否进行专用性投资时面临的关键问题。交易的进展过程中，如果一方发现愈加难以评估另外一方的绩效，以致交易的不确定性增加，加上有限理性的存在增加了交易的难度，那么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也将进一步提升（Williamson，1975）。

7.2　交易成本理论假设的两面性

需要注意的是，在Williamson的模型中尽管也考虑了人的因素——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但都被赋予了“消极的”角色，要么被视为理性行为的原则，要么被视为如智力、个性一样是个人的基本行为。在Williamson的模型中，机会主义和有限理性可能会因人而异，就像智力、个性一样，这也是为什么只有一部分人可能倾向于采取投机行为（Williamson，1993a，b）；但是，当交易成本发生变化时，是因为环境发生了变化，而非个人方面发生了变化。例如，在有限理性存在的情况下，环境的变化增加了交易的不确定性，使得谈判和监控的难度增大；在机会主义存在的前提下，资产专用性的增加会使得交易伙伴数目减少，涉及谈判和监督另一方的相关问题随之增多，这些都将使得交易成本增加。尽管Williamson认为在他的模型中，人的因素和环境的因素同时引起了交易成本的增加，然而模型中环境的变化才是交易成本的外部决定性因素。也就是说，一旦外部环境具备一定的条件（或者外部的治理结构没有形成阻碍），机会主义倾向就会逐步演变成为投机性行为。

然而，本文认为人与环境的互动是决定交易成本的内在因素。该理论差异将有助于解决Williamson与其批判者之间，就其模型中和交易成本理论中有关人的假定这一争论（Noorderhaven，1995）。下面，我们将首先分析机会主义的内在决定因素，接着将继续分析有限理性的内在决定因素。

7.2.1　投机还是信任？

尽管交易成本取决于人们倾向于实施投机行为的可能性，但是区别两种看待机会主义行为的方式也是很重要的。第一种正如Williamson所认为的，他认为机会主义是一直存在的；也就是说，他将机会主义看作是人类固有的不择手段谋求个人利益的品质，一种会产生交易成本的品质，这是因为交易双方必须花费时间搜集信息，监控对方的潜在投机行为并判断对方是否在投机行事。在Williamson的模型中，专用性资产的建立也增加了机会主义行为的风险及可能性，一方会预先估算或者事前估算未来的风险，在此基础上决定应该建立何种治理结构，以避
 免由对方机会主义行为可能导致的潜在损失（Williamson，1993a）。

本文认为，可以从互动视角而非个人性格角度分析机会主义。基于互动视角，机会主义既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性格，也可以被认为是人与环境要素相互作用之下产生的一种情境。换句话说，机会主义不仅是一种持久的投机行为，同时还受到许多人和环境方面因素的影响，例如个人态度、信仰，以及个人在许多不同社会环境下的过往经历，这些因素都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迅速发生变化。而环境的变化，以及个体内心的变化——比如对于交易伙伴的认识或者对于环境变化的愈加熟悉，都会引起诸如机会主义这类心理情境的变化。

机会主义是一种人格特质，还是一种心理情境，这两种观点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在认清这种差异的基础上，还需要将其与品质信任、情境信任进行比较。在研究中，信任通常被视为投机主义的对立面，表达的是交易各方之间的相互信赖——信任对方的行为不会给自身带来任何伤害或风险（Axelrod，1984；Bateson，1988；Zucker，1986）。只有当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信任才显得很有必要（Axelrod，1984；Barber，1983；Dasgupta，1988）。正如情境的概念化那样，人们倾向于采取包括从完全的投机行为到可信赖的所有行为模式。因此仅仅了解一个人的人格特质尚不足以判断其在特定环境下的行为，还需要分析其与所处环境之间的互动才有可能预测其行为。为了预测行为，还需要考虑其他有关个人与环境方面的特征因素，因为机会主义和信任都是会迅速变化的动态心理状态（Axelrod，1984；Barber，1983；Gambetta，1988）。例如，一个小型企业的经理在发现一位备受信任的雇员挪用资金以后，他对这位员工的信任可能会立刻崩溃。

交易成本理论没有分析到的一个问题，同时也是Williamson由于将机会主义视为稳定个性而没有考虑的问题是，在交易双方建立互动的过程中，到底是哪些因素可能对交易双方在机会主义与信任这两种思维模式之间做出选择并造成影响。毋庸置疑，交易双方会选择满足自身利益。除此之外，我们无法解释交易一方对另外一方的心理状态的缘由，以及他或她对于另一方所表现出来的偏爱。然而，为了满足自身利益，信任一个人与采取不利于对方的合作，这两种做法本质上是相同的，因此追求个人利益本质上并不具有负面的含义（Axelrod，1984；Bateson，1988）。那么，是否我们有理由相信，人们的交易行为是具有某种倾向的呢？

的确存在一些理由说明在交易中彼此信任要比机会主义行为更具有心理效益。首先，从情境角度看，人们所从事的交易行为具有特定的时间，而追求自身利益的人们从他们过去的各种社会经历中了解到，如果他们真的采取了投机行为，这将摧毁他们和对方之间可以相互信赖的信念，当然声誉也很重要（Nooteboom、Berger和Noorderhaven，1997）。因此，如果任何一方采取了投机行为，将会立刻摧毁交易另一方对他的理解和信任，声誉也将不复存在，这也使得交易双方的行为变得不再可靠，未来也变得不可预测，信誉效应将被毁于一旦，而且使得双方的行为都变得不可靠，未来缥缈难测（Axelrod，1984）。本文认为，由于人们已经从过去的经验中认识到，机会主义和信任是相互关联的，且机会主义可以毁掉彼此间的信任；当面临风险和不确定性时，交易双方更加积极
 的做法是相互信任而不是采取机会主义行为（除非人们确信采取机会主义更有效）。本质上，任何交易都是持续进行的众多交易中的一环，人们可以轻易地从一个情境推导出下一个情境，并推断出别人的行为，进而确定最有效的行为方式。将信任而不是机会主义作为基本假定，并不是要排除机会主义发生的可能性。实际上，本文此处想表达的观点是，除非有相反的情况发生，否则在交易过程中，假定对方是值得信任的做法会更加有效。

交易中双方的目标是要通过建立一个治理结构，减少交换成本或者交易成本，最大化交易的共同价值。在一个社会交易的初期，面对不确定性和风险，交易双方暂且相信对方是不可靠的，这比起假定对方会采取投机行为来说，仍然更有效。这并不是说，任何一方都是容易被骗的——一个易受骗的人在没有任何其他信息的情况下，理所当然地认为别人是可靠的并承担了相应的风险（Rotter，1980）。我们模型中的主体并非天真幼稚，他或她只是暂且相信对方是可信的，并基于这一判断采取行动。

除了将机会主义和信任视为心态而非交易成本理论中的个人特质这一争论之外，有关信任的研究还指出，在不确定的环境下，交易双方的互动更容易基于信赖而非投机。首先，正如Luhmann（1980）所说的那样，人们更可能信任他人而非怀疑他人并假定他人有投机行为。这是因为怀疑他人“通常会消耗持怀疑想法的人的精力，使他或她没有多少精力去探索和适应其所处的环境……也使他或她没有太多学习的机会。”换句话说，如果你抱着怀疑的心理去交往，那么你就需要不断花时间和精力去防范他人可能对你造成的伤害，始终在警惕“暗箭”。所以，相对来说，信任是更有效率的选择，因为它节省了时间和简化了信息处理的过程；基于这一原因，在开始一段关系的时候人们更应该采取信任的态度。

其次，想要确定对方将会采取投机行为还是可信任的行为，这本身就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选择暂时相信他们没有险恶用心则显得格外具有优势（Deutsch，1958，1960）。在没有出现相反情况成立的条件，信任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此外，正如其他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Granovetter，1985；Ghoshal和Moran，1996；Hill，1990；Nooteboom等，1997），交易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文化中，这有助于建立人们之间的信任而不是机会主义，并使这种信任的建立成为“理所当然的规则”（Berger和Luckman，1966），而不是一种例外。

Chiles和McMackin（1996）同样分析了交易成本理论中的风险和信任的关系，他们认为，信任使管理者推迟了交易的内部化。不过，Chiles和McMackin（1996）是把信任作为一种限制投机行为和降低有限理性的治理机制，而不是一种形成交易本质的心态或思维模式。简而言之，如果保持信任的心态，那么就不存在需要被限制的投机行为；如果一方采取了机会主义行为，那么信任将立刻消失，并且由于一方很警惕交易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因此他们之间也不会再有交易发生。只有在没有其他选择或者选择余地很小的情况下，受害一方才会被迫默许投机一方的要求。

选择信任而非投机心理的另外一个重要理由是，这一思维模式可以被潜在的交易伙伴所采纳：信任是一种迅速变化的心理状态，随着信任的改变，人们之间交易的性质或属性也会发生变化（Shapiro、Sheppard和Cheraskin，1992；
 Lewicki和Bunker，1996）。如上所述，在起初交往的时候，各方会单纯地认为对方是值得信赖的，直到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在反复的互动过程中，双方交换的信息和知识量不断增加，因此他们也逐渐了解了对方的态度和信念，最重要的是，他们可能会形成相似的价值导向，这些价值观决定了人们喜欢或不喜欢的行为方式（Rokeach，1973）。当共同价值结构发生变化时，各方更可能对已建立的关系进行投资，并且在做出行为决策时将更多地面向未来而不是基于当前（Dasgupta，1988）。各方愿意发挥更广泛的作用，帮助他人并愿意为了更大的利益而放弃个人利益，而这也将增进人们之间的合作。

交易双方相同价值观的形成正是交易转化成为关系的关键点。此后，另一方的可靠性被视为既定条件，而这也是基于此前双方多次互动行为建立起来的对另一方价值观的信赖（Gulati，1995；Zaheer、McEvily和Perrone，1998）。这种信任的变化对于交易成本理论的重要性在于，当交易转化为关系时，双方间的合作形式也会随之变化，并将改变交互关系的性质或氛围（Nooteboom等，1997；Robinson，1996）。因此，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这一变化的特性无论是对个人还是集体都能带来越来越多的好处。

需要注意的是，在Williamson的分析中，交易和合作中的信任不会发生变化，这是因为他将机会主义视为一种个性而非状态，无论是信任还是机会主义，都不可能在短期内有明显的更改或发生重大变化。在他的模型中，机会主义是既定的，不存在重复的互动和过往的经历影响交易（或关系）改变的情况。

将信任而非机会主义作为交易成本理论的假设前提，这种改变对于人们分析科层的发展具有本质的不同。在原来的模型中，第一个有关人的因素就是假定对方为机会主义者，此外，这个因素将由另一个假定代替，即在起初阶段对交易对方采取信任的态度。接下来关键的问题便是，分析环境的变化是如何增加不确定性的，并进而影响到人们对信任他人的能力和意愿的。类似地，交易过程中的资产专业性如何使信任变得很有必要，对此进行分析也很重要。

基于信任的视角，人们应该主动促进、维护并加强彼此间的信任，以防这种信任关系的瓦解，这样才能同时最大化由互动带来的利益，这也正是交易内部化，将交易由市场转为科层内部的关键所在。积极的交易成本理论需要说明信托人、受托人，以及威胁这种信赖（信任）的环境特征，同时还需分析科层作为一种有效的治理结构的意义，不仅是因为交易双方处于合约的考虑，而且是为了维持和管理彼此的信任以便双方能够继续合作。不过，在继续探讨信任与科层之间关系之前，我们有必要从不同的角度认识有限理性推断下的交易成本。

7.2.2　有限理性还是企业家精神？

如前所述，Williamson（1975）曾指出有限理性、环境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共同产生了交易成本，为了降低这一交易成本，科层制的治理结构应运而生。例如，科层控制和激励措施使得管理者们可以降低交易的管理成本，特别是在专用性资产或快速变化的环境引起的信息栓塞时。

Williamson（1993b）强调应该“为了降低有限理性而组织交易活动”，这同
 样也有一些负面含义。他的观点中负面的含义源自于他对有限理性和不确定性的态度。第一，在他的有限理性观里，人们面对不确定的环境总是被动的、处于戒备状态的。正如本文前面指出的那样，Williamson把有限理性视为产生交易困难的原因，因为人们不能获得或不能处理他们用以应对不确定性的信息；人们有意识地做出理性行为，但这种理性也是有限的。因此，由于有限理性（作为人的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存在，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将会增加，个人和组织将冒一定的风险（Chiles和McMackin，1996；Shapira，1995）。第二，Williamson眼中的不确定性实际上假定了环境是险恶的，即不确定性是需要通过治理结构来管理的一种威胁，而这种治理结构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这种观点使得人们总是处在防御状态，因为他们需要应对来自不确定环境的威胁。实质上，在他的模型中，人们需要努力去解决由不受控制的外部环境所造成的交易困难。

Williamson的理论强调有限理性与环境复杂性共同产生交易困难，却完全忽略了这两个要素所产生的许多积极的、有关人性的美好的一面。正如本文下面将要指出的那样，有限理性和不确定性也可以被理解成为机遇，而不仅仅是威胁。

本文之所以基于积极的角度是源自于Knight（1921）对不确定性、风险和企业家精神之间关系的研究，此处还有Coase的观点。Coase认为，交易成本理论的重点在于如何通过管理和整合交易来创造价值，而不是通过管理买卖交易过程来降低交易成本。例如，Coase（1988）下面的一席话就蕴含了这种积极的交易成本观：






我相信，我所采用的表达方式导致或促使了一种失当的观点的形成，这种观点强调企业作为生产要素服务的购买人，以及企业与服务提供商之间的合同规定。结果，由于强调企业作为生产投入要素的购买者这一角色，经济学家们忽视了企业的主要活动：经营。






在这段引文中，Coase强调的重点是如何组织交易进而增加效率，也就是本文前面所提到的帕累托效应，这意味着需要通过各种形式组织交易活动，实现价值最大化和最优化。交易成本理论的积极意义也是在这个地方开始显现，“经营”意味着要做一名企业家，因为在Knight和奥地利经济学家Kirzner（1973，1986）的相关著作中，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的含义是，关注那些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的机会，并通过组织资源和能力而利用这些机会创造价值。此外，这种对于机会的留心存在于科层的所有层次，正如Coase（1991b）指出的那样：“我所说的企业家是负责整个科层的，能够直接控制资源，这里的科层不仅包括管理者，还包括领班和许许多多的工人……没有哪个单一个体能够最终负责企业的控制。”

从这个积极的观点看，有限理性和不确定性都是机会。例如，像Knight（1921）指出的，虽然人们都希望降低不确定性，这样就可以去修正并实现他们的目标，但“不确定性并不是可怕的……我们不会真正愿意生活在一个一切都已预先安排好的世界里，这说明我们并不想所有活动都是完全理性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如果缺乏不确定性，人们的精力“会全部被投入到做各种事情中去，在这种情况下，智力是否还需要存在本身就成了问题；简而言之，建立完善的知识在理论上是可能的，所有的组织都变得机械性的，而所有的有机体都会变成
 机器”。完全的确定只能变得单调无聊；相反，不确定性和有限理性则带来挑战；因为不确定性使得创新行为的结果变得不可知或不能预测，而这却激励着企业家不断追求潜在利益，就如同艺术家总是有一种渴望描绘新生事物的冲动。事实上，真正的挑战在于行为本身，如果没有有限理性，那么也就不会有高峰体验或者自我实现的感觉。并且，由人们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创造出来的共同价值，更不会得到最大化。

积极的创业观点认为，有限理性和不确定性培养了人们的好奇心、想象力、冒险精神等特性，正如下文将要指出的那样，这些特性为科层的出现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解释，他们成为交易成本模型中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有限理性不应该被当作威胁，而应该被当作机会。从真实的意义上讲，正是不确定性的存在才促使了人们探求新的解决办法，并去开展那些能够不时获得意外之喜的各种试验。这里的问题是，应当如何构建交易结构——是在市场中进行交易还是在科层内部进行交易——进而最大化人们的创业机会。不同于Williamson对于不确定性和有限理性所持的观点，科层并不总是作为组织交易的最佳方案；如果市场治理结构不能包容、引导，以及促进企业家精神，此时科层治理才会成为最优方案。

总之，不确定性和有限理性催生了企业家行为，引发了创造性毁灭的过程，有利地促进了企业和行业的创新（Schumpeter，1934）。从积极的角度看，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并不是需要管理和克服的问题，而是可以被利用的机会。如果用这种思路去建构交易成本理论，那么像Ghoshal和Moran（1996）所提出的那些批评，诸如交易成本理论只能解释“常规交易”，以及“Williamson忽视了动态环境下有效的创新活动”等，将不再具有攻击性。如前所述，Knight和Coase都曾特意指出，企业家精神也包含交易组织过程中的创新。不幸的是，人们没有从动态的帕累托效率“价值最大化”的视角来看待交易成本理论，而是从投入／产出“成本最小化”的角度看待交易成本理论，尽管前者在交易成本理论中一直存在，并且得到了该理论拥护者的肯定。

在下面的内容中，本文将提出交易双方在建构交易结构时的目标是最大化共同交易价值而不是最小化成本。从积极的角度看，企业或者科层可以被视为促进企业家精神和信任的平台，允许互相依赖的人们通过合作实现他们交易和关系的价值最大化。而这种价值由于计算成本的原因是不能在市场中得到实现的。此外，不确定性使得企业家可以开发并运用新的能力。

7.3　积极理解交易成本理论

如上所述，不确定性和风险都要求交易双方之间的信任，并可能由此产生创业行为。在交易双方培养信任关系进而利用创业机会进行价值创造的过程中，到底存在哪些类型的交易困难呢？尤其是，哪些类型的交易困难会导致高昂的交易成本以致企业被迫将交易内部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分析信任、企业家精神与资产专用性之间的相互关系，因为资产专用性是交易成本理论中产生交易困难的最重要因素。基于以上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论的有效假设，本文总结了不确定
 性和风险、企业家精神、信任，以及专用性资产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如图7.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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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积极的交易成本理论

在存在不确定性和风险的情况下，交易双方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要找到组织交易的最佳方案，以最大化所获利益。正如研究表明的那样，专业化能够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使企业获得即使不是大部分（也是很多）由专业化分工创造的价值（Alchian，1984；Demsetz，1991；Katz和Kahn，1978；Smith，1776；Stigler，1961；Weber，1947）。因此，为了降低不确定性，交易双方都很注重培养执行专业化任务所必需的技能和能力，以获得相对竞争优势。但是，企业的专业化也需要一些特定条件。具体来说，专业化取决于（1）在形成专业化的过程中，人们承受专业化产生的不确定性的意愿，这是一种企业家精神，因为已经有人将企业家定义为“不确定性承担者”（Knight，1921；Kizner，1973）；（2）某种程度上对他人的信任，这样在交易一方完成专业化以后，可以与交易对方建立平等的交易关系并与其展开互惠活动；也就是说，他们可以信任对方在其实施专业化以后不会产生任何风险（Axelrod，1984；Gouldner，1960）。如果这些前提条件全都成立的话，就可以实施专业化了。通过观察和向企业家学习，人们可以轻易地复制和模仿某些类型的专业化。而对于某些类型的专业化，尤其是那些需要人与人合作的专业化，则不容易被模仿，这些类型的专业化能够形成价值增值的专用性资产。本文认为，这些专用性资产是组织或者组织间所特有的专业化形式。下文将对此进行详述。

按照Smith（1776）的说法，专业化被定义为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人、职能单位、部门，以及组织对不同的技术和资产进行投资，逐渐形成了某个特定领域的相对优势。只要人们具有各自的专业化，就可以完成单独的或者不一样的工作，这样他们就可以利用价格机制在市场中出售劳动成果，或者为某个组织工作，即以商定的价格出售专业化技能。

然而，人们也很清楚如果他们能够在合作中边干边学逐渐形成共同或集体专业化，就可以在交换中创造更多的价值。共同专业化（Joint Specialization）是指，
 为了实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或团体产出物的经济利益而进行的资产投资。共同专业化的关键在于，为了创造价值，不同的个人或团体必须为了满足其他个人或活动单位的需求而不断调整自身的活动和行为方式。从根本上说，共同专业化在个人或团体合作进行生产的过程中，创造了团队协同性（Alchian和Demsetz，1972）。共同专业化所带来的收获是多样的且是不可分的（Alchian和Demsetz，1972），它们是个人或团体共同合作的劳动产出，也是双方的成果。因此，共同专业化能够创造专用性资产，而这些资产通常无法被转移到其他组织，即使实现了转移，也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在利用共同专业化创造价值的过程中，有些重大的交易困难将会导致特殊的测量问题，进而引起交易成本的增加（Barzel，1989; Cheung，1983）。如前所述，由于共同专业化依赖于个人、职能单位、部门或者组织之间交错的嵌入性关系，因此无法实现对个人及子单位今天和明天所做贡献的独立评估，或者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才能实施这一评估（Alchian和Demsetz，1972）。结果，没有哪个个体或子单位愿意承担不确定性和风险进行专用性资产的投资。这些个体和子单元因此也无法获取专用性资产的预期收益，也放弃了共同专业化的好处。即使高水平专业化可以创造很大的价值，但是，如果不能确保交易对方能够并且愿意采取互惠行为，实现双方受益，那么承担高水平专业化所引起的不确定性则面临很大危险。例如，个体劳动者由于不能完全确定高水平的专业化可以带来更高的收入，因此也无意提升自身的专业化水平而变得更加依赖于他人。对于个人来说，有时很难分清资产专用性的潜在市场效益，这是因为资产专用性在创造效益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并且削弱了个人的企业家精神。即使人们彼此信任并愿意合作，通常交易也无法进行，仅仅是因为他们难以承担投资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这与防范潜在机会主义行为也是无关的（Madhok，1996）。

此外，有关共同专业化还有一个更关键的交易困难，并由此产生了测算问题。在交易双方合作共同执行任务时，企业家们都会留心寻找创新利用生产要素的新机会；他们可能识别出新产品的市场机会或者找到更有效率的运营方法。例如，一个研发小组在不断参与生产的过程中，可能会找到降低生产成本的新方法，但是由于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存在，这类源自于持续合作的潜在收益有可能无法真的得以实现。当新机会不断出现时，先前的谈判并没有设计如何分配这些共同劳动的成果。因此，即使怀着最美好的愿望，人们在协商选择最佳合作方案的过程中，仍然可能会遭遇到很大的困难，而这仅仅是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效用偏好。例如，交易的各方会在工作和休闲方面有不同的偏好，有的愿意为了休息而放弃工作，而有的人则可能愿意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获得更高的报酬而更加努力工作。此外，人们对于不确定性和风险会表现出不同的偏好。有些人可能更愿意选择创业，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获得不稳定的回报。而另一些人则愿意做踏踏实实的“劳动者”，拿着合同中规定的工资（Knight，1921）。想要解决上述这些有关偏好方面的问题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而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分配交易双方合作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即确定消费的比例，以及用于实现长期价值增值最大化的投资比例。例如，有些工人可能愿意将大部分的收入用于当下消费，而创业者则可能更倾向于投资未来而放弃当下的享受。市场中，在解决这些偏好差异
 问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将发生预期交易或测量成本（Barzel，1989；Cheung，1983），这些交易成本可能会非常高，使得交易无法进行；然而，渴望信任本身并不足以产生一系列的交易。

同样，基于积极的创业视角，上述这些问题也与机会主义无关，仅仅只是反映了在高度不确定性和充满风险的环境中，长期合作创造价值的过程中所存在的困难。不确定性和风险通常是认知复杂性造成的，这些认知复杂性与公平分配价值创造活动的报酬有关，并且这些报酬是在不经意间逐渐积累起来的。Cheung（1983）指出，即使每个人都是完全诚实、可靠的，在区分个人贡献、进行按劳分配的谈判过程中，仍将存在大量的测量问题。

因此，专业化及专用性资产的形成都会增加不确定性和风险。即使这种不确定性能够产生很多的潜在收益，它也会带来交易困难进而产生较多的测量问题。只有当某种治理结构机制能够确保实现共同专业化的利益，这些测量问题才会显得格外重要。图7.1反映了上述关系。其中，从专业化和专用性资产引出的两个箭头，一个反向指向不确定性和风险，另一个正向指向交易内部化和科层制的应用。

例如，在科层制中，人们能够找到市场环境中不存在的组织生产要素的新方法，并且能够识别创造性整合技能的新机会。如同产品创新一样重要，科层制的建立也是一种企业家精神。显然，在市场中尝试建立各种不同类型的科层治理结构是不可能的——因为市场与科层制并不能完全互相替代。例如，假定不同工种的工人或者部门逐渐开始认识到其他工人或部门的比较优势，工作也逐渐转移至最有执行效率的工人和部门手中，此时将很可能发生工作的重新分配，这样就可以使其他人有机会培养新的互补技能和资产（Conner，1991；Conner和Prahalad，1996；Grant，1996）。在重新分配工作的过程中，通常也会发生这样一种情况，即之前只是一系列工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在已发展为一系列具有明显专业要求的工作，而执行这些工作，需要建立新的专业化的职能部门。因此，随着共同专业化程度的提升，嵌入在企业专用性资产，以及独特竞争力之中的价值也随之增加。相应地，而随着企业技能和能力的发展和成熟，新的增长机会将会出现。所以，专用化程度的提升将会推动企业内部专用性资产水平的提高。此处的观点与企业的知识基础观保持一致，都认为企业独特的竞争力和能力是其长期创造价值的重要源泉（Amit和Schoemaker，1993；Prahalad和Hamel，1990）。但是，本文认为这些竞争力和能力不能作为科层制形成的原因，这一点区别于交易成本理论。Foss（1996b）提出，没有理由能够解释为什么这些能力不能在市场中形成；毫无疑问，有些能力能够产生于企业之间——如日本汽车企业与其供应商网络之间紧密的一体化连接（Cusanamo，1989；Womack、Jones和Ross，1990）。对于专用性资产（其中，作为企业特有的一种专业化，本文将组织的竞争力和能力也看作是专用性资产。）为什么，以及何时会导致测量问题这一讨论，已经在上文中有所展开。接下来，本文将分析测量问题如何使得市场机制运行的成本过于高昂，而相比之下，企业家或企业家团队通过组建科层治理结构，创造和管理专用性资产的方法更有效，能够实现长期价值增值最大化。


与企业的知识基础观不同，本文中有效的交易成本理论认为，选择科层制并不仅仅是因为科层组织内部拥有某些可以创造和分享知识的竞争力和能力（Nahapiet和Ghoshal，1998）。相反，在存在信任的前提下，理论上通过参与者之间的合作也可以在市场中建立各种形式的竞争力和能力。本文中，能力的形成导致了交易困难，并进而引起了前文所说的测量问题，而正是由于解决这些测量问题的成本在市场中过于高昂，所以才最终选择了科层制。这才是Coase所说的真正的市场成本。

在科层制中，管理者们不需要去解决交易中的测量问题，因为当问题出现时，这些人能够得到预先商定好的补偿。雇员也不是剩余索取权人，不能分得由不确定创业投资所产生的收益。在科层制中，交易困难能够得到逐步解决，因为所有剩余价值都是承担了不确定性的创业者或者剩余索取权人的回报，而工人们得到的很少。此外，众所周知的是，在科层制中，即使共同专业化的程度很高，对个人和团体活动的监督和奖励却变得更为容易，这是因为比起在市场中，在科层制中的管理者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和更强的控制力——多以命令的形式出现（Williamson，1975）——进而能够解决测量问题。

基于积极的视角，企业及科层制久而久之可以被视为促进企业家精神和信任的平台或者跳板，它使得相互依赖的人们可以去管理与组织特定交易和关系相关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正如图7.1中的反馈环节所示。因此，应用科层制可以：（1）使企业家们能够应对不确定性并促进创新，从而培养出可以产生专用性资产的新专业技能；（2）使工人们加深对信任的理解并积累越来越多的信任，在降低感知风险的同时增进彼此间的信任。正如上文讨论的那样，这将会促进企业专有技能和能力的发展。

例如，就上述第一点而言，独立的经理人负责不同专业部门，这为创业行为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平台，有助于形成专业性资产。部门层面专业化程度的提升有利于发展部门的专业性资产，对于企业层面亦是如此。这些专业性资产所组成的资源将有助于创造冗余资源，这是成功的创业企业所必需的资源，企业可以随时对这些资源进行投资进而创造新资源。因而，科层制也会逐渐变得复杂起来。

类似地，信任也可以促进专业性资产的形成。例如，当选定了科层制以后，就可以在工作人员（经理和普通雇员）之间分散风险，这样每个员工所承担的风险就会小一些。并且，这与组织内部的劳动力市场一起，为发展信任提供了保障，从而可以支持和促进企业专业化和专业性资产的形成。Chiles和McMackin（1996）认为，信任使交易双方更愿意交换更为准确、全面和及时的信息，使他们更愿意相互倾听与合作。这一观点还可以被进一步深化，如前所述，信任是一种心理状态，其效力可以不断增强。尤其是，共同专业化的人们之间的反复互动行为，使他们更有可能形成某种相同的价值观或信念，如前所述，他们更可能放弃暂且相信对方是不可靠的想法，转而相信对方是完全可靠的，这最终将促进新的竞争力和能力的发展。交易双方建立合作关系后，他们将更可能会压制自我需求，转而追求交易的共同目标。因为共同的价值观使他们更加确信对方将善意行事并遵循同一个价值标准，进而促进专业化资产的发展。的确，专业化的过程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测试机会，以便他们决定是否要分享价值观。因为如前文所讨论的
 那样，在分配未来不确定的利益的过程中，伴随着大量的测量问题。

综上所述，有效的交易成本理论对内部化原因的解释，与其说是为了防范机会主义或限制有限理性的负面作用，不如说是为了帮助共同专业化的人们降低交易成本，而这种交易成本是在解决合作过程中的测量问题时产生的。真正的问题是，科层制提供了一个可以有效管理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平台或者治理机构，它（1）使人们能够在承担不确定性的情况下采取创业行动；（2）使人们可以分担风险，从而维系并促进了彼此的信任，有利于人们合作创造更多的价值和财富。首先，在个体产出难以被区分的团队中，人们可以更加确信其投入可以得到回报。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当专业化可以产生潜在收益并且这些收益不能被预知时，科层制及相关的管控机制，如内部劳动力市场和人际关系规则等能够确保程序和分配的公平，从而使人们具有安全感，愿意信任并投资于组织。尽管这种管控机制是不够健全的，而且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如此，但是，它们仍然是比市场合同更有效的治理机制。

7.4　结论

可能由于关注的是交易成本而非交易收益，交易成本理论被认为是，更加注重分析特定交易中潜在的价值减少而非价值创造。然而，正如本文中分析的那样，交易成本理论不仅是交易中削弱系统能量的摩擦力，而且是一个积极的变革力量，能够使系统改变自身并从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中获取新能量。图7.1所示的所有关系都是积极的反馈循环，一旦启动，企业内部及企业之间的专业化进程和专业化资产的形成自行发展下去。

企业层面专业化的主要制约因素是组织有效科层管理交易的能力，换句话说，也就是在专业化过程中科层管理成本将会以多快的速度增长（Masten、Meehan和Synder，1991）。一旦就交易成本在市场机制与科层制之间需要做出权衡，正如前面讲到的那样，在积极的创业视角下，管理者会主动积极寻找降低交易成本的机制，例如，他们可以进行新投资或者利用组织，诸如联合投资或者战略联盟等方式进一步推进专业化进程。选择什么样的机制将取决于环境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此外，诸如交易的复杂性及交易双方的声誉等有关交易的特殊性，以及交易双方的情况等，都将会被考虑。

如果交易成本理论是建立在信任和企业家精神的基础上，而不是出于机会主义的角度，那么学界对于交易成本理论的反应就会全然不同了。尤其是可能不存在对机会主义的声讨。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回顾了现有理论之后，我们发现在交易成本理论的实证研究中，都未曾直接检验过机会主义、有限理性、信任和企业家精神。借助许多不同的工具，这些实证研究主要测量了，（1）环境特征及环境变化；（2）影响选择管理交易的治理结构的资产专用性的程度。实证研究既支持了交易成本模型中人的因素与环境要素之间的联系，也论证了是否要将交易内部化的决策。

最后，正如前文所探讨的，从积极的角度出发，交易成本理论包含了许多
 企业知识基础观中的观点。本文的分析说明，知识及嵌入在能力中的知识并不是交易内化及科层制形成的原因。真正的问题是源自专业化知识的交易困难，以及随之而来的测量问题。本文认为，这种知识是组织特有的专业化资产，也是企业家在采用新方法组织交易并创造价值的过程中不断调整劳动力分配的结果。因此，与Ghoshal、Moran（1996）的观点不同，本文认为，一旦积极的交易成本理论得以确立，就不需要另外的“尚未形成或发展出来的企业理论”来解释科层制存在的原因。如前所述，交易成本理论本身就包含了积极的视角，正如Coase（1991）指出的那样，在Knight（1921）的早期研究中就已经存在很多与其观点相似的内容。本文认为，是时候在今后的交易成本理论研究中采用这种积极的人性观、合作观了。

1．对于一项具体的资产来说，下一次被最好利用时的净资产价值严格上少于现在使用的净资产价值，这个净资产差额就是资产的准租金（quasi rent）。这些差额也是测量资产专业化的一种方法，资产专业化程度越高，其准租金也就越高，从而诱使供方承受风险进行交易所需的专业化投资。当风险和准租金高到交易一方或双方都无法承受，并且也没有降低它们的办法时，交易将会被内化，此时科层制变成了治理结构的首要选择。

2．注意，此处的主题来源于专业化最初能够带来不确定性和风险的观点，这么说是因为本文假设了一个“最初的状态”，也就是没有人是专业化的，但是他们希望可以专业化，因为他们认识到专业化可以降低不确定性，因而正是创造价值的关键。当人都专业化以后，专业化反而增加了风险，使得不确定性很重要，图7.1中，从专业化到不确定性，以及风险的反馈环正是反映了这一点。根据定义，任何图示仅仅只是动态过程的一种静态显示，以这样的方式展现一系列的事件，其目的都是为了便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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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企业治理中代理关系的战略管理模型

在Berle、Means（1932）、Coase（1937）和Arrow（1971），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基础上，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代理理论试图对不确定和信息非完全条件下的经济关系进行解释。委托代理理论在战略管理研究中有广泛应用，主要用于企业治理（Finkelstein和D’Aveni，1994；Walsh和Kosnik，1993）、CEO薪酬（Barkema和Gomez-Mehia，1998）、企业绩效（Brush、Bromiley和Hendrickx，2000；Li和Simerly，1998）、企业风险（Bloom和Milkovich，1998；Wiseman和Gomez-Mejia，1998），以及诸如多元化（Kochhar，1996；Markides和Singh，1997）或收购（Holl和Kyriazis，1997；Reuer和Miller，1997）等战略决策。

尽管代理理论被频繁使用，但其在战略管理这一领域内相关应用仍存在较多争议。例如Walsh和Kosnik（1993）认为，代理理论提出的市场在企业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实质上缺乏有力的支持；Finkelstein和D’Aveni（1994）发现代理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董事会采纳董事长兼任CEO的做法；Barkema和Gomez-Mejia（1998）则发现已有文献中缺乏代理理论能够解释CEO薪酬问题的证据；此外，Lane、Cannella和Lubatkin（1998）则认为，代理理论对于预测企业绩效、风险、企业多元化或企业收购等问题没有多大指导意义。因此，正如Walsh和Kosnik所得出的结论那样，代理的应用领域实际上比其提出者所设想的要小得多。

在这一章中，我们在目前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探索代理理论的应用范围及其缺陷。我们不是为了反驳这一理论，而是提出一些问题，目的在于能够促进建立一种更为通用的代理理论模型。在简单回顾代理理论模型的基本假设后，我们将目光转向战略管理理论研究中引用最多的一个代理模型——Jensen和Meckling（1976）模型，并探讨这一模型在四个情境中可能发挥的作用。第一，我们结合企业行为的交易成本理论和制度经济学，解释为什么说目前的J/M模型过度根植于美国经验，而无法充分解释其他国家情境中的治理问题；第二，我们重温了我们与Amihud和Lev（1981；1999），以及Denis、Denis和Sarin（1999）之
 间的争论，以审视J/M模型对股权分散（管理层控制）企业中的治理问题的解释能力；第三，我们从政治经济学视角识别了J/M模型在准确描述私人企业中委托代理问题的局限性；第四，我们将从家庭经济学视角出发，分析J/M模型低估了家族企业（世界上最广泛的治理方式）中委托代理问题的原因。基于代理理论在上述四个特定领域的讨论，我们提出应建立一个更为通用的代理理论模型，且该模型将与代理理论的基本假设保持一致，并能够成为战略管理领域的理论基石。

8.1　Jensen-Meckling模型

最基本的代理理论涉及的是所有合作交换过程中都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即当合作中的一方（委托人）与另一方（代理人）签订契约，让代理人按照委托人利益进行决策之后可能出现的问题（Alchain和Woodward，1988；Fama和Jensen，1983a，b）。然而，这一契约可能是不完全的，并且由于人性（自私自利、有限理性、风险规避）、组织特性（如组织成员之间的目标冲突），以及组织中信息不对称等使得这一契约存在风险，因此对于委托人来说，监视代理人的实际任务完成情况的成本是高昂的。在这种情况下，代理人可以隐藏相关信息或采取对自己有利的行动，代理问题由此产生。这促使委托人采取监视和激励代理人的行为，并使代理人提出履约保证，以此来为潜在的损失提供担保。这些保护措施的成本，以及契约所产生的所有剩余损失，被称为“代理成本”。根据此理论，在完全消除利益冲突（代理问题）的成本超过收益前，契约双方约定并承担代理成本将是一种理性选择（Jensen和Smith，1985）。

Jensen和Meckling（1976）将上述基础理论拓展到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所产生的问题中（Jensen，1998）。在Alchian和Demsetz（1972）的基础上，他们（1976:310）将企业视作生产要素之间的“一系列契约关系的组合”，在这些契约关系中，一方（企业的所有者）是所有契约的缔约方（Fama，1980）。他们进一步指出，企业的特征是“其财产及组织现金流具有可分割性”，因此企业可以被分配或出售（Jensen和Meckling，1976:311）。在最简单的情况下，J/M模型认为所有者的企业管理者会追求财富最大化战略，通过与其他当事人缔结和约并将资源分配给其他当事方。

Jensen和Meckling（1976）之后分析了企业所有者雇用其他人来监督企业的资源分配决策。由于外部持股导致了一种事实上的委托，使决策责任从企业的一些委托人（外部所有者）转移到代理人（拥有股权也可能没有股权的经理），在不同的风险偏好条件下，激励机制的错位就会出现。股东们对特定企业的（非系统的）风险漠不关心，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投资多个收益不相关的企业组合，使收益来源多元化。不过，对于那些与经济整体不确定性系统相关的企业收益，分散投资并不能减少股东的风险。因此，对于两个系统性风险相同的投资项目，股东们总会青睐具有较高预期收益的项目。

相反，管理者则非常关注企业的具体风险，因为这些风险使他们在企业中
 个人投资与企业生存发展的不确定性状态联系起来。这种不确定性既不受他们的劳动合同的保护，也无法通过与不同企业签订合同加以分散。换句话说，代理制度及由其引起的无法偿还的风险，促使经理人通过非金钱的手段，如偷懒、搭便车、额外收入等来寻求补偿（Jensen和Meckling，1976）。代理还导致了企业所有者和经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这种信息不对称使得代理人有机会进行上述活动。如果这些活动得不到约束的话，企业绩效就会受到威胁。这种信息不对称，以及促使代理人采取投机和利己行为的因素结合起来，便构成了经理人的道德风险。

Jensen和Meckling（1976）详细讨论了两种监管手段：债务人与股权人的监督。随后的研究通过检验一系列其他的纠正措施，进一步完善了基础的J/M模型，例如，从持有大量股票的外部股东的角度（Schleifer和Vishny，1986；Walsh和Seward，1990）、从董事会的角度（Boyd，1995；Hoskisson和Turk，1990；Kosnik，1987，1990）、以及经理人报酬的角度（DeFusco、Zorn和Johnson，1991；Jensen和Murphy，1990; Tosi和Gomez-Mejia，1989）。这些纠正措施，与Jensen和Meckling对企业，以及代理问题的界定结合在一起，构成了现在的J/M模型，如图8.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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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企业治理的J/M代理模型

而J/M模型已得到战略管理的学者广泛接受，尤其是那些在美国接受过训练的学者。但是，也有一些人最近对模型的相关领域提出质疑，我们将在此章接下来的四个部分进行讨论
[1]

 。


8.2　J/M模型是否适用于美国之外的企业？

J/M模型的核心是三个假设。首先，代理人具有投机主义的天性；即在没有限制的情况下，他们会基于自己的利益行事，即使该行为会减少股东的财富。正因如此，像其他新古典组织经济理论一样，这个企业治理模型没有明确区分投机主义态度、行为倾向的投机主义，以及行为投机主义之间的差异。其次，股权分散的企业具有信息不对称的特点，这会造成投机主义行为。导致该信息不对称性的原因是这些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并且委托人（企业股东）是具有有限理性的：他们不具备足够的能力来辨别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和利己行为。因此，信息不对称性向经理人提供了机会，使其保留、过滤，以及歪曲与绩效相关的信息，并隐藏他们为了获得自身利益所采取的行动。与这两个假设一致的是经理人需要监督和激励来最小化其投机行为的推论。最后，模型隐含地假设其有关投机主义和强制性服从的行为观点是不受国界限制的，而是普遍真理。

在Lubatkin（2001）等人的研究中，我们对第三个假设提出了质疑。指出该行为的假设太根植于美国的制度结构，无法用来解释制度结构完全不同的国家所存在的企业治理方面的问题。简言之，美国主要的制度导致人们普遍认为，在很多情况下，利己行为不仅是可接受的，而且是必要的。孤独的牛仔和自由职业运动员仅仅展示了“美国自力更生和独立性”的众多例子中的两个（若需了解更多案例，见第8.1节）。我们认为，大多数美国企业的治理补救措施可能发展成为符合J/M模型有关投机主义和强制性服从观点的形式，其目的是为了限制其代理的利己主义倾向。由于J/M模型的很多主要贡献因素来自于美国研究者，他们试图解释美国组织中的委托／代理问题，因此J/M模型主要反映了来自于美国的经验，也可能正如《管理学会评论》特刊特邀编辑Doctor、Tung和Von Glinow（1991）所指出的那样，它是“美国制造”的管理理论。我们赞同这一观点，因为最近有研究者发现企业治理方面的国家差异，这些研究者称，该代理理论的逻辑无法充分解释这种差异（Charkham，1994；Bird和Wiersema，1996:176；Pedersen和Thompson，1997；Roe，1993；Thomsen和Pedersen，1996）。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如何对J/M模型做出修正，通过结合其有关投机主义和强制性服从的行为观点，以及来自企业和制度理论的行为“交易成本”理论的补充观点，以使其适应国家差异（见图8.2）。尤其是，最近由Ghoshal、Moran（1996），以及Moran和Ghoshal（1996）（以下简称为G/M/G）提出来的企业行为“交易成本”理论对投机行为态度（倾向）和实际行为做出了重要的区分。根据Simon（1985）、Fishbein与Ajzen（1977）的研究，他们指出投机主义并不是人类行为的固有属性，而是一个变量，因为个体可以有各种行为，包括让人信任的行为和具有欺骗性的利己行为，即代理在组织所选择的行为部分能通过代理理论解释：通过施加监督、激励和威胁性的法律制裁，企业治理限制经理人投机行为的能力。当经理人感知到投机行为的成本超过其收益时，这些机制就被视为有效。另外，还可以通过组织的社会环境来解释组织中代理所选择的行为，这确定了其成员对投机行为的普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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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企业治理中的国家制度的影响


第8.1节　美国企业治理的制度模型



很多美国背景制度，如家庭、学校和媒体，对自立、个人成就等持有积极态度，并且在很多情况下，利己行为不仅是可接受的，还是必要的。这一国家偏见在中小学得以加强，基于教授实用主义价值的教学方法，这是以行动为指向的因果思维方式，鼓励个体在主流典范之外寻找解决方案（Lessem和Neubauer，1994）。美国学校所教课程，以及媒体也对该偏见进行了加强，它们庆祝这个国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如：独立纪念日、废奴主义、月球着陆和打败轴心国家）和传奇人物（华盛顿、林肯、马丁·路德·金；早期的开拓者；从洛克菲勒到盖茨等著名企业家，以及体育明星等）。这种庆祝不仅包括历史的营销，更重要的是学校和媒体施加于这些历史的意义，通过民族中心主义的主题来形成国家的社会环境（Calori等，1997）。不出所料，美国代理人在进入美国组织时，已经具有抓住一切机会的先有倾向，个人而非为企业最终对他们自己的安全、进步和财富负责。公开交易的美国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加强、甚至造成了投机行为的先有倾向，该结构在企业的各个阶层把代理暴露于风险，但是却没有提供全额补偿。



换句话讲，考虑到代理之前的社会化、组织情况及所有制结构，代理人之间正在进行的互动可能会创造一种社会环境，其中，投机主义成为固定的属性，以组织经济学描绘出的这种属性的大致轮廓，J/M模型（1976）对其进行了细化。美国的委托人对这种行为倾向非常敏感，因为他们受到相同背景制度的影响，并
 
 通过与企业的互动了解了企业的组织结构及其社会背景。但是，由于缺乏识别代理利己投机行为完整范围的认知能力，他们感到不得不产生代理费用（投资于监督和激励结构），直到成本等于他们从限制非股东利益最大化行为所获得的收益。美国的正式制度协助这些企图遏制代理投机行为的原则，颁布了各种法律、法规和制裁，旨在保护企业负责人的财产权。似乎可以总结为，在不需要引用大量历史数据的情况下，J/M模型作为一个有关利己主义和强制性服从代理理论模型，可能主要根植于美国的经验。






与G/M/G一样，我们（Lubatkin等，2001）也认为代理人对待机会主义的态度还需要考虑到组织的社会环境，而后者取决于三个条件。第一，取决于代理人职前社会化的影响，即在受雇于现有组织之前已显现出来的“有意识和潜意识刺激所形成的态度和价值观”（Krosnic等，1992）。第二，取决于组织的具体“环境”，或者根据代理人职前社会化情况，他们对组织的价值观、准则、惯例和等级治理机制所产生的认同或者不认同的心理态度。第三，还受到代理人职前社会化与组织环境互动作用的影响。

我们从G/M/G所吸取的核心启示就是他们关于互动的观点，互动如何影响投机态度和行为，以及为什么在没有考虑互动的情况下，无法完全确定企业治理的理论。例如，组织把每个代理人暴露于一组新的刺激下，根据代理人对新情况的感受，他／她带到组织的态度和价值可能被更改，并且他／她的行为模式也会发生变化（投机主义或值得信任）。与此同时，组织，以及向其代理人发出的特别行为刺激信号本身是可以被每位代理人改变的。更具体来讲，代理人的职前社会化使得企业的独特态度和价值观发生改变。正因如此，代理人的社会化，以及组织情况“以迭代的方式相互依存地进化，并且互相影响”（Moran和Ghoshal，1996:60）。经过这样一种路径依赖的互动进化过程，每个组织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态度框架”，反映了组织的社会环境并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

我们认为，G/M/G关于形成组织社会环境的互动概念也可以用来解释密切监督企业的委托人发展自己独特的社会环境的过程。警惕的委托人，如大股东和外部董事，进入一个组织时，也有自己关于代理人行为性质的态度。这些态度是警惕的委托人之前社会化经验的产物，就像代理人的态度是他们社会化的产物一样。这些感知作为认知的工具，委托人通过该工具进行整理，弄清楚他们有关经理人采取投机行为倾向的不完整信息。

就像代理人一样，这些委托人的职前社会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企业所有者和组织环境进行互动的过程中，他们可以发展更好的态度和感知框架（程式或心理模式），然后，可以向该框架施加信息来简化其处理（Chase和Simon，1973），同时提高其分析技能（Alba和Hutchinson，1987）。例如，该框架可以向他们提供洞察力，向经理人（代理人）询问更具感知性的问题，了解相关信息，并了解如何阐释该信息（Fredrickson，1985）。因此，从与组织环境不断的互动中所形成的态度框架降低了委托人的信息劣势。虽然审慎的委托人的认知能力仍然“受到限制”，但他们的态度框架改变了信息存储及组合的方式。正因如此，审慎的委托人能够更好地辨别（经理人实施的）股东利益最大化行为与利己行为，
 了解治理机制和他们需要采取的补救措施。

根据关系治理理论（Dyer和Singh，1998；Heide和John，1990；MacNeil，1980；Zaheer和Venkatraman，1995），我们还认为，有关互动的概念不仅提高了委托人对经理人的认知理解，还提高了对他们的行为理解。事实上本文假定了这样一个前提，即“社会内容”嵌于所有合作互动或者称之为“联合行动”之中。具体来讲，审慎的委托人和组织环境进行的互动（主要通过高级管理层的交流），传达了关于经理人价值观和准则的信息。随着合作的不断深化，委托人的态度框架会将代理人的投机或合规行为倾向纳入其中。就像感知理解一样，通过简化信息处理，这些行为洞察力也降低了委托人信息不对称的劣势（效率），并同时提高他们的分析技能（有效性）。就像感知理解一样，这些行为洞察力也提高了审慎的委托人辨别（经理人实施的）股东利益最大化行为和利己行为，以及了解他们所能够采取的补救措施的能力。

最后，我们对这个有关投机主义的行为理论进行拓展，也考虑制度经济学（如：North，1986；1990；Whitley，1992）和社会学（如：Berger和Luckmann，1967；Giddens，1984）有关国家的理论。我们假定一个国家的制度间接影响经理人对投机主义的态度、所有者对投机主义的感知，以及选择用来限制投机活动的正式治理机制。

具体来讲，美国国家的制度形成了“游戏规则”，个人和组织根据这些规则采取行动和进行竞争，并确定“存在什么组织，以及如何进化”（North，1990:5）。Hofstede（1984）把这个受到国家限制的框架称为“共同的心理程序”，用来合法化特定的经济交流结构方式，以把一个国家的组织行为和治理实践同另外一个国家区分开来。换句话讲，国家制度共同构成了代理人和委托人带入组织的“职前社会化”，并确定了组织环境可以改变这些先前条件的范围。我们之前指出，在没有考虑企业社会环境的情况下，无法了解代理人采取投机行为的倾向、委托人对代理人可信性的态度或各种治理结构在限制该行为方面的有效性。基于两个主要事实，我们对这一观点进行进一步延伸，我们认为，在没有事先了解企业所在国家的社会制度环境的情况下，无法了解企业的社会环境。

当然，必须指出，不是所有制度都会对一个国家的社会环境产生相同的影响。例如，North（1990）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国家制度：正式约束（规则）和非正式约束（行为准则）。在North的正式和非正式约束的基础上，Whitley（1992）对制度进行了概念化，我们认为这些概念能更好地捕捉不同的影响形式。他区分了正式（近似）制度，如一个国家的政治、法律和金融系统，以及“背景”制度，如家庭、娱乐、媒体和教育。根据他的社会学观点，正式制度倾向于对人类行为产生强制性的影响，因为它们从法律上界定了社会可接受的行为；即设定一组明确的规则和合理控制来治理一个国家内的经济交易，还确立了一系列的强制机制，来发现、起诉和制裁触发或违反正式法律边界的个人。正因如此，正式制度认可了某些治理机制的效力，如合同——经济交易的双方可以使用这些制度来保护他们的利益或保护他们不会受到投机活动的伤害。即正式制度直接确定国家认可的治理机制。

但是在实践中，正式制度本身可能成本很高（效率低下），在治理交易活动
 时，甚至可能是失败的机制。首先，大多数执行机制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并且机制本身存在缺陷不完整（Arrow，1974）。其次，正式制度所颁发的规则和法律很少只是为了提高效率。事实上，一些治理规定可能会达到相反的效果（North，1990）。最后，社会可能需要某些法律保障，以免受到“未经检查和未被惩罚的投机主义入侵”（Williamson，1985:65），但是，这些正式保障措施的制定可能会鼓励更隐蔽的投机活动的出现（Perrow，1986）。

另一方面，一国的背景制度也被视为治理经济交易的有效机制，因为它们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或是通过模仿（获得、采用或有意识学习模仿最佳实践）或是通过规范（把信念印在心头或者无意中进入意识）（DiMaggio和Powell，1983；Scott，1987；Whitley，1992）。首先，背景制度提供了一个方式，让社会来传播明确的共同知识，或者Spender（1994）称之为“科学”的东西；即对因果关系的内在了解，这种了解允许一个社会重复那些之前取得良好成功的实践。其次，背景制度为隐含的共同知识“刻上印记”，或者斯彭德Spender（1994）称之为“文化”的东西；即一个社会默认的社会规范、价值观和惯例，它们有关“应该如何”，以及“应该如何做事”。最后，一个国家的背景制度在其国民的社会化过程中扮演主要的角色，推动建立起调整国民行为的态度框架。根据Berger和Luckmann（1967）有关社会化的理论，个体的基础认知（程式、信仰结构或者心理模式），大多数通过背景制度所获得的主要社会化经验所形成。这种对于真实的社会认识一旦形成，个体在以后经历中所遇到的任何新观念都将通过这种初始程式进行理解，并且只有在后来的经历与它们初始程式相一致或是后者的延伸时，它们才会被内在化。

背景制度，尤其是影响主要社会化过程的制度，确定了一个国家的总体态度框架。换句话讲，背景制度影响了代理人和委托人的价值观。需注意，虽然审慎的委托人也会受到组织环境的影响，而消极委托人的态度仅受到背景制度的影响。代理人和委托人的价值观转而会影响到他们对随后社会环境（如组织）的态度，同时还会对在二者互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调整（组织社会化）产生影响。正因如此，一个国家的背景制度间接影响代理人在工作场所投机行为的倾向、委托人对投机活动的理解，以及区分（代理人实施的）股东利益最大化行为和利己行为的能力。因此，背景制度对企业投机行为的成本和效益具有间接影响。

总的来讲，Lubatkin（2001）等人的研究认为，J/M模型有关投机主义和强制性服从的代理成本的行为观点可能带有美国偏见，把理论的相关领域限制在美国，以及跟美国具有类似制度结构的国家。具体来讲，该模型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投机行为还受到职前社会化，以及代理人和委托人与组织互动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本身又受到国家正式制度的影响，后者限制了治理机制的可能形式；而一国的背景机制还决定了个人的最初社会化（制度理论）。正因为如此，我们假定在没有了解企业社会环境的情况下，无法完全理解企业中的委托／代理问题，并且在没有了解企业所在国家的社会制度环境的情况下，也无法了解企业的社会环境。

我们的观点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在公开出版的英美期刊上缺乏国际治理方面的论文。可能是管理研究领域过于浓重的美国色彩将这一领域变成了美国研
 究的领地；也可能是因为我们期刊的编辑们很轻易地将那些国际化方面的研究退回，因为它们的“方形”发现不适合J/M模型的“圆形”孔。不管原因是什么，我们相信有多少有别于美国的制度结构，就有多少国际化治理研究机遇的存在。我们希望我们对J/M模型的评价，以及我们把模型从美国偏见中跳脱出来的建议会激起国际治理研究的火花，并促使学术期刊向这些理论文章打开大门。接下来，我们将讨论与J/M模型相关的四个问题，以充分解释美国商业背景下的治理问题。

8.3　J/M模型是否适用于股权分散的企业？

在本章的一开始，我们就指出J/M模型（1976）的一个核心论断是，委托授权使企业中的各级代理人都面临着不能得到充分补偿的风险；同时，它也造成了信息不对称，在不制止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代理人采取威胁企业绩效的行动，可能最终损害所有者和代理人的利益。信息不对称性和激励机制结合在一起，可能会给代理人带来道德风险。因此，根据J/M模型，这个契约后的代理威胁是股权分散企业所有制结构的产物（Alchian和Woodward，1988；Jensen和Smith，1985）。“股权分散”企业是指，“不需要股东在组织中扮演任何角色，他们的剩余索取权是可以自由转让的，而剩余索取权是获取作为组织生命的净现金流的一种权利。”（Jensen，1998:177）

在一篇被经济学、金融学、会计学和战略文献广泛引用的文章中，Amihud和Lev（1981）基于该观点，对经理人实施的非股东利益最大化行为做出了两个预测。具体来讲，他们假设在企业中，如果没有某个股东具有足够的股份来激励他仔细监督经理人的行为，经理人就会采取利己的策略。另外，由于经理人通常在企业中投入过多，因而使得他们的财富和地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的岗位，因此确保企业的长期发展符合他们的最佳利益（Coffee，1986）。所以，他们会采取策略降低企业收入的整体波动（总风险），尽管这些策略不一定符合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要求。

Lane、Cannella和Lubatkin（1998）从战略管理视角对Amihud和Lev基于代理理论提出的假设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首先，我们认为：（1）经理人和股东都关心总的风险；（2）除非经理人的利益受到了明确和直接的威胁，否则他们不会采取利己和投机行为；（3）所有制结构跟企业多样化战略几乎没有关系；（4）股东管理的企业不一定就是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其次，我们将分析Amihud和Lev在其研究中所使用的所有制结构、并购相关性，以及企业多元化等测量工具，指出它们缺乏精确性。最后，我们对所有制结构、董事会警惕性、企业战略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相关假设，并对这些假设进行两次检验，一次采用20世纪60年代Amihud和Lev的数据，一次使用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收集的数据。

我们在两组数据中均未发现可以支持Amihud和Lev被广泛引用的那个发现的证据，即如果没有受到大股东的制约，经理人会通过企业多元化和非相关的并
 购策略来分散他们的风险。我们的结论是，尽管J/M模型可以解释经理人在争夺企业控制权（如对企业进行恶意收购），以及在他们可能陷入困境的情况下（当出现明显的利益冲突，如过高的酬金）的行为；但在经理人受到股东围攻的情况下的战略行为就超出了该理论的解释范围（见图8.3）。事实上，我们的发现似乎更符合管家理论的原理——到目前为止，该理论仍然主要包括了一系列针对代理理论的否定性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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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3　J/M模型针对美国上市企业的有限适用范围

Amihud和Lev（1999）不认同我们的发现，他们认为基于战略管理的方法和措施是不合适的。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Denis、Denis和Sarin（1999:6）指出，哪种方法在描述管理者与股东关系上更合理——代理理论或战略管理理论，最终是一个实证问题。在我们就这两篇论文做出的回应中（Lane、Cannella和Lubatkin，1999），我们提出我们不认同这两种评价，以及讨论了我们仍然坚持那篇1998年文章的观点的原因。

简言之，我们指出战略管理和经济学研究者已经被社会化，从而接受不同的“世界观”，这些差异会影响他们对共享概念和方法论规则的含义的理解，进而导致结果解释的偏差。战略管理领域没有那么简化；其结构、理论和方法涉及多种原因和不同水平的分析，一些受到经济学的启发，其他则受到行为学的影响，如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事实上，战略管理在社会科学中的独特角色是整合行为学和经济学理论，对复杂组织的针对性管理具有自己独特的理解。我们认为这可以为战略学者提供机会，开发更加丰富的治理模型，可以捕捉其微妙性。

另外，我们认为现在正是开发这样一个模型的时机。要记住，多年来，Amihud和Lev（1981）的研究阻碍了代理理论领域的进一步研究。事实上，在战略管理研究领域中很少有哪篇文章没有引用Amihud和Lev的研究。既然我们没
 有找到可以支持他们研究发现的证据——即使使用他们的数据，那么现在我们应该重新对该领域进行研究。

8.4　J/M模型是否适用于私有及自主经营的企业？

Jensen和Meckling（1976）认为，当企业所有权相对集中时，减少信息不对称，以及随之引发的道德危机的成本相对较低，这种情况对私有制企业同样适用。因此，这些企业所负担的代理成本也就没那么高，它们面临较小的代理风险，（Hansmann，1996；Jensen，1998）。但是，我们对这种论断表示怀疑（Schulze、Lubatkin和Dino，2000，2001a，b；Schulze、Lubatkin、Dino和Buchholtz，待出版）。首先，我们认为J/M模型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外部治理机制不会像对上市企业一样向私有企业提供代理利益。其次，J/M模型高估了私有制解决不同所有者（股东）之间的分歧和协调各自利益的能力。因此，我们认为这一主流的代理理论模型不能涵盖私有企业的情形，因为它低估了这些企业中存在的代理问题，进而它也低估了这些企业所需要承担的代理成本（如所有者补救措施的投资）。

对于我们的第一个论点，我们认为，J/M模型能够通过追踪企业效绩，并以股价的形式告知股票持有者和潜在投资者这一信息，意识到资本市场减少控制成本的能力。除此之外，这一模型还意识到以下3点：（1）资本市场通过赋予股东以流动性并在大量股票持有者中分散企业风险，来降低过度依赖企业决策制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Fama和Jensen，1983a；Reagan和Stulz，1986）；（2）产品市场竞争及企业控制权市场的存在限制了经理人的自由专断（Jensen，1993）；（3）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降低了企业雇用合格雇员的成本，从而降低了前合同机会主义或者逆向选择所导致的代理风险。逆向选择指的是应聘者故意隐藏有关自己的信息，而雇用者需要这些信息合适地评估这位应聘者的能力、价值（Fama，1980；Hansmann，1996）。

但是，私有制降低了那些服务于私有制企业的要素市场的有效性，因此，也降低了这些市场所带来的外部治理的有效性。例如，经济学家发现，当劳动合同系统地影响了受其聘用的个人特性时，人力市场上就出现了自我选择或筛选过程。例如，高薪工作吸引了更多有能力的员工，按绩效付薪的合同则吸引了冒险主义者（Besanko、Dranove和Shanley，1996）。然而，私有企业不能提供给未来员工和上市企业一样的合同条款。上市企业用优先入股权吸引应聘者，而私有企业由于有限的流动资金，以及股票持有者不愿削弱其对企业的控制，不能做到这一点（Lew和Kolodzeij，1993；Morck，1996）。除此之外，上市企业还可给予有才能的员工充分的升值空间，但是私有企业则不能，因为所有重要的管理职位都是“以出资份额、承担风险的意愿和决策技能的基础上产生的”（Fama和Jensen，1983b: 332）。因此，在私有企业中，重要的管理职位多为股东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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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4　企业治理中的私有制和管理

要素市场的失灵对私有企业的管理成本意义重大，主要存在以下5个方面的影响：第一，筛选会增加私有企业不小心雇用低质代理人的风险，因为筛选会减少劳动力储备的大小、角色及质量。第二，由于较小的竞争压力，以及伴随的市场失灵使私有企业规避逆向选择的成本增加，增加了企业雇用到低质员工和机会主义倾向员工的风险（Mohlo，1997）。第三，由于股东拒绝分散股权，私有企业不能像上市企业一样向优秀的员工提供股权担保，让他们相信企业不是在利用他们这一事实（Rajan和Zingales，1998）。因此，私有制削弱了制度保障，而这些保障有助于上市企业规避逆向选择，防止未来代理人实施的一种被称作“要挟”的机会主义行为（Williamson，1985）。第四，较低的福利补偿及有限的发展空间，降低了代理人自建相互监督的积极性（Fama和Jensen，1983a:310），以及彼此之间相互竞争的热情（Besanko、Dranove和Shanley，1996），因此导致私有企业监督成本增加。第五，私有制增加了监控企业效绩的成本，因为股价并不是由市场来决定。这使兼是股东的经理人免于股权市场的压力（Stulz，1988）。Jensen（1993:847）指出，这点决定了除非问题变得很严峻，甚至不可解决时，企业调整才可能出现。我们（Schulze等，2000，2001a，b；Schulze等，待出版）得出的结论是，私有制增加了控制成本，并且使企业面临合同前的代理风险，以及合同后的代理风险，前者植根于“隐藏信息”，后者与“隐藏行动”有关。


再来看我们的第二个论点，即私有制不能有效地协调所有者（股东）之间的分歧，整合他们的利益。J/M模型认为，企业所有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因为每个所有者所持股份份额不同，承担风险的意愿和能力也不同（Fama和Jensen，1983a，b；Reagan和Stulz，1986；Wiseman和Gomez-Mejia，1998）。例如，有些所有者把他们的大部分资产投资到企业，所以他们比那些多元化投资主体更不愿意承担风险；另外，那些年长的所有者也比年轻的更愿意规避风险。

然而，J/M模型也认为，这些冲突一般不会引发代理风险，因为通过如下机制，这些冲突都可以被有效解决。首先，该模型认为，由于所有者能够理性投资（主要由于经济动力），他们有动力制定规则和政策去减少冲突，控制用于处理纠纷的成本。其次，该模型认为，投票可以减少用于处理纠纷的成本，因为投票能够反映经济风险和回报的比例大小。最后，该模型通过抛售股票，矛盾双方可以减少损失，使流动性市场降低了由所有者之间的冲突引起的代理成本（Alchian和Woodward，1988；Jensen和Smith，1985），这样就确保了经济效益。因为它阻止了每个所有者或所有者群体把自己的损失成本转移到其他人身上。从这点上，代理理论认为，自主经营减少了所有者之间的代理成本冲突，但是却没有根除它。

如果以上的论断都被推翻的话，将会出现什么后果呢？Jensen（1993）指出，企业控制在市场上的失灵使得企业内部所有者在损害企业外部所有者利益的基础上，去获得自身的个人利益。私有制也同样是困难重重的，因为企业股票流动性市场的缺失增加了股票滞留的风险。只要所有者能够使用他们的投票权或利用他们对企业持有资源的控制从其他股票持有者套牢的股票中获得利益，这种代理风险就会出现。只要被套牢的股票所有者所承受的损失小于所投入的，获利的股票所有者就有动力去强迫企业采取迎合他们利益的举措，低价转让所有权的能力使所有者免于代理风险（Williamson，1985）。

此外，所有者之间因代理成本产生的冲突可以忽略不计，这种观念建立在有争议的新古典经济学假设基础上，即一切个人都是经济理性人，他们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许多理论对这个假设提出挑战，包括家庭经济理论（Becker，1974）、公共选择（Buchanan，1975）、合作（Arthur，1991；Margolis，1982）及社会生物学（Krebs，1987；Nowak和May，1992）。例如，经济学家，如Arrow（1963）、Buchanan（1975）、Becker（1974；1981），以及Thaler和Shefrin（1981）很早就意识到，个人会对非经济动机或经济动机的行为有所偏好，而且人类的天性要求他们从这二者中获得最大化的效用。

我们认为，人们对非经济动机行为的偏好让J/M模型面对两个难题。

第一，代理理论认为，在经济福利上，所有者有共同的利益。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推断他们有共同的非经济动机偏好。进一步说，这些偏好的价值不能从通用商品（如货币）的角度来充分得到表达或调节（Bergstrom，1989）。因此，在降低股东间的利益冲突方面，所有权的能力就是有限的，因为单纯的金钱（如股票）不能让股东在企业成长的机遇和风险上达成一致意见。

第二，产生代理成本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一些非经济动机偏好会使所有者实施一些损害他们自己和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这些“自身代理问题”（Jensen，
 1998:48）根源于每个人身上存在并发挥作用的效用，因为个人从沉溺于吸食毒品或玩弄权力（像格言所说的那样，能够导致绝对的腐败）中获得的效用与他从理性活动中获得的效用是很难区分的（Becker和Murphy，1988；Thaler和Shefrin，1981）。因此，扩大自我利益的企图使所有者失去自控力，也使个人做出一些损害公共利益（经济上）的行为。例如，一个有权势的所有者可能会否定一个新的冒险项目的决策，因为这种项目会威胁现状，干起来吃力，或者不涉及他们个人的经济利益（Jensen和Meckling，1976）。有趣的是，Jensen承认，“十多年之中，我没见到谁强调自控力的重要性，也从没见过自控力的普及”（1994:45）。但是，在他以后所发表的著作中，包括他发表于1998年的那本包括Fama和Jensen（1983a，b）相关内容的著作中（1983a，b），在谈到私有制问题时，他都没有提及这个关于代理的难题。

因此，我们认为私有制不是代理理论所谓的管理妙方。这种治理形式不仅不能使所有权的代理风险最小化，而且还会导致逆向选择和要挟所带来的代理成本，这在J/M模型中是被完全忽视的。但对于那些由股东管理的私有企业，如果沿这个趋势下去会怎么样呢？

回想一下，J/M模型的核心论点是：股权产生了一种事实上的代理，它使企业的管理责任从委托人转移到代理人那里，从而为代理人实施违背职业道德的行为提供了动机（偷懒和假公济私）和机会（信息不对称）。但是，如果管理人员持有企业的股权，该模型认为，他们自然会削减他们投机取巧的行为，从而免除了相应的成本，如正式的监督系统和报酬激励。管理层持股也便于交流合作，达成共识（Jensen和Meckling，1976）。

在Schulze、Lubatkin和Dino（2000，2001a）与Schulze（即将出版）等的研究中，我们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每当一个强大的CEO领导一个企业时，无论该管理者的权力基础来源于社会政治原因（Cannella和Lubatkin，1994）还是基于股权，企业对于自我控制的威胁是脆弱的。这种脆弱性在私有企业中尤为突出。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讨论当私有企业实行家族式控制与管理时，私有制和股东管理的代理问题会更加显著。

8.5　J/M模型适用于家族所有和管理的企业吗？

Fama和Jensen（1983a）认为家族管理是一个特别有效的企业管理形式，因为股份往往在代理人手中，而“代理人与其他决策代理人之间的特殊关系使得解决代理问题时，不用分离管理和控制决策。例如，家庭成员……因此具有能够监控和训练相关决策代理人的优势。”此外，“家庭成员在很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交流，因此，具有能够监控和训练相关决策代理人的优势。”（Fama和Jensen，1983a:306）。相应地，应该利用家族所有和管理的企业（以下简称“家族企业”）代替那些股权分散的、分股东管理的企业，以便省去成本高昂的控制机制，从而应对代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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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5　家族所有并管理的企业中的治理结构

我们提出并验证了（Schulze等，即将出版）这样一个假设，即家庭关系会使与私人所有权和所有者管理相关的代理问题变得更难以解决，这是由利他主义自我控制及其他问题造成的。我们的假设主要来自于家庭经济学——它研究的是利他主义对家庭动力学的影响，我们将这些见解从家庭扩展到家族企业。

在极端情况下，利他主义的定义是激励个人从事有益于他人的行动而不期望任何外界奖励的道德观（Batson，1990）。然而，研究人员倾向于把它看作一个建立在情感、直觉或情绪上的特点或偏好（Lunati，1997；Piliavin和Charng，1990）。各种领域，包括经济学（Bergstrom，1995；Margolis，1982）、社会生物学（Krebs，1987；Nowak和May，1992）和社会学（Piliavin和Charng，1990），都认为利他行为必然涉及一定程度的自我利益。经济文献从而将利他主义定义为一种将个人利益（包括内在和外在的）与他人利益积极联系起来的属性。因此，利他主义同时受到为他人着想（利他）和为自己着想这两种偏好的影响，在为他人着想（利他）的偏好实现最大化的同时也使为自己着想（自我）的偏好得以实现（Lunati，1997）。因此，家长会将资源转移给自己的孩子，因为不这样做会损害利他主义者的福利。

利他主义给企业带来了各种好处。例如，它创造了一个自我强化的激励制度，鼓励了家庭成员互相体谅（Eshel、Samuelson和Shaked，1998），促进和维持家庭纽带（Simon，1993）。反过来，这种纽带应该会赋予家族企业一种历史、语言和身份，使它们显得特别。其次，利他主义使每个受雇的家庭成员（以下简称，“家庭代理人”）在实质上成为该企业的老板，表现为每个人都相信他们对家庭的财产有剩余索取权（Holtz-Eakin、Joulfian和Rosen，1993；Stark和Falk，1998）。或者，正如Mancuso（1997:9）所说，“其他孩子没有拥有我爸爸拥有的那些。他有自己的事业，我们都觉得我们也拥有这些事业。”因此，利他主义使
 家庭代理人共享利益的同时，也承担发展的机遇和风险，从而减少了缔结、监控和执行契约的成本。利他主义还增加了沟通与合作，从而减少了家庭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并促进了非正式协议的使用（Daily和Dollinger，1992；Eshel等，1998；Simon，1993）。利他主义使家庭代理人之间相互依存的意识增强，因为家族雇用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利益（Chami，1997）。最后，利他主义促进了对企业的忠诚，及其领导对企业长期繁荣的承诺（Ward，1987）。例如，Kang（2000）总结道，家族管理的企业是有耐心的投资者，能够在不同情况下和长时间内坚持某些决策，而非家族管理的企业则无法做到这一点。

但是，利他主义的好处可以被代理成本所抵消，因为孩子可能会被父母的慷慨宠坏了（变得自私）（Buchanan，1975）。发生这种并发症，是因为利他主义者的慷慨并不一定能收到子女的任何回报（Becker，1981）。换句话说，利他主义的产生，是因为父母想要提高个人福利的愿望，他们有动力继续慷慨，即使他们的孩子并不领情或将这些转让或礼物视为“权利”。但是，由于利他主义将父母的效用函数与子女的联系在一起，因此与他们的孩子在意的东西相关，父母溺爱孩子的风险会随利他主义水平的上升而增大。

Buchanan（1975）在他的“撒玛利亚人的困境”中正式提出了这一难题，他指出，父母利他主义的水平与其子女推卸责任（如不做家务）和谎称自己行为（“是他做的！”）的倾向之间存在一种正相关的关系——都是为了从父母那里获得更多的资源转让或增加他们获得的份额相对于其兄弟姐妹的比例（“每个人的津贴都比我多！”）。利他主义也会使家长对收到的信息抱有偏见（“少年绝对不会那么做！”）。因此，Buchanan的理论认为，当父母和孩子各自的利他主义水平不对称时，他们之间的代理问题会增多。

我们（Schulze等，2000，2001a，b；即将出版）认为，因为家庭代理人之间依赖彼此采取行动，不对称的利他主义会滋生家族企业的代理问题。其结果是交织在一起的代理问题像一张复杂的网络，对家族企业的垂直（创办人／家庭代理人）、水平（代理人／代理人），以及跨组（家庭／非家庭）代理关系产生不利影响。

例如，从撒玛利亚的困境可以看出，家族企业的家庭代理人将受到道德风险的威胁。也就是说，所有者控制和利他主义相结合，激励家庭代理人提高自我利益，而不是他人（无私）的利益。结果是，创始人的利他主义及其利他主义行为的能力，与家庭代理人推脱的激励因素之间往往存在正相关关系。换言之，越是慷慨的创始人，利他主义和降低家庭代理人生产力的信息越有可能出现不对称。因此，虽然传统的代理观点认为，家庭关系减小了监视或控制家庭代理人的需要；我们的代理模型表明，利他主义的存在使家族企业必须去监督和控制家族代理人。

奇怪的是，更高水平的利他主义还加大了创始人通过监督、控制等其他手段降低这些代理威胁的难度。这是因为利他主义往往不但影响了他们对家庭代理人工作效率的判断（Chami，1997），而且使家庭代理人不愿斥责彼此（Bergstrom，1995:61）。创始人监控家庭代理人行为的能力也遭到了破坏，因为每当创始人和家族代理人的职责出现重叠时，家庭代理人往往会“搭便车”。因此，无法进行严密监管，因为它往往会增大对创始人的依赖程度，就像在家庭环境中那样
 （Lindbeck和Weibull，1988；Pollak，1988）。最后，创始人监督家庭代理的能力受到破坏，是因为惩罚行为可能会影响他或她自己的利益，以及该惩罚行为可能对企业内部家庭关系的影响和企业之外大家庭之间关系的影响。如Levinson（1989）所说的那样，“很少有所有者／经理人可以解雇一个制造麻烦的亲戚，并坚持这样做！”

同样，更高水平的利他主义可以使那些影响企业横向代理关系的自我控制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自私的家庭代理人，例如，喜欢“搭便车”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他们利用家庭的慷慨所获得的好处大于他们造成家庭伤害所遭受的损失。在极端情况下，有些人可能会像Bergstrom（1989）比喻的浪子那样，变得完全依赖于创始人的慷慨，以至于他们挥霍自己的财富，坚定地认为利他主义者会来救援他们。相反，一个“勤劳的女儿”具有的偏好可能更类似于创始人拥有的那些。因此，她可能会选择为家族企业劳作，无私地相信她日后将会获得她的劳动成果。然而，这些行动的后果是，她的勤奋让那些自私的家庭代理人变得更加有利可图。她的行动也使她的未来利益面临风险，因为情况的变动可能会使利他主义的创始人改变转移计划，这样她得到的递延补偿少于她应得的报酬。因此，家庭代理人之间利他主义水平的不对称，可以激励一些人采取不利于这种横向代理关系的行动。

自我控制问题在利他主义和所有者管理的影响下进一步激化，从而引发的其他代理问题使创始人更难选择到底是为自己的利益考虑、为家庭的利益考虑，还是为企业的持续经营考虑（由于产品市场对他们的企业有强烈的需求）。这使得创始人无法做出公正（经济上的理性）的商业决策。问题是，如果创始人一直不受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限制，自我控制问题会使他们的商业决策缺乏一致性。

例如，自我控制问题可能导致创始人犹豫到底是按照代理人为获得资源所做出的贡献和努力，将资源公正地分给家庭代理人，还是不考虑这些贡献，进行平等的分配。个人不会对这些资源分配规则无动于衷（Gilliland，1993）。如果那些主张“公平就是公正”的代理人收到的回报突然与他们的努力不相称，他们将会感到非常气愤。此外，那些主张公平就是公正的代理人可能会发现，具有公正回报的体系同样会造成分裂，不符合他们的家庭价值观和信仰。从分配正义的文献（Gilliland，1993）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分配规则之间摇摆不定，甚至是无私的创始人也可能引发家庭代理人之间的嫉妒，并促使他们采取机会主义的行动。我们认为所有的家庭代理人，特别是那些将自己的一大部分财富投资于该企业的代理人，有动力去开发防止自己的自我控制问题，以及由那些别人造成的问题破坏企业生存的治理机制。

最后，更高水平的利他主义可能会混淆纵向和横向的群体间（家庭／非家庭）的代理关系。例如，利他主义可能会导致企业的非家族代理人遭遇“分配不公”的感觉。简单地说，在家庭控制的企业中，非家族代理人一般都会受到与家庭代理人相比“不太公平”的待遇。正如我们讨论的在劳动力市场进行分类处理的情况，家族控制的企业往往会为家庭代理人保留高层管理职位，因此提供给非家族代理人的升职机会变少。家族控制的企业也往往会向家庭代理人而不是非家庭代理人提供额外的收入和特权。此外，非家族代理人，由于他们在行政等级中的从
 属地位，所以他们需要服从于那些创始人的自私（腐败）的孩子。这可能会导致他们产生一种深深的不公平的感觉，从而使家族企业面临道德风险。也就是说，感受到的不公平会使非家族代理人更有理由去偷懒和进行其他形式的机会主义行为（Baldridge和Schulze，1999）。

奇怪的是，像对待家庭代理人那样对待非家族代理人也会引发代理问题。高水平的利他主义可能会使创始人大方地用这种方式看待企业的所有员工。然而，这是有问题的，正是因为非家庭代理人并不是家庭成员。也就是说，由于非家族代理人对利他转移的反应不同于家庭代理人，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家庭代理人和非家庭代理人可能会产生信息不对称。例如，利他主义者大方地看待他们员工的倾向，使他们更难监控代理人行为，使非家族代理人更容易利用这种低效率，这是这些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的特点。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像家庭成员”那样对待非家族代理人的倾向的另一个风险是，利他主义限制了家庭代理人的行为，但对非家族代理人没有这样的作用。因此，利他主义的创始人不愿实施和执行正式的控制机制，加剧了非家族代理人可能实施机会主义的风险。简单地说，在家族企业中有利于一方的措施并不一定有利于另一方。

综上所述，J/M模型将家族拥有和管理的企业看成一种特别有效的治理形式。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不同且更复杂的观点，这种看法间接地得到实地研究（Handler，1990；Levinson，1971；Meyer和Zucker，1989）和民间传说的支持，从“白手起家”到“富不过三代”就是一个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故事（Ward，1987）。

我们想要明确的是，我们不是说利他主义必然会削弱家族企业中的领导地位，也不是说所有的家庭代理人都会被宠坏。相反，我们认为，利他主义增加了家族企业中伴随所有者控制和所有者管理的自我控制问题。由此产生的一系列自我控制问题，反过来，很难让所有者／经理人代表自己的最佳利益，或企业和其他家庭成员的利益。因此，利他主义既是一种祝福也是一种诅咒，因为它甚至可以将具有良好意图的创始人／管理人员变成“不良代理”，因为是他们为提高家庭福利做出的努力增加了家庭成员的拖延和道德风险。有趣的是，尽管这些行为在传统看来并不自私——因为他们需要创始人／经理人为了他人的利益牺牲自己的福利。我们关于家族企业的理论，使得人们能够理解利他行为和自我利益之间的关系的本质，以及为什么治理是必要的。此外，我们的讨论揭示了企业治理领域潜在的众多研究议题。由于缺乏成熟的理论，企业治理这一重要的经济学领域的发展始终受到桎梏，我们的经济在这一重要环节缺乏成熟的理论，因此这一研究也受到阻碍（Wortman，1994）。

8.6　讨论

作为应用微观经济学领域的一部分，J/M模型从投资者的角度看待资本市场和资本管理决策。和其经济学根源一样，该模型提出了一些简化假设，减少了模型研究领域的复杂性，就像我们在图8.1中展示的那样。例如，这个模型将企业
 看成一组投资组合，该投资组合的绩效主要受到市场影响。在这一视角下，管理者就是潜在的投资者利益的绊脚石，因为管理者是经济人，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其行动的最高准则。因此，投资人需要监视、激励管理者，并将双方的利益捆绑起来，以最小化管理者的机会主义倾向。事实上，许多委托代理理论家都怀疑如果这些自利的管理者没有被约束，上市企业是否还能存活下来（Jensen和Meckling，1976）。一些学者，比如Jensen（1989）认为如果没有约束，机会主义会非常严重，最终会导致上市企业被蚕食。

战略管理同样也根植于应用微观经济学当中，但它更关注管理实践的有效性，以及了解现实中企业和竞争的复杂性。战略学者并不将企业看作一组投资组合，而将企业看作一组资源和能力，这些资源和能力通过创造和使用资源能力的人相互连接起来。同样，在解释管理者动机时，战略管理领域也拒绝了经济学式的简化和武断单一的研究范式。相较于假设管理者行为背后的主要动机是自利，战略管理领域更愿意考虑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联盟，从而引发价值提升的创业行为（Davis、Schoorman和Donaldson，1997；Finkelstein和Boyd，1998）。

战略管理曾经因为看待管理者、企业、情境，以及对应的分析水平的视野更为宽广而被那些只有单一范式的学科认为是无序的（Mitchell，1998）。然而，我们认为这些恰恰展示了这一学科的活跃，以及具备解决企业面对的不断变化挑战的能力。由于战略管理领域拒绝某一主导的研究范式，它在社会学科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是将行为理论和经济学理论融入到我们对复杂组织管理的独到理解。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研究为管理这些复杂组织的个人提供了洞见与指导。正如Bettis（1991）曾指出的那样，我们领域的目标永远不是做一流的经济学，而是用经济学来帮我们做一流的战略研究。

因此，我们对于J/M委托代理模型的理解和扩展，与战略管理这种综合性的作用是一致的。我们没有死守一种理论工具而将所有企业视作完全相同，而是在社会科学的工具箱中找到新的视角，并开发更为灵活的理论工具。我们从一个整合了交易成本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得出，现有J/M模型也许太过根植于美国经验而无法充分解释其他国家的治理问题。然后，我们又利用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角，识别J/M模型在准确描绘私有企业或所有者自己经营的企业中常见委托代理问题方面的缺陷。最后，我们采用了家庭经济学视角来强调为何J/M模型低估了家族企业这一世界上最常见的治理模式中的委托代理问题。只要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现有所观察到的治理模式的理论视角都会被我们放入理论工具箱中。这一务实的想法推动我们寻找新的理论视角来理解企业治理。在图8.6中，我们尝试通过梳理之前五个模型中的要素并整合成一个模型，从而把众多不同的理论视角结合起来。

诚然，我们的模型可能看起来无序，无法像J/M模型一样成为一流经济学模型的典型。但是，我们将这个模型视为一个临时起点，目标是开发一个在不同国家、不同所有制结构下都有效的一般性治理模型。虽然许多模型中的各个关系已经在前面的章节中讨论过，但是通过整体审视这些关系，我们得到了四个新观点。第一，我们的模型假定一个企业所有者的偏好比J/M模型假定的更为复杂，即除了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之外，所有者可能还有非金钱的偏好，而且不仅为自
 己考虑（自利或经济理性），还可能为其他人考虑（如利他主义）。我们在家族企业的情境中讨论了这种为他人考虑的偏好。而大众媒体大量提及的都是一些像西南航空这样至少同等对待员工和外部股东利益的非家族企业。

第二，虽然代理理论描绘了作为治理结构的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多个方面（如大股东有利于监管管理层），我们的模型则提出所有权结构发挥的补救作用依赖于国家制度。国家制度塑造了被认可的所有权结构（正式制度），以及偏好的所有权结构（背景制度），前者直接影响所有权结构，而后者则通过影响所有者的利益来影响所有权结构。国家制度同样会影响管理行为，因此决定了可能发生的代理问题的种类。

第三，J/M模型假定资本与劳动力市场是有效的，因此研究的重点几乎完全放在了道德风险问题上。我们质疑这一假定的普遍性，认为其他所有权结构可能和股权分散的公众企业一样也会遇到自我控制、逆向选择和套牢问题，并直接影响企业绩效。而且，当我们考虑到国家制度时，这一观点可能本身就需要进一步修正，例如不是所有国家都有像美国一样高效运转的外部市场。最近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有限的、选择性的披露企业营收，以及基于“裙带资本主义”的雇用和签约行为。

第四，我们的模型只涉及一部分的所有权结构。像Winnebago或Archer Daniels Midland这类由少数所有者控制的上市企业中的委托代理关系是怎样的？这类企业中的委托代理关系与家族控制的、专业化管理的上市企业（如福特和沃尔玛）中的委托代理关系有什么不同？我们的理论对于像微软或其他高科技创业企业这种由一群关系紧密的朋友创立并领导的企业来说究竟有什么意义？我们认为，以上这些问题及我们所提出的综合性多学科模型，都表明还存在大量的理论构建和理论检验的可能。我们的目的是，促进建立一个更加一般化的、情境化的委托代理模型，这一委托代理模型与企业情境这一宽广的研究领域相关，这也恰恰是战略管理领域感兴趣的内容。

8.7　结论

图8.6中展示的模型是建立企业治理中多学科整合的委托代理关系模型的第一步。它表明，如果从更多元的理论视角出发，许多J/M模型中的固定变量或外生变量实际上是内生变量。显然，在一个可靠的J/M模型的替代模型出现之前，需要做大量研究工作来提炼这些观点。尽管我们关于美国上市企业的代理关系模型（图8.3）在Amihud和Lev（1981）那里得到了支持与扩展，并且我们模型中有关家族企业的方面得到了实证的检验（Schulze等，2001b；即将发表），但是模型中描述的绝大多数关系，以及模型整体本身并没有得到实证检验。图8.6给出的建议是依照战略管理领域的传统，谨慎解释那些只关注委托代理问题中道德风险而忽视伴随而来的逆向选择、套牢和自我控制问题的研究的结论。同样，图8.6也建议在概括现有研究时一定要谨慎，因为现有研究大多都是基于美国情境的。总之，在企业治理领域发展一个更为一般的有关代理关系的战略管理
 理论，有赖于系统地比较其他制度情境中上市企业、私有企业和家族企业中的治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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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6　一个企业治理中代理关系的整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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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的讨论和理论回顾可见Barney和Ouchi（1986），Eisenhardt（1989）；Jensen和Meckling（1976），Perrow（1986），以及1990年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杂志刊发的理论构建论坛，pp.367～499. J/M模型的支持者认为这是企业理论革命，因为它为大量的治理结构（科层）能够存在提供了一个不可抗拒的、严谨的和广泛的解释，而且它关于治理的论述已经被战略管理学家（如Lane、Cannella和Lubatkin，1998，1999；Rediker和Seth，1995）、经济学家（如Amihud和Lev，1981，1999；Denis、Denis和Sarin，1999）和会计学家（Baiman，1990）所验证。







第9章　战略管理研究中的风险

Bowman的研究经常被引用作为战略管理领域风险研究的起点。Bowman认为，他对于风险研究的兴趣主要源于对金融和经济领域的研究成果。Bowman在许多行业都发现回报和风险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他把这个叫作“风险／收益矛盾”，因为他发现这个与金融领域里风险和收益总是成正比关系相冲突。Bowman分析了这些企业与证券市场中的企业在风险／收益关系上的差异：“低风险高收益的企业会在证券市场中的股价相对较高，从而减少了它给股票买家带来的收益，进而收益与风险负相关的矛盾也可以得到解释了。”

针对风险问题，金融学和战略管理理论分别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视角。金融理论主要研究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所以，在金融理论中市场力量决定了风险收益关系。但是相反，企业战略一般不能被购买或销售，一个企业的战略机遇或创新可能对于其他企业毫无意义。一个组织的信息和战略通常是不能被接触到的。人们可以在完善的市场上买卖小额证券，但是组织和战略的组成部分却通常不能被切分开。因此，企业战略与有效资本市场中的风险分析和风险现象大相径庭。

Bowman（1980）呼吁人们关注发展组织内部风险理论，不仅仅是金融市场现象。它给出了几个关于“风险收益矛盾”的解释：（1）管理的质量使得一些企业持续地获得低风险高收益；（2）一些企业的投资决策本身就在追逐风险而不是规避风险；（3）利润率低的企业承受了利润率高的企业所规避的风险；（4）在市场中占据支配地位可以使企业获得高利润的同时承担低风险。这些解释都聚焦在企业的管理者——他们的偏好和投资决策——以及企业根据行业情境所制定的决策。

从Bowman（1980）的研究开始，一个学术分支出现了，持续地研究战略管理的风险。在很多方面，这些研究都反映了Bowman研究的特性。这些研究学者把风险作为管理理论的一个核心构念，尽管他们并不是常常同意构念的含义和测量方法。他们用来探视风险这一构念的理论视角多种多样，而且经常是从其他学科借鉴过来的包括经济学、金融学和心理学。与Bowman（1980）的推测类似，学者们开始尝试着把风险—收益关系作为一种数据游戏来加以分析，并对独立管理和战略现象一类的观念进行批判。


鉴于风险的概念和度量方法的多样性，以及风险研究领域的多重理论视角，要想评价这一研究的总体研究成果是非常困难的。在经历了20年的研究之后，我们对于企业内部的风险到底了解多少？本章将对这些相关的研究进行回顾，并把重点放在风险的概念和度量方法，以及对风险—收益关系的研究上。在战略管理领域中的风险研究步入它的第30个年头之际，我们还将指出这一领域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9.1　风险的含义及其度量方法

9.1.1　风险的定义

Knight（1921）提出了经济学中经典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定义。按照他的定义，不确定性存在于当结果发生的可能性为“0”和“1”。而“风险”则是用来表述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在0和1之间，并且该概率的分布是可以准确获知的；而“不确定性”则是指不能把握这一概率。

尽管Knight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定义被广为引用，他对这些词汇的理解也并不是人人接受的。组织学领域的学者提出了与经济学和心理学定义完全不同的风险概念。Baird和Thomas（1990）、March和Shapira（1987）认为，管理者对于风险的认识与Knight的定义并不相同且存在冲突。与之相关的一些概念，如“不确定性”和“模糊性”（Ambiguity）等使得组织学里对于风险的研究更加复杂。

20世纪80年代早期，Bettis对有关风险和不确定性研究的混沌状态总结道：






“单从技术角度出发，风险和不确定性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几乎所有的学者在注意到这种差异之后仍然将其忽视，并把这两个概念混用。”（Bettis，1982）






一些年以后，Baird和Thomas给出了一个相似的论断：






“最终，战略管理需要重新定义风险的定义并且发展出一个完整的风险分类体系，从而有利于解决相关的战略管理问题。”
 （Baird和Thomas，1985）





Baird和Thomas（1990）是最早一批研究上述问题的学者。在考察了心理学、管理学、金融学和市场营销学等领域后，他们发现了多种关于风险的用法，包括回报的变动、产出的规模和属性（如预期价值和结果出现的概率）、损失的可能、完不成目标的可能、破产，还有信息匮乏。他们发现，战略管理研究人员更多的是定义风险为会计和股票收益的变动、创新、信息匮乏、创业，还有重大损失或破产的威胁。

那么，哪种关于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认识在战略管理领域内部最被认同呢？战略管理研究人员通常使用的风险概念是指“不能准确预知指示商业活动结果的变量或者该变量具有下方不可预测性（Downside Unpredictability）”，这些变量包括
 收益、成本、利润、市场份额等。他们使用了多种实证工具，如商业活动结果变量的方差或半方差。这与管理者常常使用的对于潜在损失风险的概念相一致（Baird和Thomas，1990；Mao，1970；March和Shapira，1987）。这与Knight（1921）对风险的定义存在明显差异，后者要求知道可能出现的所有结果，以及各个结果相应的概率。

不确定性指人们预知到的环境和组织中的意外事件的不可预知性。支持这一定义的一些最有影响力的研究包括：Duncan（1972）、Miles和Snow（1978），还有Pfeffer和Salancik（1978）、Milliken（1978）确认了关于环境的三种不确定性：（1）状态不确定性——不能预知未来环境状况的能力；（2）效果不确定性——管理者无法预测环境变化对组织的影响；（3）反应不确定性——管理者无法确认潜在的组织性行为和结果。Milliken的三种不确定性概念的分类都强调了环境和组织因素，还有组织与环境的互动。

总之，战略管理领域里对于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定义总是与Knight的定义偏离，这也许是因为Knight对于风险的定义缺少了管理者制定战略决策的情境。一些战略决策可能有明显的替代项，这些替代项的收益率是已为人知的。大多数战略决策具有不确定性——注意这里的不确定性是Milliken（1987）所诠释的具有多重含义的不确定性，而非Knight那种单纯的定义。

9.1.2　风险的度量

战略管理学者在他们的实证研究中采用了多种风险测量工具。所有这些测量工具都使用了会计学和股票收益数据。表9.1和9.2总结了战略管理先前的风险测量工具。表格着重显示了聚焦于风险的研究，继而没有包括重点在企业多样性的研究。在大部分情况下，管理和使用长期会计收益（ROA或ROE）的变动，或者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下利用股票收益数据估算出来的系统性或非系统性风险。选择哪种工具大致由以下因素决定：（1）数据获取的难易程度；（2）计算的难易程度；（3）其他领域是否有先例可循。


表9.1　采用了一到两种风险度量工具的研究




	利用方差的度量方法



	Bowman（1980）
	ROE的方差



	Marsh和Swanson（1984）
	校正后的ROE方差



	Fiegenbaum和Thomas（1986）
	ROE的方差



	Jemison（1987）
	ROA的方差



	Fiegenbaum和Thomas（1988）
	ROE的方差



	Cool、Dierickx和Jemison（1989）
	ROA和ROS的标准差



	Fiegenbaum（1990）
	ROA的方差



	Oviatt和Bauerschmidt（1991）
	时间趋势附近的ROE的方差



	Jegers（1991）
	ROE的方差



	Balakrishman和Fox（1993）
	收益年度变化率的标准差



	Baucus、Goles和Cooper（1993）
	ROE和ROA的标准差



	Gooding、Goel和Wiseman（1996）
	ROE的标准差



	利用CAPM的度量方法



	Aaker和Jacobson（1987）
	利用ROE得到的β系数（Accounting Beta）



	Amit和Wernerfeit（1990）
	非系统性风险；Jensen α值（Jensen’s Alpha）



	其他度量方法



	Bowman（1984）
	年报内容分析



	Bromiley（1991b）
	每股红利（Earnings per Share，EPS）预期的标准差



	D’Aveni和Llinitch（1992）
	β值；AltmanΖ值



	Collins和Ruefli（1992）
	基于行业内部调级的熵的度量



	Wiseman和Bromiley（1996）
	EPS预期的标准差



	Palmer和Wiseman（1999）
	ROA的方差；EPS预期的标准差



	Deephouse和Wiseman（2000）
	EPS预期的标准差





表9.2　采用了两种以上风险度量工具的研究




	Woo（1987）
	平均ROE附近数值的绝对离差之和；时间趋势线附近市场份额的变动；价格—成本差



	Cool和Schendel（1987）
	市场份额的标准差；加权后的分段份额；销售回报率（Return On Sales，ROS）



	Fiegenbaum和Thomas（1990）
	根据以往ROE、ROA、流动比例和总资产销量的平均数发生比例变化的绝对值



	Miller和Bromiley（1990）
	ROA的标准差；ROE的标准差；EPS预期的标准差；预期EPS变动的系数；β值；非系统性风险；债务—资产比例；资本密集度；研发密度



	Wiseman和Bromiley（1991）
	ROE和ROA的方差；时间趋势线附近数值的ROE和ROA方差



	Miller和Reuer（1996）
	利用股票收益数据得出的RLPM模型；利用ROA和ROE得出的RLPM模型；下方β值；收益／价格比及ROA值跌至行业平均值以下的可能性；ROA和ROE的标准差；非系统性风险；预期EPS的变异系数；AltmanΖ值



	Miller和Leiblein（1996）
	利用ROA得出的RLPM模型；ROA的标准差；ROA趋势线附近数值的标准差



	Lehner（2000）
	ROE年际变化的绝对值；ROE平方差的平均数；中位数附近ROE数值的方差



	Reuer和Leiblein（2000）
	利用ROA和ROE得出的RLPM模型；下方β值




在Bowman（1980）这篇影响深远的研究之后，风险度量工具的选择就成为了战略管理领域学者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Bowman使用的是五年以上或者九年的年度统计数据的ROE（税后利润除以股东权益）方差。随后，Bowman（1984）在分析企业年报内容的基础上提出了多个风险分析工具。Bowman（1980、1982）之后的研究多数将ROE（Fiegenbaum和Thomas，1996、1998；Gooding、Goel和Wiseman，1996；Jegers，1991）、ROA（Jemison，1987；Fiegenbaum，1990；Cool、Dierickx和Jemison，1989）、ROS（Cool、
 Dierickx和Jemison，1989）的方差或标准差作为他们度量风险的工具。Baucus、Golec和Cooper（1993）同时使用了ROE和ROA两种参数，使人们注意到收益变动度量的期初（Beginning-of-Period）和期末（End-of-Period）差异。一些研究者（如Aaker和Jacobson，1987；Fiegenbaum和Thomas，1986; Fiegenbaum，1990）发现会计学与市场的风险度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如Beaver、Kettler和Scholes，1970；Beaver和Manegold，1975；Bowman，1979；Hill和Stone，1980；Jacobson，1987），从而验证了使用会计收益变动（作为风险度量工具）的合理性。

其他研究人员还发明了一些基于会计收益数据的独特计量方法。他们的分析方法产生于对方差和标准差（或者说风险的替代概念）度量准确性的担心。Marsh和Swanson（1984）校正了Bowman（1980）对企业内部长期自相关性，以及某段时间里企业间市场和行业要素的风险分析。Woo（1987）计算了各个企业四年里的平均ROE值附近数值的绝对离差之和。Aaker和Jacobson（1987）将会计收益数据（ROE）应用到CAPM模型中，从而计算出β值。Oviatt和Bauerschmidt（1991），Wiseman和Bromiley（1991）计算了时间趋势线附近的收益变动。Balakrishnan和Fox（1993）应用的是收益年度变化率的标准差。Lehner（2000）采用的是五年期平均方差，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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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研究采用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MP）（Lintner，1965；Sharpe，1964）中的度量工具。CAMP的表达式是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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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利用时间序列数据来估算系数β。非系统性风险等于从估算CAPM模型中获得的剩余值（Residual）的标准差。Amit和Wernerfelt（1990）侧重研究的是非系统性风险，但同时也利用了Jensen的α值（Jensen，1969）——通过下面公式计算出的截距值：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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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PM度量方法，尤其是β值，在企业多元化研究中非常受欢迎（Ruefli、Collins和Lacugna，1999）。在其对纵向一体化的研究中，D’Aveni和Ilinitch（1992）同时运用β值和Altman的[image: ]
 值作为破产风险的逆向指标。

很长时间内战略管理的研究者们都在质疑CAPM风险度量工具的有效性，以及CAPM对于风险管理的作用。Bettis（1983）发现，与CAPM的假定相反的是，一般经理人都非常关心非系统性风险。Bromiley（1990）挑战了β值的之于战略管理的意义。由于缺乏CAPM的实证支持，（如Fama和French，1992），以及一些基本假设的相互冲突，Bromiley（1999）、Ruefli、Collins和Lacugna（1999），Chatterjee、Lubatkin和Schulze（1999）对在战略管理研究中继续使用β值（作为风险度量的工具）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批评的声音还直接指向收益变动的度量方法。Ruefli（1990；1991）对估算平均数—方差关系的做法提出质疑；Ruefli和Wiggins（1994）还批评了Oviatt和Bauerschmidt（1991）利用时间趋势线附近的会计收益变动度量风险的研究。Bromiley（1991a）和Miller、Leiblein（1996）试图缓和这些问题。不过，在Ruefli提出批判之后，公开发表的阐述风险度量的文章数目有所减少
 （Ruefli、Collins和Lacugna，1999），研究人员的注意力从风险和绩效之间的同时关系转移到滞后关系上来，还有一些则尝试着提出新的风险度量方法。

在战略管理领域，收益变动和CAPM（β值或α值）之外的度量工具被使用的次数并不多。尽管缺乏其他研究者的关注，这些新的度量方法也许可以明确地反映出战略管理中的风险。例如，Bromiley（1991b）通过计算证券分析师对每股收益（EPS）预期的标准差来度量风险。这种风险分析方法具有独特的前瞻性。Wiseman和Bromiley（1996）、Palmer和Wiseman（1999）、Deephouse和Wiseman（2000）也使用了这种方法。Miller和Reuer（1996）建议，在对不同企业的情形进行比较时应当采用预期EPS的变异系数（Coefficient of Variation），而非标准利差，因为变异系数不会随着股票的变化而变化。

一些研究还提出，根据企业与行业中其他竞争对手的相对位置来度量风险。这些度量研究侧重考察了企业市场地位的变化。在她进行的三项风险度量中，Woo（1987）度量了企业市场份额的不稳定性——通过计算每个企业市场份额时间趋势线附近的变动得出的。Cool和Schendel（1987）通过计算两类不同的标准差分析了市场份额的不稳定性。Collins和Ruefli（1992）提出了一种风险的排序法，他们的度量方法反映了一种颇具吸引力的观念，即经理人都关心企业绩效（与其竞争对手相比）的位次。

通过比较行业中其他竞争对手的情形来计量企业风险，这种方法存在几个关键问题。第一，这种度量方法假定了行业具有明确的边界，而且可能会把这种风险与竞争对手结构变化（如并购或收购或者新的竞争对手进入该行业）所产生的风险相混淆。第二，即便存在清晰稳定的行业结构，这种度量方法也只能限于行业内部的比较。如果行业间的基础结构存在差异（如，两个寡头控制了市场或者市场处于碎片状态）或者不同行业中的竞争对手数目大不一样，那么要比较跨行业的市场份额或企业位次的变动就很成问题。第三，由于这些度量乃是基于企业的相对位置，它们反映的是行业的总体变化，而不只是具体企业的绩效变化。一个企业可能拥有稳定的收益和销售量，但由于其竞争对手情况的变化，计算出来的风险可能非常高。第四，这种度量方法一般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因此实际上假定了风险是长期存在的［这一假定已被Ruefli（1990，1991）推翻］。这种风险的定义方法与具体理论的风险观之间的联系还不甚明确。

一些研究对多种风险度量方法进行了比较。Fiegenbaum和Thomas（1990）分析了四种财务上的比率：ROE、ROA、流动率（Current Ratio）和销售额／总资产（如营业额）之比。他们用过去四年里的平均比例离差率的绝对值作为风险的度量工具。Miller和Bromiley（1990）分析了众多风险度量工具，发现它们可以被归为三类：收入流风险（基于会计收入和预期EPS的方差）、股票收益风险（β系数和非系统风险）及战略风险（反映的是与风险承担相关的各种会计比率）。这最后一类可以被视为风险的决定因素，而不应当是直接用于度量风险的工具。Fiegenbaum和Thomas（1990）、Miller和Bromiley（1990）都认为，不同的风险度量方法反映的是不同利益相关者对于企业风险的态度，他们认为应该慎重选择风险分析工具。


Miller和Reuer（1996）提出的三种风险度量方法是从下方而不是变动来看待风险的。这些方法包括（1）低偏动差（Lower Partial Moments，LPM）；（2）下方CAPM分析得出的β值；（3）以证券分析师的预期收益为基础进行的下方分析。他们还对比了这三种方法与此前战略管理研究中采用过的度量方法的异同。Miller和Reuer（1996）区别了五种风险要素：（1）非系统性风险；（2）收入流风险；（3）系统性风险；（4）前瞻性下方风险；（5）破产风险。Miller和Leiblein（1996）以五年期的ROA数据为基础利用根低偏动差（Root Lower Partial Moments，RLPM）进行了度量。他们比较了ROA标准差和时间趋势线附近的ROA值的变动这两种风险度量方法。Reuer和Leiblein（2000）以ROA值为基础利用根低偏动差分析了国际合资企业的风险特征。

先前研究中采用的风险度量方法很多，所以要比较这些研究相当困难。除了注意到战略风险度量中的多样化特征以外，我们还可以从这些研究中得出什么结论呢？

本文认为，战略风险是一个多维度概念。一个单一的绩效指标，如会计收益的变动，只能反映战略风险的一个侧面。不同的理论视角要求我们提出不同的风险度量方法。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风险度量工具的选择应该反映相应利益相关者的检视视角。销售额的变动与雇员和供应商有关，而股票收益的变动与股东相关。如果我们的理论不能指明哪种方法是风险度量的最佳方案，那么研究者就应当考虑采取多种度量方法。在从金融学和会计学中借用这些度量工具时，研究者需要提供足够的理论依据，说明这些工具与某个战略管理研究的命题之间存在联系，而不是简单地引用一下既有文献中的先例。

总而言之，研究者需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战略管理中风险度量工具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上。在应用某个具体的风险度量工具时，研究者们应该思考几个关键问题。前瞻性度量——如基于分析师给出的预期收益的计算结果，是否此事后度量——以历史数据为基础得出的计算结果更合理？在不断变化的企业和行业中，时候度量也许不能反映经理人做出决策时所看到的风险。下方风险度量和变动度量这两种方法哪一个更有效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不同理论和利益相关者对风险的定义。风险度量是否反映作为参照的其他行业竞争者的状况呢？最后，不同企业和时间段之间的风险度量是否具有可比性？它们是否可以被其他研究者重复使用？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研究设计上需要注意的重要问题。

9.2　组织风险的理论视角及实证发现

大部分有关战略管理风险的文献都会涉及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什么因素驱动了战略选择的风险。这些研究普遍都假设管理的或者组织的风险偏好影响了战略选择，即备选战略的风险特征在管理者评估这一战略价值的时候起到重要作用。学者们将此过程称之为“冒险”（Risk Taking，如MacCrimmon和Wehrung，1986；March和Shapira，1987；Shapira，1994）。他们研究了导致风险偏好的因素与企业风险之间的关系。除了少数研究（如Greve，1998；Palmer和
 Wiseman，1999）以外，这些研究都把经理人的风险偏好与企业风险直接关联起来，但很少关注作为这种联系中介的战略决策。

其他的研究检视了环境因素对组织风险的影响（Palmer和Wiseman，1999；Lehner，2000）。环境因素对组织风险的影响方法可能不完全来自于组织性的或者管理方面的风险偏好。例如，组织的环境可能变得更加动荡，结果是风险随之上升——尽管管理者的风险偏好并没有改变。

Sitkin和Weingart（1995）提供了一个冒险模型，该模型区分了风险意识（Risk Perceptions）和风险偏好（Risk Propensity）。这一模型已经被一些实验证明，但似乎尚未有实地研究的支持。

战略管理的风险研究领域主要有三种理论占支配地位。其中两种主要的理论塑造了组织冒险的行为理论：Cyert和March（1963）的企业行为理论，还有Kahneman和Tversky（1979，1992）的愿景理论。如前所述，这些研究在解释冒险战略时实际上隐含了管理层或者企业风险偏好的假定。第三种理论——代理理论（Agency Theory）——认识到，企业治理结构对经理人风险偏好的调节作用可能与某些中性股东对于风险的态度相冲突。图9.1总结了此前实证研究中关于风险的一些关键变量和关系，还有一些重要研究被总结在附录中。

[image: ]


图9.1　风险研究中的关键变量和关系

9.2.1　愿景理论

Bowman（1982）在解释风险—收益矛盾时借用了Kahneman和Tversky（1979）的愿景理论，并将企业陷入困境的原因归咎为冒险。Kahneman和Tversky的理论乃是基于对个人风险偏好的实验研究，在这些研究中他们发现：（1）人们在衡量结果时总会找到一个参照点，这个参照点常常是当前的财富水平；（2）人们在估算选择价值的时候会借助于一个价值函数，如果这个函数在参照点的上方且向上凹陷，则意味着风险规避；而如果函数相对于参照点是向下凸出的，那么就意味着风险追求。

尽管Kahneman和Tversky（1979）提供了一个数学模型，但Bowman（1982）和以后的研究者（Fiegenbaum，1990；Fiegenbaum和Thomas，1986，1988，1990；Jegers，1991）在应用这一理论时却采取了量化分析的方法。他们认为，那些绩效欠佳的企业会追逐风险（因为它们不愿意看到自己当前的境况）而那些经营良好的企业则会规避风险（因为它们认为自己当前的境况处于参照点上方）。


遵循这一方法的研究人员经常会计算一段时间里（通常为五年）的资产或权益收益的平均数和标准差。以行业中间收益和中间风险为标准，他们把行业中的企业分为四组。这些分组进而就可以用来决定究竟是风险与收益的正向还是负向的关系占据主导地位。这些研究认为：（1）对于那些绩效在行业平均水平以下的企业或低于总样本平均水平的企业，收益和风险负相关（Fiegenbaum和Thomas，1988）；（2）对于绩效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或者总样本平均水平的企业，风险和收益正相关（Fiegenbaum和Thomas，1988）；（3）影响方式也会随时间的改变而改变，在高收益行业，环境的稳定性增强了风险与收益的正向关系；而在低收益行业，环境越不稳定，风险与收益之间的负向关系就会越强（Fiegenbaum和Thomas，1986）。

对于这些方面的研究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出现。Wiseman和Bromiley（1991）认为各期收益的非平稳性也许可以解释这一现象，但如果把趋势从这些系列中抽离，并不会因此改变结论。Lehner（2000）提出了另外的风险度量方法并试图从实证的角度估算参照水平。他的结论大致支持了Fiegenbaum和Thomas（1988）的发现。

Ruefli（1990）认为，平均数—方差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天然的模糊性，而非传统的假定就可以理清模型中的关系的（参见Miller和Leiblein，1996）。如果你想看清不同企业受益的平均数和方差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具体企业的平均数和方差是通过对任意的时间段，比如说五年中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的），你必须假定：（1）每个企业的真正平均数在这个时间段里是固定不变的；（2）每个企业的收益在名义上是可以分配的；（3）要获得风险和收益的代表性线型关系，必须延长该时间段（以便剔除随机误差）。

我们对于风险度量和愿景理论领域的相关研究尚存在一些疑虑。如果前瞻性风险与事后风险存在系统性差异，那么历史收益和收入流不确定性数据的使用就可能具有误导作用。研究者可能不太满意这样的假定，即单个企业的风险和收益水平不会在一段较长的时间段（如五年）里发生变化（排除偶然的干扰）。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项研究成功地阐明了那些真正对研究结论产生影响的问题（如Bromiley，1991b；Wiseman和Bromiley，1991）。

从更深层的角度讲，我们对于将愿景理论作为这些研究的基础的做法不甚满意。愿景理论试图解释个体行为，所以它的假设可能不太适用于企业。愿景理论研究者排除了所有的外部因素，这样他们想要检验的效果便成为了他们实验的主要内容。而在组织内部，占据主导地位的可能是另外一些完全不同的要素，从而使得实验结果不具有适用性［见Bromiley（1987）对锚定和调整的论述，以及McNamara、Moon和Bromiley对恶性增资的论述］。在Kahneman和Tversky（1979）那里，个人面临的选择要么是损失，要么是收益。他们希望知道的是，个人选择的是确定的损失还是可能的损失，是确定的收益还是可能的收益（具有可比性的预期价值）。大多数时候，这些选择都不存在混合性（正面和负面两种结果可能同时存在）选项。

在愿景理论中，学者们利用选项组合来表示呈现出来的风险偏好。这意味着要在企业层面检验愿景理论，我们需要在候选项目中找到一组企业需要面对的
 选项组合，这些选项要么是损失要么是收益。要从愿景理论中推论出可以促进现有战略管理领域研究的结论，我们必须假定该企业处在行业的平均收益以下，所以它的所有选择的预期价值为负数。现有的研究似乎要修正愿景理论，以新项目的平均收益而不是现有财富作为分析的参照点。此外，该理论只能应用于这样的情形中，既决策者面临的风险抉择是很明确的，其结果和相应的可能性也是确定的；如果决策者的行为选项具有不确定性，这一理论是不能适用的（参见March，1978；Milliken，1987）。

多数研究都从愿景理论推论出这一观点，即随着企业逐渐远离参照点，风险追逐和风险规避的倾向会增强（Fiegenbaum和Thomas，1986，1988，1990；Fiegenbaum，1990；Lehner，2000）。但是，Kahneman和Tversky（1979）仅仅把风险规避纳入到收益范畴，而把风险追逐归入到损失范畴，即便企业距离预期收益为零的位置越来越远，风险规避和风险追逐的倾向也不会增加。大多数研究者都忽视了这个问题，以为愿景理论会推出这一结论，即参照点附近具有最小的风险规避和风险追逐倾向。此外，愿景理论只把风险追逐纳入到损失范畴、把风险规避纳入到收益范畴，至于这两个范畴之间的关系则并无论述。

9.2.2　企业行为理论

Bromiley（1991b）和他的学生们（Miller和Bromiley，1990；Wiseman和Bromiley，1991；Miller和Leiblein，1996；Wiseman和Bromiley，1996；McNamara和Bromiley，1997；Wiseman和Catanach，1997；McNamara和Bromiley，1999）开始了一项新理论视角的研究——Cyert和March（1963）的企业行为理论（BTOF）。BTOF中有关不确定性的寻找和反应的中心理论为人们分析企业风险提供了基础。March和Shapira（1987，1992）和Shapira（1984）在企业行为理论和冒险行为之间建立了明确的联系，并对原有的行为理论进行了一些修正。BTOF及其相关的著作向我们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冒险模型——一个基于Cyert和March（1963），另一个基于March和Shapira（1987，1992）和Shapira（1994）。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BTOF的起源。

根据BTOF，企业拥有自己的发展目标和绩效水平。如果绩效超越了目标，那么企业会沿着它已经确定的路线继续经营下去。如果企业绩效没有达到其目标要求，那它就会寻找改善现有状况的办法。Lant（1992）把这种目的与实际绩效的差别称之为“成绩差距”。Bromiley（1991b）把组织探索与风险的增长联系起来。最后，BTOF增加了高绩效水平的企业实行创新的可能性，因为它们拥有闲置资源，而且这样的冒险行为不会使它们面临跌落到目标以下的风险。

目标水平取决于两个对比：与其他相关企业的对比，以及与自身历史（或往期）绩效的对比（Cyert和March，1963；Lant，1992）。Bromiley（1991b）称那些绩效在行业标准以下的企业会设法赶上行业标准，而绩效在行业标准以上的企业会设法稍微提升绩效。这个模型推导出一个非线性的风险函数，该函数主要
 取决于与其他企业，以及自己过去绩效的对比。企业低于行业平均绩效水平越远，实施冒险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对于那些高于行业平均绩效的企业而言，冒险的可能性取决于企业绩效与其往期绩效的对比。

不少实证研究反映了这一理论视角。Singh（1986）使用一个小样本的调查问卷找出了因冒险而绩效不达标的企业。Bromiley（1991b）呈现了关于冒险与绩效的BTOF模型。他没有使用实际收益作为风险度量工具，取而代之的是把分析师给出的预测收益作为衡量企业收入流不确定性的工具。Bromiley发现，低绩效水平刺激企业实施冒险行为，而冒险则进一步降低了企业未来的绩效水平。

Wiseman和Bromiley（1996）将Bromiley（1991b）的模型用于分析一组衰落的企业并发现企业的冒险行为降低了企业未来的绩效水平。Wiseman和Catanach（1997）把和储蓄借贷银行经营直接相关的风险度量工具与BTOF和代理理论中的有关变量结合起来。他们发现，与平均绩效和冗余相关的绩效状况都会影响到企业风险，不同风险与相应的解释性变量之间的关系也不尽相同。Greve（1998）对广播电台的研究显示，与高于目标水平的企业相比，低绩效水平的企业发生战略转向的可能性更大。Palmer和Wiseman（1999）对一个模型进行了分析，在该模型中，外生要素影响管理者的冒险行为（通过研发／销售额之比及多元化来度量），进而影响组织风险（通过ROA和价格／收益比的方差度量）。他们的发现有力地支撑了下面的观点：即管理者的冒险倾向具有中介作用，以及成绩差距对管理者的冒险行为和收入流不确定性都会产生影响。

March和Shapira（1987，1992）通过与大量的经理人访谈研究，提出了一个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复杂的模型。他们认为，经理人根据以下两个相关点中的一个来判断相对位置：破产（灾难）水平或者目标水平。第一，如果一个企业的管理人员断定企业正处在破产边缘，那么他们会冒险去阻止破产。而绩效稍好一些、但仍然不能摆脱破产威胁的企业会努力规避风险，尽量降低破产的可能性。第二，大多数企业关注的目标水平（也就是它们满意的绩效水平），这一水平可能是行业平均绩效或企业曾经的绩效水平。对于这些企业而言，越是接近目标水平，冒险的可能性就越小；越是远离目标水平，冒险的可能性就越大。绩效低于这一参照点的企业会采取冒险行动，努力达到这一水平。资源非常丰富的企业（其绩效水平远高于参照点）也可能会冒险，因为它们有赌一把的资本。Bromiley（1991b）的研究发现，绩效水平低于参照点的企业会采取冒险行为，这一论断是有依据的；但“高绩效水平会刺激冒险行为”却没有多少证据支持。到目前为止，March和Shapira（1987）的研究结论只出现在他们后来（1992）的研究里，而没有组织层面数据的支持。

与愿景理论相比，企业行为理论（Cyert和March，1963）——它吸收了March和Shapira（1987，1992）提出的变量——更有吸引力，因为它是一个在组织层面分析冒险行为的理论。不过，如果应用到风险研究中去，它也存在不少缺陷。BTOF描述的是人们在各种问题的压力之下探寻其他替代性路线的过程，因此，它似乎更适合用来分析战略的渐进性变化而非大幅度的转移。BTOF的冒险
 行为观点可以用于解释企业针对问题提出的新动议。但是，实证研究力图解释的是组织层面的冒险行为。有关战略或项目的数据（有助于了解长期决策）可能更适合用于检验这一理论。此外，BTOF是一种探索的理论，不能预测企业未来会采取哪种战略。如果我们不仅关心探索本身，还关心探索的方向和结果，那么我们就需要用其他理论来补充BTOF理论。

9.2.3　代理理论和其他理论视角

代理理论（如Demsetz，1983；Fama，1980；Jensen和Meckling，1976）认识到，管理人员可能没有实现自己风险偏好的自由权。他关注的问题是委托人（如老板、股东、高层管理者）试图用代理人（如雇员、CEO、中低层管理人员）实施代表委托人利益的行为。尽管具体细节存在差异，但是这一模型通常会假定委托人是利益中性者而代理人是风险规避者。代理人通过收入和一些不符合委托人的活动攫取利益，例如，偷懒或给予经理人额外的好处。该模型假定委托人不能直接观察到代理人的行为，于是必须设计一种激励系统来控制代理人的行为。该模型通常假定委托人是有信誉的而代理人则不是（例如，夸大他们自己的努力程度），努力和绩效之间存在偶然的关系。

尽管在战略管理领域代理模型被广泛运用，它们在组织风险理论领域的应用却很有限。Wiseman和GomezMejia（1998）发展出了一套代理行为模型，并把愿景理论的论断植入到代理框架中形成的风险模型。Palmer和Wiseman（1999）发现持有股权（经理人、董事和高管持有公司股票）会对管理者实施冒险行为产生积极影响。与代理理论有关的研究很多都被应用在多元化研究领域，但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对这一方面的研究不做分析。

其他一些研究从各个不同的理论实践检视了战略、结构和环境与企业风险的关系。Cool和Schendel（1987）发现，风险在美国制药工业的战略群组之间并没有什么变化与不同。Oviatt和Bauerschmidt（1991）分析了一个联系方程模型，该模型将收益、风险（收益的方差）和债务作为内生性变量。他们发现，对该模型进行联立估算可以消除风险收益的直接关系；风险和收益的相关关系看似应该归功于对二者都产生影响的商业战略和行业要素。

9.3　我们知道什么？我们应该如何继续？

尽管很多关于风险的战略管理研究都很难对比——因为它们都是用了各种不同的理论、测量方法和数据——有一些普遍的结论还是从这一理论分支中产生了。

第一，也是最基本的，企业层面的风险具有多重维度。也许有人会像Cyert和March（1963）一样把企业视为合作伙伴，或者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Freeman，1984）的视角来看待企业；这些不同的风险维度反映的是不同群体的利益。雇员可能很关心那些影响到他们岗位前景的变动情况，而债权人则担心企业是否会破产。


第二，这些风险的维度影响绩效。Miller和Bromiley（1990）、Bromiley（1991b）、Wiseman和Bromiley（1996）发现收入流的不确定性与绩效负相关。Miller和Leiblein（1996）发现下方风险对下期绩效会产生积极影响。

第三，BTOF模型中的一些概念影响冒险行为。低于目标绩效的状况更容易刺激冒险（例如，绩效低于目标值越多，冒险行为越多）。冗余一般会减少冒险。

第四，与代理理论相一致，强有力的治理机制会降低经理人的风险规避倾向。特别是拥有股权似乎又会增加经理人实施冒险行为的可能（Wright等，1996；Palmer和Wiseman，1999）。

另一方面，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有严重的不足。很多研究利用双变量分析了有关遗漏变量偏误的开放性问题。大量风险度量概念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还需要给予更多的注意。例如，是否可以用方差和标准差来度量风险？根据一种方法得出的线性关系在另一种方法里却变成了非线性关系，而研究人员却并未为对选择这些工具的原因给出明确的解释。此外，从会计数据和其他会计变量中得出的风险度量工具之间的关系，可能只是基于字面意义上的联系，而非源于实质的战略行为。另外，我们还需要对风险—收益的滞后关系有更好的了解。

研究者应该区分环境变化和经理人对企业风险选择的影响。至少有些时候，企业风险的改变是由于战略没有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这种风险与经理人主动寻求风险的行动差异明显。我们的风险理论和实证研究设计应当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即经理人惊讶地发现他们所处环境中的风险要比他们先前做出决策时预知到的风险更大或更小（Harrison和March，1984）。

此外，我们需要把经理人对环境不确定性的感知与企业的反应联系起来。风险与不确定的环境偶发事件之间的关系可以被称为企业的“经济风险”（Economic Exposures）（Miller，1998；Miller和Reuer，1998a，b）。为了对管理人员有所助益，研究者应该检视（企业）针对各种不确定性所做出的相应反应。例如，我们应当预见到，技术上的不确定性与企业和主要供应商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在企业中引起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

这便引导人们开始把研究兴趣放在那些反应风险追逐和风险规避的实际战略决策上面。Greve（1998）考察了广播电台风险形式的变化。Palmer和Wiseman（1999）分析了研发／销售和多元化程度之间的关系。McNamara和Bromiley（1997，1999）McNamara、Moon和Bromiley（待出版）研究了商业银行的风险借贷决策。Staw等（1997）考察了高管变动的影响，以及商业贷款组合中企业降低风险的措施。Wiseman和Catanach（1997）检视了储蓄信贷行业中的风险应对措施——这些行业的风险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理人有意识的决策行为。如前所述，BTOF模型可能更适合应用于持续的资本预算决策，而不是大幅度的战略转移。

总而言之，我们希望了解管理者的战略决策，但却缺乏对实际决策的研究。除了数据不易获得外，检视实际决策也存在很多困难。区分备选行为的风险程度通常很难，甚至很难决定哪个属于风险追逐，哪个属于风险规避。时间框架可能非常关键。一些决策在短时间内可能会被认为是风险追逐的，因为它们引入了创新；但从长期来看，它们则可能是风险规避的，因为如果没有创新，企业会不可
 避免地面临绝境。学者们需要发展出有效的方法，根据企业行为和它们所面临的环境来衡量风险承担和风险规避的程度。了解企业的现有风险，有利于我们去理解某个具体战略决策到底会增加还是降低企业风险。在实物期权方面的研究也许可以告诉我们，哪些决策可以提高战略弹性，从而降低风险。

研究者们可能想模仿Singh（1986）的做法，通过问卷调差的方法度量风险的多个维度。Singh的风险度量包括六个要素，这些要素与创新、负债融资、高研发密度，以及高风险—收益投资相关。因为我们的研究认为，经理人的决策给予他们的认知情况，所以研究应该针对这些具体的认知内容。MacCrimmon和Wehrung（1986）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分析冒险行为的方法。但他们同时也警告说，不同的风险度量方法可能会产生几乎毫无联系的概念。正如Palmer和Wiseman（1999）指出的那样，冒险行为和组织风险是不同的概念，需要对它们各自进行度量。开发用于搜集风险认知数据的工具这方面的工作滞后于对现有环境不确定性的研究（Duncan，1972；Miller，1993；Werner、Brouthers和Brouthers，1996）。

研究者们需要知道风险在他们模型中的准确位置。虽然风险可能会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但很多情况下战略会同时影响到风险和绩效。所以风险与绩效之间有否存在联系就很关键，因为它们拥有共同的前置条件；同时，风险是否直接影响到绩效也很重要。目前的理论没有充分关注到风险对于运营成本和收益的影响。一些金融领域的研究人员开始注意到，绩效的变动增加了经营成本，而且可能会打消顾客与企业做生意的积极性（如Cornell和Shapiro，1987；Shapiro和Titman，1986）。尽管一些战略管理领域的研究者已经接受了这些观点（如Aaker和Jacobson，1990；Amit和Wernerfelt，1990；Miller，1998；Deephouse和Wiseman，2000），这一关于战略和金融套利交易（Hedging）的合理解释还没有被普遍认同，在实证研究方面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风险对收益产生负面影响的发现与战略理论的相应结论是一致的，但其原因则与战略管理理论所给出的解释大不相同。

最后，一些视角的理论文献能够帮助管理者检视和管理战略风险。目前已经出现了两个应用性研究。Fiegenbaum、Hart和Scherdel（1996）开始分析总风险—收益的概念框架，以及它们与绩效的联系。Miller（1998）提出，针对企业所面临的不同风险源，以及通过多元化和实物期权投资对企业风险实现选择性规避的做法，都需要细致的分析。这两种分析方法在将来可能会很有用。

9.4　结论

综上所述，在过去20年间，战略管理领域的风险研究已有重大进步。我们已经摆脱了简单地照搬证券市场结论的幼稚做法，转而开始了解战略风险的不同维度及其相应影响。然而，在这个领域仍有大量的空白，其他研究学者要努力探寻风险这个领域。



附录　一些战略管理风险研究




	作者／文章标题
	风险概念和度量方法
	研究样本
	与风险相关的发现



	以愿景理论为基础的文章
	
	
	



	Bowman E. H.（1980）：略管理中的风险—收益矛盾（A risk/return paradox for strategic management）
	利润变动
	价值线（Value Line）列出的85个行业，包括1572个企业，时间跨度为1972—1976年。第三项研究包含了随意挑选的9个行业中的300个企业
	研　究1（1972—1976）：在大多数研究过的行业里，平均利润高的企业的长期风险（如方差）一般要小

研　究2（1968—1976）：56个行业的情形支持风险—收益负相关的假说，21个行业的情形反对该假说，还有8个行业互不相帮

第三项研究中的企业组合显示，企业风险与收益之间没有真正的联系。行业内部的风险和收益之间存在明显但是中等程度的负相关关系



	Bowman E. H.（1984）：陷入困境中的企业的冒险行为（Risk seeking by troubled firms）
	企业总经理在每份年报开始时的报告中使用的“新”字，这些“新”字也就意味着风险和未知事物
	价值线1976年列出的容器制造行业中的27个企业
	陷入困境中的企业更容易实施冒险行为



	Bowman E. H.（1984）：根据年报内容分析企业战略和风险（Content analysis of annual reports for corporate strategy and risk）
	收益变动。在内容分析研究中，有三个用于度量风险的替代变量：（a）并购活动；（b）卷入的诉讼活动；（c）新项目和新投资。在这篇文章探讨的研究中，有四个用于度量风险的替代变量：（1）大致等同于管理风险的风险（总经理报告中使用的“新”字的次数）；（2）法律风险（诉讼）；（3）技术风险（研发投入与总销售额的比例）；（4）财务风险（长期财务／资产）
	对价值线1976年列出的容器制造行业的27个企业的年报进行的内容分析
	证明先前三项研究的结论：风险—收益的关系系数为负。这篇文章的结论：早期利润水平低的企业随后会实施明显的冒险行为



	Fiegenbaum A.和Thomas H.（1986）：从动态与风险度量的视角分析鲍曼提出的战略管理领域内的风险—收益矛盾：一项实证研究（Dynamic and risk measurement perspec-tives on Bowman’s risk-return paradox for strategic manage-ment: An empirical study）
	ROE的方差
	取　自COMPUSTAT数据库的数据。利用鲍曼的分析方法对几个互不重叠的时间段（每个时间段为5年）进行分析：1960—1964年（37个行业），1965—1969年（50个行业），1970—1974年（55个行业），1975—1979年（56个行业）
	1．风险—收益矛盾似乎与研究所涉及的不同时间段有关。不确定性越大、环境越难以预测，上述矛盾就越有可能成立

2．绩效良好的企业的风险—收益关系倾向于呈现正相关关系，绩效不良的企业则倾向于呈现负相关关系。这种负相关关系与20世纪70年代的不确定性环境有密切联系

3．利用市场风险度量工具（β值）可以消除风险——收益矛盾



	Lehner J. M.（2000）：战略决策确定和风险—收益关系变更过程中的参照点转移（Shifts of reference points for framing strategic decisions and changing riskreturnas-sociations）
	通过平方差来计算风险

Rt=Rt-Rt-1

d2=ΣRt

2*1/（T-1）
	来自14个行业的876个企业，其中至少包括1960—1979年期间的25个企业
	1．至少有少数企业转向了个别的参照点而不是行业平均值

2．企业的参照点（通过在收益的绝对差之上对收益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与企业的平均收益呈正相关关系

3．风险—收益关系相对于个别参照点的相对位置不变，就能维系稳定的收益



	基于企业行为理论进行的研究
	
	
	



	Gooding R. Z.；Goel S.和Wiseman R. W.（1996）：风险—收益关系中的固定和变化的参照点（Fixed versus variable reference points in the riskreturn relationship）
	企业平均ROE附近的ROE标准差
	来　自COMPUSTAT数据库，包括工业、全覆盖和研究部类。1970—1974年之间29个行业里的1405个企业；1975—1979年之间37个行业共2403个企业；1980—1984年之间41个行业共3179个企业；1985—1989年之间45个行业共5107个企业
	1．曲线型的风险—收益关系；位于参照点以上的企业是风险规避者，而位于参照点以下的企业则是风险追逐者

2．行业间的得失参照点也不同

3．不同行业的参照点也不同

4．得失的参照点相对于行业平均绩效的位置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



	Jemison D. B.（1987）：风险、战略、组织过程和绩效之间的关系（Risk and relation-ship among strategy，organizational pro-cesses，and perfor-mance）
	绩效水平的变动。1975—1979年间资产收益的标准差
	印第安纳州43个银行中的20个，其1979年的资产在1.25亿美元至5.5亿美元之间
	1．研究分析了战略、组织过程和绩效之间的关系

2．战略更集中、效率更高的企业风险更小

3．高收益银行的决策集中化更加突出

4．低风险与正式的规划体系相关

5．低风险企业中的经理人被他人依赖的频度明显要多于高风险企业中的经理人

6．与高风险企业相比，低风险企业中与环境互动的群体对战略决策能够施加更大的影响——同样的结论也适用于高收益企业与低收益企业之间

7．与高收益和低收益相关组织过程不同于与高风险和低风险相关的组织过程

8．收益（绩效水平）的预期在计入风险（绩效水平的变动）后提高



	Miller K. D.和Bromiley P.（1990）：战略风险与企业绩效：对多项风险度量方法的分析（Strategic risk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An analysis of alternative risk measures）
	9种风险度量工具（系统风险、非系统风险、债务—资产比率、资本密集度、研发密集度、ROA的标准差、ROE、证券分析师的收益预期、证券分析师预期收益的变异系数）被归入为三类：股票收益、财务比率和收入流不确定性
	1978—1982年之间526个企业和1983—1987年之间746个企业9个风险变量的数据
	1．一些明显的实证风险要素现实存在且长期不变，这些要素包括收入流的不确定性、股票收益风险，以及战略或行业风险

2．收入流风险对未来绩效产生负面影响。这种影响存在于不同的行业和绩效水平中；另一方面，战略风险对绩效的影响会随着行业和绩效水平的不同而不同

3．绩效对收入流风险的影响随着绩效水平的不同而不同；对于绩效水平高的企业，绩效降低了未来的收入流风险；而对于绩效水平低的企业，绩效会使未来的收入流风险增大；绩效似乎会降低绩效企业的战略风险



	Miller K. D.和Leiblein M. J.（1996）：企业风险—收益关系：收益变动和下方风险（Corporate riskre-turn relations: Returns variability versus downside risk）
	采用了两种度量方法：

1．下方风险：衡量绩效水平与目标水平之间差额的函数

2．收益变动
	SIC3000-3999（美国标准工业分类码）中的所有制造业企业——它们的相关会计数据可以从COM-PUSTAT数据库（1971—1991）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个文件集中获得
	1．下方风险引起战略变化，从而改善未来的企业绩效；拥有非同寻常佳绩的企业，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会规避下方风险，而这种下方风险的规避又会对未来的绩效产生不利影响

2．冗余的主要作用是协调企业对下方风险的反应，从而改善未来的绩效；冗余貌似不能决定企业冒险行为

3．体现风险（根据收益的标准差求得）与收益之间关系的正反两方面依据



	Palmer T. B.和Wiseman R. M.（1999）：区别冒险行为与收入流不确定性：一个全面的风险模型（Decoupling risk taking from income stream uncertainty: A holistic model of risk）
	两种类型的风险：管理者冒险行为（面对高度不确定性时的选择）和组织风险（企业绩效的不确定性）
	三位数SIC编码中代表64个制造企业（SIC码从2000到3999），相关数据取自于COMPUSTAT数据库，时间段为1984—1991年
	冒险行为和组织风险并不一样：

1．动态性和冗余对管理者的冒险行为具有负面效应

2．绩效差距和管理者持股对管理者实施冒险行为具有正面影响

3．管理者的冒险行为对组织风险产生强有力的影响



	Reuer J. J.和Leiblien M. J.（2000）：跨国企业和国际合资企业的下方风险（Downside risk implications of multinationality and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
	下方风险是低于目标绩效水平的概率加权函数。

下方风险是通过计算企业相对于目标水平（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年度ROA函数得出的；也可通过二次根低偏动差求得（利用ROE数据）
	SIC码序列从3000到3999的357个美国制造业企业，它们的相关数据可以从COMPUSTAT、CRSP和国际分支机构指南中获得
	1．正如实物期权理论和国际战略研究指出的那样，美国制造业企业分散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及组建的国际合资企业并没有对组织下方风险产生总体的负面影响

2．企业的跨国性与下方风险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关系。积极投资国际合资企业的企业面临更高的下方风险



	Singh J. V.（1986）：绩效、冗余和组织决策中的冒险（Per-formance，slack，and risk taking in organizational deci-sion making）
	冒险是通过问卷调查（包括6个问题）度量的。这些问卷要求企业高管们回答他们的企业实施冒险行为的倾向有多大。具体包括企业对革新、借债、高密度的研发，以及高风险—高回报（而非低风险—中等回报）投资的依赖
	来自美国和加拿大多个部门的64个中型和大型企业的众多高管参与了这一调查时间段：1973—1975年
	绩效与冒险行为之间具有直接和间接关系：

1．低绩效水平与高度冒险的组织决策相关联，而高绩效水平则与低度冒险相关联

2．高绩效水平与高度的吸收和未吸收冗余相关联。吸收冗余与预期的冒险行为的增加相关联，而未吸收冗余则与冒险毫无关系



	Wiseman R. M.和Bromiley P.（1996）：衰落企业的风险模型：对风险、绩效和衰落的实证检验（Toward a model of risk in declining or organizations: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risk，performance，and decline）
	证券分析师对企业收入的预期的方差
	1975—1988年之间的344个状态低迷的制造业企业
	1．风险：冗余和组织规模的减小会使那些面临收益下滑的企业的风险增加（1）绩效差距会降低风险，不过这种影响力很小；（2）两种冗余，SC/A／销售（吸收）和债务／权益（潜在冗余）会降低风险，而利益覆盖（潜在冗余）和流动性冗余（现金资产／现金债务）都不会产生影响

2．绩效：风险降低绩效（1）可还原冗余，像（SG/A）/销售额，会将低绩效水平。其他形式的冗余（现有冗余和潜在冗余）对未来绩效产生积极影响



	基于代理理论的相关研究
	
	
	



	Wright P.、Ferris S. P.、Sarin A.和Awasthi V.（1996）：企业内部人士、大股东和机构持股对企业冒险行为的影响（Impact of corporate insider，blockholder，and institutional equity ownership on firm risk taking）
	企业冒险行为被界定为对那些具有各种不确定水平的项目的分析和筛选，这些项目的不确定性和它们的预期结果，以及相应的现金流相关联
	1986年的358个公开交易企业和1992年的514个公开交易企业（它们的财务数据来自COMPUSTAT数据库）
	1．当内部人士持有小额股权时，他们的所有权对企业冒险行为产生积极影响；但随着内部人士对企业投资的增加，他们倾向于减少冒险行为。对于那些没有成长前景的企业，内部人士持股的影响非常微小

2．机构拥有的股权份额与具有成长机会的企业所实施的冒险行为之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Wiseman R.M.和Catanach A. Jr.（1997）：对不断变化的规范环境中的经营风险的纵向分析：以储蓄和借贷行业的事实为据（A longitudinal disaggregation of operational risk under changing regulations: Evidence from the savings and loan）
	冒险行为通过可以反映借贷机构下方风险的结果变量来度量、包括信用风险、利率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23159份关于储蓄和借贷机构的企业年度观察报告；所涉时间段为：1979、1980、1986、1987和1988年
	1．代理（所有权）和行为要素都会影响冒险行为

2．不同风险度量方法中决定风险的要素也不同

3．风险对绩效产生明显的影响



	其他方面的研究
	
	
	



	Oviatt B. M.和Bauerchmidt A. D.（1991）：商业风险和收益：对联立关系的检验（Business risk and return: A test of simultaneous relationships）
	年度收益（利用一个自回归时间系列模型计算的趋势线附近的年度收益离差）的变动；另外，还可以年度收益不对称来度量风险
	20世纪70年代8个行业中的141个个体主导型企业
	商业风险和商业收益都受到一系列行业和经营要素的影响，但考虑到这些因素，风险和收益之间并没有什么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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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作为经济资产的企业声誉

企业要在竞争性的市场中生存，必须能够持续不断地吸引金钱和人力方面的资源（Penrose，1959；Barney，1991；Peteraf，1993）。生存和赢利的能力取决于企业从以下四个方面获取支持和关注：雇员，顾客，投资者和相关社区。雇员必须被说服，让他们充满信心地参与和生产；顾客必须是可以被吸引到购买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投资者必须被说服来提供信贷资金；社区必须把进驻的企业当作邻居来对待。如果企业希望在市场中建立并维持竞争优势，它就需要确保自己在这四种资源供应者眼中具有足够的吸引力（Rindova和Fombrun，1999）。

一旦企业获得了更好或者最好的认知（Perception），这些认知进而又能产生某种“花车效应”（Bandwagon Process），使得这些受到青睐的企业可以在市场中获得超额的注意力和曝光力（Abrahamson和Rosenberg，1994）。在这种条件下，即便企业的绩效只比同行好一点点，它也能享受到压倒性的声誉，从而使得声誉的总体分配明显呈现不均衡。因此，剩余时长可以说是具有“赢者通吃”的特点，在这里，在声誉上一点微弱的优势就会得到超乎寻常的回报（Frank和Cook，1996）。

本文将从检视各种关于企业声誉的观点开始。随后，本文为声誉做出定义，本文认为声誉应当落脚在资源持有者对企业的看法和理解上。企业声誉的底线效应说明声誉是企业无形的经济资产，使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基于此，本文将探讨资源供应者对企业做出评价的社会认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资源供应者直接（从企业那里）或间接（从制度性中介结构，如媒体记者和财务分析师）地获得有关企业的信息或信号并做出理解。最后，本文将指出未来几年里主导声誉研究的三个领域：度量方法、价值评估、因果关系。

10.1　什么是企业声誉？

不同专业的学者如经济学家、战略学家、社会学家、营销学家及组织理论学家，会从不同的但相互补充的角度看待企业声誉这一概念（Fombrun和Van Riel，
 1997）。在这一部分里，笔者将回顾这些学科对企业声誉研究的贡献，以便对这一概念给出定义并提出一个整合模型。

10.1.1　经济学视角

经济学家们把企业声誉视为某种特征或标志。在评价博弈论（Game Theory）的过程中，Weigelt和Camerer（1988）指出，“在博弈论里，参与者的声誉是其他人对参与者价值的看法，这些看法决定了他或她的战略选择。”信息不对称迫使外部观察者（Observer）必须依赖于其他中介来描述竞争对手的偏好及其可能实施的行为。消费者依赖企业声誉，因为他们掌握的企业信息没有经理人掌握的多，因而不知道企业在其产品的质量或者可靠性方面到底有多少用心（Grossman和Stiglitz，1980；Stiglitz，1989）。同样，企业证券的外部投资者对企业未来行为的了解程度远不如经理人，所以企业声誉就增添了投资者的信心，使他们相信经理人会实施有利于维护声誉的行为。对于博弈论学者而言，声誉是功能性的：它形成了雇员、顾客、投资者、竞争对手和大众对于企业性质、行为和企业所代表的利益的看法。这些看法维系了企业与公众之间的互动关系。

信号理论学家认定：经理人在活动之前进行资源配置时产生的声誉，可以帮助外部观察者形成某种关于可靠性和可预测性的看法（Myers和Majluf，1984；Ross，1977；Stigler，1962）。由于企业及其产品的很多特征都是外部观察者所不能看到的，企业通过建立声誉来传递企业隐性品质的信号并增进外部观察者对企业产品和服务的信心。在这个观点里，广告指南、慈善捐赠、与分析人士的电话会议，以及校园接待活动，这些都构成了“战略投影”（Rindova和Fombrun，1999）——后者正是企业借此向潜在顾客、投资者和雇员表现其优点并树立自身声誉的方法。

10.1.2　战略学视角

战略学者把声誉看作资产和移动障碍（Caves和Porter，1997）。另一方面，声誉是企业内部独特特征所萌发出来的一种资产。它描述了企业与其委托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正因如此，也就等于告诉了外部观察者企业代表着什么（Dutton和Dukerich，1991）。

与此同时，声誉是来自外部感知的，所以它经常不在企业经理人的直接控制之内（Barney，1986）。竞争对手很难复制声誉高的企业的成果，因为在其他因素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委托人更青睐拥有更高声誉的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在外部观察者观念中树立声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经验研究表明，即使面对负面信息，观察者也不愿意轻易改变他们已经形成的声誉评价（Wartick，1992）。

反过来，声誉一旦建立起来，就会形成行业流动的障碍，为企业产生收益，因为它很难被模仿（Barney，1991）。通过限制企业的行为和竞争对手的反应，声誉便成为一种行业结构特征（Abrahamson和Fombrun，1994；Fombrun和Zajac，1987）。与经济学家一样，战略学者们要求人们认识到获得好的声誉对企
 业竞争优势的影响，因而无形中支持了这种观点，即企业必须通过纵向的资源分配来树立声誉壁垒，进而给竞争对手造成流动障碍。

虽然战略学者关注的是管理者决策行为产生的经济和竞争效应，商业和社会学方面的学者还要求人们注意这些决策的社会意义（Carroll，1979）。社会责任理论家一直强调道德的重要性，认为经理人必须遵守一定的原则和行为规范，这样他们实施的战略决策才是符合道德要求的（Carroll，1979；Wartick和Cochran，1985）。商业和社会学的研究者常常秉持着一种目的论的观点，强调企业具有多个利益相关者，后者对企业所实施的战略都有自己的合理诉求。他们建议经理人实施那些符合社会要求的“企业战略”，以确保企业能够获得外部支持（Sethi，1979；Freeman，2984；Wartick，1988；Jones，1995）。他们暗示企业声誉实际上衡量了企业行为在制度领域中的合法性（Elsbach，1994；Suchman，1995）。

10.1.3　社会学视角

经济学家和战略学者一般都会忽视形成声誉等级的社会认知过程（Granovetter，1985；White，1981）。相反，社会学家指出，声誉等级这一社会建构过程发生在企业与其委托人关系中，该关系是企业与其委托人在共同的制度环境下形成的（Goode，1978；Rao，1994）。企业拥有多个价值评估者，每个评估者都有自己的评判标准。因此，声誉等级是对企业制度性声望的总体评价，反映了企业和行业周围社会系统的分层状况（Shapiro，1987）。

面临企业行为的不完全信息，外部观察者不仅需要诠释企业日常发出的信号，还需要借助于其他关键的中介部门，如市场分析师、职业投资者和急着转达的评估信号（Abrahamson和Fombrun，1994; Fombrun和Rindova，2001）。在企业网络中，中介部门是重要的节点——它们负责在企业及其委托人之间的传达和转述信息（Abrahamson和Fombrun，1992）。一项对从事核废料处理和广电细胞开发的企业的实证研究表明，这些行业中的声誉等级不仅受到结构要素如企业规模和经济绩效的影响，还受到企业在（连接企业与制度领域的）互动网络中的位置的影响（Shrum和Wuthnow，1988）。

10.1.4　营销学视角

市场营销学和品牌学的学生把声誉看作是企业努力说服客户购买产品和建立企业忠诚度的产出（Aaker，1998；Keller，1999）。声誉是有无限价值的，因为它可以促使消费者重复购买并巩固企业的收益。企业交流是市场组合的元素：它们发布战略性信息，让顾客及其委托人熟悉企业的产品、活动和前景，进而支持企业的发展（Van Riel，1995）。为了强化顾客的认同感，企业有计划地创造富于吸引力的信息和形象，然后把这些信息和形象在它们的广告和公关活动中传播出去。通常，这些信息和形象还会运用到针对企业及其他委托人的活动中去。


经济学家建议，当产品不能被直接观察到的时候，企业应该通过声誉的建设来传递给顾客它们产品和服务的吸引力。高质量的生产者通过这样做来传递给客户它们的高质量品质，而顾客则不会知道当这样的营销成功时，这些声誉的投入可以使企业收取额外的价格并从消费者反复的购买中获得声誉创造的租金。相反，经济学家认为，低质量的生产者应该避免声誉建构，因为他们不期望发生多次销售（Allen，1984；Bagwell，1992；Milgrom和Roberts，1986）。

类似的动因过程也可能会出现在资本和劳动力市场。例如，经理人会惯例性地和投资者交流他们的经济绩效。由于投资者更青睐那些收益水平高且稳定的企业，所以即便企业收益发生变动，经理人通常会尽力抹平各个季度的收益率，确保派发的红利比率高且固定（Brealy和Myers，1988）。通常，企业会雇用声誉好的审计人和独立的律师，并向他们支付溢价；企业在这里实际上是在租用这些代理人的声誉，以便向投资者、监管者和其他公众传达这样的信息，即它是诚实的、值得信赖的（Wilson，1983）。

10.1.5　组织／伦理学视角

组织理论的学生认为声誉是企业的外在特征，它产生于企业雇员和经理人之间彼此文化和身份的相互理解（Albert和Whetten，1985）。这种观点认为，企业通过它们的“自我表达”（Self-expressions）来建构声誉。“自我表达”突出体现为企业的视觉图标和商标，而在企业对自身信仰的陈述和文化活动中则不那么明显（Schultz、Hatch和Larsen，2000）。

从组织理论的角度出发，声誉就是社会真相——它是核心的、独特的，而且是永久性的企业的外在集体特征（Albert和Whetten，1985）。Schultz和Hatch、Larsen（2000）描述了一个强有力的声誉的形成过程：通过表现真实的企业内部状况——企业身份（Identities）——来实现。这本书的观点与Collins和Porras（1996）的发现一致，即长寿的企业拥有核心的意识形态。这两本书都断定，企业的声誉乃是基于企业身份——企业赖以塑造其行为、传播、文化和决策的核心价值观，同时也是企业表达自身状况时所秉持的价值观。他们的观点与商业和社会理论学者的观点相吻合，后者认为企业的伦理观是企业遵守的行为规范，并且会影响到经理人的决策行为（Jones，1995）。

学者们认为，牢固的正面声誉来自于对企业文化和身份的真实表达，而脆弱的声誉则是由于企业的形象战略没有把握住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和共同意识形态（Collins和Porras，1996）。Fombrun和Rindova（2001）特别强调了皇家荷兰／壳牌（Royal Dutch/Shell）石油公司为其战略动议和企业传播建立表达平台的努力。由于壳牌在1995年发生的两次重大公关危机中处理不当，从而使该公司名声扫地；为了重新树立企业声誉，壳牌在1996年推出了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这个项目根源于一个寻找精神的过程，它要求企业认清自身的经营原则和“核心目的”（Core Purpose）——也就是企业认同的真实价值观和它赞同的行为。通过全球各地的“焦点小组”（Focus Group）研究，壳牌的核心目的最终被定义为“为了让未来更美好”，并从此成为该公司战略动议和传播的基点。


10.1.6　整合性视角

上述多种视角说明，声誉是对企业主观的集体性评价，它具有如下特征：

•声誉是经济资产：它们向观察者传递了企业产品和动议的魅力所在

•声誉是从社会系统中引申出来的二级特征，它凸显了企业在一个资源提供者和中介结构构成的制度环境中的地位。

•声誉来自于企业历史和先前的资源分配情况，它构成了一种移动壁垒，这一壁垒同时制约了企业自身的行为和竞争对手的反应。

•声誉是多个价值评估者对企业过去绩效的评价，这些评估者评估了企业满足自身经济和社会、利己和利他偏好的能力和潜质。

•声誉协调企业的多重外部形象，把它们的整体魅力传达给雇员、顾客、投资者和当地社区。

•声誉包含了对企业向关键资源供应者传达（自身）价值的效率的多重评价。

•声誉集中体现了企业向其他资源供应者传播自身核心目的和身份的战略及表达。

根据这些特征，笔者再次提出如下定义：






企业声誉是对企业过去的行为和未来前景的集体体现，它描述了关键资源供应者理解企业动议，以及评估企业自我表达的过程。


10.2　为什么声誉很重要？

声誉重要，因为它创造价值：声誉好的企业可以吸引更多更好的资源（Fombrun，1996）。企业因此不只是要在产品、资本和人力资源市场中竞争，它们更要在声誉市场中竞争。在这些市场中获得竞争优势对企业和股东具有经济价值（Rindova和Fombrun，1999）。

在一篇有关“超级巨星经济学”的论文中，Rosen（1981）分析了各个行业包括体育和文艺界经营者所获得的超额回报。他认为，超额回报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人们倾向于放大细微的差异，回报是基于相对较小的而非绝对的绩效。由于密集的传播主要集中在少数最受人瞩目的活动者（占据头版的人）头上，而其他人则大多被忽视，所以前述的差异会被进一步放大。

企业声誉市场具有同样的特征。声誉市场实际上遵循“赢者通吃”的原则，在这里只有少数企业位于金字塔的最高层，而大多数企业都在蒙受损失（Frank和Cook，1996）。由于花车效应会夸大微小的差异并鼓励模仿，获胜的企业会获得超额的曝光率和注意力（Abrahamson和Rosenberg，1994）。企业之间的细微差异引发的花车效应促使企业宣传自己的优势，提高公众对企业的熟悉程度，树立企业声誉，进而增加企业对于资源供应者的吸引力并鼓励竞争对手的模仿。所以，Rosen的发现似乎在很多领域都能成立，从体育（这一领域中的差异通常以1/1000来衡量）到零售（在这个行业，只要你的商品比竞争对手稍微便宜或者质量稍好，你就能很快垄断市场），无不如此。Frank和Cook（1996）注意到，在
 很多市场中，行业领袖一般都把竞争对手甩到了很远的地方，它们收取了超额的市场利益，而这又使它们能够通过并购进一步巩固自己的领先地位。这正是Cisco系统公司打败Bay网络公司、通用电气击败联合技术和CBS/西屋电气的原因所在。默克（Mercer）管理咨询公司的咨询师曾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第二名困境”（The Plight of the Silvermedalist）。

10.2.1　声誉如何创造经济价值

花车效应（Bandwagon）是一种复杂系统的特征，在这个系统中细微的绩效差异就可以放大价值的差异并形成“强化圈”（Senge，1995）。由于每一位资源供应者观察到制度环境中的企业，然后，决定对这些企业提供稀缺的资源或者决定不提供，于是这种放大的认知就产生了。在图10.1中，本文证明了在声誉市场“价值环”促成了“赢者通吃”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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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价值循环


注：价值循环认为，企业的经济价值来源于对企业未来前景的认识。而这些认识又来自于对企业资源供应者实施的支持行为（如产品销售、优秀的雇员或者友好的媒体）的观察结果。成长本身说明了企业的战略动议得到了认可，而成长又使企业能够获得更好的经济评价。


本文提出的“价值环”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理解。一个好的声誉：

•增强了企业雇用到顶级人才的能力，从而使企业成为“最佳雇主”。

•吸引顾客购买企业产品，提高顾客回头率，使企业成为“最佳供应商”。

•使企业成为“最佳邻居”（Burke，1996），从而使它可以在媒体和当地政府那里享受到良好待遇。

•帮助企业成为“最佳投资目标”，提升企业吸引资本的能力，使它能以低于对手的成本获得资本，从而为企业股票创造溢价。

企业声誉内在的经济价值是企业运用战略动议吸引关键资源提供者，如雇员、顾客、社区和投资者来提供支持行为的能力。声誉好的企业获得更多的资源，可以提升外界对企业未来愿景的认可度，从而使得资源提供者可以对企业的经济价值更加有信心。

价值循环有效性的依据可以从《企业价值评论》（Corporate Reputation Review
 ）（1997）创刊号上发表的众多研究中找到。例如，一项财务分析师的研究发现，他们对303个企业做出的一年期收益预测主要受到财务变量的影响，但
 同时也受到被预测企业声誉方面的非财务因素的影响。一项对10个企业组合的比较研究发现，投资者愿意向那些声誉高且风险—收益具有可比性的企业投入更多资金，因而能够降低企业的资本成本。最后，一项对200名上述专业的本科生的研究发现，他们更愿意到那些被列入“百名最佳雇主”名单的企业中工作。所有这些研究都在努力地寻找两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而这些变量又都是上述价值环的组成部分。正如笔者在本章后面将要指出的那样，这些因果分析没有充分认识到该循环过程的复杂性，因为行为和看法二者是相互影响的。

10.3　声誉来自何处

企业声誉是建构于企业所在制度环境中各个企业之间的社会性互动。它们来自于三个社会过程，这些过程将企业和中介结构、关键性资源提供者联系起来（Fombrun和Rindova，2001）：（1）根源于企业未影响关键资源供应者所做出的战略努力的塑造过程（Shaping Process）；（2）围绕制度性中介（如媒体记者和财务分析师）的阐述，以及它们进行的传播活动的折射过程（Refraction Process）；（3）将各方对企业的判断汇总并进行相互对比的评价过程（Assessment Process）。图10.2描述了综合上述三个过程得出的声誉等级评价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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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　企业声誉如何形成


注：企业声誉通过三个社会过程形成：塑造、折射和评价（摘自Fombrun和Rindova，2001）。


10.3.1　塑型过程

很多战略动议都有利于声誉建设，比如广告、慈善活动及社区扩展服务（Pfeffer，1981；Salancik和Meindl，1984；Dowling，1986；Alvesson，1990）。通过设定一个特殊的委托人群组，这些项目中的每一个都为企业塑造大体一致的形象。这些企业活动与个人所采取的印象管理措施相类似。每个战略活动提醒人们注意企业的某个特征并忽略其他特征，它们为外部评价者理解企业提供了指导性框架（Tedeschi，1981）。企业会逐渐意识到其战略动议的间接效益，这些动议包括善因营销、企业公民意识和战略慈善活动（Fombrun、Gardberg和Barnett，
 2000）。

为了与委托人形成良好的关系，企业需要代表自己出现在范围广泛的活动中，包括形象广告、标志设计、与非营利组织建立联系，提供新闻还有公益活动（Salancik和Meindl，1984；Altheide和Johnson，1980；McCaffrey，1982）。尽管叫法各种各样，如“公共关系”或者“身份管理”，这些代言向各个委托人群体传达了他们希望从企业那里获得的分析性或象征性信息，这些信息强调了企业经营的多方面特征。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回应这些委托人群体的期望和关注内容并表达他们的承诺，经理人通常会设立内部机构来管理他们与每个群体之间的关系。企业最为关心的是下面四种关系：

1．顾客关系：塑型战略旨在通过产品和形象的广告来影响顾客，还包括创建客户服务中心，提供保障，投资品牌资产建设来营销企业的产品和服务等途径。经理人尽力表现出自己对于满足客户对质量和服务期望的重视，以赢得有利的顾客评价（Nelson，1974；Milgrom和Roberts，1986；Yoon、Guffey和Kijewski，1993）。

2．投资者关系：企业通过雇用有信誉的审计师、发布精心撰写的经济声明，以及向投资分析师和制度利益相关者做演讲等方法来设定目标投资人（Kaplan和Roll，1972；Kaplan和Urwitz，1979）。通过投资人关系企业发布战略信息，从而降低了投资者对企业风险和企业资本成本的估值（Brealey和Myers，1988）。

3．雇员关系：为了塑造雇员对企业的有利评价，经理人针对人员招募、报酬和培养设计了相应的人力资源措施，向雇员传达出公平、承诺和关心的意念（Fombrun、Tichy和Devanna，1984）。企业人力资源措施的性质向未来的员工昭示着在这个企业工作的好处（Spence，1974）。

4．社区关系：通过参与公益活动和进行慈善捐赠，企业表达了它们的善意、企业公民精神和社会责任观（Fry、Keim和Meiners，1982）。通过与艺术、教育和文化机构建立联系，企业把自己融入到社区当中并塑造了对其活动的有利评价（Useem，1988；Galaskiewicz和Burt，1991）。

此外，企业还必须积极处理好与另外两个间接资源供应者的关系：政府监管者和大众。

5．政府关系：经理人通常通过资助选举活动来表达他们对政治问题的支持。他们的活动包括，分发立场意见书、在相关的委员会中作证和游说立法机构成员。通过与立法机构结成密切关系，管理者们可以得到把持权力的监管者的欢心，从而有助于营造有利于企业活动的环境（McCaffrey，1982；Kingdon，1984）。

6．公共／媒体关系：最后，企业一般还需要依赖于职业的公共关系活动来引导舆论（Cheney和Vibbert，1987；Crable和Vibbert，1985）。企业有专职员工负责处理与媒体的关系：他们开发身份项目、发布新闻稿、负责让经理在公开场合露面，以及确定具体的战略问题和参照框架，这些问题和框架规范着企业与外部公众之间的对话过程（Boorstin，1964）。

上述六个方面的关系结合起来，描述了管理者面向资源供应者塑造大体一致的企业形象的种种努力。在每种情形里，企业都通过积极扩张经济、社会和信息
 来获得外部支持和信用资本（Fombrun，1996；Abrahamson和Fombrun，1992）。当管理者运用更多资金、寻求更加密切的关系和发动更为广泛的宣传攻势时，他们都是在积极地对企业进行自我表达和宣传。

10.3.2　折射过程

各种各样的中介结构在积极地监督、评估着企业活动和绩效，并将相应的判断结果发布到声誉市场中去（DiMaggio和Powell，1983）。这些中介通过观察和注意具体的绩效指标来理解企业的动议。在发布评估结果的过程中，它们还影响了其他观察者对企业未来前景的判断（Daft和Weick，1984）。图10.1显示，中介（像专业监督机构、商业媒体和企业间网络）通过归纳、润色、传达和折射企业的自我表达活动，可以协调企业和资源持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多少会产生一些有利结果：企业的市场价值发生波动，同样，它在媒体和当地社区的曝光度也会发生变化。

1．专业监督机构。资源持有者经常依赖中介机构发布的信息，这些机构包括：评估企业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标准的政府机构、监督企业经济绩效的财务评级机构、评估企业社会表现的企业良知评价机构，以及监督企业产品质量的消费者组织等。个体投资者、潜在雇员和消费者，以及大众常常赞同这些中介的评价，因为这些结构给他们提供了大量可供分析的资源并使他们能够掌握更丰富的信息。

为了表达和维护某个特定选民群体的利益，专业机构通常具有专业技能。例如，很多政府机构利用公共资源来分析企业是否符合卫生和环境标准。一小群财务分析机构，如穆迪（Moody）、邓白氏（Dun & Bradstreet）和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负责监督和评价那些证券公开交易的企业。大量消费者权益组织负责搜集、归纳和审核有关企业产品的信息。最近一年里，一些负责监督企业行为是否符合社会公德的机构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Lydenberg、Marlin和Strub，1986）。尽管这些专业机构所做的评级工作主要关注的是具体的绩效维度，但他们在评估企业总体形象方面还是贡献了自己的一份信息。

2．商业媒体。商业媒体也会被放大一些企业动议并对企业的未来前景做出判断。它们在创造背景信息环境（企业形象就在这个环境中形成）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一般来说，记者喜欢曝光那些不同寻常的事物：革新、意外事件、不正常的措施或产品等会受到更多的关注。大型企业和绩效良好的企业在媒体那里也会得到额外的关注（Fombrun和Shanley，1990；Wartick，1992）。因此，媒体可以帮助不同的资源持有者形成对特定企业的评价。

3．企业间网络。此外，有关企业行为和经营效果的信息还会通过企业间网络向外传播，这些网络包括企业间的员工流动、交叉持股及经理人之间的非正式社会关系等（Baker和Iyer，1990）。与媒体记者一样，网络接触会选择性的放大、解读和扭曲企业行为。多项研究表明，企业信息如传播、管理层变更和技术，都可以通过间接网络传播出去，这一过程还伴随着盲目模仿、劝说和自利性理解（Abrahamson，1991）。这些企业间关系的形成和结构有助于塑造企业形象。


在这样一个混乱无序的网络环境中，企业直接塑造有利形象的战略努力可能难以取得很大成功，因而不能决定外部群体对企业活动的评价（Abrahamson和Fombrun，1992）。这些外部群体，一方面与企业存在着松散的关系；另一方面，他们还依赖其他的信息源并会应用一些与企业管理者目标相左的信息。这也正是负责核能开发的国有企业常常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公共组织、媒体曝光和社区抵制的对象，而不管它们在形象管理方面多努力都无济于事。偶发事件的出现有时候会招来负面的曝光，从而使企业在关键选民群体眼中的表现大打折扣，进而可能损害企业声誉（Shrivastava，1986；Mitchell，1989）。企业能否成功地影响资源供应者的评价，取决于企业与媒体、专业机构之间关系的形式和牢固程度，以及企业间网络的密度和链接状况。

10.3.3　评估过程

企业的自我表达和陈述，加上制度性中介的评估，向声誉市场传达了关于多幅企业形象的图景。在这个充斥着大量信息的环境里，个体所拥有的（关于企业的）形象和看法聚合起来，在更广泛的领域中反映了企业的整体形象；根据企业成功地满足各个资源供应者期望的程度，最终形成一个声誉序列。通过反复的综合和分析过程，零散的形象最后被整合成为总体上的企业声誉。

企业的塑型战略推动了外部评价的均质化；同样，中介机构通过正式渠道系统性地传播标准化信息（如新闻信件）的努力也能产生这一作用。这些活动结合起来，就成为了综合过程的一部分，有助于强化企业形象，形成单纯、统一的声誉。

然而，尽管经理人费尽心思，资源提供者也不会这么轻易地被企业的某个个人陈述或者专业机构、媒体或者传言的评估征服。在图10.3中，评价过程只是与经理人的塑型战略及中介机构的评价具有松散的联系。最终做出决定的是个体，他们基于自己以往的经历，以及制度性传播信息对企业做出评价、形成预期并解决将来与企业保持何种关系。

另外，不论是在利益相关者群组之间还是在组内，个体观点都各不相同。一些个人和组织会积极地监督企业并尽力形成对企业的观点，而另外一些则故意筛选出那些制度性中介传达给他们的信息。有的投资者具有社会责任感，有的则没有；有的消费者追求“绿色”，有的则看中价廉物美；有的雇员把公益活动视为工作的一部分，有的却只看到个人利益。评价者的多元化使得观点和形象趋于分散，从而削弱了声誉。

尽管资源提供者之间有根本性的差异，但它们对企业的需求并没有矛盾到不能对企业的吸引力或效果做出整体的评价的程度（Steers，1975）。在短期内，某些选民的预期可能与其他人的预期相冲突。例如，投资者欢迎高收益，但如果根据消费者对质量和服务的要求进行资源配置则会降低收益；同样，雇员要求更高的工资和利益，以及社区对企业责任感和公民精神的期望也会减少收益。

最后，对企业绩效的评价程序通过个体的认知和形象来塑造企业的声誉市场，这个过程特别像拼图游戏：从交错的碎片中拼凑起来一个可以识别的形象。
 从多个委托人那里看出企业发展处于大体一致的形象。声誉的形成需要综合企业创造出来的相互交织的外部形象和评价。如果企业能够满足越多选民群体的要求，它呈现给这些不同群体的形象就越明晰，企业的声誉也就越牢固。

总之，图10.3指出，声誉的形成综合了所有关键选民群体对企业的个体评价，这些评价来自于群体对企业间的相互对比和对企业行为的评价。如果我们把（选民）对某个企业的声誉评价与该企业在同一行业中的其他竞争对手获得的评价放在一起，就能确定这一行业中的声誉等级顺序，企业在等级中的位次反映了企业相对其他竞争对手满足行业选民预期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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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3　企业声誉的组成部分


注：研究表明，人们根据20个方面的属性对企业进行评级，这20种属性又可以归为6类（Fombrun、Gardberg和Sever，1999）。


10.4　声誉研究的关键问题

关于企业声誉的研究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还有很多研究项目亟待解决。本文给出了三个主流的话题，它们是：（1）度量；（2）评价；（3）因果关系。

10.4.1　问题一：声誉的度量

声誉的等级来自于个体的认知和理解。这意味着企业声誉的实体地位还没有解决。声誉是一种独立的存在吗？更重要的是，声誉有意义吗？Carter和Deephouse（1999）对比了沃尔玛声誉的不同纬度，他们指出，将声誉分解成多个部分有助于增进我们对企业声誉的认识。相反，Fombrun（1996）认为，声誉的概念可以通过在一个共同的维度背景下综合资源供应者的看法度量出来。

不论是不是独立存在的，如果要更好地理解和管理企业声誉，精确地测量
 它非常关键。不幸的是，目前企业声誉的度量方法五花八门，从而使得人们对于企业声誉资产的理解存在混乱和误解（Fombrun，1996）。在内部，很多企业设立了自己的财产绩效指标，作为自我提高的基准。在外部，各种各样的组织都在针对企业进行评级，其中包括非政府组织如经济优先委员会、私有咨询团队如Kinder、Lydenberg和Domini，还有媒体公布的众多调查结果。

到目前为止，最常见的工具是《财富》杂志的“美国最受尊崇企业”年度排行榜。从1983年开始，《财富》杂志就讲述了企业高管是如何利用以下8个指标来对他们行业的企业排名：（1）企业产品和服务的质量；（2）企业的创新性；（3）企业长期的投资价值；（4）财务健全情况；（5）吸引、培养和留住人才的能力；（6）社区责任；（7）企业资产的使用；（8）管理的质量。这些名单已经衍生出了一大群模仿者和副产品。

然而，仔细审查这些测量标准就会发现，其中存在着制约系统性分析的方法缺陷。有些标准是由专家委员会的主观意识掌控的，所以存在不可复制性。还有一些分析采用了私人信息渠道，所以难以推广。所有这些指标都依赖于它们自身的个性特征，因而不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其结果实际上是各种评价的杂糅，多半不具有直接的可比性。

《财富》的流行度量方法是个很好的例子。那么，这8项度量的属性标准是依据什么选择的呢？还有一个问题，由于高管和分析师是唯一被邀请来对企业进行评级的选民，并且他们只对自己的行业做出评价，那么这样的评级行为会不会产生财务绩效方面的偏见呢？Fombrun和Shanley（1990）给出了一份对《财富》评级方法的统计分析。从那以后，有关《财富》评级的“经济光环”（Financial Halo）的讨论就多了起来，人们提出复杂的统计方法来消除数据中的经济光环（Brown和Dacin）。但更重要的是这些评级存在的重大缺陷：它们只代表经济领域观察者的观点，而不能代表所有资源持有者的看法。显然，对于同一家企业，没有谁会怀疑雇员、顾客和社区可能提出与这些经理人和分析师不同的评价。

“舆论”的研究也陷入到同样的问题中，目前的研究主要依靠综合个体观点来形成公众舆论（Price，1992）。以多元化世界观为基础，这种“微观”视角遵循“一人一票”的民主原则（Gallup和Rae，1940；Childs，1939）。它利用系统性随机调查来发现多元化社会中的观点（Gallup和Rae，1940；Lake，1987）。关键的问题是要产生可以大致代表全部人口的样本。正如Roll和Cantril（1972）指出的那样：“受访者之所以被挑选出来，不是因为他们具有典型性或代表性，而是因为某个抽样区域和个体恰好落到了这个样本上，因而给抽样的整体带去了某些程度的独特性。只有当这些非代表元素加在一起时，这个样本才具有代表性。”

正如“民意测验”被用来描述某个具体话题的“舆论”一样，企业声誉也可以通过系统性抽检来发现。如果具有完全的代表性，声誉调查可以把那些形成声誉的隐蔽性认知领域发掘出来，进而复制评价过程中出现的混乱不清的综合程序。

针对这些问题，笔者于1998年与市场研究企业Harris Interactive展开了合作，
 希望构建一个标准化但又适用于多个领域的度量工具，这样一个工具具有多重利益相关者视角，可以用于度量人们对不同行业中的企业的看法。作为这些研究的一部分，我们在美国使用了焦点小组的方法。首先，我们要求人们说出他们喜欢或者尊敬的企业的名字，以及他们不喜欢或者不尊敬的企业的名字。其次，我们要求他们解释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些感受。当我们对来自不同小组和行业的数据进行分析时，我们发现人们之所以对企业产生这种那种看法，主要是根据20个方面的属性，我们将这20种属性归为6类（见图10.3）：

1．情感上的吸引力：这个企业让人喜欢、赞赏和尊重的程度。

2．产品和服务：对某个企业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创新、价值和可依赖程度的感知。

3．经济绩效：对企业赢利能力、前景和风险的感知。

4．形象和领导地位：企业是否传达出明晰的形象和强有力的领导力。

5．工作环境：企业的管理状况、在企业里工作的感觉，以及企业员工的质量。

6．社会责任：企业在同社区、雇员和环境打交道的时候是不是一个好公民。

我们设计了一个综合了人们对企业的这20种属性感知的指数，我们叫它“声誉商”（Reputation Quotient RQ）。随后，我们进行了多项实证研究来测度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眼中的企业声誉。结果显示，RQ是一种有效的测量企业声誉的工具，它还可以跨行业使用（Fombrun，Gardberg和Sever，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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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4　美国声誉最好的企业


注：声誉研究所（Reputation Institute）与市场研究机构哈里斯互动调查于1999年8月25～31日开展了一项名为“美国声誉最好的企业”的研究［有关这项研究的内容见Alsop（1999）]。在这项研究的第一部分里，研究人员通过网络或电话采访了4500名受访者，要求他们列出他们认为声誉最好和最坏的企业。在第二部分里，另外10830个受访者对那些最著名的企业给出了详细的评级。图中列出了30个声誉最好的几个企业。研究对声誉评级进行了加权处理，以使其具有代表性。



图10.4给出了一些企业的声誉分值。这些数值是通过对10000多名受访者的调查得出的，这些受访者被要求对1999年8月份美国声誉最好的企业进行评级。该研究结果刊登在《华尔街日报》上（Alsop，1999）。令人惊讶的是，公众对一些规模相对较小且没有做过广告的企业如本-杰里，给予了很高的声誉评价，而一些常常占据财富榜顶端的企业，如通用电气，得到的评级却相对较低。

为了验证这个以20种属性为内容的RQ度量方法的有效性，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RQ实证关系方面的研究也有助于确立这种方法的地位。

10.4.2　问题二：声誉的价值评估

没有人会怀疑企业的声誉具有经济价值（Hall，1993）。不幸的是，努力描述这些价值的文章无一例外地遭遇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企业声誉与企业的其他无形资产搅在了一起。因此，想要单独指出企业声誉对企业价值的贡献相当困难。不过，笔者在这里要对两个方面的依据进行分析：危机效应和财务分析。

危机效应：一艘埃克森（Exxon）石油公司的油轮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在普拉的海湾触礁。在苏格兰洛克比地区，恐怖分子放置的一枚炸弹撕开了泛美航空公司一架喷气式飞机的舱体。在印度博帕尔，致命的气体从美国联合炭化公司的一家工厂泄漏出来。在加州帕萨迪纳市，从菲利普斯石油精炼厂燃起的火焰吞没了一个又一个街区。

一个企业的声誉在上述这些时候会显得尤为突出，因为灾难性的物质财富和生命的损失，以及接下来的清理和司法方面的费用发生了。即便没有发生实际的物质损失，可见的市场损失也会发生，危机会促使关键的资源持有者改变对企业的看法。

看看下列企业的实际市场价值发生了什么变化（当它们陷入到非同寻常的危机并成为世界各地媒体关注的焦点之后）。

■当人们在一些泰诺（Tylenol）药瓶中发现氰化物以后（1982年），强生公司损失了10亿美元，相当于其市值的14%。当1985年某些用心险恶的人们再次把氰化物放入时，泰诺又一次蒙受了10亿美元的损失。

■当英特尔公司的新处理器被发现不能处理某些简单的数学计算时，英特尔的市值暴跌了30亿美元，相当于其市值的12%（1985年）。

■1989年，当从Exxon Valdez油轮上喷出的原油污染了威廉王子海湾之后的一周里，埃克森公司的股票就损失了30亿美元，相当于其市值的5%。

■1991年，当人们发现所罗门兄弟（Salomon Brothers）公司旗下一名交易商试图垄断债券市场后，该公司眼睁睁地看着狂跌的股市夺走了自己13亿美元的市值，相当于它30％的总市值。

■1995年，当科学家们暗示手机可能会导致脑癌以后，摩托罗拉（Motorola）的市值缩水了60亿美元，相当于其总市值的16%。

造成这些损失的原因在于，资源提供者改变了对企业未来赢利能力的预期。市场损失都同样的巨大，无论是涉及物质财富的损失，还是仅仅是人们对企业的看法的变化。埃克森收拾残局及相应的法律诉讼方面的花费高达25亿美元，而
 1995年摩托罗拉因为脑癌风波造成的60亿美元损失则是无形的，英特尔在奔腾芯片（Pentium Chip）风波中的大部分损失也同样如此。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企业可以很快从价值的损失中恢复过来，危机的影响逐渐消失。但另外一些企业则会面临更大的损失。研究表明，这两种结果的差异可能源于企业处理风险的方法，以及企业先前的生存状况。

Knight和Pretty（1999）运用事件研究法分析了灾难对15个企业市值的冲击。他们分析了排在首位的1982年的泰诺事件，以及后来的1990年皮埃尔水源（Source Perrier）企业因为苯污染召回含气绿色瓶装水的事件，还有1993年喜力（Heineken）因为啤酒瓶中存在碎玻璃的传闻召回产品的事件，等等。如同作者所言，灾难“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让我们可以评估当重大风险变成现实时金融市场的反映情况”。平均下来，他们研究的这15个企业的初始市值损失为8%。不过，这些企业很快会走向两个不同方向，也就是这两位牛津学者所谓的“恢复的企业”和“未能恢复的企业”。

恢复的企业的股票价值在第一周内仅下跌了5%，而未能恢复的企业的股票则损失了11%。10周后，恢复的企业的股票价值实际上升了5%，并能舒舒服服地保持那一年的财务平衡。相反，未能恢复的企业的股票一路走低，到年末的时候会下跌15%。结论是：所有的灾难一开始都对股票价格产生负面影响，但有趣的是“它们为管理者创造了表现自己应对困境的能力的机会”。

像这样的事件研究支持有关声誉的理论，那就是声誉拥有看不见的价值，它是一种保险，就像是“幸福池”（reservoir of goodwill）一样发挥作用。这种保险价值表现在那些拥有良好声誉的企业遭受的损失比声誉不如它们的企业遭受的损失要小。Gregory（1998）分析了1997年市场崩盘之后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的企业的股票价格。与“幸福池”假设相符，他发现声誉好的企业在这次危机中受到的冲击更小。他们的结论证实，声誉好的企业在市场崩溃中比那些声誉稍差的企业受到的冲击要小。

Firestone和Ford公司真的是这样的例子。2000年，媒体披露出来的信息显示，火石轮胎是全球各地多起惨重事故的祸根，其中牵涉到福特公司推出的“探索者”运动型多用途汽车。福特公司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包括大量召回产品和召开由其CEO主持的新闻发布会。福特的策略是，将主要责任直接归咎于火石。相比之下，火石的反应非常保守而且前后矛盾，既没有谈到责任也没有认清当时的情形。时间会说明事实的真相。福特在这场风波中毫发未损，而火石的声誉则跌落到历史最低点（企业品牌的生存都已危险），这可能不是偶然的。

下面，我们从财务角度进行分析。还有一些研究正在试图直接分析企业声誉的财物价值。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将公共企业市场价值（Market Value，MV）分解为四部分：

实物资本（Physical Capital，PC）：企业有形资产的清算价值；

市场资本（Market Capitial，MC）：企业的净财务资产；

智力资本（Intellectual Capital，IC）：企业技术的价值；

声誉资本（Reputational Capital，RC）：企业品牌和利益相关者关系的价值。

实物资本和市场资本都可以被估算出来。但是，精确地估算企业的声誉资产
 需要知道企业的智力资本储备——而智力资本和声誉资本一样难以评估。做不到这一点，还可以估算出企业的“无形资产”的价值——也就是企业声誉资本和智力资本之和。

对比企业的登记价值和市场价值可以发现，在美国和英国的公有企业中，无形资产占到了这些企业全部市场价值的55％左右。

另一项对声誉资本的评估来自于这一问题的答案：为了租用一个企业的名称，第三方愿意为此支付多少钱？实际上，许可经营就是在收取企业名称的使用费。被许可人愿意为使用某个企业名称支付的费用越多，企业声誉的吸引力——特别是针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就越强。企业许可的使用费率一般在计划销售额的8%～14%。因此，计算企业声誉价值的一种方法就是求某段时间内，比如20年的预期使用费的现值。

来看一下消费品巨人吉列（Gillette）的例子。1993年，咨询公司Interbrand认为，吉列可以从它的品牌许可中获取一个8％的使用费。将这个数字与吉列47亿美元的销售额结合起来，它意味着头一年的使用费收益将达到3.75亿美元。假定在未来20年里，该企业的年销售增长率为5%，再扣除将使用收益变现时吉列自身的资本成本率10.12%，这样就得出了吉列这个企业名称的金钱价值——在1993年约为45亿美元，它占了吉列全部市场价值的很大一部分（Fombrun，1996）。

很多在学术方面试图量化声誉价值的努力还发现，企业声誉能产生重大的经济溢价，尽管溢价的程度大小并不十分清楚。Shrivastava等（1997）对比了10组有相似风险和收益水平但声誉方面的得分却不同的企业。他们发现，60％的声誉差距会出现7％的市场价值差异。鉴于本研究中一个中间企业的市值为30亿美元，那么，如果声誉分值从6分（按10分制计算）上升为7分，市值就会增加5250万美元。Black、Carnes和Richardson（2000）分析了市场价值、等级价值、赢利能力和声誉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标本是1983年至1997年期间《财富》评出的所有“最受赞赏企业”。他们发现，声誉分值每变化1分，相应在市场价值上就会有5亿美元的变动。

好消息是，研究已经确认了声誉是一种有价值的、无形的资产，而坏消息则是声誉造成影响的规模、程度大小依然是未解的。但是，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声誉绝对值得企业花费比目前更多的时间、金钱和精力来管理它。

10.4.3　问题三：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是很多关于声誉的争论的中心问题。声誉究竟是中心问题还是只是附属的问题？图10.1的价值环可以帮助解释这个问题。另一方面，声誉产生于企业为了直接改善企业经营状况而提出的动议——战略动议；与此同时好的绩效本身就是吸引资源提供者青睐进而提供资金支持的原因。所以，要区分企业的战略动议、财务绩效和观察者对企业声誉的评价这三者之间的因果顺序相当困难——因为它们之间存在互相制约的关系（McGuire、Sundgren和Schneeweiss，1988；Chakravarthy，1986）。

不过，辨别企业声誉的原因和结果的研究工作必然会占据未来几年研究领域
 的主流。笔者建议，企业声誉的4个关键关系将成为这一领域今后研究的对象。

1．绩效／赢利能力／风险。到目前为止，对于实践工作者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企业声誉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但是，鲜有研究可以非常可靠且一致、持续地证明声誉影响绩效的效果有多大。获得一个好的声誉级别对于企业赢利能力和风险的影响是什么？反过来，有利或不利的收益报告，以及分析师的评估对企业声誉又会产生何种影响？

2．身份。一个企业的身份和文化决定了企业经理人如何解读他们自己的角色，进而影响他们与关键资源提供者的关系，如顾客、投资人、雇员和当地社区（Schultz、Hatch和Larsen，2000；Dutton和Dukerich，1991）。通过这些关系，经理人去营造他们企业的魅力形象，并且塑造企业评价（Dowling，1986；Winfrey，1989）。企业内部的信念、自我感觉、文化实践与资源提供者是如何感知它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3．交流。很明显，企业积极主动地塑造选民评价的程度和连贯性是不同的。企业用于处理与某个特定选民之间关系的努力和资源，取决于该选民在企业眼中的价值。那么，企业声誉与企业决定实施的交流，以及自我表达活动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当企业试图通过广告和公共关系活动控制外部形象的塑造时，如果这些努力没有与企业身份联系起来，它们是不是就必然失去作用了呢？

4．公民。企业经常会花时间和金钱去参与公益活动、慈善项目和社区活动。这种企业的公民活动通常很难得到人们的理解和支持。Fombrun、Gardberg和Barnett（1999）认为，这些活动实际上是用来处理企业面临来自于资源提供者的上方和下方风险的机制。那么，这些活动对企业曝光度及其赢得关键选民的好感有何影响？这些活动之间又是如何衔接的呢？

10.5　结论

企业声誉是资源提供者对企业产生的累积感知。因此，声誉可以是一个好的声誉，也可以是一个坏的，可以是强的，也可以是弱的。它是人们如何感知企业的结晶；这些感知的基础来自于企业的活动、工作地点、历史绩效及未来愿景所传递给人们的信息。

随着时间的累积，这些资源提供者对企业的感知凝结成了企业的一种无形资产——“声誉”。笔者认为，这些声誉具有内在的经济价值，因为它们影响到了企业最根本的绩效。

如果说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引擎，那么，笔者在这里建议，“声誉”是使企业维持经营的燃料。正如美国前联邦储备委员会主任Alan Greenspan（艾伦·格林斯潘）于2000年1月10日在哈佛大学的一个毕业典礼上所做的演说指出的那样：






在今天的世界里，理念、想法正在逐渐取代实物在经济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位置，声誉的竞争已经成为了推动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动力。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价值经常会在交易完成之前就被估值。服务供应商，从另一方面说，其实只能提供他们的声誉。







笔者在这里勾勒出了一个正在成长中的跨学科范式的大致轮廓，这种范式将企业声誉作为战略资产及经济价值的一项来源。为了总结更高声誉级别导致的可见的行为和经济利益，我们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理论研究工作。

“声誉管理”是声誉研究在实物领域的对应点。它的中心观点是：强的声誉是由动议和信息发展而来的，这些动议和信息是带有企业真实而独特的价值观和特质的东西。它认为，声誉构建的关键不在于摆姿态、舆论引导、玩文字游戏和自吹自擂等让传统的企业传播活动臭名昭著的手段；相反，它认为声誉管理能够创造竞争优势，因而声誉管理实际上是一种增进自身利益的明智的方法。理论研究和实践之间的不断沟通将使这一领域的发展从中受益，进而为企业在声誉市场中取胜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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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动态竞争研究：评论与发展趋势

在某一行业中，企业之间的行动（动作）和反应（反动作）构成了动态竞争。这种行动和反应的动态反映了企业在追求利润过程中一些常规的和创新的举措。企业通过具有创造性的行动（如，引进一种新产品、实施一次新的促销或者签署一份新的销售协议）来推动利润增长、创造竞争优势或在市场中争取一席之地；成功的行动（指能够带来新的顾客和创造利润的行动）会激发对手做出竞争性的反应，如阻挠或模仿这些行动。关于动态竞争的研究是对企业行动（出招）如何影响竞争者、竞争优势和企业绩效的一门学科。有时，这种企业之间的行动和反应会逐步升级，给整个行业的绩效造成负面影响；有时，行为的模式又会非常温和，甚至可以创造利润。

Schumpeter（1934）在“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理论中强调了动态竞争的重要性，他将创造性破坏过程比喻为“永恒的风暴”。这种竞争的风暴源于先动企业的行动所带来的超额利润或收益。的确，在这个动态的风暴里，领头者们能够获得的收益激励着竞争者们为成为领头者和获得收益而不断地采取行动和做出反应。更为重要的是，Schumpeter强调道，这种创造性破坏过程的结果就是市场竞争中没有企业是安全的。因此，Schumpeter认为，只有对企业的行动和反应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后果进行研究，才能真正理解利润和竞争。随着时间的推移，领头者的创造性行动的效力减弱，挑战者取而代之，旧的领头者退位，新一轮的战争开始。

对动态竞争的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MacMillan、McCaffrey和Van Wijk（1985）对银行业中竞争者对行业里一些易于模仿的新产品的反应时间进行了研究。接着，Bettis和Weeks（1987）研究了在宝丽来（Polaroid）和柯达（Kodak）之间关于快速成像产品进行行动和反应的过程中，股票市场对这一过程的反应。Smith、Grimm、Chen和Gannon（1989）以高科技企业为样本，界定了能够引起迅速反应的竞争性行动的几个特性。

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一系列论文考察了美国航空业中竞争性行动和反应的前因和后果（Chen、Smith和Grimm，1992；Chen和MacMillan，1992；
 Chen和Miller，1994；Chen和Hambrick，1995；Miller和Chen，1994；Smith等，1991；Smith、Grimm和Gannon，1992），另外，还有一些新的关于行动方面的发现。例如，在对软件制造企业的研究中，Young、Smith和Grimm（1996）发现，一些具有攻击性的企业，即会对竞争对手采取大量行动的企业，它们往往能取得最高的绩效。此外，Ferrier、Smith和Grimm（1999）对41个行业中的领头者与挑战者之间的竞争研究后发现，处于第二位的挑战者会采用极具攻击性的行动迅速将行业领导者从宝座上拉下来。在最近一个对酿酒业、通信和个人计算机行业中新产品的研究中，Lee等（2000）发现第一个行动者和早期的模仿者比后来的模仿者能够在股票市场中获得更高收益。

基于所有的动态竞争研究，是时候对这个较新的研究领域的发展做一个科学的考量并对其过程进行评估了。因此，在这一章中，我们将对动态竞争的理论、研究和发现进行回顾和评论。最后，我们将提出未来的研究议程，包括关于新理论本身的和将动态竞争理论与资源基础观、产业组织经济学相联系的一份研究计划。

我们对动态竞争研究的回顾主要和战略管理领域中对“行动”和“反应”的实证研究相联系
[1]

 。我们认为，市场总是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向均衡状态发展；在另一些情况下，它们向脱离均衡状态的方向发展（D’Aveni，1994；Grimm和Smith，1997）。造成这种市场不稳定和运动状态的根源，是企业为提升市场地位和获得利润所采取的特定行动或招式（Kirzner，1973）。图11.1出自Smith、Grimm和Gannon（1992），刻画了本章研究中的行动者、行动、反应者及反应之间的关系。我们用这个图表作为行文的框架，引导读者理解我们的理论回顾。

总体来说，我们分析了30多篇主要研究动态竞争的论文，包括在管理学期刊上发表的理论和实证方面两种研究。作为分析的基础，这些文章必须对竞争性行动和反应进行了解释或预测，即竞争性行动和反应是为了构建或保护竞争优势和绩效而采取的以市场为基础的动作。本文作者阅读了各种论文，并根据图11.1中的独立变量对它们进行了分类。

11.1　背景

很多关于动态竞争的研究都是基于Schumpeter的创造性破坏理论，或受到其启发而产生的（Smith等，1991；Smith、Grimm和Gannon，1992）。多年以前，Joseph Schumpeter（约瑟夫·熊彼特）（1934）提出了用于解释动态市场过程的“创造性破坏”概念，在这一过程中，企业会采取行动（Act）和反应（Reaction）以追求市场机会。创造性破坏可以被定义为：在经历竞争性行动和反应的过程后，领先的企业将不可避免地落入衰败的命运（Schumpeter，1934、1950）。在动态
 的情境下，领头者为追求新的市场机会所采取的创造性行动会激发对手的反应，对手反应的目的是摧毁领头者寻求的竞争优势。的确，根据Schumpeter的理论，领头者与挑战者行动和反应的方式或过程决定了他们长期的绩效和存活率。根据这一理论，第一个行动的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能够获得短暂的垄断优势，以及由于对手反应滞后而带来的超常利润（Nelson和Winter，1982；Porter，1980）。于是，动态竞争研究学者尝试通过实证辨别出一些战略行动，这种行动使企业从对手反应的延迟中获益，或采取了手段拉长了对手的延迟时间（Chen，1988；Smith等，1991）。图11.1正契合了Schumpeter关于行动和反应的观点：企业采取行动，对手做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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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行动指标、反应指标和绩效的研究

Young、Smith和Grimm（1996），以及Ferrier、Smith和Grimm（1999）发展了Schumpeter的观点，他们将奥地利经济学派和动态竞争研究进行了整合。奥地利学派认为，正如Schumpeter所说，竞争是一个动态的市场过程，而并非如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所认为的是一个静态的市场结果（Scherer和Ross，1990）。具体而言，市场均衡状态（如价格、产量和不同的质量水平都处于稳定状态）只有在缺乏竞争时才能达到。因此，奥地利学派关注的是市场向平衡状态发展及背离平衡状态的过程。但是，他们认为市场永远不会达到均衡状态，因为行动背后的这种利润驱动力量会使其破坏掉这种稳定状态或现状。为了解释这种破坏性，奥地利学派研究了“创业发现”（Entrepreneurial Discovery）的作用，它被定义为，当市场机会出现时，所采取的使资源成功地流向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一种行动（Jacobsen，1992；Mises，1949；Schumpeter，1934）。从动态竞争的角度，创业发现使得研究者关注了创造性行动对市场和利润的影响，如为了打破现状所采取的激进行动或第一个行动。

奥地利学派关于竞争研究的其他关键性问题还包括战略柔性（Strategic Flexibility）和资源异质性（Resource Heterogeneity）。首先，成功的企业拥有这些资源和柔性，使其可以采取各种行动，这也是创造性破坏的基础。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多，因为大多数自满的企业进行战略性行动的范围比较狭窄，它们也无力和不情愿进行持续创新。其次，通过创业过程发现，成功的企业和其他企业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能够对资源进行累积、整合及规划。也就是说，至少在短期内，这种战略性行动的范围和规模能够超过竞争对手。不过，这种竞争性的优势最终会被模仿所侵蚀。事实上，动态竞争研究的一个主要焦点就是考察竞争性反应（Smith、Grimm和Gannon，1992）和模仿（Smith等，1992）构成的竞争过程。相比之下，动态竞争对资源积聚的研究较少（Grimm和Smith，1997）。

对于动态竞争研究者而言，Schumpeter和奥地利学派在定义关键概念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例如，动态竞争中对行动和反应的强调直接来源于Schumpeter（1934）和奥地利学派，这二者一直将行动作为分析的单元（Mises，1949）。在奥地利经济学中，行动和反应时间的概念一直非常重要，它认为先行者可以从最初的行动中获益，而滞后者常常因为行动滞后遭受损失（Kirzner，1973）。竞争的行业结构和市场过程对于奥地利经济学来说同样重要，它们为行动提供了环境和动机。


基于Schumpeter和奥地利学派的研究，动态竞争研究者开始关注竞争性行动和反应。动态竞争研究有三个显著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它关注于市场中企业真正实施的具体行动或行为。研究者认为，行动是企业实现行业定位（Porter，1980）和建立资源优势（Barney，1991；Grimm和Smith，1997）的依托和手段。当行动发生在某个特定时间和场合时，它就是独特的。例如，企业可以引进一个新产品，也可以提供一份免费的产品服务合同，或为了提高市场份额和利润大幅度降价。考虑到发生的时间（年、月、日）和场合（某一市场），上述每种行动都是独特的。在这种行动导向下，行动和反应的时间就成了具有潜在解释能力的关键变量（Smith等，1991；Lee等，2000）。此外，研究者们还从受影响的市场和消费者数量的角度（Chen、Smith和Grimm，1992），以及对多个市场中竞争的影响（Gimeno和Woo，1996、1999；Young等，2001）考察了行动的范围。

第二个特点是，动态竞争研究的关注点在于竞争者的相互依赖。根据Schumpeter（1934）的理论，对动态竞争的研究前提是，企业战略（行动）对绩效的作用受战略实施时的竞争环境的影响。换句话说，企业并不是独立的，它们能够感受到其他人的行动，而且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它们倾向于进行互动。在这种动态的充满行动和反应的环境中，企业绩效不再仅仅是战略和企业所采取的行动的一个简单函数结果，而应该被理解为和对手的战略与行动相关，或者就像Schumpeter（1934）所说的，是循环竞争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竞争环境。因此，动态竞争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构建企业之间互动的样本。例如，Smith等（1991）考察了所有美国国内的航空企业在6年里对彼此采取的竞争性行动；Young、Smith和Grimm（1996）研究了10年里所有软件生产商对彼此采取的行动。基于对竞争环境的关注，动态竞争研究的中心直接转移到对抗竞争（Rivalry）上，后者是所有竞争优势模式的基础。

最后一个特点是，动态竞争研究为揭示行动和反应的前因和后果（特别是对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广泛的努力。例如，Lee等（2000）考察了新产品引进对绩效的影响，以及特别关注了其他企业的竞争性模仿是如何削减了先动者的；Schomburg、Grimm和Smith（1994）研究了行业结构是如何影响新产品引进的顺序和时间的。

我们接下来将会对动态竞争的理论、样本和实证发现进行回顾。我们将从对图11.1中列出的变量、概念和联系的定义和解释开始。

11.2　动态竞争研究的基本模型和理论

图11.1给出了一个由Smith、Grimm和Gannon（1992）模型组成部分与其之间相互关系的概况，包括行动者（采取竞争性行动的企业）、竞争性行动（行动的类型和规模）、反应者（做出反应的企业），以及针对竞争性行动的反应。另外两个组成部分包括，竞争性活动的行业环境和竞争性互动的绩效结果。


11.2.1　行动者

行动者指的是采取竞争性行动的企业（Smith、Grimm和Gannon，1992）。在动态竞争研究中，行动者非常重要，他不仅是一个行动的发起者，也是行动结果的承受者（既包括正面的结果，也包括负面的结果）。动态竞争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研究行动者的特性如何影响企业对战略的选择。基于不同的研究梳理，有三种内涵的（implicit）但非常必要的组织特性会影响战略性行动（Chen，1996），它们分别是：会影响对环境和竞争依赖产生挑战的察觉（Awareness）因素；会激发或阻碍企业采取行动的动机（Motivation）因素；会影响企业采取行动的能力（Ability）的资源因素
[2]

 。

能够预测行动特性的组织特性可以根据以上三种因素进行分类。例如，察觉是指焦点企业（focal firm）对其竞争对手、行业内竞争的驱动因素和一般竞争环境的认知程度。这种察觉的水平很重要，因为它能够影响企业对其在竞争环境中行动后果的理解程度（Chen，1996）。在先前的研究中，一些组织特性被用来反映认知的水平，包括企业年限、市场多样性和高管团队的人口统计特征。

一个企业可能对其对手和竞争环境有所察觉，但不一定具有行动的动机。动机是指驱使一个企业采取行动的诱因。动机和对得失的感知有关，来源于企业对通过行动获得竞争优势和不采取行动遭受损失的信念。在动态竞争研究中，诸如过去的绩效和过去的市场依赖性等组织因素都被用来反映行动的动机。

行动不仅是资源使用的结果，还是企业决策过程的结果（Grimm和Smith，1997）。在动态竞争研究中，以上二者均会影响企业行动的能力。的确，采取行动需要如组织冗余等组织资源（如流动性财务资源）的支持。此外，高管团队的人口统计特征也与行动（反应）的感知和实施速度有关。因此，即使有了对行动的察觉和采取行动的动机，这两种组织特性更强调了行动能力的重要性。

11.2.2　竞争性行动

关于动态竞争的研究已经发展出了一套理论和实证方法——竞争性行动作为企业战略的概念细化，是企业在竞争环境中实现定位的主要工具（Grimm和Smith，1997；Smith、Grimm和Gannon，1992），这是研究的重点。因此，对竞争性行动的定义成为了这些理论研究的概念基础。竞争性行动（和反应）被定义为：指向外部的、特定的和可观察的企业行为，它是企业为了提高其相对竞争地位而发起的（Chen等，1992；Ferrier等，1999；Smith等，1991，1992；Young等，1996）。正如前面所讨论的，研究者考察了不同行业中竞争性行动的前因和后果，每个具体的行业都会有不同类型的行动。然而，大多数行动可以被分为以下几类：定价行动、营销行动、新产品行动、能力相关或规模相关的行动、服务和运营行动、信号行动，等等。此外，这些研究最重要的贡献是根据分析和聚合的不同层
 次对行动的特性进行了考察。附录A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列表，包括行动的特性和它们在不同分析和聚合层次上的定义。

首先，早期的动态竞争观关注的是个体行动和反应的特性，以及行动—反应对偶之间的关系。例如，这些研究发现行动的特性（如可能性、速度、规模和不可逆性等）对竞争性反应（如可能性和速度等）具有重要的预测作用（如Chen等，1992；Smith，1991、1992）。其他研究者还关注了行动的次序，即企业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是其他次序（Lee等，2000；Smith，1992）；MacMillan、McCaffrey和Van Wijk（1985）、Smith等（1989），以及Chen和MacMillan（1992）研究了行动的激进性，将其定义为：企业行动超越现行行动规范的程度。激进的行动很难被对手所理解，因此会减慢和推迟对手的反应。行动的规模是指采取行动所需的资源数量；行动的范围是指可能会受到行动影响的竞争者数量（Chen等，1992）。行动带来的威胁程度，可以由对手因行动受到威胁的顾客数量来衡量（Chen等，1992）。关于以上特性存在以下看法：当行动的规模增加时，对手做出反应的难度会增加；然而，当行动的范围和威胁增大时，对手做出反应的可能性和速度也会随之增加（Smith等，1992）。

其次，这些研究对企业在一段时间内采取的行动和反应的特征和频率进行了聚合，形成了一个新变量——“企业—年”（Firm-year）（Ferrier等，1999；Young等，1996）。在这一聚合层面上的研究发现，企业采取的总的行动数量越多、平均速度越快（如攻击性），得到的利润越高或占有的市场份额将越大。

再次，这些研究还考察了企业在给定年份中采取的一整套竞争性行为——即竞争组合（Competitive Repertoire），并发展出关于组合结构的一些重要构念（Ferrier等，1999；Miller和Chen，1994、1995、1996）。例如，竞争组合简单性被定义为“完全使用一种单一类型的行动——它将越来越排斥对其他行动的考虑”（Miller和Chen，1996）。竞争组合不一致性是指企业的竞争组合背离行业方向的倾向，这包括了行业中非典型的竞争行为。不一致的竞争组合包括几乎没有被企业所采用过的或根本不属于在这一竞争场（Competitive Arena）中经常被使用的行动类型（Miller和Chen，1995）。竞争组合惯性是指，当企业为了吸引顾客和击败竞争对手需要改变竞争态势来做出市场变化时，企业为此展现出的活动水平（Miller和Chen，1994）。

最后，最近的研究考察了企业在一段时间中所采取的行动，认为它具有不间断的顺序特性。这一看法和之前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如将战略看作一系列具有逻辑性的统一的有顺序的行动（Kirzner，1973），看作行动流中的模式或一致性（MacCrimmon，1993），或一套有顺序的行动（D’Aveni，1994）。例如，一系列有顺序的竞争性行动会呈现出如下结构维度：组成这个序列的行动的数量；这种不可打乱的行为序列的平均持续时间；序列中呈现出所有行为类型的程度（复杂性）；竞争性行动序列随着时间带来的企业内变动（不可预知性）和企业间变动（异质性）（Ferrier，2000；Ferrier和Lee，2000）。


11.2.3　反应者

所有的企业都能够采取行动，它们也同样可以对对手的行动做出反应。因此，竞争性行为在概念上的对应就是竞争性反应（Smith等，1991）。这也意味着，反应者本来就拥有适用于行动者的所有组织特性（如规模、高管团队的人口统计特征等）。Smith等（1992）对竞争者分析所使用的信息处理视角为理解反应者企业提供了很有用的框架。所有的竞争性行动都含有一条信息，可能是关于行动的目的，或是与行动者战略相关的信号。为了在竞争中获胜，企业应该能够对行动中的信息进行解读（Smith等，1991）。企业对行动的认知和理解将决定它反应的内涵。由此，了解（通过感知能力）和解读行动中的信息是作为反应者的企业最关键的能力。

如果企业没有意识到竞争对手采取了一个行动，它也就谈不上去构建或实施一个战略性的反应（Smith等，1991），企业的感知系统代表了它的环境扫描能力。即使关于竞争对手行动的信息非常丰富和及时，如果一个企业无法处理这些信息，它就是没用的。企业的信息处理和分析机制是它解读竞争对手行动的一个手段。这种信息处理和分析机制的能力主要是由组织的内部结构决定的（Huber和Daft，1987）；当组织结构很复杂时，这种信息传播失败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11.2.4　竞争性反应

当一个企业采取行动产生超常利润或影响到对手的竞争地位时，就会激发竞争对手的反应（Schumpeter，1934）。Porter（1980）将竞争性反应定义为：针对一个或多个竞争对手发起的行动，企业为了保护或提升自身地位所采取的明确的、且容易辨认的对抗行动。一些研究者对反应可能性、反应类型、反应滞后和反应顺序（Lee等，2000；Smith，1991）进行了衡量。另一些学者对反应显著性、反应范围和反应生成速度（Chen和Hambrick，1995；Hambrick、Cho和Chen，1996）进行了衡量。

反应可能性是指竞争对手对企业所采取的行动进行反应的可能性（Smith等，1991）。企业在特定时间内对对手行动做出反应的次数，以及企业在总的时间内能够做出反应的次数的比值，可以用来衡量反应可能性。因此，如果一个企业在10次中有9次对竞争对手的行动做出反应，那么它在将来也很可能会做出反应。

在决定如何反应的过程中，企业会面临各种可选择的反应措施。其中一个关键的反应维度是模仿行动发起者的行动。模仿反应被定义为一个反应与行动在类别和形式上相似或相同的程度（Smith等，1991）。一个复制或抗衡了竞争对手行动的反应就是对行动者发出了一个信号：它将致力于保卫自己在市场中的地位（Chen和MacMillan，1992）。Porter（1980:98）说道：“企业需要找到一种战略性的行动，从对手延迟的反应中获益，或尽量拉长对手延迟的时间，这是竞争性互动的关键法则。”反应迟滞或反应延迟反映的是竞争性行动和反应的发起之间的时间量。在这段时间中，如果是“成功的”行动，行动者会从行动中获得
 经济租金（Smith等，1989），而没有做出反应或反应动作太慢的竞争对手会遭遇市场份额的损失或失去获利的机会（Lee等，2000；Smith、Ferrier和Grimm，2001）。反应延迟的时间越长，行动和反应之间的联系就越不明显，从而减少了反应成为信号机制的力量（Chen和MacMillan，1992）。

另一个竞争性反应的维度是反应次序。这是指“企业所采取的反应在一系列反应时间顺序中的位置”（Smith等，1991:62）。由于企业的行动往往会影响多个竞争对手，因此不止一个对手会对竞争性行动做出反应。反应次序代表了企业在（很多采取反应的对手）对竞争性行动的反应顺序中的排名，即企业可能是第一个、第二个或最后一个反应者。反应次序的概念不同于反应延迟，前者是指企业在反应顺序中的排名，后者是指行动和反应之间所消耗的时间（Lee等，2000；Smith等，1991）。

11.2.5　行业竞争环境

竞争性互动存在于特定的行业结构或环境之中。与组织特性会影响行动一样，竞争环境或行业的特性也被认为会影响企业的察觉、动机和行动能力（Smith等，1992）。动态竞争研究者依赖于传统的衡量行业（产业）结构的方法，包括行业成长率、行业集中度和进入壁垒（Scherer和Ross，1990）。在理论方面，学者们还借鉴了“结构—行动—绩效”范式来预测行业结构和竞争行为，以及反应之间的关系（Scherer和Ross，1990）。例如，通常认为，如果行业的成长率和集中度较高，则竞争和对抗状态的水平就较低；或者当进入壁垒较高时，竞争性反应的水平就比较低（Schomburg等，1994）。

研究者还考察了行业（产业）演化阶段和行动，以及反应之间的关系（Porter，1980；Smith等，1992）。研究者认为，在新兴的快速成长行业中的行动和反应会比较难以预测，而且规模和范围都比在成熟行业中大。在新兴行业中，企业较难以察觉到其他企业，因此，它们采取的行动不会遭到对手的立即反应。相反，在以低成长率为特征的成熟行业中，企业更易对竞争有所察觉，也更有阻碍竞争对手获得收益的动机，从而陷入零和博弈的局面。

11.2.6　行动的后果

竞争性互动本身不是最后的结果。企业之间为了实现一定的竞争性结果而互相牵制（Grimm和Smith，1997）。动态竞争通常将绩效作为一个因变量进行衡量，包括：市场份额变化（Chen和MacMillan，1992；Ferrier等，1999）、累积的超常股东回报（Lee等）、销售额增长（Ferrier，2000），以及对利润率和利润增长的会计核算，例如投资回报率（Hambrick等，1996；Smith等，1991；Young等，1996）。此外，很多研究考察了航空业中行动对绩效的影响，采用的行业专有的绩效指标主要是每可售客运里程（Available Seat-mile）的运营收益，这一指标考虑到了效率、飞机负荷和收益等多方面的因素（Chen和Hambrick，1995；Miller和Chen，1994、1995、1996）。


在预测行动对绩效影响方面，研究者使用了对行动和反应的年终加总（Young等，1996；Ferrier等，1999），以及单一行动和反应特征（Lee等，2000）的方法。例如，研究认为当企业采取具有战略性、频繁性和复杂性特征的一系列行动时，能够获得较高的绩效。相似地，也有学者认为，快速的、尽早的和不可预测的反应者能够获得更好的绩效。在过去大多数研究中，研究者使用了博弈论来解释行动／反应与绩效之间的关系（Smith等，1992；Grimm和Smith，1997）。例如，基于扩展模型（Grimm和Smith，1997）或囚徒困境模型（Smith等，1992），学者们认为，当反应延迟时，第一个行动者能够获得更高的回报；或者更快的反应者比慢的反应者能够获得更高的回报。

在这一部分，我们回顾了动态竞争模型，它通常被用于研究和预测行动者、行动、反应者、反应、行业环境和绩效之间的关系。在下一部分，我们将对动态竞争实证研究进行回顾。

11.3　动态竞争研究的样本

动态竞争研究者主要使用两种基本方法。一种是实地调研（Field Study），另一种是档案调研。在动态竞争研究的早期，实地调研是研究者收集关于行动和反应的一手数据所使用的主要方法。实地调研包括对小样本企业进行集中考察（Intensive Examination），从而识别行动和反应，并检验组织特征与行动之间的关系（MacMillan等，1985；Smith等，1989）。在20世纪90年代，实地调研让位于二手数据调研，后者是指研究者从公开发表的资料上收集关于企业行动和反应的数据。这些档案调研（Archival Study）使研究者获得了更大的企业行动和反应的样本，可以研究这些行动随时间发生的变化。我们将对这两种方法逐一回顾。附录B列出了这些研究的详细内容。

11.3.1　实地调研

实地调研，或叫一手数据收集技术，需要研究者亲自去实地对企业行动和反应进行观察。数据收集过程的第一步是对高管人员进行访谈，识别出企业采取的行动和反应。第二步是通过开展调查问卷收集行动和反应，以及其他组织特性的数据。有些时候，从企业资料中获得的二手数据可以补充问卷和访谈数据。这些方法仅限于单一行业中的小样本，还需要加入对自我报告的数据进行横截面的分析。

总的来说，对高科技企业曾有过两种实地调查研究。一个是对计算机零售行业中竞争性反应的研究，另一个是对银行业中新产品引进反应的研究。前者聚焦于22个电气制造商，研究了25个零售企业的竞争性反应；后者聚焦于22个银行的竞争行为，研究了25个高科技企业。

11.3.2　档案调研

20世纪80年代晚期，结构化内容分析（Structured Content Analysis）得到
 发展，它是一种能构造出更大的纵向数据集，并且不会受到自我报告偏差影响的方法（Chen，1998；Smith，1991）。结构化内容分析是基于对二手数据的正式编码分析之上，后者常被用于对二手数据的分析，如报纸、杂志和其他公开出版物。根据预定义的编码，研究者抽取出事件的内容。基于该方法，一定时期内一系列竞争性行动和反应得以定义，并和其他从二手数据中得出的组织和行业数据进行联系。以下是五种不同的档案调研：


航空业
 　对美国国内航空业的调研也许是最重要的动态竞争研究（Chen，1988）。航空业是最有竞争力的行业之一，包含一系列众所周知且界定清晰的竞争者。同时，由于丰富的公开信息的存在，使得研究很容易开展（Smith，1992）。此外，航空业的界限和市场（飞行路线）的界定很清晰，这种界定的容易性推动了对这一市场中竞争性行动的研究（Chen等，1992）。这些研究包括对航空业8年内32个运营商的研究。《每日航空》（Aviation Daily
 ）是关于航空业行动和反应活动最主要的信息来源。通过使用预定义的关键词，如“对……做出反应”、“跟随……”、“在……的压力下”等，研究者识别了8年间191个竞争性行动和418个竞争性反应。组织和行业数据对行动的数据形成了补充，使研究者得以考察行动者、行动、反应者和反应之间的关系（见图11.1）。使用这一数据集的研究包括Chen（1988）和Smith等（1992）。


航空业（第二部分）
 　Gimeno和Woo（1996a，b、1999），以及Baum和Korn（1996）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主要研究企业和与自己相同的对手对不同市场的选择，与这些市场竞争水平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的样本也是美国国内航空企业，研究目的是为了检验市场关联和竞争水平的关系。Gimeno和Woo（1996a，b）通过价格／成本边际来推断对抗状态，而Baum和Korn考察的是市场的进入／退出。这些研究中的分析单元关注的是，特定市场或路线中的企业定价行为或进入／退出行为。这种数据可以被看作是面板数据，因为它包含了对每个航空企业、市场和时期的观察数据。


酿酒业、个人计算机和通信行业
 　这一研究关注的是酿酒业、个人计算机和通信行业中新产品的交互作用。研究者采用了结构化内容分析，来识别三个行业中从1975—1990年新产品的引进和模仿行为。研究关注的只是新产品的引进（如清啤的引进）。Predicasts F & S指数被用于识别82中新产品的引进和632种随之而来的模仿行为。通过对这些新产品种类（以前从未存在过的产品）的研究，研究者可以确定哪些企业是第一个行动者。同样，通过考察在相同种类中产品的模仿行为，研究者能够更明确地区分出竞争性反应和反应的时间。学者们基于这三个行业中的数据研究了行业结构对竞争的影响（Schomburg等，1994）。另外，研究者们还运用事件研究方法检验了这些新产品引进和模仿反应对股东财富的影响（Lee等，2000）。这主要是通过计算累积超常回报实现的，累积超常回报来自于5天交易期（包括前两天和后两天）中竞争性行动或反应。


软件行业
 　这些研究中的样本包括所有的单一业务计算机软件企业（美国标准行业分类编码为7371、7372、7372或7373），根据1983—1991年间标准普尔企业目录（Standard & Poor’s corporate directory），以及美国行业编码档案库得到。之所以选择这些年份，是因为这个行业是在这几年逐渐形成的。最终的
 样本为345个“企业—年”观察数据，其中包含了2300个竞争和反应的行为。Predicasts F & S指数被用于识别行动和反应行为，企业资料被记录，用于评估企业资源和行业结构。由于数据集几乎包含了行业中的所有企业，并且对这些行动的研究都在特定的市场中（如文字处理），因而很容易分辨出行动和反应行为，并研究行动与反应对绩效的影响，以及研究企业资源和行业结构对行动的影响（Young等，1996）。


领头者和挑战者的行业研究
 　这些研究关注的是41个不同行业中市场份额的领先者和头号挑战者之间的竞争性互动。为了识别领头者和挑战者，被选择的样本只包括1993年销售额在5千万美元以上的企业，这些还必须是只有单一业务或有主营业务的企业。在1987—1993年间，那些不包括至少两个非多元化行业的领头者和挑战者的行业从样本中被剔除了。Predicasts F & S指数被用于识别竞争性行动和反应行为，这一过程和对软件行业和新产品引进的研究类似。总体而言，来自超过7000个出版物（报纸、杂志等）的仅5000条新闻头条都被进行了内容分析，最后的样本包括了4876个竞争性行动和反应。在每个行业中，研究中假设领头者和挑战者的行动都是针对对方的。学者们还研究了行动及反应的特点对于市场份额被剥夺和市场份额被侵蚀的可能性的影响（Ferrier等，1999）。

11.4　实证发现

如前所述，很多重要的组织层面特性可能会影响企业正确的察觉、行动动机和采取行动的能力。我们将首先回顾研究将行动者特性作为独立变量的实证研究。

11.4.1　行动者的特征


组织规模
 　在动态竞争研究中，研究者对其存在不同看法，争论一直持续着。争论的焦点是，企业规模越大，企业越能够影响周围的环境，并在竞争者面前的缓冲能力越大。因此，一部分学者认为，大企业更能实施有效和及时的竞争性行为；而小企业更加敏捷、灵活和不起眼，它们在实施竞争性行动时具有速度和秘密性等优势（Chen和Hambrick，1995）。

关于组织规模对竞争性行动的影响力研究得到了一些一致的发现。例如，Chen和Hambrick（1995）发现，相对于大企业来说，小企业更容易采取竞争性行动（行动倾向），而且行动速度更快（行动执行速度）。另一些研究发现，大企业更有可能在某个时期内，采取完全的竞争性行动（Total Competitive Moves）（Young、Smith和Grimm 1996），而且行动在本质上具有行动显著性（Action Significance）且更具可见性（Visible）（Chen和Hambrick，1995）。此外，Miller和Chen（1994）认为，大企业更不具有竞争惯性（Competitive Inertia）（可反映为企业所进行的市场导向的变化次数，这些变化是为了在市场中以策略胜过对手）。这两位作者还在其他的研究中（Miller和Chen，1996）发现，大企业更倾
 向于采取一个简单的竞争性组合（Simple Competitive Repertoire）（是指企业所采取的竞争性行动集合只包括很少的类型，而不是很多不同的类型）。

研究还有一些关于竞争性反应关键维度的发现。例如，大企业比小企业更容易对对手的竞争性挑战做出反应（反应可能性、反应倾向），然而大企业的反应更精妙，而且不显而易见（Chen和Hambrick，1995）。此外，在企业规模对反应速度的影响方面，大企业能够更快地对对手的行动做出反应行动并进行通告（反应产生速度）（Response Generation Speed）（Hambrick等，1996）。然而，大企业在从通告到实际的反应与实施之间所花费的时间比小企业要长（反应执行速度）（Response Execution Speed）（Chen和Hambrick，1995）。

Smith等（1992）研究发现，具有市场领头者称号（通告市场份额来衡量）的企业更不容易引起反应行为，并更容易实施行动。同时，没有研究能够证明，市场领头者的行为会引起更快的反应。


结构复杂性
 　在结构复杂的企业中，官僚制（Bureaucracy）和正式的运营程度会减弱决策的速度，影响企业在面对竞争性挑战时采取行动和反应的能力。的确，Smith等（1991）发现，企业的结构越复杂，就越不会对竞争性挑战做出反应（反应可能性）。此外，这些学者还发现，结构复杂的企业会在其他企业之后做出反应（反应次序），但他们没有发现结构复杂性和反应速度，以及模仿反应之间的关系。


组织年限
 　随着组织的年限增长，它们会重复过去成功的战略和行动（Lant、Milliken和Batra，1992；Miller和Chen，1995）。这种行动的“惯例化”（Routinization）出于企业减少环境扫描的成本的需要。因此，企业的年限越长，它越不容易对竞争性环境有所察觉，它的行动也更容易被预测。

另一方面，新企业会遭受“新进入者劣势”（Liability of Newness）的制约，这种制约主要是制度压力和资源限制（Miller和Chen，1996；Singh、Tucker和House，1986）。而且，熟悉行业中过去曾成功的行动需要时间，这对新企业也是不利的。同时，新企业还面临着和老企业抢资源、争取顾客和企业认同的“战争”，这种战争会不断升级。这使得新企业不断地扫描环境和追踪竞争者，时刻关注可能出现的机遇和威胁。

关于企业年限对个别行动和反应的影响的研究几乎没有太大发现，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企业年限的影响和市场多样性，以及企业规模的高度相关。一般来说，老企业规模更大，并参与了更多的市场。这就意味着在衡量企业规模对行动的影响时可能包含了与年限有关的影响。在实证研究中，组织年限被认为是企业从成立之时到采取竞争性行动之间的时间。

然而，研究发现，当采用年终（year-end）的衡量方法时，企业年限对行动的影响就变得显著了。例如，Young等（1996）发现，老企业会采取更少的全面竞争性行动（Miller和Chen，1994），更少遵从行业规范（Miller和Chen，1995）且更具竞争的复杂性（Miller和Chen，1996）。


多重市场竞争
 　很多行业都包含着多个市场，这与资源特征有关，例如技术、技能和能力。企业能够在一个行业的多个市场中同时竞争（大范围），或只在一个细分市场上直接竞争（小范围）。企业市场范围不同的一个后果是，企业在不
 同市场上面对的是不同的竞争对手，这就是所谓的“多重市场接触”（Multimarket Contact）（Edwards，1955）。当企业在多重市场中和其他企业竞争时，就会有“多点竞争”（Multiple Point Competition）或“企业彼此之间在几个市场上同时竞争”的情况出现（Karnani和Wernerfelt，1985:87）。多点竞争理论认为，在多重市场上竞争的企业之间，当一个行动发生时，可能不仅在这个市场上存在着其他企业反击的可能，其他对这些竞争对手很重要的市场上也可能受到反击。这种在对方市场上反击的能力会导致相互克制（Mutual Forbearance），或是受到环境限制的竞争。相反，如果缺乏多重市场接触，企业的行动可能变得更具有敌意。这样的企业不会在其他市场上受到反击，它们在本市场会变成一个充满攻击性的竞争者。

战略管理领域中有三个研究考察了多点竞争理论。Gimeno和Woo（1996a、b）在对航空业的竞争研究后发现，多重市场重合和价格／成本边际之间存在正向的关系，因此多重市场接触越多，竞争就会越低。Baum和Korn（1996）对竞争做了更加动态的衡量，他们发现，当加利福尼亚的航空企业的多重市场接触增加时，市场进入和退出率就会降低。Young等（2001）考察了在多重市场上和相同对手竞争的那些软件企业，他们发现，对相同市场上竞争的两个企业而言，多重市场接触增加时，企业行动的频率会降低，这支持了“相互克制”假设。

在相关的研究中，Smith等（1997）利用了国内航空企业的样本，考察了在战略群组内部或之间，竞争的水平（行动和反应）是否会更高。总的来说，结果发现对竞争性行动的反应在组内和组间都会出现。这就意味着，航空企业既可能对不同组的竞争对手的行动做出反应，又可能会对本组内的企业行动进行反应。笔者认为，在航空业中，企业对其他战略群组中企业的竞争性行动做出反应的障碍或壁垒很低。


市场依赖性
 　市场依赖性、战略重要性和市场显著性，都可以代表企业从特定市场细分中获得利润或收益的程度（Chen和MacMillan，1992；Gimeno，1999；Karnani和Wernerfelt，1985）。因此，高度依赖某个市场（或消费者细分）的企业更可能会积极地保护它们的市场地位。

与理论相一致，研究发现，企业在它们认为很重要的市场（市场依赖性）上更容易采用大型和内容丰富的行动（不可逆的行动）对竞争性挑战进行反击（反应可能性），而且往往和竞争对手的行动相匹敌（Chen和MacMillan，1992）。有趣的是，虽然市场依赖性确实会使企业行动采取充满攻击性的反应，但它也会降低反应的速度。然而，如前所述，这种强有力的证据可能也是受到由组织规模和年限造成的市场多样性的影响，因为后三者高度相关。


过去的绩效
 　战略管理领域的传统研究会将财务性反馈（如利润率、销售增长、股票价格等）代表企业绩效作为因变量或结果变量（Chakravarthy，1986）。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企业的财务性反馈如何影响企业将来的行动（Thompson，1967）。

组织学习理论解释了组织目标和实际绩效之间的不一致是如何影响行动的可能性、攻击性、可预测的行为和战略变革的（Heiner，1983；Lant、Milliken和Batra，1992；Starbuck，1983）。例如，成功提高了自满的可能性，使企业对已
 经习得的组织惯例更加依赖，从而阻碍了竞争性行动和战略性变革的发生（Lant、Milliken和Batra，1992；Miller和Chen，1994）。确实，管理者会把过去的优秀绩效（通常是错误的）归因于他们的行动。这种“迷信式学习”强化了当前的心智模式，减少了行动和变革的动机（Barr、Stimpert和Huff，1992；Hambrick和D’Aveni，1988；Lant、Milliken和Batra，1992）。然而，如果过去的绩效很差，则会使得企业重新评估当前的心智模式，并产生了尝试新的竞争方式的动机（Miller和Chen，1995）。

实证研究发现，成功的企业更加不会对竞争性挑战做出反应（Hambrick等，1996），而且成功的企业反应的实施也更慢（Hambrick等，1996；MacFhionnlaoich等，1996）。此外，过去的优秀绩效使企业采取具有更高惯性的竞争性组合（Miller和Chen，1994），或复杂性更低的行动组合（Miller和Chen，1996），以及更遵从行业规范的组合（Miller和Chen，1995）。同时，成功的企业更容易采取较为简单的竞争行动顺序（Ferrier，2000）。

与预测不一致的是，过去的优良绩效和企业采取的竞争性反应总数正相关（Young等，1996）。最近的研究发现，过去绩效和总的行动之间存在曲线关系。例如，MacFhionnlaoich等（1996）发现，过去的绩效和企业在年终时的总竞争性行动之间存在U形关系。这是可能的，因为成功的、占主导地位的企业会意识到，为了维持它们的市场领先地位，它们必须要实施具有攻击性的和威慑力的行动，如掠夺性定价、产品扩散、广告和增加规模或能力等（Scherer和Ross，1990）。同理，绩效最差的企业也可能为了提升竞争性地位而采取具有攻击性的竞争行动。


冗余资源
 　组织冗余被定义为，那些目前可能被使用、也可能没有被用到的和实际或潜在资源之间的缓冲地带（Bourgeois，1981）。之前的研究识别了两种冗余类型：未吸收冗余和已吸收冗余，这两种冗余都与企业行动及反应相关。

未吸收冗余指的是企业随时可以部署的流动性资源，它使企业为应对竞争性压力和变化的环境而采取反应时有了后退的余地，它还使企业能够进行创新实验、冒更大的风险和变得更具有攻击性（Cyert和March，1963）。Hambrick等（1996）发现，具有高水平的未吸收冗余的企业不太可能采取竞争性的攻击，但当攻击开始时，冗余资源能够保证实施更快速。高水平的未吸收冗余还和更低的反应可能性（Hambrick等，1996；Smith等，1991），以及更低的模仿反应相联系（Smith等，1991）。高水平的未吸收冗余使企业实施更多的完全竞争行动（Young、Smith和Grimm，1996），以及攻击性竞争的时间更长，而且包含更复杂的一系列竞争性行动（Ferrier，2000）。

已吸收冗余指的是企业活动中的资源投资，例如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高水平的已吸收冗余削弱了企业对竞争性攻击反应（和快速反应）的能力（Smith等，1991）。已吸收冗余和竞争性行动的总数、竞争组合的一致性、惯性和简单性都无关（Miller和Chen，1994，1995，1996）。


11.4.2　管理的特性


高管团队（Top Management Team，TMT）
 　动态竞争互动和高管团队之间的关系代表了两个重要研究领域核心理念之间的系统：高层观点和战略决策。的确，理论和之前的研究都认为，高管团队的组成会影响团队的集体认知性资源和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Finkelstein和Hambrick，1996；Hambrick和Mason，1984）。这些反过来又会影响重要的组织过程和结果，如：1）由高度的察觉带来的对问题的感知；2）对环境中暗示和信号的理解和设定；3）使问题和战略决策相匹配的决策过程（Amason，1996；Barr、Stimpert和Huff，1992；Smith等，1994）。

研究发现，高管团队的组成和竞争性行动、反应之间有很强的联系。动态竞争学者主要研究了高管团队的规模、经验、认知和经验的异质性对行动的影响。

高管团队的规模通常对决策和战略有两种相互抵消的作用。一方面，规模大的高管团队拥有更多可以用于决策的认知和经验资源（Hambrick和D’Aveni，1992；Haleblian和Finkelstein，1993）；另一方面，规模大的高管团队更容易产生协调和沟通问题，限制了团队的凝聚和社会关系的整合（Wagner，1995；Shaw，1981），后二者对战略一致的发展性非常重要（Smith等，1994；Shull、Delbecq和Cummings，1970）。

实证研究检验了高管团队规模对竞争性行动的影响，结论支持了后一种观点。具体而言，规模大的高管团队倾向于实施更不明显和更具默会性的（相对于战略性的）竞争性行动（Hambrick等，1996）。此外，Hambrick等（1996）发现，规模大的高管团队更可能对竞争性挑战做出反应。这些发现说明，规模大的高管团队更可能只对战略实施渐进性变革，而且比规模小的高管团队实施的速度更慢。

高管团队的经验和教育的水平影响了集体性知识和技能（Hambrick和Mason，1984）。特别地，有更多经验的管理者更不会采取面面俱到的信息搜寻和战略决策过程。富有经验的高管团队更可能发展出一套明确的和清晰定义的心智模式，这会制约战略柔性（Hitt和Barr，1989）。然而，正式的教育和认知能力有关，后者有利于高度的察觉、理解性和思维开放性，以及对战略创新的高接受度（Kimberly和Evanisko，1981）。

实证研究检验了高管团队的经验和教育水平与竞争性战略的关系，结论支持了理论观点。例如，富有经验的高管团队更不会对竞争对手发起的竞争性挑战做出反应，而是在行业中其他竞争者之后进行反应（Smith等，1991）。然而，富有经验的高管团队会采取负责的竞争组合（Miller和Chen，1996）。而且，教育水平高的高管团队更容易对竞争对手实施重大的（战略性的）和集中的（市场范围小）的竞争性攻击（Hambrick等，1996）。结果，这种行动比显而易见的行动会得到更少的行业关注（行动可见性、显著性），激起的反应也更少。教育水平高的高管团队更可能对竞争性挑战采取和对手相匹敌的反应（Smith等，1991）。此外，任职期长的高管团队更不会发起竞争性行动，但对竞争性挑战快速反应的可能性更高，能力也更强（Hambrick等，1996）。


对竞争对手竞争性行动的有效反应需要企业对行动影响进行侦查和分析的能力。然而，企业之间这种信息处理能力存在很大差别。的确，有些企业更具内部导向性，关注于内部运营的效率。相反，有些企业具有外部导向性，将它们通过跨界性的活动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放在首位（Miles和Snow，1978）。因此，如果管理团队的任务营销和研发活动（部门）比财会和生产活动（部门）更重要，那么就可以认为，在企业战略方面，这个团队具有外部导向性（Miles和Snow，1978；Smith等，1992）。有趣的是，尽管这样外部导向的团队会降低企业对竞争性挑战做出反应的可能性，它们却可能产生更快的反应（Smith等，1992）。

对高管团队异质性和行为及反应关系之间的研究非常有趣。高管团队异质性一般被认为是认知和经验异质性的一个代理变量（Finkelstein和Hambrick，1996）。团队的组成塑造了像透镜一样的认知结构，后者决定了集体的愿景（Hambrick和Mason，1984；Miller，1993）。通过对战略性问题有更高的察觉，异质性的高管团队能够以相当水平的认知和经验多样性来应对复杂的竞争性挑战和不确定环境。除了察觉水平更高以外，异质性的高管团队也具有更高的能力来制定复杂的和不可预测的战略行动组合，这种能力包括辩论、魔鬼拥护法（Devil’s Advocacy，DA）与辩证探询法（Dialectical Inquire，DI）等技术（Mitroff和Emshoff，1979；Simons、Pelled和Smith，2000）。反之，高管团队同质性则是战略简单性（Miller，1993；Miller和Chen，1996；Milliken和Lant，1991）和惯性（Hambrick、Geletkanycz和Fredrickson，1993；Miller和Chen，1994）的来源。

在实证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异质性的高管团队更可能发起重大的（行动倾向、战略性行动）、会在更大范围市场上影响很多竞争者的行动（行动范围）（Hambrick等，1996）。然而，异质性的高管团队不太可能对竞争对手的行动做出反应，但当反应开始实施时，异质性的高管团队更可能采取显而易见的、会影响更多竞争者和消费者的反应行动（行动范围）（Hambrick等，1996）。

11.4.3　声誉性和战略性的特性


声誉
 　尽管对组织和管理特性的研究确实可以洞察企业未来的行动，但对企业过去行为的考察同样可以成为最能预测未来行为的重要指标。当企业的历史行为具有一致性和可预测性时，其他企业便会将特定的倾向和声誉特性归于该企业。这种声誉反映了企业作为竞争者的信誉信息。例如，经常通过降价获得／维持市场份额的企业会被看作“掠夺者”（Smith等，1992）。动态研究中的声誉被定义为竞争对手根据企业过去的竞争性行为归纳的正面或负面的特性（Wilson，1985；Smith等，1992）。

Smith等（1992）以企业前一年采取的竞争性行动的数量来衡量企业的声誉。更确切地说，就是将企业前一年采取的竞争性行动加总来表示企业的名声是战略性竞争者（Strategic Player），以及将定价行为的数量加总来代表且成为价格掠夺者（Price Predator）的倾向（Smith等，1992）。在研究中，企业作为战略性竞争
 者的名声越大，其他企业对其竞争性行为的反应就越慢。具有价格掠夺者名声的企业会激起对其竞争性行为更快的反应。然而，和预期不一致的是，价格掠夺者的竞争性行为受到的模仿更少；结果还显示，企业过去的竞争性声誉和对其行为的反应数量之间不存在关系。


一般性战略
 　就我们所知，只有一个研究考察了企业的总战略（或者说战略性地位）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基于Porter（1980）对企业层面一般性战略的分类，Smith等（1997）将航空企业分为三种战略类型：大规模、低成本竞争者；市场集中差异化竞争者；小市场竞争者。研究者预测，每个企业的战略类型会影响它的竞争性行为。采取低成本战略的企业会采取更多行动（主要是降价行动），更可能激发对手竞争性的接触（Smith等，1997）。差异化的航空企业也容易激发竞争，然而，它们在这一点上更具有代表性，如采取与营销有关的行动或提供一流的服务等。与之相反，小市场竞争者更不会激发竞争，采取的行动数量也更少。在竞争性反应方面，低成本竞争者更可能采用模仿反应来与竞争性挑战相匹敌，而差异化竞争者则不会这样。

11.4.4　行业的特性

基于产业经济学“结构—行为—绩效”的观点，高行业增长率、高进入壁垒和高行业集中度分别会对强烈的竞争产生缓冲作用（Scherer和Ross，1990）。因此，考虑这些因素后，这些重要的行业特性能够影响企业强势竞争的动机。我们将一一进行讨论。


行业增长率
 　行业增长率是行业需求的一个基础指标（Schomburg等，1994）。行业需求高时的竞争程度比行业需求低时的竞争水平要低。因此，低成长率通常导致了更激烈的竞争和更低的利润率（Fombrun和Ginsberg，1990；Smith等，1992）。很多研究发现都支持了行业增长率会影响竞争性行为的观点。例如，高速增长行业中的企业对竞争性挑战的反应更慢（Smith等，1989；Schomburg等，1994）。此外，高行业增长率意味着更简单的竞争组合（Miller和Chen，1996）和可预测的竞争行为模式（顺序可预测性），会削弱企业采取一系列持续时间长的竞争行动的动机（Ferrier，2000）。


行业集中度
 　由于存在寡头垄断的可能，高行业集中度会降低企业进行强势竞争的动机（Scherer和Ross，1990）。与此观点一致，Young、Smith和Grimm（1996）发现了高水平的行业集中度会使在位企业采取更少的竞争性行动。同时，行业集中度与行动顺序复杂性和差异化具有负向的相关关系。此外，Schomburg等（1994）发现，随着行业中企业数量增加，反应时间和行动的激进性会降低。


进入壁垒
 　关于进入壁垒的理论认为，资本集中度高、创新程度高和广告水平高的行业具有较低的潜在竞争者进入压力。研究发现进入壁垒对行业绩效有积极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在位企业之间的竞争强度不会因为新企业的进入而加大（Caves、Fortunato和Ghemawat，1984；Scherer和Ross，1990）。因此，在具有高进入壁垒的行业中的企业进行强势竞争的动机更小。


与这一理论相符，在具有高进入壁垒行业中的企业采取的一系列竞争性行动更简单，并更容易被预测（Ferrier，2000）。Schomburg等（1994）发现，随着进入壁垒降低，其他企业感知的竞争性行动的威胁提高，行动的激进性会降低。


其他行业特性
 　有一份研究开发了对竞争支持型行业结构（Favorable Industry Structure）的综合测量，包括竞争者数量、行业增长率和行业集中度等因素（Smith等，1996）。研究发现，当企业在竞争支持型行业中竞争时，它对竞争性挑战的反应更慢。

11.4.5　行动和竞争性反应的相互依赖关系

动态竞争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它对于竞争性相互依赖关系的关注。Schumpeter（1950）在他关于创造性破坏的理论中强调了这一研究的重要性，关注了成功的先动企业对竞争模仿和竞争性反应的激发。在这一部分，我们将考察行动和反应之间的关系。


预测反应频率
 　如前所述，行动具有多种特性。例如，具有战略性本质（与战术性相对）的行动更可能具有重大的实现需求（Implementation Requirements）。此外，具有重大战略需求的战略性行动也更难以被逆转（Difficult to Reverse）。学者们预计，这些及其他重要的行动特性将会影响市场中竞争性反应的可能性、频率和时间。

事实上，研究发现行动的特性确实会影响反应。例如，具有重大的实现需求和难以被逆转的战略性行动引起的竞争性反应总数更少（Chen和MacMillan，1992；Chen等，1992）。同时，严重威胁到大量竞争者（竞争性影响、行动范围）的行动会引起更多的竞争性反应（Chen等，1992；Smith等，1992）。类似地，针对大量竞争对手客户（行动威胁、行动强度、行动集中度）的行动也会面临大量的竞争性反应（Chen和Miller，1992；Chen等，1992；Smith等，1992）。

此外，战略性行动和那些能够影响多个竞争者和客户的行动也更明显，会吸引更多的关注。因此，高度可见的、显著的行动会引起大量的竞争性反应（Chen和Miller，1994）。


预测反应滞后
 　关于特定的竞争性行动的另一个基本特性是它的类型（如定价、产品和市场等）。动态竞争研究的一个关键争论是，竞争性反应的速度是否是最初的行动类型的函数结果。Smith等（1992）在对高科技行业（如远距离数据传输设备、集成电路、医疗测试系统等）中竞争企业样本研究后发现，诸如降价和新广告活动等行动（平均反应时间为7个月）会比新产品引进（平均反应时间约22个月）引起更快的反应。

此外，其他研究发现，需要大量努力得以实施和难以逆转的战略性行动会带来竞争性反应的延迟（Chen和Miller，1992；Chen、Smith和Grimm，1992；Smith等，1992）。然而，那些重大的、背离行业规范的行动会因为它们的激进性而引起更快的反应（Smith等，1992）。

研究还发现，对于影响了大量竞争者的行动（行动范围），之后竞争对手的反应更慢（Chen等，1992）。然而，研究结果显示，行动对竞争对手主要市场造
 成威胁的程度会产生一系列混合的结果。一方面，造成对手客户流失的行动（行动威胁）会面临更快的反应（Chen等，1992）；另一方面，具有威胁性的行动（攻击强度）又会引起更慢的竞争性反应（Chen等，1992）。

11.4.6　竞争性行动和反应的后果

图11.1中的模型显示，行动特性可以预测竞争性反应，而后者会影响绩效。总之，动态竞争方面研究辨别了行动、反应和组织绩效之间的各种关系。


单个行动的类型
 　最初关于行动特定类型对绩效影响的研究只得到了微小的结果。例如，Smith等（1992）在对高科技企业进行研究后，发现新产品行动比定价或广告行动能稍微提升绩效。另外，即使将行动划分为战略性和战术性，这和绩效表现也没有什么关系（Smith等，1992）。

最近，在大范围行业中的研究得到了一些行动类型方面比较好的结果。在对“领头者—挑战者”竞争性行动进行的研究中，Ferrier（1997）发现，市场份额领先者的市场份额和利润被挑战者侵蚀时，它们会采取营销，以及与生产能力相关的行动；而如果使用了定价类的行动，则会加快市场份额和利润被侵蚀。此外，当挑战者采取了公然的信号类行动（Overt Signaling Actions）（例如，一些非行为类行动：公开宣告、威胁和虚张声势等），领头者的市场份额和利润会更容易受到侵蚀。


单个的反应
 　与理论一致，那些实施能引起较少反应的企业，能够获得较高的绩效（Chen和Miller，1994）。很多研究考察了反应速度对绩效的影响。例如，在对航空业的研究中发现了反应速度与绩效之间的负向联系（Smith等，1991、1992、1996）。与之相关的联系还有Chen和Miller（1995），他们发现当小企业在反应速度方面背离行业规范时，它们的业绩会比较差。

尽管如此，当在研究中考虑了反应次序（在所有进行反应的竞争者中的排序）的因素时，反应速度在多个行业的研究中都对绩效有一个稳定的正向影响（Lee等，2000；Smith等，1991、1992）。这就意味着在反应速度和绩效之间还存在着其他的影响因素。进一步说，反应次序可能在其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竞争的攻击性和行动组合
 　当超竞争理论及奥地利学派关于竞争性互动的观点一致时，动态竞争研究认为，竞争活动具有攻击性的企业将致力于挖掘更多的利润和市场机会，并会为了提升自己的市场地位来抢夺竞争对手的努力成果。确实如此，企业在一段时间内对竞争对手采取的行动数量越多，它获得的利润率就越高（Smith等，1996；Young等，1996）、更大的市场份额和更不容易被挑战者所取代（Ferrier等，1999）。

此外，企业采取的竞争性行动组合越复杂，它越能够比采取简单行动组合的企业获得更高额的利润（Ferrier等，1999；Miller和Chen，1994）。Miller和Chen（1995）还发现，活动组合的不一致性和绩效之间存在负向的关系，其中企业规模和市场多样性会调节这种关系。特别地，大型的、与许多不同的竞争者竞争、以不同类型客户为目标的企业会比实施一系列极大地背离行业规范的企业取得更好的绩效。



行动的序列
 　对企业在一段时间内实施的多个竞争性行动进行概念化，可以将其视为一个统一的行动序列或一系列行动，它也是和绩效相关的（Ferrier，2000；Kirzner，1973；MacCrimmon，1993）。如果企业实行了一个复杂的行动序列，其中包括各种行动类型，例如，从多重战线上攻击对手会造成竞争性反应的延迟（D’Aveni，1994）。而且，具有攻击性的企业会通过改变战略来避免被预测，从而会出乎对手的意料（D’Aveni，1994; MacCrimmon，1993）。因此，通过实行不可预测的竞争行动序列，企业也可以打乱对手的竞争模式，从而带来竞争性反应的延迟（D’Aveni，1994）。

例如，Ferrier（2000）发现，当企业采用的行动序列比对手的行动序列更复杂、不可预测和更具有差异化，它就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收益。这一研究还发现，如果企业能够在一定时期内维持包含了许多行动的竞争性攻击，它就能够获得更好的绩效。另一项研究发现，股票市场的回报也与行动序列的不可预测性及复杂性（Ferrier和Lee，2000）有关。

11.5　对动态竞争研究的评论

正如前面几部分所展示的，关于动态竞争的研究流派为竞争战略管理做出了很大贡献。确实如此，这些研究为图11.1中的模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这一流派关注了行动和竞争性互相依赖等战略，以及为竞争性行动的前因和后果提供了解释——使我们对竞争性行为，以及这些行为和绩效之间关系的理解更进了一步
[3]

 。

更确切地说，我们相信图11.1展示的一般性研究模型能够对各种行业的竞争研究提供支持，竞争者在这些行业中进行了不计其数的竞争性行动和反应。一致的发现包括：第一，研究为企业层面的特性与行动相关的假设提供了支持。例如，我们知道，大型企业、具有大规模冗余资源的企业和小型企业或资源有限的企业，它们的行动和反应是不同的。这些发现强调了资源对于行动的重要性。未来的研究应该去考察为什么大企业和小企业的行为会不同，而且有必要将大企业和小企业的行为与组织绩效联系起来。

第二，与Schumpeter（1950）的观点一致，行动和反应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关系。例如，在很多行业中，我们发现战术性行动或不那么激进的行动，会引起比战略性行动或更激进行动更快的反应。我们还观察到，企业如果采取一个较长的和连续性的行动序列，能推迟竞争对手的反应。从这些研究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资源作为行动的基础，可以用来解释反应的延迟。例如，激进的和战略性的行动需要企业比进行战术性和不激进行动时付出更多的资源。竞争对手的反应可能会延迟，因为它们需要时间来获得同等水平的资源。未来的研究应该考察资源和行动的角色，以及资源、行动和反应之间的关系。

另一个一致的发现就是对有关行动和反应的行业结构的衡量。例如，我们观
 察到，在高进入壁垒和高行业集中度的情况下，企业行动和反应的频率比较低。当然，这也是“结构—行为—绩效”范式的基本论断（Scherer和Ross，1990）。然而，动态竞争研究中需要往前更进一步去考察结构、行为和绩效之间整体的联系。这样的考察，不仅支持了“结构—行为—绩效”范式，还为行动和反应研究提供了内容效度（Young，1996）。

最后，关于行动和反应与绩效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了研究的支持。例如，在行动／反应的时间和绩效之间存在着稳定的联系。也就是说，企业行动越快，它就越能够实现反应的延迟，这样它的绩效就更好。另外，我们还在很多场合下观察到行动攻击性和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这些发现支持了这样的观点：即具有攻击性的企业比不太具有攻击性的企业绩效更好。我们还观察到行动组合和绩效之间的关系。例如，采取复杂行动组合的企业比采取简单行动组合的企业绩效更高。

我们相信，目前的动态研究为将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我们也认为，动态研究目前的科学状态来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虽然图11.1展现的模型贡献很大，但其仍然存在一些局限，因此，我们在本部分剩下的部分将要讨论，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探索行动、竞争性互相依赖，以及新行业样本中重要的前因和后果变量，采用新的方法和研究设计或考虑其他组织和行业影响，来对这一模型进行完善。

我们还认为，动态竞争研究的学者需要拓宽模型和命题的理论根基。因此，我们认为，通过发展和结合全新的理论视角，可以发现更大的机会去超越现有的模型（图11.1）。我们在下一部分“向新的行动理论前进”中，将提出我们关于新理论整合的观点。

11.5.1　样本

从最初的实地调研只包括小样本、回顾报告、单一被访者、统计效力差，以及对构念效度的不重视，发展到如今，动态竞争研究的学者们已经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方法。结构化内容分析引导了大型纵向数据库的发展，其中包括了来自各个企业和行业的二手数据。这些基于档案数据的较新的研究方法有以下优点：1）所研究的企业和行业的多样化（近300个企业、50个不同的行业）；2）企业大样本得到发展（平均每项研究包括近300个企业）；3）在考虑时间因素的动态竞争研究中，因果关系可以被更确切地推断出来。

虽然迄今为止研究的行业已经涉及很广的范围，但由于行业背景的范围和复杂性，这仍然只是一个较小的行业样本。而且，这些研究大部分局限于探索关于国内经营单一业务的上市企业的一般性研究模型，而在全球化经济的背景下，还有很多由少数人持股的私有企业及强大的海外企业，未来的研究应该对新的企业样本进行模型的探索——这些样本包括全球企业，以及专注于多重市场竞争的企业。此外，研究还需要探索行业的变化动态和行业中企业行动与反应的关系，包括技术性行动的角色。

最后，因为收集和衡量竞争性行动的“成本”很高（接下来说明），所以在
 由单个行业研究提供的理解“深度”和由多个行业提供的理解“广度”之间需要做出明确的权衡。更具体地说，前一种研究考察了特定行业中所有企业的竞争性互动（如Chen，1988；Young等，1996），而后一种研究只包括在很多行业中少数比较大型的企业的行为（Ferrier等，1999）。未来的研究可以运用结合了宽度和广度的样本和方法，探索一般性研究模型。

11.5.2　方法

如前所述，这一研究流派最大的贡献就是，通过对文章和新闻头条使用结构化内容分析，对竞争性行动的企业战略进行了定义和衡量。学者们在所有研究中，都要将成千上万的新闻、头条和摘要系统地编码成一个个竞争性行动和反应。重要的是，这种方法在多个行业背景下和多个分析层面上都得到了一致的发现。对单个行动和反应层面的研究，以及“行动—反应对”层面的关系，为竞争性互动提供了一个更细致的视角。在组合层面或“企业—年”层面的分析，通过考察企业整体竞争性行动的结构特点，使整体研究模型具有全面性。将战略看作是一系列竞争性行动的研究为这一研究流派增添了“过程”的概念，其中竞争性行动的时间序列性可以用来解释绩效结果。

大部分对竞争性行动的衡量都是来自于二手资料。然而，这种收集竞争性行动衡量指标的方法（结构化内容分析）非常依赖于企业及其所采取的竞争性行动的新闻价值。未来的研究可以探索更多新的衡量方法，如可以通过直接从实施行动的管理者那里收集数据。因此，未来的研究者可以运用访谈和观察技术来直接衡量高管团队的决策和认知过程，并将它们和竞争性行动联系起来。

鉴于对竞争性行动的定义，这些研究都不包括企业内部的行动（如使用新的信息系统、重组等）。然而，有些学者认为，竞争性行为是企业资源的一个函数组合，而资源和行动可以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如Grimm和Smith，1997；Wernerfelt，1984）。未来的研究可考察企业的内部行动和资源、竞争性行动，以及外部绩效之间的联系。

大部分研究考察了竞争性行动的驱动因素和结果之间的直接影响和线性关系。未来的研究可能会关注更多的调节作用和非线性关系。例如，Miller和Chen（1996）发现，在竞争组合简单性和绩效之间存在着直接的线性关系。然而，最近的研究发现，当企业采取一个简单的竞争组合时，具有异质性高管团队的企业会获得更高的绩效（Ferrier和Lyon，1998）。

11.6　向新的行动理论前进

我们对动态竞争理论研究进行回顾之后，发现动态竞争理论一些普遍的假设和早期的决策理论相一致（Simon，1955）。事实上，在Schumpeter和奥地利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之上，动态竞争研究的大多数假设还来自于信息理论和博弈论。信息理论为竞争性行为提供了一个完全合理的解释：那些拥有信息的企业将会是
 最能够察觉情况、最有动机和最有能力进行反应的。博弈论也同样以决策者的理性信息处理能力为基础。

在这一部分，我们考虑了其他基于不同假设的行动理论。我们认为，这些理论可以比当前的研究提供更多、更丰富的关于行动和反应的解释。特别地，为了引导未来的研究，我们提供了一系列初步的命题，这些命题来自于制度理论、演化理论、组织生态学和网络理论。我们的目标不是要发展一个新的行动理论，而是要推动更多理论和研究的发展，这些研究和发展均基于对决策者和其目标的假设。我们的回顾可能不会毫无遗漏，但却为了理论建立和检验提供了新的机会。

从Simon（1955）的著作开始，研究者们为了更恰当地反映观察的结果——组织行为往往是分离的、不全面的和差强人意的，对修正理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例如，有学者认为，选择是不可知的，需要通过行动来发现（Kirzner，1973）。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决策者对结果的评价是易变的、不稳定的，在个体之间充满了差异（Simon，1955; Weick，1980）。

精炼后的理论将行动视为规则和制度化的行为，或是具有历史路径依赖，以及环境选择后的惯例。在最近的概念研究中，行动者的行动选择受到认知局限的限制，尽管决策者具有很大的动机，但仍然要受到组织中很强的抗拒变化的惯性压力。

11.6.1　制度理论

基于规则和社会考虑来解释行动，这是社会学研究长久以来的原则（见Weber，1946、1964）。从这个视角来看，行动不是通过评估各种选择以实现个体效用最大化的结果，而是一种在同行和重要的客户中获得合法性（Legitimacy）的努力。换句话说，行动的选择是以重要性为基础的。组织不仅对刺激（Stimuli）进行反应，它们还要对刺激进行解读，然后塑造出作为反应的行动（Weber，1946、1964）。这种制度理论的观点认为，行动的选择是基于社会化的需求、制度规范和顺从的压力之上的。

Scott将制度定义为“认知的（Cognitive）、规范的（Normative）和强制的（Regulative）结构和活动，它们可以为社会行动赋予意义，并保持其稳定”（1955:33）。从动态竞争的视角来看，制度压力可以被分解为规制的、规范的和认知的压力，它们从各个方面塑造了企业的行动。规制的理论包括使行动遵从正式规则的压力、确保行动遵从规制进行的评估和为了维持遵从而采取的制裁措施。例如，一个行业领头者可能直接对竞争对手采取降价行动，以达到规制对手已经背离了行业规范的行为的目的；或一群企业可能合作来影响政府规制，以实现正式地制定行业运行标准的目的——例如，美国国内航空业制定了准时到达和行李认领等标准。

规范的力量包括“社会生活的规定性的、评价性的和义务性的方面”（Scott，1995:37）。规范定义了在一个更大的行业群体中，何种行动类型可以被认为是合法的和可接受的。从动态竞争的视角来看，每个行业都有其独特的竞争规范。这
 些规范是在参与者长期的行为上建立起来的。这些规矩和规范可以使企业在引进新产品（如时间）时、在市场中检测新产品时，以及在引进后对产品进行促销时保持一致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规范得以建立，并定义了那些被大多数行业参与者认为是可接受的竞争性行为。在某些行业中，大幅度的降价可能是可接受的竞争性行为，而在另一些行业中，这种降价是不被认可的。当企业违犯了行业可接受的规范，就会受到惩罚。遵从了这些规范的企业会被认为是合法的，并能够得到支持，背离了规范的企业则会失去支持。

认知的力量强调了信仰体系和文化力量对个人或组织影响的程度。制度理论中最主要的机制是模仿的同构过程（Isomorphic Process of Imitation）。从动态竞争的视角来看，认知的力量使企业的行为具有一致性，使它们不会变成一类。

这三种力量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互联系，它们在动态竞争方面提出了重要的命题：


命题1：企业关于行动的类型、时间和地点的决策，是它们为了遵守竞争规则、遵从可被接受的规范和以传统方式行事的结果。



命题2：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一行业中的行为和反应模式会汇集成为一些可被制度接受的行为。



命题3：行业领头者会对背离规范者采取制裁（反应），来推动规范性行为的实施。



命题4：新兴的企业更容易做出背离规范的行为，因为它们对规矩和规范的意识还不足。



命题5：行业协会或合作研究团体的存在会对行为产生规制作用，使它们变得更加相似。



命题6：当存在合作研究团体和行业协会时，关于竞争性行为的规范将变得更加清楚和具有强制执行性。



命题7：新行业中的竞争行为具有异质性。



命题8：行业中企业的相似度越高，行动类型方面被要求遵从的规范和规制压力就越大。


11.6.2　演化理论

演化理论关注于解释行动，以及一系列行动是如何作为一个动态变化过程而随着时间改变的（Nelson，1995）。例如，演化理论会乐于解释企业为什么和怎样从一个落后者变成了领先者，或从一个弱势的竞争者变成了一个掠夺者。演化理论认为，企业的行动或一系列行动服从于随机的变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仍然存在一些机制能够系统地缩小企业行动变化的范围。因此，演化理论意识到，惯性（旧的行动不断重复和被制度化）和过程的力量是强大的，后者能够为行动不断引入新的变化。

根据演化理论的观点，企业采取行动，从行动的结果中学习，塑造未来的行动。更确切地说，新行动是试探性的，因为管理者并不清楚第一次行动的意义，也不知如何实现想要的结果（高利润）。全新的行动会变成初步的行动，之后也
 不再需要经过承诺后再执行。新行动被实施后，管理者了解了这些行动的有效性如何（产生了高利润的行动），以及有哪些地方的行动需要被重新设计。

在行业层面及行业发展的早期，企业行动中存在极大的差异。当有些行动成功之后，竞争对手开始模仿。行业会逐渐发展出一种结构，在这个结构下，只有遵循了这些行动或类似于这些行动的企业才能存活下来。

Nelson（1995:56）认为，就行动的学习过程而言“其模式化来自于可能行动的概率分布变化，这些行动是组织在任何时候都可能采取的，来自于已经尝试的行动的反馈或结果”。Nelson和Winter（1982）使用“惯例”（Routine）这一术语来定义那些不需要通过之前明显的思考就得以实施的行动或行为。这种惯例之所以得到发展，是因为它们被认为是实现想要的结果最合适和有效的方式。惯例的发展来自于利润导向的学习过程（Nelson，1995）。Nelson描述了三种类型的惯例化行动：第一，有些行动或惯例决定了企业的产量——这些应该是在某个时间点被设计为利用现有资源结构的行动（例如，设计一个价格或发起广告活动）；第二，有些行动被设计为影响用于实现利润的资源结构（例如，雇用一个新科学家的行动、提高员工技能的培训或建造新厂房和设备的活动）。这些行动都会影响资源的结构。第三，还有一些被精心设计来搜寻新机会的行动（例如，引进新产品的行动、进入新市场的行动）。Nelson（1995）认为，这些搜寻为创业行动提供了一种“差分适应性”（Differential Fitness）。正如Schumpeter所言，企业如果采取了能够实现更好的产品、市场和资源组合的行动，它们将比竞争对手获得利润和实现成长。然而，这种搜寻行为也将企业约束成了一个团体，因为这些行动或多或少是以现有的竞争为基础的，而其他企业会模仿这种能带来利润的行动。

基于演化理论，可以提出如下命题：


命题9：随着时间推移，竞争性行动反映了企业的习惯和风俗。换句话说，成功的行动将被重复。



命题10：利用现有资源结构的行动，能够与配置资源和搜寻机会的行动区分开。



命题11：在习惯和风俗方面，对现有资源结构的利用将是最有可能被惯例化（重复）的行动。



命题12：搜寻行动还包括创新和新的行为。能够产生利润的搜寻行为将被惯例化和模仿。



命题13：有利润的搜寻行为将导致企业实施重置资源的新行动，以及实施利用资源结构的新行动。



命题14：行动是一个演进的过程：从搜寻到资源配置，再到利用。



命题15：之前的资源利用和配置行动、行为（路径依赖）会限制未来的搜寻行动。


11.6.3　组织生态学

组织生态学是对组织多样性的研究。这一理论的重点是研究影响多样性的过程（Singh和Lumsden，1990）。尽管组织生态学广泛地研究了组织产生、终止和
 变化的各种规律，我们的重点主要是组织行动的多样性。

组织生态学的主要观点是，由于受到创建和解散过程的影响，企业屈服于强大的惯性压力。关于生态学的主要假设就是企业的产生、死亡和变化过程与生物是一致的。因此，组织生态学用生物学的比喻来对多样性进行预测。

和组织生态学研究者一样，我们也关注了如下问题：社会和环境如何影响新行动的产生？为什么有些行动会被淘汰？为什么组织会改变它们的行动？D’Aveni（1994）提出，每个行动都有一个生命周期，从引进到被开发利用，再到其竞争性反应，直到有必要开展一个新的行动。

在关于新行动是如何产生的这一问题上，组织生态学认为，随着过去的行动被放弃，新的资源就会被释放，为新的行动做准备。例如，如果一个企业放弃了曾经很成功的一个长期的广告活动，那么资金就需要被释放，以开展新的活动。然而，一个新型的广告活动如果显示了这个领域的利润丰厚，它就会鼓励竞争对手去模仿这一行动。随着模仿的继续，有太多的广告行动被开展，这会使得对广告资源的竞争加剧，最终会阻止进一步的广告行动。因此，关于生态密度的论点认为，早期的新行动类型鼓励了同类型的进一步行动，并使其合法化（Singh和Lumsden，1990）。然而，随着特定的新行动的密度增加，合法化的过程将被竞争性的过程取代，后者将导致特定类型的新行动的减少。

关于死亡率的组织生态学研究更加复杂。一个特定的理论就是“新进入者劣势”（Stinchcombe，1965）。当被用于行动研究时，这一理论认为，当企业采取一个新的行动，这个新的行动需要和市场中已有的行动进行竞争。一个企业采取了新的促销活动或引进新的产品，它需要应付市场中已有的促销活动和产品。其他行动的存在，意味着它们已经得到了客户的支持。为了和已经拥有忠实客户的在位企业竞争，管理者需要为新行动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资源。因此，与新行动对抗成功的概率和已有的行动有关，这导致了新行动的劣势。

与“新进入者劣势”相关的是“小规模的劣势”。当提到行动时，我们既会想到那些大规模的、投入了大量资源的行动，也会想到规模相对较小的行动。Hannan和Freeman（1984）认为，组织惯性的水平随着规模而增加。此外，行动的选择过程更喜欢那些具有更高惯性的、不易改变的、稳定的行动。因此，我们可以想象，那些投入较少资源的行动将比那些需要更大资源投入的行动更能取得成功。

组织生态学理论还研究了变化的过程。说到行动时，组织生态学认为，具有惯性特征的行动——例如长期契约或需要大规模实物资本投资的行动——更容易在长期竞争中生产，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惯性会得到发展。这种观点具有两重含义：首先，如果企业投入了更多资源实施行动，这些行动被证明成功后，它们不太可能改变行动（Singh和Lumsden，1990）；其次，老企业比新企业更不愿意改变行动，因为它们嵌入在周围的环境中，而且发展出的关系也限制了它们自主行动的能力（Singh和Lumsden，1990）。老企业更容易坚持那些之前进行得很好的活动。

总之，组织生态学可以提出如下命题：


命题16：当过去的行动被放弃后，资源就能够被用于实施新的行动。可用
 
 的资源越多，实行新行动的可能性就越大。



命题17：特定类型的新行动会指示利润丰厚的领域，导致竞争对手的模仿增加。



命题18：对行动模仿的增加最终会导致竞争的加剧，从而这种类型的进一步行动会减少。



命题19：新行动受到“新进入者劣势”的制约，而且得不到已有行动针对的那些客户的支持。



命题20：小规模的行动及需要更少资源投入的行动，将得不到和需要更多资源的大规模行动同样多的支持。



命题21：需要更多资源投入的行动比需要更少资源投入的活动更持久，也不容易改变或被终止。


11.6.4　网络理论

近期，关于组织网络的理论也加深了我们对行动和反应的理解。例如，网络理论认为，企业实行任何竞争性行动时并不是自由的（Burt，1982；Granovetter，1985）。相反，企业的行动和反应要受到社会网络的约束。

Gulati、Nohria和Zaheer（2000）认为，网络对企业来说越来越重要，如果想完全了解企业的行动和行为，我们必须要对网络有所了解。Gnyawali和Madhavan（2000）将企业在网络中的位置看作一种资源——能够被企业用于实施战略。根据Gnyawali和Madhavan（2000）的观点，企业采取行动或反应的可能性受其网络位置的影响。他们定义了四种重要的特性：中心性、结构洞或自主性、结构等位和密度。我们接下来将简要描述Gnyawali和Madhavan（2000）所说的这些关系。

中心性（Centrality）被定义为企业占据一个和其他网络成员具有较强联系的关键位置的程度（Wasserman和Faust，1994）。在网络中占据中心地位的企业更容易获得信息和资源，后二者使企业能够更具竞争察觉性和动机。

结构洞（Structural Holes）能够为企业带来权力和信息，这取决于企业在网络中掌握重要信息的能力（Burt，1992）。如果X企业和Y企业与Z企业都有联系，而Y企业和Z企业之间没有直接联系，那么Y企业和Z企业只能通过X企业形成联系。在这种情况下，X企业就有了利用Z企业和Y企业的权力，这得益于X企业的网络位置和Z企业与Y企业之间的结构洞。结构洞会影响网络参与者的察觉和动机，而且带来了更少的冗余和更高质量的信息。另外，结构洞使企业接触信息的速度更快，而且带来了更多信息交互的潜力（Burt，1988）。最后，填补了结构洞的竞争者具有控制其他独立竞争者的信息的潜力。正如Gnyawali和Madhavan（2000）所言，填补了结构洞的企业和不在结构洞位置的企业具有不同水平的察觉、动机和资源能力。

结构等位（Structural Equivalence）指的是网络成员具有相似关系结构的程度（Rice和Aydin，1991）。网络理论认为，具有结构等位的竞争者可能具有相似的察觉、动机和资源能力，因此，他们可能会采取相似的行动和反应。结构等
 位的企业还有可能为了取得合法性表现相似。

密度（Density）指的是网络中企业关系互相交织的程度（Coleman，1990）。企业在网络中联结的成员越多，密度就越大。高密度网络中的信息流动速度更快，效率更高，因此联系更多，分配信息的潜在线路也更多（Coleman，1990）。此外，高密度的系统发展为一个封闭的子系统时，成员将发展出信任和合作的规范。因此，在高密度网络中的企业更有动机和更容易察觉网络中对手的行为，这会影响到它们自己的行动和反应。下面的命题来自于上文的论述：


命题22：处在网络中心位置的企业和（或）占据结构洞的企业将更可能在行动时先行一步，也更容易成为具有攻击性的反应者。相反，不在中心位置和不在结构洞位置的企业将变成落后者或反应较慢。



命题23：当企业的网络结构相似时，它们将会采取相似的行动或反应方式。当网络结构相似时，企业不太可能频繁地行动，但是会很快地做出反应。



命题24：处于中心位置的企业具有更大的关系网络；占据结构洞的企业将试图为竞争设定并推行行业标准。



命题25：在高密度关系网络中的企业将不愿意行动（害怕增加对手的数量），但当其他企业行动时，它们将快速地做出反应。


可以清楚地看到，制度理论、演化理论、组织生态学和网络理论的领域存在交叠的部分，而且为了方便回顾，这些理论都被简化了。此外，我们认为提出的命题还是初步的。我们的目标是鼓励研究者去探索这些理论观点，对大量的命题进行发展和检验。我们相信，通过运用这些理论及其一系列假设，我们能够对行动和反应有更全面和深入的理解。

11.7　讨论

动态竞争研究的突出特点包括：关注特定时间和场合的企业的真实行为或行动；强调竞争性互相依赖的强调；认识到企业行动的成功依赖于其发生的竞争性环境；尝试预测行动的原因，以及行动的绩效和竞争性后果。我们在本章中回顾地研究反映了这些特性。

我们回顾了动态竞争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实证发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研究方法和样本得到了最大的发展，然而如果想让动态竞争研究具有长久的价值，还需要进一步发展该理论。在这方面，我们提出了一系列可供选择的理论，这些理论都是基于决策假设的不同方面，我们还根据每种理论提出了一些初步的命题。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这些假设来鼓励更多的研究工作。

总之，我们认为，图11.1描述的模型多数方面已经经过了检验。此外，这些检验是基于各种不同的行业和企业大样本进行的。经过研究，我们得到了一些重要的发现：包括行动时间、行动攻击性和行动组合（差异性）对企业绩效的重要性。然而，在对这些样本研究之后也存在一些不一致和相矛盾的发现，为了进一步的研究需要区分出这些差别。但是我们并不清楚，这些不一致是否与样本或研究方法的特性有关。


我们认为，动态竞争研究在扩展对企业竞争战略的理解方面有很大潜力。这种拓展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对行动和反应的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于竞争对抗的理解，后者是所有竞争优势模型最基本的方面。例如，竞争的水平或企业行动和复制优势的容易程度，是资源基础观关于竞争优势的一个关键变量（Barney，1991），也是Porter的影响企业决策和行业定位的五种理论之一（Porter，1980）。然而，几乎没有战略研究的学者在检验战略／绩效模型的不同方面时直接衡量过竞争的程度。通过考察企业的敌对行动，动态竞争研究者能够对竞争性行为和竞争优势，以及绩效之间的关系做出更贴合实际和更准确的预测。因此，他们能够为改进竞争者分析理论做出贡献（Chen，1996；Porter，1980）。

其次，动态竞争视角能够加深我们对竞争优势两个关键模型的理解：对战略和优势的资源基础观（RBV）和产业组织视角（I/O）。我们在图11.2展示了资源、环境或行业结构与企业行动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模型中，我们将行动看作企业改变资源配置和行业定位的载体。例如，通过对企业行动的实证研究，研究者能够考察特定的资源配置如何影响行动和推迟反应（不同资源具有怎样的价值），或考察行业结构——如进入壁垒——如何影响企业的行动或反应（对抗竞争的水平）。此外，研究者还研究了行动如何影响（或改变）将来的资源配置或影响（改变）将来的行业结构。在这方面，动态竞争研究能够体现或构造出关于优势的更全面、更动态和更有价值的模型。

[image: ]


图11.2　资源、行业结构与企业行动随时间变化的关系

最后，动态竞争研究还能够加深我们对战略选择和决策的理解。大约30年前，John Child（1972）提出了战略选择的概念，用于识别企业有目的的行为。事实上，战略选择的概念可以作为战略管理研究的假设。然而，研究者通常从粗糙的企业年报或执行者的回顾报告中对战略决策进行推断。除非执行者决定采取某一行动，否则组织的行动是不会发生的。因此，关于行动的研究将研究者和战略的中心概念拉得更近了——这就是战略选择。另外，将行动以模式、惯例和顺序整合起来，即能够得到战略的字面定义（Andrews，1980；Mintzberg和Waters，1985）。

11.8　结论

我们在本章中囊括了大量的资料。的确，这个回顾的程度可以展示出动态竞争研究在过去十年的进展。然而，这个回顾还识别了一系列重要的问题，如果动
 态竞争研究要将潜力完全发挥出来，这些问题必须要得到解决。我们对动态竞争研究的可能性感到兴奋，也对它的未来保持乐观的态度。


附录A　不同分析层次上行动的概念和操作化定义




	研究的概念
	操作化定义
	实证研究



	行动特性
	竞争性行动：为了提升企业的相对竞争地位而采取的对外的、可观察的竞争性行为



	类型、类别
	某种特定行动的一般功能型或操作型分类；定价、营销、产品、服务、研发，等等
	Smith、Grimm、Gannon和Chen，1991

Chen和MacMillan，1992

Smith、Grimm和Gannon，1992

Ferrier，1997



	规模、战略类型
	某种特定行动所反映的对固定资产或人力资源的投资程度或重新配置程度
	Chen、Smith和Grimm，1992



	战略显著性
	行动背离行业规范的显著性程度；战略性与战术性相对
	Smith等，1992

Hambrick、Cho和Chen，1996



	威胁、强度、集中度
	某一行动威胁到特定竞争者的特定市场或消费者的程度；某个特定竞争者受某一行动影响的程度
	Chen等，1992

Smith等，1992

Chen和Miller，1994



	范围（a）、竞争性影响
	某一行动影响的竞争者的总数
	Chen等，1992

Smith等，1992



	激进性
	某一行动显著地背离行业规范的程度
	Smith等，1992



	实现需求
	在资源配置、部门间的协调，以及外部利益相关者协调等方面为实施行动所做的努力程度
	Chen等，1992

Smith等，1992



	反应难度
	特定行动的感知特性，用来说明预计的经济支出，包括采用反应手段、复杂性协调，以及对人员与设备的配置等
	Chen和Miller，1994



	不可逆性
	某一行动需要的大量支出、与其他主体的法律及契约关系的程度；需要部门间大量的协调；对系统和程序的瓦解
	Chen和MacMillan，1992



	显著性、可见性
	行业对特定行动的注意力总数；行动不隐蔽的程度
	Chen和Hambrick，1995

Hambrick等，1996



	范围（b）
	某一行为所影响的或需要的企业运营之间的协调程度
	Hambrick等，1996



	执行速度
	实施某一被宣告的行动所需的时间
	Chen和Hambrick，1995

Hambrick等，1996



	反应的特性
	竞争性反应：针对某一行动发起的“恢复性”或“反应性”的可观察的反动作



	反应的数量
	由某一行动激起的反应总数
	Smith等，1991

Chen和MacMillan，1992

Chen和Miller，1994



	模仿、匹配的反应、针锋相对
	竞争对手发起的反应，其对某企业的行动进行模仿和匹敌的程度
	Smith等，1991

Chen和MacMillan，1992

Smith等，1992

Smith、Grimm、Young和Wally，1997



	滞后、延迟、速度、行动适时性
	焦点企业发起的竞争性行动和对手的竞争性反应之间间隔的时间
	Smith等，1991

Chen和MacMillan，1992

Smith等，1992

Smith等，1997

Lee、Smith、Grimm和Schomburg，2000



	次序
	企业针对竞争对手的行动采取的竞争性反应的时间序列
	Smith等，1991

Smith等，1992

Lee等，2000



	发起的速度、宣告的速度
	企业发起的行动和焦点企业宣告竞争性反应之间间隔的时间
	Chen和Hambrick，1995

Hambrick等，1996



	执行速度
	企业宣告要采取针对某一行动发起竞争性反应和该反应被实施之间间隔的时间
	Chen和Hambrick，1995

Hambrick等，1996



	范围
	反应影响或需要的企业运作之间协调的程度
	Hambrick等，1996



	企业—年集合和组合的特性
	行动组合：企业在某一年内实施的一系列连贯的竞争性行动



	行动倾向、总行动、活动频率
	在既定的某一年内，企业实施的竞争性行动的总数
	Chen和Hambrick，1995

Hambrick等，1996

Young、Smith和Grimm，1996

Smith等，1997

Ferrier、Smith和Grimm，1999

Young、Smith、Grimm和Simon，2001



	反应倾向、响应性、可能性、反应数量
	在行动总数一定时，企业真正针对竞争性行动发起的反应程度
	Smith等，1991

Chen和MacMillan，1992

Smith等，1992

Chen和Hambrick，1995

Hambrick等，1996



	竞争煽动
	在某一年内，企业先发制人的数量
	Smith等，1997



	降价倾向
	在某一年内，企业的降价行动在所有实施的行动中所占的比重
	Smith等，1997



	组合惯性
	为了超越竞争对手，企业在某一年内实行的一系列行动中，市场导向变革的数量
	Miller和Chen，1994



	组合不一致性
	企业在某一年中实行的整套竞争性行动背离行业规范的程度
	Miller和Chen，1995



	组合简单性
	企业在某一年中实行的整套竞争性行动只包括小范围（与大范围相对）的不同类型或类别的行动的程度；竞争性行动集中于很少类别的趋势
	Miller和Chen，1996

Ferrier和Lyon，1998

Ferrier等，1999



	组合异质性
	企业在某一年中实行的整套竞争性行动背离行业规范或与竞争对手不一样的程度
	Ferrier等，1999



	行动或活动的适时性
	企业实行一整套行动和竞争对手实行一整套行动之间间隔的平均时间
	Ferrier等，1999

Young等，2001



	序列的特性
	行动序列：在一定时间内实施的一系列一致的、连贯的和有序的竞争性活动



	数量
	企业所实行的连续的竞争性行动序列中行动的数量
	——



	持续时间
	在一个连续的竞争性行动序列中从第一个行动到最后一个行动之间间隔的时间
	Ferrier等，2000



	复杂性
	企业实行的某个连续的竞争性行动序列所包括的大范围（与小范围相对）的不同行动类别
	Ferrier等，2000

Ferrier和Lee，2000



	异质性
	企业实行的某个连续的竞争性行动序列背离相抗衡的竞争对手的程度
	Ferrier等，2000

Ferrier和Lee，2000



	强度
	在越来越短的时间里，企业实行的连续的竞争性行动序列包含的行动数量越来越多；行动不再是零星状，而是呈爆炸式增长
	Ferrier和Lee，2000



	不可预测性
	企业实行的某个连续的竞争性行动序列在不同时间段内不断变化
	Ferrier等，2000

Ferrier和Lee，2000






附录B　动态竞争研究的样本




	行业
	时间
	行动／反应的数量和类别
	相关的关键（新）变量
	方法



	1．银行业
	1980
	对银行业创新的反应
	企业特性、行动特性
	实地调研／案例研究



	2．摄影
	1975—1980
	行动和反应
	股票市场反应
	案例研究



	3．高科技行业
	1985—1986
	47个各种类型的行动和反应
	行动特性、反应时间和企业绩效
	实地访谈和问卷



	4．计算机零售
	1988
	25个竞争性反应
	组织资源
	实地访谈和问卷



	5．美国航空业
	1978—1986
	191个行动和418个反应
	反应次序、反应者数量
	对《每日航空》的档案研究



	6．酿造业、无线通信和个人计算机
	1975—1990
	82个新产品引进和632个模仿反应
	行业结构和绩效、股票市场反应
	对F&S Predicast——700份报纸和商业杂志的档案研究，行业协会



	7．软件
	1980—1990
	2347个行动和反应
	竞争、合作和绩效
	对F&S Predicast的档案研究



	8．41个行业中的领头者／挑战者对
	1986—1993
	4876个行动和反应
	行动组合、行业中的地位更迭
	对F&S Predicast的档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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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济学领域当然也有很多关于对抗或竞争的研究[参见Scherer和Ross（1990）的回顾］。然而，这些研究大部分是通过研究聚合定价或绩效数据做出推论的。由于这种研究并未直接考察企业层面的行动和反应，因此我们的回顾将其排除在外。我们也未包括博弈论，因为它缺乏对企业行动和反应的实证观察。


[2]
 　我们注意到，研究者并未研究决策者的真实认知和动机。他们只是通过对组织因素的认知做出了这些推论，这些组织因素包括组织规模和结构复杂性，它们被认为能够影响管理认知和动机。


[3]
 　尽管有些实证研究将竞争性环境和行动，以及反应联系起来，但大多数动态竞争研究者将行业作为控制变量，或者将研究放在单一行业中以保证没有其他行业变量会产生影响。我们关注的是对行业环境做出了假设的研究。







第12章　多元化战略研究的十字路口：以往、新近和预想的研究路径

如何建立并且管理自己企业的生产线，是摆在高层管理者们面前的重要战略问题之一。作为更加正式的多元化战略，管理者们需要开发一种途径来决定对哪些业务进行取舍，并如何管理好自己的总资产。而这些重要决策对于企业的构成和发展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此外，作为实现多元化战略的主要途径——收购、内部发展、重组——一百多年来，一直都是作为企业发展的普遍因素存在（Gaughan，1999）。在战略管理领域，多元化战略成为最流行且最核心的问题之一。

在战略管理领域的发展过程中，多元化战略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也被倾注了大量心血。例如，最初的一些研究是关于检验多元化战略的（如Chandler，1962；Rumelt，1974）。而且，从此之后，关于多元化战略的学术研究一直在发展，一些研究涉及动机、方向、进入模式、多元化状态、多元结构管理、控制系统的发展、协同效应、环境和资源的影响，而这些整体上也对财务绩效产生了影响和引导作用（Ramanujam和Varadarajan，1989；参阅Datta、Rajagopalan和Rasheed，1991；Dess等，1995）。甚至，多元化战略的研究还代表了战略管理研究领域的一些重大进展，因为它为该领域中每个理论观点的发展都提供了平台，并且开始了对权变观点的研究工作（Ansoff，1965；Chandler，1962），并且在产业组织经济学（Porter，1980）、组织经济学（Williamson，1975）、资源基础观（Wernerfelt，1984）和高阶梯队理论（Hambrick和Mason，1984）等领域被广泛引进和应用。

总体来说，多元化战略的研究是战略管理领域中经历最长、范围最广，也是影响最深远的。这种广泛的理论文献为进一步的调查研究提供了很多有趣的内容。新的观点和研究设计正在兴起，为很多原有问题提供了不同解释。新的问题也在逐渐涌现，并对传统的解释起到了拓展和推动作用。研究者们正在对原有研究中的一些核心概念进行重新定义和解构，以求对多元化战略进行更全面的
 理解。

在我看来，对于多元化战略的研究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并出现了很多条研究路径。本章的目的就是对这些不同的路径进行讨论，并提供一些论点，以及这些论点是如何推动理论发展的。我会提供一些想法和观点，这些想法和观点涉及研究从何而来、进展如何、未来走向及研究者在这些路径上可做出的贡献。本章在开始部分将介绍多元化战略的概念和理论发展历程。第一部分讲述多元化战略的理论来源和演化历程。在此基础上，接下来的两部分讲述当前的一些观点是如何涌现的。在这几部分中，我关注的主题和理论与传统领域存在着偏离，但这些偏离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最后一部分将试着讨论在未来的研究中，哪方面会出现重大成果。总体而言，本章的目的就是向读者介绍多元化战略的发展历程，并提供一个传统理论演变的清晰路径，启发新的思维，以丰富我们对于该批判性战略问题的理解。

12.1　多元化战略的基本观点

12.1.1　多元化战略概念的发展历程

多元化战略是一个复杂的概念。首先，它包含了多个业务种类的管理。Pitts和Hopkins曾提到，“多元化源自其‘多元’的语义，字面意思为‘不同的、不一样的、有区别的、单独的’”（1982:620）。他们指出，多元化战略同时包含了几个不同业务上的操作内容。其次，它包括了多元化行为或进入产品市场的活动，从而扩展一个组织进入到新的业务活动之中。对于没有管理程序的改变而进行的单纯的生产扩展，并不属于这种多元化的概念（Ramanujam和Varadarajan，1989；Rumelt，1974）。从这个方面来说，多元化战略并非从属于诸如产业、市场等企业之间的竞争领域（Grant，1998），而且同经理人对技能和实力的买进、创造和交易及企业的机遇也关系不大（参照Ramanujam和Varadarajan，1989，对多元化的几个新定义的调查）。

多元化战略概念的发展已经成为战略管理研究的主流之一。管理学领域的学者们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开始了多元化战略的研究，其中以Ansoff（1957，1958）和Chandler（1962）两位学者为先行代表。而Wrigley（1970）在这些早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多元化概念的最初框架。他提出，多元化有两个重要因素，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决定了多元化战略。第一，他提出了产品市场活动的相分离，这是一种多元化企业内部的战略关系。这种观点与传统的产业组织经济学的看法不同，后者的重点在于企业在SIC产业领域的扩散（Keats，1990），也就是说战略与企业的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第二，Wrigley将专业化率（SR）解释为产品市场活动在企业年度收益中所占的最大比重。他把专业化率看作是企业多元化的测量标准，导出了在同一领域的不同企业获利不同的区别化。根据该标准，Wrigley提出了四种不同的多元化
 战略：（1）单一产品企业的专业化率在0.95～1.0之间；（2）企业主营产品的专业化率为0.7～0.95；（3）相关产品企业的专业化率不足0.7，并且附加了很多商业活动，涉及整体的策略和实力；（4）非相关产品企业的经营行为与初期的策略和实力没有关联——除了体现在企业财务上。

Rumelt（1974）指出了Wrigley的分类标准有几处不当之处，并提出了自己的分类体系，以期能弥补这些不当。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把Wrigley的专业化率与关联率（RR）和垂直率（VR）结合起来。关联率是指一个企业的最大相关商业活动，在企业的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垂直率是指一个企业的纵向产品及其商业活动，在企业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这些概念可以用来辨别10种不同的战略类型，并且其中很多都是从Wrigley的分类中提炼出来的概念（Rumelt，1974；参照Grant和Jammine，1988，对Rumlet和Wrigley的分类比较）。

简而言之，Rumelt的分类定义了专业化率在95％及其以上的单一业务或单一组织。这里主要包括四种不同的企业，即垂直性、约束性、连接性和无关性。绝大多数垂直性企业直接从它的垂直产品市场中的获利达到70％以上。其他三种企业的专业化率在70%～95％之间，彼此之间因各自内部关系的不同而不同。其中，有两种企业是有关联的，即“约束性”和“连接性”。约束性业务是指专业化率不到70％而70％以上的业务之间是紧密相关的。连接性业务是指业务的专业化率不到70％而关联率却在70％以上。这两种类型的区别在于业务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多元业务和无关性业务的专业化率与关联率都是在70％以下（参照Rumelt，1974；Montgomery，1982）。总体来看，Rumelt的分类体系说明了多元化战略的范围和类型（Varadarajan和Ramanujam，1987），并且找出了多元化的策略方法。

自从Rumelt提出了他的分类标准之后，关于多元化战略组成的研究基本没有发生太大的波动。虽然对多元化的测量仍存在很多标准层面上的讨论，但大多数无非是对Rumelt的思想做出的某些改进和发展（如一个企业涉足多少个行业），而不是像Rumelt当初那样在类别上提出较大的异议。因此，Rumelt所提出的多元化战略概念似乎成了一条铁律，在战略管理方面对多元化战略的发展历程有着强大的统御力（Keats，1990）。但是，当前仍存在有可能拓展目前对多元化战略表述的三种趋势。

第一，研究者们在重新思考相关性的意义，这些研究很可能十分重要，因为相关性在对多元化战略的定义和测量中起着基础作用（参照Robins和Wiersema，1995）。这种研究破除了对相关性概念定义的固定模式，并且透露出之前对相关性的描述过于笼统，而且有可能不完整，因为它们没有把相关业务中固定资产和资源区别性考虑在内（参照Farjoun，1998；Harriso、Hall和Nargundkar，1993；Markides和Williamson，1994，1996；Stimpert和Duhaime，1997）。而这些争论也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Rumelt对多元化战略概念的分析上来；这种战略上的相关性很可能比我们所知道的更具体，并且因内部关系相关性的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形式（如产品相关性、市场相关性、研发相关性，以及战略相关性等）。认识到这种可能存在的相关性不同后，我们对战略关系的构念也可能存在不同，并且由此引发出不同的多元化战略，而且有些可能会超出Rumelt给我们划定的
 范围。而这也预示着在不久的将来，将会出现一种新的多元化战略，至少会出现一种关于相互关系的多元化战略，而这种新的多元化战略会改变过去对相关性的描述（Robins和Wiersema，1995）。

第二，对国际多元化战略的研究会为多元化战略这个概念加入新的要素。国际多元化战略包括传统的产品市场，但仍与多元化企业所经营的市场数量和相对重要性有关联（Hitt、Hoskisson和Kim，1997）。国际多元化和产品多元化有很大的不同（Geringer、Beamish和daCosta，1989；Hoskisson和Hitt，1994），但是人们经常会把这两者结合起来（Hitt、Hoskisson和Ireland，1994; Kim、Hwang和Burgers，1988；Tallman和Li，1996）。然而，当涉及不同的产品线，而非国内市场产品的时候，这些研究又为多元化提供了潜在的扩展空间。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国际多元化是不能被算到专业化率、关联率和垂直率等概念范围之内的。因为它可能代表了多元化战略的一种新要素，这就需要我们扩大对多元化概念的认识，测量标准也要随之更新。

第三，研究者们正在探讨多元化战略新的测量方式。这一系列的研究彼此之间存在不同的测量标准，通常是论证结构的合理性。这些研究有很长的历史（Montgomery，1982；Varadarajan和Ramanujam，1987），其中很多验证技术在对多元化的研究中都有使用（Hall和St. John，1994；Lubatkin、Merchant和Srinivasan，1993），从对比、单变量验证，到更加复杂的分析方法，这些方法可以用来对多元化关系进行检验（Hoskisson等，1993）。一般来说，这些研究在相互的测量上有很多重合的部分，但是这些测量方式也会有单独的部分。这些结果告诉我们，多元化战略比我们早期所划定的范围要大得多。简单地说，早期的对多元化的实证研究和测量标准的结果告诉我们，多元化可能要比Rumelt的假设更加复杂。在以后的研究中，如果能把多种测量方法所涵盖的多元化战略中分布的要素都结合起来考虑的话，一定能够证明我们现在对多元化战略概念扩展的正确性。

即使不考虑这些新出现的研究方法，我们对多元化战略的早期研究，也能与对多元化结果的理解所带来的收获相提并论（参照Hoskisson和Hitt，1990；Dess等；Montgomery，1994）。实际上，对创建和发展多元化战略的理论，已经成为战略管理理论中的重要一环（Hoskisson等，1999；Ramanujam和Varadarajan，1989）。

12.1.2　多元化战略概念的理论发展

或许对于多元化战略的研究来说，持续时间最长的课题就是解释多元化战略对于财务绩效的影响。这一部分似乎已经成为了多元化战略理论发展的核心环节（参照Datta、Rajagopalon和Rasheed，1991；Palich、Cardinal和Miller，2000），而且也为多元化战略的研究提供了很多理论来源。其实，以往文献中一些更为流行的理论观点也可追溯到对多元化战略绩效的研究之中。

在历史上，具体来说共有三个理论观点最能代表多元化战略在实际中的应用。首先，在20世纪70到80年代的十年中，结构—行为—绩效这一产业组织
 经济学的范式在战略管理的研究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很多多元化战略的核心理论阐述都是借用了产业组织经济学上的研究成果。这种应用的早期研究可以追溯到Cynthia Montgomery（1979）的论述中。其中，她验证了产业结构和绩效是否影响了Rumelt经验性的发现。不久之后，Bettis和Hall（1982）观察到，Rumelt对于一种战略类型（相关—约束的业务类型）优势的发现是基于过分重视获利产业的结果，这可在Rumelt的样本中找到。Christensen和Montgomery（1981）建议，在不同的多元化战略分类中，市场结构的不同造成了Rumelt所说的企业绩效的差异，而非由于分类本身的不同（Varadarajan和Ramanujam，1987）。

Montgomery（1985）继续按章推理，他对比了产业结构的多个方面（市场占有率和行业赢利空间），发现多元化对于财务绩效并没有影响。更近的一个佐证表明对行业绩效的研究可能早于多元化战略，这和某些论点正好相反。Stimpert和Duhaime（1997）发现行业低绩效会导致多元化的扩展。综合考虑，所有这些发现都充分证明了产业的结构和赢利空间对于多元化战略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请注意，多元化战略绩效关系的论据并不是很充分）。最起码，产业组织经济学在早期的多元化战略的理论发展中起到了很强的指导作用（Hoskisson和Hitt，1990）。

其次，企业的资源基础观（Resource-Based Perspective，RBV）也曾被用于解释多元化战略。这种研究也将我们的关注点从产品—市场要素（如竞争者、顾客、供应商，等等）转向了资源要素（如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以及企业家精神）上来。Penrose（1959）发展了资源基础观，而Wernerfelt（1984）把这一观点引入到战略管理的研究中。在多元化战略中，它有六种表现方式（Mahoney和Pandian，1992）。

第一，资源基础观对企业发展的一些限制给出了解释，并提出企业的资源会限制其市场和企业的生产、资金和投资能力，而且企业发展壮大的能力也会受到限制（Wernerfelt，1989）。第二，资源基础观解释了多元化的动机，例如利用进入能力和未使用过的生产服务来促进增长（Penrose，1959）。第三，资源基础观为多元化的发展方向提供了理论基础。企业的有效资源类型被展现出来，以影响企业是否致力于相关或者非相关多元化。第四，资源基础观解释了多元化战略和绩效关系。也就是说，资源与特定的战略类型相结合，从而影响着财务绩效。企业的特有资源会比普通资源更能导致绩效的提高，而当资源在不同市场之间转换时，也会丧失其价值（Montgomery和Wernerfelt，1988；Wernerfelt和Montgomery，1988）。第五，资源基础观在投资组合层面提供了内部关系的一些观点，并解释了这些联系如何能被用于解释财务绩效。Robins和Wiersema（1995）展示了资源基础观是如何弥补了产业组织论在概念上和经验上对多元化和绩效关系的解释上的不足。第六，资源基础观还能在多元化战略的有效管理上提供一些看法。根据Markides和Williamson（1996）最近的研究，提出了资源与战略相关联对战略组织结构关系上的影响的有效论据。

最后，交易成本经济学为多元化战略的内部管理提供了解释。更为重要的是，这个观点还揭示了如果想要让多元化企业生存下来，需要采取以下措施，即降低所有组织成本，直到低于其他任何一种管理成本（Dundas和Richardson，1980，
 1982；Teece，1982；Williamson，1975，1985）。这些逻辑建立在Chandler（1962）的观点之上。他的观点描述了战略和结构需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如此才能让多元化企业更有效率地运营。这些结构可能会采取几种不同的方式，这也为不同的多元化企业提供了形态各异的多元化战略。一般来说，这些结构通过三个基本的控制系统来实现其运营效率：战略、财务及二者的结合（Hill、Hitt和Hoskisson，1992；参照Hoskisson、Hill和Kim，1993）。

战略控制形式强调合作、协调、衔接、密切的工作关系。我们在垂直性的相关企业中发现，这样的控制系统很少具有产品多样化特征。这些系统的管理非常昂贵（Hill和Hoskisson，1987）。控制财务的模式与控制战略的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因为前者主要集中于竞争来实现效率。在Williamson的M式系统的基础上（Williamson，1975）组织业务体系以利润为中心，这使得所有企业都要为自己的绩效负责。这种以利润为中心的模式为多元化企业的总部提供总体收入（允许非预先索赔）。绩效通过严格的财务措施来衡量（比如，固定资产回报、市场份额等），然后资源基于各自的相对业绩重新被划分到不同的业务中去。这些方法不需要高昂的管理成本，因为所有的评估都是基于对财务报表的简单监测。这些措施普遍被各部门所熟悉，并可用于对比非相关的业务体系（如市场份额、固定资产回报等）。我们发现这样的系统在多元化程度比较高的企业更容易被采用。

混合系统综合了战略和财务控制模式的特点，并能够整合每个系统的部分，例如随着一个财务系统的内部成本规则，可以对战略系统进行细致的理解和协作。

理论上，多元化程度处在中间状态的企业更适合采取这种混合系统。原则上，战略控制可以管理业务体系，而这些体系共享资源或拥有共同的固定资产，并且总部的管理者们对这些都非常了解。财务控制会应用到那些和其他业务没有很大联系的部门上，并且这些部门并不被总部的管理者们所熟知。但是，由于战略和财务系统不能和谐共处，虽然这些逻辑看起来很合理，但应用起来却非常困难。每个系统的利益会彼此抵消，战略系统的优势——共享和协作——会被财务系统在竞争上带来的压力所抵消；反之，财务系统也会导致多元化战略的无效控制。如此一来，企业最好是采取混合系统来达到互补的目的（Hoskisson和Johnson，1992），尤其是当企业面临环境上的不确定性的时候（Bergh和Lawless，1998）。有兴趣的读者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这方面的信息，请参照Hill、Hitt和Hoskisson（1992）在这方面的研究。

总体来说，这三种观点——产业组织经济学、企业的资源基础观，以及交易成本经济学——仅仅代表了三种已经应用到多元化战略结构中的理论。我们在这里讨论这些，是因为它们有可能代表一些主流的观点，因为相比之下它们很好地发展了理论脉络。但是，与此同时，多元化战略的研究也会继续下去，新的观点和阐述也会受到更多人的重视。这方面的研究我们在第二部分中再进行叙述。


12.2　研究发展上的新近课题

最近的多元化战略研究在几个方面都取得了进展。我们可以看到研究进入了新领域，例如多元化与绩效，以及一些较新课题。比如，《战略管理杂志》（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上刊载的文章显示，对进入方式、构造布局、战略组合，以及主要逻辑等领域的研究正在蓬勃发展。然而，虽然这些研究课题都是建立在各种重要领域之中，其中的两个主题——多元市场竞争和壮大限制——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它们代表了过去十年间多元化活动增加的结果。多元化活动，尤其是兼并和收购这种正处在发展阶段的多元化活动，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每年都处在高收益和高利润中。这些证据表明管理人员会发现新的问题，尤其是在如何同其他多元化企业进行竞争，以及是否存在对高增长有所限制的方面。

12.2.1　多元市场竞争

随着越来越多的收购和持续的多元化水平（Montgomery，1994），很多企业会发现它们正与常见的对手在多条生产线上同时竞争。现在这种竞争比以前更为激烈，战略竞争水平正在提高，从单业务层面发展到了多业务层面上。这种更为宽泛的层面正在成为多元化战略中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在多种市场上的竞争者们正在影响多元化战略的优势和收益。

这些问题成为多元市场竞争的核心部分，而多元市场竞争是指在共同的多元市场中与相同的企业进行竞争。当很多企业分享市场时，它们彼此的依存度可能会提高（Areeda和Turner，1979）。管理人员也认识到了这些联系，评估竞争互动的潜力并制定相应的策略。更重要的是，意识到这种相互依存可以出现在几个不同的层面，并且会因市场、企业和相互关系的不同而不同（Barnett，1993；Baum和Korn，1996；Chen，1996）。

这种竞争互动一直是学者、管理者及反托拉斯法庭的重要兴趣点。具体来说，一些管理者会在决定是否应该加大力度去开拓某个市场时犹豫不决，因为这有可能导致这一市场中的其他竞争者的激烈反应（Baum和Korn，1996；Edwards，1995）。这被称为相互制约现象，而这种现象之所以存在，原因是“当在多元市场竞争的企业中看到它们所采取的行动有可能招致多元市场上的强烈反击时，将失去竞争动机”（Chen，1996）。研究者们曾经模拟过这样的行为，也证明了多元市场竞争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某一个特定领域内竞争的激烈程度，然后这些企业可能会相互合作或者相互串通，这会降低竞争的激烈性和平衡竞争时的压力，因而这个时候心照不宣的合作就成为了可能（Bernheim和Whinston，1990）。

多元市场合作领域的理论发展可被直接应用在多元化战略中。比如，多元化战略的动机有可能会被相互之间的抵制所影响。进入一个市场或一个新的领域，有可能表示对成立不久的新企业是一种威胁，而这些新企业会奋起反击，这也就是新加入者所面临的抵抗。这些威胁也对后来者的多元化战略的制定起到了帮助作用，因为企业会进入到对它的基础产业冲击最小的市场。这些动态表明，进入
 市场的动机可能会受到同市场中其他竞争对手的影响。

一旦企业进入多种行业或进入多元市场，并且拥有共同的竞争对手，多方面的竞争就会提供关于它们如何相互影响的解释。Chen（1996）的市场共性和资源通性模型，提供了多元化企业之间会如何相互进攻或防守的框架。市场共性且资源通性水平较高的企业之间，进行攻击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被攻击一方的反应会非常强烈。这些事实也说明，多元化企业有可能会被它们的竞争对手引向或者限制在某个具体的市场领域。多元化战略有可能会反映这些来自竞争的压力。

与此同时，多元市场的竞争也可能会影响多元化战略的结果。当竞争者们占据了它们所谓的“势力地盘”，或者在重叠部分对对方造成威胁（Gimeno，1999）之后，企业多元化战略的收益潜力有可能在企业所经营的范围之内被限制起来。由于相互之间的克制可以使规模经济抵消一些压力（Gimeno和Woo，1999），共同竞争对手之间的动态关系可能会限制企业进入何种市场，以及争夺那部分的收益。

总之，在多元市场中对多元化战略的应用是很少见的。老实说，对于多元市场是如何影响多元化战略的模式、应用和结果方面，我们知之甚少。虽然我们对多元市场竞争的理解正在飞速发展，对多元化战略的了解也越来越成熟，但研究者们还是没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如果把多元化战略应用到多元市场竞争之中，新的一些研究成果将会相继浮现。

12.2.2　壮大的限制

20世纪60到70年代，很多企业通过兼并收购，使非相关的业务多元化。这些企业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变得规模非常大，甚至一些企业还拥有了500条不同的生产线。不久之后，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许多类型的多元化业务被重组了，主要通过统合行动来削减多元化程度和规模，以使其更加聚焦于战略类型（Johnson，1996；Williams、Paez和Sanders，1998；Montgomery，1994）。

对企业的增长进行限制的解释偏向于对效率的探讨，并且在60到70年代的多元化活动使企业过于冗繁，从而使企业运营很没有效率。出于失误、失败的战略控制（Hoskisson和Hitt，1994；Hoskisson和Turk，1990），企业的管理者们把企业变得过于多元化，以至于超出了管理者的能力范围。这种逻辑源自于Williamson（1985）认为的各个企业和市场之间会相互产生影响，因此当企业规模变得过于庞大时，也就丧失了经营方面的效率，从而业务就会被转换到更有效率的市场控制模式中。Jones和Hill（1988）把所有的这些争论放在多元化带来的内部成本和收益的考虑之中，并且指明收纳额外的业务体系存在一个平衡点，如果超越了这个平衡点的话，企业将无法有效管理额外的业务和规模。这个平衡点代表着一个企业在市场中相对效率的临界值。

Ollinger（1994）对这一逻辑进行了拓展，并提出企业具体的转变技巧和内部控制系统，从而有效地限制了企业的壮大（在业务范围上的）。高度多元化的企业会因此被重新调整，并且偏向于从股票市场中得到一些经济上的回报；Markides（1992）建议，当高度多元化企业的管理者们开始经营非相关的业务时，
 在投资者中会出现强烈的反应，这也说明降低多元化程度和缩减企业规模会创造出新的价值。最后，这种对企业壮大的高层面的限制会被环境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影响。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时候，管理一个多元化企业的需求和难度也会相应增加。更重要的是，更多的内部成本也会降低一个企业壮大的空间（Jones和Hill，1988）。在环境不确定性降低的时候，管理一个企业的复杂性也会降低，这样就会提升企业壮大的空间（Bergh，1998；Bergh和Lawless，1998）。

这种以效率为核心的逻辑，代表了对企业壮大限制所进行的主要解释。但也有一些观察对这种观点的实际应用提出了疑问。第一，在20世纪80到90年代初出现的重组的历史性趋势在有些案例中得到了有利的反驳。在另一些情况下，各个企业也通过供应商、竞争对手，以及能够使它们进入新市场的组织来取得新的发展。事实上，一些企业甚至因此取得了更大的发展，而且主要是通过寻找竞争对手来实现的，而并非专门去寻求一种超越自身经营范围的业务内容。

第二，这些观察坚持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多元化企业是由于内部问题导致低效率的说法，并不能长久地立住脚，尤其是遇到新近出现的企业发展策略时更是如此。具体来说，控制系统的类型需要控制新近出现的主要相关类型的发展战略——战略型控制，而这种控制与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高度多元化企业在经营方面的支出相比，甚至更加昂贵。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管理财务性关系的成本，也就是财务体系中的基本交流，要比管理一个战略性关系的成本要低得多，而后者是战略控制系统中最主要的关系（Hill、Hitt和Hoskisson，1992；Hill和Hoskisson，1987）。当它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些观察也告诉我们内部成本和管理多元化企业的收益并不能阻碍兼并活动。如果内部的成本和控制问题会导致对企业规模的限制，那么应该导致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企业兼并，但为何又会有那么多的企业加入其中，并且是以创造新的活动来实现战略控制的？

似乎我们需要做一些额外的研究来解释企业壮大的限制。了解一些能够调节经济解释的因素是非常必要的。例如，Davis、Diekmann和Tinsley（1994）就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兼并重组，就与来自学院派的压力减低观点息息相关。这就告诉我们在企业壮大的过程中，出现的倒退现象有可能和企业管理者根据其所处环境中出现的一些趋势有关。这种类型的研究，尤其是当它们和主要的效率观点结合起来或相对立时，就会产生对于企业壮大限制比较可靠的对策。抛开研究所采取的形式不论，充分地研究一些企业的壮大限制是非常有必要的。肆无忌惮地扩大规模会带来很多问题，关键的是，像这样的一些策略能否会得到长久的应用。

12.3　多元化战略的新近视角

我们对于多元化战略的解释一直偏向于效率和绩效因素（参照Dess等，1995；Hoskisson和Hitt，1990；Montgomery，1994）。但是，一些非经济观点正在开始应用于多元化战略之中，而其中最有可能对未来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就是组织学习和高阶梯队理论。这些观点为多元化战略提出了新问题，并且提供了一些对长期问题的见解，而这些问题一直以来就影响着很多重要的现有理论研
 究。当然，还有别的一些理论观点可以应用到这个方面的研究之中，但是这两种观点似乎应该具有里程碑的作用，因此也就需要我们特别关注。

12.3.1　组织学习

组织学习视角（Organizational Learning Perspective，OLP）的告诉我们，一个组织及其行为反映了其主要的决策（Fiol和Lyles，1985；Huber，1991）。基本前提是经验影响学习，进而也会反映在未来的行为上。经验在组织学习视角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并且集中在组织是如何学习、如何阻碍学习，以及如何将学习付诸于应用的（Herriot、Leventhal和March，1985）。组织学习视角是基于一个前提假设，即组织的演进是基于不断的经验积累，对相似问题调整行为，并不断吸取对过往决策的反馈（Pennings、Barkema和Douma，1994）。这种连续学习的路径是与组织不断的经验积累相连接的（Chang，1995）。学习体现在组织从事的活动上，并以连续的非线性方式发生（March，1998；March、Sproull和Tamuz，1991）。

学习的质量取决于几个关键要素。第一，环境的多元化程度影响着组织的经验背景。组织运营在“一个多元化的环境中，企业暴露其中会增加事件和观念上的多样性，导致了一个更广泛的知识基础和更强大的技术能力”（Barkema和Vermeulen，1998）。相反，只局限于一个行业的企业只有有限的竞争范围，学习的也就很少，并且有可能会存在知识结构上的盲点和漏洞（Walsh，1995）。换句话说，多元化促进了组织学习，创造了学习机会，增强了能力。第二，活动的频繁性影响了企业在处置时间、操作程序和获得结果的熟悉程度。这种熟悉程度影响管理者对活动的认识，并且会影响它们将之前的实践经验应用到未来活动中的能力。第三，学习是有边界的，这约束了信息在组织内部的共享（Barkema和Vermeulen，1998）。管理和企业的处置局限会对管理者造成经验阐述和活动可行性划分方面的影响（Pennings、Barkema和Douma，1994）。

结合起来，组织学习观点提供了一种预测结果的基础，对先前的学习可以提供一种成功范式。成功的团队往往是善于借鉴先前的经验（能力），然而不成功的团队则会忽视先前的经验。

用这个逻辑理解多元化战略非常有用。先前和目前的多元化活动能够决定组织的知识和经验基础。与那些局限于一种特定产品的企业相比，涉及范围较广的多元化战略的企业，如跨国和多产品的企业，对未来战略的知识储备会更加牢固（Hitt、Hoskisson和Kim，1997）。因为从更加多元化的经验活动中，那些跨国企业和多产品企业会学习到更多如何高效地经营多元化业务的经验。从以往的经历中得到的反馈信息，尤其是过往的付出和收获不成正比的经验中，组织学习的增长作用更大。另外，经常进行多元化业务的企业会比其他类型的企业更容易形成综合的技能，这样它们学习的知识就可以应用到多元化战略的实施过程之中。从这个角度看，以往的多元化经历会极大地增加成功的可能性。当然，要实现这些，需要将以往的经验保存下来，并且应用到未来的业务之中。这种学习会因为管理者对共享信息资源和经验学习的不同而不同。


这种逻辑会帮助我们解释多元化战略所能带来的成果。如果管理者能够从多元化运营过程的经历中汲取经验，那么多元化战略带来的经验就能够创建一种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体系能够帮助我们在未来做出正确的决策。能够在熟悉的领域进行扩展的企业，要比向陌生领域进行拓展的企业具有更高的成功可能。同理，如果一个组织想要拓展行业和产品线，当然是拥有过相似经历的企业管理者所做出的决策的准确度更高，因为他们对成功要素和竞争程度都非常熟悉。不管是内部拓展还是通过兼并等手段，业务的拓展都需要企业能够从以往的经历中汲取相关经验。一般来说，多元化成功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新业务和企业经营技巧联系起来；两者相差越大，企业从中汲取的经验就越少（该逻辑可参照Barkema和Vermeulen，1999；Chang，1995；Pennings、Barkema和Douma，1994。注意，Haleblian和Finkelstein用相同的论点解释了兼并，这与我们对以往的多元化战略的分析处于不同的分析层面）。

以上的结论既为解决长期问题提供了切入点，又提出了新的假设。首先，它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在相关行业——例如涉及竞争者和供应商的兼并——发生兼并的成功率比较高，而非相关行业的兼并成功率比较低（这里指仅有经济往来的行业或企业的兼并）。其次，它还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基础，这样我们才能够挑战目前对多元化战略的观点和看法。从Barkema和Vermeulen（1998），Pennings、Barkema和Douma（1994）的观点中，我们发现了以下几个问题：国内的扩张相对于跨国的扩张有什么优势？何时兼并现有企业或者重新开始比较好？多元化经营和专注性经营哪个更好？以往的多元化经营战略如何对后来产生影响？国际多元化、产品多元化和相关性是怎么起作用的？最后，关于多元化和兼并战略的学习中的相同发现也告诉我们，这种观点能够帮助提供一个解释企业战略和核心战略程序，以及相互关系的模式。另外，它也为该领域内其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理解、有逻辑，并且意义深刻的参照物。

12.3.2　高阶梯队理论视角

在Hambrick和Mason（1984）的高阶梯队理论视角（Upper Echelons Perspective，UEP）的概念中，将高层管理团队与企业活动联系了起来。它告诉我们，组织其实是其内部决策者意志反映。也就是说，领导者们做出一些能够反映他们观点的决策，然后这些决策又将企业变成了反映他们关于风险、战略和文化等理念的企业。一个基本前提是，管理者的影响力，以及这种影响力将组织的高层管理团队与最终形式和表现相联系。

高阶梯队理论视角是建立在这样一种逻辑基础上的，即高层管理团队的背景和经验能够对内部关系和决策制定产生影响，并且影响着他们对企业的管理方法。这种关系存在一个前提，就是信息渗透和管理程序对决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但是可以通过决策者的性格感知到（Pfeffer，1983）。这些反映了决策者的性格特点，以及环境要素对决策者行为的影响（Finklestein和hambrick，1990；Hambrick和Mason，1984）。更重要的是，管理团队的年限、教育背景、职能背景、任期及规模，赋予了他们对战略行为的代表权。研究者们一直纠结于将这
 些因素平均起来或是混同起来的层面上，并在此基础上把它们和风险、竞争性的相互关系，以及内部发展联系起来（参照Finkelstein和Hambrick，1996）。例如，曾有种观点认为，任期较长的管理团队更能对组织的发展做出贡献，而任期较短的管理团队的贡献度则相对较小（Hambrick、Geletkanycz和Fredrickson，1993）。那些任期较长的管理团队坚持一种长期战略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而与任期短的管理团队相比，他们改变自己制定的战略的可能性也更小。

这些论点都曾用于解释多元化战略。例如，Michel和Hambrick（1992）就把高层管理团队的认识特点与Rumelt的四个多元化战略分类联系到了一起。他们认为，在一个企业的多元化战略中，业务间的相互依存性取决于高层管理团队成员间的团结程度和知识基础。有一些战略类型只需要比较低的相互依存性，例如非相关的业务，就不要求高层管理团队的成员之间具有多高的团结程度和知识基础。但是，其他战略类型就需要较高的相互依存性，比如垂直的整体企业，就要求高层管理团队的成员只要具备超出一般程度的团结度和知识基础。Wiersema和Bantel（1992）认为，性格特征会反映企业的信息来源多元化和在决策制定时的创造性，这两者都会影响企业的战略转变。Finkelstein和Hambrick（1996）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新命题，这些命题将高层管理团队的异质性、规模与多元化战略类型的相互依存性结合起来。综合考虑，这些研究告诉我们，在高层管理团队和多元化战略之间是存在联系的。

之前的争论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些有趣的启示。很长时间以来，当我们提到多元化战略的时候，人们认为是管理者要“有所发挥”——其中有几个多元化理论就是重点讨论管理者的个人利益——因此，高层管理团队和多元化战略有所联系是看起来很明显的事情。其中，有三种启示最值得去揣摩。

第一，关于多元化战略和高层管理团队之间的关系的问题，需要我们做更多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经常会从一个长时间存在争议的问题入手，那就是战略管理和财务，也就是说高风险通常带来高绩效。如果高层管理团队的构成基础，有着某种过分的远离或接近的倾向，那么就可以对这种多元化战略的执行表现进行预测。具体来说，那些任期较短的高层管理者貌似更有可能打破战略现状，而选择高风险战略。这些团队会选择更高层面的多元化战略来执行；而对于任期较长的团队来说，则会更倾向于选择一个比较稳定的战略，而这种战略的风险也会相对小一些。

第二，我们十分需要对团队决策的制定程序和战略实施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这些研究和最近的理论发展紧密相连。以往的研究已经把高层管理团队的认识特点和达成一致或相反意见的程度联系了起来，多元性高的团队较多元性低的团队而言，更会倾向于挑战既定策略从而制定新决策（参照Finkelstein和Hambrick，1996；Hambrick、Cho和Chen，1996）。这个发现将高层管理团队和多元化战略的实现联系了起来。多元性团队较非多元性团队，更有可能采取比较成功的手段，因为他们的内部竞争更加激烈，这也就迫使他们做出更具有创造性的决策并进行创新，所有这些决策和创新在实施多元化战略时都是必要的。

关于未来多元化战略研究的最后一条启示，貌似有些滑稽，因为它源自于最近对高阶梯队理论视角的批评。而批评的焦点是，性格特点不能在对高层管理
 团队的认知和社会过程进行直接的衡量。然而，支持性格特点学说的理论基础，近期正饱受评判和质疑；方法和数据的可用性问题已经不能支持性格特点学说成为最好的，或者说是唯一的衡量团队认知程序的方式（Reger，1997）。其实，Smith（1994）等人观察到“团队认知、团队程序和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像研究者们所说的那么简单直接了”。这些对于性格定位的批评也说明，未来对于认知的多元化和团队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可能会为我们对高阶梯队理论视角的研究提供新的观点。这些发展或许会重新证明以往的发现，或者引起新的关于高层管理团队和多元化战略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12.4　多元化战略的预想视角

在这一章中我们会发现，已有的和新兴的主题和视角会加深我们对多元化战略的理解。在这最后的一部分中，我提供了关于在未来怎样进行研究的一些思路。更重要的是，我预想未来的研究将会沿着四种不同的路径发展。而其中一些是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探讨过的，在这里我还会继续讨论，另外还有一些新内容。每条路径都会提供证明材料。

第一，评估多元化战略是如何被执行的。比如，统计分析很可能会被继续使用，这会使研究者对以往比较有争议的研究结果进行验证（参照Palich、Cardinal和Miller，2000）。这个研究可能会引发我们的一些评估活动，主要是针对研究设计、构建验证及分析策略的方面对我们的研究结果的影响。例如，研究设计和分析策略上的多元化可能会导致实证基础的多元化，还可能导致理论发展的结论（Bergh，1995；Bergh和Holbein，1997）。Bergh（1995）发现，多元化战略和绩效的关系取决于研究设计是具有代表性（数据是专门为某一项课题收集的），还是比较宽泛的（数据是在几个时间段内收集的），以及建立在观察基础上的关系是稳定的还是动态的。这项研究有助于缓和矛盾，并且有助于集中判断那些研究设计是代表性的还是宽泛的，以及研究的各方面是怎样测量的。另外，更加复杂的分析技术的运用，可以验证研究对象是更加强大还是不同，这可以提高对多元化战略新见解的潜在性。

这种研究还可以持续对传统的看法和假设的挑战，以便看到它们是否会持续或将会持续多久。Lubatkin和Chatterjee（1994）的研究验证了风险、多元化战略和绩效的关系。他们对“三角支架”观点提出了质疑，“三角支架”观点认为，通过企业间收益起伏波动的相互抵消可以使风险最小化。这种风险多元化观点，通过拥有非相关的企业来降低风险的办法，貌似并不太实用。Lubatkin和Chatterjee（1994）通过论证找出了降低风险的方法，就是采取中等程度的多元化战略，而非最高级的。他们的结论认为，把鸡蛋放到相似的篮子里——而非同一个或不同的篮子——是最好的降低风险的途径。这个结论改变了传统的观点。

第二，另一个拓展我们知识面的方法，就是把以往的理论知识应用到新问题上。上述几个特定的例子就是套用的这种方式。考虑到Gimeno和Woo（1999）的研究，曾把经济学概念用在了对多元市场的解释上。类似的，Hitt、Hoskisson
 和Kim（1997）也套用了企业的资源基础观来解释跨国多元化战略。他们还采取了传统的测量多元化战略的方法来解释跨国多元化。这些研究提供了一些机会，以便我们建立新的视角和发展我们的研究。例如，通过把交易成本经济学应用到垂直合作、内部组织和壮大限制上，我们可以以效率为基础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这样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企业管理者们在发展、组织经营自己的企业的时候，会得到一些激励。把这些传统的理论观点拓展应用到新出现的问题中，可以让我们的解释更进一步，因为这可以作为加强现有观点和拓展新研究的基础。

第三种和第二种正好相反，是要把新近研究的理论成果应用到对过去问题的研究中。这种类型为研究人员提供了两种非常有趣的、对多元化战略拓展解释的方法。

一方面，调查人员提出并且解答新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曾经被进行过缜密研究的；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就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比如，将高阶梯队理论视角应用到多元化战略和风险之间的关系中去。高阶梯队理论视角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企业采取了多元化战略，一定程度上也说明这个企业的高层管理团队的内部有着多元化的组成。因此就可以推断，如果一个企业的多元化战略的风险性不是很高（Lubatkin和Chatterjee，1994），那么这个企业的高层管理团队也是比较追求保守结果的。从性格特征视角考虑这个问题的话也可得出，这样的执行团队中，成员的平均年龄应该比较大，因为通常年龄的增长是和风险及创新成反比的（也就是说，我们越老，越不愿意做冒险的决定）。这种观点标识出了两个潜在贡献：第一个贡献是，在这种关系中我们可以发现新问题（多元化战略和风险是否取决于高层管理者的冒险倾向？），问题的扩展可以促进理论的发展。第二个贡献是对问题的新见解：管理人员为推动多元化风险所做的决定，也被研究学界视为重要的课题。

另外，我们还可以把浮现的新问题和以往的现有问题结合起来，得出第三种研究的另一结论。例如，通过对多点竞争及多元化战略对企业壮大限制等方面的研究，提出几个新问题，而这些问题分别代表了多元化战略方面的课题和研究的延伸发展。

最后，可能也是最吸引人的，就是把新近观点应用到新近课题中去。这种结合把最新的理论与最新出现的情况结合起来，其结果也可以为解释说明和问题本身提供潜在的延伸。对于多元市场的研究，大多数都将重点放在效率和平衡性中；然而，显而易见，反应类型、激发作用和竞争领域，也受到了高层管理者倾向的影响。

其实，很难想象高层管理人员的风险倾向不会影响到企业之间竞争的相互作用；何时、何地、何种程度地推行决定，可能并非源自对效率和平衡性的思考，而是取决于心理状态、偏见和偏好。这样的研究致力于运用高阶梯队理论的视角去解释多元市场竞争，并对理论视角和问题本身都会具有潜在的贡献价值。

对于组织学习视角在多元市场竞争或企业壮大限制方面的应用，也是一样的情况。可能是20世纪80年代的浓缩（Hoskisson和Hitt，1994）会对90年代及此后的多元化战略提供有价值的影响。试想，反之——管理者如果没有在这个时期
 有所学习——就会患得患失，并且企业会犯同样的错误，从而不会打造出健康成功的企业来。我们希望将诸如高阶梯队理论或组织学习这样的新视角，与诸如多元市场竞争或壮大限制这样的新的研究课题结合起来，以便在多元化战略的理论发展上提供新的有趣主张。

总而言之，我推想未来的研究将主要集中在以上这四个研究路径。当然，每一个不同的研究路径都可以和不同的主题及观点结合起来，而并非局限于以上章节中所讨论的内容。其实，我的建议只是希望能够提供一个将以往研究与主题观点结合起来的一个框架，并希望能够引导更加新奇有趣的观点和创新。我的建议是鼓励这些创造，并将创新的工作留给读者们。

12.5　结论

多元化战略是高层管理人员所面对的最重要的战略性挑战之一。因此，在战略管理研究领域，它非常流行并被深入研究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尽管我们已经尽力解释了多元化战略，但仍然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具体而言，比如外国企业的进入、国际多元化和企业规模限制等新问题，也需要我们在新世纪对多元化战略进行更好的理解。研究者们也正在从其他领域汲取并借鉴新的东西，以便对多元化战略进行解释，比如，在一开始提到的组织学习和演化经济学的视角。而且，研究者们也在努力地稳固多元化战略的研究基础，比如关联意义和多元化战略测量。因此，当我们考虑多元化战略的现有研究时，我们发现，现有研究正处在一个鲜明的十字路口上，研究者们可以追踪很多新鲜有趣的研究路径。可以说，这是一个让人兴奋的时代，可以预见很多让人振奋的前景。

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仍然有很多问题我们并没有涉及，这就像一张地图不可能标记出所有的路线一样，肯定还存在未知领域。明显的疏漏会引发对于认知、计划和过程的讨论。有兴趣的读者会发现这些问题很值得关注，这也有助于学界的有识之士去解释多元化战略中构造和应用的决策过程和内部机理。我希望未来的研究者们能够着手研究这些被遗漏的问题，并且提出有助于多元化战略理论发展的新视角和切入点，而非重蹈以经济研究为基础的传统方法的覆辙，尽管这种研究方法在多元化战略研究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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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兼并与收购：价值创造还是价值毁灭？

并购的数量和规模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增长（Hitt、Harrison和Ireland，2001）。20世纪80年代，全球发生了55000起共计1.3万亿美元的并购交易，被称为“并购热潮”，而90年代的并购规模是其2倍，约计11万亿美元的价值。有观察者比喻称，20世纪80年代的并购浪潮在90年代形成海啸，成为这一阶段CEO们最喜欢的增长战略（Sirower，1998b）。而进入2000年，所有证据表明并购活动就是为了增长（Bennett，1998；Hitt、Harrison和Ireland，2001）。

近期发生了多起收购，其目的是获得经济增长（如规模和范围），并增加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市场竞争力。此外，全球性企业希望被视作快速增长型企业，并在其目标市场上处于领导或主导地位。积极的并购战略有利于实现增长导向型目标（Lucenko，2000年）。有证据表明，并购行为并不局限于少数国家（Very、Lubatkin、Calorit和Veiga，1997），而是世界范围内所常见的（如亚洲、欧洲、北美）。

越来越多的并购发生在新兴经济体。例如，波兰——这个20世纪90年代欧洲经济增速第一的国家，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导致波兰的外部直接投资规模也随之不断扩大。正因如此，分析人士预测外部跨国企业将通过收购的方式进入这个不断扩大和成熟的经济体（Schoenberg，1998）。此外，某些情况下企业需要为行业洗牌做准备，较常见的是技术革命（如电信业）。从行业层面看，并购对竞争者之间的竞争行为和竞争响应具有显著且根本的影响（竞争动态）。

尽管收购是非常受欢迎的手段，但很多时候并购行为带来的经济效益并不如收购发起方所预期的那样好（Carper，1990；Datta、Pinches和Narayanan，1992；Glassman，1998；Loderer和Martin，1992；Porter，1987；Ravenscraft和Sherer，1987）。

事实上，若以股价作为衡量标准，70％的并购行为并不能提升企业业绩（Barfield，1998）。麦肯锡公司的一项研究表明，在美国，只有37％的收购发起方能够获得超越同行的股东回报（Haigh，1999）。Jensen（1988a）研究表示，尽
 管被收购方的股东收益往往高于平均水平，但收购发起方的股东收益却近乎于零。诸如Jensen（1988a）的研究表明，并购“因其不能为股东创造价值而臭名昭著——除非你足够幸运地持有被收购企业的股票”（Barfield，1998）。

基于此，部分研究者得出结论：通过并购的方式创造价值这一战略仅能存在于CEO的脑海中，而不能在实际的股票市场中得以验证（Anand，2000）。并购失败是一系列因素的综合作用，包括虚幻的协同增效效应、管理傲慢，以及迟缓的整合（Barfield，1998）。

然而，并购行为的产出并非全是负面的。在一项针对绩效高低异常的研究中，Hitt等（1998）发现并购导致高绩效或低绩效的案例很多，部分收购发起方甚至获得了非常高的回报。进一步来讲，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Alan Greenspan表示，没有迹象显示大型兼并浪潮会引发经济危机，并强烈建议政府应尊重现代自由市场的活力（Gordon，1998）。

综上，基于以上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虽然并购有可能得到正向的结果，但仍是一个高风险的战略。

许多研究表明，对于高管来说，实施和管理并购是个复杂且具有挑战性的事情。整合两个大而复杂的企业是一个管理学难题，尤其是不同的企业往往意味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结构及不同的操作流程（Haspeslagh和Jemison，1991）。有些人则强烈表示，大部分的收购发起方缺乏将兼并部分整合纳入现有企业框架所要求的相应技能（Lucenko，2000）。

管理傲慢也是并购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因傲慢导致没有对目标企业进行充分的分析，或导致高昂的成本（Roll，1986）。如果发起方事前没有对目标企业进行充分的评估，那么在之后的整合过程中就会遭遇意想不到的困难。整合中的困难转而降低了新创企业实现既定目标的可能性（如更大的市场影响力、经济规模和范围等）。

此外，减少创新是并购导致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Hitt、Hoskisson和Ireland，1990；Hitt等，1991a；Hitt等，1996）。一个企业若忙于并购，针对市场研发的产品可能就越来越少，因为它往往过分强调财务控制而导致管理者越来越厌恶风险。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企业会试图通过外部来获取创新。它在寻求有创新的企业的同时，也在将这些企业并入其抑制创新的体系，这就导致其必须不断并购有创新性的企业以维持竞争力（Hitt等，1996）。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越来越多的企业试图通过快速地推出新产品和创新产品这一竞争战略来适应快速变化、不可预测的市场（Eisenhardt和Brown，1998；Ireland等，2001）。

不考虑潜在的陷阱，并购是一种流行且常用的战略（Barfield，1998）。从技术上讲，合并发生在两个以上企业形成一个法律实体之时。现实中，合并被认为是两个企业在相对平等的情况下达成的整合交易。由此产生的企业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和姓名，它区别于合并前的双方。以上这种情况比较罕见。本章重点讨论的是收购，即一个企业通过收购股票获得控股权，使被收购方成为其投资组合中的一部分的方式（Hitt、Ireland和Hoskisson，2001）。

本章讨论的是针对某一领域，假设我们知道如何通过并购的方式创造价值，我们想的是什么。现有的研究文献是该领域知识积累的源泉。我要讨论的重点是
 高管们应如何寻求收购（及其发生范围内的合并），以实现正向收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影响并购结果的显著因素，包括尽职调查、融资方式、从收购经验中学习的能力、是否存在资源互补、整合及协同创造的程度，以及收购方和目标企业管理人员之间的合作水平。本章的内容正是围绕这些话题展开的，同时，我们还讨论了道德问题和治理问题，以及日益流行的跨国收购。最后，针对卓有成效的途径这一问题，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方向。首先，我们讨论一下尽职调查。

13.1　尽职调查

实现有效的收购首先要有战略愿景（Sirower，1998a）。收购行为的决策者必须清楚地知道如何创建合并企业间的协同作用，以及能够实现何种财务目标（Sirower和O’Byrne，1998）。这一愿景是基于决策前对收购发起方进行仔细的尽职调查而制定的，以确保收购能继续实施。有效的愿景绝对不是通过快速完成的、不经仔细分析的汇报而形成的（The Economist
 ，2000b）。在彻底的尽职调查过程中，认真细致地检查多个区域的目标企业，如股票和债务资本、出售资产、股权、环境问题、资金和业绩、客户和市场营销相关的问题、税务问题转移的平衡及操作等多项业务方面（Hitt、Harrison和Ireland，2001）。然而，有效的尽职调查超越了财务数据和库存包括这样的关键属性的组织文化和人力资本。有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对并购企业的成功而言（Hitt等，2001；Ireland和Hitt，1999）。

尽职调查包括了企业的道德和法律义务及其代理（如投资银行）。无效的、不道德的和非法的行为必须确定并披露，但它往往很难做到这一点。原因之一，困难在于道德的滥用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组织中、各部门各级员工之间、众多企业的实践领域中。价格垄断、歧视性的雇用做法、受贿和虚假广告是一种有效的尽职调查过程中可能发现的道德滥用的几个例子。此外，收购方面临着复杂的附加层试图找出不道德行为。在一般情况下，尽职调查过程不但要彻底，也要随着完整性进行（Laufer，1996）。

尽职调查过程通常是由一个专家小组，其中可能包括会计师、投资银行家、律师、内部专家和顾问进行。通常情况下，一个尽职调查过程中有两个主要目标。第一个目标是确定和明确什么是被收购的。通过了解目标资产有意义的价值，包括它的人力资本、收购企业增加，来了解购买能力。第二个目标是预测和减轻不良收购后的现实的风险，如市场份额的损失（Weiss，1998）。因此，尽职调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Byczek，1997；Lepak，1998）。最有效的尽职调查过程开始在收购过程中的早期阶段。例如，在尽职调查过程中，应该帮助企业选择目标收购。它应该帮助企业选择将有利于其获得长期的竞争优势，从而增加股东财富的目标。因此，有效的尽职调查的一项关键成果是对两个企业的并购后整合的可行性进行评估。

尽职调查在跨境并购时更加复杂，因为不同国家的法律结构、税率、会计方法、环境法律等都不相同。例如，企业必须认真分析跨境转移资金是否容易进行，
 因为有些国家并不允许资金随意跨境转移（Allweiss，1998）。

13.1.1　尽职调查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有迹象表明，降低尽职调查的有效性至少有两个潜在的主要问题：管理傲慢和不充分的过程。管理傲慢可能导致企业在尽职调查中做得不够详尽，或者忽略了尽职调查过程中收到的信息。研究表明，狂妄自大是支付较高收购溢价的一个重要原因。Hayward和Hambrick（1997）发现，溢价较高时，收购企业经历了其最近财务上的成功。当媒体最近称赞首席执行官和首席执行官时，会评价他们自身的重要性。因此，他们的研究支持管理傲慢的潜在问题。此外，他们还发现，缴纳较多保费的企业治理比较薄弱（例如，更多的内部董事既是CEO也是国税董事会主席）。

对于无效的过程中，企业有时会进行有效的财务尽职调查，但不考虑其他与相关的组织、文化或可能的人力资本条件下的工艺因素。例如，收购企业应仔细检查主要客户的名单、客户的疑问和购买产品的目标企业。此外，应预测继续工作或提供服务的成本和收入。目标企业的文化也应进行检查。通常情况下，潜在的协同效应似乎更显著，但现有的组织和文化障碍可以阻止实现这些协同效应。投资银行可以帮助通过分享其目标企业的知识来克服这些潜在的问题。

13.1.2　投资银行家的作用

近年来，因为大型跨境交易和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如德国并购的增加（Gray，1998；Shearlock，1995；Tully，1998）。投资银行可以帮助识别那些可能产生的经济和其他形式的协同收购目标，以及通过采集增加价值的收购（Bowers和Miller，1990）。研究表明，相对于支付的费用，这些机构出示其收购企业的客户价值较高。不过，研究也表明，由著名的投资银行机构提供的质量有差异（Michel、Shaked和Lee，1991）。此外，Perlmurth（1996）的研究显示，相较于通过投资银行进行尽职调查，企业内部的尽职调查过程从收购中获得了更高的回报。

研究表明支付给目标企业的溢价和支付给投资银行家的薪酬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因此，投资银行家被诟病的原因之一在于，他们收取的费用往往取决于收购发起方愿意为收购目标企业支付的价格。投资银行的这种收费方式是一种错误的激励，可能导致利益冲突（Kesner、Shapiro和Sharma，1994）。这种利益冲突仅针对收购发起方，因为被收购方的股东可能获得更高的收购价格而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也有研究表明，投资银行家收取的顾问费平均约是整个收购价值的1.29个百分点，看似是合理的。但是，大多数收费则视收购的谈判结果而定，这就强烈刺激投资银行家必须促成收购交易（McLaughlin，1990）。这种压力可能导致收购发起方基于尽职调查获得的信息而做出决策，但其实际的吸引力并不如最初的预期。即使尽职调查为收购提供了正确的引导，有效的融资是获得交易成功所必不可少的。


13.2　融资收购

收购可以通过现金、股权交换或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支付。现金是20世纪70年代收购交易中最常用的支付方式（Carleton等，1983）。虽然在过去的几年中，许多大型的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交易通过股票方式完成支付，但在所有并购交易中现金交易仍占主导地位。即使在大型交易（超过1亿美元）中，现金交易仍占交易总数的约50%。

在跨境收购中，收购发起方通常会发现，提供一个能够最大化地促使交易完成的，但又不用支付导致投资预期收益降低的购买溢价的收购价格是非常有挑战性的（de Castillo等，1998）。虽然大多数收购都要面对这个问题，但这一问题在跨境交易中因信息高度的不对称而尤其突出。较高的价格意味着需要更多的资金来支付收购，加之其不确定性较高，因而跨境收购的支付难度更大。

13.2.1　影响支付方式选择的因素

在美国这个收购交易最多的国家，依据美国税法，如果超过50％是股权交易，则该收购会被视作“累计收益”，这意味着该交易对于目标企业的股东而言是免税的（税收递延）（Brown和Ryngaert，1991）。然而，这一优势是针对被收购方而言的，收购方企业可能更倾向于纳税交易，因为纳税交易中所有权转移，收购发起方就可以增加收购资产的折旧基数。另一方面，如果增加部分需要纳税，被收购方股东可能期望更高的溢价。Brown和Ryngaert（1991:665）认为，考虑以上情况，收购中“股权收购最坏不过是税收中性，最好却是能获得优势”。因此，现金交易的普及，恐怕不是税务处理的结果。

交换媒介也影响收购中的会计目标。研究表明，没有一个普适性的会计惯例（Carleton等，1983；Hong、Kaplan和Mandelker，1978）。然而，在过去，股票交易中允许会计师描绘未来美好的绩效表现，即所谓的利益池（两个企业资产组合的账面价值），直至近日，这一裁决才被改变。利益池会降低商誉成本，从而增加了未来盈利。另一方面，要求在财务描述中必须将溢价在商誉中变现，然而商誉是不扣税的。

如果目标企业的管理者希望在合并后的企业中有控制权，尤其是获得高层管理权，那么他们会倾向于收购股票。为支持这一观点，Ghosh和Ruland（1998）认为股票交易是目标企业管理者在收购后的工作保证。此外，他们还发现，当目标企业管理者持股很高时，一般会采取股票交易完成收购。

对于收购企业的管理者而言，当他们有更大的投资机会时往往倾向于股权融资（Martin，1996）。他们希望节省现金和借贷以备未来的增长融资。另外，Hansen（1987）认为，如果目标企业比收购企业更了解自己的价值，管理者会选择股票交易。这是与股票交易有关的变动定价特征的结果。收购方的股票也终会下跌，而目标企业的股东价值将受损。这种现象将交易价值的相关风险部分转移给了目标企业的股东。然而，目标企业也抗拒这一风险。

除去税收、会计惯例、管理控制、投资机会和变动定价的影响，现金仍
 是收购中最普遍的支付形式。市场参与者的心理因素解释了现金交易的普及。Wansley、Lane和Yang（1987）认为，支付方式的选择将向市场释放某种信号。当被收购企业的管理层认为自己的股票被高估，股票支付将是首选形式。收购企业的管理层可能不愿意释放这种市场信号。此外，股票融资收购将增加被收购企业股东的风险，因而可能会坚持现金交易。只要目标企业的信息可靠，收购方也没有强有力的理由去拒绝现金交易。然而，现金交易普及的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他们提供给双方更有吸引力的即时回报。

大量的研究表明，收购方获得高于普通水平的股票收益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与现金交易相比，这在股票交易中表现更糟（Agarwall、Jaffe和Mandelker，1992；Datta、Pinches和Narayanan，1992；Servaes，1991）。目标企业的股票收益在现金交易中更好。相较于股票交易中仅有17％的被收购方获得较高的股票回报，现金交易中的这一数值却高达34%。

有关财务冗余的文献表明，若收购方具有较高的现金余额应该选择现金收购。在一般情况下，实证文献是支持这种观点的（Crawford，1987；Martin，1996）；然而，有些证据则相反（Chaney、Lovata和Philipich，1991）。Jensen（1988b）认为，管理者花费了可用的现金进行无利可图的或仓促的收购。Jensen的说法已经在研究收购的人中得到支持（Lang、Stulz和Walkling，1991）。另有说法认为，无论是有足够的现金还是较强的借贷能力的冗余都可能迫使管理层寻求收购，但这也有利于流程的整合，使整合更有效率、成本也更低。Bourgeois（1981）认为，冗余能够帮助企业轻松应对收购带来的内外部问题。Hitt等（1998）发现在收购成功的案例中，将近一半的企业负债较低或有较高的借贷能力。

13.2.2　债务的重要性

Hitt等人（1998）关于高度成功和高度不成功的收购的研究（基于收购后三年的会计收益和创新产生情况）发现，债务是唯一一个对两组均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成功收购案例中83％的企业有中低水平的债务，而92％的不成功的收购有较大或异常的债务。冗余条件下的成功收购案例中，其债务水平也维持在中低水平。其他收购通过股票的方式保持低负债水平。一些收购企业借助高债务融资收购，但随后迅速偿清债务。

收购的交易额通常较大，因此债务对于成功收购是十分重要的。目标企业股票每年有不同程度的溢价，但一般都在30％以上。通常溢价可以反映两个企业整合中协同效应产生的效益，但研究结果并不支持这一说法（Datta、Pinches和Narayanan，1992；Jensen和Rubach，1983）。Barney（1988）认为，如果买卖双方没有达成一个不能发生在其他收购者上的这样一个协调机会，则发起方可能对目标企业的估值过高。超过的部分包括咨询费、投资银行家费、律师费、工厂关闭或搬迁、裁员，以及整合信息和会计制度的相关成本。

上述费用对债务有间接影响，会减少冗余，使得企业需要承担更多的债务。这些成本既不能生产也不能运输产品或服务，是没有生产力的、有害的。收购也会直
 接影响负债。当一个企业通过举债完成现金收购时，其负债水平也就随之升高。

收购交易中通常会涉及被收购方积累的高额债务。此外，即使是股票融资也不排除会使用债务。在一项股票交易中，收购方必须承担交易和整合相关的成本。此外，在股票交易中也普遍假设存在大量的债务。Hitt（1991b）等人发现，收购方包括股票、现金和组合交易在内的债务均有超过25％的增幅，并且在收购后的三年中，该项债务并没有恢复到正常水平。

债务成本直接降低赢利水平。因此，高负债使得收购交易难以获利。高负债水平也增加了破产的可能性，可能导致评级机构如标准普尔或穆迪等，降低了对该企业的信用评级。这使得未来举债更困难，成本也更高。偿还收购中的债务可能会减少其他领域的投资。部分长期获益的短期投资，如人才培训和研发活动等，往往最先被削减，广告和质量控制的投资也可能被消减。此外，需要降低工资以防止因偿还债务可能导致的裁员。

相较于高水平债务导致的负面影响，低水平负债可以降低收购带来的负面影响。有些学者（如Jensen，1988b）认为债务就像纪律一样，是必要的（避免做出不符合股东最佳利益的不恰当投资）。但如果涉及并购，这一观点就不适用了。例如，最近的一些研究发现，在冗余过高的情况下，企业通常会尝试跨国并购（Nohria和Gulati，1996）。还有两位研究者发现过高的冗余会导致创新倦怠，而收购中的企业通常不会有较多冗余。中低水平的负债可能会让管理者有更多的战略选择，这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取得成功是极为重要的。

综上所述，在收购中关于如何支付，有一系列的问题要考虑。关于采用现金、股票还是组合方式完成收购的选择问题，现有的研究文献不会给出明确的建议；但是，在现金交易中股票市场的表现更好。这也证明了可控的债务水平增加了成功的可能性。

收购经验是影响收购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13.3　收购经验

知识创造可以带来组织更新和可持续的竞争优势（Quinn，1992）。当然，收购是帮助组织从学习中受益的一个方面。与交易谈判、融资、整合及同化相关的专业技能，使得企业具备持续成功的可能性和应对重大问题的能力。收购企业还必须制定与被收购企业的沟通机制；此外，还必须进行整合人力资源等管理体系。这些技能可以带来企业核心竞争力，即Prahalad和Hamel（1990:85）所说的“组织的集体学习，特别是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整合多技术团队”。思科在整合收购方面具备这一核心竞争力。从积极的收购策略这一角度来观察这个企业的成功，分析者认为，思科“已将收购这一出了名的高风险业务，变为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业务流程”（Donlon，2000）。

如果一个企业的收购很少，那么一些与收购相关的技能就可能难以掌握。这种困难部分是由该组织的知识被发现的方式引起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组织中的大多数知识是基于模式的发现。例如，管理自主权对于非相关收购的绩效表现有
 显著影响，而对相关收购则并非如此（Datta和Grant，1990）。较少从事收购的企业就很难识别这类模式。因此，收购活动较多的组织应该更能掌握收购成功的关键技能（Hitt等，1998）。

然而，正如一些研究人所发现的那样，频繁收购本身并不能确保组织获得较高的收购绩效（Fowler和Schmidt，1989；Kusewitt，1985；Pennings、Barkema和Douma，1994）。收购频次与绩效之间是曲线相关关系，成功的收购要么是企业频繁收购以发挥学习效用，要么是极少收购以仔细挑选收购目标（Haleblian和Finkelstein，1999；Hitt、Harrison和Ireland，2001）。

企业进行重复的同类型的收购是有助于组织学习的，这是因为企业可以从以往的工作模式中有所收获（Amburgey和Miner，1992）。此外，研究者发现，当收购发起方在其产业中具备目标企业的模式时，收购就能更好地执行（Haleblian和Finkelstein，1999）。显然，行业熟悉有助于企业在收购的学习。收购中的企业也可以从竞争对手和其他企业相似的收购经验中学习，以避免通过自身的错误来成长。

在收购中学习有许多挑战，其中之一便是知识是碎片化的，并且遍布于组织的各个角落（Huber，1991）。在学习过程中，发现、整合相关信息并得出结论是至关重要的。许多组织设立专门的收购部门，贯穿于企业的每一轮收购。这种广泛而深入的参与，对于确保组织从以往收购中学习是非常必要的。对于较少收购的企业来说，成立收购部门的成本太高，再次印证了在收购市场中频繁收购可能获得潜在的竞争优势。

关于在收购中学习，有一个有趣的管理悖论。在收购中学习有助于提高未来收购的绩效，然而，收购也可能扼杀了企业在诸如R & D、创新等方面的学习（Hitt等，1991a）。它们在组织内部创造条件，使得将组织技能外包比在内部建立更具吸引力（Lei和Hitt，1995）。它们还为高管们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即购买企业需要技能，而非在组织内获得技能。

综上得出的结论，尽职调查、适当的融资及负债水平、从收购中学习这三点对于收购成功是非常重要的。然而，这都是普适性问题，更具体的问题是如何推动收购中的资源问题，以及如何整合以实现协同效应及竞争优势。接下来，讨论资源问题、协同作用及整合问题。

13.4　资源互补

资源互补是指收购发起方和目标企业所持有的资源虽不同，但却相互支持的情况。相比之下，资源相似则是收购发起方和被收购企业在各自资源上有显著重叠。研究表明，相较于资源高度相似的整合，资源互补型的整合将更有可能帮助新成立企业在经营中创造经济价值（Harrison等，1991）。

资源高度相似的企业在市场中，高度相似既是其竞争力也是缺陷（Chen，1996）。因此，整合资源高度相似的收购并不能改变合并前企业面对的外部机遇和挑战。基于这一事实，企业在市场中寻求具有互补资源而非相似或同一资源的收购目
 标，来获取竞争优势的行为是经济理性的（在信息有限、认知偏差和因果模糊的前提下）（Oliver，1997）。

13.4.1　资源互补的价值

Barney（1988）指出，收购发起方与目标企业之间如果不存在一个其他潜在购买者不具备的协同机会，那么收购发起方将被迫支付等于或高于目标企业价值的价格。资源互补形成特有协同作用后是非常有价值。特有协同作用从本质上讲，是收购发起方知道如何整合目标企业资源而其他潜在购买者不知道。当两个企业可以通过某种形式整合互补资源获得比与其他任何企业更多的价值时，就是特有协同，它是所有协同效用中最具价值的（Harrison等，1991）。

此外，当收购发起方与目标企业互补资源的整合对于竞争者来说是不可能时，这种整合更难模仿（Teece、Pisano和Shuen，1997）。更具体地说，两个企业资源整合后，使得竞争者与整合后的企业竞争比与整合前的单个企业竞争更困难。所以说，当企业考虑收购时，应该关注的是资源的互补性，而非产品的相关性。Hitt等（1998）认为即使是大型综合企业，如果目标企业具备某一方面的补充性资源，也能获得竞争优势。

13.4.2　协同作用

互补性资源只有在协同作用形成后才能增加竞争效益。协同作用意味着合并后的企业比合并前企业产出的价值更高（Goold和Campbell，1998）。对于股东而言，协同作用意味着他们能获得投资组合所不能获得的报酬。而对于企业来说，不可能像股东低成本地多样化个人资产那样简单地押在一系列企业上（Sirower，1997）。

收购发起方通过两种资源获得协同效益：（1）在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的基础上提高运行效率；（2）共享一个或多个技能（Harrison等，1991），协同效应难以实现，即使在收购发起方未支付高额溢价的特殊情况下，想要从中获得较高的收益也是不太可能的。然而，如果溢价支付，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因为溢价迫使协同效应产生更多的经济增量。接下来，讨论收购企业与目标的有效整合是实现预期协同效应的关键。

13.5　整合过程

将被收购企业与收购发起方现有的运营模式进行恰当地整合是实现协同的前提。整合流程的目标之一就是发现那些可能阻碍整合后企业形成竞争优势的潜在问题，并确定那些可能阻碍整合相关问题的行为（Altier，1997）。整合过程开始于收购涉及各方就收购开始制定协定之时，并贯穿收购发起方吸收同化被收购企业的全过程。行动越迅速，整合成功的概率就越高。整合成功是战略匹配和组织
 配合的共同结果。

13.5.1　战略匹配

战略匹配“是指战略组织能力的有效匹配”（Harrison和St. John，1998:180）。一般来说，当收购双方的企业或者业务在同一商业领域实力相当时，则很难实现可形成竞争优势并增加股东财富的协同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新创建的企业只是量级的变化，而表现的能力没有变化（或以前没有的能力，合并后仍然没有）。

战略匹配通过整合两个及两个以上部门或企业的增值业务实现协同。例如，运营协同可在范围经济和（或）规模经济、R & D/先进的技术方案中获得，且通常情况下是竞争对手难以实现的。营销协同可在企业成功打通那些与品牌名称、分销渠道、广告和促销活动、销售人员有关的共享渠道后实现。此外，管理协同是原本由合并前企业的管理层掌控的竞争性技能，可以在合并后企业的各部门之间顺利共享。

13.5.2　组织配合

组织配合“出现在两个组织或企业的管理流程、文化、制度及结构相似之时”（Harrison和St. John，1998:180）。组织配合是协同的基础，意味着企业有较高水平的兼容性。从运营角度看，兼容性有利于合并企业运营的整合流程，且有助于快速有效地实现预期目标。

因此，组织兼容性促进资源共享，提高沟通效率，推动企业技能及知识的传递。组织不配合将会扼杀或者阻碍被收购部分的整合。

13.5.3　管理行为

即使战略匹配和组织配合都到位了，协同也不尽然能实现。管理行为必须为了有效匹配战略能力而发起，以获得补充性的管理流程、文化、制度及结构带来的竞争性效益。Marks和Mirvis（1998）认为，当管理者从事以下行为时，协同效应和最终获得成功的可能性会增长：（1）将他们的时间和精力致力于帮助他人在企业创建预期的协同效应；（2）组建领导团队，负责推动协同相关事宜；（3）针对每一收购制定明确的目标和方向，使全体工作人员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工作对于协同产生及绩效增长的影响；（4）以他人期望的样子来规范行为以便产生协同。如果管理者形成收购中的合作惯例，则整合与协同就更容易成功。

13.6　收购中的合作

即使是最资深的管理者，并购仍极具挑战性。缜密地选择收购目标，做好整
 体计划，以及恰当的融资方式对于收购成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还需要合作。成功的结合需要高水平的商誉、合作及计划。Hitt等（1998）的研究发现，合作存在于收购方与被收购方的各高管之间。目标企业的高管们带给合并后企业的一项关键资源就是组织记忆。这些记忆有助于收购方高管掌握长期以来驱动被收购企业做出商业决策背后的文化、历史背景及战略逻辑。

组织记忆中知识也能避免做出短期的、无效的决策（The Economist
 ，2000a）。由于被收购企业管理团队的合作和专业知识是取得长期成功的关键，因而应给团队成员提供类似绩效薪酬体系这样的适当的激励措施（Peterson，1998）。合并两个企业是非常复杂的，它需要很多人共同的努力，以至于如果不能同心协力，结果将是灾难性的。友谊可以帮助潜在的合作伙伴克服那些可能导致谈判中及并购整合中出现的问题。

13.6.1　建立合作

了解收购方和被收购方的心态可以为收购的磋商提供一个良好的氛围。Marks和Mirvis（1998:29）认为“购买方，‘胜利者’的一方，倾向于主导。被收购方，也是‘被征服的一方’，常常感到无力捍卫自己的利益或控制自身命运。其管理者往往会做出敌对的反映或因失败而离开。”Marks和Mirvis（1998）表示，在部分恶意收购中，被收购企业的管理者称这一过程是“强奸”，并称收购方是“野蛮人”。即使是在和平收购中，被收购方的管理者也认为自己是被收购方的允诺诱惑了。

否定的、贬损的态度不仅会影响谈判，还会产生长期的不利影响。例如，被收购企业中高管离职率高于平均水平（Walsh，1988；Walsh和Ellwood，1991）。收购受到管理层的欢迎，收购方高管为目标资产支付了高昂费用，但他们明白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诸如人才，会在收购的前几年里流失，这是一个普遍存在问题。被收购方高管离职率的高低受谈判性质的影响（Walsh，1989）。谈判中对抗性越强，收购后这一离职率就越高。可见，实现成功收购的一个关键点就在于避免“你死我活”的这种输赢观，因为这会最终导致被收购方最具价值的管理者及员工的离职。

收购方高管应该清楚知道被收购方的企业文化及这种文化的影响力（Nahavandi和Malekzadeh，1988）。成功的企业一般都有较强的企业文化，这就要求收购方高管有更高的调节能力和对文化的敏感性。再就是共同为合并后的企业制定目标及商业计划，尽早开始任务交接事宜，公布交接团队，并允许交接团队的成员参与谈判的后期流程（Heitner，1998）。这些都有助于形成共同目标并最大程度的减少收购后与整合相关的问题。另一方面，有效的沟通也是创造友好的、合作的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直接与客户及员工交流最能在并购中留住他们（Heitner，1998）。管理层多与员工沟通关于变化的预期效果，这样可以减少员工的焦虑。

关于合并的现实愿景可以有效减少收购后的不良影响。例如，Schweiger和DeNisi（1991）将世界500强企业中的收购案例分为两组进行研究。一组给予员
 工现实的愿景，一组不给。经对比，了解愿景的员工压力更小，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感越少，工作满足、努力程度及绩效感明显较高。此外，他们还认为，这样的企业是更值得信赖的、诚实的、关心员工的。

如果潜在的合并双方曾经合作过，那么在收购中的关系会更友好且更有成效。Hitt等（1998）发现，一些非常成功的收购都是已有过合作的企业自然延伸在一起的。包括非正式商务接触的时间在内，充足的时间对于促成友好的交易是非常重要的。正如之前在尽职调查中论证的那样，高管应避免急于达成交易。花时间了解潜在的收购企业，有助于双方高管更好地了解彼此。最可能的情况是两个企业有过私下的工作关系，既可能是合资伙伴关系，也可能是认真的尽职调查工作。

所谓“白骑士”交易，是指收购方帮助被收购方击退另一不受欢迎的收购者，它是友好的，但“白骑士”交易并不享有如上私下交易的所有益处。由于“白骑士”交易中往往要与其他收购者竞价，使得溢价增加，因此“白骑士”交易仅享有私下交易中的合作优势，而不一定享有财务优势。竞价往往发生在收购面临阻力之时。

13.6.2　阻力

从收购方的角度看，来自被收购目标的阻力通常是不利于成功收购的，但对被收购企业自身的影响则要视阻力的性质而定。来自被收购企业的阻力常见的可以分为两类：拍卖引发的阻力和竞争弱化的阻力（Davis，1991；Kosnik，1987；Turk，1992）。拍卖引发的阻力的最终目标就是抬高收购价格。这类阻力对于被收购企业的股东来说是最有利的。主要包括集体反对、诉讼、唆使竞价者等战术。拖延竞价则可能让其他潜在的购买人有足够的时间评估收购对企业自身及所在行业的影响，竞争者尤甚。如果竞争者高管意识到这一收购将对其市场竞争地位有威胁，或者经分析后认为目标企业能与自身良好契合，那么竞争者可能会加入竞价或者通过法律手段阻止收购或拖延竞价以做更深入的评估（Turk，1992）。这对目标企业来说是有利的，但风险也随之增加。竞价可以提供收购价格，但如果引发法律诉讼就可能拖延甚至阻止收购交易。

竞争弱化的阻力是指目标企业在市场中的吸引力下降，不利于竞价且使得股东收益减少（Turk，1992）。“毒丸计划”有很多种，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让目标企业对潜在购买者的吸引力下降（Davis，1991）。“鲨鱼排斥法”是一种特殊“毒丸计划”，“鲨鱼排斥法”是目标企业股东授意的，以阻碍收购交易（Davis，1991；Pound，1987；Sundaramurthy，1996）。董事会分级条款就是其中一种，将董事划分级别（通常是三级董事），且仅有最高级董事享有选举权。这就导致一项成功的收购并不意味着购买方能够迅速控制董事会成员。可见，这项条款能够预防收购方开除被收购方的高管。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企业都设有类似的鲨鱼排斥条款（Davis，1991）。

从收购方角度看，任何形式的阻力都是要增加成本的。竞价者都会导致收购方的回报减少而毒丸计划也使得成本增加。出于对抗原因，投标出价的最终价格往往较高（Datta、Pinches和Narayanan，1992）。敌对的接管关系意味着较高的
 管理层离职率及较低的绩效表现（Fowler和Schmidt，1989；Walsh，1989）。此外，它还对合并后的整合有负面影响（Jemison和Sitkin，1986）。最重要的是，不良的投标竞价可能让收购双方的高层努力提高合作效果的努力付之东流，也就使友好收购的优势不复存在。但是，当收购方管理层与目标企业通过友好的谈判促成交易时，竞争弱化阻力的不良反应就会消除，而与拍卖引发阻力有关的成本也将降到最低。

竞争弱化阻力涉及潜在的代理问题，即管理层为保住工作或自主权，可能会牺牲股东利益（Amihud和Lev，1981）。一方面，他们会减少出高价的频次。另一方面，反收购章程修正案通常会让投资者降低对企业股票的估价（Mahoney和Mahoney，1993）。

关于管理者为什么会被授权采取不利于股东的行为这一问题，研究者已进行了探讨。一种观点认为，管理者从自身利益出发可能会牺牲股东利益以维护自己的职位，这是因为：（1）所有权是分化的；（2）股东缺乏组织性；（3）部分股东不会意识到这些条款是不利于自身利益的；（4）董事会成员与管理层或多或少都有关系，可能默许管理层的行为。管理防御的假设在许多研究中得到了论证（如，Davis，1991；Herman，1981；Kosnik，1987；Singh和Harianto，1989）。

另一种观点认为，反收购修正案对股东而言是利益最大化，因为它有助于管理层抵御那些试图以不合理低价收购企业的恶意收购者（Mahoney和Mahoney，1993）。毒丸计划迫使收购方高管与被收购方直接谈判，而不是直接从股东手中购买股票进行要约收购。如果被收购方的高管同意收购，那么毒丸计划就是一纸空谈。

影响并购的其他因素还有道德影响。接下来我们将重点探讨这一因素。

13.7　道德影响

这里谈的与并购有关的道德影响不是尽职调查中所指的不道德行为。

在前文的论述中，尽职调查的一个目标是识别目标企业的不道德行为，而这里的道德影响还涉及收购方。在这一背景下看，与并购有关的道德影响，包括鲨鱼排斥法，多是源于管理层的利益冲突（代理问题）。代理问题泛指管理层为自身利益而牺牲股东利益的行为。可见，收购极有可能导致代理问题，因为收购本身就使得管理层为其自身工作和职业风险提供了较大的灵活性。对于管理层来说，如果个人利益高于股东及其他赞助者的利益，那么他们在收购中做出的决策就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Achampong和Zemedkun，1995）。

有研究表明，当管理层代表自身利益时，收购绩效往往较差（Morck、Shleifer和Vishny，1990）。在这些收购中，收购后企业的绩效通常要比收购前要差，也就是说管理层的管理是无效的，而收购使得情况更加恶化。由于表现不佳，这类收购通常倾向于采取风险负债完成融资收购（这是因为收购前就绩效不佳的企业通常不具备财务冗余的条件）。风险负债使得对合并后企业的投资减少，绩效不佳的状况难以改变（Teresa，1986，1991）。


基于管理层自身利益进行的并购，收购的可能是一个非相关行业的企业。这种情况下是难以实现潜在的协同，就更难增加股东价值了。然而，管理层有时正是出于降低自身职业风险的目的进行非相关收购（Lane、Cannella和Lubatkin，1998）。收购非相关行业的企业需要平衡可能是因为经济衰退，也可能是因为市场竞争导致的不能满足企业当前业务需求的风险。研究表明，多数非相关收购是失败的且通常在之后几年就拆分了（Blanchard、Lopez-de-Silanes和Shleifer，1994）。

并购谈判和实施过程中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其中就包括道德问题。道德问题包括在谈判中的欺诈、政治施压、为最大化自身利益而不考虑其他参与者的利益的行为，以及裁员。这些行为都不利于整合流程且会无意中流失许多人力资本（Hitt、Harrison和Ireland，2001；Ireland和Hitt，1999）。如前文所述，有效的尽职调查可以迅速识别这些问题，这就留出了更多时间解决问题。

为解决道德问题，确保股东利益，就要求建立相应的治理机制。

13.8　治理

董事会应该是监督管理行为，确保股东权益的一项治理机制。但不幸的是，当企业的高管涉及不道德行为时，董事会董事大多数却假装视而不见。当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兼任董事会主席时，这一问题更加严重。正是由于管理层间的紧密联系，以及时间、精力上投入的不够，使得董事过度放权给管理层（Evans、Noe和Thornton，1997）。

企业的所有权制度有助于提高治理的有效性，并阻止不恰当管理行为的发生。例如，有研究表明所有权集中且董事会外部成员持有股票的企业倾向于出售非相关业务以提升业绩（Bergh，1995）。此外，还有研究表明目标企业高层持有的股份越多，在收购中越会站在股东的立场做出决策（Hubbard和Palia，1995）。例如，当企业高层的目标是接管更多企业股权时，不利于或阻碍接管的反收购条款就越少（Petry和Settle，1991）。当管理者持有其管理企业的股票时，高层管理团队中的管理者和多数股东的联系就更紧密，这将削弱内部利益团体的影响并提高决策制定流程的有效性（Green，1992）。

敌意并购被认为在市场中是企业控制中的治理机制，其目标是企业中被市场低估的资产，而企业中的管理层无法或不愿让市场对这些资产进行合理估值（Almeder和Carey，1991）。然而，有证据表明，不是所有的敌意收购都是带着以上的目的。例如，在某些情况下，在敌意收购完成后，被收购企业的管理者还是向他们之前一样经营企业。在这些情况下，敌意收购方并没有训练绩效不好的管理者。另外，在某些情况下，敌意收购的对象是哪些绩效好于其他竞争对手的企业，而这些企业的管理者不需要进行培训（Franks和Mayer，1996）。

目前，我们已经讨论了一些最重要的影响并购成功的要素，以及重要的道德问题和治理问题。然而，在提出对未来研究的建议之前，我们来讨论一下战略管理领域如今最普遍的趋势，即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涉足跨境并购。


13.9　跨境并购

跨境并购的数量正在快速增长，其原因有5个。通过完成跨境并购，企业能够：（1）增强市场力量；（2）克服市场进入壁垒；（3）降低开发新产品的成本和时间；（4）提升新产品投放市场的速度；（5）变得更加多元化（Hitt、Hoskisson和Ireland，1994；Hitt等，1996；Hitt、Hoskisson和Kim，1997；McCardle和Vis-wanathan，1994）。有证据表明，绝大多数跨境并购都是出于以上几种原因（Hitt、Harrison和Ireland，2001）。

1999年，跨境并购总额约为1.4万亿美元，占所有收购总额的40%，而1998年这一数字还仅仅是20%。在2000年上半年，跨境并购在所有收购中所占比重已经上升到50%（Hansen，2000）。推动跨境并购的条件，包括全球范围内的产业整合、欧洲的货币一体化（Lebis，1999）。此外，全球电力市场的私有化和自由化将继续推动跨境并购。

在持续快速增长的跨境并购中，有一些并购导致企业进入了经济金融相对不稳定的国家，因此企业应当在跨国并购的狂热中保持谨慎，避免完成不好的并购（Global Finance
 ，2000）。尽管谨慎，但跨境并购已经成为了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发展的重要战略工具（Morosini、Shane和Singh，1998）。并购除了能够提升企业竞争力之外，还能增加整个行业的效率和效益，因为这些并购交易能够帮助产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整合。没有产业整合（和协同效应，可以从中积累）、产能过剩及伴随而来的成本压力，以及竞争性定价策略会对产业的参与者造成不良影响。跨境收购也有影响整个经济的潜力，因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与产业化经济中的企业建立永久所有权关系后，可以获取知识和更需要的资源（Zahra、Ireland和Hitt，2000；Zahra、Ireland、Guiterrez和Hitt，2000）。

能够高效完成跨境并购的企业使用的是一组有价值的、企业特有的、无法被轻易模仿或替代的资源和能力（Rouse和Daellenbach，1999）。这些需要长时间的、不断使用已培养出的资源和能力是成功跨境并购的基础。例如，国际化的思维模式就会影响跨境并购的成功。这种思维模式有几个不同的组成部分，包括“多元文化价值观、基于价值而非国籍的判断基准、对来自其他文化的观点保持开放、在新文化条件下感到兴奋而非恐惧、对文化差异敏感但不害怕”（Dutton，1999）。在操作上，尤其是当采取行动将企业整合成一个新整体时，全球化思维指的是“从其他文化中汲取最好的，然后将它们融合为第三种文化”（Dutton，1999）。

作为研究者，我们对跨境并购成功的原因知之甚少。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跨境并购是否与国内的并购完全不同。在许多有关兼并收购的研究中，跨境并购与国内并购被归为一类，但在其他研究中，跨境并购却被单独区分出来。一种可能性是跨境并购并没有根本上的不同。如果是这样，有关收购的理论就同样能运用到跨境并购当中。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国内并购的相关理论就几乎完全无法用于跨境并购，而真实情况明显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那么，哪些理论能够运用到跨境并购，哪些理论不能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学术问题。


13.10　未来研究建议

成功的并购没有简单的公式。商业是复杂而不断变化的，获得成功很难，保持成功则难上加难，这一点对于并购更是如此。有关并购的研究文献似乎表明，财务上的成功有赖于互补或相关资源的深度组合，以及合理的融资、友好的谈判、组织间的匹配和管理行为，帮助合并的企业实现潜在的协作效应。机会主义或其他的道德问题（例如，高负债、目标企业的拒绝或偏离核心业务）会抹杀潜在的财务绩效增长。如果这些情况持续存在，那么并购往往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这些结论许多都是初步的，需要进一步的检验。例如，尽管治理问题已经有了一定深度的探索，其他与收购有关的道德问题才刚刚开始解决。特别地，研究人员可以检验并购对更广泛利益相关者（如员工、社区、供应商等）的影响。债务对于并购结构的影响是另一个会出大量成果的研究方向，值得深入研究。冗余（或缺乏冗余）对于并购的推动作用，以及并购绩效的影响仍然没有定论。另外正如前面提到的，很多并购的理论可能也同样适用于跨境并购，然而，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才能决定究竟哪些理论能真正运用到跨境的并购当中。可以想见，会有大量与跨境并购相关的新理论建立起来。

研究人员也应当考虑多种不同因素的综合结果。一些并购的成功要素会以一种很有意思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具体来说，某个要素出现的原因是为了让另一个要素发挥自身的效果。例如，假设兼并方的目的是实现资源互补，但如果整个兼并不很友好，那么协同效应是很难形成的，因为协同效应要求双方的管理人员能够良好合作，敌意收购是不大可能出现合作的。另一对重要的关系是负债与创新的关系。中低度的、能够增加创新性的活动在并购后继续进行的可能性不大。Hitt等（1998）发现在许多成功的并购中，低度的负债水平与对创新的强调是共存的，而高度负债则会剥夺研发资源，使管理者更加风险规避，降低了管理者对于推动高风险研究项目的可能性。

其他成功要素的组合同样可能影响并购的结果，例如，尽职调查可能对许多其他成功要素产生影响。完整、准确的尽职调查可能会减少道德问题在收购中或收购后才浮现水面的可能性。此外，尽职调查中收集的信息可能会帮助一个潜在的收购方发现独特的协作机会，并确定适当的投标价格。组织学习同样影响了我们提到的其他成功要素。此外，收购时的高溢价可能会导致更高的负债水平，这一点对于财务方面没有冗余的企业来说很重要。

13.11　结论

并购作为一个领域，还有许多值得我们研究的地方。目前，在并购绩效的研究中未解释的部分大于我们已经能够解释的部分。此外，并购所在的国际环境正在时刻发生变化。因此，学者们在尝试确认现有观点、在跨国情景中检验现有理论、发现新的要素或合并已有要素时，还有许多值得深入研究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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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战略联盟

战略联盟，作为一种可行的组织形式和战略实施的重要手段，已经被很好地建立起来。在很多行业中，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都在增加，以至于单独的自主竞争已经不再是很好的选择。战略联盟有足够的潜力为伙伴企业创造利益。比如，更加接近新技术和补充性技术、极大地节约成本，以及降低风险。这一章对几个重要问题的分析和展开都包括战略联盟。本文开头部分将首先引入联盟的定义，继而讨论联盟的基本原理、学习联盟的动机、联盟的绩效和不稳定性，控制问题、托拉斯和联盟及演进过程。在每部分中，将提出关键的研究领域和问题，也会涉及主要的支持性研究和相关发现。本章最后的总结部分，将为未来的研究指出几个重要的方向。

14.1　战略联盟的定义

战略联盟是指运用由两个以上的现有组织资源和治理框架形成的，相互协作的组织性管理方式。战略联盟具有三个重要特征：第一，两个或两个以上成为合作伙伴的企业在联盟的框架内仍然保持着独立性。第二，联盟内部具有持续的相互依存性，因此一方对于另一方会比较脆弱（Parkhe，1993）。相互依存性导致了控制和管理的共享，继而增加了联盟管理的复杂性，从而造成了管理和协调的成本。第三，由于合作者之间保持着独立性，从而具有合作者之间所想所为不甚一致的不确定性（Powell，1996）。

基于以往的定义，一系列的组织形式可以被划分为各种联盟，包括合资股权经营、协议许可、共享产品开发项目、少数股权关系，以及共享采购和生产。有两种企业关系被战略联盟排除在外，即基于市场交易的两个企业和兼并企业。虽然一些学者也把兼并和收购看作一种联盟形式，但它们与联盟的概念存在不一致的地方。由兼并和收购形成的新组织的生存，并不像联盟那样是依存于两个或多个现有组织的。


14.1.1　联盟和知识交换

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合资股权经营被视为长期联盟的同义词。最近，出现了大量新的联盟形式，研究者们也在探究更为宽泛的协作管理（Hagedoorn，1993）。另外，由于在实际中所用到的联盟概念变得更加宽泛，有必要提供一些额外的边界环境，以便将联盟同其他形式的组织间关系（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IORs）区分开来。当关系是在市场交易的基础上的话，那么战略联盟和联合管理模式都不会存在。重要的是，联盟创造了有趣的管理结果，因为在两个或多个企业之间需要知识的交换。这种知识也许关乎合作者的技术、科技、未来计划等。当知识在企业间交换时，也有被挪用或擅用的风险。当知识被交换时，企业将面临两种选择：它们可以通过协议合同保护自己，或可以依赖信任关系。当联盟刚刚成立的时候并不能预见到所有的意外事件，所以信任在联盟中就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果因为联盟过于简单，或是协议合同的全面详尽，合作者之间的信任不是太重要的话，那么联盟管理的挑战和研究者的兴趣就会大大缩减。在本章的后半部分，我想更加详尽地验证信任问题。

14.1.2　联盟形式与联盟研究

因为存在着众多的联盟形式（新的形式也在不断产生），在理论发展中联盟的研究者具有三个选择。第一个，聚焦于某一特定的形式，如股份合资经营。第二个，提炼决定联盟形式的各种变量。例如，Dyer和Singh（1998）发展了一种构架，以便理解关系是如何建立并维持起来的。这个构架中的一个结构就是有效管理，在这个结构中，学者们引入各种与联盟形式有关的问题。第三个，也是缺乏理论支持的一种，就是将联盟视为单一的组织形式。任何有关联盟的基本理论都对该问题缺乏解释力度，除非这些理论是关于联盟形式不同之处的。股份合资经营创造价值的力度就不同于其他形式，如研发合作和协议许可。例如，基于科技的联盟会提前计划终止日期，而股份合资经营通常不会有终止计划。基于不同的联盟形式，天赋和资源分配的类型也将是不同的，比如动态竞争、议价能力和绩效测量。

14.2　战略联盟的基本原理

战略联盟形成的原因有很多。要了解这些原因需要基于两个问题：建立一个联盟合作的目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要选择联盟这种组织形式。虽然这两个问题是分开的，但在实践中，企业决定合作时就已经交织在一起了。

14.2.1　合作目的

根据定义，联盟的成立是为了完成一项共同的任务，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联合形成的。通过资源的整合，这些合作者能够通过独自无法实现的方式来
 创造价值。创造价值是指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链接合作者的能力和资源来完成某项共同的任务，并且为合作者创造经济利益或其他方面的收益潜力。虽然对于每一个合作者来说，获得的价值未必会一样，也很少有一样的时候，但是每个合作者都必须获得一定的利益，这样才能继续将联盟作为首选（Porter和Fuller，1986）。所以，选择一个合适的合作者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管理性决策（关于该领域的研究参照Geringer，1988；Hitt等，2000）。

合作目的是指，通过与一个或多个合作者的共同努力达成目标。在有关联盟的著作中，这个问题已被深入地探讨过了（如Contractor和Lorange，1988；Gulati，1998；Harrigan，1986；Hennart，1988，1991；Inkpen，1995a；Kogut，1988；Osborn和Hagedoorn，1997；Porter和Fuller，1986）。这些目标或者联盟利益，大体上分为几个类别。虽然是独立讨论，但企业在组建联盟时通常拥有一个共同的战略目标。

第一个目标是加快战略实施的速度。在当今这种变化迅速的竞争环境中，速度是越来越重要的合作目标。面对内部发展和建立联盟这两个选择时，许多企业都会选择建立联盟，因为这会使战略实施的速度更快。例如，在当今中国，联盟不再是法律要求（在大多数行业），企业可以选择创建属于自己的子公司。但是，独自进入中国市场的速度会比以联盟的形式慢得多。同样，在当今以“互联网速度”运行的世界中，单枪匹马的战略不能使企业有效地利用新的机会。因为科技、市场或互补性技术，可以从合作者那里快速获得，相比于复制操作和内部发展，联盟对于奠定竞争地位来说是一个更加迅速的手段。这也意味着，在结构变化快速的行业中，联盟这种方式更容易被采用。新世纪的无线通信行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行业正在迅速地发展科技，并产生了许多联盟。

第二个目标是通过共同的经济活动，比如原材料供给、生产、营销和分配，以便大幅度节约成本。由于互联网的存在，小企业在各领域中（如购买和分配），因大幅降低成本而进行联合的难度大大降低了。

第三个目标是降低风险，提高稳定性。联盟能更加吸引有风险的大项目，比如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因为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完全担负起这项风险活动的开销。技术上高度的不确定性也会促使联盟的产生。还有，当企业不愿独自维持某个项目时也会建立联盟，如半导体行业中的美国半导体材料技术联盟（SEMATECH）（Browning、Beyer和Shetler，1995）。

第四个目标是合法性（Oliver，1990）。企业可能会因为想借用名誉而寻找合作者。小企业寻求与大企业的合作关系往往就是这个目的，这是很普遍的现象。在软件行业，有许多小的软件开发商就与微软这样的大企业建立了诸多关系。对于小企业而言，拥有像微软这样的合作者就代表着拥有了重要的行业合法性。

第五个目标就是为了借助另一个企业的知识或能力，以实施某项活动，这时企业之间的技术往往是不对称的。运用联盟进入外国市场，或是通过联盟将国外的产品引进到当地市场可以使企业获得资源通道，而这种资源通道是企业无法独自实现的。企业可以整合互补资源，以便实现产品和市场所在地的多元化。企业也会在其重点行业中寻求新的技术，于是运用联盟来获得接近这些技术的途径。有时，为了使潜在的配合和协作清晰化，联盟也被用作研究合作者的手段，
 这可能导致合作的企业被对方兼并。Hitt等（1998）发现，这样的兼并比其他方式成功率更高。其他联盟的目的包括吸收或阻挡竞争、垂直一体化，以及克服政府为阻止全资子公司而提出的投资准则（Contractor和Lorange，1988）。

14.2.2　联盟和组织形式

以上讨论的战略利益为企业为何组建联盟提供了一个战略性原理。然而，只有战略性的解释并不能完全解释一个联盟的成因，因为上述的每一个目标，是其他的组织形式或结构，在很多时候也都可以达成（Buckley和Casson，1996；Hennart，1988）。所以说，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为何联盟与内部发展全资子公司、收购，或签订基于市场的协议等其他形式相比，更容易被选择。

交易成本理论就被用来解释为什么联盟会成为企业的第一选择，而非选择独立交易、内部发展，或收购兼并。作为联盟形成的解释，交易成本理论是建立在Williamson提出的方法上的（1975，1981）。Williamson的主要观点是，在低效的中间产品市场中，企业科层制能够替代市场交易。当交易的结果和价值不确定时，以及当交易各方难以获得适当的绩效激励时，这种低效率就会出现（高度的资产专用性）。Williamson指出，企业会以交易和生产成本的最小化为目标而选择交易方式。

大部分交易成本和联盟上的运作已经成为了国际商务或国际管理。利用交易成本理论，可以给出一个对于成立联盟的具有说服力的观点，那就是代替跨国企业（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MNC）的子公司而被建立的（如Beamish和Banks，1987；Contractor，1990；Dunning，1995；Hennart，1988，1991；Madhok，1997）。交易成本理论坚持认为，在太多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内部化失效时，联盟管理促进了完整合同的签署（Hennart，1988）。Madhok（1997）认为，市场可能无力聚合起相关的隐性资源和能力。Beamish和Banks（1987），以及Contractor（1990）提出，联盟在遇到机会主义的交易困难时，倾向于选择跨国企业的形式，这样一来，有限理性和不确定性在联盟内部会得到有效解决。同样，在公平交易的市场中，联盟也能降低交易和协调的成本（Dunning，1995）。

在另一种情况下，当获取了所需的企业特有资产时，对买家就意味着获取了额外的业务，这时联盟可能更倾向于收购（Chi，1994；Hennart，1988）。这样，与收购相比，联盟更具有经济上的可行性和较少的硬性承诺。因为联盟在所有权上不存在转让，所以用于解除内部关系的花费也就相对较低。

14.3　组织学习和联盟

前面部分介绍了建立联盟的基本原理，并解释了为什么联盟能够优于其他组织模式成为企业的首选。在接下来的部分中，将讨论与战略联盟相关的主要管理问题。因为通过联盟而进行的组织学习，既是联盟形成的动机，也是一个演化过
 程，这将贯穿于联盟的始终。所以这里将学习作为最首要的管理问题来讨论。接下来，本章将继而验证联盟的一些问题，比如绩效、控制和信任。

在联盟建立之后，就开始发生价值创建。许多关于联盟的研究都是关于如何通过管理这个协作的过程来使共同价值最大化的。近年，更加引人注意的是，单独企业通过资金和长期竞争所得的价值占有。组织学习的动机为联盟的形成提供了一套可行的基本原理，这套原理与共同目标并没有绝对的联系。联盟为组织学习提供了平台，为企业从合作者那里获得知识提供了途径。通过共同执行联盟的任务、相互依存及解决问题，通过观察联盟的活动和结果，企业能从合作者那里学到不少东西（Inkpen，1996）。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组织之所以能套在一起，是因为彼此的技术、知识和实施战略的不同。这种存在于合作者的技术和知识的不同，促进了企业向合作者学习。因此，由于其他的学习方式不同，联盟的形成降低了知识迅速流失的风险（Powell，1987）。

有相当数量的理论研究（Inkpen，2000a；Kogut，1988；Kumar和Nti，1998；Larsson等，1998；Makhija和Ganesh，1997；Mody，1993；Parkhe，1991；Pucik，1991）和实证研究（Dodgson，1993；Hamel，1991；Hitt等，2000；Inkpen和Crossan，1995；Inkpen和Dinur，1998；Lane和Lubatkin，1998；Mowery、Oxley和Silverman，1996；Powell、Koput和Smith-Doerr，1996；Simonin，1997，1999）是探讨联盟和学习的问题的。这个研究流派讨论的主要问题都与组织开发联盟学习机会的情况密切相关。

关于联盟的著作中提供了许多不同的关于学习的观点。比如Doz（1996）曾经论述过，学习的过程是一个联盟的进化过程的核心。从联盟合作者的视角来看，学习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了解合作者，是发展企业之间信任关系的前提；也是向合作者学习的前提。Doz和Hamel（1998）强调说，有两种类型的合作者在学习的动机和效果上存在困难。他们指的是，了解合作者的技能熟练度，这种技能熟练度有助于联盟合作者共同创造价值。所以，这种类型的学习不能被视为联盟的动机，而应该是一个支持有效的联盟管理的要素。从合作者那里学习就是完全不同的联盟学习类型了，这也是决定联盟交涉能力的关键因素（Hamel，1991；Inkpen和Beamish，1997；Yan，1998）。合作者学习影响着企业对联盟的控制程度。学习速度快的企业有能力吸收合作者的技术优势，减少依存性，并且提高交涉能力（这在后面将详细谈到）。

当一个企业向合作者学习时，学到的知识能够被用来在某些领域里提升战略和直接运用，而这些领域与联盟活动不一定相关。这种企业单方面从合作者那里习得的技能，可以为企业带来私利（Khanna、Gulati和Nohria，1998）。当企业向合作者学习时，其所得到的知识即使是在联盟协议之外，也是有其价值的。也就是说，知识总能被企业自行吸收，并且应用到新的地区市场、产品和业务中。除非两个企业建立起联盟，否则这种具有应用潜力的知识是很难得到的。应当注意，学习不应被看作是一个单方面的静态过程。所有的联盟合作者都有学习的机会，只是有的利用了这些机会，而有的则没有利用。同样，当联盟发展变化时，合作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关系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继而学习的机会也会发生变化。在一个多重性的联盟里，企业会根据从其他关系中的学习所得来调整其学习
 目标和付出的努力。

与其他观点不同，Kogut（1991）认为联盟是可以为企业提供扩张机会的投资。面对不确定性和学习欲望，企业更倾向于联盟而非收购。如果一方在联盟中有机会追寻另一方的知识和技术，那么它就可以通过联盟吸收其所需要的复杂知识。一旦一方选择从合作者那里购买（或学习到）所需的技术，那么其对合作者未来的投资也就不能保证了。在这个时候，选择购买往往会实现，而联盟也会最终瓦解。最近，Chi（2000）从选择方面仔细地研究了联盟。

其他各种关于联盟的研究也将学习的视角包涵了进去。例如，Makhija和Ganesh（1997）就在研究的概念构架中，将学习和控制力连接起来。Khanna、Gulati和Nohria（1998）考察了合作与竞争之间的紧张状态是如何影响联盟的学习力度的。他们运用联盟合作者的私自和公共利益的观点，解释了企业为什么会经常不同程度地无法理解合作者。Lyles和Salk（1996）考察了共同经营的组织从国外合作者那里获取知识时，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学习的对立面，也就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如Kale、Singh和Perlmutter，2000；Lorange，1997）。因为在其他商业领域，对学习理论的兴趣依然浓厚，所以在今后的岁月里，学习仍会是联盟研究者的研究重心。

14.3.1　知识创造和知识管理的过程

虽然很多概括已经描绘了基于知识资源和知识创造的优点，但是却很少系统地谈论到，在联盟环境下，企业是如何吸收并管理知识的。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利用一个将基地建在北美的美国和日本的合资企业的纵向研究数据，Inkpen和Dinur（1998）列出了三个有关的研究问题：（1）联盟合作者要运用什么样的程序，才能建立获得联盟知识的途径？（2）什么类型的知识与这些各自不同的程序有关，这些知识又是如何分类的？（3）组织水平、知识类型和知识转移之间有什么关系？

Inkpen和Dinur（1998）还分析了四种关键的程序：科技共享、联盟与企业间的互动、人员转移及战略合并。这四种程序都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在这个理论基础上，每个程序都代表了一种知识链接，这就可以使个体分享它们的观察和经验。这四种过程中的每一个，都为管理者提供了获取超越传统组织边界之外的知识和创意的途径，还创造了能与其他管理者交流联盟经验的连接途径。这样看来，这四种程序都代表了知识创造，因为正是通过这些程序，不同类型的知识才得以聚合并为人们所用。

通过运用Spender（1996）的类型学知识，Inkpen和Dinur将知识管理程序与不同类型的知识连接起来。比如，关于科技分享的知识就可被划归为明确的、客观的知识，因为它主要与产品设计或具体的生产过程有关。在两个企业里，这种程序和主要的知识类型与组织水平有关。例如，与战略合并相关联的知识，基本上属于群组水平的且都是经过默认的，可以从低到高排列的知识。另外，战略合并还能产生一些独立的知识。

Inkpen和Dinur（1998）总结出了四个结论。第一，知识的创造能力为联盟
 带来很多的利益。也许不是所有的知识创造都能立即带来绩效的提升，但是经过长时间的知识创造，的确是能加强和巩固企业的竞争战略。第二，每个联盟中的合作者之间的知识都是有价值的，至少在两个合作者之间，一方肯定会认为对方的知识很有价值。第三，知识的创造是一个动态过程，需要各种组织水平不同的和广泛的个体在联盟中相互作用，从而将联盟的知识扩大、互补和吸收。第四，通过不同组织水平进行的知识创造和演变，可以对管理产生影响力。

14.3.2　作为学习竞赛的联盟

联盟也可以被描述成“学习的竞赛”，因为合作者都在学习如何最快地掌控彼此之间的关系（Hamel，1991）。在这种情形下，不稳定性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必然会有明显的胜方和败方。这种联盟内部的学习竞赛的观点具有迷惑性，仿佛处在一个学习的联盟中，合作者的主要目的就是学习。但是，依我看来，这种学习竞赛大体上是不真实的，在股份合资经营的企业中尤为如此。我不会怀疑Khanna、Gulati和Nohria（1998）描述的不情愿的失败者情境是普遍合理的现象——只要这个失败者还没有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一场竞赛被公认。但是，在真实的学习竞赛中，要求众多的竞赛者都能意识到这是一场竞赛（如果仅有一名参赛者，竞赛也无从谈起）。同样，根据现有的实证发现，真正意义上的学习型联盟少之又少。企业如果具有积极学习的名声，应该不太容易建立一个新的联盟。虽然学习通常是一个重要的联盟动机，但是基本不会是最主要的动机（Inkpen和Beamish，1997）。更典型的是，联盟内部的企业被公认互相具有不对称的目标，并且它们都希望通过私人利益来学习（Inkpen，2000b）。在这一类型的联盟中，绩效结果会参差不齐，也很有可能所有的合作者都在学习，虽然学习的能力和速度各不相同。

14.4　战略联盟绩效

在商业杂志中，联盟战略往往被描绘成具有失败倾向、自身属性具有不稳定特征的组织形式。Porter（1990）指出，竞争和协作使许多联盟本身具有动态性，也使联盟的安排和设置不稳定，所以很少有联盟能持续地创造竞争优势。对一些联盟的实证研究也发现，联盟不稳定性的概率高达50%（Kogut，1988），这些研究也支持了上述观点。在被研究的49个对象联盟里，有24个被一方或双方合作者认为是失败的。以这个结论为基础，Bleeke和Ernst（1991）提出，大多数联盟最终都会终止，即使成功的联盟也一样。

以一个从业者的角度来看，可以有多种因素来解释联盟的失败：如管理不灵活、信任流失、信息交换问题、合作者之间太多矛盾、管理持续性的缺失，以及合作者之间的期望值不一致。然而，学术著作中将以上因素和联盟绩效的实证研究联系在一起，被证明是不可靠的。其实，联盟的绩效问题是复杂多面的，如何测量联盟绩效已经困扰了联盟研究者数十年。绩效测量不仅在理论上存在困难，
 在方法上也存在很大挑战。因为各个联盟成立的目标都不一样，并且具有很大的组织不稳定性，从而使得业绩的评估也非常困难（Anderson，1990）。有种观点认为，联盟绩效应该通过评估共有成果来测量，并且应该把多个合作者都考虑在内（Beamish，1988）。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点认为，要从各个合作者的价值创造角度来观测绩效。因为每一个合作者都有不同的合作目的和获得联盟收益的能力，所以应当聚焦于每个合作者在经济和竞争上的所得（Hamel，1991）。另一种观点则更加超前，认为观测联盟应当把联盟看作一个单独个体，寻求如何将自身的绩效最大化，而不是合作者的个别绩效如何最大化（Anderson，1990；Woodcock、Beamish和Makino，1994）。还有一种方法，通过观察总公司的生存状态来考察联盟的绩效（Singh和Mitchell，1996）。最后，联盟的期限和生存状态被认为可以作为绩效的指示器，因为这些比较容易被观测到（Barkema、Bell和Pennings，1996；Gomes-Casseres，1989；Kogut，1989；Park和Russo，1996；Steensma和Lyles，2000）。

联盟绩效的实证研究主要讨论的是股份合资经营。Geringer和Hebert（1991）指出，许多可以用于跨国合资企业研究的绩效测量方法，如收益性、增长和开支形式、企业生存状态、持续周期、所有权不稳定性、联盟合同的重设。Geringer和Hebert的实证研究发现，合资企业绩效目标的测量方法与另一种方法有关，而这另一种方法是以初始的绩效目标为基础的。最近，许多研究者以合作者对绩效理解的不对称性为目的，展开了广泛的调查（Parkhe，1993）。相信这条路径对未来的研究会有很大的帮助。

14.4.1　联盟和股东价值

有一派研究试图建立起联盟和股市影响的关系（如Koh和Venkatraman，1991）。这些研究中的大多数都考察了国内股份合资企业的成立公告。Merchant、Schendel（2000）和Gulati（1998）。这项研究提供了混合证据，这些证据大多关于联盟公告中关于股价的内容。Merchant和Schendel（2000）总结道，“可以清楚地看到，混合实证究竟发现了什么，并且存在多少矛盾之处”。实证研究不仅检验了跨国股份合资企业的股东价值，还得出了综合结果（Reuer，2000）。Reuer试图摆脱早期对国内外文献的模仿，将联盟的生命周期加入到他的分析之中。Reuer运用了事件研究法，来测量合资经营企业形成和终止的评估结果。他最后得出结论，联盟的形成和终止都为企业股东创造价值提供了机会。

14.4.2　联盟的不稳定性

因为测量绩效具有很大的困难，所以人们更加聚焦于操作可行性强的联盟的稳定性的研究上，而联盟稳定性的观点是以“不稳定的联盟是不成功的”一般假设为基础的。Inkpen和Beamish（1997）认为，股份合资企业的不稳定性，应是与未计划的股权变动或主要的重组息息相关。他们把不稳定性定义为一种关系地位的变化，这种关系地位对一方或双方合作者来说是未计划的和超前的。不稳定
 性通常来说，起源于过早的联盟终止，这种终止源于当一方合作者收购了联盟的业务，或是联盟解散。利用这个不稳定性的定义，可以清楚地与联盟绩效联系起来。

Killing（1983）认为，联盟控制力的变化和联盟终止都可以证明联盟的不稳定性。其他的研究者接受的是更狭义的观点，比如Kogut（1989）认为，企业终止不是联盟不稳定性的唯一标志。但Kogut还指出，不能简单地因为持续时间不长久就判断这个联盟不稳定。企业之间的所有关系都面临威胁、改变，或终止其合作基础的挑战。有时候，终止是由双方计划和预想好的。当母公司的所有权和管理发生变化时，联盟也有可能因为企业政策的原因而终止。在其他情况下，结束联盟关系的困难，也许能形成维持现有关系的一套理论，否则该联盟就该被终止。

在测量不稳定性的过程中，还能发现一个复杂性因素，就是联盟的终止不总是由当事双方决定的（Parkhe，1991）。过早的终止有可能源于一方合作者突如其来的活动。例如，当一个企业正在试图降低其依存性而向合作者学习时，其合作者却以不同目的在学习，比如联盟的维持时间，而前者的目标可能是知识资源。Yan（1998）发展了这个观点，他吸收了结构不稳定性和结构惯性的观点，来观察股份合资企业中的不稳定性。Yan提出，联盟研究者不能一味地追求“稳定带来成功、不稳定带来失败”的观点。最近，Das和Teng（2000）对不稳定性的著作做了详细的回顾，还发展了一个构架。该构架围绕的主题，包括合作企业竞争的内部矛盾、刚性与柔性、短期与长期目标。

14.4.3　不稳定性和议价能力

议价能力的观点非常适合考察联盟的稳定性，因为所有的联盟都会涉及合作者之间的谈判交涉。该观点最早出现在Emerson（1962）的研究中，后来演化成为Pfeffer和Salancik（1978）的资源依赖模型中的组织水平。该模型的内涵是，如果一个实体掌握或占有了主要资源，那么其他的组织就会依赖于这个实体。企业可以选择同意或拒绝贡献重要资源，也可以运用这一个选择作为与合作者交涉的杠杆（Pfeffer，1981）。

总体上，联盟中的议价能力源于合作的相对紧迫性、可用资源、委托、其他替代品和合作者之间的优劣势（Schelling，1956）。Yan和Gray（1994）的归纳研究是迄今为止对联盟议价能力最系统的探索。在这些研究中，他们指出了资源基础和关系基础组成了议价能力。合作者对这种资源和关系向联盟做出的保证，正是议价能力的一个主要来源。诸如采购、国内分销和个体管理等特有的知识，也是合作者可贡献的资源（Yan和Gray，1994）。对于国外的合作者，资源贡献包括生产管理和全球供应方面的专业的知识和技能。

为了能直接将合作者的资源贡献和议价能力联系起来，并且了解议价能力的转换过程，必须将组织的知识管理并入到构架当中。联盟的一方合作者吸收知识的速度对于转换进程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像Hamel（1991）所说的，这在企业控制中占有很高比例。一方合作者如果长时间大量地吸收知识，不仅能
 够侵蚀掉合作者贡献的知识价值，还会破坏合作者之间的交涉关系，从而使得前者摆脱掉对合作者的依存性。

Inkpen和Beamish（1997）丰富了Hamel（1991）的观点，他们考察了股份合资企业不稳定性的根源，提出当联盟形成时，如果外国合作者和重视对当地知识的吸收，并且也有吸收的能力，那么不稳定性就会增加。一旦外国合作者吸收了当地的知识，除非当地的合作者还可以为联盟贡献其他有价值和不可模仿的技能，否则合作的基础就会消除。不稳定性也许就是最后的结果，尽管合作者之间的关系属性可能会是议价能力层面上的变化。所以，对于外国合作者来说，吸收当地的知识是一个能够使其独立运作的方式。

14.4.4　合作者的兼容性和绩效

在商业书刊中，经常可以看到把合作者之间文化要素的兼容性和一致性作为联盟成功的关键。但是，Osborn和Hagedoorn（1997）指出，比起兼容性的定义，测量兼容性是很不可靠的。兼容性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观察，包括组织的适应性、战略对称性、资源互补性和基于联盟任务的要素（参照Barkema和Vermeulen，1997）。把合作者的兼容性和绩效联系在一起的研究，得到的结果很不稳定，这也不奇怪。一派很有影响力的国际研究得出，两个企业之间的文化差异越大，它们的组织和执行能力，以及寻求合作的期望就会越不同。如此一来，这个联盟成功的概率也越小。例如，Lane和Beamish（1990）认为，在影响一个跨国联盟的持续周期的因素中，合作者之间在文化上的兼容性是最重要的。但是，这一领域的实证研究也很有限，并不能证实这个观点。在一个针对日本-美国合资企业的研究中，Park和Ungson（1997）发现，对兼容性采取的组织手段，其实在联盟解体中并不重要。Luo（1997）发现，合作者之间在社会与文化观念上的差异程度，同合资企业绩效也没有明确的联系。这个领域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这是明摆着的，尤其是当越来越多的企业一改过去独立运作的方式，转而选择建立联盟的时候。

14.5　战略联盟的控制

对于战略联盟的成功实施来说，联盟的结构设计是至关重要的。从联盟合作者的角度来看，如何控制联盟是主要的结构要素。在联盟的内部关系中，控制是指哪个合作企业影响着联盟这个实体及其合作者，还有为达到合作者的目标而行动的联盟管理者。当然，这个目标对所有的合作者来说很少能达成一致。联盟控制的过程包括实力的运用、权威性，以及一系列官僚的、文化的和非正式的机制（Geringer和Hebert，1989）。

在联盟中，控制力的问题常常是合作者之间为管理安排而形成的矛盾中心，尤其是在合资经营企业中。正如Killing（1982）指出的，联盟管理的主要问题都源自一个原因：行使控制权的企业不止一个。所以，合作者对联盟实施控制时，
 不仅仅是对联盟管理者施加影响，也是对其他的合作者施加影响（Child、Yan和Lu，1997）。合作者们的力量往往是明显而且强大的，他们有可能不同意任何事情。假设合作者之间有可能发生冲突，那么控制力问题就是其所关心的重要问题（Geringer和Hebert，1989；Killing，1983；Yan和Gray，1994）。然而，同完全独立的子公司相比，联盟中的子公司能有效控制联盟的难度是很大的，特别是当它们不能依靠其所有权地位的时候（Geringer和Hebert，1989）。

很多方法都可以深入了解联盟控制。Geringer和Hebert（1989）在分析这些方法上做出了很大贡献，概括出了控制力的三个方面：（1）领导性企业的控制机制；（2）领导性企业可达成的控制程度；（3）领导性企业的可控制范围。当Geringer和Hebert发现这三方面相互补充依赖时，他们给出了少量的实证研究以支持这个观点。Child、Yan和Lu（1997）明确地分辨出了契约性和非契约性的资源投入，这两种资源投入作为议价能力的来源，成为了一种进一步控制联盟的行为。Makhija和Ganesh（1997）辨别了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联盟控制。他们认为，正式的控制是可预见的、规律的，并且需要清晰的信息转移。相比之下，非正式的控制更加不确定和模糊，也更加深入（Deakin和Wilkinson，1998）。

14.5.1　控制和绩效

在战略联盟的以往研究中，尤其是当牵扯到股份合资经营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明显充满争议的研究性问题，那就是控制和绩效之间的关系。从决策制定和合作者实施控制的程度而得出的控制概念，就成为了测量绩效和控制的一个渠道。Killing（1982）在共同决策程度的基础上，分辨了三种该联盟的类型：领导性企业支配的联盟、合作者管理分享的联盟和实体相互独立的联盟。联盟类型的最主要决定因素，就是企业对决策的影响程度，以及双方企业角色地位的认同程度。通过将控制和绩效相连接，Killing（1982）发现，领导性企业支配的联盟与合作者管理分享的联盟的相比，更容易成功。Killing认为，当只有一个企业控制联盟的活动时，与合作者协调的冲突和潜在风险降低了。Killing的观点很有说服力，尤其是放在交易成本理论框架中解释更是如此。合作者之间的协调需要很高的成本，这种成本往往不能得到稳定的管理，导致联盟的不确定性和潜在转变。降低了协调的风险，就能够使交易成本最小化，还能使联盟变得稳定。根据这一逻辑，如果联盟的决策被领导性企业控制，那么联盟的绩效要比分享管理型联盟更高。

Beamish（1988）回顾了关于控制—绩效的有关研究著作，最后总结认为，当研究重点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时，就会发现领导性企业的控制和高绩效之间的关系减弱了。Blodgett（1992）运用所有权来衡量控制力，用稳定性来衡量绩效，最后发现，1:1比例管理的联盟比起多数其他联盟来说，更有可能延长联盟持续的时间。Blodgett认为，当合作者的所有权是平等的时候，双方都有压力为保护其投资而为联盟提供必要的设施，从而双方都会同意并承诺成功地运作联盟。而在大多数其他类型的联盟中，一方合作者也许有能力来控制联盟，但方式却不被其合作者认同。Bleeke和Ernst（1993）也发现，按1:1比例管理的联盟，绩效是最高的。


Child、Yan和Lu（1997）发现，总公司对股份合资企业的控制水平与绩效之间没有绝对的联系。Mjoen和Tallman（1997）将所有权集中控制模型与基于资源投入的议价能力模型结合起来，其结果否定了股份合资企业中基于所有权所有控制的基础，而论证了基于议价能力模型的控制力。其他研究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提出，拥有不同国际背景的企业，在所有权上也有不同的取向（Erramilli，1996；Pan，1996），因此可能影响其对联盟绩效的看法。总之，控制和绩效的关系对管理者来说仍是个重要的问题，因为该关系暗示着联盟的结构设计。也许解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更加深刻地理解联盟、企业战略、合作者信任和联盟资源之间的关系。

14.6　信任和战略联盟

信任虽然很难被测量，并且容易被概念化处理，但仍然是联盟的核心。很多关于联盟的研究（如Beamish和Banks，1987；Buckley和Casson，1988；Das和Teng，1998；Inkpen和Beamish，1997；Inkpen和Currall，1998；Madhok，1995；Yan和Gray，1994）都反复论证过，相互的信任对联盟成功必不可少。Ariño和de la Torre（1998）在对一个失败的合资经营企业进行研究之后发现，如果缺乏信任，联盟遇到的稳定性威胁将是联盟无法应对的。Yan（1998）认为，“合作者之间缺乏信任，对于跨国合资企业的形成来说，是导致结构不稳定的一个主要原因”。Child和Faulkner（1998）也提出，在国际性联盟中信任是非常脆弱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被扯进联盟之后，效果更明显。因为联盟内部的关系受到合作者间国际差异性的影响，包括文化、法律、政治及交易政策等因素。

Inkpen和Currall（1998）探讨了信任的前因后果，提出信任在整个联盟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样，合作者之间的信任应当是不断发展，而非静止不动的。随着时间的累积，合作者都从对方身上不断地相互学习，联盟也变成了一个可操作的个体。这时，合作者之间的信任程度就会有所改变。信任需要彼此的熟悉和理解，同时也需要时间和联系（Notteboom、Berger和Noorderhaven，1997）。当合作者之间的关系逐渐成熟时，先前的成败和之前的相互作用，都会影响联盟内部的信任。另外，与大多数商品不同，信任使用得越多越容易增长（Hirschman，1984）。信任也可能随着合作者关系的减弱而减少，例如，当联盟形成时，可能一方合作者会很合作，但是经验的增长会导致这种可能性发生变化，最后导致信任程度也随之发生变化。

风险是信任存在的前提，相互信任的各方必须要有风险意识（Mayer、Davis和Schoorman，1995；Sitkin和Pablo，1992）。产生负面结果的风险一定要存在，以便信任可以发挥作用，而且相互信任的双方也必须愿意承担风险。如果没有风险，信任也就不重要了，因为这样也就没有受损害的危险。风险越大，对于信任的期待程度也就越高。然而，风险的本质，以及与信任之间的关系，在联盟的研究中却很少受到重视。


14.6.1　信任和绩效

普遍被认为的观点是信任可以提升绩效（如Harrigan，1986；Saxton，1997），同时绩效也能使信任的重视程度加强。Yan和Gray（1994）提出，绩效对信任有回馈作用。不好的绩效会导致合作者之间的不信任，继而对长期的联盟绩效产生负面影响（Killing，1983）。企业会对联盟过去的绩效进行回顾，并和自身的期望进行对比，从而对合作者是否坚持初衷做出一个预测（是否有必要信任伙伴）。如果联盟的绩效比预期的差，合作者就很可能质疑对方的竞争力和能力，合作间的信任关系就不免遭受考验。联盟绩效也要承受很大的压力，因为联盟管理者也被卷入了冲突当中，这种冲突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联盟业绩的降低导致了信任的流失，继而信任流失又导致绩效更加降低。

在营销学关于渠道关系的著作中，我们能够发现许多可以支持企业之间信任与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如Aulakh、Kotabe和Sahay，1996; Mohr和Spekman，1994，Robichaux和Coleman，1994；Smith和Barclay，1997）。在关于合资企业的著作中，虽然有众多理论争议，但我们仍然可以找到一些实证支持。Parkhe（1993）运用机会主义行为理论来研究信任，发现机会主义行为和联盟绩效之间存在强烈的联系。Inkpen和Currall（1997）的发现也能支持这一观点。他们发现，当绩效可以通过自制和忍耐来调节时，信任对其有间接的影响。在对中国-美国合资企业的定性研究上，Yan和Gray（1994）指出，信任可以作为调节正式管理控制和联盟绩效之间关系的机制。Parke、Ungson（1997）和Saxton（1997）发现，在信任前提和联盟结果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

14.6.2　信任和组织层级

在联盟中，信任存在于多种层级的组织中（Currall和Inkpen，2000）。例如，被各自联盟合作者被分派到联盟中的独立经理人之间就可能存在信任。或者，因为企业间的合作范围超出了联盟的框架，信任也可能存在于一个组织层级之中。在一些案例中，以联盟为基础的信任也许在某些层级存在，而在其他层级中缺失。联盟是如何在某个组织中形成的，以及又是如何影响和存在于层级中的信任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也一直在被研究。这个问题为战略联盟的成功建立和实施提供了重要的指示。正如Doz（1996）指出的，通过形成联盟，合作者之间的沟通能够建立起一种动态关系。这种关系能否成功，必须经过一系列的演变。信任的演进，正如信任在层级中一样，在变化中扮演着主要角色，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一部分讨论。

14.6.3　信任和控制

信任和控制虽然是两个重要的联盟概念，但它们之间的联系却很少有人重视。正如之前提到的那样，绩效和控制领域的研究对此都非常模糊，如果深入地研究信任的作用，相信能够为该领域的研究做出有价值的贡献。对于联盟内部演
 化的管理结构和控制机制来说，企业间的信任应被视为决定性的因素（Faulkner，2000）。在合作者之间，如果保持高度的信任，就相当于对维持联盟的一种非正式的保护。比如，在一个具有高度信任的案例中，联盟的契约内容可能不会太详尽，这是因为各方都认为机会主义的可能性很低。如果合作者之间缺乏信任，管理的成本就会很高，管理程序也会更加正式，如详尽的契约文件、频繁的董事会议、律师的详细审查，还有合作者高层与联盟更多的交涉。这些程序最终会给联盟合作者带来额外的交易成本（Dyer，1997）。Parkhe（1993）的发现支持了这一假设：苦心经营的维持与机会主义行为的感知之间，存在着强烈的相关性。

然而，因为信任是不可能被瞬间建立和破坏的，合作者必须平衡好信任和控制的关系。在一个新建的联盟中，如果没有共同的文化背景或先前的相互影响，联盟形成时会缺乏信任的基础。在新的联盟里，合作者之间往往彼此怀疑，并且不能确定合作的价值所在（Doz和Hamel，1998）。在这样的案例中，合作者除了选择控制别无他法，他们只能依靠契约和监控来维持联盟的存在和自身的利益。

信任和控制的关系应被看作是互惠互利的。缺少信任会导致控制的增加，反之，极度的控制也会导致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Provan和Skinner，1989），最后又会导致信任的瓦解。同样，联盟的有效控制也需要合作者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信任（Goold和Quinn，1990）。如果缺乏信任，合作者之间就不太有可能对一个控制机制达成共识，正是这个问题困扰了许多新联盟。在联盟管理中存在着很有挑战性的现实，就是在联盟成立最初的几年里，合作者必须共事，在这段时间，他们都缺乏合作的准备（Doz和Hamel，1998）。在一个信任程度较低的年轻联盟中，合作者各方都希望实行控制机制。但是，因为双方彼此不信任，就会对控制的性质及管理者的人选问题发生争执。

14.7　联盟的发展和演化

无论联盟稳定与否，在其存在的期间内，就会经历一系列的变迁。在管理者要解决的事务中，可以确定的是，联盟演化的方向在开始阶段是很难预料的。然而，根据Lorange（1997）的观点，联盟要想存活下来，就必须要经历演化的过程。联盟总是处在一个暂时的阶段，并且永远朝着另外一种状态发展。联盟合作者之间的契约往往是在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制定的，所以，所有未来的偶然性和环境的变化都不可能在开始阶段就被预料到。结果就是，联盟演化的管理方式和发展模式成为了联盟管理者的重要技能。

联盟演化这个研究领域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然而，目前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还很有限。正如Yan（1998）所说的，虽然形成和终止的案例已经被广泛研究，但有关联盟的中间发展时期及发展动力的内容却很少有人关注。一些近期的研究为理解战略联盟的演化提供了重要参照。Doz（1996）提出，成功的联盟所经历的演化过程是一个连续的交互式循环，包括学习、重新评估及再调整。相反，
 失败的情况具有很大的惯性，并且具有少学习和错误学习的特点。Doz、Olk和Ring（2000）集中研究了联盟形成的过程，发现形成过程的一个明显途径与联合研发有关，这在初期情况中扮演着关键作用。Child和Faulkner（1998）研究了以信任为基础的联盟关系的演化，提出当合作者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时，信任也有随之发展的趋势。Ariño和de la Torre（1998）观察了一个失败的跨国股份合资企业合作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并发现在演化的过程中，积极回馈并循环在程序上是至关重要的，这可以培养合作者之间积极牢固的信任关系。

14.7.1　联盟合作者间的依存性

除了学习程序和结构的发展之外，联盟动力也在合作者和个体经理人之间的演化关系中发展。依存性是处理企业内部关系和理解依赖度降低和流转的概念，这个概念也是更好地洞察联盟演化的关键。依存性指的是将联盟中一方与另一方捆绑在一起（Salancik，1977）。合作者之间可以通过合作关系的经验积累发展依存性，同时，合作者在长时间内对关系的经营积累也可以实现（Seabright、Leventhal和Fichman，1992）。当合作者之间的依存性很高时，有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力量，这种力量能够阻碍改变目前关系状态的推力（Blau，1964；Salancik，1977）。如果两个企业在过去合作过，就会对彼此的技术和能力有基本的了解（Heide和Miner，1992）。根据Parkhe（1992）的观点，“双方关系越持久，曾经历过冲突和震动的可能性越大，同时双方试图施加影响的可能性也越大”。因为先前已有交往关系存在，企业往往会与过去打过交道的企业结成联盟。例如，在一份关于40个跨国合资企业的调查中，Inkpen（1995b）发现，在其中的24个案例中，联盟的合作者在结成联盟之前都合作过，尤其是在技术共享的关系中，这一现象更为常见。

在合作关系中，依存性的产生可能是个体或结构性联系的结果，这种个体和结构性联系反映了先前的双方关系（Seabright、Leventhal和Fichman，1992）。个体性依存反映了个体间在参与交换活动中的社会化。在联盟中，个体依存性可以反映在合作者经理人之间的个人关系上。持续性的业务关系经常会被信任和包容的期待这种社会性的内容所掩盖（Granovertter，1985）。这样，依存性会使联盟从这种现存的“关系资产”开始建立（Gulati，1995）。Parkhe（1991）提出，联盟终止的概率在首次合作的企业之间更高。Kogut（1989）发现，联盟合作者之间的结构关系与联盟终止成负相关。Kogut研究了结构关系的变量，该变量将定位三种类型的关系：供给、其他联盟和许可协议。

14.8　未来联盟的研究问题

虽然关于联盟的研究已经很多，内容也很丰富，但仍有新的研究潜力存在。有三点需要特别注意，第一个研究潜力存在于联盟演化过程的领域内。我们很需要加强了解在联盟开始形成之后会发生什么。例如，合作者以什么样的初始
 状态在联盟的稳定性和议价能力中施加影响？信任是如何在一个组织层级中形成，又是如何影响其他层级的信任的？契约的变化是如何影响联盟内部管理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成功和失败的联盟各有什么样的演化阶段？如果像Madhok和Tallman（1998）提出的那样，即使避免了机会主义行为也对信任的发展没有多少作用，而对业务的发展有益，那么管理者如何分析在联盟持续的时候，与发生机会主义相关的成本和利润呢？这些与演化过程有关的问题及其他的相关问题，有助于翻开战略联盟研究的新篇章。

第二个研究潜力是关于联盟和网络之间的理论联系的。最近，对于网络的研究成为了一个新领域，但与传统的联盟研究仍然少有交集。该领域本身具有发达和专门的研究方法，以及高度发展的理论框架，也有一些令人迷惑的术语，如组织网络、行业网络和群集（Gomes-Casseres，1996）。从联盟和合作的角度看，网络应当被定义为一个为社会和商业关系而连接在一起的组织，这个组织为内部的各个组织创造了企业间的战略性机遇。虽然战略研究在国内领域已经开始检验企业内部网络的社会关系（Lorenzoni和Lipparini，1999），但在有关联盟的著作中却尚未对此有过任何详尽的描述。同样，我们也有很多机会去研究网络是如何与战略问题联系起来的。Gulati、Nohria和Zaheer（2000）回顾了战略研究的重要领域，这些领域都有可能与战略网络联系起来。

第三个主要的研究潜力是扩大对多重联盟形式的理解，尤其是在以互联网和电子商务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联盟上。在联盟领域内，大多数的实证研究都是关于股份合资经营的。相比之下，关于联合研发和少数控股这样的联盟管理的了解少之又少。互联网方向的新联盟形式很有可能对现有的联盟理论和观点构成挑战，这些理论是关于联盟是如何形成和管理的。在互联网经济中，联盟更容易形成和终止，而企业的规模和地位也变得不那么重要。电子商务的机遇会带来更新的、更复杂的和不确定性更高的合作关系，这种关系也经常存在于竞争者之间。新形式的合作关系会很快被建立，也会很快消失。当企业发现通过电子商务可以更加方便快捷地建立关系的时候，传统的市场进入壁垒和合资经营也就不再发挥原有的作用了。在国际上，联盟会给企业提供巨大的机会去接触世界各地的合作者。研究这些新的联盟形式，将会大大推动战略联盟领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发展。

14.9　结论

这篇文章中，我探讨了几个主要的联盟研究问题，以及在过去几十年中的研究成果。虽然目的是尽量详尽地对其描述，但是因联盟研究的数量庞大，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研究，所以对有些领域的研究只能做浅层的论述。一些更加专业的问题只能论及其表层，例如，联盟管理者的选择和回报（如Schaan和Beamish，1988）、联盟沟通战略（如Weiss，1997），以及联盟契约框架（如Aulakh、Cavusgil和Sarkar，1998）。虽然我谈到了国际要素对特定领域的影响，但却没有提供对国际联盟的详细验证结果，比如联盟和全资子公司的地理市场进
 入、跨文化管理和联盟合作者冲突、跨文化沟通、不同国别的联盟惯例和绩效，以及发达和新兴市场对联盟绩效的影响。虽然这些问题都很重要，但联盟研究的理论基础并没有因研究国际化的内容而发生改变。真正发生改变的是分析的复杂性，以及一些概念的重要性，包括特有的知识、监管问题和跨文化管理（参照前面关于合作者兼容和绩效的讨论）。

最后，我没有明确地梳理联盟和组织间关系著作中的交叉领域。组织间关系的概念比联盟的概念更加宽泛，包括所有类型企业间的关系，以及组织间关系在非市场环境下的所有起源（Oliver，1990）。尽管如此，组织间关系的研究成果却为了解战略联盟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理论依据，例如资源依赖、合法性和合作企业之间的能力对称。若要详尽地回顾组织间关系的文献，请参照Barringer和Harrison（2000）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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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多元化企业集团的重组战略：以国家制度环境的差异为考量

全世界的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的那些开展非相关业务组合的大企业，现在都在寻求重组自己的业务组合，以使自己重新回归于自己的核心业务上。这些战略举动的意图多半都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绩效。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那些已经完成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这种大型的多元化企业集团实际上是相当典型的。对于为什么这些大企业能主导大多数国家的经济也有不同的解释（Amsden和Hikino，1994；Granovetter，1994；Khanna和Palepu，1997；Leff，1976，1978；Strachan，1976）。学术界、企业集团的所有者和政策的制定者们也正在讨论这些大型多元化企业集团的未来（Ghemawat、Kennedy和Khanna，1998；Sachs和Warner，1994）。

许多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企业都是采用的西方企业战略的那一套模型，并且也开始重新调整自己的多元化业务。但有时这种调整或许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情况（Khanna和Palepu，1999a）。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企业模仿了美国和英国的模式而对它们高度多元化的业务进行了重新调整，并且有很大一部分企业都重新聚焦于与企业核心业务相关的操作上来，从而实现相关多元化所带来的收益（Johnson，1996）。

然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像法国、德国、意大利等这些高度发达的国家中，这些多元化企业集团已经主导了竞争格局，并且这些企业集团的高度多元化也有存在的理由。例如，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逻辑来看（Coase，1937），Williamson（1975）就为20世纪60年代企业集团在美国的快速增长提供了一个经济理由。他认为，企业集团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外部资本市场的低效率。Williamson（1975）认为，企业集团——也就是内部资本市场——能够克服外部资本市场带来的一系列低效率问题。他观察到，集团总部扮演者类似于外部资本市场投资者的角色。

有些人认为，这些财团存在的理由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特别是对于那些
 在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来说。据此，Khanna和Palepu（1999a）认为这些多元化的企业进行的重组是有缺陷的，因为在发展中国家中开展多元化经营的原因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

这些多元化企业集团之所以在许多国家发展，不仅是由于资本市场的不发达，而且与劳工和管理的发展水平相关。资本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等（不对称），以及在这些市场之间的利益冲突。在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中存在着有效的中介机构、健全的法规和完善的合同法等，这些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信息不对等和买卖双方存在的潜在冲突的相关问题。比如说，在美国的金融市场上，投资银行就扮演着企业之间资金分配的中介角色。而且，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可以确保投资者可以依靠企业的信息披露而获得充分的信息。此外，完备的合同法也有助于解决买家和卖家之间的冲突。同时，成百上千的商学院也为企业输送了大批人才，他们都拥有通过利用战略管理过程来成功地管理企业的能力。然而，在新兴市场中这些制度机制往往缺失，也给企业之间创造了额外的交易成本（Newman，2000; Spicer、McDermott和Kogut，2000）。这些“软基础设施”（促进交易的法律、监管机构和金融中介）和那些如道路、港口和通信系统这类设施一样重要，因为它们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以中国为例，其在基础设施上进行了巨额投资，但是在创建强大的制度基础设施上却收效甚微。相反，中国一直在大力发展大型多元化企业集团，如钢铁制造行业的宝山钢铁集团和电器行业的海尔集团（Chang，1998）。尽管一些西方的分析师对于这些大型多元化企业集团的形成感到失望，因为这些企业在发达市场中被视为是低效率的。然而，由于缺乏上述的“软基础设施”，它们在中国的存在可能是必要的。正如在其他新兴市场中，这些大型多元化企业集团的强大总部就能发挥内部资本市场的资本配置的作用。此外，它们在缺乏适当的法律基础的条件下，往往通过自己的子公司来管理交易事务。这些交易很有效，因为企业有办法通过内部或家族成员或亲密的合作伙伴来公正地处理交易事务。此外，这些多元化企业可以作为管理者的培训场地，因为这些国家的教育机构往往缺乏在西方教育机构中能找到的那些培养管理者的独特的商业项目。

本文为这些大型多元化集团在考虑国家的发展阶段下如何有效地进行企业重组提供了理论基础，并且强调经济发展（物质基础设施）不是决定一国发展阶段的唯一因素，而是更多地依赖于决定企业交易环境的社会基础。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首先强调研究企业重组的重要性，以及解释为什么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会显示出不同的多元化和重组路径的原因，然后，我们致力于从理论和实践方面说明企业重组路径可能与新兴市场、中等发达市场和发达市场的经济环境相关。

15.1　企业重组和制度差异的重要性

重组的正式定义是一种企业战略，它主要通过改变企业的业务组合或财务结构得以实现（Bethel和Liebeskind，1993）。收购和资产剥离战略已在美国企业中流行多年了。有些人认为，收购和剥离战略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美国
 企业有效重组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些收购的总价值超过了13000亿美元（Hitt、Harrison和Ireland，2001）。然而，20世纪80年代的并购活动和90年代的并购活动相比，简直是大巫见小巫。近年来，这种战略也逐渐在其他国家和包括欧洲在内的经济地区变得越来越流行。事实上，在1999年的第三季度，欧洲并购交易的成交额首次超过了美国（Portanger，2000）。然而有证据表明，至少对于收购企业来说，这种收购策略可能并不会带来那些理想的结果。例如，以会计和咨询业务为主的毕马威公司最近发布的一份调查，其显示估计有83％的企业合并并没有增加合并企业的股东价值；在53％的交易中，收购企业的股东价值实际上减少了（Deener，1999）。这些结果与那些学术研究的结果相一致，研究人员也发现，那些被收购企业的股东往往从收购中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回报，而那些收购企业的股东却不太可能得到这样的结果，他们通常从这些交易中得不到什么收益（Jensen，1993）。显然，投资者已经预料到了这些结果，因为在大约2/3的收购中，当收购企业宣布有收购的意向时，其股票价格立即下降。这种消极的反应被一些人视为“投资者怀疑收购方是否有能力既保持那些有问题的企业的原始价值，又能通过发挥协同效应而实现溢价”的一种表现（Rappaport和Sirower，1999）。

尽管这里也存在着很多成功收购的例子（Hitt、Harrison和Ireland，2001），但是大多数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完成的并购并没有增加企业的价值。事实上，一些研究人员观察到，“历史表明，有三分之一到一半以上的并购最终以剥离或分拆结束”（Anand，1999）。因此，企业经常使用重组策略以纠正合并或并购的失败。据彼得·德鲁克所言，重组战略被越来越频繁地使用。为了支持他的观点，他观察了发生在商业世界中一天并且非常典型的一天所发生的事件。华尔街报道称“惠普公司分拆了价值80亿的测试和测量仪器业务，宝洁公司已将其成人失禁的业务出售给一个中等规模的企业，哈里斯公司将自己的整个半导体业务出售给了一个小企业”（Drucker，2000）。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尤其在美国，许多企业因为其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行了其业务的重组，而这种情况最近也出现在了世界其他地方。例如，许多国家制度环境处于不断变化的情况下，考虑到这些环境的变化，为了对企业进行定位和为利益相关者创造更多的价值而进行重组可能就是合适的。虽然对于企业多元化和重组的研究对战略管理领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Hoskisson和Hitt，1990、1994；Johnson，1996），但是这些占主导地位的概念方法大都是以美国和英国的环境为前提发展出来的。因此，这限制了我们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企业多元化和重组的认识。然而，这些多元化集团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竞争格局中往往占据主导地位（Khanna和Palepu，1997），这就违背了现存的理论论证：高度的产品多元化不利于企业的绩效（Montgomery，1994；Rumelt，1974）。

因此，采用多元化战略的情境差异通常被忽略了。然而，在经济或商业研究中，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一直被认为是决定国家经济命运的重要因素。相比之下，国家制度建设缺乏研究，虽然它的重要性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North，1990）。制度环境已经被制度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以及社会学家所研究（Coleman，1990；Fukuyama，1995；Knack和Keefer，1997；Putnam，1993）。
 一个国家制度环境的改善能促进经济交换。本章的剩余部分分为三部分，以分别论述不同的制度或交易环境有可能影响正在寻求重组的企业的重组方法和相关的多元化发展战略。

15.2　新兴市场的重组问题

研究表明，企业集团或非相关多元化战略并没有消失，特别是在欧洲，实际上这些策略被使用的数量还在增加。尽管许多发达市场的大企业集团已经开始重新采取聚焦策略，比如ITT公司和汉森信托公司，但是在其他地方，采取非相关多元化战略的企业开始大量涌现。在发达市场中采取非相关多元化的致命弱点或是说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企业集团的生命周期较短，因为金融经济相对于操作资源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来说更容易复制（Ruigrok等，1999）。这在缺乏“软基础设施”（比如，缺乏有效的金融中介机构、健全的法规和完善的合同法）的新兴市场中却不是一个大问题，甚至由于缺乏“软基础设施”的支持，它还鼓励了多元化企业集团采取非相关的战略。我们首先说明为什么这些多元化企业集团适宜在新兴市场中发展生存，然后，接下来的一部分来描述新兴市场如何通过私有化进行结构调整。

15.2.1　多元化企业集团的兴起

对新兴市场的多元化企业集团的基础研究工作大致可以分成三种流派。其中最突出的是从交易成本理论来进行解释，它们认为集团的形成是对市场不完善性的一种反应。在这些著作中，Leff（1976、1978a）的观点最有代表性，他最开始强调了资本市场的不完善性。除此之外，Chang与Choi（1988）对韩国财阀进行的研究也非常有启发性。然而，Khanna、Palepu（1997）和Amsden、Hikino（1994）认为多元化企业集团的存在，也可能有助于解决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以及技术和资本的跨境流动市场的市场失灵问题。

Granovetter（1994）从社会学的视角进行了分析，表明普遍存在于企业集团里的规范和行为准则来自于该企业所在的制度环境。从交易成本经济学和社会学发展出的这两个流派，通常认为企业集团多元化是能够提高企业价值的一种组织形式。相比之下，建立在政治经济学基础之上的第三个流派则强调企业集团的反社会性质，即企业集团具有“寻租”的倾向，认为经济租金的占有导致了少数家庭不成比例的拥有了大部分的收益，这些少数家庭控制了主要的企业集团，并且以损害大部分人的利益来最大化自己的利益（Ghemawat和Khanna，1998）。尽管对于后一类型的文献中，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文章已开始出现（Fisman，1998），但大部分的文章在本质上还是描述性的，并详细说明了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权力结构（Encarnation，1989；Schwartz，1992）。这类似于研究发达市场中事业部是怎样缓慢地被美国经济体采用的，因为这种结构相对于传统的家庭或金融机构控制来说，它将财务控制权下放到部门经理（Palmer、Jennings和Zhou，
 1993）。

对于多元化企业集团的研究往往只囿于主流观点，而忽略了其他发展自与研究起源有关的主流观点之外的另一些观点。本文将会倾向于从一个更广泛的视角分析多元化和重组的战略管理内容，而不是仅仅局限在传统强调的交易成本观点这一范围。另外，我们要对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进行特别探索，因为它能推动交易。

尽管有些杰出的经济学家已经强调，制度会影响经济的结果（North，1990；Williamson，1985），他们倾向于认为制度环境的主要特点在某种程度上是依据其存在的专业化中介机构表现出来的（Spulber，1996）。传统的经济理论已经表明了有效的中介机构是如何降低产品交易（Akerlof，1970）、劳动交易（Spence，1973），以及资本市场交易（Diamond，1984）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理论（Coase，1937；Williamson，1975，1985）表明，企业的最优范围是其交易成本的一个函数，因此也就与其经济市场中专业的中介机构相关。Khanna和Palepu（1997）根据这一结论提出了一个命题，认为制度环境在决定多元化企业集团是创造还是摧毁企业价值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新兴市场中，由于信息问题和代理问题而导致了各种各样的市场失灵。例如，金融市场就存在着缺乏足够的信息披露和无效的企业治理和控制的特点，那些共同基金、投资银行、风险投资，以及相关的财务分析等中介机构尚未完全发展。金融媒体由于政府的限制或者因缺乏相关经验而缺乏获得相关的信息渠道或是没有发布敏感信息的权威。证券法规效力较弱并且缺乏信息披露的机制，从而导致了潜在投资者、集团成员和经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由于劳动力市场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再加上缺乏良好的教育机构和专业技能认证机构，劳动力市场也可能是失败的。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也可能很难雇用到有合适教育背景和技能的员工。产品市场的信息也存在问题，因为产品的认证机构（如消费者报告）没有发展起来、零售分销渠道缺乏或不能满足需求，以及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低的识字率，这些可能会使在消费者中建立产品和服务信用的成本更高昂。

缺失的制度特征（如熟练的劳动力不足、薄弱的资本市场、基础设施问题、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公众对于外国企业存在疑虑）已经严重阻碍了外国直接投资（FDI）在新兴市场上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障碍是缺乏明确定义的产权，而明确定义的产权则能表明该权利的排他性、可转让性，以及权利的范围（Devlin、Grafton和Rowlands，1998）。一个强有力的法律框架的缺乏致使机会主义、利润转移、贿赂和腐败问题大量增加（Nelson、Tilley和Walker，1998）。这些问题尤其影响到了产权的履行能力，即使已经颁布了相关立法（Estrin和Wright，1999）。因此，制度能力建设将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关键因素（Rondinelli，1998）。总之，法律、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上的制度是无效的。

制度的不完善必须用其他方式进行弥补，因此，大型的多元化企业集团常常扮演了个人创业者与不完善的资本、劳动力和产品市场之间的经纪人的角色。例如，通过发展非相关的业务来实现多元化的集团可以利用自己广阔的业务范围来确保获得内部融资，因为外部融资与那些发达市场的企业相比更不容易获得。另
 外，由于大部分的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大型多元化集团拥有与银行进行谈判以获得更好的贷款条件的能力，或是能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大企业集团的内部劳动力市场也有助于管理人才的培养和调配，而外部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往往不足。在一般情况下，大型多元化集团往往通过集团总部来替代市场缺乏的各种制度功能，而这些功能在发达市场中的企业只需通过市场的调配就能够得到满足。

然而，在新兴市场上，这些多元化的替代效应可能不足以抵消多样化所带来的相关风险。缺乏强大的内部或外部治理，补偿措施可能将是无效的。高层管理者可能由于过度多元化而做出糟糕的决定（Hoskisson、Johnson和Moesel，1994）。这种典型的代理和战略问题可能在家族所有制结构中表现得更严重，因为这种结构往往导致家长作风，以及控股家族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由于缺乏监管和信息披露要求，以及企业控制市场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也可能产生导致经济效率低下的决策（La Porta、Lopez-de-Silanes和Shleifer，1999）。

同时，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要想通过本国的渠道筹集大量的资金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本市场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效率都存在着发展不足。只有政府能够从国外借到资金，并以低于市场利率的方式将这些资金投放到关乎国家战略的产业或出口导向型的行业。根据政府的计划而安排自己的业务，选择进入政府划定的战略性行业可以确保企业获得资金，以帮助企业发展多元化的业务，最终成长为大企业集团。相比之下，那些在这样的情况下仍旧坚持其核心业务的企业，就可能导致自身力量的萎缩，最终导致失败。

一旦多元化业务结构安排恰当，企业集团就可以提高内部资金的利用率。在韩国就存在这样的实例。当韩国的某个企业集团或财阀成立一个新的子公司时，产权资本和运营资金就可以由其他子公司来提供。鉴于韩国外部资本市场的低效率，这种内部融资能力是那些快速增长的企业集团提供资金的关键。

多元化的业务结构也能帮助企业集团从外部筹措资金。由于企业信息的缺乏和不明确，相对于那些专业化的或小型、中等规模的企业来说，金融机构更倾向于向那些大型的、多元化的企业提供资金。并且，企业集团的规模和多元化有助于企业确保获得高质量的人力资源。企业集团可以通过持续扩张进入有潜力的领域而创造更多的晋升和职业发展机会（Amsden，1989）。由于缺乏良好的外部劳动力市场，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的规模和多样性也能吸引优质的人力资源。

由于外部劳动力市场的缺失，因此韩国企业很难从外部聘请到中级和高级的管理人才，这也成了开展新业务的一个障碍（Kim、Han和Hoskisson，2000）。因而，其内部劳动力市场的能力可以帮助企业集团积累和有效使用人力资源。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企业集团鉴于其当时的成本结构，在全球的低端市场以低价商品进行竞争，因为这些市场允许价格低廉的商品进入市场，所以它们也不需要先进的技术和营销技能。在韩国，有能力的企业家——能获得低成本的资金（由政府支持）和人力资源——能够有机会进入许多行业和抢占新兴市场。企业集团积累和共享财务及人力资源的能力就形成了集团的一大竞争优势。

在工业化进程中，韩国新的商业机会不断涌现。通过根据政府的计划而进入其规定的战略行业，企业集团能够获得政策性贷款，从而降低资金成本并且能够享受垄断利润，这也成为了进入其他市场的资金来源。


因此，抢占进入战略市场的机会要先于竞争优势和能力的建设。在抢占新商机时，关联性和所需的相关能力也往往是不被追求的，因为其缺乏动力去创造专业化的战略资产，比如技术和营销技能。企业集团能够通过利用廉价易得的外部补贴资金、内部积累的资金和人力资源，能够快速和高效地进入新的市场。通过多元化，企业集团能够抢占有吸引力的商业机会，减少集团的风险并且能够建立内部市场。因此，如韩国财阀这样的企业集团已经主宰了许多新兴市场。

基于以上的讨论，重组战略可能并不总是适合于新兴市场，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多元化的大型集团更能适合新兴市场的情况（Khanna和Palepu，1999a）。然而，由于上述提到的管理不力和过度多元化等问题，可能仍旧存在重组的需要。不过，因为内部的治理体系可能是松散的，并且外部的所有者也没有要求，重组可能不会发生。有时候，重组需要危机的刺激。例如在亚洲，1997年的货币危机鞭策政府强制推行重组，因为受到了广泛存在的破产和经济崩溃的威胁。

另外，在一些新兴市场中，资本的提供者对于多元化也有不同的偏好。银行也许更青睐于开展非相关的业务，因为它们能从大型企业集团获得更多的利益。然而，共同基金或外国投资者可能要求企业能更好地披露信息和拥有良好的内部治理，并将此作为其能获得外国直接投资的前提。因此，重组可能由于股东的要求不同而发生。

15.2.2　私有化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调整方针

由于大多数新兴市场通常是以政府所有权为主导的，因此许多推进经济转型的方案都是通过私有化来完成的。因为像俄罗斯、拉丁美洲，以及亚洲（特别是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中的经济企业是由政府主导的，所以结构调整主要包括了私有化项目。因此，我们将讨论发生在三个新兴市场中的重组方案：俄罗斯、中国和拉美（如阿根廷）。

1992年发生在俄罗斯的私有化项目，包括向所有的俄罗斯成年人发放可以转换为企业股票的“私有化证券”（Wright等，1998），这种方法有利于私有化进程的政治认同。因此，企业可以从三种途径完成私有化（在法律上称为“变体”），这也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内部所有权。

变体1是允许员工使用“私有化证券”获得企业25％的股权，并且可以折价购买另外10％的股权；在变体2中，员工可以用他们的“私有化证券”获得企业51％的股份；在变体3中，如果员工同意维持产量，那么他们将获得企业票面价值的20％的股份，并且可以以折价购买另外20％的股份。考虑到转型期间的俄罗斯维持产量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只有4％的受访企业选择了第3变体。除此之外，不通过正式发放的“私有化证券”这个私有化方案，管理者和员工也可以购买企业。1995年以后，随着与基础资源和国防相关的企业被不同程度地公开拍卖或分配给特定的国有银行，以中央计划为主的私有化进程也基本结束。

俄罗斯私有化方案的性质（如上所述）意味着，内部人员通常成为了重要的股权所有者。因此，他们在重组中也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由于“私有化证券”
 计划本身并没有鼓励资本的输入，因此有效的重组是很难完成的。相应地，员工和管理者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其重要性表现在其对于外国投资者进入市场的各种形式的可行性和管理方式有很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兼并相对于战略联盟和合资的选择上。虽然俄罗斯长期需要进行包括提高管理技能、大量的资本投资和新产品的开发在内的“深度重组”，但是，由于在短期内管理层追求工作安全和安逸，因此重组可能难以实现。由于对外来者的目标存在误解，因此可能会导致猜疑从而成了市场准入的更大障碍。然而，一些外国投资者能意识到这些问题并且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这样的投资者就很有潜力去开拓俄罗斯市场提供的机遇，并且占有一定的优势地位。

Filatotchev、Buck和Zhukov（2000）结合了制度理论和代理理论去考察了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私有化企业，主要是想了解它们改变管理者的意愿和动机。他们认为，这些私有化没有为企业注入新的资金，尤其是在资本市场也不发达的情况下，当面对经济危机时，它们最恰当的反应就是裁员和企业重组。事实上，他们发现只要是内部管理者在企业中占据主导地位，重组只能是走马观花。当外部的所有者处于强势位置，他们则更愿意去推动企业的改变。然而，一般来说，因为内部管理人员主导了私有化企业的权力结构，外部股权持有者通常就不能与管理层的机会主义抗衡。“内幕私有化已经将权力的天平向企业内部的在职者倾斜而远离了外部投资者，这种趋势对于企业重组可能会有负面的影响。”（Filatotchev、Buck和Zhukov，2000:300）

尽管俄罗斯完成了对企业的私有化，但是其并没有产生有效的重组。此外，由于缺乏有效的重组，俄罗斯的进程已经落后于其他采取不同方式进行私有化的国家。与俄罗斯的方法不同，Grosse和Yanes（1998）描述了阿根廷的国家石油企业Yacimentos Petroliferos Fiscales（YPF）成功的私有化进程。在20世纪90年代初，该企业就显然已经为合理的私有化进程做好了准备。那个时候，YPF显示出了当时管理不善的国有企业的一些通病：人员过多，其直接雇员有39000人，并且与13000个发包方签订了长期或永久的合同；每天的石油产量仅有410000桶（类似于如今将非核心储量分离出后的特殊留存的产出），其业务也主要集中在上游和炼油上。因此，在1990年，YPF亏损了5.76亿美元。YPF还经营着许多非相关业务，比如医院、学校、住房和公用事业等，很明显，许多业务的战略价值并不高。

YPF重组的第一步就是要求政府采取行动将YPF转变成为一个企业，以推进重组进程。这一步通过阿根廷政府颁布的一条法令得以完成。企业化完成后，政府指派一个具有很高公信力的管理者Jose Estenssoro来管理重组过程。YPF改造的第二步开始于1991年，其涉及大规模裁员、人力资源及运营结构的重组。实际上，因为设计、执行和完成的步调不一致，这两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彼此分离的。因为从来没有人对这个组织臃肿的管理机构进行过系统的评估，所以Estenssoro和一个外部的咨询团队决定取消所有管理者的职务，重新构建一个新的组织框架。因为YPF曾经是一个国有企业，其提供给员工的薪资很低，提供的挑战也不多，这也就意味着那些选择留在这个全新的、苛刻的环境中的人将会是极少数的。然而，人员调动计划是简单而又透明的：每一个人，不管是高
 层还是底层员工，只要离开企业，就会得到一定的经济补偿。这项慷慨的计划使50000人离开了企业，这其中包括许多行政人员。

YPF在进行合理的组织精简的同时，也在开展新构架的组建工作。依据当下流行的企业再造这一最具现代化的概念，理特咨询公司承担起了重新设计组织结构的任务。由此产生的管理结构是非常简单紧凑的：可以共享服务／员工的自主战略业务单元。为了能找到合适的管理者来填补关键职位，企业又实施了一场集中的高管选拔计划，并且这个选拔是基于领导力、道德操守、才智和判断力的，而不仅仅是以传统的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作为评价标准。

随着新的组织逐渐成形，对于新的信息技术以实现新的组织结构运转的需求也就变得显而易见。要想成功运转决策层中只有很少中层人员的精简机构，YPF必须要具备现代化的交流和信息传递设备。通晓信息技术的安德森咨询公司被引入进来，以协助制定新的工作流程和设计，并且将新型的信息网络与最现代化的技术和系统连接起来。意识到信息技术对于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性，YPF的信息技术现代化过程持续了四年。在鼎盛时期，同时有将近200位国际专家为其工作，其中大多来自安德森咨询公司。

Estenssoro认定的私有化进程的第三步即最后一步是，通过首次公开招股在本国和国际上销售YPF公司的股份。一旦销售股票的条件具备，政府就着手开始精心策划首次公开招股（IPO）。可以说，这时政府才是真正开始着手实施私有化。普华永道被请来为企业进行估值并为其拟发行的股票定价。在上市前将企业进行改造和重组，使得该企业的价值翻倍，达到80亿美元。这也是1993年纽约交易所最大的一起IPO。

与俄罗斯、阿根廷，以及其他国家采取的彻底私有化的方式不同，中国采取的是渐进的私有化方式。Zhou（1993）粗略估计，认为如果假设每周有一个国有企业（SOE）被进行拍卖，而中国有4000个大型的国有企业集团，那么如果没有大量来自国外的资金的话，中国将要用80年的时间才能完成私有化。国有企业的改革方案采用的是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并且从1978年就开始运行。从那时开始，中央计划体制就逐步解除，政府也逐渐退出了监管经济交换的角色，并且也能够容忍更多的私人企业。这种渐进的方式通过中央将控制权下放到省和地政政府得以实现。这种渐进的方式符合中国的文化和制度环境。Murrell和Wang（1993）认为，对于中国这种市场要素不发达的国家，采取逐步私有化的方式更具有现实性。

此外，在中国，将经济资产转移给私人所有存在很多的障碍，特别是通过大规模的私有化计划来完成这种转移更是障碍重重。在所有权转移的过程中，中国政府的政策规定了“三个不变”。第一，不能改变企业和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第二，在收购或其他交易发生时，所有权的实质不能发生改变。第三，所有权的变更不应当引起财政和税收汇款收入的变化（Wu，1990）。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进行了私有化的国有企业并没有脱离政府的各级机构（国家、省、县和地方政府）对其进行的行政控制。第四，由于残留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即要保证就业，并且害怕因为大规模的裁员而引发社会动乱，这也导致了政府对于进行大规模私有化犹豫不决。事实上，中国的国有企业背负着过多的社会责任，这也就意味着，
 如果要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项目削弱国家在经济交易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是非常困难的（Lin、Cai和Li，1998）。此外，由于缺乏上述所说的软基础设施，许多中国的国有企业已经发展成了企业集团。

15.3　在中等发达国家的重组

中等发达国家或处于混合经济制度的国家，其发展阶段介于以市场为导向的发达国家和以政府控制为主的发展中国家之间（见图15.1）。一般来说，中等发达国家的制度设施不如发达国家的完善，但是比那些发展中国家要好一些。当然，在制度环境的发展程度上，各个中等发达国家之间仍存在很多差异。尽管如此，所有的中等发达国家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存在不同的制度机构去填补在资本、劳动力和产品市场上存在的制度缺失（Khanna和Palepu，1997）。这些机构包括日本、德国的银行，瑞典、法国和意大利等欧洲大陆国家的家族企业等。接下来，我们将探讨这些填补制度缺失的制度机构，以及它们对企业重组战略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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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1　国家之间的制度差异

15.3.1　以银行为中心的经济体：日本和德国

日本和德国并没有太多偏离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系统。这两个国家都是基础设施完备、商业环境良好的经济发达国家。最近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日本和德国排名分别为14和3（World Economic Forum
 ，2000）。但是，相比于以盎格鲁-撒克逊市场为基础的美国和英国，日本和德国的资本市场就没有那么强大。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则成为了外部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并且也在企业的治理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据Patrick（1994）所言，日本的监管限制和由财政部颁布的经济刺激政策，抑制了企业债券和次级债券市场的发展。例如，只有公用事业单位和长期信贷银行可以发行债券。对于管理层控制的企业来说，股权资本是最昂贵的，因为股息的支付要从税后利润中扣除，但是利息的支付却是可以抵税的。

此外，直到1987年，为短期融资而发行的商业票据才获得了法律的认可。因此，企业除了向银行贷款别无选择。当时，日本的银行可以持有企业总股份的5%，并且整个金融集团能够持有企业40％的股份（Aoki，1990）。因此，比
 起发达国家的同行来说，日本的银行能够更自由地行使自己的控制权（Sheard，1994）。在德国，银行在企业治理中的重要性反映在它们拥有的企业股权和替私人投资者委托保管而沉积的代理投票权上（Mayer，1998）。比如说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和德国商业银行就拥有戴姆勒-奔驰31.5％的直接股权，这就让它们拥有了72.8％的投票权（Macey和Miller，1997）。

以银行为中心的系统可替代市场对于企业的控制作用，因此相对于以市场为中心的控制系统来说，这就减少了敌意收购而引发的成本（Hoshi、Kashyap和Scharfstein，1990）。又因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作为贷款人，集中风险的承担者，愿意接受更高的负债率，以帮助成员企业度过财务困境，因此企业的破产风险也比较低。但是，银行在某些情况下也会接管表现不佳的企业。根据日本的商业法规定，只要董事会中有三分之二的投票通过，任何董事都可以随时被解雇，并且银行可以暂时接管失败的企业（Aoki，1988）。

从历史上看，德国与日本一样，没有一个活跃的市场对企业进行控制。由于银行对于它们拥有大量股权和借贷关系的企业，更加看重企业的流动性和现金流的稳定性，因此企业那些具有风险的项目大多被搁置了。《劳资协同经营法案》（the Codetermination Act）中规定，无论是上市企业还是私人企业，只要员工人数超过2000，其监事会中就要有员工代表，以便对管理委员会进行监督，这就进一步增加了企业的避险情绪。由于银行和劳工的控制权益，企业的破产风险降低了，并且也削弱了企业采取例如裁员等的重组活动的动力。员工的参与可以促进企业的稳定，但是也压制了变革，因而对企业的决策产生了影响。在夕阳产业中，企业也许就不愿意采取倒闭或裁员这样的重组策略（Clarke和Bostock，1997）。相似地，由于终身雇用制的原因，裁员对于陷入困境的日本企业来说也是一种不常见的做法。员工在商业伙伴之间的流动也是不常见的，特别是在银行与其企业客户或大企业，以及它们的供应商之间更是如此（Lincoln、Gerlach和Takahashi，1992）。从整个行业层面来看，由于终身雇用制而导致了企业特定或行业特定的人力资本的积累，因此重组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

虽然银行成为了资本投资的导管，可以给成员企业提供贷款以促进其重组，但是在经济衰退的时候，不良贷款会给银行带来很严重的问题（Kim和Hoskisson，1997）。财阀集团的过度多元化导致了产能过剩的问题。此外，终身雇用制和以年薪为基础的晋升系统，也需要企业进行持续的扩张和多元化，以解决冗员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因日本经历的经济放缓的十年，而变得更加凸显。随着全球产品和资本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日本的金融业也正在着手进行改革，其在1996年首次宣布要进行所谓的“金融大改革”。这次金融大改革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跨境资本流通；（2）证券经纪业务和金融产品的开发；（3）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以及保险行业的合并（Ozawa，2000）。随后进行了政策上的变更，以协助这次金融改革。比如，1997年修订了《反垄断法》（Anti-Monopoly Law），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富士银行、第一劝业银行和日本兴业银行这三大银行巨头的联合。企业也开始积极调整自己的非金融业务。修订后的《企业税收法案》（Corporate Tax Code）将形成一个更加统一的税收制度，并且鼓励企业将自己无利可图的业务分拆出去。金融业的改革和监管的变化，可能使日本由以银行为中
 心的系统转变为一个更注重市场的系统，这也会促使日本企业采取更多的企业重组活动。

在德国，银行对于企业的影响已经开始减小，同时，那些主要来自非金融行业的机构投资者和外国投资者的影响开始增加。随着欧盟的崛起和强大，对于协调性和透明度的呼声也越来越大，再加上来自全球的竞争压力也越来越大，驱使企业加强对自己的巩固，以追求和实施泛欧策略。这些企业进行的重组，大多旨在精简企业、使自己聚焦于小规模的业务范围，以及完成短期的成本削减目标。

15.3.2　以家族为中心的经济体：瑞典、法国和意大利

La Porta（2000）等人认为，投资者保护的实质与更一般的对金融市场的监管，都是深深扎根于一国的法律结构和法律渊源中的。一些证据也表明，像法国这样以民法为主的大陆法系的国家，其信贷市场和股票市场都不是特别发达，往往也缺少对于少数股东的保护，并且也存在更多腐败（La Porta等，1999）。Levine、Loayza和Beck（2000）发现，债权人的权利与整个国家的金融中介机构的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而股东的权利则与股票市场的发展联系在一起。通过分析这些国家的企业法和企业治理之间的关系，La Porta和他的同事（1997）发现，对于那些投资者保护较弱的国家，往往更倾向于将所有权高度集中在家族手中或国家所有。

家族对于大型企业的控制是区分欧洲大陆体系和盎格鲁-撒克逊体系的重要特征之一（Berglof，2000）。例如，在200个法国最大的企业中，有32％的企业由创始人或其子嗣掌管着（Bauer和Bertin-Mourot，1995）。Shleifer和Vishny（1997）认为，大多数国家存在的代理问题，其根本并不是外部投资者和内部管理人员之间存在的“伯利（Berle）和米恩斯（Means）冲突”，而是外部投资者和那些几乎掌控了管理者的控股股东之间的矛盾。家族控制很常见也很重要，并且这种控制权也通常不会受到其他持股者的挑战（La Porta、Lopez-de-Silanes和Shleifer，1999）。通常情况下，家族控制是通过金字塔结构实现的。例如在法国，家族通过金字塔的所有权结构或通过“多级控制网络”获得控制权。在最低层级，母公司持有子公司的股份；第二层级则是不同的母公司联合成大型的金融企业；在最高层，大型的金融机构通过资本网络和互兼董事而彼此相连（Windolf，1998）。

这种金字塔形状的控制结构，对于资本市场不发达和对于少数股东保护较弱的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Bianco和Casavola，1999）。通过将少数股东的投票权扩展到更多的企业中，并且将这些终极所有者集中在金字塔的顶端，这样就能使终极所有者能将自己的股权资本最小化同时又不损害他的集中控制权。通过这种方法，金字塔结构就能够使控股股东有资金投资于新项目，使股东多样化他们的投资组合，并且提供了一种可替代市场纪律的内部监管手段（Berglof，2000）。尽管如此，集中持股严重影响了建立一个流动性更强的资本市场和开展企业重组活动的步伐。Bergh（1995）发现，那些所有权集中的企业更有可能剥离那些非相关的小型单元而去寻求具有相关性和协作能力的战略。然而，由于金字
 塔结构的不透明性，导致难以评估企业的整体资产价值，这样就使得出售子单元非常困难。此外，企业的控制权市场也不活跃。许多发生在欧洲大陆的跨境收购涉及控制权的改变、市场力量的发展和巩固（Hitt、Harrison和Ireland，2001）；有些发生在欧洲大陆的收购却被当作是一种将企业退出公开市场的方法，而不是改变企业控制权的方式（Berglof，2000）。然而，随着欧盟的出现和外国投资者的影响力日益加大，像法国和瑞典这样的欧洲大陆国家也开始对它们的金融和法律系统做出快速的改变。自从20世纪80年代起，这两国的外部资本都大大增加了（La Porta等，1997）。更加严格的企业披露和会计标准、税收补贴等吸引了小型投资者进入股票市场，另外，通过大规模私有化进行的股权重组也使得法国和瑞典越来越向盎格鲁-撒克逊那样的以市场为中心的金融体系靠拢（Berglof，2000）。

尽管持续对市场进行了调整，但是如果缺乏相应的法律环境的改变，企业的重组活动还有可能被阻碍。家族控制系统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内部人员的征用行为和缺乏对小股东的保护（Johnson等，2000）。意大利就是典型的缺乏对小股东进行保护的国家。由于时常脱离“一股一票”的原则，控股股东通常拥有超额现金流控制权。比如，在由La Porta等人（1999）发起的一项对所有权的调查发现，菲亚特汽车公司，这个在意大利最有价值的企业排名中位列第三的企业，同样也被一个表决权信托机构Ifi控制着，这个机构拥有菲亚特14.8％的资金股本和22.3％的表决权。Giovanni Agnelli与他的家族共同拥有Ifi 49.95％的资金股本和100％的表决权，因此控制着Ifi。这种背离了“一股一票”原则的方式将使小股东很难对企业实行监管。因此，要保证企业重组的顺利完成，就必须要在国家的层面进行法律改革。对于提高小股东的权利来说，“一股一票”的强制性要求是非常必要的。

综上所述，在中等发达国家通过收购的方式进行资产重组是不太常见的，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因素（例如，缺乏完善的金融体系和法律系统）和文化因素（例如，避免不友善的行为和最大化社会福利）。由于银行的统治地位和所有权集中的复杂性，再加上缺乏强健的金融部门和小股东权益的保护，财务重组也是不常见的。因此，相对于发达市场来说，中等发达国家很少进行深度重组。然而，由于全球和区域竞争态势的发展，中等发达国家正在朝着发达国家以市场为中心的系统方向变化。

15.4　在发达国家的重组

美国和英国的制度环境的特点是，拥有运作良好的资本、劳动力和产品市场。这些市场引入了中介机构以解决潜在的信息和代理问题，使个体创业者能够筹集资金、获得管理人才、赢得顾客的认同，并且遵守该行业的游戏规则。由于对所有权保护的重视，他们相信法律环境能保护他们的创业成果。因此，举例来说，在一个外部市场发展良好的环境下，一个创业者在面临信息的限制和合同问题时，不必依赖于通过多元化的集团或企业而建立起的内部资本市
 场。在这种情况下，创业者也不必通过与一个在非相关的行业进行多元化的企业进行联合，就能获得显著的利益（相对于一个创业者在一个存在严重缺陷的经济环境中进行如此的联合而获得的好处）。因此，进行非相关多元化所需的成本可能超过其潜在的收益。最近的一些文献著作（Hoskisson和Hitt，1990；Montgomery，1994；Ramanujan和Varadarajan，1989）虽然证明了相关多元化具有的某些好处（Rumelt，1974），也支持了非相关多元化在美国需要花费成本这一论点。

然而，David、Kochhar及Levitas（1998）发现不同的所有者对于高管的薪酬的类型有不同的偏好。Hoskisson等人（2000）发现，不同的机构投资者（共同基金的经理VS养老基金的经理）相对于通过内部的研发而进行创新来说，更倾向于外部创新（通过收购获得新技术或进入新市场）。Lane、Cannella和Lubatkin（1998）也发现，由管理层控制的企业将采取更多更符合风险回报原则的“相关约束”的多元化，而不是像代理理论预测的那样。这也可能表明了不同所有者有不同的风险偏好，这也就允许不同的多元化战略存在，包括非相关多元化战略。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间，许多高度多元化的企业都通过出售、分割、分拆、收购和清算的方式进行资产重组（Forest，1995；Hoskisson和Hitt，1994；Johnson，1996）。例如，在1981年到1995年上半年，总共发生了超过18000起资产剥离，其价值超过9400亿美元（Sikora，1995）。通过对重组活动的估算（Bowman和Singh，1993），学者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有33%～50％的财富500强企业进行了投资组合（资产）重组。另外，资产剥离的活动到20世纪的后半叶（Forest，1995）和进入21世纪后也丝毫没有显示出放缓的迹象。例如，就像Bower（2001）指出的那样，很大一部分的并购是来自于那些因为产能过剩而剥离和重组的资产（就像戴姆勒克莱斯勒并购、重组汽车行业）。另一类是那些“多业务企业”将自己的一个部门卖给金融收购方（例如，对Kolberg Kravis和Roberts公司的杠杆收购）或卖给更合适的企业。这种类型的重组的一个案例就发生在了一个化工企业中，其将自己的生命科学业务剥离了出去。例如，杜邦最近就批准了将自己的医药单元剥离，从而专注于自己核心的化工业务（Wee和Belton，2001）。

15.4.1　发达国家的重组活动的前因变量

在发达市场中，进行重组的一个特殊的前因变量是企业治理和企业的控制权市场。如今，机构投资者不仅越来越关注其投资的企业的财务表现，而且对于其投资的企业的具体战略或进行的投资活动都表现出兴趣甚至想参与其中（Holderness和Sheehan，1988；Pound，1992；Smith，1996）。另外一个前因变量是环境的因素。研究者们已经为最近高度多元化企业进行的重组提供了几种备选解释。有些人认为，可能是由于税务（Hoskisson和Hitt，1990；Turk和Baysinger，1989）或反垄断政策（Shleifer和Vishny，1991）的变化引发了20世纪80年代的多元化企业中的资产调整。另一些人认为是全球竞争的加剧导致了重组（Hoskisson和Hitt，1994；Shleifer和Vishny，1991）。这些商业环境的变
 化表明，企业参与重组是为了摆脱不必要的或被低估的资产。重组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因为战略制定和实施的失败。企业的多元化可能超过了最优水平而导致绩效受到影响，从而需要进行重组。下面的小节将对上面提到的一些前因变量进行更详细的论述。

15.4.2　企业治理与企业控制权市场


内部治理
 　代理理论者认为，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重组是对20世纪60和70年代过度多元化的修正。在那个期间，管理者们扩大了企业规模并提高了企业多元化的程度，但是却没有增加企业的价值（Jensen，1986），这是因为没有完备的治理系统来抑制多元化（Hoskisson和Turk，1990）。这种观点认为，董事会、所有权集中（由大股东持股）和管理的激励体系是无效的，这就导致了内部治理系统的失败（Jensen，1993）。治理的不足可能与外部所有者的股权分散、经理人与董事会成员的特点，以及董事会的被动性有关。如前所述，机构投资者的股权在20世纪80年代急剧增加，这个增加的态势一直持续到了90年代末。这对于企业治理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影响。首先，与个人股东不同，机构股东的大量投资使得他们拥有了更少的自由裁量权，因为他们不可能迅速地注入和抽离投资而不影响股价。因此，机构投资者更愿意对管理者进行更加严密的监督管理，并且催促其进行必要的改变（行使“话语权”），因为毕竟他们不可能通过出售大量的股票而“退出”企业（Pound，1992）。行使话语权的形式可能有：代理权的争夺、股东修订，以及在股东大会上或通过与管理者的直接沟通达成的决议（Smith，1996；Silverstein，1994）。

其次，由于通过股权获得的权力，机构投资者可以指派代表担任企业的董事（Silverstein，1994）。这些董事能有效地代表机构投资者的利益。也许为了与机构投资者的股权增加相呼应，外部董事的比例显著增加了，这就与为了将管理者和股东的利益相结合而使用股票期权和增加的所有权是一个道理。尽管机构持股有所增加，但是机构所有者对于企业的绩效影响却是喜忧参半的（Smith，1996；Wahal，1996）。

最近这一领域的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可能通过企业的战略间接地影响企业绩效（Johnson和Greening，1999）。例如，Bethel和Liebeskind（1993）发现，大股东（持股5%）与多元化的范围缩小正相关，但是对于增加专业化方面却没有什么影响。在被调查的企业中，那些被广泛持股的企业被大股东买入，则是一个对于其裁员、减少多元化和增加现金支出行为的一个显著的决定因素。与代理理论的预测一样，Bethel和Liebeskind的结果表明大股东对经理人有规诫影响。Bergh（1995）研究了大股东之后发现，股权的集中与企业剥离不相关，而与较小单元以追求相关的协同战略正相关。Hoskisson、Johnson和Moesel（1994）研究了企业治理与剥离强度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大股东确实影响剥离的程度，但是产品的多元化对其有调节作用。股权的高度集中与高度的非相关多元化相结合，就导致了剥离强度的增加。这些研究结果表明，20世纪80年代后半叶的这些大股东可能对于发生在高度多元化企业的重组活动没有直接影响，但是他们却遏
 制了过度多元化。应当指出的是，考虑到机构持股的较低水平，上面提到的关系可能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特别是60、70年代表现较弱。Johnson、Hoskisson和Hitt（1993）发现，当业绩出现下滑时，董事会更可能参与重组。管理层持股和战略控制与董事会的参与程度呈负相关，这表明管理者有足够的诱因在董事会和机构投资者介入之前采取行动。最近的研究也表明，外部董事并不会十分热心地去监督企业，除非他们在企业拥有大量的股权（Kosnik，1990）。这项研究表明外部董事持股对于董事会参与企业治理很重要。当董事会里安排有更多的外部人员，并且他们也持有该企业大量的股权时，董事会对于管理者的监管参与会更积极。


企业的控制权市场
 　现在，有很多文章都探讨了反垄断政策的改变对于企业收购类型的影响（Lee和Cooperman，1989；Shleifer和Vishny，1991）。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塞勒-基福弗法禁止企业兼并与该企业处于同一行业中的其他企业（Shleifer和Vishny，1991）。然而，当里根政府上台后，反垄断政策发生了一些改变，其不再简单地反对集中发展，而是重新定义了多大的集中程度才会导致不合理的垄断力量。20世纪80年代的收购狂潮，可以部分归结于这次的行业集中度的重新定义，因为它允许了横向并购和相关行业的合并。因此，敌意收购数量的增加也往往被归因于新的反托拉斯政策。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敌意收购，收购方在收购完成后，往往将收购企业的业务分拆，然后再将这些分拆的业务卖给同一行业的目标企业。Bhagat、Shleifer和Vishny（1990）发现，在敌意收购中，有70％的兼并资产都被出售给了同一业务领域中的其他企业。

上述趋势所导致的结果是，管理层面临着一个日益活跃的企业控制权市场（Jensen，1993），并且明白企业的规模不再是防止被收购的威慑力量（Ambrose和Megginson，1992）。这样，高度多元化企业中就发生了很多重组的案例，这些都是为了应对战略的不稳定性而采取的行动，因为管理者们或是感知到了被收购的威胁，或是听到传言说某个企业正在进行这样的策划（Loh、Bezjak和Toms，1995；Mitchell和Mulherin，1996）。Loh等人（1995）的报告称，在他们的样本企业中，有22％在受到被收购的威胁后都采取了剥离行动。类似地，Blackwell、Marr和Spivey（1990）也发现在被研究的企业中，13％的工厂关闭行动都发生在收到了收购要约之后。一个企业成了潜在的收购目标这样的传言确实会迫使管理者努力去提高企业的业绩，以便保护自己在企业中的职位。

有人认为，收购传言和威胁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目标企业的业绩不佳或是价值被低估了。然而，事情并非总是如此。Walsh和Kosnik（1993）发现，许多收购的发生并不是因为业绩不佳或资产价值被低估。尽管如此，进行多个资产剥离的企业在没有进行重组活动之前，业绩通常较差。例如Hoskisson和Johnson（1992）、Hoskisson、Johnson和Moesel（1994），以及Markides（1992b）的报告结果都表明，通常情况下采取剥离行动的企业资产回报率（ROA）在重组之前都低于业内的平均水平。根据结构性访谈，John、Lang和Netter（1992）得出的结论是：当面临业绩下滑时，高度多元化的企业有63％的管理者采取了资产剥离的行动，43％采取裁员，26％关闭工厂，还有11％选择要降低产能。因此，绩效糟糕的企业管理者可能迫于压力要进行资产重组以提高绩效，以避免被收购的
 可能。在这些情况下，由企业管理层主导的资产重组所产生的改变，可能与企业的掠夺者寻求的结果相似，也就是说出售被低估的资产，以及进行战略的改变。

15.4.3　影响重组的环境因素


全球和国内竞争
 　过去几十年里，国际贸易量的增加也导致了国外竞争的加剧。Katics和Petersen（1994）提出，许多美国产业表现出了对外国竞争者不断增加的脆弱性。Mitchell和Mulherin（1996）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行业的进口渗透率都增加了（到1987年，制造业的进口渗透率高达15％），并且外国竞争的加剧影响了价格成本利润和其他效率指标。Hoskisson和Hitt（1994）提供的证据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美国的竞争力下降了。Hoskisson和Hitt（1994）进一步指出，许多美国企业已经高度多元化，并且内部开发新产品的效率也很低。高度多元化的企业关注多个市场，但是却没有能力合理有效地分配资源，这样导致它们在这些市场上难以对竞争做出反应。因此，Prahalad和Hamel（1991）认为这些企业也许很难在市场中保持竞争优势。

除了全球竞争的因素，国内的竞争也增加了，因为企业都试图保持自身的市场地位（Brahm，1995）。竞争愈演愈烈，再加上外国竞争者对于美国市场的不断渗透，最终导致了产能过剩和绩效下降的情形（Katics和Petersen，1994；Mitchell和Mulherin，1996）。在John、Lang和Netter（1992）对业绩下降的企业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经理们将业绩下滑归咎于竞争（57%）、外国竞争（43%）和放松管制（13%），并且他们认为需要进行重组。另外，重大的技术变化也导致了企业在某些市场上低于正常水平的利润、激烈的价格竞争，以及产能过剩（Brahm，1995）。如果多个竞争对手同时引进高产技术，而没有考虑对最终产品需求的聚合效应时（Jensen，1993），就可能导致产能过剩（Brahm，1995）。所以说，全球化和新技术的发展的相互作用造成了行业结构和竞争行为的重大变化。


放松管制的影响
 　在美国的经济市场上，较大范围的放松管制（包括运输、铁路、航空业、电信业、银行业和金融服务业）助长了竞争、产能过剩（Jensen，1993），并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Bergh和Lawless，1998）。例如，1978年颁布的《航空业解除管制条令》（Airline Deregulation Act）废除了在20世纪80年代间的政府对于航空路线和定价的控制权。解除管制使新的竞争者进入更加容易并且也提高了竞争的水平（Mitchell和Mulherin，1996）。

Bergh和Lawless（1998）的结果表明，企业在遇到剧烈的环境变化时，例如周围的竞争加剧和解除管制等，常常会采取重组以减少多元化业务中的管理问题，这样就使得管理者有时间和精力专注于企业内部的核心竞争力。

总体而言，放松管制和全球及国内的竞争加剧造成了企业的产能过剩、企业多元化经营的管理难题，以及很多行业的业绩下滑。正如Bergh（1998）所指出的，面对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加，企业会有不同的应对方法。例如，在计算机、通信、高等教育及国防行业，企业面对不断增加的环境不确定性时，往往采取的是收
 购竞争对手的反应性行为（Bergh，1998），而另一些企业则通过出售非相关的业务单元来进行重组，以使自己能够专注于发展核心业务（Hoskisson和Johnson，1992；Markides，1992b）。在这些行动中，大多数都能帮助企业减少多元化的业务范围，因而这些行动拥有使管理人员能专注于核心竞争力的这一附加的潜在优势（Hoskisson和Hitt，1994；Johnson，1996）。通过资产重组来缩小多元化的范围也允许了战略控制系统的运用（Hoskisson和Johnson，1992），这又反过来促进了创新活动（Hitt等，1996），Franko（1989）认为创新活动对于全球市场的竞争至关重要。


重组的税收优惠政策
 　重组也可能是企业出于与政府行为相关的制度环境的变化而采取的行动，例如税法的变化（Gilson、Scholes和Wolfson，1988；Hoskisson和Hitt，1990）。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间，股息税高于普通的个人所得税（Turk和Baysinger，1989）。因此，股东可能倾向于企业继续持有资金，并将这些资金用来进行企业的内部投资，这样就增加了企业的自由现金流（Jensen，1986）。企业自由现金流量的增加，再加上反托拉斯法的改变，就导致了企业对于非相关多元化的重视。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普通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从50%下降到了28%，并且资本利得税也发生了改变：资本利得被视为普通收入（Hoskisson和Hitt，1990）。Turk和Baysinger（1989）进一步指出，个人利息的可抵扣性的废除，以及留存收益对于股东的吸引力下降，促使企业采用更高的杠杆（利息费用是可以抵税的）。因此，税务优惠的变化降低了非相关多元化给股东带去的价值。最终的结果就是在20世纪60和70年代间，大量的多元化企业集团遭到瓦解（Lee和Cooperman，1989）。

除了税法的变化以外，许多美国企业的杠杆率在过去十年里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税收上债务资本优于股票资本。债券相对于股票来说，是一种更便宜的融资形式，因为利息费用可以抵税，而股利支付却不可以在税前扣除。杠杆资本重组，例如利用股票回购和债转股（掉期交易的证券和杠杆提款）增加了企业的内在市场价值，因为债务能够使营业利润避免全额征税。上述提到的税收动机可能会导致各种形式的财务重组，如杠杆资本重组（杠杆式股票回购、杠杆式提款和证券掉期）和员工股票期权计划（员工持股计划），因为这些活动能带来税收优惠并增加企业价值（Cornett和Travlos，1989）。与杠杆资本重组有关的债务增加如果导致企业过度杠杆化的话，可能会迫使管理者重组企业（抛售资产）以偿还债务（Lee和Cooperman，1989）。

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股票却成为了收购交易筹资的重点（Hitt、Harrison和Ireland，2001）。这是由于税收、会计和管理控制方面现在都更青睐股权交易，特别是当收购企业认为其股价被高估时。但股权融资通常会导致超额支付，进而导致企业拥有更高的债务而被迫重组进行偿还。

过度多元化也可能引起重组，特别是在发达市场中。当一个企业拥有的多元化的业务组合已经超出了其管理的能力，并且也不能为其提供“家长优势”时，常常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15.4.4　家长优势与重组

如上所述，由于发达市场拥有运转良好的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因而不会出现资源分配的无效性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因此，跟发展中国家比起来，发达国家的市场通过多元化的业务组合来弥补市场缺陷所得到的优势要小得多。在发达国家中，多业务企业的母公司“充当中介，不但影响业务单元所追求的决策和战略，还站在业务单元与那些为它们提供使用资金的中间”（Goold、Campbell和Alexander，1994:12）。当母公司洞察到创造价值的机会并且对于价值的见解有独到之处，并且鉴别出实现这些业务组合需要的一系列能力的时候，“家长优势”才会产生。家长优势强调，母公司的特征与其拥有的业务的特征要匹配。如果母公司不能完成这些匹配，就会受到来自产品市场的竞争和控制权市场的压力，并且另一个更好的母公司也许能够通过付出溢价以获得企业的控制权。如果不想被其他母公司收购，另一个选择就是进行重组。一些企业相比自己作为独立实体时，在母公司控制下的价值表现得更低（Wright等，2000）。通过剥离这些不匹配的业务，企业可以通过重组创造价值。因此，企业可能决定进行重组和重新调整自己，但是重组通常发生在受到敌意收购威胁时。

20世纪80年代，由于上面所阐述的原因，多元化的最佳水平降低了。并且，由于不需要填补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制度缺失，企业就更容易过度多元化。Hoskisson、Hitt和Hill（1991），以及Ravenscraft和Scherer（1991）都认为，过度多元化可能会造成控制的流失和企业资源错配。过度多元化还可能导致低效率和后续的亏损（Hoskisson和Turk，1990；Markides，1992b）。事实上，Berger和Ofek（1995）提出，在1986—1991年之间，因非相关多元化造成的平均价值损失为13%～15%。

由于过度多元化导致企业价值损失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原因。首先，过度多元化导致了高负债率和低水平的产品创新能力。Baysinger和Hoskisson（1989）发现多元化和负债水平呈正相关，并且负债和多元化的范围对研发强度有负面影响。当企业采用非相关多元化的战略以扩大业务范围时，它们通常都会增加企业的负债水平（Lee和Cooperman，1989）。这种债务是需要偿付利息的，这也就限制了那些用于创新活动的资金。实际上，管理者也许不得不对于从外部收购新产品或新工艺变得越来越依赖（Hitt等，1996）。

其次，除了债务方面的考虑，Hitt、Hoskisson和Ireland（1990），以及Hoskisson和Hitt（1988）认为，随着多元化水平的提高，管理者不可能通过战略控制处理所有必需的信息，转而依赖于基于短期季度结果的财务控制，例如投资回报率（ROI）。财务控制强调现金流量、ROI和前瞻性预算，而这些不能呈现出主观的评价标准、部门和企业管理者之间的面对面，以及正式和非正式的会议中表现出的信息处理问题。他们进一步认为，强调财务控制会导致管理风险回避（以降低研发强度的形式）。Markides（1992b）发现，那些在核心业务中保留高水平的研发费用的企业，更不会轻易出售其非相关业务单元。Ravenscraft和Scherer（1991）的报告中称，出售可能会进一步降低市场份额，进而降低研发／销售比率，随后导致了CEO的变更。另外，Hill和Hoskisson（1987）认为，受制于现有业务范
 围的企业更强调协同经济，这就需要对不同的系统采取不同的控制系统，而不是像采取非相关多元化战略的企业那样，仅仅关注财务经济。他们进一步表明，这些不同的控制系统是不兼容的，并且可能会导致管理控制的流失和低效率。因此，由于管理者强调财务控制，控制系统和结构之间的错配可能会丧失从共享资源中获得利益的机会（在相关业务的情况下）。

最后，一些研究已经考察了多元化水平和多元化企业重组之间的关系（Johnson，1996）。例如，Markides（1992b）发现，相对于行业同行来说，具有非常高水平多元化的企业比那些拥有更少多元化业务的企业更有可能进行重组。Hoskisson、Johnson和Moesel（1994）发现，进行重组的企业多样化水平一般都比行业平均水平高，并且多样化的高水平和剥离的强度呈正相关（出售的数量、资产剥离的比率和调整花费的时间）。总的来说，研究结果表明，高度多元化导致的低效率可能会引起业绩下滑和归核化。Hoskisson和Johnson（1992）认为，许多重新聚焦的企业都经历了控制系统的低效率，而这是由战略混乱和财务控制引起的。他们发现，大多数企业的重组是相关联的（这些企业包括相关和非相关多元化战略的组成部分）。大多数企业要么强调协同经济的相关约束战略，从而开始减小经营的范围；要么追求非相关多元化战略（虽然规模小得多），着手开始剥离相关业务。

总之，战略重组的理由是各种各样的。在重组领域的研究发现，由于管理失控和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下管理多元化企业固有的低效率，企业通常倾向于出售非相关业务（Johnson，1996）。Duhaime和Grant（1984）的报告称，管理者将某业务缺乏与其他业务的匹配性作为出售的主要理由。同样的，Hoskisson和Johnson（1992）指出，许多高度多元化的企业表示它们因为竞争力问题和财务绩效等各种原因，决定要重新聚焦于自己的核心业务。Markides（1992b）报告指出，当管理者发现目前的企业难以管理或管理者选择强调核心业务时，会选择剥离那些与保留下来的业务相比表现出较低相关性和增长潜力的业务。

15.4.5　总的影响

虽然在美国和英国，非相关多元化一直存在着（Lane、Cannella和Lubatkin，1998），但是其优势似乎是短暂的（Ruigrok等，1999），因为非相关多元化企业的优势是基于广义的优势，而不是基于企业的特定资产所产生的优势。由于非相关多元化战略存在的局限性和上述提到的环境的变化、对于成功的战略实施，以及一个更加活跃的企业控制权市场，非相关战略的运用在发达市场中急剧减少也就不足为奇了。以下将详细讨论在发达国家中的，重组对集团和高度多元化企业所产生的影响。

重组最常见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改变企业的战略（Johnson，1996）。这种变化也许有助于提高家长优势，即提高母、子公司的匹配度，重新获得竞争优势，提高多业务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效率。此外，重组还能改善母、子公司之间的控制关系。鉴于重组的一个目标是减小多样化的范围，因此在研发密集型产业的企业预期会重新采取战略控制，以通过研发费用来增加管理风险（Hoskisson和
 Johnson，1992）。Hitt等（1996）研究了企业的控制权市场（收购和资产剥离）的参与作用，发现由于信息处理问题，收购和剥离强度两者都导致了对财务控制的重视，由此减少了战略控制的使用。Hitt和他的同事（1996）也发现，强调财务控制会对内部创新（研发和新产品发布）产生负面影响，战略控制则推动了内部创新。企业积极改变自己的业务组合更可能获得新的技术和产品，而不仅仅通过内部开发而获得。

Hoskisson和Johnson（1992）发现一旦企业完成了重组，它们就使自己从相关战略偏离，而开始采取强调战略或财务控制（但是二者不能兼得）的相关约束或非相关战略。大多数企业都缩小了自己的业务范围并且聚焦于相关业务。缩减经营范围与研发强度呈正相关，而剥离相关业务并且强调非相关的业务组合则与研发强度呈负相关。这些结果表明，缩减经营范围能够解决企业过度多元化的问题，并且能够重新实现战略控制。Hitt等（1996）用完成了重组的一部分企业的集合来支持了这种观点。Hitt和他的同事发现，一旦企业完成重组，它们会重新实现战略控制，并且增加研发力度和扩大新产品的推广。

出售业务单元通常能获得正的异常回报（Hite、Owers和Rogers，1987；Jain，1985），特别是当出售作为完整战略计划的一部分来实施的时候（Montgomery、Thomas和Kamath，1984）。虽然上述探讨的是单一的剥离活动，考察市场对于缩减范围项目的公告的反应后发现，结果并没有什么不同。Markides（1992a）考察了《华尔街日报》中宣称要进行重新聚焦的企业收益，发现这些企业在做出这一公告的两天中，获得了1.73％的回报，这是相当丰厚的。类似地，Slovin、Sushka和Ferraro（1995）发现，那些宣布要进行重新聚焦的企业获得的两天的CAR收益率为3.22%，而同行业的竞争对手的收益只有0.55%，这就表明了重新聚焦战略的宣布对于行业的未来前景传递了积极的信息。以上证据都表明，缩减多元化范围的企业能够实现短期收益。

对重组长远影响的研究也同样发现重组和赢利能力呈正相关。Comment和Jarrell（1995）对数据库中有记录的企业进行研究后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重新聚焦的企业其市场净值都经历了上升的趋势，而选择降低集中度的企业则遭遇了市场净值的下滑。类似的，John和Ofek（1995）的报告中称，随着资产出售，其接下来三年里，企业的息税折旧前的利润（EBITD）／销售额，以及ROA指标都有所提高。Hoskisson和Johnson（1992）研究了《华尔街日报》中宣布进行重新聚焦的企业，发现其经过行业调整后的总资产收益率（ROA）要显著高于重新聚焦之前的。综上所述，大量的证据表明，减少多元化的范围的确提高了股东的收入和企业的经营利润。

也许，减少多元化的范围最重要的变化是可能增加了企业战略的灵活性。全球和国内的竞争加剧，再加上产品生命周期的急剧缩短，这些都凸显了灵活性对于那些想要保持竞争力的企业的重要性。在此背景下，战略灵活性是指一个企业能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蓬勃发展的能力，以及能够对环境的变化做出应对的能力。这种变化的能力是通过灵活结构赋予的（Raynor，2000）。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在目前的行业情况下，一个高度多元化的企业可能没有明显的方式去共享资源，即使这些条件在未来可能会由于技术、社会文化或经济的变化而变得明显。正如
 Raynor（2000）指出的，战略灵活性意味着部门经理需要在企业管理规定的界限内进行运营。

有趣的是，Raynor的立场却是，较高的多元化水平有助于战略灵活性。这些混合或相关联的企业是由相关的和非相关的业务单位共同组成的。尽管这种推论非常具有吸引力，但是这种相关联的战略存在若干缺陷。首先，Hill和Hoskisson（1987）认为，为了取得协同效应，高层管理人员必须要对经理的决策进行监管，而这就要求使用战略控制。上述的控制系统在较高的多元化水平则难以实现。其次，Hoskisson、Hitt和Hill（1991）发现非相关多元化的企业内部具有竞争的关系，这与在相关多元化企业中的存在合作关系恰恰相反。部门之间的竞争可能会降低潜在的或确定的协同效应。最后，Hoskisson和Johnson（1992）的报告中称，大多数20世纪80年代期间进行的重组都发生在相关联或混合企业中。他们还认为，这些混合企业中可能存在控制系统的不匹配问题，而进一步导致了管理风险厌恶、降低研发、更少的内部创新及业绩的下滑。这就意味着需要在战略灵活性与合适的控制系统之间进行权衡。

15.5　结论

本章提供的理论是关于在考虑一国的发展阶段的前提下，这些大型的多元化集团如何进行有利可图的重组。决定一国的发展阶段不仅仅依靠经济发展（物理基础设施），更赖于有利于企业交易环境的社会基础设施。总之，我们认为多元化企业集团的出现是作为一个中介机构，以弥补新兴市场中法律、资本、劳动力和资本市场存在的缺陷。然而，随着软、硬设施的逐渐完善、外国资本的不断渗透和竞争的升级，这种替代优势在中等发达国家中不断被弱化，而在发达市场中甚至几乎不存在了。在发达国家中，企业更多地依靠组织优势以保持战略竞争力，并减少由企业的控制权市场带来的风险。内部治理也影响了多元化在管理者和所有者的预期之间的平衡。除此之外，企业为了保持母公司的能力与其业务之间的匹配，需要在市场上做出正确的购买和出售业务的决定。由于环境的差异，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多元化企业集团来说，存在更大的空间去实现非相关多元化提供的优势。另一方面，发达市场中的企业常常遭遇多元化所带来的问题，而且在发达市场中的企业的各业务中存在的协同效应也变成了虚幻（Sirower，1997），并且在各业务之间也不再创造价值。因此在发达国家中，重组活动与企业战略密切相关（Hoskisson、Johnson和Moesel，1994），而在发展中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中，企业重组在很大程度是迫于危机或制度变化的压力而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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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全球战略管理

全球战略管理是战略管理者在全球市场中的应用，它通常通过跨国企业（Multinational Enterprise，MNE）的组织形式来实现。当一个跨国企业在地理上广泛分布并在全球的行业中面临着与之相当的跨国竞争者时，一套有效的全球战略对其而言是非常必要的。全球化已经成为后工业经济中一个标志性的概念，它代表着全球和区域经济的加速融合，以及大型跨国企业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它还展现了：以本土文化为代价的个体偏好的聚合、少数工业化国家和被它们作为统治工具的国际化非政府组织（NGO）对世界政治的统治、资本市场的整合、世界上无处不在的沟通和信息，以及科技的广泛传播——甚至能到达地球上任何偏远的地方。在这种时刻，跨国企业的全球战略自然就成为——不仅是商业和商业学科中最受关注的问题——它也受到政府、非政府组织、那些千千万万的购买企业产品的、为企业工作的、害怕它的、不信任它的、渴望它的、追求它的、控告它的，以及其他所有与这些企业有关联的人的关注。此刻对全球战略的关注，对管理学研究者们来说非常适时，因为这是对全球经济中的主要角色进行洞察的一个机会。

然而，很多管理学的研究者将全球战略仅仅看作是战略管理在一个更大的领域中的应用。这种观点认为，跨国企业及其他实施多元化战略的企业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全球战略只是国内竞争战略和企业战略的一个直接扩展，只是环境上的不同要求跨国企业调整它们的战略以适应国际化的市场。其他学者指出，从以下方面来看，跨国企业的战略问题确实与它们的“国内表亲”有本质的不同：国际经济学和贸易理论的历史、文化方面的巨大差异、汇率风险的角色和各个国家体制环境的巨大不同。这两种观点都有其合理之处。许多战略管理的理论和思想都可以被用于跨国企业的全球战略，使这方面的理论家和实践家都能获益。通过吸收战略管理的思想，国际商业研究也可以更深刻地了解跨国企业的目的。当国际商业研究的重点在企业的运作，而不是运作所涉及的国家时，企业层面的问题如战略，就变成了对这一现象研究的重点了。

同时，战略管理领域的学者也从全球企业、市场和竞争中学到了很多。来自
 不同国家的具有不同背景、能力、意图、目标和组织结构的企业，在更加不同的市场中经营运作，这为学者们提供了更广阔和更丰富的研究领域。企业、市场、竞争、联盟及其他对企业而言非常重要的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会出现在全球化的商业环境中，而不会发生在小型的、比较一致的国内市场中。跨国交易是跨国企业的主要活动，也是国际化战略的基本单元，它需要考虑很多问题：如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市场和产地中可能存在的经济发展的极端情况或其他与地域有关的特性、文化差异、汇率风险、政治和法律差异，以及其他不会在国内市场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相对于单一市场来说，外部环境在国际化战略环境中扮演着一个更加明显的角色。本章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帮助读者理解国际化商业和战略何时互相支持，以及何时互相区别。

在本章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考察国际化战略在国际化经济学中的起源，描述其作为不同理论概念的发展历程，这些主要是对跨国企业及其战略行动的不同解释。随后，将对跨国企业的现有资源和对跨国企业的以能力为基础和演化的模型进行讨论，以及对后者实证的支持。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其跨国子公司的战略角色，以及子公司在全球战略中的角色，这将在本章最后一部分进行讨论。

16.1　什么是全球战略？

这一章讨论的是跨国企业全球一体化的战略，这就是全球战略。但是，对于这一概念的使用需要基于一些条件和定义。从传统意义上说（Bartlett和Ghoshal，1989；Prahalad和Doz，1987），一个全球战略的目的在于整合多国市场，并在世界范围内提供同样低价的产品，以实现全球效率的最大化。这不同于多国（Multinational）战略或本地化（Multidomestic）战略，后二者使跨国的子公司能充分适应当地的环境。“新全球战略”与Bartlett、Ghoshal（1989）的跨国战略（Transnational Strategy）类似，就是一个跨国企业通过整合包括了各种附属机构的全球性网络来发掘每一种增值活动最适合的区位（Location），创造世界一流的价值，以实现利润和高度灵活的客户响应。在这样的框架下，全球战略管理能够达到满足世界需求的规模、提供世界一流的柔性过程，以及获得世界最好的生产基地，最后提供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竞争力的价格水平。因此，为了能够与世界范围内所有最好的产品相匹敌，它需要有世界一流的生产技术、产品质量、可靠性和产品设计。通过全球品牌树立、有效的分销和高度响应的客户服务，这些产品被传递给世界上所有的客户。这种复杂的需求只能通过跨国企业来满足，而且必须是具有世界一流的组织能力、将核心竞争力拓展到多个市场、实现包含众多分支和子公司的网络的协调运营，以及能够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培养政治技能的跨国企业。

16.1.1　全球战略的组成

虽然很多学者都给出了国际战略或全球战略的定义，但大多数定义都最终归
 于跨国企业战略的两个方面：1）国际扩张——即国际化，也就是增加在全球各地出现频率的战略；2）全球整合——即全球化，也就是将国际市场和运营整合为一个全球战略实体的战略。


国际扩张
 　在全球各地展开运营的实现过程，或者Porter（1986）所说的“国际化建构”（International Configuration），是跨国企业模型中最传统的关注问题。基于一个有效的传递机制，国际扩张为企业利用独特的资本和资产创造了规模经济（Caves，1971）。国际多元化理论（Grant、Jammine和Thomas，1988；Hitt、Hoskisson和Kim，1997；Tallman和Li，1996）是基于这样的观点之上：跨国企业越能在不同国家间运用资产，它就越能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接触新的客户、进入竞争不激烈的市场、发挥市场权力，以及从跨国企业的规模和范围优势中获得更大的收益。企业还可以利用资产寻求导向的投资（Asset-seeking Investment）在国外培养新的资产和能力，包括更便宜和更有效的运营过程、更廉价的劳动力、更高的技术、由多元化市场带来的无形资产，以及更有效的管理。这些资产一旦被运用到企业中，将能够提高企业在各个市场上的竞争力，其中也包括“本土市场”。


全球整合
 　全球整合是通过一个包括具有差异但相互联结的机构、联盟与协会网络，将全球的活动整合到一个统一的全球战略中。Porter（1986）发现，全球整合是为了利用企业在各个市场中的能力对行业需求进行相应，从而对各个单元进行去中心化的建构和高水平的协调。同样地，Doz（1978）将战略的全球化看作企业通过国际范围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实现效率的不断提升，以应对行业的压力。跨国企业的竞争力是由多个市场中活动的协调性来支持的（Hamel和Prahalad，1985；Kogut，1985）。如果企业能够将活动和决策机制进行整合，它就能够保持全球范围内的柔性、具有套利的可能，以及实现成本最优化。从资产寻求的视角来看，全球整合有助于国际企业实现资源在全球的扩散，并将其与已有的能力相结合，以及最广泛地开拓那些独特的竞争能力。

国际扩张和全球整合都是跨国企业全球战略的必要组成部分。全球战略的早期模型来自于宏观经济理论，关注于对国际市场和生产基地的寻找，我们在下一部分将讨论这一点。最近，当组织经济模型和社会学的视角被用于国际化研究中，研究的焦点就转变为跨国整合，而非跨国企业在国别基础上的影响。这一转变在将战略管理理论——资源基础理论或能力基础理论——应用于跨国企业研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们在后面的部分将对其进行讨论。

16.1.2　全球战略的经济学目的
[1]



从许多方面来说，企业在本土市场上经营比在国际市场——甚至只是全球市场的一小块——中要简单很多，然而很多企业一直在向国境之外张望，并越来越依赖于国际市场和全球战略。为什么？全球战略的基本驱动因素是什么？这个驱动力可能来自于企业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由于跨国企业研究是从对国际贸易
 的研究中衍生而来的，因此研究的焦点通常是直接投资的驱动因素（Robock和Simmonds，1989）：

•对新市场的寻求

•对新资源的寻求

•对生产效率的寻求

•对技术的寻求

•对低风险的寻求

•对竞争的反应

基于这些对于国际化战略观点的总结，Ghoshal（1987）第一个指出，提高效率是战略研究的重点。企业发现，通过新市场和新生产线的扩展，它们可以获得效率和竞争力的提升。其中一些企业最终会发现，当它们在本土市场上占据了一定份额后，它们仍然还具有潜在的效率和竞争力。当然，这种情况的发生非常依赖于本土市场和行业的规模。那些来自于小国家的企业常常在规模很小的时候就成为了跨国企业。如果国内市场很大，传统的行业能够使企业在变成国际化的大企业之前，就为它提供了所需的一些资源和条件，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企业在成立之初就开始寻找海外市场（McDougall和Oviatt，2000）——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兴企业就是一个例子。在这些企业的生命周期中，它们进军国际市场，都能够获得规模经济，以及在更广大的市场中利用对技术、品牌和分销的固定投资而获得范围经济。当这种经济性是与一个特定行业相关时，企业就被驱使进行跨市场整合，追求效率最大化带来的收益（Kobrin，1991）。不过，这种能够带来收益最大化的整合的程度，在不同行业和不同活动中有所差异（Bartlett，1985）。

海外生产通常与对新市场的寻求有关，因为诸如经济的、社会的和消费者的需求使得出口活动变得不再具有竞争力。跨国企业能够通过中心化的国际生产获得效率，以及从更低的要素成本和更高超的流程技术中获得收益。基于市场的国际化一开始是为了提升本国效率而存在的，后来，演变成通过将价值链的各个阶段拓展到全球实现效率提升、技术改进和生产质量提高的基础。这样的组织能够从多种环境中实现学习和创新（Ghoshal，1987）。其他企业国际化的目的是为了寻求资产，而非市场。数百年以来，自然资源开采行业（采矿、农业、林业等）中的企业寻求的是海外的资源供应，而不是深入市场以更好地服务本国客户。

在现代，资产寻求导向的投资因其受自然资源和条件的限制，不再局限于寻求以区位为基础的比较优势，而是转变为对全球最具竞争力的新技术和新知识的寻求，这些技术和知识嵌入在Porter的关于优势创造的国家集群模型中（Porter，1990）。跨国企业变成了传播知识的载体，而非传递产品的中介。跨国企业运营环境的多样化为其提供了获得独特技能的更多机会。在今天，全球化的跨国企业不仅寻求硬性的资产，也寻求软性的知识，而且越来越愿意基于它们所认为的“黏性知识”（Sticky Knowledge）开展经营活动（Dunning，1997），在国内市场的知识环境中维持和发展其知识基础，传播已经系统化和具体化的知识，而不是将背后潜在的专业知识进行移植。

风险，或者说回报的不确定性，是企业运营中不可避免的。企业通过多元
 化——发展新产品和进入新市场——来降低它们的某一群客户对某一类产品或服务的依赖，以获得完全的收益。跨国战略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降低风险。从宏观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呈现出不同的周期。只在一个国家运营的企业只能在本国市场的周期内运营，而跨国企业能够用其他市场的需求来抵消某个市场需求的匮乏。其他宏观的风险（非经济风险），如政治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也可以被降低。例如，我们常常能看到有环境污染问题的企业会选择去海外发展，因为这些国家比欧盟或美国的环境规定要宽松很多。最后，基本的企业层面的风险也能够被降低。诸如潜伏在海外的竞争者对本国市场的威胁、对窄小的客户群体的依赖，以及对更可靠和更廉价资源的需求等，所有这些都能够从视野宽广的全球战略中得到解决。

16.2　跨国企业和全球战略的理论发展

由于上述驱动因素带来的压力，企业不得不选择国际化和全球战略。然而，在早期的国际化商业模型中，战略作为一种推动力量并未被真正认识到。这些跨国企业模型关注的重点是它们的经济活动——出口和国际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对于单个企业而言，全球战略的问题并未受到重视，一般关注的是国际化，而非整合。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贸易理论，主导了国际交易的宏观经济模型。在最单纯的新古典贸易理论方法中，生产要素被认为是固定在特定区位中的，而产品可以自由地在时间范围内流动。在这个模型中，进口和出口发生在国家之间，这些国家具有不同的生产要素禀赋，如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该地区最丰富和最廉价的生产要素被用于生产某种产品。单个企业的角色在这种模型中就被忽略掉了。国外直接投资是这个等式的一部分，它消除了资本的不流动性假设，后者限制了处于资本丰富的行业与国家中的跨国企业对土地和劳动力不发达国家的投资。资本的自由流动使企业在当地直接生产代替了产成品的出口。当产品的自由流动还受到运输成本、灌输和其他贸易壁垒的限制时，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宏观经济模型似乎就更加完整了。这一研究的焦点是区位，而不是对于投资的管理（Kogut，1989）。

16.2.1　行业（产业）组织模型

然而，以上清晰但抽象的模型被Stephan Hymer推翻了，他在1960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大多数贸易和投资实际上发生在工业国家（Industrial Countries）之间，而不是发生在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Industrialized Countries）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他假设，贸易和投资的模式实际上，反映了大型跨国企业之间在不同国家市场的寡头垄断和竞争程度（Kogut，1989）。基于产业组织经济学或“结构—行为—绩效”视角，Hymer和后来的学者认为，基于市场的贸易模型在有效市场（Effcient Market）中比较适用。然而，来自发达国家的垄断企业，能够使用国外直接投资的市场操纵作用或通过高超的差异化产品生产能力来操控国外市
 场（Caves，1971）。在一个存在很多竞争者和激烈竞争的行业中，很多交易都是基于出口、认证及市场手段实现的，投资回报能够被拉回到公平的市场水平。然而，作为关于国内竞争的近代思想中的一种，这个模型认为，在受到规模经济制约或其他与企业规模效益有关的行业中，大型跨国企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可以被用于向海外扩展国内的寡头垄断实践。

跨国企业的这一行为表明，通过“战略操纵”（Strategic Maneuvering）利用行业的结构限制来获取绩效优势的方法已经被运用得太多了。“追随领导者”（Follow-the-leader）的投资模式（Knickerbocker，1973）、市场分割管理（Graham，1974）和国际产品生命周期（Vernon，1966）都支持了跨国企业被几个大型的跨国企业主导的模式，这些跨国企业具有挑战国家独立性和传统的商业模式的力量（Vernon，1971）。Caves（1971）认为，纵向国外直接投资是企业为了在寡头垄断的本土市场上获得优势的努力结果，而水平的直接投资则使主导的企业进入新的市场细分（已经在地理上被划分好了）。

行业特性仍旧被认为是国际化战略和全球战略的驱动力量。Prahalad（1975）建立了一个关于跨国企业战略的模型，分为全球整合和本地响应（Local Responsiveness）两个维度。追求效率的行业压力驱使企业跨国进行生产整合，而当地的市场压力鼓励企业对不同需求做出响应。成功的战略得以将企业的这两种特性与行业特定水平相匹配（Prahalad和Doz，1975）。Bartlett（1985）进一步指出，这个模型可以被用于刻画单个企业的战略或特定的增值活动。另外，Bartlett和Ghoshal（1989）还在模型中加入了跨国企业组织学习的维度，这个综合的模型成了国际战略和结构最具影响力的模型。Porter（1986）从一个稍微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两个可选择的维度：活动的国际化建构与活动的国际化协调，这个模型的重要性由行业决定，而且可以被用于定义国际战略，但它的重点再一次成为了行业特性，由后者决定的这两个维度的特定组合对行业中跨国企业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

Ghoshal（1987）认为，这些模型中的竞争优势依赖于：1）利用国家之间的比较优势差异；2）原先不能被单一市场吸收的产品带来的规模经济；3）共享实物资产（如厂房）、外部关系（如客户身份识别）和关于产品的、技术的，以及市场的知识带来的范围经济。Collis（1991）总结道：产业组织模型中的全球战略需要企业之间具有超越国界的互相依赖，这种互相依赖建立在一些可识别的和可防御的因素之上，需要对活动进行整合和协调的考虑，还需要一个可以平衡全球整合和本地化的组织。George Yip（1992）认为，有很多由行业决定的全球化驱动因素，决定了企业在特定的情境下应该采用什么水平的战略整合。Johansson和Yip（1994）研究了日本和美国的跨国企业，发现行业驱动因素可以预测战略反应，后者决定了何种企业结构能够带来跨国企业的绩效成功。这些模型的关键就是行业机构，例如，企业的绩效成功是由企业和行业的特性之间的战略匹配带来的。

跨国企业的行业组织模型或者“寡头控制力”模型受到了很多批评，因为这些模型在解释国外直接投资和企业绩效时太依赖于垄断的行业结构。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跨国战略的战略力量模型或基于行业的竞争模型受到了挑战。
 Buckley和Casson（1976）否定了Hymer和Kindleberger提出的模型的适用性，因为他们在考虑企业的初始禀赋时都未考虑成本。Teece（1986）发现，寡头模型关注于市场控制力而非效率使其无法被应用于某些特殊案例。Calvet（1981）也否定了市场控制力的方法，因为它依赖于静态的和由技术决定的市场结构的不完美性。那些对进入美国的国外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McClain，1982；Lall和Siddharthan，1982）也不支持寡头控制力模型的假设，这意味着这种观点只能支持20世纪60年代对美国跨国企业的检验。国际化战略的行业组织模型正是发展于美国跨国企业占主导的时期，此时，行业结构经济学第一次被用于解释企业和行业之间的不同绩效水平。这些模型均来自于哈佛商学院和其他相关的学校（Kogut，1997）。它们的优点是摒弃了新古典经济学模型中对企业行为（Business Behavior）的研究，但还是受到了所处的时代和环境的强力影响。Ray Vernon是“国际产品生命周期”（1966）的提出者，他后来又大幅度地修改了他的模型，以适应不断变化和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

16.2.2　国际化模型

20世纪70年代，基于Ronald Coase（1937）的早期作品，国际商业研究者的关注点开始从寡头的相互影响转到了交易效率上。这一转变以McManus（1972）的论文和Peter Buckley、Mark Casson在1976年出版的《跨国企业的未来》（The Future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一书为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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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ckley和Casson描述了一个关于跨国企业的模型，其中最终产品市场可能是完美的或不完美的，然而，国际化扩张决策的失败一定是与中间产品的市场失灵有关的。他们认为，在完美的市场条件下，产品的出口市场或知识的许可市场是进行国际贸易比较合适的手段——但这些市场容易受到交易成本的影响而失灵。如果运输成本或贸易壁垒很高，知识被盗用的风险就很高，潜在的买家和买家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就很严重，这样跨国企业就会选择将中间产品内化，如对专有知识的内化（Kogut，1989）。这种情况在自然资源行业的纵向供应链中很常见，如企业将它们尝试获取的单一供应源进行专用化；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知识——尤其是默会性的知识，是不可能通过市场机制来传播的。这一观点得到了Rugman（1980）与Hennart（1982）及其他学者的支持和发展，他们认为，当国外直接投资比通过贸易和许可方式更有效地服务于市场时，企业会采取前一种方法进行海外扩张。

Teece（1986）指出，这些观点与组织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经济学是一致的，跨国企业的国际化模型被看作是这个一般性模型的子模型。交易成本经济学关注的是单个的交易，它为决定交易何时应该被内化提供了一个框架，这个问题和专用资产投资密切相关。国际化理论的支持者接受了这一观点，并很快地将跨国企业的交易成本经济学观点发展成为跨国企业的“标准模型”（Hill和Kim，1988）。跨国企业被看作是考虑了专用化投资的交易效率的结果，因此企业需要避免合作
 伙伴的潜在机会主义行为，而不是采取一个战略性的操纵或类似行为。

从这种传统的国际化经济学中产生的最后一个重要模型是John Dunning（1981，1988，1993）的折中模型或OLI模型，这一模型得到了Teece（1986）和其他学者的支持。Dunning的模型将行业组织和区位经济学结合在了一起，但依赖于推动国外直接投资的国际化经济学。Dunning（1981）描述了国际化扩张的三个必要因素，所有这些因素都与企业层面的竞争力的寻求有关。


所有权（Ownership）因素
 （Teece提出的战略优势因素）：是指在本土市场发展起来的独特的资源、技术或能力，使得企业能够在海外市场上成功地竞争。企业当前的竞争优势和企业业务的竞争力相关联；如果只考虑这一因素，出口就可以解决问题，除非还有以下的因素：


区位（Location）因素
 ：区位因素和国外的场所设置有关，这些设置使企业产品在东道国生产更合适。它们包括更廉价的劳动力、更先进的生产过程、更高的运输成本、当地的形象、政府的贸易壁垒及其他因素。通常来说，区位因素被视为跨国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补充资产，但有时也包括对地区的投资，目的是为了获得新的竞争力，这些竞争力可以通过对跨国企业的国际化分销、财务和生产等方面的补充资源进行国际化开发而获得。区位因素可以通过对当地合作伙伴的许可授权，或者与供应商进行谈判协商来解决，除非还有以下因素：


内部化（Internalization）因素
 （Teece提出的交易成本因素）：该因素通常与行业有关，会使某种产品市场失灵。例如，如果高额的运输成本和有限的专利保护带来的许可风险使得出口受到限制，企业就会选择国外直接投资来将海外的生产内部化，由此扩展了其国际化运营的范围，并可以自由地实施战略而不担心竞争的需要。Teece将其总结为：“跨国企业和国外直接投资，代表了具有特殊资产或能力的企业对于高额的交易成本做出的反应，这些资产和能力只有在利用国外市场的生产设备时才能产生价值。”（1936:27）

Dunning的模型明确包括了对“所有权因素”的考虑，这一因素与战略中资源基础理论中的资源、技术及能力等因素非常相似。他认为内部化因素和跨国组织的竞争力有关。如果企业具有管理多个地域的部门的能力，它就会倾向于将交易内部化，从而对其所有权要素进行保护和有效地开发。他还将东道国市场上的区位因素也包括在模型中，以决定在何处生产，主要考虑的是较低的生产成本。折中模型将当前的跨国战略模型和早期的跨国企业经济模型结合了起来。对企业行动的分析，经历了从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到产业组织经济学，再到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过程，因此对于国外直接投资和跨国企业的分析，也从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发展到战略行为模型，再到内部化模型。战略研究开始关注资源基础模型和能力基础模型中的企业特性，因此跨国战略的焦点也转变为基于企业独特资产建立的模型。这种转变很自然地导致了在跨国战略研究中使用资源基础方法或能力基础方法，其中，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行为和战略被认为与“战略优势要素”有关，而非只考虑交易成本结构（Fladmoe-Lindquist和Tallman，1994）。


16.3　国际化战略的战略管理模型

关于跨国企业的大部分理论和实证研究关注的是外部因素如何为国际化和整合战略创造条件，以及跨国企业如何对这些因素做出反应。因此，国际化的增强——即在地理上扩展到更多的国际区域——被认为是企业在面对成本压力时做出的将企业不断打入新市场的反应；而全球整合的增强——尝试将国际市场和运营整合为一个单一的全球战略实体中——被认为是企业对跨国市场上需求、竞争和技术的相似性逐渐增大而做出的反应（Johansson和Yip，1994；Porter，1990）。与此同时，战略管理研究的焦点转变为企业层面的战略资源及其对于战略和绩效的决定作用（Barney，1991）。资源基础观认为，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和随之而来的绩效优势是由企业特有的资源推动的，特别是具有社会复杂性、组织嵌入性、因果模糊性和默会性的一系列行动及行动的倾向来推动的。这些包括操作重复性任务的简单惯例、企业业务领域中的技术能力，以及为了组织和指引企业发展的复杂能力和竞争力（Nelson和Winter，1982；Sanchez、Heene和Thomas，1996；Teece、Pisano和Shuen，1997）。资源基础模型还关注更为复杂的组织资源，学者们又加入了动态的和演化的方面，他们认识到企业为了保持持续的优势，企业的能力必须随环境的变化而改变。

本章的这一部分将企业战略的动态能力模型结合到对国际扩张战略和全球黏合战略的分析中，为传统的行业驱动和市场驱动的国际战略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Teece（1986）认为，当跨国企业的独特资产既定时，就不会对跨国战略产生影响了。资源基础观和能力基础观提出，要对这种观点进行重新审视。这些企业特有的资源和能力在各企业中的分布是不同的，因此产生了一系列企业用于利用资源以寻租的不同战略。企业的这种不可见的或默会性的资产成为了战略研究的焦点（Itami，1987）。交易成本研究所关注的有效的企业边界，也被认为是更广义的寻租（而非避免成本）活动中的一部分。正如Kogut和Zander（1993）所认为的，企业优势的本质比起不太可能发生的市场失灵来说，更能够影响企业活动的范围。知识转移即使发生在企业内部，也会产生一定的成本，而企业对于加速这种内部转移所进行的能力的开发，则是跨国企业获得绩效的关键。

16.3.1　资源基础模型

在跨国企业的研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隐约提到了有关资源基础观的内容（Fladmoe-Lindquist和Tallman，1994），而涉及动态能力的研究就更少了。理论和案例显示，与企业跨国战略的演化相关的能力战略有两个重要的维度：能力发挥（Capability Leverage）或利用（创造租金）、能力构建（Capability Building）或创造（培养未来创造租金的能力）。在Dierickx和Cool（1989）的市场和资源两种战略研究，以及Sanchez、Heene和Thomas（1996）的关于竞争力建立和利用的模型中，也可以发现类似的观点。Collis（1991）在对轴承行业中跨国企业进行研究时，引入了资源基础理论的这些观点（用他的术语来说，就是核心竞争力和企业能力），并在以上四种规则的基础上加入了选择的路径依赖限制和复杂
 能力，作为独特优势来源的考虑。Kogut（1997）在试图描述一种新的跨国企业模型时，明确地加入了对于演化的考虑，尽管他更多地从国际商业的角度而不是从战略的角度进行了研究。Hedlund和Ridderstrale（1993）用动态能力理论解决了跨国企业中的组织问题，他们认为，以前的跨国企业模型关注于“对已有资源的利用，而非创新”（Hedlund和Ridderstrale，1993:5）。他们提出，利用和创新对成功的跨国战略来说同等重要，但他们认为这二者对于战略所起的作用是完全相反的。这一部分将解释跨国企业在实施以能力为基础的、持续的跨国战略时，是如何执行这些原则的。

对于在国际舞台上开发和实施战略的跨国企业来说，组织能力代表了两个重要的战略原则。第一，对于具有未开发的或冗余资源的企业来说，向国际市场扩张和对这些市场进行整合，为企业从已有能力中获取额外租金提供了新的机会，这就是“资源发挥”。在传统的国际化模型（Buckley和Casson，1976）、Dunning（1981）的折中模型和跨国企业的市场控制力模型（Calvet，1991）中，在国际区域实现运营的过程是这些模型考虑的主要问题。在资源基础模型和能力基础模型中，国际扩张被认为是为已有的资产和技术提供了更广泛的利用范围，从而为核心竞争力创造租金，同时降低竞争风险，以及在国内和国际竞争中取得成功。这种跨国企业战略的视角为国际活动提供了新的解释，这种解释和传统的经济模型，以及行业组织模型相一致，但和微观分析不太相容。全球整合使跨国企业能够更有效地利用本地的比较优势，提高其在国际市场上的谈判能力，以及更有效地利用成本差异来获利（Kogut，1985）。Hitt、Hoskisson和Kim（1997），以及Cantwell和Piscitello（1997）发现，为了国内产品多元化发展出分布型结构（Divisional Structures）的企业，能够将这种组织竞争力用于形成跨国组织形式。这就意味着，复杂组织中知识转移的关键技能（Kogut和Zander，1993）是跨国扩张的基础。

第二，国际扩张和全球整合通过获得新的市场、将新文化中的观念进行内化、接触新的资源、面对新的竞争者和参与新的竞争形式，使得跨国企业变成一个多元化（而非民族化）的实体，从而实现了能力构建或创造。Collis（1991）将组织的变革和学习能力视为跨国企业持续成功的关键。国际化的机遇能够带来（不管是有目的的还是无目的的）组织学习和新能力的建立，这二者在新的或旧的地域都能够被用到，从而实现了公司战略建构的演化。Kogut和Zander（1993）发现，企业更多地向全资子公司转移非结构化的知识，知识转移中技能的转移比市场失灵更能解释跨国企业的存在。从能力构建的角度来看，企业能够通过兼并，或与当地成员进行联盟，或选择具备优势的地区建立全新企业来打入其他国家的地区性商业集群中（Porter，1998；Dunning，1997）。跨国企业不再受到从本国市场中建立的竞争优势的限制，而是能够在海外市场中开发和利用新的资源和能力（Hedlund和Ridderstrale，1993）。这些新的或旧的关于跨国企业的研究方法都意味着，企业通过国际扩张能够使已有的资产和能力得到应用和提升。


16.3.2　能力发挥战略和跨国企业

对已有的资源和能力的发挥，作为跨国企业设计的战略，也会造成一定的结果。第一，这种发挥意味着静态资源的优势。因此，国际市场提供了进一步发挥在国内市场已被耗尽的资产和能力的机遇。国际市场强调的是以注重效率的规模经济能力，而多国市场强调的是灵活设计的技术、小规模生产、销售和营销的能力。第二，全部所有权的优势在于，它保护了这些能力不被合作伙伴窥探，也使它们以一种“被许可”的方式提供了最大化的战略自由。第三，大企业所具有的建立一个全资子公司的管理资产和财务资产，以及具有的降低产品价格来打击模仿的竞争对手的市场控制力量，一般都是比较隐蔽的。第四，基于本国的新产品开发也是比较隐蔽的，这为研发设计的技术提供了最好的保护。执行战略的国外子公司，需要根据东道国市场信息修改国内市场的设计，但这种学习是一种“利用性的学习”（Exploitative Learning）模式（March，1991）——它们需要学习如何在跨国企业原有基础上做得更好。能力发挥这种战略和结构特性的结果是实现了市场的国际化和全球化，而不是战略的全球化。企业从而扩大了市场，对国际市场的依赖也加深了。它们可能将日常的运营也转移到国外；可能在生产线超越了国际边界时，组织起全球（世界范围）的产品部门；可能变成大规模的有实力的跨国企业，甚至在全世界销售类似的产品；但是，在缺乏能力构建和组织学习战略的情况下，它们不可能真正变得全球化。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能力发挥或利用战略，与跨国企业最初用来将本国优势扩展到国际市场时所使用的产业组织模型和交易成本模型是一致的。然而，不管是战略操纵，还是通过内部化来扩大和保护竞争优势，这两种手段都将国内市场看作优势的来源，关注的是对国外市场现有优势来源的利用和保护。


能力发挥和国际化
 　大多数关于国际多元化的研究都将跨国市场的能力利用看作是经济成功的关键。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不同国家市场之间的能力共享和不同产品市场之间的能力共享一样，都能够带来收益（Fladmoe-Lindquist和Tallman，1994）。交易成本理论为，跨国企业内部扩张带来的竞争优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Teece，1986）。具有创造利润的内部能力（所有权因素）的企业，将在国际市场上寻找额外的利润——可能通过出口或直接投资的手段（Dunning，1953）。如果这些能力都是嵌入企业结构中的，那么企业通过国外直接投资将这些国际市场内化，确保能力得到最好的应用，使它们不会因妥协出现利用不完全的状况（Buckley，1988）。只要所有权要素能够被用来创造利润，国际市场的扩张就能够带来更高的利润。虽然需要随着当地环境做出调整，在多个新市场上保持原有产品线的跨国企业仍然能够发挥原有的独特能力（Bartlett和Ghoshal，1989；Kim、Hwang和Burgers，1993）。Hitt、Hoskisson和Kim（1997）认为，国际扩张毫无疑问是困难和复杂的，而且国际扩张会导致科层成本的增加，也就限制了战略资源在国际上赢利的范围。

该领域的实证研究产生了很多不同的结果。Collis（1991）发现，单个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决策只有得到具有路径依赖性的能力的支持时，才能发挥作用。Grant、Jammine和Thomas（1989）发现，随着英国跨国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加深，
 它们的财务绩效也在提高。Kim、Hwang和Burgers（1989）发现产品和国际多元化之间存在交互作用。Geringer、Beamish和DaCosta（1988）提出，绩效和国际扩张的速度之间存在着微弱的曲线关系，Hitt、Hoskisson和Kim（1997）也有同样的发现。然而，当加入了企业规模、国家特征和行业特性等作为控制变量时，国际多元化对于绩效的作用就减弱了（Tallman和Li，1996）。产品多元化带来的结果并不总是积极的（Lall和Siddharthan，1982；Michel和Shaked，1986），而地理多元化的不同衡量手段之间也不具有相互的关联性（Cosset和Nguyen，1991）；多元化对不同因变量的作用是不同的，投资的流向可能代表了不同的战略目的，情境的差异（如汇率和经济绩效）会对多元化的结果产生深远的影响。例如，Delios和Beamish（1999），以及Geringer、Tallman和Olsen（2000）发现，日本跨国企业不断增强的国际化带来了更高的销售额和更低的利润率——但这种影响会随时间而变化。外部环境的消极影响和科层成本，可能会与国际扩张的租金获取潜力相抵消。


能力发挥和全球化
 　通过对市场的整合，能力的发挥也得到了加强。以低成本管理国际分支网络的能力是跨国企业成功实现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能力和来源（Kogut和Zander，1993；Fladmoe-Lindquist和Tallman，1994）。现有的能力不仅被扩展到海外市场，也可以被用于全球的市场。正如Ohmae（1989）所说的，在对当地差异进行适应的基础上，以全球市场为目标的核心能力能够在规模和市场控制力方面实现利益最大化。在全球建立多个厂房使得每种生产流程技术得到最大的发挥，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分销带来的收益尽可能地推动了技术和质量的提升，品牌更是呈现出一种具有传奇色彩的形象。在范围优势之外，Kogut（1985）还提出了其他优势：利用不同市场进行套利、获得在多个市场的有效谈判能力及在不同市场中发挥优势的能力。Hamel和Prahalad（1985）认为，全球品牌、分析能力和在不同市场之间的金融资源融资是全球战略的特点。

在其他学者的研究中，Hitt、Hoskisson和Kim（1997）认为，管理一个产品多元化的企业可以提升为管理一个国际多元化的企业。管理能力和技术技能一样，能够通过扩展和利用性、以效率为目的的学习，被从一国扩展到国际，直至扩展到全球范围。另一方面，Tallman和Li（1996）研究了（后来被Hitt等证实），如果过度跨国扩张（也可能是全球整合——这二者在研究中不容易被区分），其带来的过多的科层成本是否会因为多元化超过了某个水平而导致跨国企业绩效的下降。确实，由于对核心竞争力和能力的过度利用，某个多元化程度会导致科层成本超过了成本的节约和收益的提升。在任何情况下，对于具有国际化形态的跨国企业来说，全球整合一定会增加企业的科层成本。高成本的能力发挥水平的提升究竟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这是一个实证的问题，而且可能由于环境、行业和企业的不同而变化。大样本研究只观察了活动的多样性和相关的绩效，而无法解决战略意图或管理控制结构的问题，因此，全球整合的价值也无法得到证实。Johansson和Yip（1994）利用访谈数据比较了日本和美国企业的小样本，通过对行业驱动因素和全球战略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发现全球战略（更大的跨国化）和结构对于美、日两国企业的影响都是积极的，但对美国企业的影响更大。


16.3.3　能力构建战略和跨国企业

除了对现有能力的发挥，大多数长期成功的跨国企业还尝试构建能力，因为这一必要活动决定了企业能否持续利用资产和能力（Hedlund和Ridderstrale，1993；Tallman和Fladmoe-Lindquist，2000）。Kogut（1997）认为，跨国企业的动态模型可以被归为演化模型，基于Nelson和Winter的演化经济学（1982），内化或发展新能力的过程可以被描述为对企业活动和惯例的变异（Variation）、选择（Selection）和保持（Retention）。其他学者保留了动态能力的标签，但也提出了一个同样重要的类似过程，即企业行动和环境压力之间的互动。在能力发挥战略中，跨国企业战略构建的结果可以从对竞争力的构建需求中推导出来。

第一，优势是动态的，它基于创造（而非利用）能力。这就意味着，企业可以通过合资企业、联盟和兼并等形式来探索新的知识，而不是依赖于完全所有权来保护旧的知识；第二，在当地“钻石模型”（Porter，1990）有利的情况下，技术能力可以在这些地方得到最好的发展，对新产品和新生产流程进行全球的搜寻，意味着生产部门应该遍布全世界，而不是局限在某一国中；第三，能力需要在企业内外被分享，这样可以赶在它们被新知识淘汰之前利用这些能力，并可以将它们和其他的关键技术进行融合。这就意味着，企业内部的网络非常重要，其中总部要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要有积极进行协调的需求，以及一个推动能力分享的企业规制。如果全球化企业的组织结果确实呈现出复杂的网络形态（Nohria和Ghoshal，1997），那么对经营复杂组织的管理能力的构建就可以成为租金的来源，而这也是国际化的驱动因素（Buckley，1988）；第四，管理能力对于租金创造的作用和发展管理能力本身一样重要，这就意味着中央管理部门必须具有价值创造能力，而非造成价值毁灭。然而，价值创造活动的分散化和去中心化，本质上要求中央管理更应该有利于“变态分层结构”（Heterarchy）中各个分支之间的合作，而不是在指引一个分层结构（Hierarchy）的运作（Hedlund，1986）。全球化的跨国企业必须通过变异、甄别、检验和保持来创造这些技能，而不是在国际市场上寻找这些技能。根据上述说法，我们可以认为，从更大的程度上看，成功的能力发挥战略为制定创新的战略造成了壁垒，这也是很多全球化理论研究的结论。此时，理解这种反常的本质及其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全球战略研究最重要的问题。这些跨国企业最有趣的新模型，例如共同能力模型和演化模型，都在很大程度上考虑了如何解决全球战略的“构建—利用”难题（Hedlund和Ridderstrale，1993）。


能力构建和国际化
 　如果认为能力构建战略很大程度上与国际扩张有关，那么跨国企业的能力构建战略似乎与全球化的努力有更密切的联系。然而，国际化确实为企业提供了新的产品、生产流程和技术，这些都能被用于构建企业的技术竞争力。没有任何国家或地区能够保守住技术方面的秘密。很多企业到美国寻找技术，或进行外包或将技术融入到企业中，都是为了获得国际竞争优势；而以美国为基地的企业，也在欧洲、东亚甚至是之前的社会主义国家找到了同样的技术能力——很多高技术水平的俄罗斯程序员已经在西方行业中工作了十年。全球化的跨国企业鼓励了主要的新兴行业向需求最大的国外市场发展，这些地方的技术
 也是最先进的。很多这样的学习可能是利用性的，因为国际化企业最可能获取那些与现有资源相关的能力和资产。跨国企业从国际市场上获取新技术并将其传播到其他部门的这种过程受到了市场差异的挑战。在最近的研究中，学者们认为，源于本土市场的默会性知识可以被认为是企业的优势（Kogut，1991；Porter，1990）。然而，随着高技术企业的区域集群对知识发展的价值变得更加明显，跨国企业学习一些重要的新能力——而不只是本地的专用知识——的这种可能性，使得国际传播在知识资产的开发中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这样的活动为出现传统模型中不存在的全新构念提供了可能——不管是基于市场控制力模型还是国际化模型。最后，这些活动还需要对知识创造和知识利用的整合达到一定的水平，这种水平远远高于传统跨国企业的必要水平。


能力构建和全球化
 　通过全球整合，跨国企业得以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最好的机会，用于开发知识资源，构建新的能力。新模型认为，全球整合的企业能够从国外市场上获得原先无法得到的技术和管理技能（Nohria和Ghoshal，1997），并将它们融入更广泛的企业技术之中，建立新的企业能力。正如Nohria和Ghoshal（1997:208）所言，“跨国企业的一个关键优势就是，它通过对不同组织单元的知识、资源和能力的积累、转移和整合，从而创造新价值的能力”。Hitt、Hoskisson和Kim（1997）指出，来源于复杂的国内组织的学习能力，也可以被用于国际化的组织中。那么基于国际市场中直接经验的学习，将会比国内学习的作用大多少？这种学习的存在，是Bartlett和Ghoshal（1989）关于跨国企业和相关模型的基本假设。跨国企业中的组织学习和组织能力发展意味着，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科层成本的负面影响才会超过跨国战略带来的收益。这些和其他一些研究的结果显示，全球整合为企业创造新技术而需要的机会提供了全球的范围。通过对全球化网络组织的运作，企业得以发展新的管理能力，这种能力是其他无经验的跨国企业或国内企业所不具备的。通过全球化实现能力的构建，既是一个创新的过程，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从不同市场中简单地收集知识确实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价值，但真正创造租金的能力需要企业在更大的范围内将这些知识与原有企业的理解进行组合。

关于这种能力构建的优势对组织绩效的实证证据非常有限，而且大多只是轶闻资料。然而，即使是Johansson和Vahlne（1977）提出的早期国际化模型，也是建立在对国际市场中学习的观察之上的。Kogut和Zander（1993）研究发现，非规范化知识的内部转移在跨国企业中是很典型的，这也意味着跨国企业的一个主要角色就是实现知识的转移。Collis（1991）发现，当跨国企业保留有很强的国家特性时，战略各个维度的持续改进对长期的竞争优势来说非常必要。Hedlund（1986）基于对斯堪的纳维亚的跨国企业行动的观察，提出了关于去中心化的、差异化的分层结构的观点。Bartlett和Ghoshal（1989）的案例观察，以及Nohria和Ghoshal（1997）更详细的研究显示了，尽管从以国家为基础的行政层级开始，跨国企业仍然为在全球范围内成功竞争建立了新的能力。学者们还观察了顶级跨国企业在过去的十年中全球战略的一系列变化——从以学习为辅的利用性战略到一个明确的、表达清晰的战略，这些战略被用于在全世界寻找新的产品、新的生产技术和新的能力，并将它们尽快地用于企业的各种运作之中。


在单个国外市场或更广阔的全球环境中将能力利用和能力构建进行整合，这是当代全球战略的一个特点。Bartlett和Ghoshal（1989）将整合的全球化企业描述为“跨国界的”（Transnational），但他们也关注了在不同分支中整合能力发挥作用，以及开发对全球整合组织管理能力的重要性。在跨国模型中，全球化推动了战略整合的需求，以实现世界范围的效率、当地市场反应及世界一流的技术在各国市场中的传播。跨国模型也解决了组织结构的需要，即建立一个能够控制这种整合，而不用失去原有企业独特品质的组织结构。从结构的角度来看，Hedlund（1986）的“跨国企业变态分层结构”和Nohria与Ghoshal（1997）的差异化网络观点都发现了，能够将运作责任分散给不同的子公司，同时还能够支持所有这些子公司整合的全球企业具有优势。这些学者极大地背离了原先的观点——认为行业是跨国战略的决定因素，转而认为在很多行业中内部流程对跨国（全球）优势的关键作用。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跨国企业的研究思路的演化过程，即从一系列行业驱动的相似组织转变为资源—类型模型或能力—类型模型；在这样的模型中，企业独特的传统和能力都得到了反应，它们虽然面对着相似的市场需求，但某些企业会选择全球化来满足这些需求。

和所有的资源基础模型一样，企业的绩效和企业的环境会相互作用，特别是在推动绩效的行业竞争方面。然而，当跨国企业向更先进的生产流程发展、获得更高的技术、更能适应当地需求时，它们在应对行业需求的同时也将行业进一步推向了全球竞争。在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世界中，跨国企业发现，保守的、避免机会主义的和防御性的战略并不能使企业获得长期成功——在任何行业都是如此。在未来，分散的资源似乎是由总公司进行协调的，而非受总公司的控制。制造业可能会走向新的全球战略，而服务业正在迅速吸收全球市场的观点，并积极地学习如信息技术等知识，以实现新的效率。企业仍旧要适应当地的环境，但这种适应是在灵活的全球战略的前提下进行的，这种战略强调了企业层面企业专有能力的重要性。行业的特性仍然偏好于某些竞争力，但竞争优势是一种独特的企业层面的技能，而不仅是行业标准的实践。在下面的部分，我们将对企业战略的理论和结构、当地环境及行业之间的交互进行分析，因为它们结合起来可以在单个的市场上创造出竞争优势。

16.4　东道国市场中跨国企业的战略管理模型
[3]



跨国企业被认为是一个企业实体，这种分析从对单个海外市场上的国外直接投资转向对大规模全球网络的剧烈争斗的关注。除了被用于展示更大的企业实体，子公司的角色开始被全球战略的很多研究领域所忽略。然而，投资仍然发生于各个市场中；各个国家的特性在市场进入时仍然需要被考虑。东道国子公司的传统角色是展示企业专有优势的一个渠道，这种优势在本国市场中建立起来，被传递给东道国市场中的客户。资源的发挥是一种运营的战略态势。如前所述，各种跨国企业的早期模型都持有这样的观点。这一部分通过引入具体的案例，对前面的
 概念进行发展。战略管理模型认为，成功来源于资源与能力和战略、结构，以及环境的战略匹配。这一部分将展现跨国企业在单个的国外市场上竞争时是如何实现战略匹配的（Birkinshaw和Morrison，1995）。

从战略的视角来看，市场进入应该建立在跨国企业的全球战略管理分析、对可用资源的认识，以及在特定东道国市场中建立竞争优势的决策的基础上。东道国的市场资源战略和企业的竞争技能被放在当地市场的独特需求情境中考虑，以建立最优的资源治理结构和实现能够获得长期竞争优势的国际化水平。在选择战略和结构时，管理者总是在不确定的环境下根据不完全的信息做出决策。因此，减少不确定性是风险厌恶型管理者的第二个但同样重要的目标，降低不确定性可以通过收集信息或内部化控制来实现，但前一种手段会增加交易成本，后一种手段对增加治理成本。跨国企业还可以通过减少它在东道国的战略选择来减小不确定性。因此，我们在追求目标时通常期望所处的是一种具有惯性的环境（对于已实现战略的保留可以降低不确定性）（Romanelli和Tushman，1986）。

跨国企业可以对审时度势的管理决策做出直接反应，而对来自东道国经济环境中的压力做出的是间接发言。然而，很多研究（Rosenzweig和Singh，1991；Birkinshaw和Hood，1998）显示，子公司的管理者必须谨慎地平衡好跨国企业对于国际网络和当地理论两方面的需求。Kim和Hwang（1992）认为，对子公司的全球协作能力越大，跨国企业实现的控制水平就越高。同样，总公司向子公司传递的专有知识价值越大、默会程度越高，则控制的水平也就越高。一国的制度压力倾向于推动所有的组织——包括子公司——向当地实践的方向发展，而跨国企业在进入东道国时的组织复制（Organizational Replication）和力图控制企业所有部分的因素，使得跨国企业的国外子公司具有差异。在不考虑市场多元化的情况下，东道国市场的管理者会自发地试图提升绩效，并降低不确定性的水平。

16.4.1　内部化和资源结构

当跨国企业的经济模型关注于东道国的组织结构形式时，结构的选择就成为进入决策的一个关键因素。结构选择影响了绩效水平，因为它决定了对市场战略的运用和控制、控制了交易成本，以及决定了用于东道国市场的能力类型和使用方式的选择。例如，基于品牌的消费品战略要实现收益最大化，就必须对广告进行严格控制，因此采取的是一些在国外直接投资的形式。然而，如果企业没有资本资源建立或购买当地的企业，它就需要被迫通过合资的方式节约资源的成本。结构选择还会影响不确定性的水平，因而会影响交易成本。不确定性存在于企业与环境有规律地进行交互的部分，随着交互水平的强度增加，这种不确定性也会降低。因此，降低资源控制的信息成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扩展企业的治理结构（见McManus，1972）。当企业的结构扩展之后，它可以将之前外部的交易内化，以及将降低不确定性的实践扩大到更多区域。在国际化领域中，跨国企业可以通过国外直接投资来降低一个市场的不确定性，但它必须同时接受治理成本增加的事实，这种治理成本，包括因降低了未来战略灵活性而增加的资产和机会成本。合
 资企业的期权模型（Kogut和Zander，1992）认为，联盟可以带来更多的关于市场的知识，既不用额外的资本投资也不会带来全资子公司的风险。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术语来说，不确定性的风险和治理机制的净成本，因为有限的交易专用性投资而降低了。

如果一国企业想要进入国际市场，它的资源来源于本国环境，而组织结构也是在本国行业中发展起来的。此时的进入战略很大程度上基于本国市场的经验。随着跨国企业国际经验的获得，它也从与更大的环境交互中取得了资源并发展了能力。这种更大的资源结构可以带来更多的战略选择。资源和能力只有在实施战略中产生租金，它们才能被认为是竞争优势和经济租金的来源。因此，某一时刻跨国企业的独特和专有能力是企业之前实施战略的结果。这种依赖于过去的绩效对能力的辨别为战略和能力之间赋予了一种交互关系。这种依赖性也助长了管理者进入东道国市场时的自然保守主义和风险厌恶倾向。

16.4.2　东道国中的能力和企业战略

企业某段时间的战略对辨别接下来的企业的独特能力具有关键作用。对于想要进入新市场的跨国企业来说，它现有的能力存量限制了针对那个国家的战略选择。从之前的战略成功中区分出的能力，代表了跨国企业很可能采取这种战略进入新市场。如果具有获利潜能的资源从过去特定的战略中被辨别出来，那么跨国企业通过使用相同的资源和能力来实施与过去相似的战略，则可以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因此，具有丰富兼并经验的企业在将来可能依旧会选择兼并，而另一个有过联盟经验的企业可能会在相同情况下选择合资战略。进入新市场的决策本质上具有创业性，但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种必要的战略野心会被一些谨慎的模仿行为淡化了。当然，如果新环境与之前的不同（这几乎是肯定的），企业的这种行为就可能会降低绩效。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和实现不确定性的最小化——这两个目标不总是相容的——在国外市场上，它们之间的差异会更加突出。

然而，在某个特定的东道国市场中，并不是所有的能力都适合跨国企业。对于一个进入新市场的管理者来说，很明显有些资源是不适用于新环境的。在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中发展起来的技能，不适合或不可能在欠发达国家中运用。关注于一部分市场的战略——例如关注于当地精英群体的消费品撇脂策略——则不利于利用与规模、资本相关的资源。在其他情况下，当地政府要求实行许可或合作经营的方式，会限制企业运用与内部组织系统有关的资源。资源和能力只有与当地市场的特性相容时，才可能产生经济租金。因此，资源和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与当地区位因素的相互作用，可以通过跨国企业为特定市场选择的结构形式，在该市场上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在新市场中的活动循环可能会发展出新的能力，这些能力能够被传递回母公司或传递给其他子公司。与其他同等规模的企业相比，区位因素对能力和战略，以及对二者的交互产生的独特影响，对跨国企业来说是独一无二的。


16.4.3　演化模型中的反馈——绩效

在进入新市场并运营一段时间之后，企业在东道国市场中会发展出不属于原先母公司资源的新能力，这些能力可能无法在那个市场（实施能力构建战略的地方）之外取得。这些新的市场专有能力，加上在东道国市场中的竞争经验，会迫使企业在进入时选择的战略和结构随时间发生改变。对绩效水平的观察为管理者提供了反馈，可以作为组织调整的参考。这就体现了一个简单的决策规律：企业需要在降低未来结果不确定性的同时，提升净投资回报。模仿战略和固有的不确定性意味着目标的实现需要通过与竞争对手的比较来衡量，因为“真正的”最大化回报是未知的。战略、能力的组合和区位因素，决定了企业在某一时间段的战略／市场战略选择的收益潜力。内部化决策或治理结构决策，决定了企业在某个时间段的独特资源和环境因素交互的方式，从而决定了在其间的成本结构，并将不确定性降低到企业可以接受的水平。成功或者说经济租金的产生，意味着战略和结构的组合为特定东道国市场上的企业产生了一个竞争优势，并引导企业为保持这些能力而付出努力。如果企业在某个特定市场上的绩效不高，则意味着战略匹配的缺乏，企业需要在市场中开发新的惯例——不管是通过设定目标，还是接受新的变异。需要注意的是，当企业对某个特定市场熟悉了之后，降低不确定性的目标对战略的作用就不那么明显了。

跨国企业的内化模型，强调了交易成本在收益／成本模型中其他方面之上的重要性。在战略管理模型中，交易成本被认为是结构决策（“我们应该采用许可、出口，还是国外直接投资的方式？”）的一部分，而且只能被决定于进入之后。由于交易成本只能在某项活动发生之后才能被衡量，它带来收益的不可预见性降低了，所以它对于战略反馈循环的随机性和结构形式的改变来说也非常重要。由于经验能够为企业提供一些与进入决策相关的交易成本方面的直观感受，企业和环境真实交互的不确定性就意味着，这些成本和资源、能力的预期回报一样不可预测。对成本的控制确实给企业的结构效率带来了压力。然而，如果某种高成本的结构形式产生的净收益比其他低成本的结构形式产生的净收益要高，那么某种用于产生高收益的战略也可能会被用于支持市场中的高成本结构。对竞争优势来源的不确定性和决策者的有限理性，也阻碍了企业向最优化结构的及时调整。此外，竞争环境可能使企业为了提高收益，接受成本无效的活动和交易中的风险。最终，当跨国企业进入新市场或开始推出新产品时，不得不接受关于企业专有资产带来的租金不确定性。当企业进行进入决策时，需要对资产的可用性和价值进行评估，对所进入的特定市场风险和收益做出带有风险性的决定，以及对可能选择的组织结构所产生的不确定性降低和治理成本增加进行权衡。但是，一旦成功地进入了某个国家并实施了竞争性的运营，跨国企业就能够获得丰硕的收益。

16.5　发展中的外国子公司战略角色

跨国企业早期的战略行为模型和内部化模型认为，总公司和子公司之间的
 关系是由行业需求和跨国企业交互决定的，或是由跨国市场中企业的“内部化因素”决定的。在这两种情况中，每个交易的特性都是由外生力量决定的，意味着只要环境不变化，这些关系就不会变化。在很多教科书里关于跨国企业组织结构类型的描述中，跨国企业模型内在假设了子公司除了规模（这个特性与当地市场的规模有关）之外，都是相似的（Yip，1992）。子公司代表了总部的战略，可以是：1）销售和营销部门（国际化部门的全球出口战略）；2）当地对总部的“微缩复制”，在当地市场中负有完全的经营责任（国家或地区部门的本地化战略）；3）具有小范围自治权的本地或区域生产中心（全球产品部门的国际化技术转移战略）。这些假设在Prahalad和Doz（1987）的“整合—响应”模型中有所体现。

Dunning（1981、1988）的折中模型认为，由于特定的区位因素特性和跨国企业的所有权，以及内部化因素相互作用，不同地区的子公司可能与母公司有不同的关系。Gunnar Hedlund（1986）研究发现，大型的斯堪的纳维亚企业长期在国外进行生产、营销和销售活动，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将传统的总公司职能转移到这些子公司中。这些职能包括：研发、财务、针对整个企业（而非当地企业）的行政管理工作。此外，这些子公司还被要求相互之间直接协调，免于通过总部传递信息，因为后者会降低速度、损毁信息和使信息政治化。除了发现企业需要矩阵式结构或交易网络结构之外，Bartlett和Ghoshal（1989）还发现子公司扮演的角色差异很大。他们和Nohria、Ghoshal（1997）提出，应当对子公司在具有对交易网络结构或差异化网络结构的企业中扮演的不同战略角色有所认识。和Hedlund（1986）意见一致，这些模型都认为，在某些领域，战略领导权应该被移交给某些特别有能力的子公司，而其他的子公司可以继续依赖于跨国企业的网络，获得指导和能力。这种方法和以能力为基础的模型相一致，后者认为，跨国企业各个不同的单元都具有不同的具有路径依赖性的能力。

Bartlett和Ghoshal（1986）、Birkinshaw和Morrison（1995），以及其他学者，都对跨国企业子公司的角色类型提出了相似的看法。Birkinshaw和Morrison总结道，该方面的研究认为子公司的战略是：1）在当地的实施；2）专业化的贡献；3）世界范围的委托。当地的实施者拥有在单个国家的执行范围和有限的产品管理权。这些部门曾具有很大的自治权，而全球整合战略只留给了它们很小的战略独立性，而使它们承担了很大一部分将产品融入当地市场的责任。专业化贡献者属于相互依赖的子公司网络中的一部分，扮演的是全球或地区生产者的角色。具有世界范围委托的子公司承担着整个企业的责任，而不只是价值链的一部分。子公司，而不是总部，对活动进行整合。虽然各学者提出的构念稍微不同，但他们都保留了关键的观点——子公司的角色随能力和机会的不同而变化。

特别地，创新——对新的竞争力、能力、资源和产品的开发——正在迅速地成为越来越多的子公司关注的焦点（Nohria和Ghoshal，1997）。这些分布于差异很大的地区的活动，因电子化沟通手段的广泛和频繁使用而被联结在了一起。最重要的是，这些沟通不再是传统的垂直化——从总部到子公司，以及从子公司到总部，而变成水平的——子公司和子公司之间沟通。全球中心只在与总部相关的问题中有所参与，例如财务报告、关键客户管理、行政管理发展，以及其他类似
 的问题。这些企业需要高度的规范性（Normative）控制，因为中心作为独裁控制者的正式角色有所削弱。标准化的、简单的但内涵丰富的正式报告的角色也是如此。中心化控制既不灵活也不能带来满意的结果。子公司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变成了包含在跨国企业结构内部的某种全球生产企业的总部，它对企业的某个特定产品承担了研发、财务、产品开发和营销等责任。

Birkinshaw和Hood（1998）提出，子公司的战略角色是由总部分配的，但也是由子公司管理者出于自身目的所做的决策和受当地环境因素驱动的。他们对总部角色的看法和产品生命周期模型，以及国际化进程模型中的观点一致。环境因素和对其的管理反应，二者对于绩效的影响在之前关于组织能力模型中已经进行过讨论（Madhok，1997）。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关于子公司的自治行动及其对于子公司战略角色演化的作用的观点。从网络的视角来看，子公司可以被看作是跨国企业网络中大型的准独立（Quasi-independent）群体中的一员，而不是“总部—子公司”双边关系中的一方。这就为子公司从受制于原始观点变成受世界性委托权的子公司提供了可能。加拿大和瑞典的研究者发现了关于子公司自治行动的有力证据（Birkinshaw，1995；Forsgren、Holm和Johanson，1995）。事实上，他们发现的是在子公司网络中的半自治性组织，与子公司具有相似的组织层次，但具有完全不同的能力。从子公司的角度来解释跨国企业作为一个整体的问题时，和Bartlett与Ghoshal的跨国组织，以及Hedlund的分层结构非常类似——总部的角色正在萎缩，战略领导权正在逐步转向子公司。

这些关于跨国企业结构的新看法认为，总部和子公司之间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这也许可以反映组织正在走向成熟的事实，但也反映了，受计算机和沟通技术的影响，子公司被给予了充分的独立于总部的权力，不再“做它们自己的事”，而是相互依赖。这种网络的形成意味着，子公司必须具有不同的角色——那种作为统一的附属企业的旧模型已经不再适用了。

16.6　结论

这一章围绕全球战略对很多问题进行了阐释。首先，认为跨国企业只是将多个生产基地的物流问题扩展到国境之外的想法是非常幼稚的。全球企业包含了很多需要分析的问题，而不只需要在生产区域做出经济学上的选择，它也不只是一个将产品转移到国外的机制。战略管理学认为，全球化的跨国企业应该被这样理解：当市场不能满足其目标时，跨国企业是将资源和能力——尤其是包含了默会性知识的资源和能力——转移到国外的机制。其次，为了使系统范围的能力适应当地的环境，跨国企业还能获得当地的知识，这也是当销售需求增加时重要的一步。在同样的范式下，跨国企业要具备能够发展出转移企业专有知识，以及将其和子公司或分公司的当地专有知识进行整合的能力，才能成为成功的跨国企业。组织经济学认为，被转移的知识的特性决定了全球化企业的战略和结构决策。然而，国际化宏观经济学认为，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样的结构是由当地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的。


与此同时，跨国企业不断地组合和再组合，子公司的角色也不断变化，因此，能够产生租金的资源和能力是从其他外国子公司中获得的，而不是从母公司中获得。能力的运用是一个复杂的决策，它需要基于知识的类型、组织的能力和当地的情况，新能力的发展也是如此。随着知识驱动型行业在后工业化社会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这种情况就更普遍了，使得全球企业看起来更像一个多国网络，而不是一个跨国的层级结构。对于这样的企业来说，全球战略就成了这样一个问题：基于对许多不同地区的特性和企业许多部分的理解，做出关于“发展、生产、销售和服务”的“在哪里、怎样和什么”问题的决策，以及在任何适当的时候重新思考整个分析的过程。

参考文献

Barney, J. B. (1991). 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Journal of Management
 , 17 (1): 99-120.

Bartlett, C. A. (1985). Global Competition and MNC Managers. ICCH Note No. 0–385–287.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Bartlett, C. A., and Ghoshal, S. (1989). Managing across Borders
 .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Birkinshaw, J. M. (1995). Entrepreneurship i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The initiative process in Canadian subsidiarie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Birkinshaw, J. M., and Hood, N. (1998). Multinational subsidiary evolution: Capability and charter change in foreign-owned subsidiary compani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 23(4): 773-95.

Birkinshaw, J. M., and Morrison, A. J. (1995). Configurations of strategy and structure in subsidiaries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 26(4): 729-54.

Buckley, P. J. (1988). The limits of explanation: Testing the internalization theory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 19(2): 181-94.

Buckley, P. and Casson, M. (1976). The Future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 London: Macmillan.

Calvet, A. L. (1981). A synthesi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ories and theories of the multinational fir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 Spring/Summer 1: 43 59.

Cantwell, J. A., and Piscitello, L. (1997). Accumulating technological competence—its changing impact on corporate diversific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Discussion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Reading, UK.

Caves, R. E. (1971).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s: The industrial economics of foreign investment. Economica
 , 38: 1-27.

Coase, R. H. (1937).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 386-495.

Collis, D. (1991). A resource-based analysis of global competition: The case of the bearings industr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 12, summer special issue: 49-68.

Cosset, J. C., and Nguyen, T. H. (1991). The measurement of the degree of foreign involvement.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CI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D-91-1.

Delios, A., and Beamish, P. W. (1999). Geographic scope, product diversification and the corporate performance of Japanese firm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 20: 711-28.

Dierickx, I., and Cool, K. (1989). Asset stock accumulation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Management Science
 , 12: 1504-11.

Doz, Y. L. (1978). Managing manufacturing rationalization within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Columbia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 Fall: 82-94.

Dunning, J. H. (1981).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Dunning, J. H. (1988). The eclectic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 restatement and some possible extens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 19(1): 1-32.

Dunning, J. H. (1993). The Globalisation of Strategy
 . London: Routledge.

Dunning, J. H. (1997). Knowledge capitalism: Competitiveness reevaluated. a macro organizational viewpoint. Transcript of all academy symposium on knowledge capitalism: Competitiweness reevaluated
 . Briarcliff Manor, NY: Academy of Management.

Fladmoe-Lindquist, K., and Tallman, S. (1994). Resource-based strategy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among multinationals. In P. Shrivastava, A. Huff, and J. Dutton (eds.), Advances in Strategic Management
 , Vol. 10: 45-72, Greenwich, CT: JAI Press.

Forsgren, M., Holm, U., and Johanson, J. (1995). Division headquarters go abroad—A step i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 32: 475-91.

Geringer, J. M., Beamish, P. W., and da Costa, R. C. (1989). Diversification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MNE performance.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 10: 109-19.

Geringer, J. M., Tallman, S., and Olsen, D. M. (2000). Product and international diversification among Japanese multinational firm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 21: 51-80.

Ghoshal, S. (1987). Global strategy: An organizing framework.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 8: 425-40.

Graham, E. M. (1974). Oligopolistic Imitation and Europea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 PhD Thesis,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Grant, R. M., Jammine, A. P., and Thomas, H. (1988). Diversity, diversification, and profitability among British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1972–84.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 31(4): 771-801.

Hamel, G., and Prahalad, C. K. (1985). Do you really have a global strategy ？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 63(4): 139-48.

Hedlund, G. (1986). The hypermodern MNC- a heterarchy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25: 9-35.

Hedlund, G., and Ridderstrale, J. (1993). Toward the N-form corporation: Exploitation and creation in the MNC.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ockholm School of Economics RP92/15.

Hennart, J.-F. (1982). A Theory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Hill, C. W., and Kim, W. C. (1988) Searching for a dynamic theory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A transaction cost model.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 9, 93-104.

Hitt, M. A., Hoskisson, R. E., and Kim, H. (1997). International diversification: Effects on innov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product-diversified firm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 31: 771-801.

Hymer, S. (1960).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MIT (published by MIT Press, 1976).

Itami, H. (1987). Mobilizing Invisible Assets
 .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Johansson, J. K., and Vahlne, J. E. (1977).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firm: A model of knowledge development and increasing foreign market commitmen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 8(Spring/Summer): 23-32.

Johansson, J. K., and Yip, G. S. (1994). Exp-loiting globalization potential: US and Japanese strategi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 15 (8): 579-601.

Kim, W. C., and Hwang, P. (1992). Global strategy and multinationals’ entry mode choic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 23(1): 29-
 53.

Kim, W. C., Hwang, P., and Burgers, W. P. (1989). Global diversification strategy and corporate profit performance.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 10(1): 45-57.

Kim, W. C., Hwang, P., and Burgers, W. P. (1993). Multinationals’ diversification and the riskreturn trade-off.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 14: 275-86.

Kindelberger, C. P. (1969). American Business Abroad: Six Lectures on Direct Investment
 .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Knickerbocker, F. T. (1973). Oligopolistic Reaction an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 Cambridge: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Division of Research.

Kobrin, S. J. (1991).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determinants of global integration.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 12: 17-31.

Kogut, B. (1985). Designing global strategies: profiting from operational flexibility.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 Fall: 27-38.

Kogut, B. (1989). A note on global strategi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 10(4): 383-89.

Kogut, B. (1991). Country capabilities and the permeability of border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 12, special issue: 33-48.

Kogut, B. (1997). The evolutionary theory of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Within and across country options, in B. Toyne and D. Nigh (ed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 Emerging Vision
 . Columbia, S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Kogut, B., and Zander, U. (1992). Knowledge of the firm, combinative capabilities, and the replication of technology. Organization Science
 , 3(3): 383-97.

Kogut, B., and Zander, U. (1993). Knowledge of the firm, and the evolutionary theory of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 24(4): 625-45.

Lall, S., and Siddharthan, N. S. (1982). The monopolistic advantages of multinationals: Lessons from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S. The Economic Journal
 , 92: 668-83.

Madhok, A. (1997). Cost, value, and foreign market entry mode: The transaction and the firm.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 18: 39-61.

March, J. (1991).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Organization Science
 , 2(1): 71-87.

McClain, D. (1982). FDI in the US: Old cu-rrents, “new waves”, and the theory of direct investment. In C. P. Kindleberger and D. B. Andretsch(eds.),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in the 1980s
 . Cambridge, MA: MIT Press.

McDougall, P. P., and Oviatt, B. M. (2000).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The intersection of two research path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 43(5): 902-6.

McManus, J. (1972). The the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firm. In G. Paquet (ed.), The Multinational Firm and the Nation State
 . Ontario, Canada: Collier-Macmillan.

Michel, A., and Shaked, I. (1986). Multinational corporatins vs. domestic corporations: Financial performance and characteristic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 16: 89-106.

Nelson, R. R., and Winter, S. G. (1982).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
 .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Nohria, N., and Ghoshal, S. (1997). The Differentiated Network
 .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Ohmae, K. (1989). Managing in a borderless world,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 May- June: 2-9.

Porter, M. E. (1986). Changing patterns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 28(2): 9-40.

Porter, M. E. (1990).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 New York: Free Press.

Porter, M. E. (1998). Clusters and the now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 76(6): 77-90.


Prahalad, C. K. (1975). The Strategic Process in a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ahalad, C. K., and Doz, Y. (1987). The Multinational Mission: Balancing Local Demands and Global Vision
 . New York: Free Press.

Robock, S., and Simmonds, K. (1989).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 Homewood, IL: Irwin.

Romanelli, E., and Tushman, M. L. (1986). Inertia, environments, and strategic choice: A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for comparative-long-itudinal research. Management Science
 , 32 (5): 608-21.

Rosenzweig, P. M., and Singh, J. V. (1991).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s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 16(2): 340-61.

Rugman, A. M. (1980). Internalization as a general theor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reappraisal of the literature.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 116: 365-79.

Sanchez, R., Heene, A., and Thomas, H. (1996). Chapter 1. In R. Sanchez, A. Heene, H. Thomas (eds.), Dynamics of Competence-based Competition
 . Oxford: Elsevier Pergamon.

Tallman, S. B. (1992). A strategic management perspective on host country structure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Journal of Management
 , 18(3): 455-72.

Tallman, S. (1999). Strategy. In A. Plath (ed.), MBA International Enterprise
 . Milton Keynes, UK: The Open University.

Tallman, S., and Fladmoe-Lindquist, K. (2000). Resource and competence-driven global strategies. In R. Sanchez and A. Heene, Advances in Applied Business Strategy
 , 6A: 229-48. Stamford, CT: JAI Press.

Tallman, S., and Li, J. T. (1996). The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diversity and product diversity on the performance of multinational firm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 39(1): 179-96.

Teece, D. J. (1986). Transactions cost economics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 7: 21-45.

Teece, D. J., Pisano, G., and Shuen, A. (1997).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 18: 509-33.

Vernon, R. (1966).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in the product life cycl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 May: 190-207.

Vernon, R. (1971). Sovereignty at Bay: The Multinational Spread of US Enterprises
 . New York: Basic Books.

Williamson, O. E. (1975).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
 . New York: Free Press.

Yip, G. S. (1992). Total Global Strategy: Managing for Worldwide Competitive Advantage
 .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
 　本节的大部分内容来自Tallman（1999）。


[2]
 　Oliver Williamson（1975）也在同一时期基于Coase的著作发表了相似的观点，并将其运用于企业的一般交易成本经济学模型中，但Buckley和Casson（1976）的国际化模型的发展与交易成本经济学无关。


[3]
 　接下来的部分很多改编自Tallman（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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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战略判断


写作中运用自如的艺术，绝非偶然，正如学过舞的人会步履轻松洒脱。



——Alexander Pope，《论批评》
 
[1]



在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所在的时代，人们普遍认为如果谁能写出笔法流畅、用词恰当的出色作品，那么他一定是受到了缪斯女神的光顾
[2]

 。但是蒲柏却不这样认为，他认为良好的写作能力来自于学习和经验，它们共同锻造了写作能力和良好且具有创造性的判断力。

良好的判断力也被称为卓越战略领导力的一个特点。例如，《工业周刊》就将IBM的Lou Gerstner评为1997年的“年度最佳首席执行官”，就是因为他的“商业技能、判断力及强硬的领导作风”（Stevens，1997）。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也因其在判断新型互联网产品的商业潜力中表现出来的远见卓识而受到广泛的称赞（如Schlender，2000）。Henry Kissinger将政治家和CEO的职责进行比较后认为，CEO的判断力对于企业发展方向的确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相反，董事会、其他利益相关者和商业媒体有时却对战略领导者的判断力提出了质疑。Doug Ivester在处理比利时小学生喝了其公司生产的可乐后感到不适的健康危机时，却迟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董事会最终解雇了他，不再让他担任可口可乐的首席执行官，因为他没有预料到这次危机带来的舆论影响（Morris和Sellers，2000）。在董事们的眼中，Ivester没有对引起这次危机的相关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做出正确的判断。无独有偶，纽柯公司最近也更换了自己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因为他们对于收购和人员编制做出了不良判断（Foust，
 1999）。总之，这些例子——好的或者坏的——都表明在商业世界中，由判断力导致的一系列问题此起彼伏。

管理学者们似乎也确信良好的判断力是战略领导必备的素质。Barnard（1938）是一个早期例子。他认为良好的判断力“在识别情境中的因素时，能超越智力因素和技术能力……好的判断力是一种艺术而非科学、是美学而非逻辑、是公认的而非描述的、是以效果而非分析闻名的”（1938:235）。Penrose（1959）同样认为，高层领导者在进行有效的收集信息、识别风险和不确定性，以及对增长做出合理的预期时，需要良好的判断力。Geoffrey Vickers将战略判断力描述为“在理解和分析复杂情况中表现出卓越的能力……通过进行实际调查而产生适当的解决方案”（1965:88）。他指出每个战略判断都包含三个要素：1）确定事情是怎样的；2）确定事情应该是如何的；3）确定减小两者之间的距离的最佳方式。战略判断的精髓在于企业的具体情况与高层管理者对于企业的愿景之间的对照（Mintzberg、Ahlstrand和Lampel，1998）。因此，战略判断对于战略领导力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最近，一些学者再次强调了战略判断的重要作用，将其描述为行家直觉（Simon，1989），并认为它是有效决策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Drucker，1996），以及高效领导者整体心智状态的一部分（Mintzberg、Ahlstrand和Lampel，1998）。战略选择已经被确定为战略管理的决定性因素（Child，1997），并且管理人员的判断必须在做出战略选择之前形成（Priem和Harrison，1994）。总之，理解战略领导者的判断力对于确定以下两点是至关重要的：1）在开发策略时，领导者们的心理状态是怎样的；2）这些过程和策略是怎样影响企业绩效的。

17.1　战略判断的定义

总体而言，判断力似乎是评价高层管理人员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然而，当我们说一个管理者拥有“好的”或“可靠的”战略判断力的时候，其确切的含义是什么呢？判断是“根据脑海中呈现出的情形，形成一个观点、看法、理念或结论”的过程。作为个人能力的判断力是“做出决定或形成一个客观的或明智的观点的能力，尤其是在影响行动的事情上；良好的判断力；敏锐的洞察力”，或者也可以被称为“经由经验、训练、成熟度共同的锻造，以及改善后的理智”
[3]

 。判断的结果仅仅是“观点的形成”。

类比可能有助于我们对“战略判断”含义的理解。大量关于医疗判断的学术文献都研究了医生的诊断技能。例如，当医生和一个诉苦的病人见面的时候，一个判断的过程就开始了。医生在见到病人后，首先要判断应该发现一些什么症状，
 然后确定这位病人是否存在这些症状，或者估计病人对于这些症状表现出的程度如何。接下来，通过对病人的症状和病情程度进行综合分析得出诊断结果，然后确定治疗方案。医生做出诊断的能力——基于训练、经验和成熟度等“良好的判断力”——代表着他拥有良好的诊断能力。

因此，我们所定义的判断力可以包括鉴别力、洞察力、对重要变量的处理能力、针对目前这些变量的数量（或水平）形成客观意见的能力、确定存在于这些变量之间的可能形式和简单的二元关系强度的能力，以及估计这些变量之间的多元突发事件（组合）对于特定企业在某一情境下具有的可能影响的能力（一个特定但不确定的“这个世界是怎样运转的”观点）。因此，对于战略判断的实施需要确定Eisenhardt和Martin（2000）所说的“最优化结构”或Vickers（1965）所说的“最佳理想状态”。［若想进一步了解相关问题，参见Priem和Harrison（1994）；若想了解更多关于判断方面的术语，参见Arkes和Hammond（1986）。］

17.2　战略判断的实质

自然科学理论的对象都是比较“实在的”，并且其对象与对象之间的关系也是相对不变的而这些对象和关系通过假设检验确定其至少不是伪造的。即使是转瞬即逝的τ子（陶子）中的微子，现在也已可以通过追踪它留在薄膜状乳剂中的痕迹而被“观察”到。

然而，社会科学中的对象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则很难用不变的法则进行阐述（Berlin，1996；McKelvey，1997；Numagami，1998）。战略管理理论可能会使其对象改变它们的行为（不过，目前很少会发生），进而影响到最初的理论的有效性（Drucker，1999）。此外，企业是异质的（Barney，1991），并且战略环境处于连续的变化中（D’Aveni，1995；Drucker，1999；Eisenhardt和Martin，2000），这就使将解决问题的方法进行一般化的尝试变得更加复杂。

战略判断的配置不仅具有特殊性，还很独特。每一种情况都需要决策制定者面对一系列新的因素组合，其中一些或许以前见过而且熟悉，而另一些却是完全陌生的。每一个战略管理者也是独一无二的，各自带着不同的“工具”去评估自己所遇见的情景。不同的情景中或许存在一些类似的因素，从中可以发现一些决策规律来帮助我们做出成功的决策，这些也许可以通过社会科学的归纳法进行总结，也许是根据决策类型来划分的，这些都是战略判断的必备内容。然而，拥有做出良好判断的特殊能力——能够整合许多碎片化信息的能力，能够对于特殊情境进行客观全面的分析能力，以及对于可供选择的未来进行创造性的形象化的能力——仍旧是必须的。策略者不能完全依赖于特定的规则进行决策。任何规则，在其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或许已经漏掉了一些没有考虑的因素，而这些因素或许对于现在的战略情境又是关键的因素，正是这些因素使得现在的战略情境变得独特以至于以前的规则已经不再适用于现在的情境（如Berlin, 1996）。因此，策略者必须是“难题高手”，基于自己的经验、战略专长及对于特殊情境的精准理解来进行复杂的战略决策。


因此，如何更好地对战略判断进行研究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如果我们这些战略学者仅仅将自己的眼光局限在研究那些通过社会科学归纳法可以得出的普遍规则，那么我们无疑会错过那些独一无二且具有创造性的战略判断。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立刻去聚焦于那些战略判断的更加形而上学的方面，去聚焦那些“伟人”的领导方式，那我们就面临着与那些管理大师一决高下的风险。

运用社会科学的方式——企图在成功的战略判断过程中寻找规律，以及根据已经划分的不同类型去发现那些成功的战略判断中所包含的内容——也是必须的，它能够帮助我们有效地探索战略判断的创造集合。正如我们在后面章节讨论的一样，如果我们想要了解问题的核心，这两种方法和途径都是必要的。

17.3　领导力研究和战略判断

我们认为，管理人员和商业媒体都十分重视战略判断，并且战略理论家们也对其表现出了经久不衰的兴趣。对于个别管理人员来说，判断是信息收集与其他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而这其他因素就包括经验、人口结构、外部环境及企业的内部能力（如Sternberg等，1995）。此外，对于关键判断力的研究在其他领域已经有所成就，比如医疗诊断和消费者的选择等领域。因此，人们可能会认为企业管理人员的战略判断会成为战略管理研究的“中心”。但事实上，这并非如此。

下面对于最近开展的针对高层管理者的研究进行简要的回顾，从中也可以看出战略判断在战略管理研究中至关重要的地位。不过，考虑到判断的可操作性与我们随后要谈到的接近高管面临的种种挑战，就不难理解人们对于战略判断研究的怠慢了。然而，如果回避对于判断力相关的研究，战略领域就可能会与能进一步阐明复杂的战略问题最具潜力的因素失之交臂。

17.3.1　战略研究的内容

早期战略研究的内容主要是试图挖掘企业的成果（如奉行的战略、实现的结构，以及与环境因素的联合）及其绩效之间的关系规律（见Fahey和Christensen的评论）。高层管理者将这些规律作为自己以后决策制定的一个参考。这种类型的方案似乎是非常合理的——高层管理者应该尽量采取给企业带来极大效益的方式来来决策。

然而，要想这种类型的处方能够有效，至少有两个重要的假设必须成立。

第一，我们必须假设对于具体企业的研究内容得到的测量结果的差异在于选择本身，而不是由于高管魅力或其沟通技巧，以及领导技巧等因素造成的。可以想象的，例如，样本中的所有高管都有相同的意图（如做出同样正确或者不正确的选择），但由于执行的异常情况，企业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结果。我们无法摆脱战略研究中的这些似是而非的替代因素所带来的影响，因为只有企业的成果与绩效挂钩。

第二，我们必须假设那些得到解决方案的高管在实际中能够影响企业的成果。也就是说，企业的成果中那些能观察到的差异是由管理者的意志所带来的，而不是由运气或先决因素决定的。处方的有效性也必须满足这个假设。


然而，如果没有对判断和选择进行检验，这些假设仍然不能被证实。依Mintzberg和Waters所言，这种方式类似于断言一个企业“已实现的”战略是完美地呈现了高管“意图的”战略，因此就没有必要费力去思量这些意图。由于高管的意图无人知晓，因此高管所做出的选择和企业的结果之间的联系就得不到实证的检验。

这样一来，战略的结果是源于战略的选择就仅仅只是推测（Priem和Harrison，1994）。

战略研究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使我们了解到企业的哪些成果和高绩效相关。不过，尽管这些研究确定了有效的资源组合，但是对于高层管理者的选择、选择过程或选择技能，以及这些战略领导变量与企业的成果和绩效之间的潜在联系却鲜有研究。

17.3.2　高阶梯队理论视角

Hambrick和Mason于1984年提出了“高阶梯队理论”，认为高管在做决策时，会受到自己独特的经历、价值观及性格的影响。继Pfeffer（1983）提出人口特征——目标、可及性及易于测量——可以体现出高管在重要的心理构念之间的差异。Hambrick和Mason（1984）主张，将高层管理人员作为一个群体（TMT），通过人口统计学的指标来研究这个群体内的问题。他们的文章为战略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新方向，因为他们认为高层管理者可以改变企业的结果进而影响企业绩效。他们将关注的焦点从最终的绩效转移到了高管做出的决策上面来。更妙的是，Hambrick和Mason提供了一个评估高层管理者的影响的测量方法。

到1984年以后，以人口统计学为基础的对高层管理者和高层管理团队的研究便开始蓬勃发展。人口统计学的方法基本成功地找到了高层管理人员或高层管理团队的人口统计指标与企业成果（包括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如Bantel和Jackson，1989；Eisenhardt和Schoonhoven，1990；Finkelstein和Hambrick，1990；Keck，1997；Michel和Hambrick，1992；Murray，1989；Norburn，1986；Norburn和Birley，1988；Wiersema和Bantel，1992）。这些研究都明确表示高层管理者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关系，从而也验证了Hambrick和Mason（1984）的主张。

然而，一些批评者却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以人口统计学为基础的TMT研究存在以下问题：1）研究并不是在与高层管理人员的直接接触下进行的（Pettigrew，1992）；2）产生的研究“没有情感、戏剧艺术或情节”（Reger，1997:804）；3）假定人口预测和在“黑箱”里的干预过程存在相关性（Lawrence，1997）；4）使用统计上的代理变量，而这些变量主要是通过其他变量来与组织绩效产生关联的（Smith等，1994）；5）通过内在的权衡将分析层次限制在了团队层面，而这种权衡为了得到测量的可靠性而牺牲了构念效度，为了得到预测而牺牲了解释性，为了描述性而放弃了规定性（Priem、Lyon和Dess，1999）。

这些批评都是非常中肯的。基于人口统计学的TMT研究，严重依赖于在人口统计无法度量的中介因素和结果中假定的“一致性”（Lawrence，1997），因
 此“实际过程和结果之间的语义联系由实证联系所取代”（Drazin和Sandelands，1992:231）。这就是为什么尽管TMT人口统计研究可以证明高层管理人员确实能影响企业的结果，但是却不能说明他们是怎样起作用的。高层管理团队到底是通过哪些不可测的中介因素来影响绩效的呢？这些中介因素是他们的选择，是他们的人格魅力，是他们的执行能力，还是其他一些因素呢？——我们从这些研究中得不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17.3.3　资源基础观

战略的资源基础观（RBV）（Barney，1991；Wernerfelt，1984）给学者提供了另一个研究高层管理者的平台——将高层管理者作为企业的“资源”。尽管早期的战略管理的概念性工作给予了企业的优势和劣势与竞争环境中的机会和威胁同样的重视（如Andrews，1971；Ansoff，1965；Learned等，1965），但是，很大一部分注意力已经转向了外部基于行业的竞争力问题（如Porter，1980）。Wernerfelt（1984）将战略学者又引向了资源，将资源作为产品，以及最终企业绩效的重要前因变量。Wernerfelt（1984）的文章提醒人们，战略学者和“管理者往往没有意识到资产组合才是企业竞争地位的核心，而不是其部署的特定的产品市场组合”（Dierickx和Cool，1989；1504）。

Barney（1991）接下来通过一个“组织构架……有价值的、稀缺的、难以模仿的，并且不可替代的组织资源产生了持续的竞争优势”（Meyer，1991:823）来扩展了RBV的思路。因此，高层管理者对企业内部资源的评估，以及它们应该怎样进行组合的问题得到了关注，并且被认为是一个需要管理者进行认真判断的一个重要领域——正如对于外部环境而言，定位的重要性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可一样。

以RBV为基础的理论工作和一个较小范围内的实证研究，在过去十年有了爆炸式的发展。一些研究主要针对高层管理者，将他们作为企业的资源（比如，Castanius和Helfat，1991；Daily、Certo和Dalton，2000；Harris和Helfat，1997）。例如，Dailey等人（2000）研究了CEO的国际经验对于企业及其个人职业生涯的好处。他们发现，CEO的国际经验与企业绩效密切相关，特别是对于高度国际化的企业和从外部聘请首席执行官的企业而言，更是如此。Castanias和Helfat（1991）认为，CEO（作为企业的资源）的管理技能可能有高低之分，但是在企业的绩效结果出来之前，这些不能作为评判CEO优劣的根据。Harris和Helfat（1997）表明，相对于内部的继任者来说，外部雇用的CEO会在最初进入企业时得到补偿溢价。他们推测，这种溢价是给予外部继任CEO放弃其在以前职位上发展的专属性技能而承担一定风险的补偿。

资源基础观的发展，使企业对于其拥有的资源也表现出日益的重视，这样带来了以下几点益处：1）明确了资源对于竞争优势的潜在贡献；2）从产业组织经济学中为战略学者引进了许多有用的描述性理论，比如Alchian和Demsetz（1972）的“团队合作”生产，或者DeVany和Saving（1983）关于价格作为质量信号；3）改变了以前过分强调由产品引发的机会和威胁而进行分析的趋势。

然而，资源基础观最近也受到了不少批评，批评者认为它的贡献远远低于其
 原来的承诺，特别是考虑到它迄今为止获得的关注。有人批评资源基础观是一个不完善的理论体系（Bromiley和Fleming，2001；Ryall，1999）或它对于战略管理的贡献太有限了（McWilliams和Smart，1993），或者两种缺点兼有（Priem和Butler，2001a，b）。例如，Priem和Butler通过调查得出：

1）基本的资源基础观还没有满足理论结构的要求；2）资源基础观对于产品市场的稳定性做出了隐含的假设；3）对于资源基础观的基本“价值”变量是外生的；4）对于资源过于广泛的包含和不精确的定义阻碍了有用的、以资源为依据的规定性；5）对于资源基础观的发展和检验而采取的静态方法，导致了因果关系的发展形式和原因（hows and whys）仍旧停留在“黑箱”中（2001a）。

这些担忧表明，在试图从把高层管理者作为企业资源的观点中得到的描述性见解，而得出对于战略领导的规范性影响时，我们必须十分谨慎。Castanias和Helfat（1991）提出的“首席执行官资源”的观点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们认为CEO是企业经营困难的主要原因，因此，在企业业绩下滑时，CEO应该主动提出辞职。显然，这种规定性的说法对于CEO来说毫无用处。在这种情况下，将CEO作为资源，相对于CEO本身来说，对董事会成员有更多规范性的启示。同样地，将董事会成员作为资源比起董事成员本身来说，对任命董事成员的CEO或监管他们的政府来说，具有更多规范性的启示。这表明对于战略研究者来说，一些资源可能比另一些资源更能引起他们的兴趣，这取决于这些规范是为谁制定的——通常是CEO。因此，研究人员必须清楚当把CEO作为企业资源的时候，这些规范是面向哪一个实践者层次的。

然而，资源基础观的两个分支仍然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它们有助于我们对战略领导的理解。一个是企业的“知识基础观”（Conner和Prahalad，1996；Kogut和Zander，1993，1996），另一个是“资源优势”理论（Hunt，1997，2000）。这两个分支都有助于推进对于战略管理者的判断的研究。

企业的“知识基础观”（KBV）理论主要认为，企业的存在和界限可以通过其获取知识、生成知识、组合知识及保留知识的独特能力得以解释（Conner和Prahalad，1996；Kogut和Zander，1993，1996；Eisenhardt和Santos，2001）。那就是说，层级组织对于知识的生成和组合从而发展出“路径依赖”的能力和开发出知识资产特别有效。

这些看法都遵循Penrose（1959）、Alchian和Demsetz（1972）、Arrow（1962），以及其他早期的论点。例如，Penrose（1959）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逻辑：一个企业可能的发展方向要受到其可获得的管理资源和在先前的活动中获得的能力和知识的限制。Alchian和Demsetz（1972）认为，企业内部众所周知的资源相比于外部得到的陌生资源来说，更能进行有效的结合。“用异质性资源得到的高效生产不是拥有更好资源的结果，而是更准确地知道这些资源之间的相对生产力表现的结果”（1972:793）。最后，Arrow（1992:616）指出，“发明和研究的主要经济事实是其致力于产生信息。从对信息的定义来看，发明必定是一个高风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输出（信息获取）永远无法从输入中得到准确的预测。”

Foss（1996a、b，1999）认为，当前的以知识为基础的观点不足以解释企业的存在——知识基础观（KBV）在没有以合同为基础的机会主义论据（如
 Williamson，1979）的支撑下不能解释企业的范围或存在，并且企业还缺乏“明确的微观基础”（Foss，1999:737）。而且，目前的KBV似乎忽略了在较为传统的交易费用经济学（TCE）中以信息为中心的重要研究。例如，Alston和Gillespie（1989）估计了，在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进行信息传递的成本对于企业边界的影响。他们的观点对于进一步发展KBV可能会有帮助。对于尝试将Alston和Gillespie（1989）的以TCE为基础的信息传递工作与Grant（1996）的企业内部知识协作进行比较和整合，前途也是非常看好的。同样，更加扎根于经济学的战略实证文献——例如Poppo和Zenger（1998）最近所做的关于TCE-KBV的研究——也有助于对战略领导感兴趣的学者进一步研究KBV。

尽管知识基础观目前还存在着许多局限，但其也为战略判断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平台，因为至少对于高层管理者来说，使他们将注意力转向了做出战略决策需要的实质性的知识上面，即这些知识是怎样生成的，以及如何将这些知识保留下来。比如，Eisenhardt和Martin（2000）就将“动态能力”重新定义为“具体的组织和战略过程（如产品创新、战略决策和联盟），通过这些过程，管理者能够改变他们的资源基础”（Eisenhardt和Martin，2000）。他们进一步指出，从这些过程（“动态能力”）中获取长期优势的潜力“在于更迅速、更敏锐地使用动态能力，或比竞争对手以更加出人意料的方式配置拥有优势的资源”。的确，对于洞察时机的敏捷性，以及适合于特殊环境的实质性抉择，都表现出了我们所讨论的良好的战略判断力。运气则另当别论了，尽管Isaiah Berlin（1996）指出具有良好判断力的人可能会比大多数人拥有更多的好运气。

资源基础观的另一个有趣的分支是“资源优势理论”，这是由Hunt（1997，2000）作为一个竞争优势的进化理论提出的。Hunt一直试图将资源基础观的异质企业资源的方法与异质市场需求这个最重要的营销理论（Alderson，1957，1965）进行整合。Wroe Alderson的一般营销理论认为，营销的功能就是利用在自然界中发现的异质原料，通过一系列的分类和转化，将它们变成顾客所需要的不同终端产品。进行分类是为了减少或增加多样性（如通过积累某种原料或通过提供更多种类的成品），并且这种转变影响了商品的物理形态或它在空间或时间上的位置。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的终端产品如果能更好地与消费者不同的需求相匹配，那么其营销渠道及其子公司的效益会更好。这一系列连续的分类和转化的总成本越低，营销渠道及其子公司越高效
[4]

 。

Hunt（2000）的研究对于战略领导学者特别有吸引力，因为他结合了RBV关注的“优势和劣势”，以及Alderson的营销理论所关注的“机会和威胁”，从而涵盖了战略判断的主要方面（Learned等，1965）。并且，Hunt采取了包含时间问题的动态方法，再一次强调了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的发展，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当这些配置支持那些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分类和转化时，它才是有效的。


17.3.4　管理认知研究

我们在许多方面都期待，管理认知研究领域能为高层管理者的战略判断的有效性提供真知灼见。然而，从我们目前谈论的与战略领导有关的文献来看，这个领域也许因为其最广为分散的前因变量而变得最零碎［见Walsh（1995）最近的文献综述］。

与认知策略相关的应用研究的文献在许多领域都能看到，包括医疗决策（Hoffman、Slovic和Rorer，1968）、消费者决策（如Green和Wind，1973）、“门外汉”与专家的因果认识（如Bostrom、Fischhoff和Morgan，1992）及小团体、战略群组，以及行业层面的因果地图（如Bougon、Weick和Binkhorst，1977；Reger和Huff，1993；Spender，1989）。不幸的是，在不同领域的文献中，甚至是同一领域的文献中，往往使用了不同的术语，例如，模式（schemas）、因果地图（cause maps）、知识结构（knowledge structures）、心智模式（mindsets）、配方（recipes）、决策规则（decision rules）、判断政策（judgment policies）、认知（cognitions）、信念（beliefs）、知觉（perceptions）、判断（judgments）、推理（reasoning）、思考（thinking）、思维模式（mental models），等等。这些术语的差异限制了这些学科和管理认知工作之间的信息交流，甚至还限制了管理认知领域本身之间的信息交流。那些专攻管理认知的学者往往也不熟悉其他领域中使用的术语。

管理认知“学派”（Mintzberg、Ahlstrand和Lampel，1998）至少可以分为两个主要的领域。第一个是信息处理和意义构建，主要探讨组织成员——包括高层管理者——是怎样审视、解读和提炼环境中的价值（Meindl、Stubbart和Porac，1996；Thomas、Gioia和Ketchen，1997）。这个研究领域的主题有很多，其中包括影响决策制定的偏见（Busenitz和Barney，1997；Tversky和Kahnemann，1974）、信息处理（Daft和Weick，1984；Milliken，1990）、战略问题诊断（Dutton、Fahey和Narayanan，1983；Dutton和Jackson，1987），以及管理者的意志结构与因果地图（Barr、Stimpert和Huff，1992；Huff，1990）。

管理认知研究的第二个领域与群体、组织和行业行为相关，描述的是作为“认知社区”的群体是怎样去构建对环境的共识（Meindl、Stubbart和Porac，1996；Mintzberg、Ahlstrand和Lampel，1998；Walsh，1995）。这个领域的主题也很广泛，包括组织文化和共享的意义（Hofstede，1980；Martin，1992）、行业对战略制定的影响（Huff，1982；Phillips，1994；Spender，1989），以及组织学习（Thomas、Gioia和Ketchen，1997）等。

总体而言，管理认知观点的多样性为研究高层管理者提供了雄厚的基础。但是，这种多样性也可能是它的一个缺点，因为这使得从认知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支离破碎，并且难以建立一种连贯的方式。这种情况对于一个处于早期阶段的研究领域或许是正常的。Meindl、Stubbart和Porac（1996）明确了在管理认知研究中尚未解决的五个问题，即：1）构念缺乏一致性；2）分析层次存在困难；3）认知结构与认知过程之间没有建立一致关系；4）认知结构和组织结果之间的关系评估；5）与实践者的关联性存在问题。尽管在各个领域都不乏成功的例子，但是就目前的整体情况来看，似乎在理论的建设和研究上缺乏持续的进展。


现有的管理认知研究还存在另外两个问题，特别是当这些研究运用于战略领导时，这两个问题就成为了限制因素。第一个局限性是，很多关于“管理认知”的推论是从那些根本没有涉及管理者的研究中得出的，更不要说涉及企业重要业务的高层管理者了。很多认知研究得到的结果，都是使用的较低层级的雇员甚至是学生来作为研究对象，并且不加鉴别地认为这样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同样适用于高层管理者。这样做最初可能看上去是合理的，毕竟能让高层管理者加入到认知研究中是存在困难的，但是这也暴露了一个重要且未决的普遍适用性问题。CEO通常都是经过了大量且严格的甄选才获得了今天的职位。在被聘用为CEO之前，他们在职业生涯中经历了激烈的竞争，然后才获得逐步的晋升。他们的商业判断力至少可能——如果不是极有可能的话——会更好，并且也比那些低级别的雇员或大学生更少受到偏见的影响。的确，Hitt和Tyler（1991）通过样本的收集研究后发现，CEO们在认知复杂性方面存在较小的差异。他们由此得出了一个结论：为了获得CEO职位，他们可能需要复杂的认知。然而，大部分管理认知的理论构建都采用了Tversky和Kahnemann（1974）的一般决策偏差（如Busenitz和Barney，1997；Das和Teng，1999；Schwenk，1988）。那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包括：1）CEO在做决策时，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主观偏见的影响，影响程度和其他人一样吗？2）CEO是否具有自己独特的偏见？3）针对可能的偏见是否存在，以及程度评估的标准是或者应该是什么？在我们意识到这些问题之前，实践者往往对于这些应该提高警惕的潜在偏见置若罔闻就不足为奇了（Meindl、Stubbart和Porac，1996）。

将管理认知研究运用到战略领导时，存在另外一个局限性，即明显地将焦点放在了识别同类的和普遍的团体层次的认知上。研究的主要的兴趣点是，挖掘管理者在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上的共性，并且将这些共性转化为管理者的规范性方式（Spender，1989）。这种侧重可以从“个人的”认知，以及在群体层次的研究中有所体现。例如Hitt和Tyler（1991）运用了策略俘获技术，来确定高层管理者对于潜在收购成功的可能性做出评估时的因果信念。然后，他们将个体管理者的因果地图进行聚合以得到因果信念的整体模型。类似的聚合可以从其他一些早期的研究中看到（如De Sarbo、MacMillan和Day，1987；Reger和Huff，1993）。

如果我们将战略研究的重点放在战略群体上，这样的聚合就是合适并且有用的。然而，战略领导研究的重点在于，确定管理者的判断（认知）中存在的差异（Calori、Johnson和Sarnin，1994）是怎样影响到企业绩效的。例如，如果所有的CEO都做出相同且有效的判断，并且这种判断是在其事业“成长”的过程中学习到的，那么这样的判断可能具有描述的重要性，但是对于规范性的意义很小——所有的CEO都已经从经验学习中拥有了那种判断力。相反，战略领导研究尤其关注那些CEO的判断存在差异的决策领域。在这些领域中，我们可以研究在特定环境下哪种判断力是最有效的，这样就可以为CEO提供有用的规范性指导。因此，对于判断中出现的差异，以及那些表现超凡的CEO的判断力定性研究就可能对规范性研究有用，但是对于同质性判断的研究却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这就是为什么通过组织设计的成果，将CEO的判断差异和企业的绩效联系起来（Markóczy，1997；Melone，1994；Priem，1994），并且明确个人与组织
 层次思考的关系可能是特别有价值的。管理认知的应用研究，必须强调个体差异以便给战略领导提供最大效用。Stimpert（1999:362）坚持认为，认知研究中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是与“认知工具如何可以让管理者分析，并且改变自己的信念来提高实时战略的努力”相关的。我们对此表示同意，然而，要实现这个目标，路途还非常漫长。也许仅仅对重要企业的CEO的因果信念做出直接的测量，就是一个好的开始（Markóczy，1997）。

17.3.5　战略领导力研究迄今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详细说明了战略研究者所采取的一些替代路径以提供战略结果的描述和改进战略领导力的规范性说明。研究者在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即管理者很少关注这些学术著作（如Bettis，1991；Daft和Lewin，1990；Hambrick，1994；Miner，1997；Mowday，1997；Slocum，1997）。事实上，《管理学会期刊》就“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知识转移”这一特殊问题向社会征稿，因为大量证据表明实践者在设计组织政策和创新的时候，通常是求助于信息资源而不是理论或科学文献（AMJ，1998，41:746）。

然而，管理大师吹捧的毫无事实根据的领导“理论”在这段时间内却得到了蓬勃发展，主要是通过锁定实践者感知到的需求，即他们需要促进企业成功的新方法。Argyris（2000）认为向实践者提供的有效建议需要满足4个要求。它必须是：1）详细阐明结果或目标；2）详细说明能产生预期结果所需要采取的行动顺序；3）使用员工拥有或能学会的概念或技能；4）不受组织环境的约束。他进一步指出，专家们的建议通常是不符合标准的，其往往是不一致且不具操作性的。

然而，据Eccles和Nohria（1992）所言，正确的内容可能对实践者接受专家们的规范性指示并不重要。即使这些规范性指示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操作价值，它们也为高层管理者提供了一种传播未来目标和愿景，以及发展一种他们组织内部公认的文化的手段（Martin，1992）。因此，在流行的商业规范性定义中。使用的华丽辞藻可能对于高级管理者具有价值，即使新“理论”实质上是无效的或者仅仅只是对已有的商业实践进行了重新包装而已。高管们似乎很明白“人们谈论世界的方式会影响到这个世界最终被理解和表现的方式”（Eccles和Nohria，1992:29）。因此，管理理论的频繁变更也许对于实践者是有益处的，其无关于任何特定理论的细节或实质性的效果，而是作为组织行动的可持续的推动力（Abrahamson，1991，1996）。

然而，无论是学者还是管理人员都不能放弃对于管理理论有效内容的探索。因为这样会给高管们一个有限的选择范围，他们仅仅需要简单地决定什么时候以哪种方式最有效地引入新的、有效的理论以促进组织的行动。我们通过一些间接获得的经验，知道管理人员需要做出的许多决策，并且有些决策相比这些要重要得多。这些决策需要有效的判断（“内容”）。有人用无懈可击的逻辑进行反驳，认为这里不可能存在“财富规则”——任何包含有效内容的理论都会像网络病毒一样在管理界蔓延，因此消除了这一理论提供的任何相对优势（如Barney，1986；Mosakowski，1998；Rumelt、Schendel和Teece，1991）。然而，从当前
 实践者对于学术理论的接受水平来看，这不可能是一个短期的问题。此外，通过常规的经验我们也知道，各个企业及其领导者无论是在资源组合还是在创意上，都是异质性的。战略互动的动态性（例如D’Aveni，1995；Eisenhardt和Martin，2000）表明这种异质性将是持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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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学者们喜欢那些精准的理论。凭借培训和自己的个性，我们往往倾向于探寻那些很可能简化为普遍规则的知识（Berlin，1996）。但是，战略判断是纷繁复杂而又凌乱的。或许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混乱性，战略领导研究一直在创造性地避免直接涉及高管及其判断。极有可能的是，我们能够发现新的研究方法来扩展这种回避政策。

然而，没有与高管的判断的直接正面接触，我们是不能真正对战略做出解释。高管们很少使用并且也没有时间等待通用的解决方案。他们必须现在就做出判断，即使面对不完全和不确定的情况。也许，如果我们能将创造性更多地用在探寻最成功的管理者是怎样将信息和情境相结合，以及他们对于其因果世界的看法上面，实践者也许会更多地关注我们的作品。另外，这些实质性的问题对我们这个领域的进步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将在下一节中对这一问题进行阐述。

17.4　研究战略判断

前面的章节已经对我们的信念有了些许暗示，即定量和定性的研究对于我们进一步加深对战略判断的理解是非常必要的。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结合起来，我们或许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定量研究就像教科书一样，我们可以学到通过科学归纳而得出的一般规律；定性研究则像小说一样，能让人对某个特殊的情境身同感受。Lee（1991）对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方法之间的互补性做了描述。他建议，实证主义观点和解释性观点应该纳入一个有三个理解层次的研究模型中——主观意图、阐释性理解和实证性理解。通过这种方法，研究人员能明白研究对象的“日常含义”，并利用其他对象进行实验性的检验。

Thomas、Gioia和Ketchen（1997）建议在开发理论的时候采用一种类似的研究策略，即使用定性方法来创建理论，然后用定量的方法对其进行验证。定性研究需要和研究对象进行密切接触，因此能使在“保持一定距离”的定量研究中被忽视的重要问题浮出水面。例如，Mintzberg（1973）通过对CEO工作习惯的观察和研究，发现了几个在CEO的工作行为中未曾认识到的方面。并且Eisenhardt（1989）对于高科技企业的研究也表明，与当时公认的想法相反，在“高速”环境中成功的企业，是那些战略决策制定更全面的企业。这些以访问为基础的解释性研究不能充分地检验假设，因为他们与研究对象的深入接触往往导致研究样本量较小。但是，就像被Mintzberg（1973）和Eisenhardt（1989）提出的那
 样，这种研究可能产生见解和可检验的假设，然后其可以用来进行更大样本量的定量评估。

Hitt和Barr（1989）提供了定量研究的例子。根据之前在人力资源管理文献中被认定为重要的雇员特质，他们研究了在选择员工时，针对这些特质的详细而具有实质性的管理判断是怎样做出评估的。每个管理者都会面对大量的应聘者，每个应聘者的经验、教育背景和人口特征的组合（拥有或不拥有，或是在某个特定水平）都是不同的。每个管理者的任务是要形成自己的建设性意见，并且对每个应聘者就底薪给出建议。Hitt和Barr（1989）发现，多种特征同时存在大大增加了好感度及推荐的底薪。也就是说，他们发现受赏识和推荐的底薪之间存在交互作用，而不是仅仅只存在单纯的主效应。研究人员得出结论认为，管理者在提供建议的时候表现出了结构性的（在战略上我们称之为“构型”）思维。此外，还通过将每一个管理者的挑选思路（他们的心智模式或“决策规则”）与人员挑选的法律或规范性标准（例如，不能存在种族、年龄、性别歧视）进行对照。这样的定量分析工作的相对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先前选入决策模型的特点的显著性。这些因素通常是由以往的定性研究决定的。

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将转向战略领导的例子，并将重点放在定量研究方法上，因为那才是我们的兴趣所在。但是，我们的讨论只停留在了概念的层面。首先，我们简要地讨论应用研究方法的现状。然后，我们选择性地提出一些可以用现有的方法解答的应用研究问题，并且如果存在实例，我们则对实例进行讨论。最后，我们解决怎样去接近高管的实际问题。

17.4.1　定量研究方法

Gist、Hopper和Daniels（1998）认为行为仿真方法对于管理研究非常有帮助。的确，使用这类方法的管理文献在迅速增多。例如，Priem和Harrison（1994）描述了分析战略判断的分解法和合成法。分解法主要关注在应对一系列的决策情景时（行为模拟），高层管理者做出的选择。高管的选择差异根据研究中感兴趣的因素做出评估，使用的方法是方差分析的误差理论，而那些因素在所有情景中都经过了巧妙的处理。由此产生的模型显示了高管在做出选择时考虑的因素。与回归模型类似，分解法可以显示出高管选择（判断）政策的主效应和交互作用的方向和强度。分解法包括了公理联合分析、非量测联合分析、量测联合分析和政策捕捉等。对于这些方法来说，个人判断策略（规则）是由一系列“支持它”的决策所决定的。

合成法主要关注高管形成判断的过程。在合成法中，管理者面对一个行为情景，并且随着他们做出有关上述情景的决策时，他／她的思维过程受到追踪（通过语言表达、行为或者自我报告）。合成法包括口头语意分析、信息搜寻及因果地图。在这些方法中，个体的判断过程是由“跟踪”决定的。

Mohammed、Klimoski和Rentsch（2000）对测量团队心智模式的另外四种技术——开拓者、多维定标、交互引起的认知映射，以及基于文本的认知映射——做出了评价。Markóczy和Goldberg（1995）提出了一个激发管理者信念的、以联合分
 析为基础的技术。Gist、Hopper和Daniels（1998）提出了仿真设计的步骤和衡量有效仿真技术的标准。此外，还有对医疗诊断、判断和决策、消费者行为，以及研究方法文献的合适技巧相关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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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已有的定量分析技术对于战略判断的应用研究是很有用的。然而，这些都不如那些数据分析技术——比如，调节阶层回归、验证模型或事件历史分析——那样被宏观组织学者广泛了解和接受。

在以下几部分，我们找出了一些范例研究，反过来讨论测量管理认知的定量技术是如何通过帮助分类、过程评价、内容评估，以及一些具体的与领导力相关的内容方面为战略领导著作做出贡献的。


分类
 　McKelvey（1982）认为，有效的分类是组织科学的理论建设的必要第一步。Priem、Love和Shaffer（1999）的研究就是一个基于判断的分类研究的例子。他们认为，由于最近缺乏关于高层管理者是怎样感知环境的不确定性，并对其做出分类的归纳研究，这可能会阻碍战略领导的理论发展。他们指出，最近关于感知到的环境不确定性（PEU）的研究，通常是先将环境分为几种先前已经确定好的类型，然后将其呈现在高管们面前。然而，这些分类是基于20～40年前的高管访谈而推断得出的（如Dill，1958; Miles和Snow，1978），显然已经不能准确地反映现在高管们的惯例和分类了。

因此Priem、Love和Shaffer（1999）使用了对象排序技术（Walsh，1995），来确定在没有研究人员选择的类型分类的“提示”下，国际主管（董事总经理和高级副总裁）是怎样将环境不确定性的来源进行分类的。首先，香港的高管们被要求独自列出他们企业面临的所有不确定性的来源。然后，将这些列表进行缩编以消除重复项，并且为每个高管将这些PEU的来源转移到索引卡上。接下来，每个高管将类似的不确定性来源进行分组。使用了多维标度法对数据矩阵进行分析，以确定高官们在区分这些不确定性来源时使用的基本维度。这些维度再用一个新的高管样本进行检验。接下来，最初的高管作为一个小组来为每个维度命名。最后，用聚类分析来将PEU来源进行分组，因为每个维度不一定包含一种不确定性来源。

结果表明，香港的高管在区分不确定性来源时，使用了以下三个基本维度：人员配置相对于宏观经济的“资源成本”维度；宏观政治相对于竞争环境的“行业竞争”维度；当地的社会环境相对于国际定位的“比较优势”维度。高官们用这些维度将不确定来源分为了六类。这些被命名为：国际比较优势、成本／行业竞争、资源的可获取性、产品需求、商业环境、趋势／失衡及汇率。

这些维度和不确定性的划分与那些早期文献所确定的内容（如Duncan，1972；Katz和Kahn，1978；Miles和Snow，1978）缺少一致性，这表明高管们对于PEU的分类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定性和定量研究。毫无疑问，香港的高管们在进行这项研究时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不久以后，香港就要回归中国。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分类可能是相当全面的（McKelvey，1982）。然而，这种分类对于其他地区的高管是否具有普适性就另当别论了。不过，这项研究也表明了如何直接基于高管判断的“信息处理和意义构建”而使用定量分析来得到更严
 格的基于经验的分类。


过程评估
 　过程评估也能从管理判断的其他研究中获益。这一领域包括：问题诊断（Dutton，1983，1986；Dutton和Jackson，1987；D’Aveni和MacMillan，1990）、特殊情况下信息的全面性（Eisenhardt，1989）及其他一些相关的问题，这些过程强调个体决策者的重要作用（Rajagopalan、Rasheed和Datta，1993）。

1994年，Melone的研究就是一个通过口头语意分析进行过程评估的很好例子。她用模拟实验对CFO和企业发展副总裁在评价潜在收购对象时的推理过程进行了评估。当高管们“讲述”他们的决策过程时，她以录音的形式记录了他们的言语。Melone得出的结论是，共享的企业层面的专业知识和以经验／角色为基础的差异有助于高管们的评估。

Walters、Priem和Shook（2001）采用了计算机来进行模拟研究，其主要想确定业务层面的战略在多大程度上对制造业的CEO审视外部环境和企业内部能力的顺序和频率产生了影响。47个CEO（全部为男性）的办公室被随机设计了一种描述类似制造企业的差异化情景和成本领先情景。所有的情境设计完成以后，允许CEO通过一台笔记本电脑搜寻他们所需要的信息。CEO可以从一个菜单中做出选择，从而可以收到关于处于此情景下的企业外部环境的四个板块或六个内部功能区域的一个“熔核”信息。当一个版块／区域被选定后，CEO就可以基于共同的2×2“个人—非个人和内部—外部”矩阵来选取一种信息来源（例如，报纸、与员工面对面交流、与行业分析师通话等）。对于每一个CEO的版块／区域的选择顺序、版块／区域的选择频率，以及在每一个版块／区域花费的时间长度进行计算机算法追踪。因此，就得到了每一个CEO审视过程的“踪迹”。

研究结果对于功能体验对决策框架的可能影响提供了一些见解，而针对这个问题则存在很多争论（如Beyer等，1997；Chattopadhyay等，1999；Dearborn和Simon，1958；Walsh，1988）。Walters、Priem和Shook（2001）发现，CEO所在企业采用的业务层面的战略（他对于一个特定战略的经验）影响了他的审视模式。然而，更大的影响还是在于CEO本身。也就是说，当企业拥有不同业务层面的战略时，面对这样的情景，CEO会在审视过程中做出重要的意志方面的改变。


评价内容
 　战略领导者对于应用知识的了解的加深，很可能有助于对战略领导过程理解的逐渐加深，反之亦然。管理者的与内容相关的判断对于解释环境的变化和开发战略以实现组织目标方面仍旧很重要（Sternberg等，1995）。此外，通过管理者的判断来对这些目标进行定位和调整，以实现整体的企业愿景，仍然是一个主要关注的问题（Mintzberg、Ahlstrand和Lampel，1998；Vickers，1965）。

Markóczy（1997）进行了一个多步骤的研究，对91位匈牙利的国际管理者的因果信念进行了评估。首先，她采访了30位匈牙利管理者，从而确定了在匈牙利取得成功所需要的49个要素。然后，这91个参与研究的管理者通过分组技术，分别选择认为对自己企业业绩非常重要的10个要素。接下来，每个管理者使用成对比较法，形成一个因果地图，其中每对要素的因果关系的方向也被确定下来了。然后，将所有管理者产生的因果地图进行对比，通过距离算法来识别出“类似思维”的管理者（那些对于“世界怎样运转”的判断相似的管理者）。

Priem和Rosenstein（2000）进行了一项关于“内容评价”的类似研究，其
 研究的内容是，关于感知到的战略—结构—环境之间的“匹配”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这项研究是建立在先前的一项研究基础上的，那项研究（Priem，1994）发现了33个制造企业CEO的战略—结构—环境的“匹配”判断策略与他们企业已经实现了的“匹配”，以及他们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Priem和Rosenstein将这33个CEO的判断策略与MBA毕业生的判断策略、人文学科的研究生（受过高等教育的“非专业人士”）的判断策略，以及业务层面的权变理论的要求进行了对比（如Miller，1987）。

这项研究发现，MBA毕业生的判断策略基本上是严格按照业务层面的权变理论来进行的。实践中的CEO与人文学科研究生的判断策略都不如那些MBA毕业生那样遵守权变理论的规则。因此，Priem和Rosenstein（2000）表明，对于实践中的CEO来说，至少有一个著名组织理论的规范性指示不是“显而易见的”，或是不被他们广为熟知的。

本节中描述的研究仅是阐明了这些探索的类型，这些有关战略判断的探索可以通过定量研究来完成。我们现在发现，有很多具体的领域或许对这一研究非常有益。目前，已经有一些战略学者开始致力于这样一些领域的研究，也有很多学者目前仍停留在以前的这些“沃野”中。例如，Thomas、Gioia和Ketchen（1997）曾建议，将组织学习作为连接管理认知与组织行动之间鸿沟的桥梁。高层管理者对其组织成员提供给他们的信息进行筛选的判断，或是如何最好地将反馈回路纳入他们的组织设计的判断，可能有助于建立这样的桥梁。

社会和道德问题也能从管理判断和他们对于战略决策影响的研究中获益。道德判断是战略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如Andrews，1971；Hosmer，1994）。战略判断的研究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导致违法、不道德或不受欢迎的企业行动的前提条件和可以感知的后果。

组织结构和控制是战略实施中最关键的两个方面（Amburgey和Dacin，1994；Chandler，1962）。管理者所做出的相关判断，诸如组织层级和功能之间的关系，以及组织需要的灵活性／控制信息，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组织结构和最佳绩效之间的关系。

我们认为，最后一个有关管理判断的特别有趣的研究领域是跨国企业的领导。判断相关的认知研究有助于我们对以下几个问题的理解：国家文化和偏见（Hofstede，1980；Kim和Nam，1998）、跨国合资企业的高管面临的角色冲突（Shneker和Zeira，1992）、国际管理者的隐性知识（Athanassiou和Nigh，1999），以及对于国外投资相对重要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对于“进入方式”决策的影响（Tse、Pan和Au，1997）。

这种“细目清单”式地列出有前途的研究领域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相反，我们希望它能够提供重要的战略领导问题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的问题可以有效地通过判断相关的认知研究进行学习。

17.4.2　接近高管

高层管理者是最全面地掌握着他们企业和有关战略信息（Norburn和Birley，
 1988）的人，并且就战略形成的过程而言，他们还是“关键线人”（Kumar、Stern和Anderson，1993）。例如，一些研究试图通过在年报中呈献给股东的信件进行内容分析，以对CEO的判断做出推断（如Barr、Stimpert和Huff，1992）。与以人口统计资料为基础的研究中受到的批评一样（如Pettigrew，1992；Priem、Lyon和Dess，1999），这种方法也存在着潜在的缺点。“一臂之隔”的基于加工的分析对验证其他更直接的方法是有用的。然而单独使用，则此类研究会存在很高的误解风险，特别是考虑到以认知为基础的战略领导研究还处于早期阶段。我们相信，通过与高管直接接触而收集到的一手信息，对于研究高管个体的认知过程是最好的。

然而，当考虑到对高管进行直接研究时，组织研究者面临着许多障碍。其中之一就是如何接近高管获得“通路”。虽然我们经常能够看到高管，但是，要想接近他们却是非常困难的，这是由于：1）他们对时间要求很苛刻（Mintzberg，1973）；2）负责守卫高管时间的组织“看门人”的存在（Thomas，1993）；3）高管不愿意讨论专有的经营策略（D’Aveni，1995）。

为了克服这些障碍，研究者们提供了一些建议。这些包括：通过行业、贸易或专业团队获得接触；通过大学的客座教授和校友获得联系（Thomas，1993）；私人及专业接触（Hirsch，1995）。一些研究人员发现研究课题的特点，特别是当其设计是与高管相关的“热点话题”时，对于获得高管的访问通道特别有用（Heberlein和Baumgartner，1978；Yeager和Kram，1990）。此外，人类学研究者也已就“精英”群体的研究提供了许多真知灼见，并且提供了很多研究应该“怎样做”的信息（Hertz和Imber，1995）。

我们的经验是，如果能结合以下方式，那么应该能成功接近中型制造企业（年销售额在1000万美元到10亿美元之间）的高管。这些方式包括：选取一个有特色的研究主题；一封承诺研究结果能展现出该高管所在的企业与其他类似的企业就这个主题进行比较的介绍信；几天后通过电话安排一个短时间的会面；使用积极的电话跟进策略攻破看门人；给没有回应者再次发信函，并且愿意满足“随时随地进行研究。我们对于CEO进行的多项研究的回复率均在30%～40％之间。有超过50％的CEO实际上是通过电话联系到了他们，使他们同意参与研究”
[7]

 。

在研究人员获得访问权限以后，他们就要面临第二种障碍。如何获得需要的信息呢？高管们通常设计了一套既定的说辞，以一致的方式回答既定的问题（Eccles和Nohria，1992；Useem，1995），或者其回答经常具有政治色彩而没有
 反映事物的“真实情况”（Brunsson，1989）。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所需要的信息或许反映了高管们自己都没有完全意识到的隐性知识（Polyani，1961）。

涉及数据分析的分解方法（Arkes和Hammond，1986；Priem和Harrison，1994）的行为仿真（Gis、Hopper和Daniels，1998）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法。这些技术能将判断政策从一系列的选择中进行“分解”，即使参与者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做出判断时所遵循的规则。

此外，单个受访者的判断政策一致性可以在统计上进行评估，因此，那些随机作答或做出不一致判断的人能够被识别出来。然而，当使用合成法或定性的方法时，直接与高管进行接触、周密的提问和适度的怀疑也许是识别出可能存在的失真信息的最佳途径。

17.5　结论

我们认为——不包括纯粹的好运气——良好的战略判断是高效商业战略家的一个基本素质。然而，我们对战略管理研究的几个领域进行的回顾表明，对于高管战略判断的研究少之又少。我们现在对于高管是怎样做出和做出什么战略判断（他们判断的过程和内容）与这些判断可能会对企业的战略和运营造成什么影响的理解存在巨大缺口。这些缺失也许会妨碍我们对于CEO及其他顶级管理者的理解和我们提供规范性指示的能力。依靠“好运”不是一条实效性的建议。

然而，在现有知识中存在的这些空白也凸显了战略判断研究对于帮助学者构建战略理论和帮助实践者做出战略决策的潜能。如果能够在特定环境下很好地从理论层次上理解战略过程和战略内容，那么就可能获得卓越的、高度可行的规范性指示——战略管理的一个基本目标（Meyer，1991）。另外，我们越是向建立战略判断的研究基础迈进一步，我们越是对于评估其具有创造性的方面做了更充分的准备。

可以应用于各种各样的战略判断领域的研究方法是可得的。只要有耐心和创造力，我们不但可以接近高管进行研究访谈，甚至可能得到他们热情的参与！我们可以通过直接与战略管理者的接触而最有效地扩充我们的战略判断知识。基于代理的研究已经告诉我们，高层管理者对于企业的结果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我们赞同Markóczy（1997）所说的，战略领导力的学者现在必须超越代理的层次而进入以判断为基础的研究。

我们强烈要求战略判断受到更多的研究关注。对于判断的实地研究存在一些不熟悉的问题和研究方法，不可能像拥有既定方法和二手数据的代理研究那样毫不费力或“无污染的”，因此犯一些错误也是在所难免的。用新途径解决新问题的研究设计不会像那些增量研究那么精妙。有些研究者不会像代理研究那样非常轻易地接受判断力的实地研究，然而，回报却是非常可观的：1）Alexander Pope意义上的战略家的“艺术”；2）现代意义上的创造力或战略“天才”的战略家的终极“艺术”知识。这样的回报是值得我们为之付出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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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16世纪到18世纪初的英国，“‘天性（nature）’意味着一个人天生的能力；艺术（art）是经过学习和训练而习得的。‘艺术’因此意味着专业技能。今天，‘艺术家’这个词也暗含着拥有一定天赋，并且主要指代那些精通绘画、雕塑、音乐、文学和表演的人。在莎士比亚的时代，艺术家是一个熟练的工匠”（Harrison，1968:1642）。在我们这个时代，高效的战略领导者可能同时拥有技能和“天赋”。


[2]
 　缪斯是希腊的九个女神之一，她是宙斯的女儿，主管艺术。由此产生了一个形而上学的“缪斯”，她为“诗人、艺术家、思想家”提供了灵感（兰登书屋韦氏大学辞典，1991；除非另有说明，后面的所有定义都来自于这本字典）。


[3]
 　这个定义来自于www.m-w.com的2000年版《韦氏词典》。《韦氏词典》将下面的词列为同义词，但也比较了它们的不同用法。理智（SENSE）、常识（COMMON SENSE）、判断（JUDGMENT）和才智（WISDOM）意味着能做出明智结论的能力。理智意味着拥有可靠的能力以进行正确的、谨慎的，以及明智的判断和决策。如：这个选择表现出了良好的理智。常识表明这种能力的平均水平而不具备特殊的知识。如：常识告诉我这是错误的。判断意味着经过经验、训练和成熟锤炼而成的一种感觉。如：他们依靠他的判断作为指导。才智意味着远远超出平均水平的理智和判断。如：一位拥有罕见才智的领导。


[4]
 　若想进一步了解Alderson的理论，包括一个从产业组织经济学得出的支持性的实证结果的讨论，请参阅Priem（1992）。Priem、Rasheed和Amirani（1997）对Porter的“价值链”概念和Alderson的“交换变化循环”（transvection）进行了比较。


[5]
 　有趣的是，关于“财富无规则”的讨论出现在了很多资源基础观的著作中，并且对于企业间的资源、技能和理念的异质性做出了比较合理的假设。或许不存在永远富裕的“永恒法则”——伟大的创新迟早会被广泛采用（如跳高中采用的“背越式跳高”）。然而，在任何时间点，我们对于优势规则的存在都很确定。


[6]
 　我们发现，Louviere（1988）和Hair、Anderson和Tatham（1987）分别进行的测量联合分析和非量测联合分析是非常令人信服和易于理解的。


[7]
 　灵活性和毅力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星期六的早上，我对一个资产达5亿美元的分类设备制造企业的CEO进行了采访，这个采访安排在他慢跑完之后。我发现，许多CEO一旦对会面进行了安排后，会对时间非常慷慨。在会面时，你必须在规定好的20分钟左右的时间里完成你的“工作”以显示你的认真或有条理。但是，偶尔我会被安排去参观工厂并被介绍给其他人员，有时还需要参与他们的讨论，因而采访时间有可能延长1～2个小时。这些CEO通常对这些研究和研究的过程非常感兴趣。令人沮丧的是，我很惊奇地从一个小型制造企业（企业资产为3000万美元）的CEO那里得知，他每个月要收到3～4份参与某种调研的邀请！他的一般策略就是每个月选择一个他最喜欢的活动去参加，其他的就扔进废纸篓了。







第18章　组织结构：从战略视角进行研究

21世纪的初期，商界为组织提供了很多全新的概念，并希望能找到不同类型的组织结构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更重要的是，这些问题的答案形成了战略管理领域的核心。这个领域的学术研究调查从20世纪的最后25年才开始，因此这个领域还相当年轻，并还处于探寻基础知识的阶段。

战略管理的研究是建立在很多学科基础之上的。其中之一就是组织理论
[1]

 。战略管理和组织理论都在探究为什么一些组织能够蓬勃发展，而另一些却逐渐衰退失败。在组织理论中，一个主要的概念就是组织效能。组织理论的研究者致力于识别权变因素和“规则”，这也就意味着组织效能会受到技术、环境特征和组织结构（“匹配”的概念）之间关系的重要影响。同样，战略管理最早的关键问题也表现出了对于寻找“权变因素”和“规则”（高绩效的企业是否存在一些战略特征，以便自己和低绩效的企业区分开来？）的兴趣，这其中包括组织结构对于利润产出的作用（与“有效性”类似，但是存在一定差异）。这一章，我们考察了与战略管理研究形成有关的组织理论，以及后续的战略管理研究
[2]

 。

18.1　结构的早期概念

Weber提出的官僚机构的概念最早强调了组织结构的重要作用。虽然“官僚”一词在最近几十年表现出了贬义的意味，但是，Weber对于结构的理解使得基于能力和专业主义的职位和特权的结构概念，取代了过去基于与生俱来的权利和社会权力的职位与特权的结构概念。Weber的“理想官僚制”成为了20世纪专业组织的典范。官僚主义的概念是从军队组织所定义的传统角色和关系中借鉴而来的：直线职能制。


根据Weber的原则所形成的组织会表现出独立于现任者固定的职权、明确的权利和沟通的界限（集权和等级制度）、权力与职责相对等、工作与任期相分离（避免反复无常的雇用／解雇）。那些处于“直线”职位的人拥有采取和实施那些直接关系到企业生产决策的权力，而处于职能职位上的员工实质上是顾问形式的。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职能制
[3]

 ，就是从韦伯的理论中应运而生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发达国家大多数商业组织的规模都相对较小，通常主要受其创始人及其追随者的支配，并往往聚焦于一个或两个主要的产品。在20世纪初，科学管理理论主导了对于结构的思考。这就意味着，几乎所有的计划和决策都是由“顶层”做出的，因此下级的行动和应完成的工作都是事先详细确定好了的。结构设计是基于一些简单的规则，比如“将管理幅度控制在六个人”。这种思维方式导致了一种观念的产生，即不管在什么情境下，组织构建一定有“一个最优方式”。

18.1.1　权变理论的出现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化日益加剧，那些规模相对较小并且比较集中的组织模式，开始让位于那些在不同市场拥有不同产品线的大型组织。此外，发达国家的经济也变得越来越复杂，相互之间的依赖性也变得越来越明显。这些因素导致了许多新的组织形式的出现。随着战略的逐步发展和变化，实现该战略的结构也相应发生了变化。

组织理论学者注意到，处于同一行业或同一市场的企业却有着不同的绩效表现。为了解释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研究人员研究了组织的各种特性。

“正统共识”（Atkinson，1971）出现在以功能主义和“规范科学”（Kuhn，1970）为主导的时代。功能主义假定组织是功能有效的系统，在一定程度上组织能通过理性决策而实现具体的目标。“规范科学”则认为研究人员的任务就是围绕组织的特定目标，来收集有关组织功能的客观数据，并且这一过程需要使用正规的研究设计和可量化的数据模型。因此，所有的组织特性往往使用与这些假设相一致的方法来进行定义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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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研究人员开始研究的一个组织特性就是组织结构（总结见表18.1）。Burns和Stalker（1961）提供了一种方法来对结构进行分类。这些研究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结构：组织表现出的集权程度、形式化的政策声明，以及交流关系的固定模式。在这些特性中，表现出高水平的组织被认为是“机械式的”，而那些特征表现不明显的被认为是“有机式的”，这些术语现在仍在使用。结构的这种观点提供了一种研究变异有效性的重要来源的方法。



表18.1　结构规则的总结




	作者
	规则
	含义



	Burns和Stalker
	环境
	根据环境的动荡程度选择机械或有机的形式。



	Woodward
	技术
	组织形式与技术相关：单元、分批或大规模生产。



	Lawrence和Lorsch
	环境
	结构差异与环境的复杂性相关；集成和分化一样重要。



	Thompson
	环境和技术
	组织核心要与技术要求相匹配；跨边界单元需要和环境匹配。



	Chandler
	战略
	增长模式决定结构形式。




Joan Woodward（1965）基于对管理幅度、层级的数量，以及直接与间接劳工的比率这些组织特性的测量，指出：有效的企业是那些结构与它们的技术相“匹配”的企业。对于采用大规模生产（或“程序性”）类型的技术的，最有效的企业是那些采取了Burns和Stalker所谓的“机械式”结构。对于那些客制化（或是“非程序化”）的技术，成功的企业是那些采用“有机式”结构的企业，因为它们需要管理的任务类型是完全不同的。这就导致了组织结构的“技术规则”主张。

Woodward的研究虽然主要针对的是英国的100个企业，但是他的研究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并激发了其他研究人员去研究不同组织情境下的“匹配”问题，这其中还包括了许多喜欢探索“规则”的研究者。Woodward、Burns和Stalker都猜测，那些即将到来的不可避免的技术变革将迫使结构发生变化。他们试图让管理者注意到这种关系，并且强调了结构惯性固有的潜在低效率。

Lawrence和Lorsch（1967）提出了一个环境规则，并指出了两个关键的结构维度：分化与整合。分化（结构和／或功能子单元间的差异）反映了组织对于环境复杂型的反应。整合反映了组织对所有不同子单元进行的协调的程度。最有效的企业是那些依据环境的要求进行分化，并且制定了合理的程序（如层次结构、规则、任务小组、跨部门委员会和团队）来整合不同的职能。

James Thompson（1967）对于结构、技术和环境问题的研究，是一部不朽的佳作。他认为管理者对于世界应该怎样运转有自己的偏好。建立在管理认知基础上的这些偏好，影响了他们对于应该怎样构建组织结构的决策。例如，据Thompson所言，管理者都比较偏爱科学管理的“封闭系统”，因为这种观点认为组织活动的元素是可以控制并且能够预测的。他们试图通过将组织视为一个封闭系统以期获得对于行动的控制感（例如他们用来评估有效性的方式）。然而，管理者实际上是处于一个开放的系统中，这就使组织的活动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可预知性。因此，我们看见的组织的“图景”是在环境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与管理者试图建立一个可预测且可控的内部系统的混合影响下而形成的。

这种混合的结果是组织在“中心”形成了一个技术核心，以使边缘管理者通过从环境中吸收不确定性，使这些不确定性在影响到核心之前进行消解，以保护核心。在Thompson看来，一个有效组织结构的内部复杂性是他的技术和环境的一个函数，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管理者认识自己对于封闭系统偏好，并且努力去抵制这种偏好。建立在Alfred Chandler（1962，下同）的一些研究的基础上，Thompson预见到了大企业对于多元化的兴趣，并且提出了企业的产品／市场战略是如何影响到结构的。Thompson认为组织对于产品／市场领域的选择和
 对于技术的选择决定了组织的关键资源对于其他组织的依赖程度。这种依赖程度又反过来决定了核心企业与这一领域中其他企业之间的权力依赖关系。企业通过结构设计来管理这些关系，以达到发掘自己独特的能力和控制关键依赖关系的目的。因此，企业往往将外部环境中代表了Thompson所说的“未来的适应性”或有效性的关键权变因素纳入企业的内部结构，从而获得增长。举例来说，在某个环境下大众消费营销是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企业就会建立一个强大的营销部门，并且可能将市场调研或咨询企业“笼络”到自己的结构中。类似地，如果在某个环境中，零件的供给是维持生产线有效运行的关键，企业就会进行垂直整合以增加对于零件供给的控制。因此，管理者的压力来自于不确定性对于他们预期的合理结构产生的影响。研究者面临的困难就是，管理者对于一些感知到的环境的应对方式具有不确定性，这就造成了混乱的现实和功能主义与规范科学的有序假设之间的缺口。

18.1.2　结构和战略管理

组织理论与新兴的战略管理领域的交集源于商业史学家Alfred Chandler（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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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研究。在对美国几个大企业进行的研究中，Alfred Chandler提出了一些研究假设鼓励了以后几代人从事战略管理的研究。他提出，组织结构的模式遵循组织成长的模式。他观察到，企业在战后进行业务扩张时，企业的扩张往往会经过几个可预测的阶段：首先是规模，然后是地域，接着是整合（垂直或水平），最后是产品／业务的多元化。

一般来说，企业似乎在尝试实施这些新战略的同时，也在继续采用传统的结构形式（主要是上面提到的职能式的官僚结构）。然而，Chandler注意到随着多元化的增加，新的结构形式出现了。他的结论是，企业的扩张导致了职能组织形式的管理能力负担过重，从而造成了负面的财务结果。管理和财务的压力导致了新结构形式的发展，如创建几个组群（如基于产品或地理位置）的事业部制（下文将要讨论的M型）和SBUs（战略业务单元，主要是相关部门的集合）。他的结论是结构跟随战略，因为组织是不会改变它们的结构的，除非效率低下迫使它们不得不做出改变。用“规范”或权变理论的表达形式来说，Chandler的论题可以解读为“战略决定结构”（如果你想获得成功的话）。

Williamson（1975）假定了组织形式的一个信息规则。他的M型假说认为，直线职能式（他将其称为“U型”）组织不能有效地为大型多元化企业服务。他认为，由于有限理性（Simon，1961）、信息阻塞和个人机会主义等方面的原因，多元化产品在职能部门之间的流动对功能单元的控制和协调提出了很高的要求。M型利用主要围绕产品线、品牌或地理组建的准自主业务部门，来代替难以维持的U型结构。Burton和Obel（1980）也认为对于那些通过多元化完成了增长的企业
 来说，M型是最合适的。

组织规模和复杂性的增加产生了更复杂的结构。结合了U型和M型特点的矩阵结构最初是用来管理大型项目的，这种大型项目需要项目团队的成员来自各种各样的职能领域。矩阵结构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双轴形式，代表了双重的报告关系（见图18.1）。矩阵结构的双轴可以代表不同的业务单位和职能（科技企业中流行的一种结构）或不同的地理区域和职能（跨国企业经常采用的一种结构）。例如，商业飞机制造商可能会对每个飞机模型采用不同的项目团队。每一个团队中的成员来自于不同的职能部门，他们既要向项目主管进行报告，也要向他们所在职能部门的副总裁进行汇报。在另一种情境下，一个欧洲的销售人员可能要向欧洲的部门主管（地理轴）和总部的销售主管（职能轴）进行报告。实际上，矩阵结构在应对区域或产品的差异方面具有灵活性的优势，因为其拥有全球范围内职能专家的规模和专业水平。这种双重报告关系也存在潜在的风险，特别是当两个报告主体的权力、责任和义务的划分不明确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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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1　结构形式

许多大型的复杂组织采用了多种结构形式。例如，一个跨国企业的某国机构在其区域中采用了矩阵结构，同时这个机构也作为全球事业部结构的一部分。类似地，组织也根据自己的特殊需求将一般形式进行改造。因此，在使用M型组
 织结构的企业中，采用集团战略（也就是非相关业务的集合）的企业可能会选择不同的部门—企业报告方式，而不会遵循采用相关战略的企业所采用的M型。Hoskisson、Hill和Kim（1993）将集团的M型称为竞争M型，相关多元化的M型则称为合作M型。战略类型和组织结构形式之间似乎存在着很有意思的对应关系。


战略／结构：实证研究
 　Wrigley（1970）对于Chandler的论点进行了首次验证。Chandler认为多样化的存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建立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之上，Wrigley对1967年的世界500强企业进行了调查。他基于企业的产品—市场范围和多元化的理由提出了一个具有四个分类的系统。这些类别包括：1）单一产品（没有进行多元化）；2）主导产品（主要致力于单一产品，并且这个单一产品的销售额占总额的70%，但是进行了较小程度的多元化）；3）相关产品（企业扩展到与当前业务相关的新领域）；4）非相关产品（与本企业当前业务不相关的多样化）。Wrigley的结果表明，在1967年，多元化已经是被广泛接受的一种战略选择，并且事业部结构似乎也跟随着这种战略选择，因为多元化企业（相关的或非相关的）采用了M型结构。

Rumelt（1974）里程碑式的研究，检验了与Wrigley和Chandler的著作相关的一些问题。Rumelt放弃了“产品”概念转而考虑企业内部分立的业务之间的关系。他细分出四种主要的类别（单一、主导、相关和非相关）并进一步将其归到了九个类别系统中：单一业务；主导垂直；主导制约；主导关联；主导非相关；相关限制；相关关联；被动非相关；非相关集团。Rumelt根据单一离散业务占销售总额的百分比将企业划分到四个主要类别中（单一、主导、相关和非相关），然后基于业务之间的联系将其再划分到子类。企业的关联可能是基于其任何一些相关的优势，比如说，生产技能、营销技能或渠道优势。

Rumelt的结果支持了Chandler和Wrigley关于多元化增加的论断。然而，他的结果并没有明确证据表明战略和事业部制结构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也没有表现关系的方向。Rumelt认为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多元化和事业部制之间有明显的关联，但是这种联系在60年代就没那么明显了，虽然这两种趋势都有增无减（1974:77）。因此，我们很难对于战略权变因素或规则做出任何论断。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战略和结构，以及绩效之间的关系可能要受到竞争强度的调节作用，但是却没有充分的证据来支撑这种观点。Williamson（1970，1975）对许多传统经济学家的观点提出了挑战，那些经济学家认为，有效的经济交易可以通过价格和市场（竞争中“看不见的手”）这个主要的机制得以发生。但是，Williamson认为在面对不确定性、信息分布的差异性，以及机会主义这些情况时，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内部的层次结构就比外部市场更能高效的运作。随着企业多元化的程度越来越高、规模越来越大，并且复杂程度也越来越高，经营权和所有权也会变得越来越分离，职能组织（U型）和资本市场也越来越无效。Williamson的观点是，在不同市场上运作的大型企业，事业部制结构（M型）能比职能组织或只能通过市场调节的独立运营的业务单元更有效地进行资源配置。

Chandler的观点是战略将导致M型结构。Williamson的观点是复杂性导致
 了M型结构。Chandler认为管理是战略的首席构架师，战略确定之后再进行结构设计。Williamson将环境描述为战略机会的一种来源，然后复杂性的增加导致了M型结构。这两种理论都是建立在组织理论学者的研究之上的，并且两者都对20世纪最后几十年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

为了检验Chandler和Williamson的观点，Hoskisson（1987）发现对于那些追求非相关多元化战略的企业来说，采用M型的组织结构提高了其以会计为基础的绩效。相比之下，对于那些采用垂直整合战略的企业来说，M型组织降低了其回报率，而对于那些追求相关多元化的企业来说绩效则没有什么变化。Hoskisson、Harrison和Dubofsky（1991）利用资本市场进行测量，发现M型结构的使用增加了绩效。就像以会计为基础的研究一样，资本市场的研究发现多元化的战略影响了M型组织的回报，因为投资者认为M型相对于相关战略来说，对无关战略更有利。这些研究支持了Hoskisson（1987）的观点，他认为非相关多元化的战略比相关或垂直多元化战略来说，对于信息和报告要求要低一些。由于相关多元化对于复杂信息的要求，相关联的分散经营者可能会使用SUBs（战略业务单元）将整个企业连接起来，而相关限制企业可能会采用一种合作的M型。

Keats和Hitt（1988）提出了一个与Chandler的战略决定结构的观点相反的看法。他们指出，因果流可能是反方向的。结构的选择会影响组织的决策模式，而这有利于结构交替的延续。而结构一旦决定了，则会表现出惯性。

Keats和Hitt的相反观点反映了战略和结构不断变化的性质。Chandler的最初研究关注的是20世纪初期的新组织形式的早期采用者。Keats和Hitt研究的则是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后的形式。很多企业可能采取了错误的形式来面对其战略，甚至很多战略本身就是错误的。虽然另一些企业在最开始的时候选择了正确的形式，但是后来的条件可能发生了改变。在这两个例子中，无论是错误的选择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导致的退化，企业改变结构选择的意愿或能力都受到了惯性的阻碍。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影响了结构的选择、结构的持久性及结构的变化？


是否存在必要的规则？
 　Khandwalla（1973）和Child（1974，1975）认为对于企业的绩效来说，组织结构、流程和系统中的“一致性”可能比与环境的“匹配”更重要。Miles和Snow（1978）的研究干脆就将一致性概念归于了战略管理领域。这些研究者根据企业接近市场的途径的不同，将其进行了分类：防御者、探索者、分析者和反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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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大多数人（特别是经济学家）的想法相反的是，每一个行业中都存在这四种类型的成功企业（尽管数量不是相等的）。如果战略获取成功与否不是由行业决定的，那是什么决定的呢？根据Miles和Snow分析，是组织的结构和流程与所选战略的一致性决定的。

因此，绩效好的探索者的组织结构是灵活有机型的，而有效的防御者则表现出更加机械的结构。分析者需要混合的结构模式，反应者（没有明确相互连贯的
 战略）则没有明确的结构模式。Miles和Snow认为，绩效的关键在于战略和结构中的各元素之间很好的内部“匹配”。

至少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组织的选择和这些选择变化的模式。制度理论（Selznick，1957）表明，除了角色定义的功能，正式组织还具有象征性。结构作为捍卫社会合法性的一种手段。结构通过明确地反映出组织的核心价值观，并且显示出这些核心价值观与更大的社会价值之间的一致性来达到这种目的。

如果社会看重理性、有效的组织形式、冒险行为、扩张或“不离本行”的路径，那么它将给予那些能反映出这些价值结构的组织一定的回报，而不管它们是否反映了组织内部的实际行为。Meyer和Rowan（1977）认为，这些外部的社会力量至少和内部的生产流程同等重要。那些观察到的结构的社会合法性价值（即使是功能失调的）经常取代了观察到的绩效结果。也就是说，资源可能流向那些与制度环境相一致（或至少看上去如此）的组织，即使它们效率低下（与下面描述的自然选择模型相反）或者是与它们的技术要求不“匹配”（与权变理论模型相反）。国家部门和非营利组织通常对这个“规则”具有很高的敏锐度。


另外一种视角
 　Aldrich（1979）、Hannan和Freeman（1977）提出了与Chandler及其哈佛同事，以及Miles和Snow的管理主义理论截然不同的一个观点。对于这些社会学家来说，组织效率、绩效和生存都在环境的“自然选择”过程发生了作用。组织通过向环境展示自己是怎样通过一系列的变异、选择、竞争和存留来受到“评判”。在这些学者看来，不用太考虑内部结构性变异（计划的或无计划的，或者基于像权力／支配这类的内部社会力量）是怎样产生的。当成功的结构变异成了已知的，管理人员就可以尝试去复制它们；更多的时候，这些变异是不可知的。消费者和竞争对手的行为都是不可预测的。选择一个“正确的变异”的可能性很低。即使知道结构发生了成功的变化，但是引起这些变异成功的原因是很难确定的，因此复制成功企业模式的尝试基本上是试验性的。

从自然选择的视角来看，组织存在时间的长短对于绩效有重要的影响。年轻的组织有较高的失败率。新进入缺陷（Stinchcomb，1965）意味着较年轻的企业是脆弱的，甚至是不可信的，因为它们缺乏显而易见的可靠性（Hannan和Freeman，1984）。Hannan和Freeman认为，企业的规模也会产生影响，即小型的缺陷，大型往往是合法的组织。因此，选择的过程更偏爱那些规模更大、历史更悠久的组织。这种选择反过来又导致了结构形式的惯性趋势。这种惯性不仅抑制了对现存结构进行重构的战略试验，还由此约束了内部的社会关系（Cascio、Young和Morris，1997）。

有人主张对这些不利因素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析（Barron、West和Hannan，1994；Baum，1989；Bruderl和Schussler，1990；Fichman和Leventhal，1991）。这些作者提出了青春期的缺陷和老龄化的缺陷。前者主要针对的是那些准备开始储存资源的组织。资源的储存量越大，组织由此得到缓冲的蜜月期就越长，即使初期的绩效不那么乐观（如com公司在早年获得较高的IPO估值）。在它们最初发展的那段时间，这些企业可能会发现自己并没有开发和建立那些能维持它们继续生存的关系和资源。这些理论很及时地解释了互联网企业高IPO的泡沫破灭后导致的急速衰落和“死亡”，并且年轻的创始人也发现了其商业模式
 存在的弱点。

老龄化缺陷意味着组织往往反映出了它们成立时面对的各种状况（上文提到的惯性力）。随着环境的变化，“匹配”被逐渐侵蚀，因此组织能否继续生存下去，则取决于组织能在多大程度上克服信息处理的局限，以及克服能反映当下情况的新组织不断涌进而带来的挑战。

所成立的企业结构也限定了管理者可选择的变革方案的信息范围。为了应对变化，组织通常会将自己的搜寻选项限定在与目前位置稍有不同的舒适区内（Zajac和Shortell，1989）。Pcnrose（1959）指出，那些寻租管理者想要为那些表现欠佳的职能部门找到最佳的有效形式，并且这些职能部门的经理会根据这个职能部门的机会来确定一个可接受的选择范围。这些选项将被限制在现有职能领域的延伸部分。

最近的一项关于组织形式的改变是为了应对环境的变化的研究而采用了Miles和Snow的类型学，并且研究了处于不稳定环境条件下的组织（Forte等，2000）。研究发现，组织通常都意识到了它们对于环境的变化缺少适应性，所以它们也在寻求改变。防御者似乎在形式的改变上遇到的困难最大，而一些反应者似乎做得不错。事实上，一些防御者已经转入了反应者的类别中。

造成这个发现的一个可能原因是成功的防御者组织配置所采取的方式。在一个配置良好的防御者组织中，其结构和战略都是面向对已存在的产品／服务和市场进行改进和研发的。因此，“舒适区”就被限制在了增量改变中，而没有太多动力去对潜在的具有破坏性的环境事件进行审视。分析者至少拥有探索的经验，而反应者明确致力于一个给定的形式，因此他们能够随着环境的变化快速地改变结构，也许还可能发现一个成功的形式。有点讽刺的是，这意味着如果环境变得不稳定，某一个特定的环境非常适应的组织与那些不太适应的竞争者比起来可能会处于劣势。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成功的缺陷。

Christensen（1997）使用了“创新者的窘境”这一术语阐释了成功的缺陷。一个企业通过用心地倾听客户的需求而获得了成功。这些声音往往要求对目前产品和服务进行更好地改进和扩展。就是因为这种聚焦，新兴的（通常是低端的）竞争性替代品（“颠覆性技术”）未能引起企业决策制定者的注意。这种失败，部分是由于组织结构设置的原因，因为管理者的薪酬是基于他们决策产生的边际收益，而在竞争对手出现的早期，边际收益在既定的成功产品中总是较高的。但是，如果新的竞争者取得了成功，在位者的回报率就要开始下降，一段时间后，新的竞争者的地位将变得根深蒂固，以至于曾经显赫一时的在位者无法立足。就这样，康柏和戴尔成功地取代了行业领袖数字设备企业。

18.2　战略—结构：一个动态的观点

早期的作者在战略—结构的问题上立场往往是非常坚定的。早期的理论家认为，技术、环境条件或战略导致了特殊的结构配置。而后来的理论家（Miller，1986）认为，理解战略、结构及其他系统之间的一致性比确定战略中的特殊元素
 与结构本身之间特定的因果关系更为重要。

构造模型的一个流行版本是麦肯锡的7-S模型（Waterman，1982）。这个模型意味着管理者需要平衡战略、结构、员工、风格、技能、系统和次级的目标。这些观点得到了Hoskisson和Hitt（1988）实证研究的支持，他们发现那些采取了非相关战略的企业使用的是分散化的结构（M型），并且强调采用财务控制系统。相反，采用了相关战略的企业使用的是集中式结构，并且依赖战略控制系统。

从战略与结构的因果关系的争论到其共变和构型的争论，间接地表明了战略与结构之间的复杂性和动态性。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待这种动态关系。第一，战略和结构对彼此的影响是相互的，但却不是同等的。第二，导致战略或结构变化的力量通常会使组织从平衡态转移到不平衡态。就其本质而言，变化导致的不平衡是松散地联系在一起的，并且也是混乱的。第三，环境和组织之间的关系可能也是相互的。最后，对于不同行业和不同时间而言，环境动荡程度和影响程度也有所不同。

为了解释战略—结构之间的相互性，Mintzberg（1990）运用脚步来进行类比。迈出第一步时，左脚在前，而右脚在后，下一步，就变成了右脚在前，左脚在后了。这个类比非常有力地为我们描绘了战略引导结构，进而结构又影响到战略的画面。例如，致力于采取一个主导垂直战略的管理者，会采用集中结构将组织成员和组织面临的环境连接起来。这一套结构连接将会限制管理者的视野，使他们不太可能采取另一种战略。一旦组织采取了一个特定的战略—结构配置，惯性的力量就会对那个配置予以约束，直到该组织遭遇绩效的显著下滑。

Amburgey和Dacin（1994）支持战略和结构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的观点，但他们强调，这种相互影响的强度不是均等的。战略的变化导致结构的快速改变，然而结构的变化对战略的影响是缓慢的。此外，他们指出战略对于结构的影响更重要，反之则不成立。战略的这种不相称的影响力，也许是企业的控制权市场和各个结构的实质性因果影响产生差异的直接结果
[7]

 。

以效率为导向的力量引发了战略的变化。这些力量需要对业绩的下滑做出可见并且分立的回应。相反，“结构与战略之间的联系是建立在管理认知和技能发展基础之上的”（Amburgey和Dacin，1994:1432）。如果企业因为现任管理者的主导逻辑（Prahalad和Bettis，1986）而导致变化迟缓，那么企业的控制权市场就会要求对管理层进行改变，从而引起了战略的改变及最终的结构变革。换言之，企业的战略通常比内部结构更容易受到更多不同的直接力量的影响。

Amburgey和Dacin基于Mintzberg的比喻，提出：一只脚前行，带动另一只脚——“但是它们不是以相等的步幅前进的”。那么，随即就出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当战略和结构被迫“脱离步调”时将会发生什么？继Mintzberg的比喻，我们认为当企业被迫“脱离步调”时，它就进入了一时的不平衡状态。Tushman和Romanelli（1985）将这个过程称之为“间断平衡”。当企业受到某种形式的环
 境压力而导致该组织的传统行为模式不再起作用的情况下，这种间断平衡就会发生。该组织传统平衡被打断，组织进入了探寻与环境之间建立新的匹配关系的时期。

企业进入间断平衡时期时，它们也开始寻找新的战略、结构和系统配置。在间断平衡期间，战略和结构特定的匹配也只是暂时的。因为导致间断平衡出现的原因主要在于环境，环境的动荡程度则决定了特定的战略—结构配对的相对持续时间。

因此，正如战略和结构往往同时改变一样，环境和组织也同样倾向于同时变化。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意味着组织中的关系是嵌套在经济和社会背景中的，并且随着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考虑到组织结构对于环境的敏感性，组织能够维持长久生命力的一个可能的选择，就是尽量对环境进行控制。如前文所述，Pfeffer和Salancik（1978），以及Thompson（1967）认为，企业将会采取行动去控制关键的环境资源。

然而，行动却不能保证总是会获得成功。D’Aveni（1994）认为一些环境的变化非常迅速，进而成为了超强竞争环境。D’Aveni关于超竞争理论的论文就对结构有直接的启示。Hit、Keats和DeMarie（1998）描述了一种能允许组织徜徉于超竞争环境中的灵活的组织结构。这种组织将会是水平的，围绕着流程进行安排，并且愿意将组织的资产从一项工作转移到另一项工作。组织的灵活性需要一种学习型文化，这样个人就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来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使之与新环境的要求相适应。那么，弹性组织拥有一个分散化的结构，可以同时追求不同的选择，并且可以迅速地形成和改良它们之间的关系。

D’Aveni的论文让我们重新审视早期关于组织结构的理论，即那些理论所断言的环境需要特定种类的组织形式与之匹配。超竞争需要有机的组织形式。如果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变得不稳定或变得竞争激烈，组织必须要么改变它的结构形式，要么消失。然而，这种说法和早期的环境规则概念之间也存在着重要的差异，因D’Aveni的理论暗示着结构和规则的变化是频繁的。

在Weber和D’Aveni对于组织形式和结构的研究基础上，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存在“最佳”的组织方式。内部技术创新或外部环境的变化与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在稳定的时期，组织可能能够对于它们的环境施加很大的影响。但是超竞争的出现降低了这种影响力，并促使企业对新形式进行探索。环境与组织之间的这种动态相互作用产生的一种可能的结果是，幸存下来的企业将会建立一种新的平衡，并且能够重新对环境施加些许控制。第二种可能的结果就是，环境将继续变化，然而却无法达到一个具体的平衡点。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学习的概念就表明，组织为了满足不断变化的环境要求以使自己更有可能存活下去，它需要变得更加灵活、敏捷，并且能频繁地进行实质性的变革（Fiol和Lyles，1985）。另一方面，那些不能意识到变化或不能创造出足够的组织灵活性的组织将会被淘汰。

Weick（1979）一直认为，环境不仅仅是一套“就在那里”（“out there”）的客观变量，而是社会建构或设定的一部分。设定是用来捕获组织及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一个术语。Miles和Cameron（1982）指出，假如一个特定的环境发生
 了变化，一些组织将会选择一种地域防御策略，而另一些组织将会采取地域进攻策略。不管哪种选择，都会给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潜在影响，这反过来又成了环境对其他组织影响力的一部分。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当前环境、组织的战略、组织的结构和不断发展的新环境之间的动态交互。

18.2.1　战略和结构——阈值和管理层的回应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直接考虑管理者在创建、维护和改变组织结构中的具体作用。尽管一些组织学者（例如人口生态学家）认为管理者的作用可能只有象征意义，但是组织理论和战略管理都普遍声称，管理者在建立和改变组织形式的时候都是有目的的（尽管并不都能获得成功）。在环境允许的选择范围内，管理者的作用和决策对于组织战略和组织结构的形态具有实质性的影响。那么，什么导致了管理者去改变结构呢？

如上所述，Chandler（1962）认为，当遇到与组织绩效相关的显著信息时，才会引起管理者的注意。（如果它会影响到组织的主导逻辑，那么这种信息就是显著的。）两种形式的信息似乎能实现这种影响——该企业的绩效或环境中的参照行动者的行为。

绩效方面意想不到的变化促使组织去寻找解释。持续的消极表现增加了管理者需要做出一些改变的压力，不论是战略还是结构的某些方面。那些不能致力于做出可靠变革努力的管理者可能会遭遇业绩的下滑，甚至可能丢掉自己的饭碗。

精明的管理者明白自己的作用不仅仅是对外界的变化做出应对，他们还必须要预见到变化。事实上，他们通常也需要这样做。因此，他们常常在预期了环境的变化后，采取行动以改变战略（和结构），特别是如果这种变化可能会导致业绩下滑时。当环境中的其他行动者正在改变自己的战略时，管理层的预测准确性可能是最高的。

DiMaggio和Powell（1983）表明，当管理者面临不确定的条件时，其会寻求外部的参照对象以实行变革。他们尤其可能去模仿那些他们认为更成功的组织（他们可能意识到了，或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这样做）。Galaskiewicz和Wasserman（1989）对DiMaggio和Powell的观点进行了补充。他们指出，管理者依靠他们非正式的人际关系和组织间的联系而发起对于结构的变革。那么，鉴于这种模仿的压力，企业间的管理者经常以相似的方式行动，不管他们有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这样做。

因此，管理者对战略和结构做出改变是直接和间接的绩效反馈结果（包括预期事件的潜在结果）。那么，如此一来，环境影响了战略，进而影响到结构，最后影响了环境中的其他行动者。在这些动态且复杂关系的背景下，我们可以观察到某些特殊的战略和组织形式的增加和减少的情况。我们将通过描述三种战略——重组战略、调整战略和收购战略——来阐述它们之间的一些关系。

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大量的企业表现出了类似的多元化集团（或“非相关业务”）模式，当然其结构的必然形式就是M型。整个20世纪90年代，大量的企业采取了重组战略，也被称为“坚持本行”、流程再造、精
 简、规模优化，等等。《商业周刊》偶尔会发表一些封面报道，来说明现在管理时尚、流行用语和战略与结构的形式，以评判哪些“过时”了，哪些又正在“流行”。

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几种力量共同作用，导致了多元化战略价值的降低，并且也为重组带来了压力。全球市场的开放，增加了横向扩展的机会。美国市场向全球专业竞争者开放，改变了很多行业的竞争动态。能源和融资成本的增加也导致了大多数企业利润率的下降。

20世纪80年代，除了全球变化影响了战略以外，政治环境和金融界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例如，反托拉斯法的解释发生了变化，这就对相关多元化的并购增加了吸引力。一个非常活跃的企业控制权市场，给那些在20世纪60、70年代过度多元化的企业管理者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为那个时代的管理者面对着同构的制度压力。因此，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就引发了美国企业的重组热潮。这些进行重组的企业通常都创造了新的子公司。因此，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 & T）的重组创造了朗讯科技公司；惠普的重组创造了安捷伦公司。

Markides（1992，1995）表明，进行重组的企业用“CM”型（Centralized Market，集中市场）代替了“M”型（Market，市场）。Markides发现，在重组前这些企业都已经过度多元化了。同样，Hoskisson和Johnson（1992）发现，重组程度最高的企业是那些由于多元化的方式前后不一致而导致了战略和结构不匹配的组织。那么，刚刚进行过重组的企业则能实现结构和战略之间的更好匹配。

在这些有关重组的研究中，有两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我们注意。第一，不恰当的战略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不恰当战略的持续性与Amburgey和Dacin（1994）的研究结果表现出了一致性。他们预测，最初创建的战略存在的时间越长，组织对于绩效不佳做出的反应越慢。第二，一些组织对战略定位做出的改变增加了其他组织进行变革的压力。因此，直到环境的力量积累到足够的强度以至于结构性力量变得不那么可靠之前，组织内部的结构性力量导致了企业活动的单向性。

对于扭转战略的研究为这一过程提供了进一步的说明。Hofer（1980）首先提出，管理者在面对绩效下滑时往往对改变战略犹豫不决，并且会尽力维持现有的结构和战略。Ford（1985）后来认为，管理者对于绩效下滑反应迟缓是因为归因理论中的系统偏差。管理者不会轻易地得出战略错误的结论，因为这个结论意味着承认他以前的管理决策是错误的。只有强大的力量——严格的治理或急剧的下降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来对抗利己归因——会触发该企业的战略变革。Hofer宣称，在通常情况下，战略的重大转变需要一个新的管理层来进行操作。Barker和Duhaime提供的最新证据表明，战略的转变确实比Hofer论文中提到的要更加频繁，并且他们的证据也表明，对于战略（和结构）的改变犹豫不决也是一个惯常的反应。

最后，并购战略也为这个过程提供了说明。对于被收购的企业，收购往往意味着要进行较大规模的结构性变革。被收购的企业将会拥有一种新的报告关系。结构变化的深度与战略的类型相关。如果“相关”的收购越多，为了获取组织价
 值，则需要进行的结构性变革就越多。被收购企业的管理者则面临着典型的代理冲突。对于企业和所有者来说，这种收购可能是有价值的，但是实现这种价值也许就意味着管理者要失去她／他的工作。因此，目标企业的管理者通常致力于采取一些抵制政策来影响战略和结构问题，以拖延收购的进程并增加收购企业的收购成本（Harrison、O’Neill和Hoskisson，2000）。

对这三种战略的简要回顾表明了，管理者在环境、战略和结构这三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各个学派的思想中，管理者往往被描述为对于强大环境的盲目应对者、对于中性环境的有策略的理性应对者和对于自己环境的熊皮特式的创造者。每一个“学派”对于各种类型的环境和组织都掌握着些许真理。然而，对于实践和研究而言，最重要的是要对环境、战略和结构属性之间的复杂关系的“真相”进行持续动态的探索。

18.2.2　关于结构和战略的新观点

在21世纪之交，我们发现战略就是结构。例如，出现了一种新的组织结构：智能型组织。这是一种在知识密集型行业常有的组织设计形式，智能型组织“是一个从统治和服从的上下命令链关系转向网络各节点的、自愿合作和基于市场规则进行交换的水平关系”（Pinchot和Pinchot，1994）。智能型组织拥有一个扁平化的结构，是一种面向任务交付基于知识的价值资源的独特形式。Thompson的组织模型反映了传统的以生产为核心的组织形式，这种形式通过结构层级的设计来吸收环境中的不确定性以获得缓冲。智能型组织可以在知识的创造、存储、检索、销售方面与环境直接进行互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战略和结构是紧密的交织在一起并互相嵌套着的。它们是相互影响的，而不是单一的因果关系（在任一方向）。该组织的智能就在于其组织和结构。

Quinn、Anderson和Finkelstein（1996）描绘了四种形式，通过这四种形式，组织就可以致力于“杠杆智能”。这种极其扁平化的组织可以利用其中心的知识。也就是说，它创建了一个中心知识库来为日益扩充的一组节点服务。每个节点都拥有了小规模的人力资源和大型集中支持活动的各种特点。中央基地通过标准化、通用性规范、平等的沟通和频繁的共享信息／数据来进行控制，而这又因为电子技术的发展而得到加强。这些极其扁平化的组织包括了一些券商，如嘉信理财、一些航空企业如西南航空，还有一些零售企业，比如沃尔玛。

这种反向组织通过相对独立的节点与环境之间的接触来利用知识。这些通常都是典型的专业组织（如医疗、法律）。层级结构提供了支持和服务系统以增强专业人员的效能，并且对他们的行为进行很少控制。这些层级结构有两个主要的服务职能：记录留存和知识获取。在这些增强沟通的内联网和数字技术出现之前，这些服务享受规模经济的能力有限，因此这种反向组织往往都是小规模的。通过技术就可以实现规模效应，反向组织可能会变得更大。

借助这种增长，就有能力将每个节点个性化的接触点（如极其扁平化组织）和支持服务中心的大规模投资（区别在于其来自于中心的控制问题）联结起来。全国视觉中心（The Nationwide Vision Centers）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它们
 最开始在亚利桑那州进行小规模的经营，然后在凤凰城地区开设了办事处，后来又陆续在本州的其他地区设立了分公司。每个办事处都配备有现场验光师和可供选择的眼镜架，并且以低廉的组合价格（检查加上眼镜）来做宣传。它们通过给回头客提供激励来进行关系建立。在这里，顾客能够被识别出来，并且能被叫出名字，而且每次都是由相同的验光师来给他们提供服务。企业将信息服务和所做的记录进行了集中整理，为节点的报告提供了标准形式的电子表格，并且为局部区域的节点提供了个性化和标准化的广告组合。

星状组织通过自己的中心和节点来利用知识。中心和节点之间的信息和角色互换也往往导致了组织形式的变革。星状组织将会分拆某些节点而使其成为新的星状结构的中心，而新的形状组织又反过来拆分出它自己的一些节点。在战略—结构关系较为传统的讨论范围内，星状结构在某些方面和相关多元化企业经典的M型结构类似，不同之处在于它的相关性是围绕知识能力建立的一种具体的形式，而不是传统理解的相关“业务”。也就是说，战略就是结构。

最后，蜘蛛网组织通过跨节点之间的组合、解构和重新组合来利用知识。节点通常是独立运作，并通过各节点之间的组合以对特殊的问题提供专门解决方案。中心的作用是协调各节点的需求，并根据各节点的需求和能力以对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匹配。蜘蛛网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一个研究型组织——安进公司。在安进公司，研究团队根据他们的研究兴趣、中心对领头科学家的支持程度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来进行结合、解散和重组。

以上这四种形式的智能型组织有两个共同的特点：重视对人力资源的培养和发展；重视对这些知识编码和交换系统进行维护，以增强人力资源。后者依赖于电子技术，这种依赖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将我们带回了Woodward的研究——她对100个英国企业所做的调研。在某种程度上，大量新兴通信技术促进了新型组织结构和形式的出现。然而，一个重要的差异是，它们似乎并没有形成一种规则，并且似乎任何一个单一力量也没有能力对这些新的形式建立规则。

18.3　新边界——有关结构的思考趋势是什么？

组织结构思考的发展密切反映了现代经济的演进。大规模生产时代催生了以专业化、标准化和控制水平为特点的组织。20世纪的最后几年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信息时代。这个时代的规则特点——尽管尚未完全形成——包括速度、首创性和变化。对于这些新出现的规范，要求采用不同于大规模生产模式所青睐的一套组织惯例，尽管一种模式不会完全取代另一种模式。一些组织通过采用能反映大规模生产时代特点（例如，生产线、控制表、标准的报告程序）的形式而获得了成功，而另一些组织通过运用与符合信息时代要求的形式（例如，格子间、游戏环境、自然形成的团队和所有内容的“虚拟化”）也获得了成功。时下的速记，有些是“实体（bricks）”（实体零售店），有些是“鼠标的点击（clicks）”（电子商务）。不过，大多数都是虚实结合的。

21世纪最好的组织将结合大规模生产和信息组织的设计原则。亚马逊公司
 是信息驱动组织的发起者和模范，它也需要建立和管理生产时代所需要的仓库。通用汽车也许是生产驱动型组织的典范，其也需要更快更有效地对那些信息密集型任务进行管理。

幸运的是，目前一些领先组织和组织思想家正在重点解决将这两种模式结合存在的一些固有难题。有三个原则为这些努力指引了方向。这三个原则是：对“边界”这个术语的重新定义、对合作关系的关注和战略的“民主化”，以及由此引申来的结构。我们将依次对此进行讨论。

通用电气最早使用了“无边界”组织这个术语，其表明组织边界的原则应该更像短墙（short wall）而不是森严的壁垒，并且个人在跨越边界的时候，应该与待在组织内部一样感到舒适。英特尔使用“可渗透边界”来说明同样的原理。内部的跨界活动能够并且鼓励发展Prahalad和Hamel（1990）所提出的核心竞争力。

外部的跨界活动也引起了关注。组织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频繁地制定合作安排。所有权和垂直整合曾经似乎是管理环境中重要的突发事件的主要形式，现在合作和合资关系似乎越来越占据了主要地位。“新的”经济模式也似乎因“虚拟”团队、部门和供应链衔接等的发展而得到了兴盛。因此，像联盟和网络这些合作安排如今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服务，从而使企业能够聚焦于自己真正的独特能力。联盟允许组织将一些像通信、电子数据处理、采购和人事这些服务工作外包。应用服务提供商（ASP）和内联网，在昂贵的企业层级和混乱无组织的市场中间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中间地带。转向这些联盟和网络的原因，包括全球质量标准的提高、交流的便利度增强，以及信息构架开放系统的协调能力的日益提高。

考虑到内部和外部跨界活动的上升趋势，中层管理人员将会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战略形成的工作中。前几代的组织结构建立在一个强有力的假设之上，即战略是行政办公室范围内的专属职权（处于严格的等级制度的顶层）。这个假设甚至还引导了信息的分布，从而导致了高管对那些离高管办公室很远或隔了几个层级的员工有指导作用的信息具有唯一的访问权。比如，那些能及时解决凡士通／福特探索轮胎问题的人，可能既没有资料也没有权力进行问题的化解行动。

最后的一点是一个重要的总结，并推动了实践的进程。大规模生产平台对于新兴商业模式来说，是一个薄弱的基础。幸运的是，理论和实践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早期线索，使我们可以解决在企业日益全球化、无边界趋势日益增强的新兴世界中，大规模生产时代和信息时代之间存在的矛盾的结构要求这一难题。出现的这些线索要求对韦伯式的官僚主义组织结构的一些制约进行放宽，并且要在角色类型的定义中加入更多的多样化和流动性。组织有三种方式可以实现角色类型的多样化。

第一，组织成员往往肩负多职。McDonough和Leifer（1983）早期提供的证据表明企业通常有不止一种结构布局。在不同的时间，面临不同的情况时，组织的某些部分会暂时从一种形式转换到另一种形式。这种转换能帮助组织更快地解决问题。举例来说，全面质量管理最成功的尝试包括职能的转换，由此，生产线上的工人能够承担管理者的职能。Victor、Boyton和Stephens-Jahng（2000）描
 述了在大规模组织中职能转换所遇到的困难，以及由此带来的好处。

第二，组织往往拥有各种各样的职能类型。就像Reich（1991）指出的，现代组织中存在很多临时职位。大多数成员都签订了一份“自由就业”合同，并且随着环境的变化，也需要对企业的许多承包商做出改变。

第三，组织经常对自己的边界做出重新的界定。它们往往采用临时的合作关系和临时联盟。它们采取小额投资（toe-hold investments）和从事有选择权的方案。持久性受到了特定产品／服务绩效的约束。对于那些不产生绩效的具体方案，组织会结束该方案并且重新规划组织结构。

18.4　结论

这些新兴的组织结构与韦伯式的理想官僚组织结构存在很大的差别。Weber的研究是静态的，但是在21世纪动态更加重要。因此，21世纪的组织研究很可能强调多态性而不是同态性——能快速地进行形式的改变，包括新形式的创立、传统形式的消失，以及将现有形式变为另一种形式。对这些变化进行的描述、记录及评估工作对于研究和实践来说，都是严峻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我们呼吁：应该增加采用多层次分析方法的研究；建立新的构念来描述这些新兴的“半永久性”组织安排；增加对于基于时间序列的动态视角的运用。

以往对结构的研究已经为我们的资料获取和方法的灵活使用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然而，这些现象在不断变化，那些变化为我们夯实基础、更好地进行了解调查，以及创建新的研究方法提供了新的机遇。让我们继续探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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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们今天所了解的社会学中对于组织的研究并不比对于战略的研究久远，对于战略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末和Merton（1948年）的工作。


[2]
 　这个领域存在很多的研究，这次的回顾必须从中选取一些作为例证。我们鼓励读者自己去了解这一领域悠久的历史。


[3]
 　职能型结构根据专业化进行组织，以使相同的活动能划分到一起。每个部门的经理向首席执行官报告。在官僚结构中，这些职能组合之间的关系和交流模式是固定的，在高层级别之下具有很少或根本没有“跨级”或跨部门的互动。


[4]
 　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很多组织理论学者彼此间持有完全不同的假设，而且许多组织并不不是完全和这些研究中使用的定义相符。


[5]
 　对于历史研究的某些特点应该加以注意。首先，面对同一现象，不同的历史学家会有不同的看法。其次，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因此通常难以对那些失败的原因进行梳理。最后，当团队取得成功的时候，他们往往感知到高水平的凝聚力和有效的领导。如果我们做得不错，那肯定是因为我们受到了有效的监管并且进行了有效的沟通，等等（Pfeffer和Salancik，1978）。


[6]
 　探索者通过率先开发新产品和新市场以寻求增长；防御者通过在现有产品和市场进行改革创新以期获得发展；分析者尝试将前两者的行动进行结合而获得发展；反应者没有明确阐释的战略，因此受到了外部市场变化的影响。


[7]
 　Walsh和Kosnick（1993）为企业的控制权市场提供了一个精辟的探讨。代理理论这一章为金融市场的行动是如何影响组织结构的提供了解释。这些探讨的主要意思是战略—结构的关系是嵌套在市场情境中的，而这些市场中存在不同的所有者，并且他们对在位管理者的任免决策具有不同的影响力。







第19章　企业治理

现代企业中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不仅引起了一些有趣的问题，还导致了研究者和实践管理者中的很多争论（Baysinger和Hoskisson，1990；Berle和Means，1932；Johnson、Daily和Ellstrand，1996；Zahra和Pearce，1989）。对于个人股东来说，除非他们是企业的管理者或者是拥有大量的股份，不然他们对于企业的影响力是非常小的。作为股东代理人的管理者来说，他们确实是对企业运营做出重大决定的人。从管家理论出发来看，在对于做出相关经营管理决策而言，管理者应该被授予最大的自由，这样他们才不会被规则所束缚，也不会被那些危害企业实现最佳绩效的因素影响（Davis、Schoorman和Donaldson，1997）。然而，许多研究者与实践者也怀疑那些管理者是否能值得依赖，他们是否会为了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当管理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损害股东的利益时，代理问题也就出现了（Williamson，1984；Fama和Jensen，1983）。代理问题已经在各种情景中被发现，包括激进但无利可图的成长战略（帝国建造）、CEO的薪酬比批准的更高、高管的补贴性消费和CEO的兼任状况（CEO也是董事会的主席）（Harrison和St. John，1998）。董事会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执行监督和控制的职能以便减少潜在的代理问题（Baysinger和Hoskisson，1990；Pfeffer和Salancik，1978；Walsh和Seward，1990）。根据这个职能，董事会就负责选拔或开除CEO、决定管理者的薪酬，以及监管高层管理者的行为。董事会对于高管控制的有效性似乎也取决于社会和组织的相关因素。举例来说，董事会改革倡议者认为，很多时候董事因为与高管的个人、社交或商业联系而形成的特殊关系会导致董事变得过于被动（Fredrickson、Hambrick和Baumrin，1988；Spencer，1983；Walsh和Seward，1990；Westphal，1999）。在极端情况下，CEO甚至会利用自己的权力去挑选和补偿董事成员，以在董事中获得支持者（Herman，1981；Mace，1986；Pfeffer，1972；Wade、O’Reilly和Chandratat，1990）。

董事会另外一个重要的作用是为管理者提供建议和深刻的见解（Baysinger和Butler，1985；Gomez-Mejia和Wiseman，1997；Johnson、Daily和Ellstrand，
 1996）。Johnson等（1996）认为这项服务的作用是有多种，它可以仅仅向高管提供行政事务方面的建议，也可以参与战略的制定。然而，董事对于高管建议的有效性，也许也依赖于像董事与高管之间的交情，以及将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利益联系起来的补偿计划等这些因素（Westphal，1999）。外部董事也许可以帮助企业建立与外部环境之间的联系（Pfeffer和Salancik，1978）。因此，外部董事能提供重要的信息，包括那些对于核心资源的购买等信息（Daily和Dalton，1994）。在这个角色下，董事会经常代表着企业进行业务经营的特殊机构。然而，对于外部董事的任命也许还能帮助组织获得合法性（Selznick，1949）。

从广义上而言，企业治理就是要处理上述所有的因素和力量，以协调管理者与所有者之间的利益，不管它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Baysinger和Hoskisson，1990）。例如，一个消费者咨询小组是一个治理机制、一个工作委员会。我们明确地认为，股东不是唯一合法的、拥有保护权利的利益相关者。然而，跟许多关于这个主题的研究一样，并且我们也希望能给这个主题带来一些中心论点，我们也将强调董事会作为企业治理机制的作用。我们将从考察董事会对于像高管行为和组织绩效这些组织成果的影响着手去讨论。特别地，我们将重点放在了那些影响股东利益是否得到满足的因素上。我们并不打算详尽地列出对于这个主题的所有相关研究。Johnson、Daily和Ellstrand（1996），以及更早的Zahra和Pearce（1989）都对这一主题进行了很好的文献综述。相反，我们打算为这一领域提供一个基础。我们在此基础上认为，治理的影响在组织危机时期是尤其重要的。该观念是在一个失败的收购企图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本章将围绕几个命题及其相关启示展开。

19.1　董事会和组织产出

有大量的文献研究表明董事会可以创造（或不创造）组织价值。驱使这方面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趋势力量是，当今的大企业有超过一半的股权被大型的机构投资者所掌控（Useem，1993，1996）。另外，这些投资者也要求董事会要对组织绩效及其他产出更加负责。例如，一个重要的承保人和基金管理者TIAA-CREF，采纳了一项政策声明要把自己的关注点放在董事会上。一些大股东甚至将目标瞄准了独立董事，宣称如果这些独立董事无法满足承诺、独立性、参与，以及所有权这些标准，就可以免除他们在董事会中的职务（Byrne、Brown和Barnathan，1997）。另外，纽约审计处的Edward V. Regan也发起了一项提议，要求允许大股东获取能够对董事会绩效做出评价的信息。尽管对于董事会是如何给组织增加价值的还没有得到共识，许多研究都主要集中在三个重要的作用上（Johnson、Daily和Ellstrand，1996）。第一，大部分文献都涉及董事对于管理者行为的监管职能，即“控制角色”；第二，是给予建议的服务职能；第三，资源依赖角色主要关注的是，董事能够使组织建立与外界环境的联系以帮助组织获取核心资源。这一部分主要围绕董事的这三个职能来展开。


19.1.1　对管理者行为的控制

国家法要求企业成立董事会（Bainbridge，1993；Lowenstein，1994）。从法律视角来看，董事的主要职责就是为了企业的利益而对管理者，特别是高层管理者进行监管（Bainbridge，1993；Miller，1993）。法院根据商业判断规则来评估董事是否履行了自己的信托责任，而商业判断规则则假设董事能凭着诚实善意的原则并且铭记企业的利益，以独立于个人利益或关系的原则做出明智的决策（Block、Barton和Radin，1989；Manning，1984；Miller，1993）。董事有义务小心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并且要表现出对企业的忠诚，也就意味着他们不能以牺牲企业价值为条件来给自己谋取私利（Bogart，1994；Manning，1984；Miller，1993）。

然而，有很多因素会影响董事会履行自己信托责任的有效性。首先，高层管理者过多地控制着董事会成员。这种控制是从代理机制中表现出来的。尽管是股东负责选出董事，但是很多股东不愿花费时间来参与选举。他们签署了代理投票协议并将自己的选举权授予了管理者。其次，国家法也允许股东仅仅是选举而不要求他们提名董事成员（Brudney，1985；Goforth，1994）。这就类似于在某些由独裁者统治的国家中进行的选举。从本质上看，如果高层管理者能够选举他们自己的监管机构，那么监管的效果就很可能会大打折扣。除了代理进程会出现问题之外，相比于股东的联系来说，董事会成员可能会与管理者产生更强烈的认同而导致利益冲突的产生。这种情况经常会发生，主要是由于社会关系或因为许多外部董事自己本身就是CEO或者高管（Bainbridge，1993；Manning，1984）。法律和金融界的动态也要求在管理者的影响力和董事的独立性之间做出更恰当的平衡。在法律环境下，《证券交易委员会法》第14A条要求，管理者将股东发起的提议包含在代理材料中一并发给股东（Barnard，1991）。最后，特拉华州法院也采取了一项规定，将更多的责任赋予董事会，要求他们去证明自己决策的合理性和独立性（Cieri、Sullivan和Lennox，1994）。金融界的机构投资者现在拥有大型企业的大量股份，因此也更加积极地通过董事会或自己直接行动去影响高层管理者（Barnard，1991）。公共养老基金这群机构投资者在企业治理中表现得特别活跃。像银行或保险企业这类私人机构投资者，也许还因为与特定企业存在的未来商业交易而存在着利益冲突，而公共养老基金就不存在这样的冲突（Coffee，1994）。

机构投资者的行动主要是用于对董事会进行改革以使其包含更多的独立董事。大部分研究文献都将独立董事定义为非管理人员（Cochran、Wood和Jones，1985；Daily和Dalton，1992；Dalton和Kesner，1987；Johnson、Daily和Ellstrand，1996）。因为董事会的决策通常是按照多数原则制定的，所以包含大量独立董事的董事会就被认为能够更好地监管高管的行动和表现（Bainbridge，1993；Baysinger和Butler，1985）。例如，内部董事就可能会对CEO或其他高管做定期检查感到别扭（Baysinger和Hoskisson，1990；Weisbach，1988）。另外，内部董事有时可能会被要求做出会影响他们个人的决策，比如反收购条款的采用、高管接任或高管报酬等（Johnson、Daily和Ellstrand，1996；Sundaramurthy、
 Rechner和Wang，1996）。就条款的类型来说，Sundaramurthy、Mahoney和Mahoney（1997）发现，如果将CEO和董事会主席的职能分开，能够减少采取反收购条款的市场消极表现。然而，如果拥有更多的外部董事，则会增加市场的负面反应。这个结论是非常令人吃惊的，因为外部董事应该被市场认为是能够保护股东利益的人。另一方面，Coles和Hesterly（2000）认为一种相互影响的机制能够解释这些发现。他们证明，股市的反应与企业的外部代表呈正相关，这些企业拥有独立的领导结构（主席不是企业的前任执行官）。

然而，这里也有理由要至少包含一些内部董事（Fama和Jensen，1983; Baysinger和Hoskisson，1990）。内部董事能更多地知道高管到底做了些什么，而外部董事由于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可能更不容易对高管的行为进行监控。外部董事也许会过多地依赖于绩效的财务指标，仅仅是因为这些指标是他们仅有可获取的（Baysinger和Hoskisson，1990）。过多地依赖于财务绩效指标，可能会导致管理者以牺牲长期绩效为代价而过分追求短期绩效。例如，Harrison和Fiet（1999）发现，美国大型企业新上任的CEO通常会在他们上任的前几年削减企业相应的研发投资，以及养老基金。他们发现的一些实际数据表明这些削减导致了短期绩效的提升，从推理来看，是因为新上任的CEO想在董事会成员及其他股东中提高自己的声誉。

尽管外部董事因为他们独立于CEO和企业，被认为是高管行为的更好监管者，一些研究者也开始质疑这些董事是不是真的那么独立（Bainbridge，1993; Daily和Dalton，1994）。外部董事如果和CEO或是和其他组织的管理者存在私人或商业关系，他们就不可能客观地对管理者的决策和绩效做出评价（Baysinger和Butler，1985；Daily和Dalton，1994；Johnson、Hoskisson和Hitt，1993; Weisbach，1988）。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在代理材料中披露董事和企业或其管理者之间存在的个人和／或商业关系。

许多研究者已经对董事的独立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然而，迹象却是矛盾的。尽管一些研究已经发现内部董事的比重和财务绩效之间存在正向的关系（Cochran、Wood和Jones，1985；Kesner，1987；Vance，1964），但是另外一些研究却发现这样的关系是不存在的（Daily和Johnson，1997；Mallette和Fowler，1992；Molz，1988）。尽管如此，一些研究也发现外部董事的比例与绩效之间呈正相关（Hill和Snell，1988；Pearce和Zahra，1992；Schellenger、Wood和Tashakori，1989）。在对董事组成、领导结构及财务绩效进行的一个广泛的综合分析中，Dalton等（1998）认为存在很少的证据能够表明治理结构和绩效之间存在系统的关系。

董事的独立性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各种矛盾结论激发了一些有趣的观点，包括一些认为独立性和绩效之间也许存在着反向的因果关系。例如，Daily和Johnson发现，企业的财务成功与一个更加独立的董事结构是相关的。此外，Hermalin和Weisbach（1988）、Pearce和Zahra（1992）发现，企业在绩效下滑后会倾向于增加更多的独立董事。因此，可能的结论是高绩效会授予CEO更多挑选董事的权力，并且也更不可能对他们的观点和战略进行反驳。在另一方面，低绩效也可能会激发董事采取行动。如果反向因果关系是存在的，那么一些人也许认为现在
 的治理结构是起作用的。他们或许会问如果企业能够给投资者带去高回报，那么为什么还要董事去进行干预呢？然而，历史也告诉我们，如果CEO拥有了不可控制的权力，这也可能会导致一个企业的毁灭。导致布兰尼夫国际航空公司破产的CEO Harding Lawrence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Lawrence带领企业走上了一条不顾后果的并购之路，并对那些阻挡他前进道路的人进行羞辱或排除。

另一个关于董事独立性／绩效关系的有趣观点认为，在通常情况下，董事可能对于企业的绩效没有直接的影响（Kesner和Johnson，1990）。然而，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如遭遇危机，董事可能会变得更加重要（Daily，1996；Daily和Dalton，1994，1995；Lorsch和MacIver，1989）。这个观点将会在后面的章节中进一步阐述。

研究者也对董事的独立性对高管的更换、社会责任和高管薪酬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就高管的更换而言，Weisbach（1988）发现当外部董事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其更可能根据绩效指标去决定是否要解雇一个CEO。另外，Boeker和Goodstein（1993）也发现当企业拥有更多内部董事时，更加不可能从外部选择一个新的CEO。就社会责任而言，Johnson和Greening（1999）发现外部董事代表和企业的社会绩效呈正相关。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因为这表明了即使外部代表在通常情况下不能在增加股东价值中起重要作用，但是外部董事也可能在保护整体的社会利益中起重要的作用。

关于董事的独立性和CEO的薪酬之间的结果也是形形色色的。一些研究者将外部董事的比例和薪酬之间建立了联系（Mangel和Singh，1993；Kerr和Kren，1992），但是Westphal和Zajac（1995）发现，那些强有力的CEO会任命那些与其相似的董事成员，并且这些类型的董事和CEO更高的报酬相关。至于对于采纳金色降落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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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而言，其结果也是多样性的。尽管Cochran和Wood和Jones（1985）、Singh和Harianto（1989）发现，外部董事和金色降落伞的采纳之间呈正相关，Wade、O’Reilly和Chandratat（1990）在那些没有一个占支配地位的股东的企业中发现了相反的证据。最近，Conyon和Peck（1998）认为，高层管理者的报酬在那些有薪酬委员会和外部董事占主导地位的企业中，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更加紧密。

另一些有趣的研究调查了像董事会召开的频率，以及董事用来评价CEO绩效的具有控制性质的董事委员会等影响因素。Beekun、Stedham和Young（1998）发现，那些见面不频繁的董事和没有战略规划委员会的企业，可能会更加强调基于结果的控制，而这样会导致CEO更加的风险规避，特别是对于那些资本投资而言。这种风险规避可能会对组织产生长期的影响。类似地，Hoskisson和Turk（1990）认为无效的监管和不适宜的控制可能会导致欠佳的管理决策和低绩效，这样也就会导致对于组织和治理结构的重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从长期来看，治理问题能够进行自我纠正。

总的来说，董事会对于高层管理者行为的监管具有法律责任。尽管如此，代理机制，以及董事和企业或其高管之间的特殊关系，可能会降低董事进行负责和
 公正控制的能力。为了应对这种担忧，投资者维权行动，特别是对于那些像公共养老基金管理这些机构投资者，采取了新的治理政策和倾向于包含更多外部董事的独立董事会。然而，尽管大家认为独立董事能够更好地监控管理者的行为，但是关于董事的独立性和绩效之间的关系结论却有不同的意见。一个经过实证验证的解释认为董事的结构不会影响企业的绩效，相反，是企业的绩效影响了董事的结构。另外一个具有价值的观点认为，董事成员的组成比起企业在稳定时期来说，在遭遇危机的时候会更重要。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董事会的服务职能。

19.1.2　为高层管理者提供服务

Rosenstein等（1993）发现，高科技创业企业的CEO很重视从外部董事成员获取的信息和专业知识，特别是在企业发展的早期阶段。Lorsch和MacIver（1989）注意到董事会花时间对CEO提供建议。组织可以从外部董事那里获取外部环境的相关发展趋势的信息（Kesner和Johnson，1990），并且，活跃的或退休的CEO也有时会被请入董事会，这样就可以给CEO提供大量的经验信息以供其参考（Lorsch和MacIver，1989）。

互兼董事，也就是CEO兼任股东企业的董事会成员，可以为创新扩散提供机会。例如，Davis（1991）发现，反接管防御也能通过互兼董事系统进行扩散。另外，董事之间的紧密关系也被认为具有类似于大型企业的政治活动委员会的作用（Mizruchi，1989）。相反，Hill和Snell（1988）发现董事会中的外部代表对于创新的采用具有负面的影响。因此，董事对于创新的影响仍旧是一个具有争议的话题。

尽管Tashakori和Boulton（1983）的报告称大多数的董事都没有直接参与战略的制定，但是他们注意到在战略计划的各个阶段，董事参与确实在逐渐增加。十年后，Judge和Zeithaml（1992）表明董事对于战略决策的参与是和财务绩效呈正相关的。Coles和Hesterly（2000）认为特别是内部董事，他们能够提供关键信息以指导董事会决策的制定。另外，Judge和Dobbins（1995）发现，董事对于重大战略问题的意识和财务绩效呈正相关、和风险呈负相关。Pearce和Zahra（1991）的发现也支持了应该建立一个具有主动性的董事会提议。他们发现，更高的绩效是和一个强有力且参与性强的董事会相关联的（见Beekun、Stedham和Young，1998）。并且，Dalton等（1999）基于对131个样本进行的综合分析，发现在规模相似的组织中，规模更大的董事会与高绩效相关。显然，一个规模更大的董事会在CEO向其征求信息和商议问题时，能够向其提供更多的选择。

尽管高层管理者和外部董事之间的社会关系和其他特别的关系，被认为是会降低治理过程有效性的因素，但是这些关系也许可能有助于建议过程（Westphal，1999）。例如，和董事之间存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可以增加CEO向其寻求建议的可能性，同样，这也会提高董事CEO提供建议的机会。Westphal（1999）发现社会关系并没有减少董事的监管水平，并且重要的是，它提高了关于战略问题向外部董事寻求建议和决策的水平。他还发现，CEO的激励联盟对这种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即更高水平的CEO所有权或长期激励加强了社会关系和董事建议之间的关系。


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也会影响董事的有效性。Forbes和Milliken（1999）提供了一个模型，将会展现出董事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以及像处理工作规范、认知冲突和运用知识的技能这样的知识和技能。这些因素和董事水平的产出有关，比如任务绩效和内聚力等，而这些有最终会影响企业绩效。这一系列的研究对于提高我们对董事怎样发挥自己的建议作用以影响组织绩效这样的理解具有巨大的潜力。

总的来看，对于董事参与向高层提供建议和决策的证据是存在的，并且这些建议也被高管们采纳。Westphal（1999）将这称之为“协作模型”。此外，初步的证据似乎也表明了协作行为与组织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我们相信一个更加协作的环境将会提高组织处理危机的能力，因为这些情况通常需要有创意的解决方法和收集大量的信息。在讨论了董事的控制和服务职能之后，我们现在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董事帮助企业获取关键信息上面。

19.1.3　获取重要资源

获取和开发资源是战略管理和战略优势的一个关键因素（Barney，1991）。董事会是企业增强其获取关键资源能力的一个机制（Galaskiewicz，1985；Johnson，Daily和Ellstrand，1996；Pfeffer和Salancik，1978；Zahra和Pearce，1989）。例如，一个组织在生产自己的产品时，如果需要一种稀缺的原材料或组件，它可能会邀请供应商的CEO加入自己的董事会以便增强自己的合同谈判能力。这样的交叠通常会发生在知识获取领域中，董事会服务和资源职能之间。例如，一个企业可以委任另一个拥有先进技术企业的高管作为自己的董事，以获取知识提高自己的运营。尽管这样的任命旨在帮助组织获取知识资源，而这种知识传播的方法可能就是通过商议和建议来实现的。

很多关于通过董事获取资源的研究都聚焦在资本上。这些研究大体上支持了金融机构代表的董事成员能够帮助企业获取资金（Johnson、Daily和Ellstrand，1996）。事实上，Stearns和Mizruchi（1993）在对日本的大型企业进行研究后发现，企业获取资金的种类和总量与担任本企业董事的金融机构有关联。他们也发现，商业周期中的利润下降和收缩也与金融机构指派的代表存在联系。Kaplan和Minton（1994）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些结论。然而，Kaplan和Minton认为应该是金融机构主动要求担任企业的董事，以便保护其自身所在组织的利益。

在下面两种情境下，资源职能显得尤其重要。第一，创业企业相比它们行业中的大型竞争对手来说，拥有太少的资源，因此也就更加依赖于那些好心的资源提供者（Pfeffer和Salancik，1978）。另外，这些企业由于缺乏历史的合法性，因此也更希望能从一个有声望的董事中获得利益（Johnson、Daily和Ellstrand，1996）。第二，资源职能对于那些身处危机中的企业也显得非常重要，例如那些经历绩效下滑的企业（Johnson、Daily和Ellstrand，1996）。研究者也注意到，董事成员的减少和企业破产存在一定的联系（Daily，1995；Gales和Kesner，1994）。不管遭遇何种危机，保持和关键赞助者之间的交换关系都是非常重要的（Sutton和Callahan，1987）。董事代表就是保持这种关系稳健的一个方法。


总的来说，三个讨论最广泛的董事的职能是监督或控制职能、服务或建议职能，以及资源获取职能。我们在每一个职能的讨论中，不断重复的一个观点就是当一个组织陷入危机时，治理会变得更为重要。下一节，我们将进一步发展这个观点。

19.2　董事会和组织危机

这一章的中心主题就是治理是很重要的。然而，在通常的情况下，并不是所有的“独立”董事都会像预期那样进行，并且他们也并不全都拥有企业大量的股份。这一章，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权变因素，并且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多数的独立董事和大型股东在理论上会竭力去维持自己的独立性（和权力）。这一章讨论的最基本的权变因素就是拒绝收购要约。收购企图之所以能在目标企业中引起这么大的动荡，是因为它们会冲击整个组织。因此，我们相信它们有资格被称作危机。然而，这种危机与组织面临的其他危机又存在着不同之处，因为这种危机可能就是针对特定企业的，收购企图最基本的性质在不同组织和行业之间具有相似性。因此，我们认为，这种特殊类型的危机情境需要进行系统调查。

在我们简要的文献回顾中，我们强调了治理结构在危机时比在平稳时更重要的几个因素。首先，我们注意到董事构成的相关文献大部分都是关于绩效的，也许是因为董事结构在组织环境和绩效都比较稳定的时候是不太重要的。其次，初步的证据表明CEO和董事会之间，如果具有更协作的关系将会带来组织更高的绩效。当CEO正在绘制一篇没有开发的水域时，协作似乎变得更加关键，当然这就是在危机中发生的情况。最后，核心资源能够从持续的交易关系中获取，这对于组织的持续成功也是至关重要的。就像Pettigrew（1992）所指出的，大部分发现董事会的有效性的研究都是置于危机情境中的。

我们认为遭遇危机，特别是在拒绝收购要约之后，大多数的独立董事和大股东会去维护自己的独立性（和权力）。然而，就算是在危机模型中，也并不是所有的董事和大股东都会选择同样的方法去维护自己的独立性。我们还发展了一些命题以预测哪些企业更有可能在拒绝了最初的要约后，更有可能在接下来完成收购。一个命题是董事会在名义上是独立的（主要由非管理者组成），并且在过去支持管理者保持该企业的独立性中持有警惕态度。我们也同样认为，只要“独立”董事过去并不那么警觉，那么他们将更有可能同意接下来的企业出售。进一步，没有独立董事和大股东的企业也可能拒绝未来的收购要约。这些提议对于治理研究的结论中存在的一些矛盾具有启示作用。

19.2.1　基本前提

我们基本的提议是治理很重要，这也是多数关于治理研究的研究者所持有的观点。然而，如果不能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去检验这些命题，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得到一个具有决定性的答案。这些问题能够用下面的这些前提假设呈现出来：


1．董事独立性和大股东的存在是好的治理所必要但不充分条件。

1（a）为了进行有效的治理，独立董事和大股东必须要有警觉性。1和1（a）是有效治理的充要条件。

2．通常并不是所有的董事和大股东都能表现出警觉性。

3．并不是所有的大股东都在追求股东价值中表现出一致性。

4．董事和大股东在面临危机时可能会变得更加警觉。

5．企业的控制权市场（MCC）并不是傲慢免费的。

我们把基本的命题也就是治理很重要当作一个公理。借用Monks和Minow（1995:450-1）在报告中引用Ira Milstein的话：“每当人们争论企业治理和绩效之间关系的时候，我总是感到非常吃惊……难道缺少确凿的实证证明参与企业治理能提高盈亏线，就意味着我们应该忽略这两者之间存在的显而易见的联系吗？”


董事的独立性和警觉性
 　假设1和1a表明独立董事只有在他们具有警觉性的时候才会更有效。尽管这个观点已经在理论上被广泛接受，但是却没有经过实证的检验（如果想了解学术标准之争，请见Zajac和Westphal，1995:512）。在本章开始，我们就已经援引了一些关于董事组成和绩效之间关系的有争议的一些结论。Monks和Minow（1995:204）补充道：“尽管这里有很多理论和一些数据都表明要引进外部董事，但是它们的影响仍然是很难进行量化的，并且这方面的研究仍具有局限性”。

我们相信导致发现结论不一致的主要原因是第二个假设，也就是在通常情况下，并不是所有的董事和大股东都能表现出警觉性。我们对于一些董事在通常情况下不具有警觉性，并不能给出不可辩驳的经验证据。然而，它似乎是对现实的一个合理描述，并且必须明确地构建到任何想最终证明董事的独立性与有效治理存在关联的理论框架中。有趣的是，事实上《商业周刊》每年发布的年度最佳和最差董事，以及制度投资者新发现的目标是董事（而不是CEO）表明一些董事并没有对他们的股东尽责。

另外，由CEO Michael D. Eisner带领的迪士尼公司的例子也能说明这一点。《商业周刊》认为，迪士尼的董事会中充满了Eisner的密友，因此将其归为美国最差的董事。然而运用替代性指标后，我们发现迪士尼董事中的大部分都不是管理者（即便把迪士尼的前执行者也算上）。根据大多数的学术标准来看，这会被划分为一个具有独立性的董事会。然而，这个董事会在过去却没有给管理决策提供多少指导，是“有时独立性也就意味着漠不关心”（Monks和Minow，1995:205）的典型表现。另一方面，这里也存在一些独立的董事，例如康柏的董事会，他们在名义上是独立的，并且能给股东创造价值。这里想简单的强调一下，仅仅有独立性不一定就会创造价值。


大股东
 　对于大股东的研究存在的部分问题可能与研究董事会的有效性类似。大股东在通常情况下也不会扮演重要的角色。就像Useem（1995:640）所指出的：“对于很多机构投资者来说，存在的主要问题仍然是企业的真实绩效，而不是对它的监管。”然而，就算抛开常规和危机模型，大股东也不是其中的顶梁柱。研究中不一致的部分原因是根据大股东类型的不同，有些大股东可能会站在
 管理者的一边。有很多实际证据表明，有些类型的大股东更愿意参与到最大化股东价值的活动中，然而另外一些却更愿意跟随董事的建议（见Useem，1996）。例如，当面对最初的收购要约时，有证据表明大股东根据其自身类型（企业、个人、共同基金或金融机构）而选择支持或反对收购要约（Barklay和Holderness，1991；Holderness和Sheehan，1988；Shome和Singh，1995；Useem，1996）。特别地，如果董事会决定要拒绝这个初始要约，像银行和保险公司这样的金融机构被观察到它们会支持董事的决定，然而，个人和共同基金企业也许会支持招标单位而选择出售企业。因此，要想有效地证实大股东的作用，需要在特定的情境下进行验证。在这种情境下，所有的大股东在理论上都应该表现出一致的行动。就我们所知，还没有任何文献强调了这一点，尽管研究者已经研究了不同类型的大股东所采取的行动。


常态相对于危机模式
 　有很多证据能够表明第四个假设，也就是在危机时刻，比如受到收购要约，大股东和董事会会表现得更加警觉。在这些情况下，大股东可能会积极地看管自己的股份以便风险套利（Peck，1996），或采取其他形式的行动以增加股东价值（Denis和Serrano，1996；Pound，1992）。在许多情况下，大股东在说服管理者将企业出售给初始或随后的出价人中扮演着决定性的作用。例如，当Asyst科技连续三个季度没有完成其季度利润指标时，它的大股东Paul Wick就积极寻求PRI Automation成为Asyst的一个潜在收购者。事实上，收购部分可能是因为大股东希望获得变现能力。非常简单，从收购溢价中获得的直接收益，对于一些可能并不完全理解或不愿意承受那些增加股东价值的长期战略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的大股东来说，要有意义得多。此外，一些大股东可能也会通过清算他们的股份或在代理投票中支持一个持不同意见的提名董事以减少任何管理者壁垒。至于董事会，Pettigrew（1992）的观察表明在面临危机（收购或诉讼）情况时，董事会还是会表现得非常积极主动。另外，Johnson、Hoskisson和Hitt（1993）表明，在感知到管理决策可能不适合于保护股东的利益的时候，董事会更多地参与治理活动。除了众所周知的董事会须承担的法律义务，也有证据表明董事会的构成会影响收购的可能性（Cotter、Shivdasani和Zenner，1997）。


傲慢的收购（Hubris in takeovers）
 　第五个假设并不是我们目标中所必需的，但是也有明显的证据能够支持这个观点（Franks和Mayer，1996；Hitt、Harrison和Ireland，2001；Hitt等，1998；Roll，1986；Walsh和Kosnik，1993）。基本上，绩效不佳的企业或绩效很好的企业都是收购要约的目标对象。因为我们关注的是那些作为被收购目标的企业，我们需要在理论框架中告知一下傲慢的可能性。

剩下的章节中，我们会考虑到上述五个假设的现实性并发展可验证的命题假设——治理真的重要吗？我们主张，如果我们的基本论点是正确的，那么接下来的所有命题假设都应该通过实证研究而得到支持。我们可以公正地说，我们的理论部分包含了之前研究中意想不到的一些发现，并且包括了同时代类似领域中的研究。


19.2.2　在危机期间有关治理的命题

治理如果很重要的话，就应该被包括在监管企业的战略方向中。我们发展了我们的假设，即拒绝一个初始收购要约为重新审视企业的战略方向提供了一个初步的刺激。我们的假设可以预测在考虑到企业先前的治理特点的情况下，企业将会如何对这种刺激做出反应。在发展这些命题之前，我们想向大家介绍几个说明性的例子，来展现企业对控制权市场的典型反应。

ITT是具有20世纪60年代风格的大企业集团的最后几个之一。希尔顿购买ITT的初始要约就是一个信号，表明ITT仍旧还保留着过去的臃肿，而ITT的董事（根据治理指导方针来看，是非常具有独立性的）却从未对此有过质疑。然而，尽管ITT拒绝了希尔顿的要约，ITT的董事随即将企业卖给了出价最高的竞标者公司酒店。说服企业出售的部分原因在于一个大型的机构投资者Michael Price和他的同盟者Sunbeam公司的CEO“电锯者”Dunlap加入了游说。

另一方面，在1986年，吉列击退了来自合作伙伴科尼斯顿的长期代理权之争，并且由于Warren Buffet对管理者的支持而存活了下来。吉列随后慷慨地回购了大量股权以回报股东。最近，Dayton Hudson击退了敌意要约的J. C. Penny公司，Chrysler也曾经击退过Kirk Kerkorian。然而，任何企业都没有从事任何显著的战略转变。这些企业在拒绝了初始收购要约后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这些案例的关键点在于不同的企业会对收购要约有不同的反应，企业控制权市场传来的信号并不总是暗含着一个企业必须要遵循暗含在要约中的进行战略改变（或重组）的建议。我们现在来发展可以得到验证的命题，这些命题关于在从企业控制权市场的信号中得到的建议时，董事和大股东在决定行动中所起的作用。

19.2.3　从随后被兼并的企业中获得的可检验启示

我们所关注的时间是在遭受收购企图后的四年左右的时间。我们认为，任何发生在四年以后的收购是不可能和初始收购要约有关联的。


董事的作用
 　我们能够预测一个随后很有可能被收购的企业董事会的特点吗？如果我们假设股票价格是一个无偏估计量（忽略可能的夸大，但是我们在后面将把这个包括进来进行讨论），那么收购要约就反映了企业控制权市场的观点，即认为这个企业的资源应该能得到更好的利用。最初的拒绝表明，董事会和管理者并不认为他们的企业能够用不同的方式进行管理。然而，一旦收购要约公开了，董事会就有财务和法律义务来考虑卖掉企业的后果——如果董事相信市场信号的有效性。不幸的是，尽管大体来说，市场的信号是正确的（没有夸大），一个收购邀约可能不会导致任何改变，除非董事能独立地按照市场的信号进行行动。如果董事会是由内部主导或管理层已经根深蒂固，那么董事会就很有可能不作为。因此，董事会的独立性假定表明董事会由外部董事占主导的更有可能遵循市场的信号行动，或许正如第二个命题所表现的，大股东也有一些说服的作用。换句话说，董事能够果断地行动并且不对现在的管理战略有任何情绪上的纠葛，那么这
 样就可能客观地看待市场传来的信号并采取行动（Byrd和Hickman，1992）。正式的陈述就是：


命题1：在收购竞标失败后，如果目标企业拥有独立治理特点的董事，那么它可能最终被另一个企业收购。



大股东的作用
 　大量的文献表明如果有大股东存在，那么企业将会做出价值最大化的决策（Johnson、Hoskisson和Hitt，1993）。大股东（如Michael Price）会强迫管理者（如ITT公司中的）做出价值最大化的决策，这就可能包括在初始竞标失败后卖掉企业［见Raad和Ryan（1995）相似行为的实践证据］。像普赖斯这样的共同基金管理者愿意支持随后的收购行为，以便提高自己投资者的价值。


命题1a：收购企图失败后，拥有大股东的目标企业可能被另外一个企业收购。


然而，对于命题1和1a，需要重点说明。这并没有表明那些不同意被收购的所有企业要么是内部人员占据董事的主导地位，要么是缺乏大股东。在下面一节，我们将要讨论我们是可能预测哪些拒绝了随后的收购要约的企业治理特征的，只要我们接受在通常情况下，并不是所有的独立董事都会表现出警觉这个命题。


之前绩效的影响
 　如果一个董事会在名义上是独立的，但是对于企业过去的战略并没有表现出警觉性，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它的治理是重要的（我们的第一前提）。在接到收购要约之前，这样的企业可能在市场上表现不佳。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独立的董事会一直非常有警觉性，那么这样的企业可能在接到收购要约之前的表现优于市场。我们认为面对随后的收购要约，在过去表现低于市场的企业的独立董事和优于市场的独立董事的行为会有不同。在收购要约的聚光灯之下，这两类独立董事都会维持自己的独立性，但是会采取不同的方式。一直有警觉性的独立董事通过维持对企业战略的信心来维持自己的独立性，他们将会拒绝被收购。基本上，一直有警觉性的董事更有可能认为那些收购要约是因为傲慢引起的。

我们不想卷入捍卫或攻击收购的傲慢假设（Walsh和Kosnik，1993；Franks和Mayer，1996；Hitt等，1998，2001）。研究（Walsh和Kosnik，1993；Franks和Mayer，1996；Hitt等，1998，2001）表明收购并不总是针对绩效改进，也并不是Hayward和Hambrick（1997）提出的在某种意义上的傲慢的确凿证据。我们的命题包括了上述发现的现实情况，并且通过预测那些在收购要约之前表现低于市场的企业在大体上可能拥有无效的（没有警觉性）的治理而得以扩展。如果收购能够证明在未来将会获得更好的绩效表现，那么收购要约可能理所当然地要给予以前有着卓越绩效的企业。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独立并且有警觉性的董事应该同意接下来的收购。我们的命题仅仅表明这后面的情况可能不会是核心趋势，就算企业的控制权市场总是对的（没有傲慢），因为一个成功的企业更不可能承认错误，也更不可能宣称市场是错误的。计算机科学公司由于过去的收购而变得非常成功，其拒绝被冠群电脑收购，这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另一方面，那些没有表现出警觉性的董事更有可能认识到企业的控制权市
 场已经暴露了企业战略的弱点。如果这样的董事能够独立的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进行行动，那么它将会同意将企业卖给随后的竞标者。如果命题1和1a是有效的，那么我们认为那些后来同意被收购的企业拥有独立治理的特点。前面的论述表明，这类企业（随后被收购的）很有可能是董事和大股东在之前并没有表现出警觉性。如果我们的核心论点——治理是很重要的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将会认为，拥有警觉性的这类企业后面可能会拒绝被收购。正式陈述为：


命题2：在收购意图失败后，那些随后被其他企业收购的目标企业在初始收购要约之前拥有不佳的市场绩效。


19.2.4　从那些仍旧保持独立性的企业中得到的可检验的启示


董事和大股东警觉性的作用
 　我们可以通过发展关于仍旧保持独立性的那类企业的相关命题来巩固命题2。回想一下，那些仍旧保持独立性的企业可能被分为两类。它们是（a）独立董事在过去一直表现出了警觉性的企业，（b）董事没有足够的独立性或管理者根深蒂固以至于能够防止被收购的那一类企业。如果我们的前提，即警觉性的治理将会导致绩效的提高这个前提假设是正确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命题也将是合理的：


命题3：在收购意图失败后，对于那些仍旧保持自治的目标企业来说，拥有独立治理特征和大股东的企业，也会在初始收购要约之前表现出卓越的绩效。


最后，我们可以通过考察资本市场应该如何在其他企业被收购之后（以我们的经验，如果随后的收购发生了，一般是在拒绝了最初报价后的14～20个月之间发生）来评估企业的价值来巩固命题3。对于那些在拒绝了最初报价后的14～20个月中仍旧保持自治的企业，市场会对它们的未来前景做出一些判断。Chatterjee（1992），以及Bradley、Desai和Kim（1983）宣称，那些没有被收购的企业将在随后会以比市场更高的溢价进行交易，因为存在未来可预期的收购可能或未来进行聚焦的可能性（Chatterjee，1992）。如果我们基本的逻辑是正确的，那么对于那些仍旧独立的企业来说，那些拥有不独立的董事和有较少大股东的企业最有可能拥有最高的收购／聚焦溢价，因为它们在收购要约之前拥有最差的绩效表现。资本市场可能会认为那些仍旧保持独立的企业，是那些仍旧保持很差的治理结构并且没有“得到教训”的企业。这样的企业最有可能从未来某一时点的聚焦或被收购中获益（Chatterjee，1992；Chatterjee和Kosnik，1997）。这个逻辑与命题1和1a紧密相连，表明独立的内部治理和强有力的外部治理将会导致一旦从资本市场上收到任何信号，就立即快速行动。然而，注意这些企业如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被收购，那么它们的市场价值应该会下降，除非它们选择重新聚焦（Bradley、Desai和Kim，1983）。

对于这个预测，这里确实存在一些先前的证据，这些证据被认为是违反直觉的，但事实上是很容易通过我们的逻辑得到解释的。Chatterjee和Kosnik（1997）宣称，在收到初始收购要约时如果企业的治理较弱，它将会以更高的溢价获得交易，因为这些企业在要约之前拥有很差的表现，那么也就有最大的提升空间。这个预期也得到了包括Hoskisson、Johnson和Moesel，以及其他研究者的支持。这
 对于那些没有外部大股东的企业也适用，因为这允许管理者获取更多的收购溢价（Morck、Shleifer和Vishny，1988b；Stulz，1988），至少在市场仍能预见企业将来会被收购的那段时间内。因此，我们提出了接下来的命题：


命题4：在初始收购要约被拒绝后，那些董事没有独立性的治理特点或那些不能快速行动的企业将会以更高的市场溢价进行交易。



命题5：在初始收购要约被拒绝后，那些没有大股东的企业将会被以更高的市场溢价进行交易。



命题6：在初始收购要约被拒绝后，在收到收购要约之前绩效很差的企业将会被以更高的市场溢价进行交易。


19.3　讨论

董事的三个特定职能经常出现在有关企业治理的文献中。其中大部分关注的都是控制职能，也就是描述了董事在监控管理者行为中的作用。董事也具有服务职能，他需要向CEO和其他高层管理者提供建议，并且要具有资源依赖作用，这一点主要强调可以利用董事来建立与外部环境的联系，以尽力获取核心资源。经过简短的文献回顾中，我们指出在企业面临危机时，这三个职能都非常重要。另外，有大量的研究注意力都聚焦于导致有效治理的董事和股东的特征上，例如懂事的独立性和大股东的存在。然而，尽管关于这些主题有大量的研究，但是对于有效的治理很重要却缺少实践的证明。在本章，我们发展了理论来支持治理在危机中更为重要这一观点，运用了独立性和股东的大小这两个变量来发展我们可验证的命题。

总的来说，我们相信那些被常规的学术构念测量的拥有独立性的董事及大股东的存在，并不一定是通常情况下治理状况好的预测指标。然而，面临危机时，当对治理机制做进一步审查时，独立性和股东的大小就有可能会影响治理的力量以使股东受益。我们利用这种信念来发展我们的命题，来预测企业在面临拒绝了初始收购要约之后会对随后的收购要约采取何种反应。拥有名义上的强有力的治理，以及在行动上也强有力的企业（以过去的绩效进行测量）更有可能会完全忽略收购要约，并且也不改变它们的战略。拥有名义上强有力的治理但是行动没有跟上（以过去的绩效进行测量）的企业，更有可能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默许被收购。拥有较差治理的企业会试图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但是也最有可能会遭受其他形式的企业控制或重组。

在此开发的命题与结论，与独立董事在要约收购中会加强目标股东财富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Cotter、Shivdasani和Zenner，1997）。ITT拒绝被希尔顿收购，并且随后将自己出售给喜达屋酒店就是我们理论的一个很好的表现。根据《商业周刊》的治理指导分析，根据一个测量董事独立性的复合测量指标，ITT的董事在独立性和股东的责任性上得分很高，尽管这个董事被《商业周刊》评为最差的董事（用定性的测量方法），因为投资者们感觉这个董事阻挡了希尔顿提供的初始收购要约。同样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在商业周刊发布以后，这个董事会
 立即开始商榷被喜达屋酒店收购的事宜。最后，ITT也遭受了像Michael Price of Mutual Shares这样的大型投资者给予的压力。

与Hoskisson、Johnson和Moesel（1994）及其他研究者（见Monks和Minow，1995:205）一样，我们相信当外部董事拥有企业股权的时候，他们更有可能让自己熟悉企业的战略。实践者采取了更极端的步骤，认为任何董事（内部或外部），只要拥有企业足够多的股份，就应该被视为内部人员。这很自然地就将我们引入了另一个研究问题，这也是与我们在这里提出的理论联系很紧密的。是否外部董事拥有企业股权就会使他们的表现更像那些拥有股权的内部董事，特别是对于企业的战略控制来看？Morck、Shleifer和Vishny（1988a）关于所有董事持股（内部和外部）的发现与这个问题拥有一个肯定的答案是一致的。

这章的主要目的是想通过各种实证支持来证明治理在组织情境（危机和非危机）下的作用以显示其的价值，最终能够引导企业治理研究者今后的研究。然而，文章中提出的命题如果能够被支持，那么对于企业的管理也会有所启示。对于治理行动最基本的建议就是董事的独立性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开发测量董事警觉性的方法，而不是仅仅计算董事会中有多少独立董事。对于治理活动，我们认为就算你相信董事没有警觉性或其只对CEO负责，如果它们从名义上看是独立的并且企业的表现也优于市场，那么最好的做法可能就是让企业维持现状。在这样的情境下，必定有人正在为股东做正确的事，可能是董事、管理者，或者两者都在做正确的事。换句话说，只要迪士尼继续表现良好，不要太担心它董事会的构成结构。

19.4　结论

我们已经进入新世纪，董事承受着来自于机构投资者和治理活动的很大压力，要求他们对管理者的失败负责。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压力总是会起作用，更重要的是，这些压力也不总是正确的。然而，我们认为，如果能对董事在正常时期和危机时期的行为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我们不仅能开发出更好的规范性框架以指导治理活动家，还能帮助企业管理它们与董事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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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色降落伞（Golden Parachute），是指按照聘用合同中公司控制权变动条款对高层管理人员进行补偿的规定，最早产生在美国。——译者注







第20章　企业战略与伦理：企业战略所面临的时代

二十年前，Kenneth Andrews（1980:10-11）在《企业战略的概念》（The Concept of Corporate Strategy
 ）一书中，提到了三个“值得”，将企业战略和伦理联系在了一起：






我们所提到的首席执行官，就是一名有能力带领组织走向成功的领导者，他能够确保在实现目标时，已经做了什么、还应该有哪些改变，以及什么样的游戏值得去玩、什么样的成功值得争取、什么样的生活和事业值得追求。






随后，Andrews（1980:11）提出，“首席执行官就是有目的的建筑师”。首席执行官对值得追求的事物有目的的参与，是企业战略学者和企业伦理学者都非常感兴趣的主题。根据LaRue Hosmer的说法，这种一致的兴趣在美国商业研究中已经有很悠久的历史了。Hosmer（1994:17）对企业战略和伦理之间的联系追溯到了Chester Barnard（切斯特·巴纳德）在20世纪早期的作品，但Hosmer的追溯的体系太过于简单。

在1868年出版的《衣衫破烂的迪克》（Ragged Dick
 ）和1890年出版的《力争上游》（Struggling Upward
 ）中，作者Horatio Alger从伦理的角度解释了经济绩效的差异，这是吸引了几代企业战略学者的因变量。Alger笔下成功的商人，如《衣衫破烂的迪克》中的Greyson和《力争上游》中的Reed和Armstrong，都具有目标明确、诚信正直和谦逊的品质（Gilbert，1996a:152）。这条连接了企业战略和伦理的线，还将Alger的作品和小说家Frank Norris和Sloan Wilson连接到了一起。在《章鱼》（Octopus
 ）一书中，Norris描写了19世纪加利福尼亚的农民，他们追求竞争优势——这是企业战略中的基本概念——和每天与铁路垄断者交易时的公平，但都是徒劳的。在Wilson的作品《一袭灰衣万缕情》（The Man in the Gray Flannel Suit
 ）中，那个企业战略者一直在寻找值得玩的游戏、值得争取的胜利和值得追求的生活与职业。Richard Wheeler的《布法罗的风景》（The
 
 Buffalo Commons
 ）是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讲述了企业战略者们在美国大平原上试图保持值得生活和工作的方式，并与各自追求中的不如意抗争着。将企业战略和伦理联系在一起是美国文学的传统。

本章的首要目的，是调查当今对将企业战略和伦理联系在一起的观点的看法。Andrews一个世纪前提出的论题命题现在变成什么样了呢？乍看之下，要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肯定的回答似乎是不可能的。当今关于企业战略的对话，被从经济学、社会心理学和生物学的视角展开过，但没有从伦理学的角度进行过（Hosmer，1994）。然而，很多美国教育学家传承了Andrews的命题，即企业战略和伦理可以有同样的表达，体现为“值得去玩的游戏、值得争取的成功和值得追求的生活与事业”。在本章中，读者可以看到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及其著作。

本章的中心思想是，企业战略和伦理目前有三种不同的联系方式。其中两种联系是战略管理过程中对伦理的考虑，第三种联系是一种伦理批评，认为战略管理过程和企业战略之间存在着差别。从这种批评的观点出发，战略管理和企业战略并不是一回事。

本章的另一个目的是追溯对企业战略的伦理批评的发展。企业战略和战略管理成熟的一个肯定标志是，它们招来了不断的批评。这些批评并不是针对琐事提出的，它们关注的是关键性的问题。从对企业战略提出伦理方面问题的这些评论来看，企业战略变得越来越重要。

20.1　战略管理过程与伦理

战略管理过程与伦理之间的联系已被美国管理学教育界所接受，这可以从很多不同的战略管理教科书中得到反映。在这些教科书中，Andrews那激动人心的训词精神被反复提及的命题传承着。这个命题就是：伦理对战略管理过程具有重要的修正作用。

我们首先能够看到伦理修正战略管理过程的地方，就是战略管理教科书的编排。在教科书《战略管理：竞争力和全球化》（Strategic Management: Competitiveness and Globalization
 ）中，Hitt、Ireland和Hoskisson（1999）对全书都做了相同的模式安排：“问题回顾”、“应用讨论”、“伦理问题”和“应用讨论章节”。在这样的模式中，伦理的正确位置是毋庸置疑的。先是回顾战略管理过程中遇到的很多重要问题，之后是对战略管理过程的应用，再然后是伦理被用于修正和解决这些重要的问题。

在教科书《战略管理：建立和保持竞争优势》（Strategic Management: Building and Sustain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
 ）一书中，Pitts和Lei（2000）用9章的篇幅解释了战略管理的概念，之后他们用总结性的一章“伦理维度”（Ethical Dimensions
 ）修正了其解释。这样，逻辑关系再一次变得明确：关于战略管理过程有很多课程要学习，而伦理则可以作为这些课程很好的补充。

在教科书《战略管理：概念与案例》（Strategic Management: Concepts and Cases
 ）中，Thompson和Strickland（1999:53-4）讨论了战略制定的三项任务，
 又转而定义了塑造企业战略的因素，最后是对伦理的讨论。你首先要制定战略，然后再用一些点睛之笔对战略进行塑造。

在这些教科书的作者和同仁们用于描述战略管理过程的文字中，关于联结企业战略和伦理的对话得到了进一步加强。Thompson和Strickland（1999:58，59，343）的说法如下：






管理价值也能塑造企业战略伦理质量。



战略应当具有伦理性。它应当包括正确的行动，而不能有那些不当的行为；否则它将不能通过道德的审查和检验。



符合伦理的企业文化对企业的长期战略成功有积极的影响；一个不符合伦理道德规范的企业文化则会不利于企业长期的战略成功。






Hitt、Ireland和Hoskisson（1999:460）在如下命题中表达了伦理对战略管理过程的修正作用：






当战略实施过程建立在符合伦理规范的实践基础上，那么其有效性会得到大大提高。






Pitts和Lei（2000:20，51，287）对企业战略和伦理的联系进行了如下表达：






伦理困境能够塑造，但有时也会限制企业实施特定行动的能力。



仔细的定位能够使（一个企业的）要价提高，减少竞争。但这样的目标真的合适吗？



战略联盟的兴起应该鼓励管理者在实施这些安排时，思考可能出现的伦理问题。






在教科书《战略管理和企业政策：进入21世纪全球化社会》（Strategic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Policy: Entering 21st Century Global Society
 ）中，Wheelen和Hunger（2000:39）关注了“有关企业特定任务、目标和战略的正当性问题”的情况。他们还进一步将伦理作为战略管理过程的修正，Wheelen和Hunger（2000:39）提出：






管理者必须能够以一种符合伦理规范的方式来建立一种可行的战略计划，来处理利益的冲突。






在教科书《战略管理：规划、实施和控制》（Strategic Management: Formulation, Implementation, and Control
 ）中，Pearce和Robinson（1997:54）在战略使命陈述中，将伦理和战略管理过程联系在了一起：






（使命陈述）主张，企业对于责任的承诺和维护内部股东的生存、成长和利益是共生的。






在教科书《战略管理》（Strategic Management
 ）中，Miller和Dess（1993:91，265）提出伦理可以通过“考虑”来修正战略管理过程：







对伦理的考虑在影响商业环境的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由于撤资对员工和地方社区会产生影响，企业的管理者也应该考虑他们的伦理和社会责任，仔细地处理撤资问题。






20.1.1　命题的进一步发展

这些关于伦理能够修正战略管理过程的论断意味着企业战略和伦理之间的关系走向了成熟阶段，但是，不久之前这一联系还受到了质疑。大约二十年前，George Steiner、John Miner和Edmund Gray在教科书《管理策略和战略》（Management Policy and Strategy
 ）（1982:8）中对新兴的重点问题“组织对社会的义务”进行了讨论。Steiner、Miner和Gray（1982:8）提出：






这个新的重点给企业带来了策略和战略方面的问题。最初并没有明确的理论或实践可供管理者参考，清楚地告诉他们在进行策略／战略决策时应该遵循什么样的社会责任和伦理标准。






二十年前，Steiner、Miner和Gray对企业战略和伦理的相容性提出了怀疑。在之后的时间里，怀疑已经被确信所取代。战略管理的教科书已经变成关于“伦理是战略管理过程的有效修正”这一命题的宝库。

20.1.2　视角

战略管理过程和伦理之间的联系能够得到安全和有序的发展，取决于三个原因：第一，之所以能够得到安全有序的发展，是因为在把伦理作为修正因素时，战略管理过程仍是保持完整的。用一个语法方面的类比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点。在语法中，形容词和副词是修饰语，可以作为名词和动词的补充，后二者是句子结构中不可缺少的元素。战略管理过程和伦理之间也存在这样的关系，这在战略管理教科书中可以得到体现。

所有战略管理教科书的作者都承认，伦理问题是非常深远的。他们认为，伦理包括自省、谦虚和自制，但这些作者在解释战略管理过程时，都没有将伦理放在突出的位置。除了Wheelen和Hunger（2000）之外，其他作者都没有对真正的伦理理论做出过解释。而且，Wheelen和Hunger也只是简单地提及了一下这些理论。

这些教科书中最突出的观点是，战略管理者已经将伦理充分内化，并可以因此提出一些为了企业战略改进所必需的复杂和可靠的问题。在所有教科书中，战略形成、战略实施、战略控制，以及对竞争优势的寻求组成了真正的战略管理过程。

只要伦理能够补充这些过程，那么伦理作为一个修正因素就能够受到战略管理者的欢迎。Andrews的陈述提出二十年后，伦理渐渐得到了欢迎。

第二，之所以战略管理过程和伦理之间存在安全有序的联系，是因为它可以与“企业与社会”领域（众所周知的“管理中的社会问题”）发生联系，或者
 能够从中得到支持。在管理学教育中，企业与社会是这样的一个学科，伦理、社会责任和企业社会绩效一直是其中的指导性概念。《企业与社会》（Business and Society
 ）期刊整个2000年12月刊都在重申：商业和社会教育学家将这些概念看作是他们特许权的象征（Griffin，2000；Rowley和Berman，2000；Wood，2000）。作为修正成分的伦理在战略管理过程中是一个安全有序的概念，因为它能够在良好的企业与社会智慧的陪伴下前行。

企业和社会是以下两个前提假设的来源：1）商业企业是社会性的机构；2）这些机构必须从社会的各个部门获得合法性（Wood，1991）。Archie Carroll（阿奇·卡罗尔）长期以来都致力于研究和运用这两个假设。Carroll（1979:500）认为，企业主要的管理责任是经济的、法律的、伦理的和慈善的，这些是根据它们“重要性的演变”而排序的。责任的历史性演变使伦理可以有效修正战略管理过程的观点合法化，因为它认为随着时间的推进，经济责任（很大程度上通过战略管理过程来实现）可以得到伦理责任的修正。Wheelen和Hunger（2000:40-5）公开承认他们的论文归功于Carroll的作品，他们也把企业战略和伦理联系在了一起。

随着主流的商业和社会教育学者转向创造伦理和战略管理过程之间的联系，这种对战略管理过程的智力支持也得到了加深。在《商业与社会：伦理和利益相关者管理》（Business and Society: Ethics and Stakeholder Management
 ）一书中，Carroll（1993:551）使用了“企业公共政策”这一概念，将伦理作为战略管理过程的修正。






企业公共政策可以被看作是组织整体战略管理的一部分，它所关注的是企业运营和决策过程中的公共和伦理问题。






从《商业与社会：企业战略、国家政策和伦理》（Business and Society: Corporate Strategy, Public Policy, Ethics
 ）的书名就可以看出，作者Post、Lawrence和Weber为伦理赋予了企业战略的修正作用。他们在提出企业合法性的两个因素时，他们重申了这种关系（Post、Lawrence和Weber，1999:17）：






要维持公共支持和公信力——即企业合法性——企业必须找到平衡和整合这两种社会需求的方法：高经济绩效和高伦理道德标准。






在上述两种表述中，企业与社会的教科书作者都将作为修正成分的伦理当作企业赢利的首要因素。对于寻找在战略管理过程中运用伦理性修正的安全有序方式的战略管理学者来说，这无疑是个好消息。

第三，之所以伦理对于战略管理过程的修正是安全有序的，是因为它强化了管理资本主义（Managerial Capitalism）。战略管理过程是管理资本主义被付诸实践的场所。战略管理者受企业股东委托，进行计划、激励和控制活动。管理资本主义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管理者作为企业所有者——“委托人”（Principal）的“代理人”（Agent）所具有的自由裁量权（Drucker，1954；Chandler，1977；Andrews，1980；Evan和Freeman，1988）。将伦理视为战略管理过程中的关键因素使得管理资本主义者，除了本身就对战略管理过程负责之外，它还能够
 拥有更多的自由裁量权。Wheelen和Hunger（2000:45）明确指出了，伦理作为一个修正成本能够为管理资本主义者们提供安全性和有序性。“如果没有其他原因，处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管理者应该在决策时投入更多的伦理性因素”。

20.1.3　然而……

由于伦理可以作为战略管理过程中安全和有序的修正成分，则对于伦理的研究必须要保持一定距离——必须限制它进入战略管理的理论中。否则，在战略管理过程中将会出现恼人的和无序的问题。

在战略管理的教科书中，伦理向战略管理的进入被绝对禁止。这就是Freeman（1994）所说的，对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进行“分离命题”（the separation thesis）的一个例子。

在Andrews将企业战略和伦理进行联系之后，这种障碍开始瓦解，认为伦理安全有序地修正战略管理过程的观点混入了其他观点。这些混入者认为，战略管理过程和伦理在概念上是同等的。基于认为战略管理过程和伦理具有相容性的假设，他们提出了企业战略和伦理之间的第二种联系。在这种联系中，伦理对于战略管理过程有更大的作用，而不仅是对其进行修正。

20.2　作为伦理的运用的战略管理过程

《战略管理学报》（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在1994年刊登了两篇非同寻常的文章，因为“伦理”和“道德哲学”分别出现在了文章的标题中。使这两篇文章更不同寻常的地方在于，作者不仅将伦理作为战略管理过程的修正成分，而且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这两篇文章的作者，LaRue Hosmer（1994）和Alan Singer（1994）都不满足于将伦理只作为战略管理过程的修正成分。给他们更进一步提出，战略管理应该被看作是伦理的运用。战略管理是原则化伦理推理的运用，这是目前企业战略和伦理之间的第二种联系。

Hosmer（1994:19-20）将战略管理过程看作是区分实施战略决策的益处和不利的一个持续性问题。战略管理过程被称为运用伦理的一种实践，因为益处和不利是伦理理论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Hosmer（1994:20-23）提出了一系列“已知的”已经被战略管理者所运用的伦理原则。Hosmer（1994:32）认为，通过这些伦理原则的运用，战略管理过程是为某个特定企业与众多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信任的一种尝试。






对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的信任、承诺和做出的努力，对于企业的成功来说，与计划过程实现的竞争优势和战略定位一样至关重要。






Hosmer（1994:32）通过以下命题进行了总结：






利益相关者与企业建立了信任之后，会对企业的未来进行承诺。对企业的承诺会带来协作和创新两方面的努力。所有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协作、创新和努力将
 
 带来企业持续的成功。






Singer（1994:200）认为伦理和战略管理过程都是理性的决策过程：






如果战略和理性都与社会经济情境下的行动、决策和行为问题密切相关，那么伦理及广义的道德哲学也与之相关。






Singer（1994:206-7）观察到，在战略管理和道德哲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共生关系”。他认为，战略管理专业的学生应当深入研究道德哲学的发展。他总结道：

总之，战略和道德哲学为企业管理者提升竞争精神提供了持续的理论支持。

Singer参考了Andrews的作品。Andrews的作品精神在Singer的作品中得到了发扬光大。

20.2.1　观点

Hosmer和Singer的作品各自突破了将伦理作为战略管理过程修正成分的传统观点。Hosmer和Singer认为，伦理不是修正了战略管理过程，而是有意义地渗透在战略管理过程中。当战略管理过程成为对原则化的伦理推理的运用时，对企业战略的研究也就需要对伦理进行研究。当认为伦理修正了战略管理过程时，就假设主要的企业管理已经把伦理内化了。

Hosmer和Singer并不是第一个通过以伦理语言解释战略来联系战略和伦理的学者，当然也不会是最后的学者。Hosmer（1994:18）描述了早期认为企业战略是伦理运用的两个研究。一个是Freeman（1984），他将战略管理视为与利益相关者谈判的过程；另一个是Freeman观点的后续，认为企业战略可以被认为是一个“个人项目”（Personal Projects）的模式，这是对个人自主（Personal Autonomy）的伦理方面的应用——个人自主是利益相关者希望企业能够赋予的权利（Freeman和Gilbert，1988:158-75）。

随着时间的发展，Hosmer和Singer的这些作品被另外两个将企业战略看作是对伦理运用的作品所包含。Evan和Freeman（1988）认为，管理应该被看作是对利益相关者所委托的责任的满足，这些利益相关者为企业实体的管理赋予了信任。这一管理概念在近十年之后得到了扩展：即企业战略就是在与其他所有寻求不同的企业共存中寻求着不同，因此管理绝对不仅仅是一个伦理的原则（Gilbert，1996a）。

在将战略管理重新解释为对原则化的伦理推理的运用方面，Hosmer和Singer似乎得到了一些支持。但是，以上四个观点实际上并不是与之相同的，它们是第三种截然不同的关于伦理和企业战略之间联系的观点的预告。

不同之处在于：Hosmer和Singer没有脱离管理资本主义。的确，Hosmer和Singer将伦理从企业战略的幕后移到了台前，但他们仍然没有触动管理资本主义台前基本的假设：企业战略是一群被选中的管理专家的领域，他们享有保护和维持企业实体的特权（Drucker，1954）。按Hosmer和Singer的观点，只有当管理
 保护了这些管理者应当保护的企业实体时，战略管理作为原则化的伦理推理的运用才是成功的。

Freeman和Gilbert、Evan和Freeman的观点预示着与管理资本主义决裂的开始。这种决裂的另一面就是企业战略和伦理的第三种联系，即对企业战略的伦理批评。

20.2.2　简记符号

本章的剩下部分将被用于解释企业战略与伦理的第三种联系的含义，以及它在美国的发展历程。接下来，我将使用“对企业战略的伦理批评”（Ethical Criticism of Corporate Strategy）（缩写为ECCS）来代表这种质问。ECCS不是对这种质问与主流企业战略研究进行区分的正式术语，而是一个有用的简记符号，并为随着时间出现的不同批评传统留出了空间。

20.3　伦理批评与企业战略

对企业战略的伦理批评（ECCS）是对企业战略的概念，以及相关的或战略管理过程的子概念进行的肯定式的、伦理方面的批评。ECCS批评家们认为，企业战略是一个尚未发展完全、潜力未完全发挥的概念。通过将企业战略重新解释为一种描述——对可以塑造人类社会自发的和自制的行为的描述，ECCS批评家们从逻辑上清除了将企业战略与其他民主的和市场的机构观点进行融合的障碍。因此，ECCS批评家们预见了，有一天企业战略会在大学人文教育和公开的知识辩论中获得合法地位。这就意味着，对企业战略的伦理批评不同于传统的对企业概念的认识，例如：企业战略被认为是为以后的管理事业所做的准备。

批评是一种艺术性的行为，企业战略研究是一门社会科学；对于这二者要付出不同的知识上的努力。在企业战略领域，后者比前者更容易被认可（认为是一门科学）。因此，有必要简要地解释一下批评的含义。

20.3.1　批评

所有的批评者都是在进行一种知识的转译活动。批评者在字面上将批评的对象从一个情境拿出来，放到另一个情境之中。通过对存疑的作品进行转译，批评者对在原来领域中无法被解释的对象进行了理解。基于这种再解释，批评者最终得以对特定的批评对象进行合理的投影（Reasoned Projection）。

对电影、音乐和文学的批评都遵循着这种方法，都是将一个作品从一种情境中拿出来，重新置于一个新的和更大的作品群体中。通常，这包括将作品放在艺术家所有的成就之中；还包括将作品放在一定的表现体裁之下，如神秘小说和科幻电影等。将作品放在一个新的情境中后，批评者就可以使用他的评判标准。他可能会对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刻画深度、电影的基调或音乐家对重制一首老歌投入
 的精力进行评论。

最后，评论者会对这些关于作品合理的投影进行总结。他出发的角度通常是：为什么某些听众或观众对作品感到兴奋？他可能会基于自己对作品的转移和解释，来评价艺术家的技能是有所提升还是有所降低。

检验批评者作品的方法，就是看批评者多大程度上敢于挑战自己，如何用非传统的观点去考察传统的观点和实践。当进行转译时，批评者需要选择一定的情境使批评对象仍然能够得到认可，并能被提出很多新的问题。如果情境对批评对象来说过于“友好”，那么批评就会朝着有利于对象的角度开展，这其中就不存在知识的进步。如果新的情境完全不利于批评对象，则批评者就是“放了一个稻草人”（见Gilbert，1992:3-54；Gilbert: 1996a:3-17；Gilbert，1997a，“企业概念批评初级读物”），这样也就不会有知识的进步。

20.3.2　ECCS在三个层面的活动

ECCS是一种艺术活动，包括了批评的实践、对伦理的研究和认为企业战略的概念能够被用来指导企业实践的一种乐观态度。ECCS是一个分层的活动，其中批评为伦理提供了平台，而伦理为一种肯定的信念——相信企业战略概念的知识潜力——提供了平台。接下来，将说明这些是如何结合成为一个能够创造知识进步的计划的。

首先，ECCS是批评者在仔细研究的基础上做出的批评，这和所有的文学批评（Gilbert，1997a）、电影批评、美食批评及建筑批评都是类似的，是人类思想实践随时间和情境的发展。ECCS批评者信奉Andrews（1980:46）在二十年前提出的企业战略核心的、权威的命题：






有明确目标指引的企业，比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的企业更能够在利润和社会方面取得成功，这个目标是理性制定的结果和情感许可的承诺。






ECCS批评者陈述了他们对这种核心命题的信奉，他们将企业战略解释为一种人类思想实践，它将商业企业置于企业之中，并进行逻辑发展（Freeman，1984；Gilbert，1992）。因此，鉴于人类思想实践所起的关键作用，以及批评所具有的复杂意义，企业战略肯定会受到很多批评。

其次，ECCS之所以是伦理性的批评，是因为ECCS评论者是从这样的假设出发：企业战略和关于个人行为的伦理理论之间不存在逻辑关系（见Freeman，1984；Gilbert，1986；Freeman、Gilbert和Hartman，1988；Gilbert，1992；Wicks、Gilbert和Freeman，1994；Hosmer，1994；Gilbert，1996a）。ECCS评论者将企业战略解释为在某种关于行为自治原则指导下的个人（如企业CEO）自发性的和协作性的行为。这种指导原则就被认为是企业战略（Andrews，1980；Freeman、Gilbert和Hartman，1988）。

这就是关于个人行为和某些行为之后产生的道德共同体（Moral Communities）的伦理理论的范畴（见Rawls，1971；Gauthier，1986；Donaldson和Dunfee，1999）。伦理理论是关于人类在彼此的企业里自发地进行推理和实践自
 制行为的系统性研究。伦理理论还是宝库和熔炉，它包含了各种关于企业里人类关于其他人的行为的指导原则。这些伦理原则的共同之处是：诚信、遵守承诺，以及自发性、不侵犯他人的私人领域和能够得到他人的认可（McMahon，1981；Gilbert，1986；Freeman和Gilbert，1988）。因此，根据ECCS的评论，企业战略与关于个人行为的伦理理论在这两点上是一致的：原则问题和对企业中其他人自发的有原则的行为。

最后，ECCS之所以是一种肯定性的伦理批评，是因为它的出发点是假设企业战略：1）包含理性的承诺；2）只要核心的权威的企业战略理论没有受到挑战，它就不会出现。ECCS批评者将企业战略远远地带离了它原先产生的商业环境。

这就是ECCS批评者们突破企业战略文化的一点，即使他们认为企业战略的核心命题是正确的（见Mulligan，1987）。在企业战略文化中，正如Hunt（2000:135）和Oster（1990）重申的那样，企业战略是用来解释为什么一些企业比另一些企业经济绩效更好的企业概念。Barney（1995）向他的企业战略研究者同事们解释道：“研究问题：为什么有些企业比其他企业绩效更高？这是我们自己的。”根据ECCS批评者的看法，这种企业战略的用法将其与能激发它出现和发展的情境割裂开了。

特别地，ECCS批评者认为，企业战略作为一种关于在企业中自发的、有目的的和有原则的行为的描述，是整个的企业伦理概念能够繁荣发展的途径。对这种肯定的伦理批评的一个特别表现是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伦理是“反复通过”企业战略呈现出来的（Gilbert，1996a）。“伦理反复通过企业战略呈现”意味着，企业战略——即由战略管理过程产生的原则——是对值得做的人类雄心和与其他人相处之道的一种逻辑上的陈述（Gilbert，1996a:87-106）。这是关于大学生能够从企业战略中学到什么的一种重申，他们能够从中学到关于做人和定位的一些道理。

20.4　对企业战略肯定的伦理批评的挑战

对企业战略肯定的伦理批评面临着两个挑战，这两个挑战是企业战略概念所独有的。第一，对企业战略的惯用语是企业词汇和社会科学词汇的一个混合体。除了Andrews（1980:11-12）优雅的阐释和Hosmer与Singer的论文，关于伦理问题的讨论很少出现在战略管理的文献中。Hosmer（1994:17）讽刺地说道：《战略管理学报》在本学科中被认为发表了很多先进的论文，但在过去的三年里，“伦理”这个术语从来没有为读者的理解造成过负担。

在企业战略文献中更常见的是小说家George Lee Walker（1985:48-49）在他的《激动的编年史》（The Chronicles of Doodah
 ）中说道：“一种被净化的语言：人类经历的所有情感、观点、感受、味觉和嗅觉都被去掉了。”

人们在读一本战略管理的教科书和论文时，看不到人的痕迹，更不用说他们在彼此的企业里的活动，以及他们为成功进行的奋斗［Gilbert（1992:230-239）
 引用的段落］。

第二，反对企业和伦理之间存在联系的观点在商业研究领域已经根深蒂固。Freeman（1994）将这种反对称为“分离命题”。在企业战略研究领域，Barney（1995）的论述肯定了企业和伦理的系统性分离。在他的论述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企业战略与资源有目的的、有原则的，以及合作的行为有任何关联。虽然Hosmer（1994:32）的观点与对企业战略的传统思考有很大差别，但它仍然对企业和伦理进行了区分。他所关注的是前者，而非后者。对Hosmer（1994:32）来说，他的底线是“不管如何衡量，最重要的是企业在某段时间内竞争的和经济上的成功”。

在更广阔的企业研究领域中，Jennings（1997）批评了那些从对利益相关者的伦理待遇出发的企业和战略管理学术项目。她把这种项目称为“赶潮流的”、“没有实质意义的老一套尝试”。在当今的企业研究中，她对于企业和伦理的这种分离无疑是一种安全的办法。

这两种挑战带来的结果是，以伦理学词汇表达企业战略的概念无法得到主流企业研究的帮助和鼓励，而企业战略研究正是来自于后者。这就是为什么ECCS批评者们为了将企业战略的概念转译成伦理的术语和伦理的目标，而参考和使用了大量的战略。

20.5　ECCS的出现

ECCS在Freeman（1984）的著作《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法》（Strategic Management: A Stakeholder Approach
 ）一书中就已经初露端倪。Freeman将企业战略者（CEO）描述为与一系列不同的人进行交易和谈判的人——这些人在战略者为企业设置的未来计划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Freeman将CEO、供应商、客户、企业评论家和规则制定者的角色，定义为承担着道德合法化的人。这些任务在战略管理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发生逆转和相互冲突，因此会引发伦理理论研究者所说的“正义问题”（Rawls，1971）。因此，Freeman（1984:249）总结道，战略管理是一个必须解决在各种企业代理人所做的相互冲突的主张中正义的分配问题的实践。

然而，这种再解释很快出现了两种后果。Freeman和Gilbert（1988:158-75）将这种对企业战略的再解释扩展为正义问题：他们认为，如果企业战略发展了那些与企业战略利益相关的“个人项目”，那么它就具有正义性（Gilbert，1987）。Andrews（1980:74-85）认为，CEO基于他们自己的价值观来设计战略；另一种观点认为，其他有道德的代理也会基于他们自己的价值观来设计战略。Freeman、Gilbert和Hartman（1988）认为，企业战略中的某些逻辑会阻碍上述Andrews的观点向后一种观点的发展。这种企业战略的特质是出现对企业战略肯定的伦理批评的关键推动力。


20.5.1　一种不太可能的推动力

另一种ECCS的推动力则来自于一种不太可靠的来源。Michael Porter关于竞争战略的作品受到了企业战略领域的广泛推崇，但它们并没有被包括在企业伦理的文献中。尽管如此，Porter（1985:228）还是推动了ECCS的发展——他写道：“企业必须积极地竞争，但不能不分青红皂白”。这就是另一个关于在他人的企业中自发的、有目的的、有原则的行动的陈述。ECCS太过于激进，而没能将Porter的作品放在其参考书目中。

20.6　ECCS的研究流派

自从ECCS出现以来，先后出现了五种批评的流派，每一种对企业战略的批判性分析都在寻找这一伦理问题的答案：“如果每个人都忠实地践行Andrews所提出的企业战略的核心的权威的命题，那么他将如何始终如一地对待他人呢？”这是一个伦理的问题，因为一个人如何对待其他人成了核心问题。换句话说，这个问题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企业战略实践的目标是伦理目标，而非经济目标。这就是在为管理资本主义服务的方面，ECCS和另外两种企业战略与伦理联系方式的不同之处。

这个关于企业战略的伦理问题还有重大的分歧。之所以认为企业战略是一种政治行为，是因为企业战略是企业的执行者所宣称的：某种“好的生活”能够被一群忠于企业战略的自发的参与者所制度化，并且他们能够享受这种“好的生活”。换句话说，企业战略是自由民主在工作中的体现，它是对一群普通公民一起工作的描述。

这种对企业战略的政治化解释可以在James Moore的《竞争的消亡》（The Death of Competition
 ）中找到例子。在忠于企业战略的核心的权威命题的前提下，Moore编造了一个术语“商业生态系统”（Business Ecosystem），将战略管理过程描述为构建与维持某种政治体制的过程。由此，Moore的论述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即这个指引五种批评的伦理问题是如何对人力社会的治理，以及社会中公民的行为模式也有所洞悉。

20.6.1　五种批评分析

这一ECCS的流派来源于对企业战略的一种阐释，即认为企业战略是对决策过程的描述，这种描述叫作“过程中的战略”（Gilbert，1992）。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说，过程中的战略要求企业中每个参与者的价值观与抱负都要服从于企业CEO为企业发展所分配的价值观与抱负。这就是Andrews（1980）关于企业战略的定义，也是对Carnegie、Barnard和Sloan等人学说的继承。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过程中的战略是一种孤立主义（Isolationism）。在企业战略领域，模范公民既可能是企业的精英，也可能是那些将精英们的偏好制度化的顺从的雇员，这就将企
 业与不利的外部影响隔离开了。

伦理批评中的第二种观点是关于企业战略实践的问题，Hammer和Champy（1993）将其称为“企业再造”（Corporate Re-engineering）。伦理批评导致了这样一种结论：即认为企业再造是与伦理不相干的（Gilbert，1995）。ECCS批评者对于这个结论特别失望，因为Hammer和Champy（1993）将企业再造解释为寻找企业真正内涵的过程。当仔细审视对待他人的正确方式时，企业再造包含了四种相互矛盾的方式。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种伦理批评可以得出这样的一种结论：即企业再造引发了对企业中专断和不安的政治活动（Gilbert，1995）。

ECCS研究流派的第三种观点是提出了被称为“囚徒困境”的分析手段。简而言之（Gilbert，1997b:502）：






囚徒困境的故事中有两名被怀疑与同一桩案件有关的囚徒。两名囚徒坐在分别的牢房里等待审讯。二人都是纯粹的利己主义者，他们理性上都更愿意选择更短的刑期。这个故事的背景中还包括一名律师，除非其中一名囚徒提供证词，否则律师缺乏定罪的充分证据。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关于企业战略的博弈论分析都在企业战略的主流研究的边缘徘徊，囚徒困境在很长时间内受到博弈论学者的推崇。所以，对囚徒困境的运用也出现在企业战略的文献中（如McMillan，1992）。

关于囚徒困境的伦理批评导致了这样的结论：即囚徒困境不应受到如此欢迎。当分别从囚徒困境的三名参与者（两名囚徒和一名权威者）角度进行伦理批评时，结论是：囚徒困境在逻辑上是不合适的，因为伦理应当是对于对待他人的正确方式进行有意义的讨论。这是因为在囚徒困境中没有任何自发的人际关系（Gilbert，1996b，1997b）。进一步说，这一伦理批评揭示了：囚徒困境中最有趣的部分是，审讯官发挥其权威所依赖的关系，在分析中没有得到体现（Gilbert，1996b）。囚徒困境实际上就是“囚徒”的困境。这三个人都被困在了一张极权主义政治的网中。

ECCS研究流派的第四种观点涉及了市场竞争的领域。此时关注的焦点是，企业作为一个实体，不可避免地与市场上的其他参与者发生联系（Gilbert，1996a）。这种企业战略的关系概念和过程中的战略概念有很大的不同。在这一伦理批评观点中，研究重心从企业内部转移到了企业战略是如何更多地描述人际间的互动上。

这一伦理批评关注的是，已经包含了对企业与外部关系者之间关系假设的企业战略模型（Gilbert，1996a）。Porter（1985）的作品就是一个例子。这种批评表明，正如传统上认为的那样，如果超出企业的范围，企业战略就不再适用了（Gilbert，1996a）。如果这些企业战略模型的确承认了与外部关系者的关系，那么正确对待他人的方式就包括：最好是通过努力使他人（主要是竞争者）进行战略转移，从而实现与他们的“武装”休战。这种“利益相关者包含义务”（Stakeholder Containment Imperative）就是企业战略的伦理和政治方式的正确表现（Gilbert，1996a）。这是一种政治，在其中，模范公民既是殖民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Gilbert，1996a）。


最近，人们发现，这种对企业战略的殖民主义方式与Adam Brandenburger和Barry Nalebuff（1996）提出的竞合概念是相互渗透的。竞合战略者只有在对自己有利时，才会善待他人（Gilbert，1998）。和博弈论的观点也有一致的地方：竞合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通过与他人和谐相处，可以避免冲突带来的不利结果。

20.6.2　对伦理批评的研究流派总结

在上述每种分析中，伦理批评都采用了两种伦理标准，即：1）独立的道德代理人；2）对他人追求的宽容。不论从数量上还是从深度上说，这些在自由民主的社会里是最低的公民道德标准。然而，企业战略中的模范公民们还在一直为达到这些标准而努力。出于这个原因，为了使大学生们做好对有价值的公民生活的准备，为他们开设企业战略课程是非常必要的（Gilbert，1996a，1996b）。

20.7　ECCS达到的两个目标

ECCS使得批评者可以达到两种关于企业战略假设的初步的结论。

第一种结论是，企业战略是一个与伦理和政治之间的矛盾相联系的概念。一方面，企业战略是基于一个深思熟虑的行动计划而构建的有序和谐的人类社会的蓝图。从伦理和政治的角度来说，这种对抱负、合作、公德心与管理工作的重视是非常鼓舞人心的。这些是企业战略能够被扩展到关于人类奋斗、人际交往和民主等更大领域的保证。

另一方面，那些不认同CEO为实现企业目标的价值观的人，他们追求合法性的排外情绪也渗到了企业战略中。这种企业战略概念的一个长期特征就是对竞争者保持沉默。翻开任何一本战略管理的教科书，很少能看见关于竞争者的内容，更不用说他们在“竞争”中的参与了。这种沉默掩饰了对于竞争者的憎恶（Gilbert，1992）。讽刺的是，沉默在一本忠于企业战略核心命题的书中被打破。在Richard D’Aveni的《超级竞争》（Hypercompetition
 ）（1994）中，模范公民的主要特性就是排外，他们粉碎了竞争者的努力。从企业战略概念的伦理和政治角度来看，这种公民身份是一种退步。

企业战略中的伦理和政治方面的紧张产生了一个后果：它向企业战略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文字和形象的墙已经倒坍，企业战略概念应该如何被理解呢？这一研究问题很明显地“肯定”了ECCS的实践。我们有理由怀疑，这样一个基于人类的努力和排外情绪的概念，能否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长期发展下去？即如Thomas Friedman在《雷克萨斯和橄榄树》（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
 ）（2000）一书中描述的世界一样，他描述了在这样的世界中，“墙”不复存在。在企业战略管理理论学家们描述的世界中，聪明的战略学家砌起了一道道“墙”（例如，为了保护难以被模仿的资源）。

第二种结论是，ECCS批评者们开始提供一些文献，可以教人们一些企业战
 略，用以指导他们如何过上在伦理上和政治上有价值的生活。这些新文献中的文章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里对很多机构都产生了影响。这是ECCS与自由教育相结合的另一个领域。

20.7.1　阅读书单

其中很多文章是关于学校之间的体育竞争的。其中最著名的是体育记者John Feinstein的文章。在最近有关学校之间体育赛事的三篇文章中，Feinstein（1997、1998、2000）提出了很多由学习企业战略的学生提出的假设与命题。但是，Feinstein向我们介绍的是没有排外情绪的战略学家，他所描述的是作为竞争者出现的战略学家，因此他们能创造出更强的人际关系。

有些文章是关于政治的。Wayne Johnston的《无梦之地》（The Colony of Unrequited Dreams
 ）（1998）是一部历史小说，描述的是纽芬兰第一任总督Joey Smallwood的故事。Johnston笔下的主人公们寻求的是在伦理上和政治上“值得”的生活，他们同纽芬兰的历史背景、恶劣的天气和极度的贫穷都进行了英勇的抗争。

有些文章是关于Norris Hundley（1992）所称的“液压社会”（Hydraulic Society）——众所周知的现代加利福尼亚。Hundley的《饥渴》（The Great Thirst
 ）（1992）、Joan Didion的《白色专辑》（The White Album
 ）（1979）、Mike Davis的《石英之城》（City of Quartz
 ）（1992）和Carey McWilliams的《加利福尼亚：伟大的例外》（California: The Great Exception
 ）（1949）都向我们介绍了那些敢于挑战强权、在沙漠中建立繁荣的政治经济体的先驱们。这种对值得玩的游戏、胜利、生活和事业的追求是对加利福尼亚人最独特的诠释。

有些文章是关于商业的。在《新机器的灵魂》（The Soul of a New Machine
 ）一书中，Tracy Kidder（1982）深入观察了那些开创了美国微型计算机业的企业战略者们。同样地，在《硬着陆》（Hard Landing
 ）中，Thomas Petzinger（1996）向我们介绍了美国民航业的那些先驱们。

这些文章要表达的，并不是所有企业战略家们都过着典范的生活，有些人的确不是。它们想向我们传达的是，这些文章的作者使我们去了解这些企业战略者，他们是卓越的人，他们通过企业战略的实践去追求有伦理的生活。这种追求是自由教育的灵魂。而且，企业战略和伦理之间的这种联系是对另外两种联系的颠覆。

20.8　结论

对企业战略的伦理批评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正如Kluge（1993:250）在《母校》中结尾鼓励他同事所说的，“我不停地想，如果我们对自己要求的更多，那我们的生活将变得多么好啊！”对企业战略的伦理批评并没有终点，正如所有的批评实践都没有止境。我们只有不断地向自己提出要求，因为我们是与企业战略利
 益相关的群体，所以我们也要求自己去“要求”企业战略能够达到越来越高的标准。在可预见的未来，对企业战略的伦理批评将会成为一场战役，保卫这样的期待：企业战略的概念能够在美国大学的课程和有关自由民族的公开辩论中传达更多含义，而不仅仅传达出这样的言论：如X企业因采用企业战略S而超越了Y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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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商业与国家政策：政治市场中的竞争

战略管理主要关注组织如何努力去发掘和利用能够创造价值的机会。在任何时间点，机会在整个空间领域中是各不相同的。不同地区的组织都是在诺贝尔奖得主Douglas North所描述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环境（North，1994、1990）中进行运作。正式制度包括法律、法规、政策及它们的具体实施；而非正式制度则包括那些构成了一个国家或政治区域的规范、价值观及思维模式（North，1994、1990）。对于任何独立的组织，那些与其在同一环境下运作的其他组织所进行的活动也会影响到这个组织现有的机会，而这些影响因素就涵盖了从竞争者和供应商到政党和利益相关者采取的行动。许多战略研究者对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匹配关系进行了调查（Nohria和Ghoshal，1994；Venkatraman，1989）。然而，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机会和威胁是不断被创造出来的。因此，企业匹配这种静态的观念就不如动态观更得益。动态观认为企业在预测和／或应对环境的变化时，会频繁地采取行动以提高自己的竞争地位（Ferrier、Smith和Grimm，1999；Smith、Grimm和Gannon，1992）。在动态的环境中，机会（和威胁）是从组织彼此之间，以及组织和它们的制度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发展出来的。

由于正式制度是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而非正式制度却不是，因此正式制度更容易改变。组织寻求创造新的机会所采取的行动能够也确实对正式制度的变化过程施加了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新成立的MCI公司通过采取游说的方式，成功地让美国联邦改变了法规允许长途电话的市场竞争，从而为自己创造了新的市场机会（Yoffie和Bergstein，1985）。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欧盟提出的采取单一货币和减少贸易的内部壁垒的政策，都是由那些寻求降低贸易交易成本和利用自己的规模经济，以在众多成员国市场进行竞争的大型跨国企业积极推动的。2000年，美国国会对与中国建立永久正常的贸易关系的讨论就受到了那些渴望创造新的商业机会的各类企业积极支持的，如星巴克和雅芳（Maggs，2000；Scrivo，2000）。


试图改变正式制度以改变现有的机会可能是企业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企业也可以积极抵制正式制度的改变以保护现有的经营业务不受新的或外国竞争者的影响，就像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中的钢铁行业和其他行业所采取的措施一样。一些企业也许在某一时间点积极抵制正式制度的改变，但是当组织或其他环境的现状发生改变后，企业也许会支持新的政策。例如，英国电信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对于政府提出的放松管制进行了强烈的抵制。在此期间，英国电信公司又同时寻求提高自己的营销能力和降低运营成本，因此在它提高了自己的竞争能力并且也寻求进入欧美那些仍受到管制的市场时，它在90年代又转身成为了放松管制的积极倡导者（Bonardi，1999）。

不是所有的企业在面临潜在的机会（或威胁）时，都可以通过其战略的制定来改变正式制度而得以实现。当管理者考虑如何在正式制度环境中运作时有三种途径。他们可以对法律或法规的变化做出简单的回应；他们可以对变化做出预测并将预期的变化纳入他们的战略制定过程中；他们可以积极地寻求改变正式制度的安排，并将其作为自己战略的一部分（Salmon和Seigfried，1977；Weidenbaum，1980）。

本章将着重论述第三种途径——将政治策略作为该企业企业战略的一部分。Schendel和Hofer（1979）将企业战略描述为“将企业与其更广泛的不可控环境进行整合”的努力。尽管“企业战略（enterprise strategy）”这个术语是Schendel和Hofer所定义的概念的一个延伸，但是，这个观点强调企业环境的某些方面是可控的或至少是能够被影响的。构成商业正式制度环境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以及它们的具体实施——的确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改变，并且它们也受到了企业和其他组织表现出的明确的支持倾向的影响。Baron（1995、1997）将企业表现出的明确的支持倾向这样一系列活动称为“非市场战略”，并且认为企业能够从整合自己的市场和非市场战略中获益。

下一节将探讨为什么企业战略的研究很少涉及对于政治策略的探讨。紧接着一些相关的研究阐明了，为什么影响国家政策的努力应该作为企业整体战略的一部分。然后，对企业实施各种政治策略的能力进行讨论。最后一节将就一个问题进行简要概述，即不同的制度环境是如何影响到企业改变法律、法规或政策的机会的。

21.1　为什么政治战略常常不作为企业战略的一部分？

当政府的行动者执行新的或改变现有的关于税收、产权、贸易限制、环境控制、竞争政策、人力资源实践、产品或工作场所的安全与标准、广告、隐私、补贴或政府合同，以及很多其他相关问题时，这些决定往往影响到个别企业的运营和机会。Porter在讨论如何塑造一个企业的战略力量时，他明确提到了政府政策的重要性，但是当描述企业如何制定一项战略迎接相应的挑战时，他暗示这些都是“外部因素”（1979:9）。所有的战略研究者都明白国家政策的重要性，但是，许多主流的战略学者仍将这些政策的制定过程作为企业环境的外生变量。这是为
 什么呢？

这也许是因为很多战略研究者都具有产业组织经济学的背景，并且许多经济学家历年来忽略了国家政策制定的过程（有的现在仍旧如此）。例如，如果你去细读1990年以前的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著作，并且关注那些对于像竞争政策或贸易法规这些国家政策的政治进程的详细讨论，你就会发现这一点。尽管著作中对从最低工资立法到环保法规，再到贸易补贴的政策建议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广泛讨论，但是很少有人去描述这些政策的选择、执行或更改的过程。或者，在查阅许多当前的企业战略文献的时候，你也可以观察到关于企业是怎样通过试图影响国家政策而改变自己的机会集这样的问题，仍然缺乏实质性的讨论。

在James Buchanan于198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经济政策制定过程的重要性。Buchanan的研究解释了不同的决策规则是怎样影响个人做出集体决策的（Buchanan和Tullock，1962；Buchanan，1968、1975、1986）。Buchanan的研究是建立在早期的政治科学家Arthur Bentley（1935）和David Truman（1951）的研究工作基础上，他们强调在美国，有组织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是国家政策的主要驱动力。

Buchanan的研究与企业的政治战略之间的相关性是非常明确的。“要预测行为，不管是政府机构还是私人组织……机构中的行为，都必须要仔细地审查个别决策者所面临的限制和机会”（1988:7）。也就是说，政府机关、部门、内阁或立法机构的个人决策者可以被塑造成自利行为者，就像研究管理、营销或金融的学者看待管理者、员工、供应商、投资者、债权人或消费者的方式一样。Stigler（1971），Peltzman（1976，1987），Maloney、McCormick和Tollison（1984），以及Peltzman、Levine和Noll（1989）所做的实证研究最早支持了这种监管决策者观点。McCormick和Tollison（1978），以及Crain和Tollison（1980）也在美国发现了支持立法者这种观点的证据。Grier、McDonald和Tollison（1995）将其分析延伸到了行政否决权。

激励和约束对于国家政策过程中行为者的意义，就像其对于从事私营部门活动的行动者的意义一样。

Buchanan的研究中所提到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核心问题，被称为“公共选择”问题——研究个人怎样做出集体选择——这就与那些在经济学和商业中对传统的私人活动的研究形成了对照（Mueller，1989）。这项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贡献就是将政治进程作为行动者之间的交换而予以概念化。对此观点进行详细阐述是很有益处的。Buchanan指出：






市场就是机构之间的交易。人们进入市场进行交易。他们不会为了促进某些超交易或超个人事务而进入市场……



这种将交易的概念延伸到政治策略中遭受到了传统的偏见，即个人会由于对真善美的追求而参与到政治活动中，但是，这些理念对于参与者的价值是因人而异的，因此可能或不可能通过行为表达出来……市场和政治之间的相关差异不在于个人追求的各种价值／利益，而在于他们是在何种条件下追求各种利益的。政治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换的复杂结构，结构内的个人尽量协力地保护那些他们自
 
 己私下制定的目标，而这些不能简单地通过市场交换而受到保护。如果没有个人兴趣，那也就不存在什么利益了。（1987:246）






在公共选择的框架中，个人行动者有各种公共政策的需求，就像他们对食品、数字技术或本地供应商的需求一样。个人的公共政策需求通过像利益集团、商业或贸易协会和／或其他有组织的联盟团体这些利益聚合机构而得到整合。对于不同的制度环境，具有不同的利益聚合机制，我们对此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进行详细的论述。民主主义存在于大多数的现代经济体中，竞争也存在于那些试图影响政治决策者的团队、协会和联盟之间。这些个人团体之间的竞争，可以被看作是在政治市场中的潜在购买者之间的需求方竞争。

个人与个人之间也存在着竞争以成为政治决策者，也就是说，那些力图成为国家政策供应者的个人之间也存在着竞争。在立法供给方面，明显的竞争存在于那些目前的当选机构和那些当前的反对派与那些想成为未来的立法机关或国会成员的人之间。政治供应商之间的竞争也存在于政府的行政部门中，因为这些机构、部门或部委会争夺关于各种政策问题、预算及其他资源的影响力和管辖权（Niskanen，1971，1975）。

21.2　国家政策过程和企业战略

国家政策过程的模式具有一套类似于市场的相互作用，它明确了企业作为国家政策过程需求方的参与者这一潜在作用。将国家政策决策纳入到战略制定和实施过程的基本原理中，直接暗含着管理研究要考察企业的政治活动。很多学者都认识到了企业政治活动的重要性，并将企业的政治活动定义为企业旨在影响政府决策者做决策的活动，其中包括在这些活动中所使用的方法，以及这些活动的指向目标（Salorio，1993）。Epstein认为，“政治竞争紧随经济竞争之后”并且政府可能被视为可以为某个企业的竞争地位创造最有利的环境的契机（1969:242）。Mitnick（1993）发展了Epstein的政府决策的概念，进一步将政府决策作为一个可竞争的过程。Keim（1981）列举了在大型美国企业中，企业公共事务职能的正式化增加这一证据。他主张“成功的管理者必须要了解国家政策过程，要预测新出现的问题的潜在后果，并且要有效地实施企业政治战略”（1981:41）。在对烟草行业的研究中，Miles（1982）发现，烟草行业作为一个整体能够通过政治行动和政府协作来捍卫自己的行业及其赢利能力。Boddewyn（1993）指出，美国的汽车企业在美国市场上与日本生产商提供的产品出现竞争困难时，它们会向政府寻求保护。Boddewyn断言，就算一个企业不是成本、差异化或聚焦领导者，它仍可以在政治舞台上击败竞争对手。作为国家政策市场的需求方，企业可以从事政治活动以尽量保护、维持或创造国内和国际的竞争优势（Wood，1986）。企业制定政治战略的目标范围，可以从增加其市场规模或相对于供应商的议价能力到减少新进入者进入现有市场的威胁（Gale和Buchholz，1987）。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George Stigler（1971）归纳出了四类企业可以从监管保护中得到
 的好处［或是Rugman和Verbeke（1993）所定义的寻求“庇护所”策略］：直接补贴；进入市场的管控调节；影响替代品和互补品的能力；价格决定。Mitnick（1981）也提供了无数的例子来显示企业关于监管政策的战略决策行为。Moran（1985）经过计算认为，寻求保护是企业可以从事的一个最有利可图的活动。据估计，该种活动的投资（法律费）每年能够产生超过200％的平均回报率，而不管是何种结果，美国政府都承担了将近90％的费用。Tollison（1982）表示，企业可能愿意花费政府政策产生的某种租金的现值来防止这种条款被淘汰。政府关系不仅仅具有防御作用，还拥有获取真实“收益”的潜力，因此值得受到和企业其他管理职能一样的关注（Boddewyn，1975）。Hillman、Zardkoohi和Bierman（1999）表明，对于那些存在高管或董事被任命或推举到政府职位上的企业，在其人员获得任命或当选的时候，企业都获得了异常的市场回报。这一研究第一次展现出了企业的政治行为与股东价值创造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

正如前面所指出的，Baron（1995）将一系列的政治策略包含于企业的非市场战略中。他认为，企业应该同时考虑市场和非市场战略以提高绩效。市场战略强调经济绩效，而非市场战略强调整体绩效，需要将社会和环境因素都考虑进来。非市场战略不仅能帮助企业实现竞争优势的潜力，还能帮助企业抵消竞争劣势。因此，在定位和防御市场力量的时候，市场和非市场战略都应该考虑进去。Baron提倡整合战略制定，即结合市场分析或竞争分析和非市场的分析为一体的综合战略。事实上，Shaffer、Quasney和Grimm（2000）对航空业进行的一次近期调查，发现了整合市场和非市场战略对于企业绩效产生正向且显著的影响的证据。

Baron（1995）提出的政治战略的“非市场”分类，可以将政治战略从比较传统的企业战略概念中区分出来。然而，将政治领域看作一个市场也是有很多原因的。Buchanan（1968）及其他政治经济学家就是这样做的（Mueller，1989）。Keim和Baysinger（1988）、Hillman和Keim（1995）也在市场环境下建立了政治竞争的理论模式。至少在民主国家中，将国家政策过程作为一个市场存在着几个优势。一，明确地识别出了政治的交换性质和明确了供需双方。二，考虑了供需双方的利益并且理解了究竟什么可以在这一过程中进行交换。三，明确意识到了政治领域竞争的本质，特别是对于需求方而言。

尽管在语义上存在差异，Baron（1995）和Boddewyn（1993）一样坚持认为，非市场环境应该被视为内生变量而不是外生变量。企业能够也确实可以影响政治进程及其运营规则，并且新法规和新标准也时常发生变更（Aharoni，1993）。将政府作为内生变量，当企业在展望未来的时候，无论是市场环境还是制度环境都不应该被视为静止的。在某种程度上，如果单个企业能够影响到国家政策的制定，那么企业的政治行为应该被视为一种战略（Salorio，1993）。

考虑到政治行为的战略意义，Gale和Buchholz（1987）认为国家政策领域中的竞争和市场竞争一样激烈，并且政治行为是整体竞争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这是21世纪初期发生在美国或其他发达的民主国家中烟草行业所面临的现实情况。这也适用于制药企业，因为它们在美国和其他地方都面临着弱化专利保护，以试图让医疗惠及更多穷人的压力。这也是任何生产转基因产品的行业或那些受到
 《京都协议》影响的排放室温气体的企业所面临的情况。对于这类或另一些行业，将发展政治行为和政治战略作为其整体战略的一部分是非常重要的（Oberman，1993；Yoffie和Bergenstein，1985）。如果政府对于企业未来的竞争很重要，那么政治行为必须优先考虑（Yoffie，1988）。Boddewyn（1975，1993）和Mahon（1993）认为，政治优势可能也是企业竞争优势的一部分。Aharoni声称“企业在某种程度上能与环境进行匹配（或是企业能够塑造环境）的能力是企业获得战略优势的主要手段”（1993:34）。企业的政治行为是企业试图去塑造自己参与竞争的制度环境的方式。

无论何时，都存在大量的组织试图塑造对自己有利的制度环境。这些组织和团体都在为将自己的偏好转化为政策进行竞争。在某些问题上，一个行业中的竞争者可能会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只和外界集团进行竞争（例如，加拿大的贸易协会对限制进口第三世界的纺织品进行的游说）。然而在另一些情况下，行业中的成员可能实际上有着不同的偏好，因此为了能够影响政策而彼此进行竞争。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能源企业对于在新配方汽油中添加燃油添加剂以满足美国的EPA标准上持有不同的立场。像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和美国环保基金会（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这样的环保组织，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不同的主张（Baron，2000）。Keim和Baysinger（1988）认为由于国家政策过程的竞争本质，企业必须设法在政治领域建立自己的竞争优势以与其他团体进行抗衡。

21.3　政治市场中的政治能力和企业优势

企业的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稀有的、不可模仿的、不可替代的和能为企业创造价值的能力，对于企业在市场上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是非常重要的。Boddewyn（1993）认为，那些没有被资源基础视角纳入考虑范围的政治能力对于竞争优势可能很重要。政治能力应该包括：关于制度环境较好的理解力；能更好地接触到决策制定者；更好的谈判和非谈判性能力；资金及其他如声望、建立联盟的能力和企业家政治才能这些因素（Boddewyn和Brewer，1994）。这些都被视为企业的资产，并且Baron认为“在任一固定的时间里，这些独特的能力和企业专有的非市场资产是固定的，但是这些也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发展或被遗失。”（1995:61）

下面将适用于实际环境的企业战略作为实例来进行分析。虽然有一些企业试图抵制国家政策的施行以使组织自己能掌握使用实际环境的权力，其他一些企业则有意地尝试尽量以超出现存规章制度的要求去减少其运营对于环境的影响。这些“绿色战略”可能使企业拥有更好的绩效表现（Russo和Fouts，1997）。除了能吸引那些讲求环保的消费者外，这类企业建立的声望或许也是一种政治资产，并且能帮助它们接近并取信于那些将要制定未来环境保护政策和对现有政策能施加影响的立法者和监管部门。反过来，这可以有助于这些企业对未来的政策决定做出更好的预测，并且能在塑造这些政策的细节方面发挥作用。这两种能力都是竞争优势的来源，并且那些没有采取绿色战略的企业很难对这种优势进行复制。
 这就是企业开发那些有助于其在政治市场中竞争以获得对政策决策者（供应商）有影响力的资产的例子。

在美国，一些国家政策问题似乎是由选民中广泛的利益集团所驱动的，而许多政治问题只跟一些组织严密的团体显著有关。无组织的选民对于这些问题具有理性的无知，并且也不参与影响这种决定的过程（Keim和Zeithaml，1986）。事实上，在对最近一次总统选举的调查显示，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美国人知道国会成员的名字（Morin，1996）。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那些不知道本国的立法者是谁的人是无法识别出他们的立法者在国会上做出了什么表决。因此，对于许多问题的竞争主要发生在那些与此有重要关系的有组织的选民中（Keim和Zeithaml，1986）。

Keim和Baysinger（1988）认为企业会努力在政治市场中施加自己的影响，而这种竞争性将会激励企业开发自己的能力，以便获得其在政治竞争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这与资源基础观是一致的，即企业将寻求那些能以独特的方式创造政治价值且难以模仿的能力。一些像金钱捐助、通过游说获取的信息和接近决策者等这些能力，是人力资源运作的结果，因此能够被模仿或被其他特定的企业给挖走。然而，另一些政治能力可能是无法被模仿的。企业的声望，以及长期与政治决策者打交道而建立的信任，这类属性是不容易被复制和取代的。

政治能力的某些方面是嵌套在过去的事件中的（Arthur，1989；North，1990），例如，一个企业或一个利益集团可能在它早期在州立法机构的工作中与某一个特别的政治家发展了关系。在这期间，这个政治家学会了依靠这个企业来获取可信的信息、竞选支持和其他的资源。后来，这位政治家可能被选任为美国国会议员，并且逐渐晋升为领导者。由于这段关系是早期建立的，这个企业可能就能够拥有其他企业试图与这位政治家建立关系而不能获得的进入权。早在1970年，Kindleberger宣称一个企业的政治力量可能比经济力量有更长久的使用期，因为政治变化不如经济或市场变化频繁，并且政治边界比市场边界更明确。这就有可能创造一个可持续的政治优势（Boddewyn，1993），并且对于企业及其管理者获取成功所需的技能存在潜在的影响（Leone，1979）。然而，这种竞争优势不是无限可持续的，因为组织的战略和政治能力是情境依赖的（Collis，1994）。在这一点上，对于迄今为止的企业政治行为类型的详细分析可能是非常有用的。

21.4　企业的政治行为

企业政治行为的研究者已经将这些行为进行了分类。文献中的大多分类都可以在运营层次上被归为三类，正如Schollhammer（1975）所讨论的一样：集体行动、个别企业的行动和组织中像高管这类个体所采取的行动。Leone（1979）认为，政治悟性对于管理者在日益严格的监管环境下取得成功是必要的。事实上，甚至最近对于法律助理的调查显示，通过高管进行游说或与官员进行直接接触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政治策略（Lord，2000）。因此，企业内或企业与企业之间可以从这
 三个不同的层次上选择施行政治行为。

与这三个实施层次类似的是Oberman（1993）所概括的企业政治战略的三个一般途径。这些途径被描述为：自下而上的途径，其中包括利用像基层建设或倡导性广告这类的选民压力；自上而下的方法，例如政治行动委员会（PAC）的影响或组织的高层进行的游说努力；渐进的途径，其强调随着时间的演进而发展的一套行为模式（Keim，2000）。

Yoffie（1987）在考察集体层次和个别企业层次的一般政治战略时，注意到企业可以在集体努力中扮演不同的角色。考虑到国家政策过程的本质，即许多组织团体进行竞争以争取能够影响政策决策者，那么一些组织“搭便车”的行为或退出政治参与的行为就是可以理解的（Lenway和Rehbein，1991）。国家政策的许多方面是具有集体性质的。也就是说，政策的收益或成本对许多组织都有影响，这其中包括那些积极寻求影响政策制定的参与者和那些什么也没有做的组织。例如，如果一群国内的纺织企业进行游说，以寻求对进口纺织品的贸易进行限制，并且取得了成功，这些限制将会惠及本国所有的纺织企业，而不仅仅是那些参加了游说的企业。因此，考虑到利益的集体性质和能够影响政策的低边际概率，一些企业可能选择不参与影响政治进程的活动。

然而，从集体行动中获得的好处，可能会因企业而异。也就是说，一些企业——通常是规模较大的生产商——可能会比其他小型企业能从具有集体利益的政策决定中获得更多的利益。Schuler（1996）对于美国钢铁行业的研究发现，那些占有最大市场份额的企业，在对于贸易问题这类政治问题上表现得最活跃积极。当企业在某些方面存在差异性的时候，政策的集体利益（或成本）也会对这些企业产生不同的影响。以美国的燃煤发电机气体排放的硫排放政策为例。使用低硫的西部的煤企业可能比使用美国东部含杂质较多的煤企业受到该政策的影响更少。Yoffie认为，如果政治问题不显著或是如果政治行动的资源有限，企业将会采取搭便车的行为。

另外，企业可以选择成为集体政治行动的跟随者或领导者。只要企业认为存在战略显著性并且在资源上也不受到严重的限制，它们就可能会加入到集体政治行动中来，或成为跟随者。然而，一个企业要成为领导者，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问题对于企业影响的显著性，以及对于政治行为的实施是否具有充足的资源能够应对。在这种情况下，隐含的假设是企业的决策者受到激励以使自己的利益和所有者的利益联合起来。如果不是这样，个人和组织的目标冲突就可能出现，部分原因可能是CEO拥有个人的政治抱负而使自己的企业成为政治活动的领导者。因此，企业成为领导者，并不是因为这样能获使企业获得最大利益，而是因为这样可能会使CEO的政治利益增加。这样的代理问题当然是可能存在的，但是我们不在这里进行深究了。

在某些情况下，某一政策的好处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在单一企业中。当集体行动因为缺乏共识，或是由于垄断租金的可能性而导致一致行动存在困难时，企业可能有动机去采取行动以寻求那些能获取大量私人利益的政策。

Yoffie认为，政治战略类型的使用取决于两个变量：问题的显著性和资源（财务、人力和关系资源）。另外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时机。政治问题会不断完
 善，并且遵循一个可预测的生命周期来进行（Buchholz，1992；Baron，2000）。

议题产生的原因并不总是能够被清楚地道出。某些人可能会给报纸的编辑写信或创建一个网站，或某地区一个小规模的抗议团体的形成并且受到了媒体的关注。如果这个议题通过利益团体的形成来推动它的发展，或者一些现有的团体将这个议题加入它们自己的议事日程中，那么这个议题就会保留下来并获得持续发展。如果对于这一议题的兴趣与日俱增，或者如果这个议题吸引了大量媒体的关注，政策决策者或许就会将这一议题纳入考虑范围中。如果政治决策者和议会制度的政治选举人对这一议题表现出足够的兴趣，这个党派可能会把这个问题提上自己的议程。在美国，可能会在国家或联邦层面出台相关的立法。如果政治决策者对于这一议题表现出持续的关注，以及缺乏明显的反对者，这种情况可能就会使相关立法获得通过。这样又会导致各机关或各级政府对新的方案、规则或法规的贯彻和执行。一个问题对于企业的计划或机会的影响力来说，会随着这个议题生命周期的变化而增加。对于一个企业或集团来说，其对一个国家政策议题产生影响的机会也会随着该议题生命周期的变化而减少（见图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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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　政治问题的影响力和在问题生命周期中可能产生影响的概率


资料来源：非市场问题的生命周期与战略（Baron，2000:33）。


在一个议题生命周期的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类型的政治战略将会产生不同的作用。在早期阶段，采用自下往上的途径（Oberman，1993）或其他一些策略可以用于塑造舆论和对政治议程产生影响，这些策略包括：倡导性广告（Sethi，1982）（在媒体中表明企业立场的公共广告）；公共形象广告（广告不仅仅聚焦于这一事件上，而是为了塑造企业的整体形象，比如埃克森公司瓦尔迪兹石油泄漏之后播出的环境公益广告）；经济教育（企业试图对特定议题的潜在成本和／或利益有关的公共事务进行培训）；运用一些其他的“沟通策略”来帮助制造舆论以影响政治议程。然而，当该问题处于形成阶段时，Buchholz（1992）建议采用“参与战略”或更多地使用由上往下的路径（Oberman，1993）。这些包括分别对议员进行游说、作为行业协会的参与者进行游说、向政治活动委员会寻求资
 源，或其他建立选举区方法，例如由企业员工、供应商或退休人员进行的基层动员，或是不通过行业协会而直接与其他企业和利益集团建立临时性的联盟。无论是沟通策略还是参与策略，其在根本上都是积极主动的前设行为，因为它们都注重在政策起草之前对于议题施加影响。而另一方面，Buchholz建议，合规策略可以作为一种被动应对策略而使用在法律已经获得通过并且处于实施的阶段。合规策略可能包括遵从审判系统的法律策略、遵守法规，或不遵守法规而是制造一个新议题以改变先前议题在生命周期中的位置。

Aplin和Hegarty（1980）也对影响政治进程的政治战略进行了分类。他们的分类包括信息、公开曝光／申诉、直接施压及政治因素。信息策略包括作为专家证人、对政策制定者的单独拜访、对决策制定者提供独特的论据和见解，以及对这一议题撰写技术报告等活动。另一方面，公开曝光／申诉策略的主要关注点不是决策制定者而是公众，因为公众会反过来影响政策制定者。这些策略包括公布政治家的表决记录、运用第三方的影响力、增加书写活动，以及Buchholz（1992）所讨论宣传和沟通一类的媒体竞选活动。直接施压策略，包括整治活动委员会的支援或其他的财务支持。最后，能够产生政治策略的影响在于选民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同僚接触。

Keim和Zeithaml（1986）在讨论如何在这些策略中做出选择时，使用了和Yoffie（1987）类似的逻辑。他们认为，企业的政治战略要受到政治事件的显著性和立法者的连任目标的部分影响。他们认为，一个企业采取政治行动的可能性是基于那个行动会带来的集体利益的概率、集体利益的价值、个别企业对于集体利益的价值预期、任何私人或选择性的利益值，以及政治行动的成本。尽管作者认为政治策略是成本／效益分析的结果，并且依赖于问题的显著性和立法者的目标，但是还没有具体的理论来解释成本／效益分析是怎样导致一个特性的战术被选择的。更确切地说，成本和效益的计算导致了是否采取政治行动的决定。

Getz（1993）对于政治战术的分类包含了其他学者都考虑的许多策略：游说、报告研究成果、报告调查结果、在听证会上作证、建立选取，以及一旦一项法规获得通过就立马采取合法行动。但是，他的分类也包括了前面没有提到过的第七类策略——个人服务。Getz将个人服务定义为，企业成员在其政治能力范围内对企业进行服务。个人服务的例子，包括企业成员竞选当地或联邦成员，或者是作为政府或联邦政府的被任命者。如前面所述，这点在Hillman、Zardkoohi和Bierman（1999）的时事研究中已经得到了证实。Hillman及其同事从理论上说明了，企业利润可能通过增加可能的影响力或与政策决策人接触这类策略而获得累积增加。尽管这些作者不认为个人服务总是企业有意识地用来影响政治进程的策略，但这确实是能够对决策者产生影响或接触决策者的方法。

在以前文献的基础上，Hillman和Hitt（1999）开发了一个全面的企业政治战略分类，其通过——交易或关系、参与的层次——个人或集体、使用的战术来区分政治行动。他们认为有三种可供选择的战略，并且每种需要不同的战术组合：给政治决策者提供信息、提供财务诱因，以及努力激起选民的压力。Hillman和Hitt（1999）还确定了那些可能影响企业的政治战略选择的企业变量，例如，相关或非相关多元化和财务资源，以及制度变量，其包括政治体制的特点；例
 如组织利益集团的参与方式很可能会影响政治策略的选择。这是这个领域为数不多的研究，它们对其他国家的制度特征是怎样影响国内企业的政治战略进行了探讨。

企业的政治行动对于在多个国家经营的跨国企业固然是非常重要的（Boddewyn和Brewer，1994；Doz，1986）。尽管Aharoni（1993）认为，那些无法赶上跨国企业的国内企业仍可以通过政治行动产生租金，以获得高于平均的利润，但是不管是外国企业还是本国企业，只要能成功地创造一个政治优势（Boddewyn，1993），任何企业都可能是这种租金的潜在拥有者。另外，跨越国界还产生了额外的战略选择，这些选择由于不同的制度环境而在本国不存在，并且由于国际商务活动挑起政府之间的争斗，因而可以产生杠杆作用。

Ricks、Toyne和Martinez（1990）认同了一些跨国企业常用的政治方法。他们辨别了四种跨国企业常用的方法：国际政治风险预测、游说东道国政府以获得优惠的待遇、游说本国政府以获得援助，以及试图保护本国业务免遭东道国政府的干预。尽管这两种形式的游说活动显然与其他已经讨论过的一般的政治战略相符合，但是风险预测不是一种影响国家政策的战略，而是一种分析工具。同样，第四种方法的保护运营免遭政府干预似乎也不是一个政治方法，而更像是一个目标。

企业是在什么样的制度环境下试图影响政治决策者？下面便对制度环境进行详细的论述。

21.5　企业政治行动的制度环境

我们已经在文章一开始就介绍了North（1994）理解的企业运营的制度环境的三个框架。组织与其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相互作用，决定了企业在任何时候任一地区运营的环境。这个框架有助于我们辨别出可能会影响到企业对于不同战略和战术的选择及其效果所处的环境的关键特征。正式制度及其施行，也就是在特定的州或国家贯彻和执行的法律、政策和法规，有助于确定企业在某一时刻的机会集。企业可能会致力于改变正式制度或抵制正式制度的改变，以作为一种改变或保护机会的手段。一些正式制度，特别是那些规定了决策制定规则的具有宪法性质制度，对于企业和其他试图影响政策制定者的政治战略选择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作用。就如Hillman和Keim（1995）指出的那样，议会制度和美国的总统——国会制度运作方式的不同为那些寻求影响政策的组织和团体提供了不同的机会。

在政策制定方面，议会制的政府部门往往比美国的内阁机构所起的作用更大（Hillman和Keim，1995）。像瑞士或美国加州和得克萨斯州这样使用公众公投的国家或州，会对企业或其他团体的战略选择会产生影响。当试图影响公投表决的时候，倡导性广告就变得非常重要，尽管这种策略在立法议题上通常被视为无效（Lord，2000）。Hillman和Hitt（1999）描述了社团主义制度和多党制之间的区别。瑞典和奥地利就是采用的社团主义制度，其利益集团的形成，特别是有关商业和
 劳工的利益集团，是通过法律正式组织起来的；美国采取的是多党制，其利益集团的参与相对而言是不正式的、分散的。

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互动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当企业战略考虑采取政治行动以影响国家政策制定者的时候，明白这些制定者所处的制度环境是非常重要的。立法机构的成员比那些工作在部委、部门或机构的职业公务员更加依赖于选民的意愿。后者可能更关心从那些受人尊敬的研究者那里获得的证据，而前者可能更愿意对民意调查或对某一议题所受到的选民邮件做出回应。此外，职业官员在考虑问题时会有比较长远的见解，而立法者则主要关注自己如何在下次选举中获性。例如，在像德国或加拿大这类具有很强大的政治党派的议会制国家，政党的领导层对于党的议程能够施加重要的影响，这反过来又决定了议会中的政策提议和党内成员的职位。像美国这样具有无权威党派的政治制度，就算是总统也很难控制自己的党派，就如很多民主党人在国会上表示拒绝支持克林顿总统在他第二届任期中反复提出的加快贸易谈判的提案。

非正式制度（North，1994），即公民的规范、价值观和思维模式，也会影响到企业的政治行动。在采取议会制度的国家中，个别企业通过其高管的活动与特定的政党联合起来这一现象是非常普遍的。然而这在美国却比较罕见，因为企业认为与单一政党走得太近而处于统一战线风险太大。个别的高管可能会在某一党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他们通常很小心以避免自己在此类活动中的行为代表了企业的立场。非正式制度也会对那些会影响企业的运营或机会的实质性议题产生影响，因为这些议题导致了法律、法规或其他实施规则的改变。像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或奥地利这样对于环保或“绿色”问题非常重视的州或国家，会使人们对于处理空气污染和水污染，以及与回收利用相关的严格的法规表示强烈支持。另一方面，在得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和俄罗斯的公民似乎不那么关注环境问题，因此其正式的法规也就没有那么严格。

不同的制度环境也有不同的组织角色。如上述所说，一方面，在民主国家，组织经常推动了国家政策的改变。例如，在像德国这样的国家，参与工会组织的劳工的比例比美国高很多（IMD，1999），这样就能成为企业更强大的政治对手。另一方面，企业可以从像德国工业联合会（Federation of German Industry）这样正式的保护伞式的协会中收益，因为这些协会可以就一些议题为企业提供更广泛的商业支持。而美国的商会、商业圆桌会议和独立企业全国联合会，分别代表了美国不同的利益小集团，因此在美国没有相应的组织可以代表全部企业而统一发表意见（Hillman和Keim，1995）。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表明企业环境的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最近一次对于47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的研究中，对居民的生活质量进行调查后的排名结果是，加拿大和奥地利分别排第三和第一（IMD，1999）。加拿大和奥地利在人均收入的排名上也非常相近，在同一调查中，其分别位列第十和十一。它们工作人口的年龄构成的比例也很相似。两个国家加入工会的劳工比例也是相似的。但是，就每年因罢工而失去的工作日而言，奥地利因罢工次数少而名列前茅，而加拿大却几乎排名触底。为什么呢？

在奥地利，特别强调劳资之间的合作，并将之称为社会伙伴关系（AK，1999）。这种合作似乎是从20世纪30年代那场痛苦的内战中得到的经验教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地利成为了一个分裂的国家，其中俄罗斯的军队占领了多瑙河以北的土地，而同盟国控制了该国的南部地区。国家的统一需要最大程度的合作，以确保处于冷战中的双方的要求都可以得到满足。为了促进战后的合作，政府在组织中创建了一种强制性的成员组织以代表所有工人和商业人士的利益。这些他们将其称之为内庭的组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代表了其拥护者的利益，并且它还寻求关于奥地利重要的经济政策的共同立场。对于那些可能造成分裂的问题找到合作的解决方案，在今天仍被许多奥地利人看作是一种美德。

本例中有关国家政策过程的重要组织参与者是那些议员机构，而其又是正式制度强制要求劳工和企业所有者建立成员组织而得到的结果。非正式制度的重要之处在于，其强调了在奥地利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展出的合作，并将其作为一种社会规范。这一规范贯穿于整个文化环境中，因而减少了劳资冲突。而在加拿大，由于既没有类似的组织也没有合作的惯例，在国家政策的问题上，企业就将劳工组织作为一个更强劲的对手。

21.6　结论

对于任何一个组织，战略的制定必然涉及决策的选择，而这些选择又是建立在对特定企业及其所处环境的一些分析基础之上的。本章的结论是，作为环境的一部分的正式制度——法律、政策、法规及其施行——会由于组织参与者在环境中的行为而有所改变。企业明天的机会一部分来自于像竞争企业、供应商、环保组织、工会或其他利益集团这类与其相关的组织在今天所采取的行动。因此，企业应该考虑如何通过改变环境创造机会，并且也应该思考其他组织会采取何种方式来试图改变环境。

这里的分析表明企业的正式制度环境是另一个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各种组织利用其资源与能做出国家决策的那些选任的、任命的，以及职业公务员这些供应商进行交换，以获得所需的政策结果。根据非正式制度——规范、价值观、个人的心智模式与正式制度——例如议会或国会——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组织战略去影响决策者，这或多或少能都取得些许成功。

从企业的角度看，管理人员必须将机会看作是嵌套在动态环境中的。他们必须能够理解机会存在于或嵌套在现存的非正式制度中，并且要意识到机会也通常是处于缓慢变化中的。在中欧这类新的市场经济中运营的企业，企业根据员工和顾客的态度来调整变化的速度。对于资历老的单个企业，由于其在某一环境中存活了太久，因而对于改变特别迟缓。为了抓住机会，需要进行更快速的改变并有所创造，这样的机会来自于那些创建正式制度的政策。这里，变化通常源自于其他在同一环境下运作的组织所采取的行动，这些组织试图改变政策以使其对自己有益。这可能就使一些组织能够发展内部的资源或能力，这些资源和能力可以使其在政治市场上成为一个更有效的竞争者，并且这也是其竞争优势的一个来源。

从管理研究的角度来看，三股智慧之源汇集于此。首先，我们介绍了像
 Douglas North这样的现代制度经济学家所发展的对于企业的制度环境的认识。接下来，我们从公共选择的角度，对政治进程作为在竞争环境中的交换（最先由James Buchanan及其追随者提出）进行了阐述。最后，我们对关于企业政治行为的研究，特别是那些强调了企业专有政治资源的重要性的研究进行了回顾。结合这三方面，我们希望能够说服战略研究者相信：企业的政治环境是企业竞争系统中的内生变量，并且这应该是战略制定和实施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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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战略实施：评价与未来研究规划

十年前，由于意识到关于复杂组织战略实施的相关文献存在若干不足，我们出版了《Implementing Strategy
 》（Hrebiniak和Joyce，1984）一书。对我们来说，此书的出版尤为重要，因为我们感觉到战略实施是战略管理文献中被完全忽视的一个话题，并且战略领域迫切需要关于战略实施的更好模型。那么，自此书出版之后的这十年来，战略实施研究领域有哪些新的成果呢？在仔细评估关于战略实施相关文献对战略管理知识体系的贡献后，结论又是什么呢？

对这些问题快速且令人有些不安的回答是：在战略管理文献中战略实施仍然是一个被忽视的话题。粗略地回顾了已发表的相关文献，可以发现虽然研究重点由战略制定逐渐向被忽略的战略实施领域转移，并且有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已发表，但是战略实施及其理论框架的研究在战略管理相关文献中还是相对较少。在对已发表的战略实施成果进行评价，以及对战略实施领域面临的主要理论问题进行讨论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解决已经明显阻碍这一重要研究领域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22.1　区分战略制定与战略实施

战略制定与实施是相关联的活动，只有两者都能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目标。然而，近来有一种观点认为战略制定与战略实施本质上是相同的事情。只关注于战略实施本身的研究是错误的，但是，从逻辑上很容易就能得到一个等价的结论，那就是只关注战略制定的研究也是多余与错误的，我们认为这样的结论对战略研究领域的发展是有害的。

同时，三个独立的论点支持了我们的想法。第一，战略制定与战略实施是互为补充的，是可以从逻辑上相互区分的战略管理研究领域；第二，将二者混为一谈既是逻辑上的混乱也是理论上的错误；第三，在承认战略管理不仅仅是战略制定后，实证研究表明许多与战略制定相关的活动在解释企业绩效方面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战略实施比战略制定更能充分地解释企业绩效。因此，我
 们认为研究应该既要包括战略制定又要包括战略实施，将两者区分开来是没有价值的。此外，我们应该摒弃上述关于单独研究其中一个理论是多余的论点，而是需要开展更多的关于战略实施的研究。我们将对上述三个观点在以下内容中进行逐一阐述。

正如上面所讲的那样，许多学者认为战略实施仅仅是战略制定过程中的一部分，因此不值得研究者付出时间与努力。例如，适应、改变及战略的微调被看作是战略制定中的重要部分，应该被重点研究（Mintzberg，1985，1987）。我们承认，对环境的监测及适应对战略管理来说是极其重要的（Hrebiniak和Joyce，1985），然而，我们认为这种局限的战略实施活动观点是错误的。如果这种观点广泛流行，对战略实施的研究将是极为不利的。

战略制定与战略实施是战略管理过程中两个不同的、相互区别的部分。实际上，每一个都可以被单独地进行研究与讨论。从逻辑上讲，战略实施在战略制定之后，因为某一事物只有存在，才能对其进行贯彻与执行，并确保其实现。制定战略意味着战略的存在。当然，战略制定与战略实施是相互依赖的，是整个“计划—执行—改变”过程中的部分。然而，战略实施过程中的每一项活动又可以被拿出来单独讨论（例如，组织结构、激励计划、控制系统等），只单独关注某一活动，不考虑其在整个战略管理过程中相互依赖的关系，将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良好的战略管理必须认识到战略制定与战略实施之间存在的共生关系。那些认为两者是独立的，或者其中某一方面对企业绩效更重要或者不重要的观点是愚蠢的。两者对组织目标的实现，以及竞争优势的获得都是至关重要的，在战略管理的过程中，高层管理者应该对其同等重视。

如果说战略制定与战略实施是一回事，那么战略制定至少应该包括大量的企业活动。这些活动包括：行业与竞争对手分析、决策意识管理、评估不同的选择策略、做出决策、制定行动方案、资源分配、明确并分配职责、制定个人与团队的行动计划、评估目标的实现程度、向不同职责人员提供反馈、采取激励措施保证目标实现。

许多学者从战略管理之外的领域，例如组织理论、组织行为及组织发展等方面，对上述企业活动进行研究。他们所研究的内容涉及组织结构与流程（OT），个人与团队行为、激励及工作设计（OB），建立共同目标、组织承诺，以及组织变革的测量与评估（OD）。在上述每个学科领域内，围绕相应的研究问题出现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文献，这些研究的存在与繁荣表明其解决了重要问题。这些领域的研究者们相信，将这些不同的企业活动称为“战略制定”会促进其领域的发展，或者实现其他理论或实践目标，但这一点是值得怀疑的。

在每个不同的领域使用更加具体的理论术语而不是简单的“战略制定”，将会提高文献的重要性，同时，在理论构建方面也会成为更令人满意的变量。Dubin（1969）注意到，像“战略制定”这样的总结性变量不适用于理论构建，因为它们将一些变量不必要地合并在了一起，并且在后续的研究中不能对其进行分解以探索其前因与后果，因此不能体现出其理论的重要性。将所有这些变量结合在一起并将其简单地称之为“制定”，使得研究者从战略管理内部出发，而忽
 视了其他研究领域的重要且互补的贡献，同时忽视了其他领域专业术语的具体含义。

与认为不存在战略实施的言论不同，战略实施不是将实施作为一个排他的概念或者一个总结性的变量，而是从上述不同的研究领域（包括战略制定）中有选择地形成的一个研究领域。我们将在后面从这个角度讨论这个专题，但是有必要解释一下，我们并没有将战略实施假定为一个独立的变量，而是作为一系列值得探索的相关问题，是一个整合的概念，而不是对其他各种理论观点的排斥。战略实施是战略管理的一部分，是基于战略制定的（至少持有“战略制定是万能的”观点的人这样认为），否则将会贬低战略实施的贡献。

我们认为管理领域应该明确其多学科交叉的性质，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更加强调上述战略实施的包容性。事实上，战略管理的研究正是由于没有做到这一点，才变得不那么令人满意。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所有的研究都归为战略制定，而是如何将不同学科的研究进行整合，而不是稀释其贡献的力量。我们认为这才是管理研究的根本目标。

战略实施的研究是兼容并蓄的、跨学科的，尤其关注于不同学科领域的整合。它并不否认战略制定的重要性，也包含了同时涉及战略制定与战略实施两方面内容的研究，以此作为战略实施研究的补充。正如Kaplan（1968:128）所说：“在研究中我们需要得到所有我们能够得到的。”战略实施是上述研究领域选择性的组合，并致力于解决特定的问题。这种多学科整合的视角探索专门问题并不是鼓励像上述讲的那样，将所有的活动称作战略制定。战略实施不是万能的，但它也并不像有些学者努力向我们宣称的那样：“战略实施是万能的”，战略制定“毫无价值”。

如果我们在战略管理和战略实施中采用多领域研究，摒弃“战略制定是万能的”的言论，战略实施的活动在组织绩效方面将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就这一点而言，最近有一位学者完成了一项包含多种可能的相关因素的研究。Joyce（2000a）研究了1985—1995年间来自于四个主要行业的200个企业，采用了15种编码形式，运用序列比较的方法与经济分析对这些企业的绩效分析写出了超过6万页的内容。这些分析的结果表明，企业维持高绩效或者由绩效不佳实现高绩效取决于四个关键活动，那就是形成明确的战略方向、构建高效的组织、建立一种适应的文化，以及在满足顾客需求与降低成本之间进行决策（Joyce，2000a）。

在这四项活动中，只有第一种活动属于一般意义上战略制定的范畴，其他三项活动则与战略实施有关。将其统称为战略制定，会将我们研究的注意力不必集中在少数解释企业绩效的变量或者活动上。很明显，既关注战略制定又关注战略实施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单独地强调某一部分的研究是没有价值的。

本文以下部分为将来战略实施的研究制定了研究议程，通过这样做，我们将探索忽视这一重要研究领域的其他原因。此外，我们将努力从逻辑上阐明进行战略实施研究的必要性，同时，我们将识别需要深入进行实证调查的领域。为了实现这一双重目标，我们将从以下五个主题展开讨论与分析：

•战略实施的重要性及困难；


•战略研究领域中不同学科各自为政；

•实现整合研究的模型需要具备的六个理论与实践的有效性标准；

•实现有效性的标准需要对“匹配”深入理解；

•聚焦探索与适应对战略实施理论与模型的重要性。

22.2　战略实施的重要性及困难

在过去的20年间，出现了大量关于战略制定的研究成果。在不同行业及不同职能领域中，各个层次的组织管理者都从战略制定过程的大量分析与实证研究中获益匪浅。

例如，就竞争性分析而言，尤其是行业力量对行业竞争强度与收益率的影响方面，Michael Porter（1980）对竞争有着自己深刻的见解，提出了企业在战胜产业力量、预测及应对竞争者行为，以及在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市场中立足等方面的竞争战略。与此同时，管理者与研究者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企业的能力及其在开发新产品与寻找新的市场机会中的重要性（Barney，1991；Prahalad和Hamel，1990；Wernerfelt，1984；Peteraf，1993；Amit和Schoemaker，1993）。组织作为能力的集合，以及独特能力的培养者与使用者的观点并不是最近的发明（Selznick，1949），只不过最近才引起高层管理者的注意并应用到战略选择中。对战略选择的提及，也反映了关于战略制定过程中管理选择与环境决定之间关系的研究的重要性（Hrebiniak和Joyce，1985）。

战略实施领域的学术研究，以及实践经验都还比较薄弱，大多数的管理者对战略制定的了解要比对战略实施的了解多很多。当然，管理者知道组织能力的重要性，但是只拥有资源是远远不够的，组织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组织的有效执行，而这一点恰恰是组织做得不好的地方。同时，战略管理与决策制定的相关文献对战略执行及其绩效结果不够重视，因此这一研究的空白也加剧了战略实施这一薄弱环节在企业管理实践中的应用。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对战略制定模型与决策的重视呢？此外，为什么实践者与研究者倾向于关注什么是行业分析、竞争者监测、一般性战略等，却忽视了如何将其成功实施呢？

对这些问题最简单的回答就是，战略实施比战略制定更加困难，以及更具挑战性。正如计划过程比较困难一样，必须克服一些问题才能有效地实施战略，这就变得更加艰难了。因此，从逻辑上我们可以假定，现实世界中战略实施的困难可以转化为学术研究中的相关问题，看到这种关系，就可以在深入思考是什么增加了战略实施过程困难的基础上，对其开展相应的研究。

22.2.1　战略实施的时间周期

战略实施活动比战略制定需要持续更长的时间。战略制定通常比战略实施更具有时间约束性，前者会持续几周或几个月，而后者可能会持续几年。持续的时间周期越长，需要应对的竞争对手反应与不可预见的因素（“噪音”）会更多。例
 如，竞争对手的行动会与之前预测的相反，因此企业必须随时做出或者调整相关的反应。在较长的时间周期内，企业会有关键人员的调整、资源的重新分配等一些改变，而这些改变反过来又增加了战略实施方案的困难。

很明显，这样的时间周期不仅影响对组织的战略实施，而且会对战略实施的相关研究有影响。显然，这个领域的研究本质上必须是纵向的，具有时间跨度的。研究必须随着时间的改变关注不同的控制变量，以确定战略实施活动的直接结果。在现实社会中，战略实施研究必须控制“噪音”以确定其潜在或者主要影响。此外，在强调短时间的研究范围，以及关注更快的发表周期的学术研究领域，这种充分控制关键变量的纵向研究是困难的也是不受欢迎的。

22.2.2　战略实施的相关人员及其任务复杂性

一般来说，战略实施过程比战略制定所涉及和影响的人员要多很多。这一点会引起很多问题，包括对拥有很多参与者的不同战略实施活动的管理与控制。大量的人员会增加管理多样性及动机冲突的困难，同时需要对不同组织，以及功能部门中的活动执行者进行协调。简单地说，大量的参与人员增加了战略实施过程的复杂性。

关于战略实施的研究也因为大量人员的参与变得困难。如果战略实施的参与人员涉及组织不同的职能部门或不同层级水平，那么对战略实施的研究就会变得非常复杂。

当研究努力控制与合理化战略实施中的活动与行为时，研究任务就会更加复杂。如果战略实施涉及对多种变量的分析，包括战略、结构、相互依赖、激励、动机、控制、协作，等等（Hrebiniak和Joyce，1984），这将增加战略实施任务的复杂性与困难。复杂性及各种变量，使得确定任意给定变量或者相互影响的多个因素对战略实施结果的影响变得极其困难。很明显，这样的一个现实在概念界定与量化统计上给战略实施研究者提出了挑战。

22.2.3　序贯思考与同步思考的必要性

研究者与管理者在战略实施的相关工作中必须能够序贯思考与同步思考。这对战略实施具有决定性作用，但这绝对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一方面，序贯思考是一个逻辑过程，它表明了实施决策与活动之间的顺序（Hrebiniak和Joyce，1984；Thompson，1967）。如下所示，它创建了一个连续的因果链：

A→B→C→D

管理者必须首先决定A，或者实施过程中首先需要做的是什么。然后，问题是，“A对B的影响将是什么”，或者“如何开展或者改变B来支持A？”例如，如果A代表企业战略，B代表组织结构，问题就是战略如何驱动结构改变，或者结构如何构建或调整以支持战略的需要。一旦A—B的关系确定，下一个逻辑顺序就是改变或者调整C，依次又会影响D、E、F的选择。这样一个有计划的、逐步分析的逻辑顺序，对合理地形成连贯的战略实施过程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只用序贯思考是不够的，对整个活动与结果链条的同步思考与分析也是必要的。当理性地分析战略与结构（A+B）时，决策制定者仅仅看到了战略实施过程中的一小部分，还有管理者简单地从逻辑上单独处理每个管理部分，这时他（她）正在将一个大的问题变小，只是关注了因果链条中的A与B。但是，尽管主要关注A与B，管理者也必须要有关注整个战略实施过程的全局意识。当思考A-B的关系时，管理者必须同时思考C、D、E，甚至X、Y及Z。

再次考虑战略与结构的分析问题，虽然重点强调竞争性的组织设计是理所应当的，但鉴于所追求的战略问题，仅仅关注战略与结构的关系是不够的。决策制定者还必须考虑到随后会产生的或者在战略实施活动逻辑流程中的其他问题。例如，由于新的结构设计需要满足相互依赖相互协作的要求，因此战略—结构关系会为企业的控制系统与信息管理系统的设计提供一些启示。尽管暂时还不需要对实际的信息系统硬件、企业流程再造，以及协调机制等做出决策，但战略与结构的分析必须考虑到这些决策，同时会受到这些决策的影响。

因此，分析时必须要有全局的概念，而不是仅仅关注A和B，应该同时聚焦战略实施后期的活动X、Y与Z，这样才能保证整个过程的连贯性与一致性。早期的决策与投资给企业带来的意外情况或者成本增加会摧毁整个战略实施过程。当然，研究者与实践者都会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同步思考在决策制定过程或者研究过程中是很难操作的。他们倾向于通过从逻辑上聚焦一小部分的管理问题或者短时间范围，来实现控制大量活动，以及弄清因果关系的目的。这种行为或决策将会对同步思考产生不利的影响，进而会降低战略实施活动与研究的效果。

22.3　战略研究领域不同学科各自为政

作为本部分内容的起点，有必要阐明的是，我们对战略实施的了解可能比我们认为的要多。图22.1列出了一些有新兴理论的主题，这些主题对战略实施的理论与实践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尽管可以将这些新兴的理论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划分，图22.1对它们按学科进行了归类，很明显这些理论能够很清晰地归入不同的学科门类。我们可以看到，对战略实施研究极为重要的一系列活动被划分为几个不同的学术研究领域。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尽管我们发现我们对战略实施的了解比我们认为的要多，但不管是从理论上还是专门的学术研究组织的研究来看，我们所了解的都是支离破碎的。从传统的组织设计理论我们可以发现，这种琐碎的研究将会导致涉及多种领域整合的模型构建的困难，尤其是在战略实施领域理论构建的困难。

事实上，一直以来现实社会中也有与之一致的问题存在。Galbraith曾说：行为科学家的劳动分工并没有反映组织设计选择的本质……分工阻碍了组织理论的应用（1977）。类似地，Dubin的简化主义也曾提到：很大程度上由于帝国主义的原因，每一个社会科学学科试图保持其自己的理论，避免其因不同的解释层次而“贬值”……这对于不同分析层次之间是否有联系的问题毫无益处（196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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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1　涉及战略实施研究的组织与管理理论领域


资料来源：“非市场问题的生命周期与战略”（Baron，2000:33）。


这种简化主义的威胁加上劳动分工的自然后果，导致了解决战略实施问题的狭隘主义。当我们从战略实施角度观察图22.1中的不同理论与学科时，很明显，它们中间是有逻辑关系的。冒着过分简单化的风险，战略管理只涉及了形成战略目标与实现目标的必要战略行动；组织理论包括创造与调整组织结构与流程以支持这些行动；而组织行为涉及在这些组织结构与流程中管理人力资源。

这种视角与简化主义及劳动分工所倡导的截然相反，简化主义及劳动分工反映的是每种学科主要解决其本领域的问题，而对于不同学科之间关联性的思考是次要的。例如，组织行为和工业心理学认为结构与战略是给定的，或者只是将其作为发展其理论的边界条件，正如Argyris（1975:10）批评的那样：工业心理学家选择并用来培训组织员工的理论，是在什么样的环境（组织）中使用呢？我认为，是在一个预测变量与标准变量之间的“黑箱”中运作的。

有关组织行为研究的文献中对组织的这种含蓄描述与组织理论中战略的“局部”描述形成了鲜明对比。Hrebiniak和Joyce提到（1984:155）：






尽管许多设计方式中将权变变量作为组织设计未来选择方案的“起点”或者参考点，但是这些权变变量只是先前战略选择的结果……战略分析涉及产品与市场演进阶段、市场细分，以及企业规模与竞争等行业特征，很明显，组织设计者简单地将这些称之为“环境”的特征。







在几个主要的构成学科领域里，战略管理明确说明了战略实施链条上各活动之间的联系，尽管一直有观点认为战略制定中将目标作为决定因素是不合适的（本问题的相关讨论可参照Hofer和Schendel，1977）。这种观点的一个结果就是，与战略实施理论有关的不同学科各自为政，它们之间的关键关系通常只是在理论构建中被部分或者含蓄地提出来。一直以来，这一点也阻碍了战略实施领域研究的发展。批评是一种艺术性的行为，企业战略研究是一门社会科学；对这二者要付出不同的知识上的努力。在企业战略领域，后者比前者要更被认可。因此，有必要简要地解释一下批评的含义。

22.4　实现研究整合需要有效理论

1984年，我们曾发表过一个模型，该模型聚焦于战略实施的折中性与综合性特征（Hrebiniak和Joyce，1984），试图通过此模型克服上述的碎片化。如图22.2所示，模型描述了一个包括关键战略实施决策的逻辑联系序列，这些决策来自于战略管理、组织理论与组织行为等不同的相关文献。事实上，这个模型表明成功的战略实施是不同变量的一个函数，而这些变量在管理与组织研究中一直被独立地看待，但是为了理解与弄清整个战略实施过程，我们必须将这些变量进行整合，并讨论其之间的相互影响。仅仅了解这个交互式过程是相当困难的，然而，从概念及数据上解释这种相互影响进而开展好的研究具有更大的困难与挑战，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节中进行讨论。

[image: ]


图22.2　战略实施模型


资料来源：改编自Hrebiniak和Joyce（1984）。



此模型的开发是基于理论与实践有效性的基础之上的。只是概念与理论上的整合并不能满足模型的要求，而且与战略实施的理论与实践毫不相关。在我们看来，有用的模型必须满足六个有效性的具体标准。其中，逻辑性、可操作性、简约性及权变规定性是管理学中理论构建的四个一般标准；另外两个是针对战略实施过程的复杂性特征所开发的，即认知的可管理性与效率性。每个标准及其与战略实施活动的关系将在以下内容中进行讨论。此外，满足这六个标准需要对战略实施模型中“匹配”进行更加完整与严格的理解，这部分的分析将在本书的后面部分展开。

22.4.1　有效性的一般标准


逻辑性
 　一个战略实施的有效模型需要具有逻辑性的原因至少有三个。

首先，一个具有逻辑性的模型将决策制定置于一个理性的框架内。尽管理性决策制定有着明显的弊端，但理性模型比那些要求我们使用与我们认知类型相反的方式思考的模型更容易应用与实施。具有逻辑性的模型比不符合逻辑的或者不合理的模型更符合我们的思考方式。

其次，逻辑性可以推演的特性可以促进我们进行预测。Hrebiniak和Joyce指出：管理并且需要对它们行为的结果进行预期……但它们常常只有较少的经验。我们可以通过使用具有逻辑性的模型来推测战略实施活动的结果，这可以部分弥补由于缺乏经验管理者对其行为预测的缺陷（1984:22）。

最后，一个能够同时反映理论与实践的逻辑模型，能够使决策制定者获得大量的经验，不管他的任职有多久或者他有多杰出，这都比他自己慢慢积累要快得多。因为这样的逻辑模型是建立在许多管理者的经验的基础之上的，同时来自于不同行业与组织的大量学术成果，这样一个“智慧的整合”能够促进管理者战略决策的知情选择，同时也可以促进有效的战略实施研究。


可操作性
 　一个有用的模型必须能够帮助管理者找到解决方案（Argyris和Schon，1982）。这个要求意味着模型必须能够促进有目的的改变。有目的的改变依赖于可操纵的变量。尽管一些假设的构念是有趣且重要的，但是不能够被看到、听到或者感知到的变量是不容易被改变或者对其进行管理干涉的。可操作性的标准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指导我们关注可操纵的变量，至少是更加客观的变量。正如Argyris很久之前所阐述的那样：一个模型必须有助于改变，且必须有效，它涉及的必须是可以观察到的行为，一个模型越具体，操作性越强……它就越有用（1975:15）。


简约性
 　一个有效的战略实施模型必须同时具有简约性的特点。简约性能够促进认知的可管理性。许多社会科学的模型都是如此的复杂，以至于如果没有“外部参考信息”都不能够被实施。任何一个模型的有效性都必须达到一个程度，那就是能够通过最少的预测指标解释大量的标准方差。对于结果中等量的可解释方差，模型使用的预测指标越少，模型越有效。在模型构建中，Homans关于变量数量的建议：尽你最大的努力将其变得最少（1959:18），这个观点虽然久远，但仍然是有价值的。



权变规定性
 　有效模型的最后一个一般标准是权变规定性。近年来，组织与战略管理中权变的观点已相当普遍，这些观点正确地认识到了规则与理论之间的重要差别。规则描述了变量之间相对稳定的关系，例如经典的组织理论；而理论是规则的主体，是一种逻辑上的联系，例如组织设计中的权变观点。一些传统的模型明确告诉我们该做什么，而权变观点的发展使传统模型的重要性变得模糊。一般而言，仅仅“视情况而定是不够的”，管理者需要知道不同活动到底取决于什么，他们到底应该如何去做，以及做什么。我们认为，有效的战略实施模型应该同时满足权变性与规定性的标准。

22.4.2　战略实施的特有标准

不管模型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或者模型所解决的特殊问题是什么，上述所讨论的开发有效模型的标准都是一些通用的标准。此外，一个有效的战略实施模型还必须解决战略实施任务本身所产生的重要问题，两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实现认知的可管理性及效率性（Joyce，2000a）。


认知的可管理性
 　在实施战略的过程中，管理者会面对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相关变量、潜在的阻碍及纷繁复杂的关系。战略实施问题就变成了理清这种复杂性，并在这种复杂关系中操作以实现组织的战略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战略实施问题就是面对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进行决策制定的过程，这个说法在被March和Simon（1958）最先提出后引起了大量的关注。认识到这个事实，表明战略实施的模型必须能够解释组织与战略管理文献中广泛讨论的关于决策能力的限制因素，尤其是决策制定者的有限理性问题。

这种观点得到了战略实施领域许多相关重要研究的支持。例如，Lindblom认为对于复杂的问题，理性且全面理解的方法是不可能的，尽管这样的方法可以被描述出来，但是不能够被实践，即使对于一些相对简单的问题，也要对其形式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修改，并且他还假定人们不会很容易就能拥有理性的能力，以及获取信息来源……（1979:88）。类似地，Quinn认为由于存在如此多的不确定性，没有管理者或者管理团队能够预测任一个子系统演进的准确方式，更不用说多个子系统相互影响的企业整体战略态势了（1980:63）。


效率性
 　在实施战略的过程中，管理者不仅要解决复杂性所带来的问题，他们还必须要使用有效率的方式进行解决。组织与管理是在一定的约束下运作，即要求资源的利用能够获得最大利益。效率性问题认识到了组织追求经济理性的重要性，同时也认识到了战略实施中认知及伦理约束的重要性。综上，在战略实施的过程中至少有三种重要的效率形式，即经济效率、认知效率与伦理效率。

在我们将要讨论的三种效率类型中，经济效率是我们最熟悉的。Hrebiniak和Joyce认为，理性的管理者会在经济效率的约束下实施战略，会选择最低成本的活动解决组织的问题（1984:8）。在战略文献中，Chandler（1962）发现组织只有在运营效率低下的情况下才会改变组织结构，这种改变方式表明组织力图通过最少的行为改变来实现运营效率的提高与经济效益的增加。

这种观点也普遍存在于组织文献中。复杂组织通过实施不同组织结构来
 实现相互协作，Galbraith这样写道：组织结构的形式按照成本增加的次序被列出来……当任务不确定性增加时，组织将会采用矩阵式结构以实现运作效率（1977:82）。所有这些观点都认识到战略实施活动会消耗经济资源，只有那些以最少成本实现期望目标的活动才会被选择。

认知效率问题与复杂性问题相似，在某种程度上它们都是由于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导致的。复杂性问题是由于决策制定者在不确定性与有限理性的约束下需要达到某种控制与预测程度，认知效率问题也是由于这种有限理性引起的，因为这种有限理性意味着必须将稀缺的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实现在其枯竭之前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正如Cyert和March（1963）所提到的那样，对可接受的解决方案的搜寻本身就是一种资源消耗，认知效率要求必须在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的约束下对这个过程进行管理。然而，复杂性意味着决策制定者不能够理解所有事情，并且不能够认识到有限的决策能力，认知效率则表明即使复杂问题能够被理解，但我们有限的决策能力也限制了我们对问题解决方案的探索。关注认知效率促进了战略实施活动的不断增加，因为当决策制定者仅仅将调查局限在与目前策略只有微小差异的策略措施上时，他们就会“立即减少调查可行的替代策略数量，并同时简化每一项调查的内容”。（Lindblom，1979:55）

最后一种重要的效率类型是伦理效率。伦理效率是指决策制定者应该尽可能少地进行个人干预，以防止意外情况与对个人有害的结果发生。“随着干预的程度增加，相关的结果也会增加，那就是个人中心化及个人意外后果的风险等。这对个人的干预程度提出了一个标准，即干预的程度不可以高于能够产生一个持久的问题解决方案所要求的水平”（Harrison，1970:280）。

这些讨论的要点是，当组织面对一个问题时，组织应该回应并来解决它，而不是关注一些不必要的财务、认知或人力成本等问题。如果忽视上述所讨论的各种标准，将会对战略实施过程中所涉及的人员带来不必要的改变，以及潜在的负面影响。

总之，目前关于战略实施的成果是支离破碎的。此外，战略实施的模型必须是折中的与整合的，只有这样才能为实践者与研究者解决战略实施任务的复杂性。除了实现整合以外，战略实施模型还必须具有有效性，能够满足逻辑性、可操作性、简约性、权变规定性、认知的可管理性与效率性等标准。

22.5　战略实施模型需要提高对“匹配”的理解

满足本文所提出的上述几个标准需要对“匹配”这一概念有深入的理解。匹配的关键特性明确体现在逻辑性这一通用模型标准中，因为只有理解了战略实施各个关键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才能构建出具有逻辑性的模型。逻辑性模型遵循逻辑规则或者规定了各组成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当对模型中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控制时，能够通过模型对将要产生的结果做出合理的预期，而这需要掌握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匹配的相关知识。很明显，匹配也能够从权变规定性标准中得到体现，因为权变与匹配表示的是一种有条件的关系。同时，匹配
 明确存在于简约性标准中，因为只有理解不同战略实施活动之间匹配的关系与影响，我们才能够在保持认知的可管理性的基础之上，选择出能够对结果中的可解释方差具有最大解释程度的变量集合。

匹配也是解决复杂性与效率两个问题的重要方面。复杂性要求我们将战略实施活动中的复杂活动进行分解，然后在控制范围的约束下对其进行组合。当事物被分解时，它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将会被改变，也就是说各组成部分之间必须匹配才能组成一个整体。一些部分必须与其他部分相匹配，但是每个部分没必要与其他所有部分去匹配。理解了这种关系的结构，匹配将有助于我们重新构建一个整体。

例如，麦肯锡7-S战略模型认为，每个部分之间都相互依赖，这体现了两个相互荒谬的观点之一。首先，尽管我们将复杂的战略活动进行了分解，但是并没有了解不同活动之间的关系，就像一个粗心的人拆卸了手表却发现不能将其重新组合起来一样。其次，或许我们了解了不同战略实施活动之间的重要关系，同时不同活动在模型中被充分描述，但模型中的各组成要素之间却是相互依赖的关系。尽管这是有可能的，但却是不现实的，因为这样的模型认为因果关系是无关紧要的，在这样的模型中没有变量能够支配其他的变量，也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战略实施活动是没有区别的。综上，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复杂性问题与匹配是紧密联系的。

对于效率性问题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重新回到我们之前的例子，当我们将某一事物进行分解来修理时，通常情况下并不是每个部分都是坏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被修理而其他部分仍然是功能正常的。这个类比表明当实施战略时，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需要改变。有效地解决战略实施模型中的相关部分需要我们掌握不同组成部分的功能及其匹配的知识。

相对于战略管理与组织文献中流行的匹配概念，上述关于匹配的观点则没有看起来那么明显。尽管匹配通常被认为很重要，但是现实研究中仍然只考虑了其最简单的含义，而忽略了一些更合理的研究，正是这些研究才能促进研究水平的提高。尽管我们对匹配进行了很多陈述，但有一个事实是，现有专门关注匹配的研究很少用它来验证权变的观点。当对这类研究进行回顾时，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发现：尽管匹配是重要的，但事实上我们对其了解很少，这样的结论可能很悲观。虽然我们需要去了解更多，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比我们认为的要多很多。

22.5.1　关于“匹配”我们比认为的要知道得多

我们主张的是我们对“匹配”的了解要比我们认为的要多，匹配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而是一系列相关但又有区别的概念。与战略实施相关的不同学科的研究，很少考虑到匹配这一特点，而只是随意地使用“匹配”这个术语。也就是说，可能我们的研究中的“匹配”并不是指的同一个经验事实，而是习惯上将其认为是战略与结构之间、组织与环境之间或者人员与情境之间的匹配，它已经被普遍理解与接受为研究所感兴趣的变量之间的一种特定关系。我们认为，我们对匹配
 的了解比这些普遍承认的简单观点要多，同时如果在仅仅采用关于“匹配”简单观点的理论中谈到了我们对它的了解，理论将会得到改进。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考虑一下Joyce、Slocum和von Glinow（1982）所开发的竞争性适配模型的类型，模型如图22.3所示。尽管关于模型来源的讨论超出了本章研究的范围，但还是要对竞争的概念及其之间的区别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通过介绍，可以展示出战略管理文献是如何随意地使用这些可供选择的概念，进而导致了不必要的概念上的混乱。

不同的匹配概念区分如下。效果一致是指两个变量对某一标准结果的主要影响是一致的。例如，如果增强监督与更加完善工作规范都能够提高工作绩效，效果一致就认为在这几个变量之间存在一种匹配。

理论一致是指在先前理论的基础上变量被认为与另一变量相一致，但是与任何标准结果无关。这样的命题在心理学中极为普遍，就像当个体的需求与某种特定环境压力相匹配时，就假设个体与情境是相一致的（Lewin，1936；Murray，1950；Stern，1972）。例如，我们会这样说，当一个具有上进心的员工的工作被认为具有挑战性时，我们就会认为这个具有上进心的员工与其工作是相匹配的。

最后，功能一致是基于不同变量间相互作用对相关标准结果的影响。匹配是指任何一种预测变量的组合将会对结果变量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根据结果标准的不同会有多种不同的“匹配”，且匹配是一种经验决定而不是理论决定。这种匹配的类型表明各种变量之间存在替代或者互补的可能性，正如图22.3（c）所示，当提高其中一个变量的水平时，将会对结果有所改善，但是当同时提高两个变量的水平时，结果并不比单独控制一个变量能够得到更多的改进。

图22.3（d）对这些竞争性概念做了区分，这有助于我们弄清这些复杂的模型。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效果一致频繁地使用匹配的概念，但事实上并不是真正的匹配。从统计学上讲，效果一致代表了一种简单的主效应模型，并不包括各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实际上，这些变量之间根本没有联合效应，同时它们之间的匹配完全只是作为不相关的预测指标。这一点与理论一致、功能一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两者都代表变量之间相互影响或者匹配的模型。

后两种类型的匹配可以根据是否参考标准结果进行区分。理论一致不考虑变量对某一明确标准结果的影响，只涉及与先前的理论相一致。功能一致则参考了特定的标准结果，并提供了变量之间相互替代（Kerr和Jermier，1982）与模块化组合（Joyce、Slocum和von Glinow，1982b）的可能性。

下一部分我们将展示这些观点如何在战略管理文献中被混乱使用，从而产生了不必要的混淆。总结本部分内容我们可以得出，这些模型都是重要的，但是每个模型都有其对匹配的理解。效果一致认为“越多越好”，理论一致则认为“如果合适，越少越好”（如图22.3所示，例如L.L.与H.H.情况引起了同样的结果），并且“越多会造成过多”的效果一致正是图中所展示的替代效应。下一部分我们将从战略管理文献中选取例子来说明这些概念，在我们及他人的研究中是如何被混淆并产生了消极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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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3　竞争性适配模型


资料来源：选自Joyce、Slocum和von Glinow（1982a:45-63）。


22.6　提高对“匹配”的理解可以阐明战略实施理论

通常来说，由于战略管理文献在界定与使用“匹配”概念时不明确，从而导致了大量的混乱状况。这种混乱的主要来源有两种，对这一概念的使用不一致或者使用不正确。这些问题将在以下内容中进行描述与阐明，我们将其划分为两类，即“我们如何使他人感到迷惑”与“我们如何使我们自己感到迷惑”。

22.6.1　我们如何使他人感到迷惑

当我们不正确或不一致地使用某一术语时，我们经常会使其他研究者感到困惑，即使一些出色的研究都不能避免这个问题。例如，哈佛大学组织与环境研究项目（Lawrence和Lorsch，1967；Lawrence，1981），在这个研究中我们能够识
 别上述讨论的三种匹配类型，但是研究中并没有给出它们之间的任何区别。下面我们将引用Lawrence和Lorsch（1967）研究的内容来说明我们的观点：






效果一致：“我们怀疑组织在能够获得成功绩效的前提下，是否具有同时实现高度分化与高度整合的可能性。”（p.56）






引用的这一点表明分化与整合都有利于组织绩效的提升，同时当二者对标准结果（如绩效）的主效应（例如，有助于绩效提升）一致时，效果就会得到提高，这显然是一种匹配的效果相加模型。现在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引用：






理论一致：“关键问题是：能够在部门分化与其环境属性之间实现最优匹配的组织也有最好的绩效表现吗？”（p.62）






很明显，这里作者只是提及结构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匹配，而并没有考虑绩效结果。在这里假设预测指标之间的关系，而并不是它们自身的绝对水平对绩效产生影响。这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仅仅假设变量之间有相互作用，而不是根据其对标准结果影响的匹配模型，或者可以称作是理论一致的模型。我们的最后一个引用是：






功能一致：“我们关注的是什么样的匹配最有效率，而不是怎样实现这样的匹配过程。”（p.88）






显然，这就是我们所称的功能一致，一个事实是，其在被开发出的研究中都有不一致的使用。我们并不是有意来批评这个研究，只是想通过一种正式的方式指出来，尽管本领域最好的研究成果对这个重要概念的使用有时也不一致。在考虑第二类困惑时，我们认为它更加困难而不是具有批评性。

22.6.2　我们如何使我们自己感到迷惑

我们认为，当我们为了自己的目的而不正确地使用匹配概念时，我们会把我们自己给搞糊涂。下面我们引用Lorange（1980）的观点来阐明我们的想法。针对相同的匹配概念，他有如下两种阐述：“满足情境特定要求的每个系统要素设计之间的匹配……这自然而然地意味着确保了战略系统要素之间的内部一致性”（p.152），强调了我们的观点。接着，他又很快地写道：“战略系统要素之间缺少一致性的后果将是什么呢？……每个要素都依赖于其他的要素……战略决策制定工具将不起作用，除非它们之间存在一种紧密的相互关系。”（p.163）

在第一个引用中，Lorange认为根据情境的需要实现战略系统要素之间的联合，会自然而然地导致它们之间的匹配。这体现了我们所称的效果一致，此时匹配是在与外部标准结果关系的基础上确定的，在本情境下，标准结果即情境需求。我们已经表明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相互作用，并且预测指标变量之间的关系与匹配的形成并没有必要的联系。然而，Lorange继续认为正是这种不相关的关系解释了战略系统的有效性，而其最初的观点是含蓄地反对这种关系的。当我们自己比较混乱的时候，是很容易使他人感到困惑的。我们这样严厉地指出应该
 是恰当的，因为当我们对于理论中的关键概念缺乏严格思考时，我们很容易犯这样的错误。这仍然还是个问题，因为我们在实践中也会经常犯类似的错误。正如下面对麦肯锡7-S模型（McKinsey 7-S）的引用表明：正是各个“S”之间的匹配，将一个好的战略思想转换为能够为企业带来成功的精益项目（Henderson，1982）强调了我们的观点。

对于同一个模型，他也写道：可以将7-S图表看作一组罗盘……当所有的指针都与战略对准时，企业就是组织有序的；否则，尽管企业结构看似合适，其实企业并没有被有效组织。

根据我们之前提出的术语，很明显，其第一个论述暗示的是理论一致或者功能一致，存在一种相互作用；而第二个论述则阐明的是效果一致，但是与第一个论述中想要得到的“匹配”是不相关的。当在如此著名的方法中都有这样的错误时，所涉及的就不仅仅是学术影响了。不管怎样，我们需要想出解决的办法，否则不清晰的分析会使得理论与实践都变得混乱。

上述讨论的启示是明确的，在将来的研究中，必须对不同匹配的类型进行严格的理解，并使用统计程序对其进行检测与运作。这样的方法已经存在（Joyce、Slocum和von Glinow，1982b），但是在战略管理文献中还没有得到广泛使用（可能是因为这个方法发表在一个心理学杂志上）。我们应该去使用这种有效可行的方法并对其进行改善。我们这方面的失败可能是由方法论的狭隘观导致的，并不像上述的理论的狭隘观那样。Joyce、McGee和Slocum（2000）通过对不同文献的实证分析显示，不同研究之间最显著的联系往往存在于同一个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之间。不同研究者的研究发现之间存在很弱的联系。这表明不管在理论研究还是方法使用上都是孤立的，因而阻碍了战略管理的进一步发展。

22.7　聚焦探索对战略实施理论与模型的重要性

改进战略实施研究，需要对匹配更好的理解，以及对统计学方法更加准确的应用。然而，我们同样需要重视用来实现匹配的组织过程。成功的战略实施是一个有效的组织适应过程。例如，我们的战略实施模型关注于环境检测的控制能力、关于组织绩效的反馈，以及组织成功适应环境的变革过程（Hrebiniak和Joyce，1984）。事实上，战略实施的关键是在复杂、混乱及不断进化的环境中进行积极改变。成功的战略实施表明组织已经采取了行动、进行了学习，即组织从其绩效中获得了反馈，同时对其进行了评价，并在竞争环境中做出了必要的调整。

22.7.1　探索与适应

管理文献长期以来就关注组织变革与适应，既涉及宏观或者种群层次，也包括个体层次上的接受或反对变革。解释组织如何形成战略以适应环境变化是战略管理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Child，1972；Hrebiniak和Joyce，1985）。同样地，为什么一些组织在适应的过程中比其他组织表现得好，这是组织研究中关注的一
 个重要问题（Barnett、Greve和Park, 1994）。对有些人来说，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在于一个企业在其行业中的位置优势（Porter，1980）；对其他人来说，答案在于一个组织能够创造将其区别于竞争对手的特有能力的能力（Selznick，1949；Prahalad和Hamel，1990；Wernerfelt，1984）。两种观点都是有价值的，而且都在战略管理文献受到了关注。

然而，组织适应能力的一个方面非常重要，但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就是组织的探索过程。探索是组织适应能力的基础，同时是极为重要的。在战略实施过程中，探索指的是组织开发信息的活动，这些信息有助于组织内部能力、资源、战略实践及程序之间实现有效的匹配。它是组织的一种监测能力，是组织识别、观察、编码组织自身、竞争者、顾客，以及其他相关者行为的能力，同时识别竞争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所带来的机遇与威胁。缺少有效的探索及监测技术，表明一个企业对行业中竞争对手的重要变化不能做出及时的观察与反应，这可能给组织绩效与生存带来可怕的结果。简单来说，组织探索过程对于任一战略实施模型都是极为重要的，反过来，对组织不断地适应与变革也是至关重要的。

此外，探索也是战略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不管它是被看作一个过程还是一种能力，组织都需要对其有所察觉、有所创造，并对环境偶然性及时反应，以实现战略成功的制定与实施。这一重要现象也迫切需要开展相关研究，未来战略实施的研究必须关注组织探索的决定及相关因素，从而提高我们对于组织在适应过程中如何实施与变革计划的理解。

在复杂的组织中是什么影响了组织的探索能力呢？为什么一些企业比其他企业在通过有效观察、收集及使用知识来提高竞争优势方面表现得更好呢？下面的讨论为这一重要领域未来的研究提供了许多观点和命题。

22.7.2　探索与组织能力

研究表明，组织探索聚焦于组织能够享有竞争优势或者组织认为其拥有一项重要技能或能力的“超额能力”的领域（Prahalad和Hamel，1990）。在类似的条件下，企业的资源基础观提出，企业有形与无形的特有资源使其能够识别、形成与实施新的成功的竞争优势（Wernerfelt，1984；Barney，1991；Amit和Schoemaker，1993；Peteraf，1993；Collis和Montgomery，1997）。从逻辑上可以推出，企业的核心能力或者关键的特有资源驱动了探索过程，从而促使组织评价其自身绩效，分析行业与竞争力量，并开展必要的变革作为战略实施过程的一部分。

如果一个组织的资源可以包括跨越边界的负责探索与监测的单位与人员，那么我们可以推测战略实施过程的效果将会更好。探索与监测方法中的控制与反馈机制可以使组织更容易进行标杆管理、在观察竞争者行为的同时形成应对变革与适应的权变计划。组织缺乏这些能力，将会影响其战略实施效果，并损害组织适应行业力量与竞争压力的能力。


22.7.3　以往绩效与探索

多年前，March（1981）认为探索随着组织绩效的变化而变化，最近的研究也反映出了类似的观点。差的绩效促使组织进行探索以寻求提高绩效的方法，然而，好的绩效促使管理者创造基于其优势的能力，例如建立限制竞争者行为的进入壁垒（Porter，1980；Barnett、Greve和Park，1994；Marlin、Lamont和Hoffman，1994）。March（1981）甚至将探索分为：组织绩效差时的方法驱动型探索，以及组织绩效好时的松弛型探索。前一种探索聚焦于解决问题，寻找方法改变或者适应战略以摆脱差的绩效；后一种探索则代表了一种实验、R & D或者非正式的“涉猎”，与Peters、Waterman（1982）的“臭鼬成果”不无相似之处。

我们可以假设一个有效的战略实施过程同时需要两种探索类型，尽管二者相当不同。差绩效要求组织在遭受不能挽回的竞争损失之前解决其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时间是至关重要的，组织必须迅速准确地理解环境并相应地进行适应，经常是改变其战略实施过程中的某些或者全部关键变量，例如结构、激励或者沟通与整合的方法（Hrebiniak和Joyce，1984；Cohen和Leventhal，1990）。当组织具有好的绩效时，松弛型探索作为一种去中心化的非正式探索，有利于促使组织使用更加随意的和尝试性的方法解决问题。

通过问题解决型与松弛型探索，组织将会获得对于有效战略实施至关重要的监测能力，而这种能力将在很大程度上使组织受益。创造跨越边界的任务，形成包容而不是避免错误的信息与控制系统（Michael，1973），强调组织结构的“有机”方面（Burns和Stalker，1961），同时实现外部知识在组织内部的转移与交换（Cohen和Leventhal，1990）。这些构建战略实施过程的方法，能够使组织在实施两种探索类型的过程中充分受益。战略实施既要求有效地监测与信息收集，又需要有效的信息传递；前者促使组织适应与变革，而后者有助于对组织关键战略实施变量与决策之间的匹配进行内部检查。对于组织来说，促进问题解决型与松弛型探索的过程、结构及方法等方面的进步，不失为明智的选择。

22.7.4　探索与组织学习

学习对组织适应能力与组织绩效至关重要。学习能够影响组织如何探索，以及组织战略实施过程的有效性。

组织探索受到组织学习的影响。如果组织过去的活动或者决策被明确地认为产生了积极结果，那么组织将来的趋势是依赖这些同样的活动与决策。也就是说，学习能够影响未来的探索与战略实施活动。这种影响探索的一个明显的危险是在面对变化环境时的过度惯性。惯性及盲目地依赖过去曾成功的领域，将会对探索及战略实施产生消极影响，从而使组织不能有效地适应环境（Hrebiniak和Joyce，1985）。类似地，用以往的管理应对新的问题也会严重地限制组织的探索过程，甚至有可能导致组织陷入“能力陷阱”——组织通过过去学到的东西而表现出差的绩效（Levitt和March，1988；Leventhal和March，1993；Simon，
 1993；Barnett、Greve和Park，1994；Ingram和Baum，1997）。在这样的情况下，学习与过去的经验对组织的探索、战略实施及适应能力产生了负面影响。

学习对探索，以及战略实施效果的影响需要得到进一步研究。这样的研究必须同时关注组织外部知识的收集，以及组织内部知识的扩散，因为组织要努力避免惯性与能力陷阱。相关研究应该包括直接影响信息收集与使用的变量，包括激励、组织结构，以及组织创造“吸收能力”的能力（Burns和Stalker，1961；Hrebiniak和Joyce，1984；Cohen和Leventhal，1990）。简单地说，学习影响组织探索，反过来，组织探索决定战略实施过程的有效性。我们对这些因果联系知道的越多，我们理解什么影响了战略实施设计与结果的能力就越强。

22.8　总结

本章为战略实施的未来研究提出了一些观点与启示。在关于改进战略实施模型的必要性的讨论中，我们提出，目前我们对战略实施的了解在几个学科与领域中是支离破碎的，不同的学科之间各自为政。尽管我们承认这些领域之间存在着重要联系，但就促进战略实施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要求而言，目前的模型还不能成功地对其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理解。

战略实施模型必须同时满足一般标准及其特有标准，才能具有有效性。一般标准是与所有有效模型相关的标准，包括逻辑性、可操作性、简约性及权变规定性；特殊标准是专门针对模型内容所开发的，对于战略实施活动需要强调两个重要的标准，即复杂性问题与效率性问题。

要满足这些标准，需要改进对战略实施模型中的匹配和权变概念的理解。尽管我们对匹配的了解比我们认为的要多，但这个概念一直在被随意地使用。匹配被理解为一组竞争性概念应该更为适合，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单一的术语。学术研究中不能准确识别使用的是这些概念中的哪一个，这不仅使其他研究者感到困惑，同样使我们自己的研究变得混乱。因此，我们在思考匹配概念时需要更加的严密。组织与管理中权变的观点已经出现很久了，学术上可以至少最早追溯到Simon（1946）的研究。多年前，一些研究者提倡在这些领域进行更加严密的思考（Hrebiniak，1978；Joyce、Slocum和von Glinow，1982a），我们认为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迫切需要做到这一点。

尽管本文中讨论了匹配模型的精确与雅致，但其仍然不能反映实际环境中的复杂性。“现实”环境很少只涉及三个变量，正如Dubin所称的“精度悖论”（1969:37），也就是说，尽管我们对匹配有了更加合理的理解，但是其仍然不能帮助我们进行预测。然而，逃避我们所提倡的这种严格思考只会让我们永远都不能拥有它，这就给我们带来了困境：重视理论不能有效地帮助实践，而重视实践使我们不能获得很好地指导实践的理论模型！如果我们承认存在理论源于实践，以及实践指导理论的可能性，那么这个困境就可以解决。管理者直接或间接地使用这种匹配的“外行”模型，来解决本文中我们所强调的重要相互关系。未来战略管理研究的一个潜在方向是探索与研究这些过程。此外，这个方向中的一些开
 创性工作已经开始，如果我们将理论与实践进行融合，并将其作为未来研究的一个起点，就一定会有很大收获。

最后，我们需要对复杂组织中的探索有更多了解。探索过程或能力促进组织适应过程。它们促进组织关注于环境监测，使组织获取对战略实施过程和组织变革至关重要的外部信息。问题驱动型与松弛型探索都是组织适应过程的必要部分，因此，二者都需要得到组织激励、结构及业务流程等方面的支持。后者包括促进组织内信息扩散和使用的流程与结构，因为只有这样，战略实施变量之间才能实现匹配，从而确定其实施效果。

22.9　结论

探索及其提供的信息，对组织适应、组织学习及组织战略实施过程的完整分析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在战略实施决策与行动中，组织通过探索实现学习与匹配。有效的探索有助于避免组织陷入能力陷阱，从而保持战略实施过程的完整性与有效性。实际上，探索代表了一种重要能力，使组织能够在复杂、动荡的环境中应对各种变化，评价战略实施活动的影响，同时提高组织在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的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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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人力资源战略：我们的方式的时代

本章的目的是讨论关于人力资源（HR）战略的一些主要特征与趋势。由于人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因此，人力资源战略对企业如何实现竞争优势至关重要。但事实上，“人是最重要的资产”这个观点在现实中还没有充分的证据。关于人力资源的大量研究都以此为前提，但历史上的实际情况是组织并没有将其命运依赖于人力资源。在组织中，人力资源的功能是最没有影响力的，组织竞争优势也不是基于员工的技能、能力及行为之上的。事实上，正如Snell、Youndt和Wright（1996:62）所指出的那样，过去高管们努力地“将人力资源排除在组织战略方程式之外。也就是说，只要有可能就会用资本代替劳动力，并且通过设计层级组织将那些计划中的人与实际做工作的人分隔开来”。

那么现在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今天人更加重要呢？是人力资源的什么问题将其引入到战略管理讨论的呢？这些问题的部分答案与竞争视角、企业优势视角的优先顺序变动有关。当战略管理理论开始关注企业内部的资源与知识时，竞争优势的产生逐渐依赖于企业学习、创新及变革的能力，此时人力资源要素在创造经济价值方面变得越来越重要（Conner和Prahalad，1996；Itami，1987）。正如Quinn（1992:241）所说：“除极少数以外，企业的经济与生产能力更多地依赖于知识与服务能力，而不是其他如土地、厂房、设备等硬件资产……事实上，所有的公有企业与私人企业，包括大多数成功企业在内，都成为了智力资本的储存库与协调员。”

当我们进行这种视角的转变时，随之会有两点改变。第一点，人力资源战略与竞争战略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如果一个企业的竞争潜力依赖于其知识与服务能力，那么人们所拥有的知识及其行为将是战略管理的必要条件。不管是信息的获得还是战略的实施都离不开对人的管理。

第二点同时会增加人力资源战略的重要性。当人不再被看作是生产工具，而是战略能力的关键来源时，我们对组织与管理的关注同样会发生改变。经济学家的一个共识是，与其他资产不同，组织不能拥有自己的人力资本（Becker，
 1964），而是员工拥有，这一点会戏剧性地改变组织内力量的平衡。进一步讲，组织不能简单地控制员工与外部环境中的人员交换与关系（Barnard/Simon观点的部分融合）。那些将组织界定为知识社区（Kogut和Zander，1992）的学者，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界定与管理组织边界的困难。因此，除了管理组织的知识以外，组织竞争力也依赖于对组织成员关系的管理。文化、态度、价值观及员工承诺，对于成功来说可能比以前更重要，这些元素在成功与非成功企业之间是有所区别的（O’Reilly和Pfeffer，2000）。

这两点都增加了人力资源战略对于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性，同时使其更难管理。人力资源战略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引导组织发展与布置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组织资本的过程，以增强组织竞争力。尽管我们在本章最开始就清晰地阐明了这个目标，但我们希望随着本章节内容的展开，我们能够将其含义阐述得更加充分。随着我们对这个问题探讨的深入，我们将总结几个关键人力资源战略框架与研究来支持我们的观点。此外，我们希望深入剖析这个领域未来的趋势。

总结一下，本章内容将围绕以下三个部分展开：首先，通过分析企业过去面临的主要竞争挑战，讨论历史上企业的人力资源问题，并展示这些挑战对人力资源概念的影响；其次，我们将看一下现在所使用的人力资源战略的概念与模型，并讨论其与现有战略管理文献之间的联系；最后，总结战略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新兴研究成果，识别正在形成的人力资源战略新范式。

23.1　人员—职位匹配的时代

Snow与Snell（1993）指出，尽管人力资源战略本身相对比较新颖，但是其潜在的逻辑原则可以追溯到美国的工业革命时期。一直以来，这个概念逐渐演变反映了我们不断变化的战略管理观点，以及人力资源中不断出现的挑战。正如表23.1总结的那样，每个演化的阶段代表了一种研究与实践的范式，因为它们不但影响了我们对人力资源的界定，也左右了我们对人进行管理的优先顺序。

在工业革命的鼎盛时期，在诸如铁路、汽车及钢铁等行业，企业战略以规模扩张与垂直整合为特征。企业最大的挑战就是效率最大化。在那种环境下，劳动力被认为是一种成本最高、最难控制的资源（Chandler，1962）。组织及工作系统在韦伯、法约尔与泰勒等的行政管理原则影响下，强调理性及非人格化管理权威。在当时的大型复杂组织中，行政管理原则与雇用、工作设计、培训、薪酬及劳动关系等相关联，要求人事管理成为其功能特色。

23.1.1　人员—职位匹配的重要性

当时人力资源战略的概念是不明确的，但实际上管理人员的战略聚焦在人员—职位匹配上。传统的雇用模型试图通过劳动分工、专业化及工作标准化来保证劳动关系的稳定性、效率性及生产能力（Becker，1976；Capelli，1995；Hirschhorn，1984）。组织对工作精心设计，使大多数人利用最少的时间、金钱投
 资完成工作，同时如果有员工离职，可以很简单地实现员工替换。作为科学管理产物的一种分析方法，它在人力资源相关的活动中盛行。尤其是职位分析，即对任务、职责及其所需的技能、知识与能力进行分解，事实上成为了人力资源决策制定的基础。员工选择测试、时间动作研究及工作评价等都是以职位分析为基础的，它们共同阐释了实现个人与职位需求相匹配的人力资源战略。


表23.1　人力资源战略的三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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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阶段有两件值得注意的事情。第一，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工作、个人与绩效的系统分析增加了人员决策制定方法的逻辑性与精确度，而这种方法在之前是相当不正式的。第二，开发了评价人力资源功能管理效率及其在满足业务目标方面（例如，单位新雇员工的成本、员工选择系统的有效性、旷工情况、人员流动率）有效性的测量系统。多年来，这种严格与精确的方法一直是优秀人力资源的标准。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战略环境中人力资源各方面的一致性，以及其对业务需要的补充。我们将在下一部分讨论这两点的重要性。现在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围绕人员—职位匹配的观点建立的人力资源活动，使组织能够保持一定水平的效率与稳定性，在那时这对满足组织的竞争需要是非常必要的。

23.1.2　范式转变的开始

在这一时期，一些管理思想与实践的创新（对组织绩效有清晰的启示）开
 始促成了人力资源管理范式的转变。例如，人际关系与社会技术学派强调生产力问题中的“人的因素”（Roethlisberger和Dickson，1939；Herzberg，1957；McGregor，1960；Trist，1963）。研究者通过提供一些证据表明改善工作条件能够提高工作结果。工作应该被重新设计与丰富，管理者被要求不应使用专制的领导方式。这些关于人力资源政策和更加人性化的方法与科学管理的原则及假设形成了鲜明对比。社会技术系统方法尤其强调人力资源系统与工作系统整合的重要性，这显然违背了纯粹的人力资源战略分析模式。

尽管如此，相对于这些新的管理模式，人力资源战略基本保持不变。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人员—职位匹配（即使根据研究做了一些调整）仍然是最重要的。然而，20世纪60到70年代之间不同哲学体系间的紧张关系，明显地表明旧的模式对管理者来说不再是万能的。

23.2　系统匹配的时代

在20世纪80年代，一种新的逻辑在组织中盛行，并且在更广泛的人力资源管理议程中产生了影响。伴随着全球竞争、多样化、全面质量管理等带来的挑战登上了历史舞台，像Mason和Mitroff等（1981:15）观察者指出：我们需要通过“一种全盘的综合的分析方法”来解决组织问题。因此，除了将人力资源细分为不同的分析元素以外，研究者开始考虑这些组成部分如何相互匹配建立一个全面完整的系统来管理人员。正是在这个时候，人力资源战略这一概念开始出现在相关文献中（Walker，1980；Tichy、Fombrun和DeVanna，1982；Miles和Snow，1984）。如Wright和McMahan等（1992:298）这些作者将人力资源战略描述为“有计划的人力资源配置与活动的模式”，以保持时间上的连续性，以及不同决策与行动之间的一致性。Baird和Meshoulam（1988）写了一篇具有影响力的文章，涉及管理人力资源战略的原则与参数，同时指出了对于研究者和实践者都极为重要的两个问题——内部和外部匹配。内部匹配是指人力资源管理的各个模块如何支持，以及补充组织内部的其他各项职能。例如，如果目标是选择高素质的候选人，那么人员发展、薪酬及评价等人力资源实践必须要能够留住这些关键员工。外部匹配关注的是，人力资源战略和实践如何与企业的发展阶段和战略方向保持一致。在新创立的企业中，人力资源实践强调的是薪酬、人员配置等各项决策由企业创立者做出。随着企业日渐成长，管理者难以掌控不断扩大的人力资源职能，此时需要成立人事或者人力资源部门帮助完成招聘、培训及员工薪酬等工作（Baird和Meshoulam，1988）。

23.2.1　内部匹配的重要性

人力资源战略中的内部匹配（也可以称为“水平匹配”），强调了为实现各模块相互加强的目的而保持其相互之间一致性的重要性。有时诸如人员选择与培训这样的人力资源实践是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增强的；在其他时候，人力资源
 实践的组合也可能是相互对立的，因此发出不一致或者冲突的信息（Boxall和Purcell，2000）。在这种情况下，管理整个人力资源系统，而不是个人实践活动，可能是人力资源战略的关键要素。Beer等（1984）最早提出对人力资源战略设计基于系统的方法，这就是内部匹配概念的一个例证。Arthur（1994）、MacDuffie（1995）及其他学者强化了这个观点，他们展示了人力资源实践活动如何在组织中发生，并阐明了与所有实践活动相联系的整体逻辑比实践活动本身对理解人力资源战略更为重要。

这些研究都反映了人力资源协同观的一种趋势，同时与组织战略的结构分析方法相匹配（Doty和Glick，1994；Lado和Wilson，1994）。为了将人力资源战略识别，以及概念化为有意义的理想模型，研究者们开发与借用了例如行为与产出控制（Snell，1992）、基于承诺的人力资源（Arthur，1994；MacDuffie，1995）、高绩效工作系统（Huselid，1995）、人力资本优化系统及工作转换（Youndt等，1996）（Kochan、Katz和McKersie，1986）等术语来描述劳动关系的整体模式。重要的一点是，这些研究框架不是孤立地来看个体的人力资源实践，而是将我们的视角转移到组织中整体的劳动关系上去（Baron和Kreps，1999；Delery和Doty，1996；Dyer和Holder，1988；Osterman，1987；Schuler和Jackson，1987）。

23.2.2　外部匹配的重要性

与内部匹配相呼应，外部匹配（也被称作垂直匹配）强调了人力资源实践应该与业务需求相匹配。通过认识到企业会面对各种不同的环境，研究者开始强调人力资源战略权变视角的可能性。这个时期，关于人力资源战略的许多研究关注人力资源实践与不同的一般业务层面战略的匹配（例如，Delery和Doty，1996；Jackson、Schuler和Rivero，1989；Olian和Rynes，1984；Wright和Snell，1991）。Miles与Snow（1984）的观点尤其值得注意，因为他们是较早的研究竞争战略类型的学者，而且他们的研究了扩展这一竞争战略模型，使其包含了适合不同情况的人力资源战略。

很有趣的是，尽管一些研究已经支持了权变视角（如Delery和Doty，1996；Gomez-Mejia，1992；Wright、Smart和McMahan，1995；Youndt等，1996），仍然有很多研究认为通用的方法（尤其是基于高承诺的工作系统的方法）如果不能够产生更好的绩效的话，它与权变方法相比也同样有效（Huselid，1995；MacDuffie，1995）。因此，当内部匹配的观点在人力资源战略文献中得到认可时，关于“最优匹配”与“最佳实践”的讨论也在同时进行着（Boxall和Purcell，2000）。

围绕匹配问题与战略权变问题的部分争议集中在对测量问题的讨论上（Boudreau和Ramstad，1997；Ulrich，1997）。比如，企业应该通过加强测量实现内部匹配还是试图通过交互作用实现其协调效应是不明确的（Huselid、Jackson和Schuler，1997；Delery和Doty，1996）。除此之外，还要关注对业务战略及企业绩效的测量（Rogers和Wright，1998）。尽管这些问题更适合在研
 究者中进行讨论，但它们同样对于接受了潜在的战略匹配逻辑，并需要为保证其实施而开发衡量标准的管理者具有启示作用。随着研究人员对人力资源战略观点的延伸，他们也在努力寻找可以实施这个更为广泛的概念的合适方法（Guest，1999）。

总的来说，人力资源战略时代促进我们对管理系统如何促进战略实施有了更加全面的理解，在这个过程中转变了我们看待人力资源系统设计的方式。我们不再是仅仅关注某一特定人力资源实践的技术特征，而是开始关注人力资源实践如何协同运作，以加强与支持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行为模式。随着研究者对人力资源战略观点的拓展，他们也提出了一种人力资源政策与实践互相协作以支持企业战略目标的更加整合的观点。在这个过程中，人力资源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并与诸如组织结构、文化、技术等组织制度相协调。

这个时期将人力资源制度与一般业务战略结合起来的研究框架的扩散，反映了这个领域的重点在于概念与逻辑，可能有损害实证研究进展的代价，但是这些努力在几个方面都很重要。它们不仅仅为人力资源中有关诸如权变、协调及最佳实践等观点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平台，更成为了一种我们理解、交流业务战略逻辑的方法，但直到那时候，这种逻辑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还是陌生的。尽管像Miles、Snow（1978）或Porter（1980）等人的战略类型有其批评者，但他们的杰出贡献在20世纪80年代反映了这个领域的研究兴趣，即资源、企业活动与外部环境之间的逻辑关系。

鉴于这个时期人力资源的剧烈变化，有关的人力资源术语注定也要发生变化。“人事”一词演化为“人力资源”，不仅反映了从把人看作成本到看作资产的一种重新定位，同时表明管理者与研究者对这个领域的重新认识与过去有着本质的不同。Guest（1987）认为，要想从传统的人事管理中实现一个有意义的转变，人力资源管理需要包含有利于整合、承诺及弹性的措施。如Yeung、Brockbank和Ulrich（1994）等人描述了人力资源功能的角色与职责如何转变的，以及实施这种角色组织需要的能力。除了人力资源中主要的技术能力与专业能力外，员工中的专业人员被要求进入业务合作成员及变革成员团队（Dyer，1983；Barney和Wright，1998）。同样地，直线管理人员承担了更多与人力资源相关事件的责任，同时与人力资源员工有着密切的协作。

23.2.3　范式转变的开始

与人员—职位匹配时代一样，基于系统匹配的人力资源战略范式有着显著的特殊情况，这些情况放宽了人力资源战略范式的基础。例如，这个时期的许多研究关注人力资源在战略实施而不是战略制定中的作用。作为组织层级模型的最后表现形式之一，战略（高层）被看作是特定的，人力资源被看作是不断调整以适应战略的需要。然而，像Dyer（1983）与Buller（1988）等研究者发现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业务计划与人力资源计划有着互惠关系，通常来说业务战略与人力资源之间是单向联系的。正如C. A. Lengnick-Hall与M. L. Lengnick-Hall（1988）所说：“人力资源很少被看作是能够产生竞争优势的战略能力。”这严重限制了人
 力资源对企业竞争力的潜在贡献。由于这个原因，人力资源被看作最佳情况下的促成因素，以及最差情况下的限制因素。

但是到20世纪末期，很多情况正在明显发生变化。随着诸如市场保护、资本获得等传统竞争优势的基础被侵蚀，以及资源对更多的企业来说变得更容易获得，除了人之外，企业用来取得成功的独特方法越来越少（Pfeffer，1994；Pucik，1988；Schuler和MacMillan，1984）。在今天这样高速变化的环境中，人力资源越来越被看作是战略能力的催化剂。也就是说，人力资源被看作是一种推进战略，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东西。

23.3　竞争潜力的时代

正如20世纪80年代的战略重点改变了我们对人力资源的看法一样，今天的竞争挑战也在重新定位人力资源战略。新的竞争平衡鼓励组织获取基于知识的资产，进行学习与创新（Leonard-Barton，1992）。在某些方面，这种演进的范式与先前的人力资源战略范式是对立的。不再将人力资源看作是战略计划的结果，而是认为现在的战略计划是建立在通过企业人力资源获得的能力与潜力上的。

在企业的所有资源中，雇员技能、知识与能力是最与众不同的，也是一种可再生的资源。随着变革的加快而出现的组织创新与学习，战略制定更多地依赖于“由人体现的专门知识”。因为人可以不断地学习与适应，人是一种潜在的自我更新的资源（Davenport和Prusak，1998；Nonaka和Takeuchi，1995）。此外，通过组织制定和技术的结构，人构成了企业核心能力的基础（Prahalad和Hamel，1990）。

从这一立场上，人力资源战略被认为是培养了企业的能力、文化及员工组合，而这些构成了企业竞争潜力的基础。目前，人力资源战略范式的转变有三个因素：（1）知识基础观补充了人力资源的行为主义观点；（2）敏捷的概念同时实现了弹性与战略匹配需求的一致；（3）体系结构模型提供了一个更加详细的人力资源与雇用的观点。下面对这三点进行逐一讨论：

23.3.1　与知识基础观的整合

战略管理中的几个趋势，例如向企业的资源基础观和知识基础观的转变，对无形资产、智力资本、知识管理的关注等，使人力资源相关问题成为组织的核心问题（参照，Barney，1991；Davenport和Prusak，1998；Kogut和Zander，1992；Nonaka和Takeuchi，1995）。同时，这些理论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看待人力资源战略的方式。

在过去，我们的视角主要关注于实施一个特定战略所需的必要行为。例如，Porter（1980）的一般性战略对人类资源战略的启示是：企业的低成本战略被认为需要有效率的行为，因此人力资源应该关注基于结果目标，以及要求较低培训标准的常规工作设计与激励；差异化战略强调创造与创新，这要求人力资源
 战略能够吸引与留住高技术员工，保持较高的员工参与度，以及实施广泛的培训（Schuler和Jackson，1987）。但是，这些早期的战略模型并没有明确地将人力资源维度整合在内，仅仅是对人力资源管理有一些启示，而且人力资源并不是影响战略制定的主要因素。战略分析者打破了这种方法，例如Prahalad和Hamel（1990）认为核心能力来源于企业的集体学习，高层管理者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必须提供战略体系结构来以增强这种能力的构建，因此人力资源成为了竞争优势的关键组成部分。将知识基础观应用到战略管理中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结果，同时人力资源战略也随之发生了转变，那就是早期对战略制定与战略实施的过度区分减少了。当知识资产被看作是关键成功要素时，战略制定就会更多地利用内部能力来执行战略（Hamel和Prahalad，1994）。

回顾过去，对人力资源的忽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理解。因为人力资源植根于心理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它关注的是个体或者群体行为。鉴于这个传统，在过去我们对员工执行特定战略所需要的行为类型做出推断是不足为奇的。然而，例如Barney（1991）、Ulrich（1991）、Snell和Dean（1992）等研究者认为，竞争优势依赖于比行为本身更加持久的东西。Wright和Snell（1991）指出，当人力资源战略对控制与协调行为很重要时，它同样在形成与调整组织能力中起着关键作用。因此，研究者开始将人力资源的行为主义观点与企业的资源基础观相结合，再后来，企业的知识基础观也被应用到人力资源战略中。

Snell、Youndt和Wright（1996）借鉴Barney（1991）的观点，讨论了雇员的技能与知识（他们的人力资本）如何是有价值的、稀少的、不可模仿的、不可替代的。人力资本是一个有价值的概念，因为它将传统的人事管理（例如，雇员技能、知识、能力）与战略管理中的资本积累的经济原理、投资、资源配置与价值创造等基础结合起来了（Dierickx和Cool，1989）。

与此相联系的是，知识管理与组织学习领域的研究者也认识到了人对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作用（Davenport和Prusak，1998；Nonaka和Takeuchi，1995）。因为知识创造、共享及整合的过程是隐性的，具有路径依赖性及社会复杂性，并且是难以在不同情境中模仿与转移的（Dierickx和Cool，1989；Peteraf，1993）。这些与学习及竞争优势相关的要素不仅延伸到了人力资本中，而且强调了社会资本的重要性（Coleman，1988；Edvinsson和Malone，1997）。当人力资本代表个人知识的经济价值时，社会资本就代表了“嵌入在且来源于社会关系网络的资源”的价值。

在社会资本与学习的背景下，人力资源战略不仅超越了知识、技能及行为的发展，同时也吸收了组织内外部的关系及变革理论的发展。组织之间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Harrison和St. John（1996）称，用在企业内部的非传统管理技术也可以被应用在企业外部的关系管理上。人力资源战略不再寻求基于控制与监督之上的关系，而是更加强调与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当我们关注基于信任与互惠的关系时，我们就扩大了人力资源战略的范围，使其包括了引导相关行动的价值与原则。例如，Leanna和VanBuren（1999）提出了一个社会资本模型，解释了人力资源实践如何提升信任与可交感性（互相影响的意愿与能力）来促进广泛的合作和知识共享。

道德资本与伦理资本等新型的概念在人力资源战略领域也有一定影响。正如
 O’Reilly和Pfeffer（2000）指出，当员工具有共同目标与价值时，他们就会创造一种“隐藏价值”，这种价值对于其他企业来说是最难模仿与复制的。在组织中它们代表了一种文化活力来源，从而能够产生非凡的绩效。

最后，除了存在于个体与社会网络中的知识以外，组织拥有的知识大部分存在于其制度与流程中。正如Daft和Weick（1984:284）讲的那样，“个体来来去去，但是组织一直保存着知识。”Becker等（1997）继Wright和McMahan（1992）之后指出，人力资源实践、流程及体制使企业管理员工的技术诀窍制度化，因此能够代表一种重要的经济资产。竞争者能够获得与其所学企业类似的硬件与软件，但是复制嵌入在组织实践、惯例及体制中的潜在能力与集体知识是困难的（Day，1997；Oliveira，1999）。作为一种组织资本的形式，这些制度的整体配置以特殊的方式结合时，在其他企业中进行模仿与复制几乎是不可能的。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组织资本的结合，代表了核心能力的基础，以及促进知识管理流程的结果。尽管大量的研究需要去做，但是很明显，我们对人力资源战略的定位已经由严格关注人的行为转变为管理智力资本的整合思想。

人力资源战略向基于知识的范式转变的部分挑战是，智力资本的基本理念与原则的度量标准的形成。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大家逐渐认识到企业资产与绩效的传统衡量方法（主要基于财务指标）是不完整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Sveiby（1997）开发了一种“无形资产监测系统”，能够测量智力资本的不同方面，包括员工能力（如效率、成长与专业人员的价值增长作用）、内部结构（如智力财产权、内部组织与支持人员），以及外部结构（如与顾客和供应商的关系）。类似地，在战略管理的更广泛领域内，Kaplan和Norton（1996）的“平衡记分卡”运用四个价值标准（财务、顾客、内部业务流程及学习）对市场价值与组织有效性进行了更为广泛的评价。

23.3.2　匹配与柔性的协调

今天，人力资源战略转变的第二个主要推动因素与匹配、柔性概念有关（Milliman、von Glinow和Nathan，1991）。例如，C. A. Lengnick-Hall与M. L. Lengnick-Hall（1988）指出，在适应性与柔性极为重要的时候，人力资源与战略之间的紧密配合是不明智的。“从竞争的视角来看匹配是适得其反的，因为它可能抑制了创新精神并且约束了企业的所有技能”（1988:457）。Schneider（1987）在其组织的“吸引—选择—摩擦”（ASA）循环框架中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如果组织吸引、保留了越来越同质的成员团体，尤其是根据他们的价值观念与性格，这将会导致组织拥有独特的结构、流程及文化。在短期内，这对于战略匹配与不可模仿性可能是有利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同质性可能会约束了产生新想法所需要的兴趣与观点的多样性。因此，“吸引—选择—摩擦”（ASA）循环的紧密匹配可能会产生阻碍变革的作用。

人力资源制度（不是人，而是实践）可能也会抑制柔性。Snell和Dean（1994）表示，比如人力资源实务等行政制度一旦存在，就会倾向于变得难以被处理。因为，它们通过多种形式存在，例如书面记录、组织惯例、企业规章及员工期望
 等，它们代表了阻碍变革的组织惯性主要力量之一。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Wright和Snell（1998）开发了一个平衡匹配与柔性的模型框架。这些研究者不是将匹配与柔性看作是一个连续体的两端，而是将其看作互为补充的要素（Milliman、von Glinow和Nathan，1991）。匹配被定义为某一时间点上的静态元素，而柔性是一种随着时间变化而不断变革与适应的能力。这种差别使得人力资源制度与劳动力特征同时存在，且满足组织柔性及匹配需求的可能性。在Sanchez（1995）研究成果的基础上，Wright和Snell主要关注两类关键要素：资源柔性与协调柔性。资源柔性是指一种资源能够被用作多种用途的程度。例如，一些人力资源实务比其他的会更具柔性（如目标管理相对于行为评价），能够被用在多种情境中。同样地，一些员工相对于其他员工来说具有更加柔性的技能（如通用技能相对于专业技能）与行为模式（例如，根据情境改变的行为相对于严格照本宣科的活动），能够更加容易适应新的环境。协调柔性是这些思想的延伸，是指企业重新组织、分配与部署资源链的能力。在文献中，与资源柔性、协调柔性等一些类似的术语如组织能力、战略能力等，被用来描述企业在最短的反应时间内同时计划并实施一系列策略的潜能（Lenz，1980；Prahalad，1983）。

在人力资源战略情境中，Dyer和Shafer（1999）对柔性有着最全面的理解。在现有的创新与变革等文献基础上，他们认为组织适应不是一次性或者周期性的活动，而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他们将这个过程命名为“组织敏捷性”（Brown和Eisenhardt，1997）。这与之前的研究，是一个微妙但重要的区别，它改变了我们的视角，从“战略中的变革”转变为“变革中的战略”。在敏捷组织中，人类资源战略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它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稳定的共享价值观、愿景与共同绩效标准的核心，但是围绕着这个核心，人力资源战略在形成敏捷员工（可以进行改变与学习）的能力与行为中扮演着工具性的角色。另一方面，为了实现这一点，人力资源战略同样包含了能够迅速重新配置以做出改变与适应的基础结构（例如，通过流动的作业安排、授权等）。

这些行动的结果使人力资源战略既能够满足稳定性又能够适应变革。可以将Brown和Eisenhardt（1997）观点的理解为，在敏捷组织中，人力资源战略实现了组织的有限结构（例如，工作优先顺序、工作职责等）与广泛影响，以及临时决策自由的结合。这种结合既不是死板的过程控制，也不是混乱的过程分解。成功的管理者能够通过多种多样的低成本实验方式探索未来。对于未来，它们既不是仅仅依赖于一个单一计划，也不是完全的反应型。它们通过一个有节奏的转变过程进行着不间断的变革。

23.3.3　人力资源体系结构的阐释

人力资源战略转变的第三个主要推动因素是对更加完整的人事管理体系结构的关注。最近，Lepak和Snell（1999）认为我们先前的研究对人力资源的认识太过宽泛，对其刻画得过于简单化。不管是概念性研究还是实证性研究，研究者都倾向于将所有的员工概括为一个综合的概念，即“劳动力”，好像所有员工都可以用一种（至少是占支配地位的）人力资源体系进行管理。然而，这种概括增加
 了简约性，有助于我们强调组织层次的现象是一种将企业内部的差异，认为是研究障碍折中的分析方法。有趣的是，早期组织理论关于差异的研究使我们意识到了一些显著差异，例如在生产、销售与关于组织结构和人际关系的研究部门之间（Lawrence和Lorsch，1967）。但是，在人力资源的研究中，对劳动力的分解分析还不是一种主流。

人力资源体系结构的观点始于不同员工以不同形式为组织做出贡献的假设。基于这个假设，需要对员工以不同方式进行管理。正如Mangum、Mayall和Nelson（1985:599）所指出：






许多雇主会仔细挑选一个核心员工小组对其进行投资，并精心地采取措施降低其流动率，以及维持其对企业的忠诚。然而，许多这样的雇主同时也会维持一个次要的员工群体，但是对于这些人雇主会保持相对分离的关系，甚至以高流动率为代价，并给予其很少的承诺。






Lepak和Snell的理论结构框架开始关注人力资本的战略价值及其独特性（企业专用性）。如图23.1所示，根据上述两个维度，可以产生四种不同的分类。与人力资本的不同相对应，每种类别在合作模式、心理契约及员工管理的人力资源配置等方面都有所不同。这四种配置可以被称作基于承诺的、基于工作的、基于灵活性的，以及协作的人力资源配置（见图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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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1　人力资本、合作模式、人际关系与人力资源配置


资料来源：改编自Lepak与Snell（1999）。



这种人力资源体系结构的观点整合了大量人力资源战略的相关研究成果。例如，Baron、Davis-Blake和Bielby（1986）发现由于企业专有技能、职业差别及技术等方面的不同，企业内部存在多种内部劳动力市场（ILMS）。类似地，Osterman（1987）认为产业的、薪酬的、工艺的，以及附带就业等劳动子系统在企业内部共存。最近，Matusik和Hill（1998）、Rousseau（1995），以及Tsui等（1995）等研究人员已清晰地表明，企业内部同时存在多种形式的劳动关系，从对核心员工的长期劳动关系到与外来工人的短期交易，再到其他形式的合同雇员等。

23.3.4　范式转变的开始

我们准确地决定如何来描述人力资源战略的这个领域还为时过早，目前正在形成的是与战略管理的演进相平行的一个更加复杂的观点。随着企业基于核心能力的开发与配置而进行的重新调整，企业与外部合作伙伴之间建立了联盟关系，组织和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结构随后也发生了变化并自动进行了整合。图23.2展示了在这种情境下的三种主要人力资源战略维度：（a）劳动力的构成；（b）劳动力的文化；（c）劳动力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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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2　竞争潜力时代的人力资源战略维度


劳动力的构成
 　人力资源战略的一个基本维度通常由劳动力构成。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获得恰当数量与类型的人来展开工作，对他们个人及企业整体来说都是有利的，但这通常是一个艰巨且涉及多方面的过程。将传统的人力资源规划与战略分析相结合，在今天这样一个变化与劳动力分化的环境中是比较困难
 的。这个过程取决于对各类人群如何为企业做出贡献的理解。

在劳动力构成的核心，人力资源战略重视对企业竞争起重要作用的知识员工的发展。这些“金领员工”（Huey，1998）有充分的自主权来实现工作目标，正是基于此，企业才有可能建立其未来战略。同时，人力资源战略在传统的任务安排上与员工保持现有的关系，同时也会更多地使用权变劳动力，包括兼职人员、临时工、承包商及长期合作者。

在这个背景下，人力资源战略的体系结构观更加重视对网络组织中劳动关系复杂性的管理。每一类员工都可能在几个方面存在不同，即他们所带来的人力资本类型、企业对他们的期望、企业对他们的发展所进行的投资等，而每一种不同都能够转化为不同的人力资源配置。

但是，人力资源战略不可避免地要抛开仅仅对某种差异进行管理，而是要转变为对整体情况的管理。人力资源战略必须考虑这个矩阵中不同人力资本类型的平衡与融合的决策。如今，关于组织内部应该保留什么工作、什么工作应该进行外包、与谁合作，以及合作关系的性质、范围与持续时间等的决策，对人力资源战略与一般经营战略同等重要。因为一些最重要的工作可能会在企业外部完成，各种组合产生了关于企业边界及交易性质等问题（Matusik和Hill，1999）。通常，国际化及外部化决策仅仅停留在成本考虑上，但是，一个更加战略性的观点将人力资源管理与能力开发、利用的战略考虑结合起来。

未来研究可能更加关注什么类型的工作应该留在企业内部、什么样的工作应该外部化，以及这些活动应该如何整合以达到最优目标等的决策。当企业把所有资产放在内部时会运作的更好吗？或者存在一个内外部安排的最佳组合？如果有的话，为什么有些企业将一种独特的专门技术类型放在组织中，而其他企业却放在外面？以牺牲效率及能力发展为代价能实现灵活性（通过外部雇用）吗？在将雇用构成看作是一种资产组合管理的环境中，上述每一个研究问题都变得非常重要。


劳动力的文化
 　结合劳动力构成的各个问题，人力资源战略的结构观点同时包括了文化与控制。我们知道（有时却忽略了这个事实），不同人群中的个体有不同的企业忠诚度、不同的价值观、对工作有不同的归属感（Lawrence和Lorsch，1967）。亚文化存在于不同人群所建立的心理契约中，这种亚文化的存在从对他们不同的控制机制和人力资源实践中得到了证明（Osterman，1987）。

例如，具有独特及专门人力资本的个体的工作是很难进行详细规定与监控的（Conner和Prahalad，1996）。因此，控制系统只是给予这些个体一种方向指导并强调结果的实现（Kerr，1985；Snell，1992）。它们的劳动关系更多地反映了一种参与式的联系，使其参与到企业的战略方向中（Rousseau，1995；Tsui等，1995）。这与传统的基于职位的雇员工作形成鲜明对照，他们的工作更倾向于反映行为控制及交易型劳动关系的原则。人力资源实践及制度针对每个群体形成并强化了不同的劳动关系。

起源于这些对立的劳动关系，Rose（1988）指出，组织可能由各种各样的亚文化组成。与认为组织可能或者应该以一种文化为特征的观点相反，从竞争立场看，这种不同亚文化的组合似乎是必需的。正如Schein（1990）所指出，当组织学
 习处理外部适应与内部整合的对偶问题时，文化便形成了。Dennison和Mishra（1995）发现，文化过度强调一致性及承诺，则可能会由于过分重视内部调整而忽视了外部灵活性。他们指出，文化的优势在于能够实现内外部视角与平衡灵活性和稳定性的结合。从架构的角度来看，人力资源战略关注的是不同亚文化的创造、维持、协作及整合。

将不同亚文化整合成为一个集合的过程是极其复杂的过程。在这里，我们不会尝试解决整个问题，但是除了创造一种核心价值观来团结全部员工，以及指导集体行动以外，人力资源战略体系结构观也将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企业内部不同亚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上。这不再是简单的白领／蓝领的差别；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交流维持了组织内部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同时实现了一个共同的战略态势。

当我们从文化的角度考察知识工作者时，继而会出现一些研究问题。不同群体之间是否存在不同的亚文化，例如，核心知识工作者与传统的基于职位的雇员之间？应该使用什么维度评价知识员工与其他亚文化员工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别？如果存在亚文化的差别，对知识员工的人力资源管理有什么启示？知识员工与组织外部的其他知识员工，相对于企业内部的其他亚文化群体而言，是否具有更强的亲密关系？


劳动力的能力
 　当我们将劳动力构成与劳动力文化问题结合时，我们得到了理解潜在企业能力的一个更好的视角。人力资源战略的体系结构观强调了才能的整合与组合，这些才能来自于对企业及相互之间具有不同归属感的不同群体。尤其在核心能力的背景下，如果我们意识到竞争潜力并不存在于任一群体之中，那么战略发展则要求关注不同群体之间的能力整合以创造差异化的价值。例如，如果我们能够识别建立核心能力的关键业务流程与技术，那么我们就能够找出参与这些流程的个体与团队，因此就可以构建企业能力的人力基础。由此而论，企业的核心能力不仅仅是由知识员工的技能构成，还来自于传统雇员，以及一些合同工与战略合作者。对于计划来说，实现他们的结合是最重要的。

通常人力资源研究者提倡将所有的雇员归为“知识员工”范畴（高价值、高独特性），并使用一种“最佳实践”工具管理其承诺与绩效。然而，这种方法从投资的视角来看是禁止的，从效率的视角来看是无价值的，从雇用的角度来看是不可能的（许多员工不会选择这种情况）。相反，人力资源战略的体系结构观重视在不同群体之间建立联系，以促进知识交换、融合与重组。这种做法将人力资源管理与战略管理结合在一起，这是前所未有的。

根据能力要求组织人员确定他们的贡献，并清晰地说明他们与其他人交流的性质，这些最初的努力在开始的步骤中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必须指出的是，随着能力的形成、衰退与转换，不同个体的贡献可能也在发生变化。正如个体随着学习不断适应环境，能力构建的个体的结合也可能随着时间变化而改变，这种转变反映（或解释）了组织学习。结果是一种更新的或者改造的能力的形成。我们之前关于资源柔性与配置柔性的讨论在这个情境下具有新的重要性（Wright和Snell，1999）。随着组织在内部与外部建立新的关系，并把起作用的知识群体结合起来，它们增加了开发具有动态能力更加灵活的劳动力的机会。这种灵活性不仅来自于随着时间变化不断进行重新整合与调配的员工组合，而且来自于通
 过知识交换进行的快速学习（Brown和Eisenhardt，1997；Cohen和Leventhal，1990；Matusik和Hill，1999；Teece、Pisano和Shuen，1997）。

因此，人力资源研究者能够提出重要问题来阐明企业如何更有效地利用能力。例如，我们如何有效地区分哪一种技能集合对企业核心能力有用呢？个体如何通过一种方式联合他们的能力，使其既能够创造价值又难以模仿？我们怎样在组织中最好地利用这些能力，也就是转移并整合这些能力给其他员工？我们如何保证企业外部知识的获取与吸收、转移与转换，以实现创造可随时间变化而更新的竞争潜力？如果我们能够回答一些这样的问题，人力资源研究者将大大促进战略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23.4　讨论

撰写本章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总结人力资源战略领域的主要发展趋势。我们明确了研究与实践方面的三个时代，对这三个时代的界定来自于为获得竞争优势而管理人的特定假设和观点。人力资源战略的每一个时代都与战略管理有着相似之处。

在人员—职位匹配时代，人力资源活动关注的是建立企业扩张战略，以及垂直整合所需的效率与雇用稳定性标准。在系统匹配时代，人力资源战略关注的是人力资源策略之间的内部一致性，并将其垂直地与战略需求相连接。这种人力资源战略范式不是单独地关注个别的人力资源实践，而是鼓励开发整个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协同效应。今天新兴的人力范式反映了一个战略管理的时代，强调基于知识的竞争。人力资源制度被制定用来开发与强化智力资本和知识管理的思想，而这推动了战略制定。当企业正在建立联盟与伙伴关系网络来完善其核心竞争力时，人力资源战略的体系结构观强调了合作模式与人际关系的结合，以支持知识管理与组织敏捷性。

除了描述每种人力资源战略范式的基本要素外，本章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展示人力资源与战略管理领域是如何达到一致的。通过思考每个领域的起源，它们随着时间的演变及它们今天所面对的挑战，这种一致的趋势或许才能够很好地被理解。早期的战略思想家受到I/O经济学（Porter，1980）的强烈影响。然而，自那时起，概念化通常重新聚焦到企业内部各方面，尤其在企业基于资源的观点中（Wernerfelt，1984；Teece、Pisano和Shuen，1997）。这种演变将人的问题放在了战略管理模型的首要位置，尤其关注于对智力资本的管理，将其看作有价值的、稀缺的企业资源，同时也重视理解企业如何开发动态能力。

另一方面，早期的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模型是基于心理学发展起来的（Schuler和MacMillan，1984），但是这一理论始终如一地使用宏观方法，将组织理论与经济学整合到我们对人力资源战略的理解中（Wright和McMahan，1992）。最近，强调将人力资源战略作为管理企业智力资本（Lepak和Snell，1999）与管理匹配／弹性悖论的一种手段，成为了人力资源管理这类文献中的焦点问题。

随着这两个领域的融合，我们相信有多种方式可以让研究者获得共同研究进展。例如，战略强调组织层次（宏观）的问题，为人力资源研究者提供了研究的
 环境与视角；人力资源定位于更加明确（微观）的细节，增加了战略分析与实践的精确性。与此相关的是，组织竞争、协作等理论对人力资源研究者都是很重要的，尤其鉴于一些批评认为人力资源在传统上是没有理论的。另一方面，人力资源关注实际应用，有助于将战略理论转化为管理者能够真正使用的且具有稳固根基的工具与技术。例如，Prahalad和Hamel（1990）指出，当人力资源管理开始时，围绕核心能力发展的思想与概念就停止了。精确地识别企业如何开发与管理核心能力，需要在企业中使用更加细化的人员配备、培训、薪酬与绩效管理制度。

或许研究会继续探索战略与人力资源之间的实际关系，并确定二者之间一致与互补的趋势是否会持续下去。目前，关于战略制定与战略实施之间因果关系的问题仍然不是很明确。早期的研究曾假设战略形成主要基于外部的分析，而内部管理主要关注于战略实施。然而，智力资本与企业资源基础观模糊了这个区别。人们发现内部能力提升了战略选择，并提供了有价值的、难以被模仿的优势，因此，许多研究者将研究重点转移到了企业内部（Barney，1995）。但是，似乎一种复杂的内部与外部因素的相互关系在起作用，研究需要去探索这些因素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内部与外部因素相互作用的进一步分析，也将有助于我们弄明白企业是如何在动荡的环境中成功管理的。复杂性理论家（Brown和Eisenhardt，1998）已经开始分析，并帮助企业识别了如何运用战略柔性、相互适应及实验法等来应对不断的变化。环境中变化的速度与程度强调企业应该关注内部动态能力。人力资源研究将需要关注企业如何创造、转移与整合知识以应对快速的变化。

23.5　结论

总之，我们看到了有关企业战略与人力资源战略的文献正在不断趋向融合，相信这将会对两个领域都有益处。这种融合会使读者对企业如何有效地管理所有资源以获得竞争优势有一个更加深入与广泛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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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战略与创业：一个未曾讲过的故事

在《发明：思想的供养》（Invention: The Care and Feeding of Ideas
 ）一书中，作者Norbert Wiener教授（1993）针对个人和机构在科学与发明历史进程中的相对重要性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提出假如既没有罗密欧也没有朱丽叶的阳台的莎士比亚著作《罗密欧与朱丽叶》会是怎样的一则故事
[1]

 。当然，故事将会完全不一样。此处，Wiener将大量有关科学经济史的研究与发明的述评象征性地比喻成“只有阳台而无罗密欧”的故事。Wiener将阳台比喻成故事的背景——包括文化、制度、约束条件及故事情节不断发展与丰富的推动因素。在Wiener看来，罗密欧是故事中最重要的角色，因为发明中往往存在一些极强的偶然因素，并且没人能保证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方一定会发现什么。缺少罗密欧和阳台中的任何一个角色，故事也将会变得不完整。类似地，我们也打算将战略管理比喻成“只有阳台而无罗密欧”的研究。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战略管理是“只有阳台而无罗密欧”的研究，相应地，战略管理学者则可能将创业批判为“只有罗密欧而无阳台”的研究。

本章立足于创业视角，提出战略管理学者可以在其研究中包含更多的“罗密欧”。尽管这两个领域之间的互补性很强（阳台与罗密欧之间的互换），但是这两个领域很大程度上却是相互独立的。我们认为，创业在战略管理理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战略管理理论也丰富了我们对创业过程的理解，尽管后者不是本章的重点。

对于创业，一种合适的解释是将其视为在未来商品和服务尚无市场的时候，如何将这些商品和服务变为现实（Venkataraman，1997）。从某种程度上说，商品和服务是包含价值的，而创业则是关于个人如何在社会上发现并把握创造价值的机会的。正如Wiener（Wiener，1993）所说，在创意的初始阶段，个人的作用是巨大的：“在一个创意还没有上升到理论层次、付诸实践的时候，必定已经存在于某人或某些人的头脑中……没有了这些最初的构想，一个创意想要上升到理
 论层次并被付诸实践，可能需要等上五十年甚至一个世纪的时间，即使这些最初的构想并没有包括未来发展的任一确定方面。”

战略管理被视为是有关创造价值的方法，是个人与企业试图实现大部分价值的努力。因此，如果我们将创业和战略管理同时视为描述、解释、预测及解决价值是如何被发现、创造、获得，以及可能破坏的，那么，我们不仅可以相互借鉴这两个领域，同时我们也在说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价值的创造和获得。

问题的一面是关于结束的——获取市场份额、利润，以及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即战略管理。问题的另一面是关于开始的——创造商品、企业及市场，即创业。然而，在这开始和结束之间那些清晰又复杂的部分，是一个伟大的故事。我们相信战略管理与创业之间真正有趣的故事尚未被讲述过，主要原因是价值的创造比价值的把握与维持更需要差异化的思维和行为模式。然而，价值创造的过程不仅决定价值延续和增长的趋势，而且其中某些因素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在本质上微妙地影响着企业选择和最终的结果。仔细想来，战略管理和创业似乎并没有太多重合之处
[2]

 ，尽管如此，但在本章我们仍然还是专门讨论战略管理和创业的重合之处。

Rumelt、Schendel和Teece在1994年出版的著作前言中，将战略管理定义为“企业有目的的管理和自然的演化”，之后，他们又进一步阐述了战略管理研究领域的四大基本问题：

1．企业行为
[3]

 ：企业是如何运作的？是否像一个理智的演员那样运作，否则，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应该依据怎样的行为模型来判断企业的运作呢？

2．企业差异性：企业为什么会存在差异？在实力相当的竞争者中，除了竞争和模仿，是什么保持了企业资源和绩效的差异性？

3．企业业务范围：在多元化的企业中，总部的职能及所能创造的价值有哪些？限制企业经营范围的因素有哪些？

4．企业绩效：在国际竞争中哪些因素决定了企业的成败？企业成功的根源是什么？在国际背景及全球竞争下，企业又会有哪些特殊表现？

通常，经济和战略管理理论倾向于通过基于因果推理与逻辑预测的理性决策制定（无论理性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线性的还是非线性的）来回答上述四个问题。但是在本章中，我们将通过基于有效推理和逻辑控制的创造性活动来阐释创业的内涵。

我们曾将创业定义为利用机会创造目前还没有的经济产物（Venkataraman，1997；Shane和Venkataraman，2000；Sarasvathy和Simon，2000；Sarasvathy，
 2001）。依靠外界环境的完整性和一致性，人们可以识别、发现、创造创业机会。在本章中，我们将首先通过对创业机会存在的先决条件的框架分析，检验与创业机会相关的三种类型的活动。此后，我们将从创业机会的视角探讨上述战略管理的四大基本问题。

24.1　创业机会
[4]



《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将机会定义为“影响某件事情的结果、目的，以及完成或发生的有利时间、时机或者条件。”从此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所谓机会至少包括一个结果或者目的，以及有利于其达成的因素。创业机会包括创造未来经济产物的机会，包括需求方、供给方，以及将供需双方联系在一起的各种方法等。因此，就创业机会来说，“最有利的因素”包括两方面：（1）对未来信念；（2）基于这些信念所采取的行动。简而言之，创业机会包括：

1．供应方：新颖的或现存的设想或发明。

2．需求方：一个或多个结果——可能是主观（内在的）欲望或客观（外在的）目标，或二者兼有
[5]

 。

3．相信目标实现的有利因素。

4．通过创造新经济产物来实现可能的目标。

需要注意的是，创业机会存在于经济的各个层面——个人、企业和宏观经济。例如，互联网的出现不仅为个人和企业带来了创业机会，同时为整个美国经济实现更加有效的全球化带来了机会。正如在创造“自由市场”过程中，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不仅引导了政府的政策制定，而且影响了个体经济和企业的决策制定。

但是，创业机会极其需要特定的情境。对于今天的乌克兰来说是机会，并不说明对于今天的美国来说也是机会，甚至对于明天的乌克兰来说可能也不是机会。这说明创业机会既不是等着某个企业家一不小心偶然发现的，也不可能是被某个创业天才“猜测”出来的。相反，创业机会往往存在于人们在非经济情景下的剩余活动中，并意外地出现在创业者们正在从事的某种活动中，创业者通过不断努力试图将那些非经济性活动的产出转化为新产品和新企业，持续不断地实现从人类理想向新市场的转变。

换句话说，想象先于产品和企业，并且人类的理想也先于市场。无论是在艺术、科学、体育还是在哲学等方面的人类活动，人类的创造性想象都可以成为经济领域的投入因素。实践表明Jerry Seinfeld的笑话和Michael Jordan的篮球，如同重大的技术发明和柏林墙的倒塌一样，促进了个人和企业的盈利，给经济带
 来了福利。同样，人类的理想包括从个人职业目标到社会自由公正、全世界人民的美好生活，以及世界的和平等在内的所有可能范围。这些理想需要被转化为基于特定经济产物的需求和市场。例如，特定的商品、服务及企业。通过采取创造新产品和服务的创业行为，创业为人类想象与人类理想提供了相匹配的产品。

实际上，无论是基于供方还是需方的创业机会，大多数起初都不是来源于经济领域。例如，互联网是作为一种在国防科学家之间的交流设施而发展起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应用在经济领域。然而，仅仅是互联网的出现并不能保证电子商务的发展，这种用于解决政治问题（也就是国防）的设施在经过几次改动之后，才真正为经济领域带来大量的创业机会。再比如说，像Robert Lucas这样的创业者可以将人们对文学和艺术的追求转化为电影《星球大战》，这实现了人类创造性想象与人类理想的匹配，而这种理想产生于人类希望置身于正义战胜邪恶的伟大胜利中。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创业机会，就必须深入探究创业机会存在的前提条件，也就是创业机会中供需双方存在的前提条件。基于此，我们对有关机会的创业行为进行了简单归类，如下所示：

1．识别机会。如果存在明显的需求和供应，那么人们需要“识别”出将它们结合到一起的机会，并通过现有企业或者组建新企业整合供需双方，比如采取套利交易和特许经营的方式。例如，第一家星巴克咖啡店的成功运营说明市场中的确存在对特殊咖啡店的需求，这种需求可以通过有效可行的方式加以满足。此后，每家星巴克加盟店只需识别出可以拓展这种需求与供给相匹配的潜在地理位置，而并不需要发掘新的供应来源或者培养一个全新的产品需求。

2．发现机会。如果只有一方明显存在，而另一方不存在，或者只是潜在的以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实际上几乎不存在——只有需求没有供应，或者只有供应没有需求——那么，人们需要“发现”不存在的一方，才能将需求与供应进行整合。也就是说，当只有需求存在时，供应则有待被发现。有关这方面的例子是，关于Ron Popeil及其更加便捷和更具健康观念的厨房用具的发明。另一方面，如果供应已经存在，那么需求则有待被发现。技术创业的历程也是寻找问题解决方案的过程，尽管Xerox发明了Macintosh电脑技术，但是对这种技术潜在需求的开发利用是由Jobs和Wozhiak完成的。

3．创造机会。如果需求和供应都没有明显存在的迹象，那么人们需要“创造”一方或双方。为了创造这些机会，人们需要创造诸如营销、金融、管理等方面的经济知识。这方面的例子包括Wedgwood Pottery、Edison’s General Electric、U-Haul、AES Corporation、Netscape、Beanie Babies，以及MIR Space Resort在内的诸多企业。

从历史经验来看，机会总是存在的，创业者要么对它们保持警觉（Kirzner，1979），要么通过某种方式发现它们（Hayek，1945；Schumpeter，1976）。但是在本章中，我们所要探讨的是在具体的产品和市场中，创业机会通常是被“创造”出来的，而这种创造得益于彰显人们理想的创业想象。


24.2　战略管理基本问题的创造性创业

24.2.1　企业行为：强调人类行为的创造性

企业是如何运作的？是否像一个理智的演员那样出演，否则，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应该依据怎样的行为模型来判断企业的运作呢？


理智行为
 　一直以来，经济学是以人类的理性行为为基础的，为此受到了长期的批判。例如，研究表明有些条件限定了人们客观理性的有限性，如缺乏相应的知识、计算能力，以及同时考虑多个因素的能力（Simon，1959；Bar-Hillel，1980；Tversy和Kahneman，1982；Payne、Bettman和Johnson，1993）。这并不是说决策制定者是不理智的，而是说明他们必须采用探索和类似归纳的逻辑方式——这种方式常常会产生非常有效的决策（Gigerenzer、Hell和Blank，1988）。他们很少能够采用别的方式，如利用效用最大化进行决策。

但是，大多针对经济学的“理性”批判仅仅只是抨击和试图减弱有关理性的假设，并不是要提供一个可替代的框架。1991年，Buchanan和Vanberg提出了更为激烈的批判，尤其批判了我们对创业的理解（Buchanan和Vanberg，1991）。在那篇文章中，他们认为，市场的建立在于它是一个创造的过程而不是发现的过程，或者说更接近一个资源分配的过程。他们认为，基本假设的未来市场不但是未知的，而且也是不可知的。但是，可以对未来市场进行推测和猜想，因为未来市场是由人们制定的各种选择创造的：尤其是创业行为，其行为本身并不是要去发现什么“现实”。相反，这种行为是要创造基于不同选择的现实结果。因此，选择决定和塑造了未来，没有了选择，未来也将不会存在。由于未来是“有待创造的”，所以认为“漏掉的机会”是可以被发现的这种想法着实是令人费解。


创造性行为
 　按照Buchanan和Vanberg提出的具体观点，我们用下面这种方式回答战略管理的第一个基本问题：创造性的企业行为。企业不仅实施理性决策制定，同时，在这一动态过程中还会创造性地制定有关企业目标和战略的决策。如果我们想要建立基于创造而不是理性行为的战略管理与创业理论
[6]

 ，首先我们就需要回顾一下已有关于创造行为的知识。

在一个重要的理论论述中，Joas（1996）针对人类行为的创造性本质在很多具体的方面进行了讨论。






所有基于理性行为的行为理论——不管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实用的或是规范的——都基于三个假设。第一，这些理论都假设行为主体具有从事既定活动的能力；第二，行为主体具有自控能力；第三，对于周围的环境和人来说，行为主体是一个独立于其周围伙伴和环境的人……赞成这些观点的支持者同样十分清楚，理性行为模型中的假设前提通常在实践中并没有真正发生过。于是，这些作
 
 者只好声称这些前提之所以没有成立，不是因为他们的理论存在缺陷，而是由于行为主体本身存在过失……我并不是要完全否定理性行为模型在实践中的有效性，有时它是可以分析某种社会现象的。我所质疑的是凭借其模型的有效性，理性行为模型及所有相关的假定，在其前提条件并没有得到印证的情况下，居然可以被运用到日益增多的学科研究中（Joas，1996）。






Joas之后又分析了一切人类行为能力的目的性、特殊存在形式及主要的社会属性，目的在于形成一套可以作为社会科学理论基础的创造性行为理论。


创造性行为和内在目标
 　上述所引两篇著作（Buchanan和Vanberg，1991；Joas，1996）都明确质疑了目标的先存性。两篇著作都肯定了建立人类行为目的性理论的必要性，认为人类行为的目的是在行为发生过程中形成的，而不是一个既定的先验概念。例如，经济学家将效用最大化作为个人的唯一目的或目标，将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的唯一目标，将福利最大化作为经济的唯一目标。但是其他领域的学者，如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则认为，个人和企业甚至是经济单位都可能有不同的目标，这些目标并不是预设的，而是随着时间产生、变化会最终消失的。经济学家将外在目的强加于研究现象的做法，遭到了Buchanan和Vanberg的强烈否定，同时，Joas借鉴了从实用主义哲学家到人类学家等大量权威学者的观点，最终建立了有关创造性行为的理论。在该理论中最终目的既不会被忽视，也不会被强加，更不会作为行动的前提条件。而在管理文献中，March也曾呼吁要建立一个不设预先目标的理论（March，1982）。

现在，如果我们接受了选择理论的基本框架，以及关于目标先验性的假设，我们说，基于事后才可知的目标而进行的决策制定是一件多么荒谬的事。我并不了解这个理论的具体细节，但是我想它是客观存在的。当我们开始质疑目标先验性这种教条理论时，我们将不得不重新检视我们曾给出的极具偏见性的结论……我们的确应该借助更好的方法。然而，不论采用何种方法，大部分都必将动摇建立在目的性、一致性和理性基础的偏见的上层建筑。这些上层建筑指的是，基于未来未知的价值而分析目前行为的思考方式。

因此，基于创造性行为的战略管理的首要一步，就是要选择适当的理论，可以阐释目标选择是战略管理过程中内生性的行为。在战略管理中，Mintzberg等研究者曾做过这样一项研究，比较了计划战略和不考虑计划情况下实现的战略（Mintzberg，1978）。在创业研究中，相对于因果（causal）逻辑，Effectual推理模式将给我们分析下文其他三个战略管理的基本问题带来一些新的看法。在因果逻辑中，创造性是指为完成预先特定的目标而采取的有效行为方式；相反，而在effectual推理模式下，创造性是指在既定的行为方式下，以及动态的互动环境中，可能产生的目标。Effectuation理论
[7]

 认为，目标的不确定性不能寄期望于盲
 目含糊的付出或者好运气来解决。

24.2.2　企业的差异性：强调Effectuation而不是因果逻辑

企业为什么会存在差异？在实力相当的竞争者中，除了竞争和模仿，是什么保持了企业资源和绩效的差异性？


愿望与特定目标的区别
 　当我们假设目标是同质的，尤其是在那些未经选择就确定目标的情况下，上述区别才会存在。事实上，人们在行为开始阶段通常都没有具体的目标——只有一些在特定情境下产生的模糊简单的短暂愿望。然而，这种短暂愿望是能够对供方和需方的选择造成影响的。例如，对于需方来说，大多数感到饥饿的顾客刚开始都没有产生对某种特定食品的“需求”，如汉堡。相反，他们只是感到饿了而需要些吃的。创业者则将客户愿望转化为对特定商品的具体需求，例如某企业生产的汉堡。

这里有两种选择方式。第一种是将模糊的愿望如饥饿，转换成对汉堡的具体需求。第二种是指在对汉堡已形成需求的基础上，在几种不同汉堡之间的选择。正如企业资源基础观的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在主流经济和管理理论中，人们倾向于后一种选择模式（在给定的目标和可能的手段下能做些什么）而不是前一种——在给定的手段和可能出现的结果下能做些什么（Ulrich和Barney，1984）。

同样，对供方来说，大多数创业者并不打算一开始就为某个特定市场中的某个特定产品设立一个特定企业（例如，建立一个专门生产和销售刮胡刀片的赢利企业）。相反，当他们打算建立一个企业时，仅仅只有一些非常宽泛的目标，如想要赚到大笔收入，或者创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组织，或者仅仅只有一个看似值得实现的有趣创意。例如，吉列公司（Gillette）起初只是想生产一种顾客可以反复购买的产品。从最初的模糊设想到真正设计和生产一次性刮胡刀片的过程中包括了许多不同的选择，企业并不是起初就想好要生产和销售某种特定产品的。这种基于特定愿望而形成具体目标的推理方式与目标无法事先明确的推理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存在一个特定的目标，那就需要运用因果逻辑在不同的手段之间进行选择。而将具体的愿望转换成可能的具体目标，并在此之间进行选择，则需要用到Effectuation推理方式。

在研究中，Effectuation理论根源于March的利用式组织学习和开发式组织学习研究。组织学习是指在开发新机会和利用既有机会之间分配稀缺资源（包括关注度）的决策。这些决策制定本身并不简单，因为决策的成本和利益可能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得分散，同时决策也容易受到社会互动的影响。然而，在开发新机会和利用既有机会之间实现资源分配的平衡，对于组织的生产和发展又是十分关键的。March认为，如果能够充分理解组织发展中这个两难问题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舍弃包括“成功”和“可持续竞争优势”等概念在内的线性思维模式。诸如电子化的决策支持系统等新科技的引进，虽然减少了组织处于最不利竞争地位的可能，但同时也降低了组织成为竞争总冠军的可能（March，1991）。

但是，Effectuation理论并不限于开发和利用的二元性，以及对于线性和非线性思维的区分。Effectuation理论不适合探索现在的领域，而适合人们无意间
 在实现想象的活动中创造领域。这些想象活动存在于人类普遍活动的很多领域中，并且大多不受短期经济目的的影响。例如，Effectuation理论认为，对任何相关经济领域的探索都不可能“发现”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相反，为解决一个非相关领域的特殊问题（以互联网为例，指的是国防专家间的沟通问题）而创造出的产物，最终被互联网创业者转化成了充满可能机会的领域。

这种转化不是在一夜之间产生的。当时毫不起眼的互联网并不能产生电子商务。电子商务的诞生尚需等待一些偶然的发明（如浏览器）、意外的发现（如Netscape公司的营销策略）、艰巨而漫长的制度发展（如安全措施、隐私保护法等在当时甚至还在起草中的制度）。许多有关战略管理的经济管理理论往往忽视了转化过程中的Effectuation创业模式，并将其称之为机会识别。


因果逻辑与Effectuation
 　正如开发新机会和利用既有机会都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关键一样，对于个人创业和战略决策制定来说，因果逻辑与Effectuation都是十分重要的。此处，我们以上文中提过的吉列为例，来说明如何从这些创意中归纳Effectuation理论，我们将使用经典的Edgeworth经济方盒分析方法，即我们将通过一个简化的示例来说明两种推理方式的理论区别，接着将介绍其理论在实践中的意义。

首先，我们假设有一个主厨将要被派去做晚餐。晚餐有两种准备方式，第一种，晚餐的菜单已被提前准备好，主厨拿到这份菜单后，列出所需配料清单，按单采购并准备晚餐，这个过程是采用因果逻辑的；第二种，主厨搜遍厨房的橱柜，找出可用的配料和厨具，接着就地取材准备晚餐，这个过程就是Effectuation思维模式。

其次，我们还可以想出诸多类似的简单例子：请木匠做一个桌子和给木匠一个工具箱和一些木头，请他／她做出任何他／她想做的东西；请画家给某个特定的人画一幅肖像和给画家一块空画布、一些颜料，请他／她画出任何他／她想画的东西；发明并商业化一项新技术的科学家和发展基础科学理论的科学家；一个从特定业务开始，致力于成立一家特定企业的创业者和一个一心就想当老板，还没想好具体干什么业务的创业者，等等。如前所述，King Gillette刚开始时只想生产一种可被重复购买的产品，之后，才决定生产和开发一次性刀片的，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采用了Effectuation理论。创业者开发了某种产品并开拓出这个产品的市场以后，其他人则可在这个基于Effectuation建立的新市场中继续采用因果逻辑模式生产类似产品。

以上这些都是可以应用Edgeworth方盒的简化案例。为了能够从上述晚餐案例中得出更加准确的定义，我们将在上述案例的基础上，加入各种动态情境因素，包括主厨与主人、晚餐客人之间的多方互动等。但是，在每一个案例中，无论是基于因果逻辑的还是基于Effectuation的决策，其最终的总体目标或者想法都是相同的，比如，上述案例中提到的准备一顿晚餐、制作一些木制品、画一幅画，以及创造一项发明，等等。事实上，这些都是抽象的人类想象客观化的产物。因果逻辑与Effectuation之间的显著差别在于不同的选择方式：前者是为了创造特定产物而在不同的手段之间进行选择，后者则是根据现有手段在其最终能创造的产物中进行选择。因果逻辑的决策模型反映的是多对一的关系，而Effectuation的决
 策模型反映的是一对多的关系。


Effectuation存在的证据
 　因果逻辑和Effectuation都是推理方式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人类决策和行动的过程中，这两种推理方式可以同时发生，并且是相互重叠和交错在一起的。然而，目前几乎所有的经济管理研究都毫无例外地采用因果逻辑。1998年，Sarasvathy在其一篇实证研究中明确地提出了创业决策制定过程中存在Effectuation行为，这一结论是通过搜集和分析27位创业者的口述报告得出的，其中，受邀参与研究的27位创业者都曾亲自创立企业，其企业的业务规模从2亿～65亿美元不等。受试者都是具有丰富创业经验的企业创立者，且分别来自不同的行业，包括零售业（比如，泰迪熊和剃须刀片）、科技行业（比如，半导体、通信和生物科技）、服务业（如保安）及传统产业（比如，钢铁产业和铁路业）。每个受试者要求针对一个假想的新创企业（这些新创企业开始起步的产品都是相同的假想产品，即一款电脑游戏）所面临的10个典型的决策问题，连续说出自己的解决办法。这项研究的目的在于，发现具有不同背景和丰富创业经验的创业者在其决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共性，在此基础上，提炼出一个有关创业技术的基准模型。

数据表明，绝大部分受试者在其面对特定目标选择不同路径的决策过程中都采用了Effectuation，而不是因果逻辑模式。更确切地说，研究中74％的受试者至少在63％的时间内使用的是Effectuation决策模式，同时44％的受试者至少在85％的时间内使用的是Effectuation的决策模式（Sarasvathy，1999）。简而言之，因果逻辑模式是依目的而定的，注重预期回报、已有的知识和预测能力；Effectuation则更加依赖具体的行动者，强调可承受的损失、战略合作、应变行为及控制。有关因果逻辑模式与Effectuation更多的讨论，可参阅Sarasvathy（2001）一文。


Effectuation的应用条件
 　创业者以三个所谓的“条件”为出发点。他们知道“我是谁”、“我知道什么”，以及“我认识谁”——反映了创业者的特质、品位和能力、知识结构及社会关系。例如，他们的营销重点并不是对预选市场进行结构化的竞争分析，而是试图通过整合他们的能力、专业知识、经验、资源及社会网络来构建稳定的资源（利益相关者）市场的模式。在创业过程中，他们不仅是要创建新企业，同时还要创造新产品甚至开拓新的利基市场，这些都是他们创业决策最终的残留物，而不是通过决策预设好的目标。本质上，Effectuation是一个多元化的过程，增加了商品空间的幅度。在Effectuation起主导作用的创业过程中，企业的差异化是一个无须解释的现象，而是一个可预期的结果。

对上述运用Effectuation中三个“条件”的阐述得出了一个特别有趣的推论。这三个条件不仅发生在个人层面，也会在企业甚至经济层面有所呼应。在企业层面上，根据资源基础理论（Barney，1991），相对应的条件是有形资源、人力资源和组织资源。在经济层面上，对应的条件包括社会人口、科技力量及社会政治制度（如财产权）。例如，Newman详细解释了在经济领域中制度变革对于创建模糊的因果关系的影响，例如东欧的共产主义制度变革（Newman，2000）。她进一步提出这种模糊性继而需要大量的创业知识，以促进组织的学习，成功实现组织的变革和调整。我们的研究说明了采用Effectuation是解决这种因果关系模糊
 性的关键，也支持了上述观点。

实际上，Effectuation理论为企业资源基础理论带来了一些重要的观点和论点。例如，在Effectuation理论看来，企业资源基础观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不是因为资源基础观定义了资源是什么，也不是因为资源基础观说明了这些资源是如何影响企业成果和价值创造的。当我们回答下列这些问题时，将会发现Effectuation理论更大的贡献：在给定特殊资源、条件和能力的情况下，创造并实现多个新的赢利性结果所需的过程是什么？在什么情况下应该运用哪种推理方法（因果逻辑还是Effectuation逻辑）？通过谁？如何运用？会产生哪些结果？通过什么方法、步骤、决策和行为？

24.2.3　企业的业务范围：强调控制而不是预测

在多元化的企业中，总部的职能与所能创造的价值有哪些？限制企业经营范围的因素有哪些？


创新和效率之间的矛盾
 　在没有预设目标的情况下，基于创新性行为的战略管理是很有创造性的选择，我们此处所要讨论的是Effectuation与因果（Causation）两种推理模式至少可以相互替代的情形。但是，遵循Effectuation逻辑的决策流程为战略管理中的第三个问题至少可以再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即企业必须针对创新与效率之间持续反复的矛盾进行管理。此外，我们假定采用因果逻辑和Effectuation逻辑两种不同的推理方式来管理这种矛盾，并且两种不同推理方式之间的差异至少一定程度地限制了特定企业的业务范围。在战略管理及其他管理领域，甚至是经济学的理论和资料中，创新和效率之间的这种矛盾都以很多不同形式表现出来。举两个例子来说：通过综合以往经济学的主要著作，Galambos（1998）发现企业对市场控制的执着与效率之间，以及企业对市场控制的执着与持续创新的必要性之间都存在很大的矛盾。类似地，在一篇开创性的管理学文章中，March指出需要协调组织学习中的开发式学习与利用式学习（March，1991）。

相关文献给出了一些如何解决这种矛盾的建议。Chandler提出，较为成熟复杂行业的企业有必要使用战略和市场控制手段；而对于高科技企业来说，由于其行业环境较为混乱，企业则需要更加创造性的手段（Chandler，1962）。但是有人则更愿意采用其他方法。例如，Williamson更提倡大型企业的总部应该提高效率，这样可以避免制定更加主动的创业战略（Williamson，1975）。总体来看，对于这个特殊的战略问题，某种形式的平衡组合或者多元化是大家一致认可的解决办法。


实物期权方法
 　近年来，经过特殊改进的“实物期权方法”可用于评估可能进行的项目投资组合。例如，Raynor在他近期的文章中讨论了如何建立多样化的企业实物期权（Raynor，2000）。实物期权通过将投资的底线（可能损失）限定为期权价值，可以使企业更好地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可以实现项目的最大潜在价值（Trigeorgis，1993；McGrath，1997）。实物期权方法，区别与传统的净现值（NPV）分析方法，但是与Effectuation方法很相仿，也许这种方
 法不会给企业带来较高的成功率，但很大程度上会减少失败的损失。因为实物期权方法和Effectuation方法都是在投资的初始阶段将支出和反馈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得一旦投资失败，损失会提早发生。

然而，实物期权方法和更为传统的净现值分析方法都是针对既定组合中的可能项目进行评估的。换句话说，采用这两种方法，企业的业务范围实际上是被限定在投资决策的组合中。不同的是，Effectuation认为企业可以超越目前可行的项目，扩大投资组合。也就是说，可以用一种新的比喻来描述构建和限定企业业务范围的投资组合，即空白的石板，运用空白石板这个比喻，使得企业不必过分在意一些意外的损失，相反，企业可以获得一些意外的惊喜，而对于这些意外的收获，企业是不可能通过对未来的预测而预见到的。这种企业难以知晓的期权正是通过Effectuation创造获得的。


控制逻辑
 　以上分析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一个人怎么能在不知道会得到什么（或是不知道将来会是什么）的情况下做出选择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将重点从预测逻辑转换为控制逻辑。预测逻辑强调我们只有预测未来，才能控制未来。因此，在这种逻辑下产生的首选战略在于对历史和环境结构的分析，进而预测未来的趋势，这些都将作为战略决策的基础。然而，Effectuation强调控制逻辑。控制逻辑则认为如果我们能控制未来，我们就不必预测它。因此，这种逻辑强调以战略联盟和事先承诺作为控制的手段，而不是预测将来的趋势。

此外，一个简单例子可以说明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一个有关奈特不确定性（Knightian uncertainty）的经典例子是对来年流行趋势的预测。在这个例子中，未来不仅是未知的，也是不可知的。实际上，时尚设计师是通过控制和塑造人们的品位获得一贯的成功的，而不是试图预测品位。通过与电影明星及其他品位引领者形成长期的合作关系，时尚设计师可以在其宣传活动中规定品位（你应该穿这样的衣服）或者将时尚表现为既定事实（今年流行的是动物图案）。

我们并不是说任何情况下Effectuation理论都比因果逻辑理论好，或者说控制逻辑就是优于预测逻辑。事实上，有关因果逻辑的研究由来已久，在很长时间里，因果逻辑思维方式被应用得很成功，并在某些决策制定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当企业的战略目标是通过已经成熟的技术更多地获取利润或以特许经营的方式扩展已有的供求关系时，因果逻辑模式是一种很有效的方法，毫无疑问地将会发挥作用。Effectuation开辟了一个新的决策范围，这在之前的系统分析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它不能预测理性、预设目标和环境选择。并且，这个范围是奈特不确定性、马奇目标模糊性（Marchian goal ambiguity）及维克建构（Weickian enactment）的结合（Knight，1921；Weick，1979；March，1982）。

Knight-Weick-March的决策范围。我们可以通过打一个熟悉的比方来说明新的决策范围。假定有一个装有不同颜色的球的罐子，研究不确定性环境下决策制定的研究人员需要利用这个罐子为未来建模。有关风险的问题就像是一个随机游戏。在这个游戏中，有一个装有5个绿球和5个红球的罐子，抽到红球的人会得到50美元的奖金。对于每次抽取来说，我们都可以准确计算出抽到红球的概率，因为我们知道罐子里球的分布。每次抽到红球的人都能得到50美元的奖金，但
 是如果我们不知道罐子里剩下球的分布，甚至不知道在所有球中有没有红球。此时便出现了不确定性的问题。第一种情况，罐子里球的分布情况是可知的，这种情况下的决策则需要运用传统的分析技术；第二种情况，罐子里球的分布情况是未知的，这种情况下的决策需要估算方法。一旦通过估算的方法能够发现罐子里不同颜色的球的可能分布情况，我们就可以变未知分布情况的罐子为已知分布情况的盒子，这个罐子里的未知组合方式看样子就会被转化为已知的组合方式，进而可以运用合适的分析技术。上述两种类型的罐子都是预测逻辑的例证。

然而，应用Effectuation模式的过程似乎暗示了有关决策制定者的逻辑猜想，也就是控制逻辑。






我不关心罐子里有什么颜色的球，也不在意这些球的颜色和数量分布情况，如果让我玩这个抽到红球就赢得50美元的游戏，我会去要几个红球然后放到罐子里。我还会找到其他拿着红球的人并劝他们把这些红球放到罐子里，然后跟我一起玩这个游戏。随着时间的推移，罐子里有了足够多的红球，保证每次都能抽到红球。另外，如果我和周围的人都没有红球，只有绿球，创业者和利益相关者会也把绿球扔进罐子里，足够多的绿球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新游戏以保证绿球能赢。






在处理创新和效率之间的矛盾时，大型企业和个体创业者都会应用控制逻辑来塑造和创造不可预知的未来。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必要总是试图说清楚一个清晰的战略愿景或者详细列出整齐的目标清单。有些尝试性项目只有在参与者的热情参与下才能进行，而战略目标是在此过程中产生的。例如，IBM大步进军计算机市场不仅是因为高级管理层相信计算机市场的未来，更因为IBM的技术人员和工程师们很喜爱这项新的技术（Olegario，1997）。类似地，Steve Wozniak发明了一台他自己很想要的苹果电脑，而Sant和Bakke设立了一个他们想为之服务的企业（Waterman和Peters）。正如前文所述，Effectuation在没有预测理性、预设目标和环境选择时会起很好的作用。大多数创业者（个人或企业）都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创业的；成熟行业中的创造性选择也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在这种情形更需要Effectuation推理，而不是因果逻辑推理。

24.2.4　企业绩效：重视本地环境和偶然性

在国际竞争中哪些因素决定了企业的成败？企业成功的根源是什么？国际背景及全球竞争下，企业又会有哪些特殊表现？
[8]




多元化跨国企业（DMNC）和I-R分析框架
 　战略管理理论家和创业研究者都将企业绩效视为研究的“圣杯”，一直致力于寻找企业良好绩效的必要充分条件。此处，绩效被定义为企业短期的赢利水平和长期的生存与发展情况，对绩效的研究已经耗费了大量的研究资源。在这一部分，我们通过运用Effectuation理论来分析一种特殊形式的“成功”企业的绩效——多元化跨国企业，来回答刚才
 提到的几个问题。

通过总结有关企业绩效的研究，尤其是有关DMNC的管理绩效，Doz和Prahalad（1994）认为，全球一体化——本地响应的分析框架（the global integration-local responsiveness framework，I-R framework）是一个新兴的分析范式，这种分析的基本单元是个体管理者，而不是抽象的管理集体。


近似的可分解性和在竞争中更具优势的系统的迅速进化
 　创业者白手起家创造了DMNCs，在这一创业过程中，他们更愿意采取Effectuation逻辑，那么，我们该如何应用上述I-R框架来分析这一基于Effectuation的创业流程呢？通过近似的可分解性，可以将基于Effectuation的创业流程与I-R框架结合起来。近似的可分解性指的是复杂系统的一种特性，反映了系统的各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专业化，各自能完成大部分活动尤其是创新活动，并且各组成部分之间保持适度相互影响和互动（Simon，1996）的状态。在之前的创业研究文献中，近似的可分解性曾被用来解释创业者创造过渡阶段的稳定形式，以及实现不断变化愿望的能力，其中，这种过渡阶段的稳定形式是新创企业长期生存的前提条件（Venkataraman，1989，1990）。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Sarasvathy和Simon（2000）提出，近似的可分解性是对机会快速反应的必要条件——一个新的创意或发现、环境中的一个变化、基于Effectuation的创业流程都可以产生这样的机会（Sarasvathy，2000）。

我们发现，近似的可分解性是世界上复杂系统最普遍的一个特性，包括了从基本粒子到社会体系在内所有无机和有机系统（Simon，1969）。如果一个复杂系统是由一些相互关联的子系统组成，并且各子系统元素内部的互动比不同子系统元素之间的互动表现得更为频繁和迅速，那么这个系统就是一个近似的可分解性系统。在一个复杂系统里，可能包括若干系统、子系统、子子系统，等等，任何两层系统之间可能存在相同的特性。在这样的系统中：（1）任何层级上各子系统的短期（高频率）活动都保持相对的独立；（2）每个子系统的长期（低频率）活动（大约）总体上依赖于系统的其他组成部分。

我们比较了一下近似的可分解系统与使用闭合子程序的计算机程序，发现每一个程序的运行仅靠子程序的输入和输出，而与子程序将输入转为输出的具体处理流程无关。

近似的可分解理论曾被专门提出过几次，目前已广泛应用于工程科学中，用以帮助解决大型系统的平衡问题，特别是那些包含大范围瞬时频率的系统。例如，用于对大功率高压输电网，以及量子物理学中“重正化”的分析。近似的可分解性系统与分形结构极为相似。

因为近似的可分解性是一个结构特性，因此它对分析企业经营范围相关问题有着某些启示。如果近似的可分解性可以与基于Effectuation的创业流程结合，进而产生一个近似的可分解组织结构的话，那么，由此所产生的理论也可以用于对企业绩效的分析，尤其可应用于诸如DMNCs等大型多元化企业的设立和存续研究中。通过细致探寻复杂系统的发展历程，可以找出近似的可分解性成为复杂系统普遍特性的原因。我们来看一下具有同等复杂性的系统群的情况。在此系统群中，有的系统是近似可分解的，有的则不能，但全都具有相似的突变频率，然
 而，近似的可分解系统通过进化，其适应性将会得到提高，并且速度明显快于系统群中其他系统，并很快控制了整个系统群。从今天来看，由于复杂系统是竞争性原则的产物，因而大部分也是近似可分解的（Simon，1996）。

可分解性和快速进化之间的关系十分简单和直接。在近似的可分解系统中，每部分都能进化出更强的适应性，基本不受其他部分细小变化的影响。用一个简单的数学说法来表达就是：当且仅当这个条件成立时，自然选择才能利用系统组成部分的随机变化，而基本不受各组成部分间相互抵消的交叉影响。这样的系统就像是有问题的保险柜，只要其中一处表盘设置正确，就能发出咔的一声，而不管其他表盘设置是否正确。

Marengo、Frenken和Valente（1999）通过一个很巧妙的模拟实验证明了近似的可分解性对于提升进化速度的影响。他们利用Stuart Kauffiman提出的遗传算法来分析适应情境下变化系统的进化过程，实验证明近似可分解系统比具有相同突变速度但不是近似可分解系统的进化速度更高。


Effectuation与近似可分解系统的产生
 　以往实证研究显示创业专家可以将只有一个客户的企业发展成为某个清晰市场中生产特定产品的企业，这个过程可以被比喻为将碎布缝成被单的过程。被单中的每一个补丁都是一块很杂乱的布片，有些布片属于缝被单的人的，有些则是朋友曾经给的。然而，一个好的缝被单的人可以利用这些布片努力构造出一幅极具美观甚至非常有趣的被单图案。研究中的27位企业家，开始时都被告知了相同的有关产品的详细描述，但是，他们用缝被单的方式通过在原有产品的基础上加入不同的产品和部件，最终形成了18个涉足不同行业的企业。

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点，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具有了他们是谁、他们了解什么，以及他们认识谁的初始条件，可以激发对每个部件产生设想。就像缝被单那样，仅需要大体考虑一下产品其他部件的基本特点和产物，这些创业者可以对每部分进行详细检验和开发，这也非常有助于他们对部件进行设计。由此可见，产品及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存在大量的近似可分解成分。

Effectuation可以创造不断快速变化的产品，并且利用系统的相互关联对本地环境和偶然性加以利用，同样，这种系统结构中的近似可分解性也可以利用系统的相互关联对相同的本地环境和偶然性进行开发利用。Effectuation理论将各种创业布片缝合成具有经济价值的被单，而这些被单即使在交互的动态变化环境中仍然具有意义。而近似的可分解性理论可以找出“裂缝”，使得每一片都可以与整体保持同步，适应环境的改变，并重新发挥作用。在我们看来，上述两种理论都为现实中DMNCs的设立和发展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有关Effectuation理论的研究才刚刚开始，但是从目前有限的研究来看，Effectuation理论可以为企业绩效，尤其是企业的长期生存和发展方面，提供很有趣的解释。

24.3　结论

总之，创业为战略管理的基本问题提供了一系列相对新颖的答案，即（1）基
 于新视角对企业运营方面的分析；（2）Effectuation本身是一个多元化的过程，可以解释许多成功企业的差异；（3）Effectuation中主要的控制逻辑可以为大型企业决策层在处理创新和效率的矛盾时提供新的解决方式；（4）Effectuation可以创造出近似的可分解系统，而结合了这个系统的Effectuation可以解释企业的绩效。

本章采用的创业视角为未来战略管理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途径。尤其是针对目前关于资源基础观的研究模式的质疑，这种模式认为企业的资源直接决定其绩效。

本章中所讨论的观点表明Romeo重回阳台的重要性，并且采用了更加有效的方式，将决定企业绩效的资源利用特定方式和过程结合起来。对于企业来说，仅仅可以获得什么资源并不能解释其绩效，人们或者企业如何整合、推算和利用这些资源才真的很重要。我们可以推断，IBM和苹果公司在电脑市场所采用的战略管理发展历程是不同的，不仅是因为两个公司有不同的资源，而且也因为它们的资源利用方式也存在差别——IBM允许产品可以被复制，而苹果公司则不允许。类似地，微软和Sun System公司以很不同的方式运用它们的资源——前者对于软件开发倾向于采取严格专利保护和设立障碍（城堡模式）等方式，相反，后者则采用开发资源方式（开放市场模式）。战略研究应该在战略制定流程层面（例如，运用因果逻辑方式还是Effectuation方式）研究这种一对一的差异现象，以检验这种反映企业资源和绩效直接关系的总体模式。就像拥有同样初始目标的Degas和Dali，最终却创造出了完全不同的生活画。也就是说，拥有同样的资源，不同的战略管理者可能为他们的企业开辟出完全不同的战略天地。

战略管理通过在我们对商业的理解中加入时间和有目的的方向等因素，使我们摆脱了对静态均衡模式的认识偏见，拓展了经济学的含义。创业通过聚焦人类行为固有的创新性，遵循Effectuation逻辑致力于展现大量的人类愿望，进而达到提升战略管理效果，以及扩大我们对商业的理解的目的。

参考文献

Bar-Hillel, M. (1980). The base-rate fallacy in probability judgments. Acta Psychologica
 , 44: 211-33.

Barney, J. (1991). 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Journal of Management
 , 17(1): 99-121.

Buchanan, J. M. V., and Vanberg, V. J. (1991). The market as a creative process.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 7: 167-86.

Chandler, A. D. (1962). Strategy and structure: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the Industrial Enterprise
 . Cambridge, MA: MIT Press.

Doz, Y. L., and Prahalad, C. K. (1994). Managing DMNCs: A Search for a newParadigm. In R. Rumelt, D. Schendel, and D. Teece (eds.), Fundamental Issues in Strategy: A Research Agenda
 (495-526). Boston, MA: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Galambos, L. (1988). What have CEOs been doing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 48(2): 242-58.

Gigerenzer, G., Hell, W., and Blank, H. (1988). Presentation and content: The use of base rates as a continuous variabl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
 , 14: 512-25.

Hayek, F. A. (1945).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35 (4): 
 September, 519-30.

Joas, H. (1996). The Creativity of Action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irzner, I. (1979). Perception, Opportunity, and Profit: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Entrepreneurship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night, F. H. (1921). 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
 . 1933 edition.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March, J. G. (1982). The technology of foolishness. In J. G. March and J. P. Olsen (eds.), Ambiguity and Choice in Organizations
 . Bergen: Universitetsforlaget.

March, J. G. (1991).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Organization Science
 , 2(1): 71-87.

Marengo, L., Frenken, K., and Valente, M. (1999). Interdependencies, nearly decomposability and adaptation. In T. Brenner (ed.), Computational Techniques for Modelling Learning in Economics. Kluwer Academic.

McGrath, R. G. (1997). A real options logic for initiating technology positioning investment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 22 (4): 974-96.

Mintzberg, H. (1978). Patterns in strategy formation. Management Science
 , 24 (9): 934-50.

Newman, K. L. (2000). 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during institutional upheaval.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 25 (3): 602-19.

Olegario, R. (1997). IBM and the two Thomas J. Watsons. In T. K. McCraw (ed.), Creating Modern Capitalism. Cambridge
 ,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arsons, T. (1947).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s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yne, J. W., Bettman, J. R., and Johnson, E. J. (1993). The Adaptive Decision Maker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aynor, M. (2000). In R. K. Bresser, M. A. Hitt, R. Nixon, and D. Heuskel (eds). Winning Strategies in a Deconstructing World
 ,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Rumelt, R., Schendel, D., and Teece, D. (1994). Fundamental issues in strategy
 . In R. Rumelt, D. Schendel and D. Teece (eds.), Fundamental Issues in Strategy: A Research Agenda
 : 9-47. Boston, MA: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Sarasvathy S. D. (1998). How do firms come to be? Towards a theory of the prefirm. Dissertation. Graduate School of Industrial Administration: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Sarasvathy, S. D. (2000). Report on the seminar on research perspectives in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 15 (1): January, 1-57.

Sarasvathy, S. D. (2001). Causation and Effe-ctuation: Towards a theoretical shift from economic inevitability to entrepreneurial contingency.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 26, 243-63.

Sarasvathy, S. D., and Simon, H.A. (2000). Effectuation, near decomposability, and the growth of entrepreneurial firm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irst Annual Technology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Policy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May 2000.

Schumpeter, J. A. (1976).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Shane, S., and Venkataraman, S. (2000). The promise of entrepreneurship as a field of research.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 25 (1): 217-27.

Simon, H. A. (1959). Theories of decision making in economics and behavioral sci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49 (3): 252-83.

Simon, H. A. (1969). The Sciences of the Artificial
 . Cambridge, MA: MIT Press.

Simon, H. A. (1996). The architecture of complexity. In The Sciences of the Artificial
 , 3rd ed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Trigeorgis, L. (1993). The nature of option interactions and the valuation of investments with multiple real options.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 28 (1): 120.

Tversky, A., and Kahneman, D. (1982). Judgment and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In 
 Kahneman, D. P. S. and A. Tversky (eds.), Judgment and Uncertainty
 . (2-2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Ulrich, D., and Barney, J. B. (1984). Perspectives in organizations: resource dependence, efficiency, and population.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 9(3): 471-82.

Venkataraman, S. (1989). Problems of Small Venture Start-up, Survival, and Growth: A Transaction Set Approach
 .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Venkataraman, S. (1990). Liabilities of newness, transaction set and new venture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No. 104,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The Wharton School,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Venkataraman, S. (1997). The distinctive domain of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In Advances in Entrepreneurship, Firm Emergence and Growth
 Vol.3: 119-38. JAI Press Inc.

Weick, K. E. (1979).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Organizing
 .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Wiener, N. (1993). Invention: The Care and Feeding of Ideas
 . Cambridge, MA: MIT Press.

Williamson, O. E. (1975).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 A Study in the Economics of Internal Organization
 . New York: Free Press.





[1]
 　此处Weiner的灵感来源于英国作家Rudyard Kipling。


[2]
 　需要指出的是，当我们讨论发生在经济领域中的创造性过程时，至少在理论上，任何一项既定的新发明都将会带来无穷尽的产品机会。然而在实践中，只能实现其中的少数机会。并且在这些新产品中，只有其中的部分产品被现有企业采用。事实上，大量的新产品通过新建企业得以面世。本质上，战略主要关注现有企业及其活动。而创业，一直以来主要关注创造性过程，尤其是新建企业的创造性过程。因此，当对现有企业的创造性过程进行分析时，战略管理与创业就出现交叉了。对于战略管理与创业来说，除了交叉部分，任何一个领域都涉及很大的范围。


[3]
 　Rumelt、Schendel和Teece（1994）提出的企业的选择和关注早已存在的企业的选择，仅仅只是证实了我们在前文补充说明中坚持的观点。


[4]
 　这部分是对叙述更为详细的“创业机会的三种观点”一文的概况。


[5]
 　在追求机会过程中，创业者不仅要有关于产品或企业方面的创意，同时还需要一些个人愿望或目标。目标可以很具体，诸如五年内计划IPO上市、为儿女创造遗产等。愿望可以从赚钱扩展到享受一种独立生活方式以致改变世界。此外，这些愿望和目标是可以变化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将会出现新的愿望和目标。


[6]
 　我们使用“理性行为”和“创造性行为”这两个术语，是基于它们准确的哲学／社会学含义，并且Parsons（1947）和Joas（1996）也曾使用过这两个术语。我们要强调的是在字面意思上，并不是说创造性行为是“不理性的”，也不是说理性不能产生创造性成果。


[7]
 　译者注：Effectuation理论（the Theory of Effectuation）最初是由美国学者Sarasvathy（2001）提出的，它是指创业者在不确定情形下识别多种可能的潜在市场，不在意预测信息，投资他们可承担损失范围内的资源，并以与外部资源持有者互动过程中建立利益共同体的方式整合更多的稀缺资源，充分利用突发事件来创造可能结果的一种思维方式。目前，国内学术界对Effectuation翻译并没有取得一致的认同。


[8]
 　在回答Rumelt等（1994）提出的问题过程中，我们针对包括跨国企业在内的任何大型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给出了一个貌似可信的解释，并不是关注大型企业国际的方面，我们主要集中于分析这些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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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战略管理课程：成功教学的工具与方法

正如前面章节所讲，战略管理领域提出了许多丰富多彩和富有成就的研究途径，同样，在战略管理教学领域也是如此。实际情况是，战略管理结合了许多理论视角，同时包含了许多不同的话题，这使得战略管理存在多种多样的内容与教学方法。本章回顾了这些不同的教学技巧。然而，在正式回顾之前，我们需要强调本章关注的是研究生与MBA教学，鉴于此，有必要对战略课程的历史及其在商学院课程体系中的位置做一简要回顾。

25.1　商业策略／战略管理课程的历史

相较于会计与运营管理，战略管理学科及其相关领域课程的历史相对比较短。战略通常被称为“商业策略”，早期的战略课程被设计为顶尖课程或对商学院课程的综合评价。事实上，当美国最早设立商学院时，它们很少提供专门的课程来研究总经理的职能。Unterman和Hegarty（1979:479-80）推测原因可能是这样的，他们描述如下：






这可能是因为在那时大多数企业只有一个总经理（董事长），因此这种培训的需求很小；或者是因为那时企业面临的主要是金融、生产或营销等问题；或者是因为没有具有战略管理背景与技能可以教授这门课程的人员。






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环境发生了变化。随着复杂性与规模不断增长，企业开始应用商学院的课程来解决企业问题（Unterman和Hegarty，1979）。此外，1959年的两个关键报告（Gordon和Howell，1959；Pierson，1959）促进了学术研究在企业问题中的应用。针对本科生的商科教育问题，Gordon和Howell（1959）建议将商业策略作为核心课程的顶层。本课程的目标是给学生一
 个机会将他们在不同行业领域所学到的东西结合起来，并利用这种知识来解决复杂的商业问题。同样，对于研究生／硕士的商科教育问题，作者也指出在商业策略上明显的需要一个整合案例课程。

尽管事实上，20世纪50、60年代商业环境的变化是促进商学院开设策略课程的主要推动力量，这一时期该课程的重点仍然是关注于最初的（对其他学科的）综合及（多年学术研究的）成就。这门课程很少被视为一个从传统的学科领域区分出来的独立学科。此外，最早的那些教师通常是商学院其他学科抽调过来的高级教师。在高级教师的数量不够的情况下，也会吸收外部的咨询顾问或者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来教授这门课程。

然而，到20世纪60年代末，情况开始转变。从这一时期开始，课程教学大纲中“战略”一词广泛存在——这与1963年哈佛商学院的学术会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时“战略”一词仅仅出现在了两份教学大纲中（Hochmuth，1973）。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初期，这个学科领域迅速发展并成熟。战略从其他功能领域中独立出来，作为一门不同学科，战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反过来，这也导致了战略管理领域博士项目的出现，对于发展受过专业训练的教职人员并使其在本领域中从事教学与研究，这是关键的一步。

这一点受到了美国管理教育协会（AACSB）检查委员会的重视。与学校认证过程相联系，标准E要求开设一门课程，强调“对不确定性情况下管理流程的学习，包括在整体管理层次上的整合分析与策略制定”。尽管这个标准没有明确指出应该是“商业策略”或者“战略管理”课程，但它最终促使学校管理者为商科专业的本科生在其核心课程中增设了至少一门相关课程（Unterman，1979）。的确，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份调查结果表明，在198所高校中，有96％的学校要求在其AACSB认证的学士学位课程中增加了商业策略课程（Eldredge和Galloway，1983）。

尽管商学院一致使用商业策略课程来满足其AACSB认证标准，然而，课程的分散导致了教学方法与内容中的差异。正如Eldredg和Galloway（1983）的调查所表明的那样，这些课程从结构上看很相似
[1]

 。然而，课程所涉及的内容，以及使用的教学方法存在很大不同。与早期课程中案例教学几乎是唯一的教学方法相比，其他的教学方法，如演讲式教学、模拟教学、体验练习、角色扮演及实地项目等，经常被用来补充传统的案例分析方法（Eldredge和Galloway，1983；Gomolka和Steinhauer，1977；Unterman，1979）。课程内容也变得更加广泛，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教师们扩展了这门课程的单一主题，使其涉及更多的领域，例如国际商务、非营利组织及小型企业问题等（Eldredge和Galloway，1983）。

今天，环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战略课程不再被认为是满足AACSB标准的必要课程。然而，不管是在本科生还是研究生教育中，这门课程都成为了商学院核心课程中的一个完善部分。此外，对于商学院来说，除了入门级战略课程外，开设一些战略选修课程是很普遍的，并且教授这些课程的教师都是有战略管理领
 域教育与培训背景的。这些课程还广泛使用不同教学方法，在下面的部分中，我们对大部分这些方法进行了探究。本章的大部分我们都用来讨论案例方法，因为这种方法在战略课程中是最流行的。然而，在之后的部分，我们也会讨论其他教学方法的优势及劣势。

25.2　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可能是在战略课程中使用时间最长的、最流行的一种方法了（Masoner，1988）。这种方法被广泛使用在商学院内部及外部的各种学科领域（例如，法律、心理学、公共管理及宗教研究等），但也不能高估它在塑造战略课程中的作用。此外，没有哪所学校能够比哈佛商学院对这种方法使用的更多了（Corey，1980）。

当使用案例教学法时，教师把案例（或者一种商业环境的描述）作为学生应用概念与决策制定技能的工具。大多数案例强调组织及其管理者所面临的机遇或挑战。正因如此，教师会要求准备案例的学生对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而制定决策。案例准备不仅要求学生对案例描述的环境进行分析，同时他们还必须假设自己是决策制定者。最终，同学们带到课堂讨论的是他们关于组织该采取什么行动的建议。由于这个原因，案例对于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与问题解决技能是一个有效的教学工具。

然而，在案例教学与其他方法之间存在很多不同，这种方法区别于传统方法（如演讲式教学）的最大不同在于学生的积极参与。案例作为课堂讨论的教学焦点，在这一过程中，学生被鼓励去分享他们的见解。大多数教师在课堂开始（提出课堂上需要讨论的案例），以及课堂结束（综述案例分析过程，总结经验教训，并评价这种经验教训如何在其他情境下使用）做一简短的评论后，课堂的大部分时间会用来讨论案例。因此，学生自己对学习负责，他们自己把握讨论的内容与方向。这种自发性的学习使一些教师感到不舒服，因为他们对案例课堂的控制要比传统讲课方式要少得多。

有效的案例教学要求教师为学生设计一些角色与任务（Applegate，1988；Barnes、Christensen和Hansen，1994；Charan，1975；Corey，1980；Rangan，1995；Shapiro，1984b）。不足为奇，这些任务在实际的案例课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它们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内容与过程。内容包括合适的案例选择与阅读，而过程则包括管理课堂讨论。下面我们就这两方面进行讨论：

25.2.1　案例选择

在教学过程中，案例选择是很重要的第一步。有许多不同类型的案例，因此实现案例与课堂目标相匹配是至关重要的。案例长度、类型、媒介与内容都是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就案例长度而言，战略案例存在很大的变化，尽管大多数案例由10～15页文本和5～10个展示组成。案例的长度通常与需要解决问题的
 数量及复杂性有关。单个问题的案例一般较短，且更加关注具体的挑战，而多个问题的案例往往要长一些，同时会涉及更广泛的内容。也有一些微型案例，可能只是一两页的长度。教师可以用这些案例来阐明某些具体的概念，同时它们也足够短，能够允许在一节课上分配多个案例。使用两个或更多的微型案例，可以给学生对比行业竞争者的机会。当教师想要在一节课中将案例分析与授课相结合时，微型案例也是很有效的。

除了案例长度与复杂性以外，案例在风格方面也存在显著不同。数据丰富的案例有助于学生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这种案例非常适合于战略课程的后期阶段，或者在商学院课程体系后期所开设的战略课程，因为学生有机会学习了各种财务分析工具。相比之下，更加定型的战略案例在解决组织与文化问题方面更加适用。

相对于本科课程，在选择MBA课程材料时，案例长度、复杂性与风格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即使是在商学院课程安排的早期阶段，对于MBA学员来说，分析更加复杂的、冗长的及数据丰富的案例也要简单得多。如果大部分学员具有商科专业的本科学位或者丰富的管理工作经验，这一点尤其如此。另一方面，在本科层次，教师可能需要用一些更加简单、更加简短的案例来使学生建立起自己的案例分析技能，特别是当案例在其他商科课程中不经常使用的情况下，这一点更是如此。

另外一个风格上的不同是案例的写作角度。大多数战略案例是从关键决策制定者（例如，CEO或者部门经理）角度来写的。正因如此，这种案例的结尾都是要求学生比较企业管理层的各种可行方法，或者要求学生为案例企业所面临的问题提出自己的创造性建议或“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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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其他情况下，案例可能是评论过去一系列行业或企业事件的书面方式。在这些情况下，课堂讨论可能更多地关注经验教训，很少关注将来的决策制定及发展建议。

通常来说，在出版的案例中的数据与信息有着各种不同的来源。档案数据和材料往往结合了案例企业高管的访谈，这使得战略案例具有了重要的深度与广度视角。在大多数案例中，企业名字与数据是真实的，尽管出于保护企业及其高管的目的，在一些案例中某些财务数据和某些人物的名字会有所改变。从许多原因来看，使用真实的企业名称是重要的，这表明教职人员可以进行后续研究，以揭露案例中描述的事件与问题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实上，一些案例会有一些补充材料（如B案例），来展示相关结果或者提出主案例（A案例）中所描述事件的下一个阶段。任何后续研究或者出版的补充材料都有助于教师们向其学生更新案例所涉及的行业、企业或管理者的相关信息。事实上，一些出版的案例配有录像问答对话或者企业高管的访谈。在其他情况下，案例教学人员可能会通过练习对案例问题展开进一步研究，同时邀请高管参与案例讨论（亲自上门拜访或者通过视频会议形式）。然而，提供更新的材料或者与高管的交流对于有效案例讨论来说不是必需的，但这通常可以使学生更好地接受教师所讲的内容并极大地增加其对课堂内容的印象。

也许使用公开信息案例的一个缺点是，学生也可以调查这个案例企业并揭露
 案例描述的情况下所发生的事情。在今天通过使用互联网，这一点尤其容易实现。然而，一些教师将学生的这种后续研究看作是一个优点，但如果学生刚开始接触案例分析，也将会是一个挑战。这是因为学生常常认为通过研究企业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就可以找到针对案例问题的“正确的”解决方法。这不仅违背了问题没有唯一解决方法的原则，同时这也使学生产生了一个错误认知，那就是真实的结果是最适合的。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问题可以被很容易地解决，特别是当真实的决策制定者所采取的行动被证明行不通的时候。此外，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寻找对案例企业来说同样有效或者更加有效的其他解决方法。

今天，大多数案例以印刷品的形式出现，然而，案例的电子版本也在逐渐流行。CD-ROM基于网络的案例，使案例写作者可以提供那些不宜在实体文件中包含的信息，例如，工厂参观、高管访谈、产品服务展示及访问企业网站等，企业竞争者、供应商也可以被整合到案例文本中，并成为学生检索时所依据的材料。通常，这些电子案例能够更好地捕捉实际决策制定者获得信息的多维度性质。

在选择理想案例时，所有这些（长度、复杂性、风格及媒介）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对于大多数教师而言，教学过程开始于确立总体战略课程及每节课的目标，接下来就是对满足要求的最合适案例的搜寻。大多数的案例收集（例如，哈佛商学院、理查德-毅伟商学院、达顿商学院，以及欧洲案例交流中心等）可以在网上通过关键词的方式实现。这形成了一系列摘要列表，可以用来进一步缩短搜索的过程。在一些情况下，教师可以提前在出版商那里注册，从而使其可以在线阅读案例全文。在其他情况下，教师必须写信给出版商请求复制副本。然而，这个过程涉及阅读大量案例，其中可能只是很少一部分满足要求。例如，阅读三到五篇案例只为选择一篇最合适的案例，这并不罕见。

在选择一个新案例之后，并不能保证该案例在课堂上会有好的效果。教师在熟悉案例的细微差别，以及能够对学生的可能反应做出预期之前，可能需要把一个案例讲解3～4遍。教学人员在讲完一个案例之后，立即观察学生对于案例的反应，并及时记录下来，这样可以更好地加强案例学习过程。记录的信息应该包括效果好的和效果不好的方面，以及下一次讲解同一案例时应该添加哪些新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这些记录要包括内容与过程两个方面，同时教师在下一次教授同一案例之前应该回顾这些记录。

对于选择过程较长的案例，教师通常在多个学期甚至多年内都在用这个案例。然而，定期更换案例是一个不错的办法。原因之一是学生可能会将课堂讨论笔记与作业一届一届地传下去。尽管学校不鼓励这种行为，但这种材料的分享仍然会发生。这样一来，学生课堂讨论的丰富性会大打折扣，因此，定期更换案例会减少这种形式的信息共享。定期更换案例的另一个原因是可以添加新的、最近的案例。这个过程可以确保课程与教师教授的内容保持相关性及实时性。

25.2.2　案例准备

尽管案例选择是案例教师的一项重要任务，但并不是说这是教师唯一应该做的课前准备。在选好恰当的案例之后，教师必须准备相关材料。教师需要多次
 阅读这个案例，以保证自己对案例基本事实的掌握，以及对案例中战略问题的透彻理解。事实上，在课堂讨论中教师突然插入某个案例事实，还可以向学生传递一个信号，那就是仔细认真准备是非常重要的。由于这个原因，那些优秀的教师在上课之前，也需要对案例进行重复阅读，即使他们已经教过这个案例许多遍了。

在读完案例之后，教师必须对其进行分析。这种分析应该使用与之前介绍给学生的相同的战略工具与框架。在一些情况下，案例教学说明可以帮助教师进行这种分析。这些说明通常是由案例作者撰写，并能够启发教师对关键问题的分析与解释。尽管这种说明有所帮助，但是教师不应对其过分依赖。首先，案例作者指出的问题可能与教师在课堂上所要强调的问题一致，但也可能不一致。其次，案例作者描述的内容与过程，并不是对所有类型的学生或者所有的课堂环境都适用。例如，一些教学说明所提出的讨论问题与分析工具，可能只是面向MBA课程的。因此，当本科课程使用该案例时，教师需要改变讨论问题的性质，或者简化分析的类型。相反，其他的一些教学说明可能更适合本科生的课堂。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师可能需要增加问题使其适合研究生水平的学生。因此，教师在准备时需要调整已有的教学说明，或者根据课堂情况撰写自己的课堂教学说明。

大多数教学说明包括一系列的讨论问题。这些问题（或者教师提前准备的专门问题）可以提前分发给学生以便引导他们。提供讨论问题既有优点又有缺点。从积极的一面看，这些问题可以促进学生提前准备，不管学生要求独自准备还是以团队的形式准备，这都会起到很好的作用。讨论问题能够直接引导学生注意教师在课堂上要涉及的关键问题，可以使学生在准备案例时减少在一些无用或者微小问题上浪费时间。这种帮助同时可以减少学生一般会遇到的挫折，特别是对那些没有商业工作背景，并刚刚开始案例分析的本科生或者研究生。因为战略案例通常涵盖多个问题，学生很难确定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哪方面。此外，学生通过提前准备，也会提高课堂讨论的参与程度。

尽管存在这些优点，使用讨论问题也有一些弊端。最重要的是，使用这种方法，是教师而不是学生发现了企业及其管理者所面临的关键挑战。然而，战略思考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学会如何识别关键问题，并学会从不相关信息中提取有用信息。如果讨论问题在这一方面提供过多的指导，学生可能就不会掌握这些技能。另外，提前提供一系列的问题会过分限制学生的注意力，同时约束了教师在课堂上的灵活程度。如果教师期望课堂分析并不局限于讨论问题的时候，这种方法就显得尤为突出。因此，最好的方法是进行折中平衡，教师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这种平衡。有些教师选择在学期初提出讨论问题，但是之后会淘汰这些问题以确保学生自己能够发现关键问题。其他教师会事先提醒学生课堂讨论会超出这些问题的范围，因此，学生也必须进行更全面的准备。

如前所述，当使用信息公开的企业案例时，更新案例的能力是一种关键优势。即使教师对学生讲解这些更新的信息不感兴趣，但这些信息对于研究案例事件发生之后企业及其环境是很有用的。如果学生希望将目前企业或行业信息带到课堂讨论中时，这种准备就尤其重要。


25.2.3　课堂计划

当涉及案例教学时，课堂计划尤为重要。首先，要考虑学生需要“带走的东西”（教师想通过课堂内容让学生掌握的精髓）。这些东西，包括从明确的关键战略概念到要介绍给学生的基本框架与分析工具，甚至包括一般的经验教训。以这种方式开始计划过程的原因在于，只有了解目标才能绘制出课堂的路线图，即教师在设计最好的计划之前，必须知道想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其次，计划必须灵活。过分死板将与案例方法固有的优势相违背。在没有任何计划的情况下教授案例，会导致课堂方向的缺失和对案例不完整的分析。

对于大多数教师而言，正确的计划方式首先要设计引导学生课堂讨论的若干主题与关键问题。其次，考虑每个主题所占课堂的比重（按时间）也是很重要的。最后，教师必须准备一些正式评论（引导性与总结性小结），以此作为课堂的开始或结束。

在一些相关的课程说明中，教学人员可能会通过“工作计划板”的方式将他们的计划准备得更加完善。本质上来说，这种方式就是教师计划在黑板上写下更多的知识点。这种形式提高了案例讨论的水平，并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教室配置都适合这种计划，并且如果在黑板上写过多的细节，可能会导致出现过度结构化的课堂讨论。

25.2.4　教室布置及准备

大多数教师不关心教室布置问题，但是当涉及案例教学，教室布置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当然，教学人员通常可能也没有选择理想教室的自由。在这些情况下，教师必须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然而，在案例讨论中，学生最好能够面对面（例如在一个U形教室）而不是大家都朝前坐着（例如在一个剧院类型的教室）。当大家面对面的时候，学生更有可能投入到问题的讨论中去，而不是仅仅去听站在教室前面的教师讲课。这种做法充分体现了案例课程中的学习是由学生驱动的。当教室布置不理想时，教师可以运用多种技巧鼓励学生之间的直接交流。一种方法就是教师在整个教室中来回走动，以此邀请学生进行广泛参与并与学生进行多向交流。另一种方法是以提出问题的方式促使学生之间相互作答。例如，当一个同学对案例发表评论时，教师可以要求下一个同学对其评论进行评价。

在计划案例课时，关于教室特征还有一点需要考虑，教室中要有空余的空间及可移动的座椅，因此可以用来进行分组。教室不同位置的同学可以被假设为不同角色或持不同观点的一方（例如，高管A相对于高管B；国家A相对于国家B；母公司相对于子公司），教室的其他同学可以被要求持有不同意见或战略建议。

25.2.5　设备准备

与其他教学方法（如计算机模拟）不同，案例讨论并不需要特殊设备。一块黑板、一个投影仪或者一个挂纸白板就可以保证讨论的过程顺利进行。如果案例
 包括录制的访谈或者高管的问答录音时，一台录音机也是必需的。然而，有些教师发现，多块黑板与电脑投影仪设备也是很有用的。前者保证了有足够的空间组织讨论，而后者对于在课堂结束时总结不同观点或者为支持某个人的观点而展示相关财务分析方面具有很好的效果。

25.2.6　阅读材料的选择与准备

除了案例之外，许多教师也会安排一些补充阅读材料。这些材料可能来自于不同的商业期刊（如《哈佛商业评论》《加州管理评论》《斯隆管理评论》《美国管理学术评论》及《商业视野》等），或者来自于商业报刊及杂志（如《华尔街日报》《商业周刊》《财富杂志》《福布斯》及《经济学家》等）。选择阅读材料的关键是保证材料的话题、水平与课程要求相符。阅读材料应该能够提高学生对案例讨论中关键概念的理解，或者为学生介绍有用的案例分析框架。在案例讨论课上，强调阅读材料的重要性有助于学生将战略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同样，教师安排适量的阅读材料也是很重要的。研究生水平的学生在除了很长的战略案例之外，通常还可以阅读2～3篇补充文章，最好是较长的期刊文章与较短的杂志或报纸文章的结合。在给本科生教授战略课程时，教师可能需要将补充文章的数量限制在1～2篇。

25.2.7　课堂讨论管理

就像管弦乐队的指挥一样，案例讨论中教师的主要作用是作为引导者。因此，他们必须使尽可能多的学生参与到讨论中。最有效的案例教师通常会运用多种技巧提高学生的参与程度。

在案例教学中最常见的形式是，教师在整个课堂过程中不断提出问题朝着某一特定方向引导学生讨论。期间并没有唯一最好的方向，进程取决于案例。在某些情况下，最好是以回顾案例事实或者描述案例基本情况开始，以此为基础，讨论会逐渐推进对案例的分析与建议。在其他情况下，案例讨论最好以提出建议作为开始，然后回去寻找提出这些建议的原因与正当理由。

不管用哪种方法，重要的是促使学生参与案例讨论。实现这一点的一种方法就是所谓的“意外点名”。也就是说，当没有学生自愿举手参与时，通过点名的方式使其参与到案例讨论中。尽管意外点名的方式在研究生中很普遍，但有些教师不愿意在本科生课堂中使用这种方法，因为本科生可能很少具有工作与学术经历。不管想要在哪个层次的学生群体中成功运用意外点名方式，教师仍需要考虑学校的文化环境及传统。在一些不经常使用这种方式的学校，教师在课程一开始就向学生表明使用这种点名方法并会持续下去，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留学生数量比较多的班里使用意外点名的方式可能更具挑战性。由于留学生的语言能力及其文化背景不同，他们在教室中尤其是在大教室中发言可能会感到尴尬。在其他情况下，留学生可能会比较欣赏点名的方式，因为这个方式促使其更快地融入到课堂环境中。那些担心对留学生使用这种
 意外点名方式不合适的教师，会选择使用一种更加温和的点名方式，那就是所谓的“温和点名”。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在课前告诉学生会在课堂上让他们回答问题，这样就给了留学生提前思考问题的机会，使其不会有在意外点名情况下的压力与紧张情绪。随着学生慢慢适应课堂环境，教师就可以逐渐不再使用提前通知的方式。

许多教师会采取自愿发言与意外点名相结合的方式。这种混合的课堂管理技巧保证了学生充分提前准备和更广泛的参与。另一个促进学生参与的方法是邀请学生参与一些关键的过渡性问题。这种方法对刚刚参与案例分析的本科生与研究生都非常有效。由于刚开始接触案例分析，他们可能在犹豫是否与大家分享其解决案例问题的建议。这种方法也向学生表明，认真聆听也是案例讨论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要求学生总结其听到的主要内容或者分享其关于整个课堂的个人印象。

不管针对MBA学生还是本科生，促进学生参与的第三种方法是列出一些对决策制定者来说可行的行动方案，然后，让每个学生投票选择他所支持的方案。在课堂讨论之前获得信息是有必要的，因此有些教师会要求学生通过电子投票的方式把结果发给自己。在其他情况下，教师通过让学生在课间休息时在其他同学面前做出选择的方式，可以更好地安排课堂讨论。像箭头（↑↓）字母（A、B、C）或数字（1、2、3）等符号都能够很好地代表某种选择，从而让学生有效地交流其个人意见。例如，学生画一个向上的箭头（↑）可能代表支持企业的某一行为，而画一个向下的箭头（↓）则表示反对这一行为。当在教室中使用这种方法时，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选择结果，有选择地选取某些学生参与案例讨论。这种方法创造了一种类似辩论的氛围，通常可以增加整体的参与程度。这种方法的另一个优点在于，如果学生公开表明了自己的立场，那么他们通常会对自己选择的行为表现出更大的承诺与主动权。

尽管以教师为导向的案例讨论是最普遍的，但并不是说这是教授案例的唯一方法。一些教师会在本科生及MBA课堂中采用参与者导向（基于个体的或者基于团队的）的讨论，以此来提高学生的参与度。这种方法很有效，但是通常需要教师与讨论团队的负责人在课前开会来仔细讨论他们的分析与课堂计划。在上课之前给学生分配角色或者要求某些同学在课堂讨论中作为持反对意见的人，同样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参与度。个人或者团队可能被要求假设持有某种观点，并反驳其他人的观点。如果教师想通过案例讨论将关于案例的各个方面与观点都找出来的话，这种方法显得尤为重要。

一些教师将这种方法的使用更深入，他们要求学生（或学生团队）准备一个正式的汇报。汇报者可能被要求假设作为企业外部的咨询顾问、内部的分析员、管理层的一位成员或者一位董事会成员，从这一视角出发，他们被要求提供他们对案例的分析及建议。听汇报的同学也被要求假设扮演角色，在某些情况下，当汇报者汇报结束时，教师会鼓励同学们积极参与并提出相应的问题。

这种类型的正式汇报，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之处。从其优点来看，这种汇报促进了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提高，如果以团队的形式对案例进行分析，还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对本科生及MBA学生来讲，提高交流能力是很
 重要的，但对于留学生来说这一点也尤其重要。此外，利用团队的形式准备案例能够促进有价值的跨文化交流，尤其是在国内学生与留学生之间。这种方法促进了学生之间的相互学习（不论是就案例内容还是过程而言），也有助于增加课堂形式的多样性。从其缺点来看，正式汇报通常不能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课堂时间。学生可能对彼此之间的汇报并不感兴趣，或者兴趣会随着时间而减退，尤其是当这种方法反复使用或者汇报的质量较差的时候。

减少这些弊端的一种方式可能是设立课外课堂，让学生对教师汇报而不是对整个班汇报。这种方式可以给学生提供锻炼交流能力的机会，但对于老师来说确实相当耗时的。这同样会不利于学生通过相互观察进行学习的能力。另一种选择是设计一个案例竞赛。在这种形式的练习中，多个学生团队分析同一个案例并向评委提交分析结果。除教师以外，其他专业学者及商业人士也可能会来评价提交的案例分析结果。如果竞赛是多轮淘汰赛的形式，最后一轮可以在真实课堂中进行。这种方法虽然限制了学生在整个课程过程中进行正式汇报的数量，但至少让参与者通过观察最后一轮的比赛学到了知识。案例竞赛在本科生与研究生中都可以使用，还可以运用在班级之间甚至学校之间。

25.2.8　评价方法

与其他教学方法一样，使用案例教学法的教师必须充分考虑反馈与评价的过程。这里有两类反馈方式：短期反馈与长期反馈。短期反馈或即时反馈是指，在课堂案例讨论期间或者讨论结束之后即刻反馈给学生的信息，包括诸如识别那些提出关键点或者通过质疑同伴而促进进一步讨论的同学。这种反馈，再加上点出整个班级的良好表现，能够强化学生的积极行为，比如富有洞察力的观察或提问、深入透彻地分析、进行提前准备，以及积极地讨论，等等。然而，这种短期的反馈并不一定是单向的。在案例讨论结束之后，学生可以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向老师提供反馈。如果这些总结与老师的期望目标不一致，老师可能会给学生提供更多的相关信息，并在将来讲解这个案例或其他案例时做出相应的调整。

提供长期反馈，尤其是对单个学生而言，具有更大的挑战性。因为课堂参与通常是学生案例课程分数的重要部分，教师需要有效的评价方法来随时跟踪学生的参与情况。许多教师只是在每节课结束之后做简单的记录，强调了学生的课堂表现，因此并不需要复杂的打分方案。有的教师使用3～5分的量表，从“优秀”到“不及格”衡量学生的表现。对于那些想要评价得更加精确的教师而言，另一种选择就是对课堂内容进行录音，在课后通过回顾录音的方式评价学生的参与情况。还有一些教师会请一些助手，或者让学生作为记录员，只是让他们来记录课堂学生所讲的内容，并不让他们评价学生的课堂参与情况。之后，教师通过回顾课堂记录，评价学生表现的价值与质量，并给予合适的分数。通过多个人进行记录，并比较他们记录的内容，可以保证结果的准确性。如果让学生协助记录，最好是让他们轮流记录，避免记录的同学被排除在案例讨论之外。

上述所有的评价方法都可以用来为学生的参与情况打分，并提供反馈。然而，不管使用什么方法，重要的是教师不应该只针对学生所做的评论数量进行评价。
 评价学生表现的质量也是必要的。这也可以向学生传递一个信号，有效的案例讨论表现并不是占用课堂时间进行参与了就行。分数较低表示学生虽然参与了但是表现不好，比如评论缺少对案例的思考、缺少逻辑性或者与案例内容根本不一致。根据Corey（1976）所指出的那样，提出高质量的问题意味着学生已经：（1）明确了问题并努力通过各种方式寻找解决方式；（2）将这些问题放在了合适的情境中；（3）从个体管理者的角度处理这些问题。另一方面，对案例中的问题能够做出高质量的回答说明学生已经：（1）对案例中的某些特定问题及更多问题有了明确回答；（2）能够通过良好的分析与正反两个方面（包括一个建议的两个方面）支持自己的建议；（3）有了具体实施的方案。

许多教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决定学生的课堂参与情况在其这门课程的整体成绩中所占的比重。对一些完全依赖案例教学法的教师而言，学生的参与情况在其整体课程成绩中占较高的比重（50%～70%）。对其他教师来说，参与可能占了较小的比重（10%～25%）。一般而言，研究生课程比本科生课程更加强调学生的参与情况。然而，不管哪个层次的课程，决定课堂参与在成绩中所占的比重应该基于教师的教学目标，以及其对促进、测量与评价参与情况的个人水平。

如果正式汇报在战略课程中作为案例分析的一部分，那么教师应该为过程与内容两个方面提供反馈做好准备。这种反馈可以通过结构化的或者非结构化的评价方式进行交流。如果使用的是结构化的方式，教师则需要将正式的结构化表格提前发给学生，这样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表现并促进其学习。

除了评价学生的课堂参与汇报以外，许多案例教师也会使用书面作业的方式对学生进行评价。在战略课程中，教师安排课程测试或者简短论文也是很常见的。这些可能会是结构化的形式，通过使用事先提供的作业问题；也有可能是开放性的问题，但学生必须找出一些关键问题并提出他们的分析及建议。一般而言，结构化的课程测试在本科生课程中，或者在对案例分析不熟悉的同学中使用更加有效。留学生也愿意选择更加结构化的书面作业。非结构化的课程测试在研究生课程中，尤其是在学期快结束了学生们已经掌握了案例分析技巧时，非常有效。

案例也可以用于课程的期中或期末考试。与课程测试一样，这些考试可以使用作业问题，也可以不使用，并且它们可以作为课堂作业也可以不是。当使用案例考试时，教师需要尤为注意案例的长度与复杂性。较短的、不太复杂的案例可能比较适合本科生的战略课程，而较长的、比较复杂的案例可能更适合MBA课程。Corey（1980）针对考试最适合的案例给出了一些建议。作者认为，考试使用的案例应该：

•包含足够的课程内容；

•长度适中（要给学生留出一部分时间去分析，而不是完全把时间放在阅读与消化案例上）；

•需要一些定量分析；

•既包括明确提出的问题，又有更加宽泛的问题；

•允许多种答案（避免“唯一正确答案”）；

•能够提供更加广泛的成绩范围；


Corey还强调了教师在阅卷时应该关注的要点，例如有效的问题识别、广泛的问题范围、相关的结论、支持性的定量分析、合乎逻辑的建议，以及明确的行动计划。

25.2.9　总结

总之，在战略课程中使用案例教学法有利有弊。从积极的一面来看，案例提供了一个用来教授战略概念、分析工具及基本技能（例如，批判性思考、定量定性分析、交流能力等）的现实环境。不同于被动的教育方法，案例教学法是主动的。它促进了教学人员与学生之间，以及学生间的动态交流。此外，案例教学法强调了一个观点，那就是没有唯一正确答案，战略调整及解决方式都是多学科与多维度的。

然而，从消极的方面看，特别是与讲课式的授课方式相比，使用案例法可能会使一些教师感觉到他们对课堂的控制减少。鉴于战略案例跨学科的性质特点，如果教学人员不具备跨学科的知识与经历，这将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此外，如果对案例课堂控制得不好，学生能学到的东西将会大打折扣。反过来，这会导致学生质疑案例讨论的价值。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式是教师必须提前做好充分准备。这包括全面掌握案例材料及广泛阅读相关的补充资料，做好课堂计划（包括时间安排、板书计划及正式评论等），运用不同的方法促进学生积极参与，以及促进（或控制）课堂讨论。另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鼓励学生做好充分的课前准备。教师应该明确其对学生准备与参与的期望。事实上，越早设立这种期望，结果与期望越有可能一致，并且实施的效果会越好。对于不熟悉案例分析的学生，教师可能会通过提供一些阅读材料，使其明确他们在案例课堂中的角色与任务（参见：Mauffette-Leenders、Erskine和Leenders，1997；Corey，1976；Shapiro，1984a；Bonoma，1989；Hammond，1990）。

25.3　其他教学方法

尽管案例教学法是战略课程中运用最普遍的教学方法，但并不是唯一使用的方法。其他的方法包括演讲式教学、实践练习、实地项目、计算机模拟、基于问题的学习及基于网络的教育等。下面我们将逐一进行讨论。

25.3.1　演讲式教学

有些教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演讲式的教学方式向学生讲授重要的战略概念，并教授学生不同的战略分析工具。通常，在演讲式教学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与讨论比案例讨论的形式要少得多。事实上，在有很多人听讲的演讲式课堂上，可能只有教师自己是言语参与者。使用演讲式教学既有优点又有缺点。从其优点看，演讲式教学在传播信息方面非常有效，特别是当教师很好地组织教学
 材料时。从教学人员的角度来说，演讲式教学更容易控制，并且不需要学生做过多的准备。

从其缺点来看，演讲式的方法更多的是一种被动的教学方式，如果控制得不好，演讲式教学会变得枯燥乏味。当学生不会很快用到老师所讲的内容，或者当他们发现老师讲的内容没有关联性或没有价值的时候，学生会很快忘掉其中大部分的内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在给本科生教授战略课程的时候。许多战略话题（尤其是企业战略层次）瞄准的是组织的最高层次，因此，学生可能会认为教师所讲的内容对他们来说没有直接应用或者在短期内使用的价值。演讲式教学的这种被动性特征也会向学生传递一个信号，那就是课前准备是不需要的。像其他的教学方法一样，演讲式教学的有效性主要依赖于表达的质量。不善于表达的教师或者口头表达能力不好的教师，对于他们所讲的内容，学生也不可能很好地接受。

演讲式教学的另一个缺点在于，它更重视一类特殊的学生，那就是反应型、抽象概念型的学习者。这种学生倾向于通过精神或者视觉概念接受信息。而对于那些通过具体经历和积极体验进行学习的学生来讲，演讲式的教学方法是低效的。

幸运的是，教学人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减少这些弊端。吸引学生的一种方式是在演讲式教学中增加其他的教学技巧。微型案例讨论、问题解决小组、实践练习、角色扮演、电影片段，以及一些其他的多媒体材料等，都可以被增加到传统的演讲式教学方式中，以此促进学生参与及主动学习。例如，有些教师在课上将学生分为几个小组，这给了学生讨论案例问题、应用战略概念或者利用数据解决问题的机会。其他的教师会通过之前提到的一些技巧，例如意外点名，以及要求学生自愿回答案例中或者提前阅读的材料中的问题等方式，管理学生的课堂参与问题。

如果只使用演讲式教学方式，我们建议教师不要在一节课上提出过多战略概念或者分析工具。在演讲式课堂中，很容易使学生淹没在大量的信息中。此外，讲课的过程中，如果能加入丰富的企业与行业案例，会加强学生对所讨论的各类战略概念的理解。对于具有很少商业经历的学生来讲，教师在开始阶段需要通过更加人性化的方式强调基本的战略概念。例如，首先让学生思考他们所认为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在提升到企业层次讨论之前，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将这个复杂概念介绍给学生。

讲义的有效使用也有助于将演讲式教学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虽然学生更倾向于学习教师所讲的全部内容，但成功的演讲式教学推荐使用提纲式讲义。学生不得不根据教师讲的内容将提纲内容补全，因此这种方式能够促进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中来。

与使用更具互动性的教学方式相比，在使用演讲式教学方法时，追踪学生对教师所讲内容的消化与理解更具挑战性。例如，在案例课堂中，教师可以不断对学生的讨论做出评价。当教师听到学生的对话偏离课堂目标或者具有错误的观点时，他可以及时插入说明课堂目标或者纠正学生的错误观点。在演讲式课堂中，学生的问题与困惑很难被察觉，因为很少有课堂讨论的机会。为了增加课堂反馈，
 有些教师在讲完课之后会随机选择几个学生进行总结，并写出他们在课堂上所学到的关键知识点。这可能激励学生，也可能使学生感到难堪。这种方法为课堂的效果提供了迅速反馈，之后教师可以根据问题的反馈对将来的教学进行结构化与修改。

过分依赖演讲式教学的教师通常会使用配套材料，例如战略教材或者相关阅读材料。教师需要从许多教材中进行选择，在做出最终选择之前教师需要获取各种教材的副本进行仔细阅读。一些战略教材分成了章节，包括战略制定与战略实施（如David，1999；Thompson和Strickland，1998）。这些教材包括的章节通常按照战略计划的顺序进行组织，从建立使命与愿景，内外部环境分析，战略的识别、评价与选择到战略实施。然而，教材与教材之间有着显著差异，并且在战略管理中有许多其他的方法正在变得流行。基于资源的方法（例如，Collis和Montgomery，1997；Hitt、Ireland和Hoskisson，2001）与决策制定／学习的方法（例如，Bourgeous、Duhaime和Stimpert，1999）只是目前被使用的新战略框架中的两个例子。重要的是，教师应该寻找与其战略课堂内容最匹配的战略研究方法。

许多教科书都配有补充材料，例如录音带和光盘。这些工具能够非常有效地提高传统演讲式课堂的多样性，同时有助于学生将理论与实践练习结合起来。当教师希望为某个话题或者问题提供更多内容时，其他相关的阅读材料也可以作为教材的补充材料。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这些阅读材料可以来自商业期刊，也可以来自商业杂志与报纸等。

对于教师而言，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另一种方法是实现演讲式教学与案例分析相结合。许多战略教材中会包含一些案例，这有助于此过程的实现。事实上，大多数出版商出版的战略教材既有综合版本（包括教材、案例及阅读材料）又有每个部分独立的版本。教师可以从后一种版本中选取他们想用的内容。有些作者已经出版了精简版的教材，使得教师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可以自己选择一些案例、阅读材料、模拟材料及练习等。也有一些出版商允许教师结合从本已出版的材料中选取的文章、阅读材料及案例等，设计出版自己的教材。

对于本科生的战略课程而言，由于本科生不管从其之前的学习还是工作经历来说，他们都很少接触到战略概念与分析工具，因此在课堂中交替使用演讲式教学与案例分析方式是非常有效的。将演讲式教学与案例教学结合起来的方式有三种（Rangan，1995）：第一种方法是“理论化一个案例”，是指教师在其演讲式教学中使用案例作为工具来表述概念及理论知识；第二种方法是“说明性的案例”，是指教师在其演讲式教学中使用案例来说明某个特定的管理理念；第三种方法是“编排一个案例”，这就是本章前面案例教学部分所描述的过程。根据Rangan（1995）的观点，这三种方法都是有效的，但是由于学生的水平及老师的技巧不同，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学习效果。

案例教学所需要的设备在演讲式教学中同样有效，并且后者还不需要特殊的教室布置。演讲式教学的评价通常以考试和测验的方式实现。根据课程层次的不同，会有不同的考试类型（例如，论述题、简答题或多项选择题等）。在本科生课程中，教师可能倾向于采用简答与多项选择的试题形式，以确保学生学到了基
 本战略概念与分析工具。论述题也会被使用，尤其是当老师想要评价学生运用基本概念与分析工具的能力时。在研究生课程中，教师可能更多地运用论述题和案例分析等试题形式来评价学生战略思考的能力。

25.3.2　实践练习

提高战略课程课堂多样化的另一种方法是实践练习。即使这种方法在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课程中使用比较普遍，一些练习在教授基本战略概念时也非常有效。例如，博弈论原理或者兼并谈判等，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很容易得到展示，并且不管是在本科生还是MBA课堂中都会有很好的效果。

在本章案例教学部分我们简单讨论过的角色扮演，就是一种可以用在战略课堂中的实践练习类型。当第一次引入角色做这种练习时，学生可能很难进入角色。克服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是，教师自己也在练习中扮演一个角色，这将非常有效。尤其是当学生在案例中扮演主要决策制定者角色，而老师则假定为会受到所做决策负面影响的利益相关者时，这种方法尤为可行。

在使用这种方法时，教师可能会遇到的一个障碍是寻找适合战略课程的实践练习方式，也很少有这方面的专业书籍。然而，在有些情况下，教师可以借鉴一些用在其他领域中的练习，例如经济学、市场营销、组织行为及人力资源等。另一个挑战是如何评价学生的表现。在这种练习中给学生进行打分是比较困难的，因此有些老师要求学生写一个课程总结。这是评价实践练习这种教学方式效果的一个有效工具。

25.3.3　实地项目

在战略课程中可以运用到多种类型的实地项目，其中一种就是实地调查。学生可以对某个特定的战略话题进行研究或者在教师的监督下对企业进行调查。这些调查报告的题目既可以由老师给出，也可以由学生自己确定。许多学生都非常喜欢这种自主独立的实地调查项目，他们非常重视这种深入探索实时战略问题（或企业）的能力。尽管如此，实地调查也需要教师的参与，以协助学生完成他们的项目，同时这些项目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对其进行评价。这种实地调查的方法在本科生与研究生课程中都比较适用，因为学生都需要提高他们的研究能力。

实习课程是另一种形式的实地项目。在这种情况下，教师要求学生与实际企业的高管进行真正接触。这种任务是将战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有效工具，并且学生对这种任务评价很高，因为他们可以获得相关的实践经验。此外，实习课程有助于学生建立多方面的技能，例如从批判性思考与分析到创造性思维和交际能力。实习课程在MBA课堂中尤其有效，因为学生可以依靠他们先前的商业经验。

尽管实习课程在创业及管理咨询等课程中非常流行，但用在战略课程中还存在一些挑战。首先，学生所能接触到的许多实习项目都是职能层次的战略问题，而不是企业层次或者业务层次的战略问题。因为在高层次的战略问题中，企业高管不愿意让学生参与，尤其是本科生。其次，安排足够的实习项目是比较困难的，
 特别是当班级规模比较大时。在一些情况下，教师会选择将同一个企业项目安排给多个学生或者团队，但这种安排会给企业及其参与的高管带来负担。与实地调查一样，对实习项目的最终报告或汇报进行打分也是比较困难的。尤其考虑到外部合作的企业不同，他们所提供给学生团队的相关信息量也会有所不同。因为需要与实际企业进行交流，与实地调查相比，实习项目通常要求老师有更高层次的课外参与。

25.3.4　计算机模拟

正如实习一样，模拟也是将战略理论联系实践的一个有效方式。在电脑对弈中每一个参赛团队都和其他团队直接竞争。差不多有十多个不同的模拟可用于战略课程，大部分这种程序都能够出色地模拟真实世界的市场环境。它们为学生在业务和职能层次的战略决策制定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一些甚至给学生提供了企业层面的战略制定的机会。模拟在本科生中特别有效，因为学生可能只有有限的工作经理或者没有。

模拟往往集中在一个单一的行业及特定产品。一些常见的例子，包括运动鞋行业、谷物食品行业及航空业。在大多数的模拟中，学生团队针对所有的职能领域进行决策，包括市场、分销、运营／制造、人力资源管理及财务。今天大多数模拟比赛程序都是全球性的，并具有附加功能，可以根据教师的要求和学生水平（如本科或者MBA）进行激活（或取消）。这些功能包括简单的未预期的关税调整、利率或汇率的改变、复杂的产品失败危机或工人罢工等。

在模拟比赛之前，教师必须先决定行业数量、每个行业中的企业／团队数量，以及每队的学生人数。这些往往是由课堂规模决定的。例如，如果所需的团队规模是三到五个成员，那么教师就可以反过来决定所需的团队数量。计算机模拟的参数往往决定这些团队是否可以在一个单一行业中运作，或者他们需要被划分到多个行业里。教师还必须决定决策阶段的时间长短，以及比赛多少回合。

使用计算机模拟既有优点又有缺点。总体来说，学生对模拟评价较高，因为模拟是动态的，而且提供直接的实践经验。然而，一些学生可能将他们对经历的评估与比赛中团队的结果联系起来（例如，如果他们的团队赢了，那么学生可能对经历评价很高；如果团队输了，他们就可能给经历一个较低的评价）。反过来，这表明学生往往难以将他们在比赛中的输赢与现实战略环境的经验教训区分开来。

另一个缺点是，模拟成本较高，而且往往给教师带来巨大的管理负担。运行比赛需要在课堂之外拿出额外的时间来处理遇到的问题和难题。降低管理时间成本的一个途径是使用基于网络的互动模拟。它们相对较新，但是具有很多好处，包括中心定位的在线管理服务。使用费一般按照每个学生来收取。基于网络的比赛的另一个优点是竞赛可以超出单一的课堂范围。很多这种竞赛都允许学生与来自世界其他学校的团队进行竞争。

模拟还有一个缺点是，一些学生可能花费更多的时间试图找出计算机设计模拟的程序，而不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商业概念上。这自然会降低模拟竞赛作为战略课程学习工具的价值。这种问题通常被称作“终局竞争”。当教师提前告知决策
 周期的数量，他可能在鼓励学生实施终局竞争策略。这些策略可能包括剥离资产、抛售库存，以及减少维修和资本支出，而这些都被认为是错误的长期决策。为避免这种终局竞争决策行为，教师需要对比赛的轮数进行保密。如果这样不可行，那么在决定获胜者时使用多个方面指标衡量就极为重要。通过使用多种衡量方式，包括长期和短期指标，终局竞争的手段就能够得到抑制。

作为教学工具，许多教师认为计算机模拟尤其能够为学生提供感受企业多职能部门性质的途径，同时让他们体验自己决策产生结果的感觉。例如，Thompson和Strickland（1998:xii）指出：






计算机模拟比赛是可选的最佳实践练习，来帮助学生理解一个企业的不同部门是如何相互结合的，并且给学生一个整合的、高层的经历……（学生们）成为积极的战略思考者、规划者、分析师及决策制定者。通过他们所制定的决策，学生能够体会到什么对于决策是重要的，以及什么有助于得到满意的结果。所有这些对于训练学生负责地做出决策都有帮助，并能够提高他们的商业敏锐度和管理判断力。






除了帮助学生发展商业判断力，鼓励学生将之前所学的课程整合，以及促使学生执行决策及承担结果外，计算机模拟也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机会，那就是在创业环境中体验战略的概念。极少的教学方法能像计算机模拟一样引发学生这样的热情和竞争精神。随着比赛的持续，这种激发程度往往越强，而且学生会投入大量时间对计算机输出的结果进行分析。

因为计算机模拟激发学生使用他们在各种课程里学过的定量工具，因此这种比赛也可以成为一个探索定量问题的好机会。因为大多数模拟都是基于团队的，学生会面对很多挑战，尤其是在团队环境中。令人满意的行为、个人主导的倾向、团队思考、规范和期望的冲突，以及决策制定缓慢等，仅仅是他们在团队合作中需要解决的众多问题中的一小部分。因此，参与者会从处理这些组织行为课程涉及的问题中得到实践经验。

一些教师甚至可能希望通过要求学生团队建立一个组织架构，以及要求团队成员承担特定的角色或职位（例如，CEO／总裁、副总裁、董事、监事），以此来提高计算机模拟的真实程度。例如，让比赛允许收购，这是一种有效的能够让学生从人类行为动力学的角度发现人性贪婪一面的方式。另外，建立董事会为模拟增加了真实性，尤其是当这些董事会使用企业从业人员时。董事会的参与可以是经常的（例如，从关键职位如CEO人选的面试开始，包括定期的企业更新及最后工作陈述）或者不经常的（例如，仅仅是评估最后的工作汇报）。参与程度将取决于模拟可以运行的时间和总时间的长短，以及外部参与者愿意参与这种练习的意愿。

很明显，如果决策制定在课堂上进行的话，计算机模拟就需要配备专门的教室。如果没有计算机教室，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在课外输入决策。但是，在对学生进行基本的模拟程序培训时，至少应该有一个可用的计算机投影设备。

评估和对模拟打分是需要考虑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教师可能会想，至少学生的部分成绩是基于学生模拟结果的。要求学生写下（或提交）阶段性的备忘录及
 最终报告，来总结自己企业的战略和他们对于竞争的观点，也是评分的重要因素。这种类型的报告是有效的，因为它们要求学生思考他们在整个经历中所学到的东西。有些教师甚至进一步要求学生，基于比赛结束时的情况提出未来的发展计划。

25.3.5　基于问题的学习

虽然上述教学方法在战略课程中被频繁使用，一种被称为基于问题学习（PBL）的新技术迅速进入课堂教学。简单地说，PBL是一种授课方法，即要求学生找出不良结构问题的解决方案。专门研究这个主题的时事通讯《PBL视野》（1985:5）做出了如下描述：






在PBL教学中，学生积极地、经常合作地探索知识，获得解决方法与批判性的思考技能。学生是自我导向的，因此他们对于自己的学习承担了更多责任。教师扮演了帮助者、资源指导或任务小组顾问的角色，同时会涉及如下角色，即项目问题专家，以及为学生提出课程任务与预期学期目标……问题的功能是提供了信息背景。它们允许学生做出灵活的认知决策，这有助于学生分析未预期的情况以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最后，PBL强调跨学科的结合，以及寻找和使用合适的学习资源。






许多学校已经采用PBL来构建它们整个MBA课程，在大部分研究生及本科生的案例教学中，教师也都嵌入了PBL练习。这个过程经常开始于一个课程的最初几个星期，由教师给学生小组提出一个复杂的、有不良结构及开放式结果的问题。提出的问题应该是充满争议的，这样学生就能迅速地加入讨论，从而得出不止一个答案或者一个解决方法。选择一个合适的问题是成功的关键。根据Duch、Allen与White（1998）的意见，一个好的PBL问题应该：

•引起学生们的兴趣并推动他们去进一步探索相关概念；

•将问题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从而使学生有动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要求学生基于现实、信息、逻辑及理性做出决策；

•要求学生定义需要什么样的假设（和为什么）、什么信息是相关的，以及需要什么步骤或程序来解决这一问题；

•仅仅表达了解决问题所需信息的一部分，因此学生还需要使用外部资源；

•需要学生共同协作来解决问题（通过双边合作或者竞争的方式）；

•结合本课程的内容（及要建立的技能）目标。

整个课程基本都是为PBL练习的最终结论服务的。一门课程可能会以布置PBL练习作业为开始，以学生团队展示他们的发现、做出课程学习总结，以及汇报练习结果来结束。在PBL过程中，整个班级应定期碰面以相互补充信息，讨论一般问题或者所有团队都涉及的问题，并教授学生在完成作业中使用新的工具和概念。然而大部分时间，学生团队都需要独立工作以解决问题。因此，每一个团队对解决方案的所有方面都负有责任，包括选择合适的资源、进行何种分析，以及对如何解决问题提出建议。基本上，PBL要求学生做到以下几点：（a）面对现实世界的问题；（b）评估已知的问题和未知的问题；（c）识别、定位和分析关
 键信息；（d）与其他人阐述和交流他们的解决方案。

对于课程中嵌入的每一个PBL练习，教师都应该作为一个协助者。学生可以向教师咨询建议，然而，他们得到的所有帮助（以及期中在全班会面中所获得的）将取决于他们的PBL练习与教师的目标。新加入PBL进程的学生可以在最初的PBL作业中获得更多帮助，但一旦他们具有了解决问题的能力，在随后的作业中将不再需要很多帮助。同样，本科生在战略课程中得到的指导会多于MBA学生，后者因为之前已有工作和教育经历从而有更多的经验来解决复杂的、结构性的问题。根据Duch、Allen和White（1998）指出，教师在PBL过程中的角色是指导、探索更深层次的理解，以及调动学生的主动性。教师不应该在课程中提供太多的信息。相反，作为PBL练习的一部分，学生应该主动发现与问题有关的基本概念。

PBL具有许多其他教学方法所具备的优点。例如，因为它是基于小组的，因此具备了计算机模拟的优势。像案例分析一样，PBL将教师的角色定位为帮助者，这种方法也着重强调了创造性思维和问题解决的重要性。像实地项目一样，PBL允许学生发挥重新获取和利用外部资源的关键技能。

虽然PBL有许多优点，它也有一些弊端需要教师们去考虑。第一，PBL是一种非常耗时的教学方法而且经常需要强大的管理支持。由于课堂时间相对较少，因此课堂之外往往需要额外的交流。如果这种方法被证明有效，那么当学生遇到重大挑战需要见解和建议时教师就必须提供帮助。第二，评估这种教学方式具有挑战性。团队报告和陈述很可能各不相同，从而使得团队间的比较变得困难。当教师对结果提供相对较少的改进指导和格式要求时PBL最有效，因此学生可能不理解或不接受对他们进行评价的标准。第三，许多学生不习惯PBL，在最初阶段会经历高度的焦虑和沮丧。学生可能更加适应传统教学方式，通过做笔记，然后回家进行总结归纳。然而，这个反应会随着时间慢慢消失，学生将逐渐适应PBL方式。不过，也不只是学生会对这种方法感到不适应，教师们也会因为感到失去控制而经历一些不适。那些灵活的、能够处理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并具有跨学科知识的教师最有能力掌控这种教学方法。

25.3.6　基于网络的教育

另一种新的教学技术是基于网络的教育。尽管依然处于起步阶段，许多教室已经配备了许多网络接口，使教师可以利用其建立在线课程。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是大学定制的专有程序，而在其他情况下，程序是由独立的机构设计和维护的，但由订购的机构与教师分享。

许多创建了网络课程的战略课程教师通过互联网来发布资料，包括教学大纲、阅读材料和案例资源，并链接到企业网站及参考资料（例如，商业报纸和杂志）。在这些情况下，互联网的使用往往是单向的，学生利用课程网站主要是为了获取信息或数据。对于网络更先进的使用是通过允许学生在线完成作业及研究，促进双向的交流。他们也通过同步交流（例如，课程聊天室和视频教学）和非同步交流（电子公告板或论坛）来促进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双向互动。有些教师甚至通过
 网络实现学生与高管的交流，以此作为补充案例分析及战略概念的讨论的方式。

在线课程的好处有很多。首先，技术允许教师建立感兴趣的学习小组。例如，教师可以使用技术将现有的和以前的学生联系起来，也可以将现有的学生和在重要领域具有专业知识的学者和从业人员联系起来。其次，网络为教师提供了一个易于从各种不同来源汇编电子资源（文本材料、阅读材料、案例、模拟及练习等）的方式。这意味着大量的多媒体材料可以被收集到一个单一的、统一的文件包中。再次，可以很容易地实时添加、删除或者修改材料。这使得课程随时可以补充最新的相关材料。重要的是，与其他教学方法相比，这种教学方法没有空间与时间限制。使用一台电脑和网络连接就可以随时随地获得所有的材料和互动。许多网络课程的高级服务甚至提供在线测验功能，这样就可以使用案例摘要与小测验等任务来评估学生。最后，鉴于大多数在线课程的入口对学生都是免费的，一些共享网站还可以通过对学生（或大学）收取接入费用（通常对每个课程）。然而，即使收取费用，成本也通常会低于教材和其他阅读材料的价格。

即便有如此多的优点，但在使用该方法时仍存在一些缺点。在不能面对面接触的远程教育课程上，学生和教师可能会有“孤立”和“脱离集体”的感觉。一些教师试图通过发布其他学生的图片和鼓励课堂学生创建个人主页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这些措施可能只提供部分的解决方案。虽然到目前还没有一个可行的方案，然而，在未来实时视频技术可能会允许学生之间，以及与教师之间进行交流，这样就能减少孤立或者距离感。这也涉及参与程度的问题。一些远程教育教师抱怨学生之间不喜欢互动，而更喜欢与老师交流。这反过来会产生对教师数量的大量需求。另一个潜在的缺点是设备兼容性，使用老式或者过时的硬件设备的学生可能会发现它们既昂贵速度又慢。

最后，在未来无论是作为传统的面对面授课的一部分，还是作为独立的远程教育教学，或作为这两种模式的融合，战略课程资料的在线传递一定会增加。此外，随着技术的进步，这种教学方法的价值也会提高。

25.4　结论

正如本章所描述的许多教学方法，战略管理教师可以使用各种教学工具，包括从传统的案例方法到基于问题学习等这样的新技术
[3]

 。在未来，虽然人们越来越重视先进的技术，我们依然还会继续使用这些技术。例如，在案例教学中，光盘案例及互联网资料的使用可能会稳步增长。尤其是后者，让教师们具有了以低成本的方式经常补充和更新资料的能力。

技术也对其他教学方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例如，在实习课程方面，企业高管可以传播更多电子化的背景信息，学生们也可以通过在线会议与高管更频繁的互动。这对于那些想要使用项目让学生接触到国际企业和全球战略问题的
 教师尤其重要。先进的技术将显著降低技术的成本，这反过来又促进了教学技术在学校的普及。

我们可预见的另一个变化是战略课程定制化。技术将使教师根据学生的个人需要定制战略课程。例如，我们想象一个战略课程在线网站，允许学生从不同的行业目录或职业发展路径中选择学习模块。如果有学生想要从事医疗保健行业，教师就可以提供定制的战略案例，相关的实习项目或者实地调查，或是针对该行业设计的计算机模拟。相反，如果有学生想要进行创业，教师可以提供不同的案例、项目或者计算机模拟。

技术也有助于学校与其他学校包括国际学校之间的联系。即使是今天，一些教师参与到跨学校及跨国家的模拟竞赛。在未来，我们不仅会看到这种类型的互动增加，也会见到教师资源的均衡利用增加。一个专门领域的专家教师可以使他们的演讲材料更容易获得，甚至可以通过在线会议的方式提供后续的问答。教师将能够参与多组织商业联盟，分享他们的专业知识并在世界范围内汲取更广泛的学术和专业人才的智慧。这些合作项目的形式将为战略课堂带来先进的研究及思考，并提高战略课程教育的质量。

总之，对于教师和学生而言，教学工具和技术的变化使得战略课程教学成为了一个有趣且有意义的经历。最终，战略课程的目标应该是使学生明确战略在所有的组织及不同组织层次中的重要作用。要做到这一点，教师必须运用最有效的教学工具实现理论联系实践，即使学生能够参与到战略分析与决策制定的过程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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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调查结果显示如下：（a）99.1％的学校要求至少在这个项目中占3学分；（b）96.5％的商业策略课程在高年级设置；（c）66.7％的商业策略课程由管理系来教授；（d）70％的受访者称班级规模只有35人或更少。


[2]
 　“解决方法”并不意味着在解决案例中的问题时仅有一个正确的解决方案。许多案例反映了现实及实际的商业环境，因此，针对这些案例中的问题应该会有许多不同的选择方案。


[3]
 　要想了解和比较这些不同教学方法有效性的研究文章，可以参看《管理教育》；其他关于这一领域的学习资源包括发表国际商务中教学方法研究的《教育国际商务》杂志，以及发表关于教学领域一般性文章的《商业教育》与《当代商业教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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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成功的哲学：开创自己想要的人生》

（美）杰里·波勒斯（Jerry Porras），斯图嘉特·艾默里（Stewart Emery），马克·汤普森（Mark Thompson）著

本书开启了一项意义深远的讨论，这个讨论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它或许将彻底改变很多人的人生。本书首次向传统意义下的“成功”发起了挑战，认为“成功”并不是指“金钱、名誉、权力”，而是“从事对自己有意义的事，毕生投入其中，创造持久的影响力”。这是作者在10年的时间里，对全球几百位持久成功人士进行追踪访谈后得出的结论。这些受访人士大都身世平凡，却缔造了一个个传奇，建立了恒久的影响力。从他们身上，你将找到真正的成功法则。





《运筹帷幄：如何领导创新突破》

（美）戴维·S．波特拉克（David S. Pottruck）著

本书提供了一套实际有效的方法来帮助领导者在组织中进行深远且持续的改革，书中所阐述的9个步骤可以让领导者快速采取行动，由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开始，直至所有步骤方案的落实和实施，都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指导依据。书中包含了大量全球顶尖企业领导人的第一手访谈资料，如星巴克CEO Howard Schultz，捷蓝航空CEO David Barger ，eBay CEO John Donahoe，花旗创新总监Debbie Hopkins等。





《从创业到创新：零售商的长期制胜战略》

（美）阿瑟·鲁宾菲尔德（Arthur Rubinfeld）著

本书作者是星巴克原执行副总裁，星巴克零售业发展战略的设计师，星巴克卓越品牌建设的关键人物。在星巴克，他为公司创立了一套零售店设计和拓展的完整架构，以及先进的内部流程和系统，为星巴克迅速扩张业务创造了必要条件。主导了星巴克从100家店到4000家店的战略扩张过程，为星巴克成长为全球卓越品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本书中，他将星巴克、麦当劳、阿迪达斯等巨头价值连城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与读者分享，揭示了零售企业成功的奥秘，以及在长远发展过程中为自己的企业树立卓尔不群品牌的方法。这本闪耀着智慧之光的经典著作，必将给零售业以及其他行业的经营者和创业者带来极大的启示和帮助。





《变革的心理地图：改变个人和组织的路径》（原书第3版）

（美）J．斯图尔特·布莱克（J. Stewart Black）著

本书是一本管理经典书，第3版聚焦了商业模式变化的大环境，研究了脸谱、谷歌、亚马逊以及联想等互联网创新企业的经验和过程，对当今企业具有非常现实的指导和借鉴意义。如今，变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变革的困难也是横陈在组织面前的巨大障碍。本书揭示了组织变革不成功的重要因素——没有聚焦于员工个人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又源于“心理地图”，既有的看待世界的方式不改变，变革和创新的征程永远不会开始。本书论述了改变个人思维以及行为的三大方面，给出了一步步改变的路径。





《创新路图：怎样管理、衡量创新以及从中获利》（修订版）

（美）托尼·达维拉（Tony Davila） ，马克·J．爱泼斯坦（Marc J. Epstein），罗伯特·谢尔顿（Robert Shelton）著

本书作者基于其丰富的创新管理咨询经验以及创新调研结果，证实只有将创新作为日常经营业务，持续加以管理、评估和实施，才能从创新中真正受益。如果企业能将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结合起来，更是有可能为自己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本书提炼的一系列创新管理方法已经在苹果电脑、通用电气和丰田汽车等公司中得到了普遍应用。从这些方法中，你将学到如何制定适合的创新战略和组织结构，如何有效管理创新，如何激励创新团队，以及如何对创新流程的每个步骤进行评估。


更多精彩呈现，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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